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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想要了解环境变化速度和规模的人将发现环
境署的旗舰评估报告 - 《全球环境展望 -5》：我们未
来想要的环境，是如此引人入胜的阅读。同样地，任
何在寻求转换范式可引领我们更加靠近真正的可持续
世界的人们将会发现这本 GEO 系列的最新版充满了机
遇和政策选择。

GEO-5 是该类评估报告中最全面、最公正和最深
入的。它通过借鉴权威专家、伙伴机构以及联合国内外
的研究机构的工作成果，展现了近期科学界的集体智慧。

GEO5 的发 布与 联合国可 持 续 发 展 大 会（里 约
+20）的最后准备阶段同步，在里约地球峰会的 20 年
后举行，从而设定当代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思考。
GEO-5 报告强调说明了为何世界领导人需要在里约及
未来展示其领导决策力。此外，该报告重点描绘了地球
和人类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轨迹，并展示了全球各地
具有积极环境变化创举的超过 100 多项倡议、项目和
政策。

在一个人口不断增长、不公平现象显而易见以及环
境基础不稳定的世界里，人类的当务之急是寻求政府合
作，以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GEO-5 强
调了行动延缓的危险性，以及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转变
为现实的现有选择。对于所有希望投入到这个时代机遇
以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的人，我向你们推荐 GEO-5。

自从古埃及、古希腊和中华文明以来，随后历经伊
斯兰黄金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直
在探索研究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进程。在
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里，随着人类逐渐意识到并在近
期更加清楚认识工业化进程的影响，这种探索研究也取
得了巨大进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自身不再是环境变化的
边缘影响力，而现已成为其主要驱动力，无论这种环境
变化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是气候变化。

全球环境展望：我们未来想要的环境（GEO-5）是
历史洪流的一部分，它将为公众了解生态系统和大气正
在应对的史无前例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以及它们的应对
方式，这些生产和消费模式发生在一个拥有 70 亿人口
的星球，并且到 2050 年，该数字将增长到 90 亿。全球
环境展望 5 所展现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地球现状是意
料之中且发人深省，并引起高度关注，它们应该向在六
月份出席里约 +20 峰会的领导人和代表敲响警钟，提
醒着他们为何而来。

弥合科学和政策之间的缺口仍然是困难重重的。
从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到 1992 年里约地
球峰会的召开，将科学发现导入环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当中一直是一项重大挑战。令人鼓舞的是，不断增长的
科学认识和科技进步并没有被置之不理；它们激发了包
括诸如濒危物种贸易、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禁用等多个条约和
协议的缔结与实施。

GEO-5 在其论述中增加了新的维度，对实现国际
商定目标的进展， 成就及差距进行了评估。在 90 个评
估的目标和目的中，发现只有 4 个取得了重大进展。需
要同等关注的是，14 个目标只是由于缺乏数据而不能
被评估。

GEO-5 的另外一个创新是它突出了由各个地区评
估的一百多条政策和变革性行动，这些政策和变革行动
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社区中进行尝试并取得成功。
这些政策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让他们可根据自己
的条件进行选择和调整。

序  言 前  言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总部，纽约

2012 年 5 月

这些政策选择是新近涌现的绿色经济工作广泛延
伸的一部分。在可持续发展和脱贫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是
里约 +20 峰会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峰会将不仅审查
和更新承诺，而且也会把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中的
科学发现和让社会重新融入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推动
世界走上可持续之路。

当各国在对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召开 20 年之后
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估时，已取得的有限成就和南北
之间的知识鸿沟应被提上优先议程。

总之，科学应该支撑政策制定，但正如五个 GEO
评估报告所展现的那样，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以科
学为依据的政策的认识和实施是真正的差距之所在，
而消除这些差距并不能仅仅通过更多的卫星观察、野外
监测、计算和情景模拟，而是需要与 GEO-5 所证实的
现实相匹配的勇气、决断力和政治领导。

阿其姆 • 施泰纳

联合国副秘书长
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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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系统方面

地球系统为人类社会及其经济活动提供基础。人们
需要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食用健康的食物，
用于生产和运输物资的能源，以及为所有这些服务提供
原材料的自然资源。然而，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 70 亿
人类正以增长的速度和强度开采着地球资源，这已超过
了地球系统所能承受吸收废物和中和环境负面影响的能
力范围。实际上，几种重要资源的损耗已经限制了世界
许多地方的常规发展。

在地球系统（地球系统是单一的自我调节系统，由
物理、化学、生物和人类几个部分组成）内部，人类活
动的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第 7 章）。这使得科学家们不
得不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纪，因为人
类活动正在改变大气、地质、水文、生物和其它地球系
统过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有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
海洋酸化，这些变化都和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和
甲烷）的排放量增加有着重要联系（第 2 章和第 4 章）。
其它由人类引发的变化还包括毁林以及为进行农业生产
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土地开垦，这些活动破坏了动植物
天然的栖息地，因而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第 3 章和
第 5 章）。

尽管人类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他们的活动对当地
环境的影响，然而仅仅在最近几十年，人们才知道这些
活动会累积地影响全球环境（第 1-7 章）。在过去，对
自然资源的人为压力并不是那么普遍，地球的大气、土
地和水能够满足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然而，在 20 世纪
的后半期，各种各样的当地影响组合在一起，并以增加
的速率导致了全球后果。全球化使得产品生产在特定地
方进行，这种生产情况消费者是不能容忍它们发生在自
己的社区的，全球化还允许人们将废物运输到他们看不
见的地方，从而使得人们忽视废物的数量以及其影响。
但是，正如废物已经实际上到达了地球的尽头一样，环
境问题也已经全球化（第 1 章）。

这些对环境系统的威胁使得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
者更加密切地一起合作，以一个可持续的和协作的方式
共同应对挑战。

引  言

科学政策环境方面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119 个国家首
次聚首，共同商讨由科学和环保组织提出的严肃的环境
问题。作为第一步，会议建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来促
成国际和联合国范围内的环境行动。二十年后，里约热
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核准了《21 世纪议程》——
一幅可持续发展的蓝图。1987 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
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
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里，《21 世纪议程》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重要指南，
它的许多的规则，特别是有关消费方面的将被使用。

2000 年千年峰会召集了世界领导者们共同探讨在
21 世纪联合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次峰会提出了 8
个千年发展目标（MDGs）用以弥补过度关注经济目标
﹑国际发展停滞所带来的不足。千年发展目标提倡将可
持续发展原则和国家的政策和项目结合起来，旨在消除
人类贫困和转变环境资源，同时设置了有时限的目标和
度量。MDG7（特别论述了环境问题）旨在在 2010 年
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在 2015 年将无法获取安全
饮用水和基本卫生的人口数量减半，在 2020 年至少改
善 1000 万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

随着对人类福祉和环境变化之间关系认识的不断
深入，使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此联系的种种尝试也在发
展之中。人们越来越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与经济活动对
环境服务和稳定性的依赖。经济在一个社区之内或多个
社区之内或之间运转，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生产易
销商品和提供服务。同时，大气、土地、水、生物多样
性和其他物质资料的实体限制决定了在环境之内的社会
生存和发展。

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产生了
一个复杂系统，大量研究聚焦于这个系统。但是，只是
在最近的 20 年内，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才使得研究者
建模和探究整个地球系统的复杂性。

赞叹地球系统复杂性之间的细微差别和力量的能

力所获取的见解需要各个国家对星球管理的责任和职责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第 16 章和第 17 章）。这不仅要
求他们对环境和发展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还应
该认识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特殊目标的发展。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不仅解决了大多数弱势群体的需求也考虑了
更有能力群体的需要。

这些目标的细化实施需要科学可信的指标和信息
来指导、追踪和报告进展（第 8 章）。综合的环境评
估是满足这种需求的工具，包括在一个全面而有深度
广泛而深入的工具包里。然而，在大部分地区，政策
发展和修订没有充分将评估报告和其他的科学信息与
国际优先政策结合在一起。

背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环境展望的主要目标是
让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充分了解地球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在过去的 15 年里，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已经调查了
大量的地球环境数据、信息和知识，提出了潜在的应对
政策，并且展望未来。这些评估报告和他们的协商和合
作过程，通过将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变成与政策制定者
相关的信息，共同消除了科学和政策之间的隔阂。

以前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采取对不同主题进行全
面的和跨学科的综述的方法，专注于分析环境问题和应
对措施的鉴定。《全球环境展望 5》在以前 4 个报告的
基础上，继续分析环境改变的现状、发展趋势并展望未
来。同时，通过对进展的评估它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以
期满足国际商定目标并识别各国在已有的成就之间的差
距（第 2-6 章），包括分析已在许多区域实行的有发展
潜力的应对选择（第 9-15 章）和阐述国际社会潜在的
响应（第 16-17 章）。而且，《全球环境展望 5》首次
建议根本性地改变分析环境问题的方法，综合考虑环境
改变的动因，而不是仅仅考虑环境压力。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秘书处，包括 600 名以上由
政府、科学和政策咨询组织指导的科学家，共同完成的

《全球环境展望 5》的具体进展，将在《全球环境展望 5》
的进展章节呈现。

结构

《全球环境展望 5》由 17 个章节构成，分为 3 个
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部分。

第一部分 - 全球环境现状和趋势

为了探究现今迅速变化的社会 - 经济状况，第 1 章
探讨了环境变化的驱动力 --- 包罗万象的社会 - 经济力
量，该力量对环境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压力。第 1
章阐明和描述了产生环境挑战的主要根源，并对政策干
预提出建议。

通过使用驱动力、压力、现状、影响和应对（DPSIR）
的分析框架（表 1），GEO-5 评估报告阐明了在大气、
土地、水、生物多样性主题下的全球环境的现状和发展
趋势，并第一次在全球环境展望系列中提出化学品和废
弃物的主题（第 2-6 章）。

DPSIR 概念框架是用来识别和评价社会和环境之
间复杂的和多维度的因果关系的。用于全球环境展望
评估的 DPSIR 概念框架是压力 - 现状 - 应对模型的扩
展，此模型是由经合组织和欧洲环境总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展使用的。诸如人口动态、经济需求和
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等驱动力是导致对环境产
生影响。这些驱动力经常直接地或间接地导致环境压
力，包括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量的增加和破坏性的资
源开采，这种环境压力导致环境变化，同时也对人类
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DPSIR 分析框架帮助识别这些
过程。最后，它提出响应，包括从社区行动到国际条
约在不同范围内采取不同的措施，这不仅仅关乎基本
驱动力，同时也包括环境压力及其对生态系统境和人
类健康的影响。

第 2-6 章评估了选择的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对于
每项议题是否达成实现。第 7 章从地球系统视角提供了
综合的主题信息。第 1 部分包括回顾了加强收集、分析
和阐释追踪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相关数据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的研究、监测和评价，以及科学评估和有效的
政策制定提供基本条件（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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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区域政策选择

GEO-5 第二部分的第 9-14 章评估了那些对加快实
现国际商定目标具有潜在帮助的区域政策选择，这正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所要求的，并且为那些希望实
施成功政策的读者提供了具有前景的线路以供探究。

为了指导政策评价，在每个地区都进行了多方利益
相关者磋商，以便挑选优先的环境挑战和相关的国际商
定目标。

在经过筛选之后，那些已经在相关目标上取得成功
或者具有与有前景的初步结果相关联的创新特点的政策
或政策集群被保留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政策
评价以文献综述、案例研究和专家意见为基础。由于一

些国际商定目标的多面性和非量化因素以及政策效益权
衡的多维与跨领域的性质，政策评价并不能一直采用一
个一致的评价方法。一致性的方法也受限于缺乏基础数
据和指标。

政策评价研究了政策的益处和促使它们推行成功

的良好条件。它还分析了诸如环境的监测和追踪、经济

和社会成果、对其他优先级目标和国际商定目标的跨领

域影响以及他们在新领域应用的前景等特征。

每个区域鉴定了那些有效的和可能适合在其他国

家效仿和适用（或适用）的应对政策。一些在区域的章

节论述的非常有前景的方法是值得更深分析的，也可能

由政府来测试的。

第二部分结尾（第 15 章）的区域总结阐述了由区
域选出的优先级环境挑战，讨论了共性、挑战和机遇，
并对政策选择进行了总结。

第三部分 - 全球响应的机遇

GEO-5 最后部分首先分析了为达到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要求的各类行动。首先，它回顾了现存的环境
条约和国际商定目标以期构建具有明确目标的 2050 年
愿景。其次，在可能的两个类别情况下对现有情景研究
进行评论，即描述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
可能的传统世界情景和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情
景。在这些分析之后，该部分阐述了一些措施，可以使
世界达到 GEO-5 所认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为
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彻底地脱离当前的趋势。考
虑到在密集而相互联系的全球活动系统里跨区域政策的
相互影响，该部分分析了一个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
世界情景，来检验那些为实现 2050 年愿景政策变化的
范围和复杂度（第 16 章）。

第 16 章和第 17 章评述了公众机构、私人部门和民
间团体是如何产生影响并有效的应对环境变化的现状。
尽管很多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应对已经成功地使社会
走上正轨，即开始处理这些挑战，这些分析报告证实，
全球环境变化并不能依靠单独的方法得到成功的解决。

GEO-5 最后总结认为，通过在全球层面的识别行

图1. GEO-5 DPSIR 概念框架

动，结合国家在适当的地方采取的相关实施措施，并
采用真正的变革性政策——以及要想获得成功所需要
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来着手解决环境变化问题。
GEO-5 不仅将使读者理解人类面临的威胁的复杂性，
也会提出可能的政策解决方案和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变革
性途径。

GEO-5 进程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使命做出了重
要贡献，即通过鼓舞，告知 , 为关爱环境提供领导力并
鼓励合作，使得所有国家和人民在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前
提下，提高生活质量。为了促进地球的发展，地球被分
为多个区域，这很大程度上反应了 UNEP 的六个地区
办公室所关心的问题和处理的事务，也使得他们能够为
准备 GEO-5 的工作团队提供区域支持。在环境数据浏
览器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全面的区域、分区域和他们
各自的国家的资料（以前的 GEO 数据门户）, 请参见
www.unep.org/geo/data。

来源：201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DEWA/GRID-Geneva

图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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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每晚透过弥漫在有毒水面上的雾霾看着夕阳缓缓沉下时，我们应扪心自问，

是否真的希望在未来另一个星球上的宇宙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我们：‘尽管他们有着横溢的

才华和精湛的技巧，他们的空气、食物、水、远见和理念却最终枯竭了。’”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于1970 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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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驱动力的规模、传播范围和变化速率都是

史无前例的。迅速膨胀的人口和蓬勃发展的经济正在将

环境系统推向不稳定的极限。复杂生态系统中的波动可

以引起剧烈的反馈，这一理念并不新颖：众多的科学研

究已经探讨了，在人类不控制碳排放的前提下，我们的

星球系统会面临的临界点和转折点。从驱动力的角度来

理解这些反馈，则昭示了相当多的反馈以无法预计的方

式相互作用着。通常情况下，这些驱动力的变化速率并

没有被监控，所以我们不可能预测甚至无法察觉危险

临界点的到来。更为关键的是，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针对

的是理解驱动力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不是改变后的

生态系统对这些驱动力的影响——即反馈循环。

全球化的特点——贸易、金融、科技和通讯之间的

紧密联系——使得诸多驱动力的变化能够非常快速的在

世界局部地区产生强大的压力。从玉米、甘蔗、棕榈油和

油菜籽提取的用于支持运输的生物质能燃料近来发展

迅猛。生物柴油的普及度越来越高，其产量在 21 世纪初

期以每年 60% 的速率增长，并在 2009 年接近 1300 万

吨石油当量。但是，最新的一些信息引起了人们对大规

模生物燃料生产所直接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这些复杂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的清理和转变，潜

在入侵物种的引入，过度用水，全球粮食市场所受的影响，

和境外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半干旱国家为了生

产粮食和生物燃料对土地进行的购买或租赁。

驱动力通常有着很强的惯性和对路径的依赖性，而

主要内容

这两者会对推进有效的措施产生障碍。美国四分之三的

耕地专门用于生产仅 8 种商品粮：玉米、小麦、棉花、大

豆、水稻、大麦、燕麦和高粱。这些作物的优势地位通

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约束得到进一步增强，这些

约束包括对生产者的高额补贴，饮食偏好，和巨大的产

业化食品加工经济。举例而言，美国排名前 20 的行业

污染源里有八个源自屠宰场，尽管这个食品系统带来的

环境和健康问题已经非常明晰，但是由于其特性已经高

度固化，想要做出改变是异常困难的。 

尽管直接降低导致环境变化的驱动力在政治上可

能较为困难，但通过确立更易达成的任务，如制定关乎

人类福祉的国际目标，有可能为环境实现一些共同效益。

联合国《人权宣言》里将受教育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普

及全民初等教育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二项目

标，也是与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赋权紧密相连的。和

获取生殖健康一样，教育是决定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

对教育更多的投入已经与生育率的降低，收入的提高和

寿命的延长关联了起来，受过教育的公民也能表达他们

对环境问题的关切。

观察和监测得出结果。即便政策上无法立刻得到

响应，对驱动力的重要性应有的警惕也能支持那些为加

强观察和监测而做出的努力。目前，本章提出的许多重

要驱动力都没有被系统地监测，遑论其影响。强硬的证

据则要求我们加强对驱动力和它们与环境的联系的理

解和监测。

引言
过去 100 年的显著特点是全球人口和经济总量的

急速增长。在这期间，人口总数增长四倍达到 70 亿；以
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全球经济产出增长约 20 倍
（Maddison 2009）。而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在规模、深度、性质上，也伴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而
改 变（Steffen 等 2007；MA 2005；McNeill 2000）。
在追踪并分析这一系列变化时，人们对地球生物物理系
统产生了一种全新理解。

自从 Lovelock（1972）提出地球系统是一个复杂
的有机体这一理念已经有四十年了。近年来，科学界认
识到地球上许多系统已经处于决不能逾越的地球界限
并为此忧虑（Rockstrom 等 2009）。这些概念有助于人
们理解人类发展对环境的依赖性，和解决人类整体活
动对地球系统中的生物、物理和化学过程造成的后果的
紧迫性。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因二氧化碳（CO2）
和甲烷（CH4）排放而改变的全球碳循环；对氮、磷、硫
循环造成的扰动；对自然河流的扰乱进而使水循环受到
干扰；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引发的无数物种灭绝；以及对
地球地表做出的巨大改变（Rockstrom 等 2009）。

框架

第五版《全球环境展望》（GEO-5）的编纂基于连
续性地使用 DPSIR 框架，该框架包括驱动力、压力、状态、
影响和响应（Stanners 等 2007）。驱动力是指能够对
环境状态施加压力的多重社会经济的动力。与 GEO-4
按主题将各个驱动力加以分类不同，GEO-5 从连续性
上界定了两个主要的驱动力——人口和经济发展，这两
个驱动力影响着相互交叉的动态格局并产生复杂的系
统性互动。例如，不断扩大的城镇中心给粮食、饲料和
纺织品的供应带来的压力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所受的压力同时又被气候变化加强。

压力可以包括资源开采，土地使用上的改变，生命
体的改变和迁移。举例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农产
品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土地也被开垦为农田，农用
化学品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类似的，市场需求、贸易、
全球化的特征也会导致入侵种的无意传播，这些入侵种
则可能致使其新栖息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紊乱。

DPSIR 框架提出了三个问题（Pinter 等 1999）：
• 当前环境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压力

和状态）？

• 改变后的环境会造成什么后果（影响）？
• 如果适用，对这些改变有采取了何种措施，这些

措施的效果如何（响应）？

关于压力背后的驱动力发挥着什么作用，两者之间
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
基于本次评估的目的，GEO-5 界定驱动力的作用以及
驱动力和压力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可能较为
主观。

本报告将能够有效介入人类和地球系统的复杂互
动的位点视为杠杆点，以便协助政策制定（Meadows 
1999）。很多情况下，最重要的政策杠杆也许不是压力
本身而是驱动力。在改变驱动力以减轻环境承受的压力
时，可能伴随着显著的共同益处和需要做出的妥协。

为了有效地描述本报告所选的驱动力，也为了更好
的理解环境所承受的压力，我们围绕环境变化发生的
原因，或更本质的讲，压力发生的原因，提出了两个问题。

• 驱动力的规模或数量是多少？这包含了驱动力的
大小、增长速率，以及它对其他变量影响和作用
的程度。

• 驱动力的强度和性质是多少？这包含了驱动力的
组织构成以及众多其表现出和影响的诸多过程。

驱动力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被视为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且
广泛存在着，二者通过如下的几个方面对环境产生压力：
能源、运输、城市化、全球化。尽管这份清单可能并不详尽，
但它还是实用的。理解这两个驱动力的增长和二者之间
的联系，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处理它们共同造成的影响
并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由此我们便能保护人类社会和
经济赖以维系的环境效益。

人口

尽管科技的进步可以降低个人对环境的影响，许多
环境压力仍和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人口数量成正比。当
一个种群，无论是鹿、鼠还是海胆的数量增长到超过其
所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时，这个种群就会崩溃。有时生
态系统能够恢复，有时它则被永久地改变了。千年以来，
当人类的人口增长超过支撑他们社会的山谷、岛屿或平
原的承载力时，生态系统的改变总是会发生，而身处其
中的人们则面临饥荒、瘟疫或毁灭（Diamond 2005）。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人口的增长，绝大部分地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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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被人们开发。但某个环境压力的本质并不只由人口
的规模和数量而决定，除此之外，人口的组织方式——
城市或是农村，核心家庭或是大家庭，迁移或是留守——
都能够影响支撑他们生活方式的环境承载力。

数量

人类人口在 2011 年达到了 70 亿，并被预测将在
2100 年之前达到 100 亿（UN 2011）。根据联合国统计
局定义的地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最庞大的人口，欧
洲和北美洲的人口增长速率最慢且老龄人口比例最高。
截止到 2012 年，现今全球人口的增长大部分源于以下
几点，过去人口增长遗留的惯性，世代组成的变化，在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社区的高生育率（Bongaarts 和
Bulatao 1999）。人口惯性能解释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
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过去数个世
纪的高生育率导致了基数庞大的年轻一代迈入或已经
成为育龄人口。虽然每对夫妻的生育数目相较之前下降了，
但育龄人口的增加为大量的生育总数创造了条件。

尽管生育率在各个国家相差很大，几乎所有国家
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在全球范围内，粗出生率从 1950-
1965 年的每千人 37 新生儿降至 2005-2010 年的每
千人 20 新生儿，与此同时，总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的生
育子女数）从 1950-1965 年的 4.9 降至 2005-2010 年
的 2.6（UN 2011）。尽管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下降更为
明显——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从 1950 年的 6.0 降至
2010 年的 2.7——欠发达地区国家的生育水平仍然相

差较大。发达国家在 1950 年的生育水平已经较低，为
每个妇女生育 2.8 名子女，而且保持下降，在 2010 年为
每个妇女生育 1.6 名子女，这一数字已经低于人口置换
率即每个妇女生育 2.1 名子女（专栏 1.1）（UN 2011）。
尽管全球的人口增长率在 40 年前达到顶峰，一些估计
认为 2025 年前人口会增加 10 亿，本世纪中之前会在
此基础上再增加 10 亿（UN 2009a）。

生育率和死亡率紧密相连。比如，怀孕次数的下降
导致产妇死亡率下降，而产妇死亡仍是许多国家育龄妇
女的主要死因之一。另外，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也
会使生育率更低，因为父母可以更好的依靠于存活的孩
子（Palloni 和 Rafalimanana 1999）。

流行病学特征上的转变紧密反映着人口结构中生
育率特征上的转变。在处于早期人口阶段——即高出
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地区，死亡集中在婴儿和死于
传播病的人群，前者的死因主要是营养不良，后者的死
因是感染了包括流行性感冒、疟疾、肺结核、艾滋病等
传染病。在进入后期人口阶段——即低出生率和低死
亡率——的地区，婴儿的死亡率很低，死亡集中在老龄
人口而且多于肥胖和衰老有关，主要死因是癌症和心脏
疾病（Murray 和 Lopez 1997）。

尽管有所改善，死亡率的转变在发达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区别仍然很明显。在所有地区，婴儿死亡率
持续下降，预期寿命持续增高。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在

1950-1955 年为 47 岁，到 2005-2010 年，该数值男性
为 65-68 岁，女性为 70 岁（UN 2009a）。当然，地区间
存在重要的差异，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
艾滋病流行国家的青年死亡率，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
死亡率 （de Sherbinin 等 2007; Rindfuss 和 Adamo 
2004)。表 1.1 显示了各地区死亡率的明显差别。婴儿
死亡率在非洲高达每千名活产儿死亡 74 名婴儿，在欧
洲和北美洲则低至千分之六。 

迁移是人口变化中的另一因素，迁移的特征是其主
导方向从处于人口变化早期的地区的农村和农村之间，
变为处于人口变化后期的地区的农村到城市和国际间。
人口的流动作为三个人口过程中引起变化最大的，能对
当地和全球环境产生一定后果。迁移对环境可能造成
如下任意三种影响：

• 农村到农村之间的迁移会以家庭为单位对自然资
源产生直接影响，这一影响通常在农业生产扩大
时中产生；

• 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以及伴随其发生的生活方式改
变，通常会带来能源使用特征的变化和对肉类和
奶制品消费的增加，后者则会增强用于农业生产
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所受的压力；

• 国际移民，通过向家乡汇款对土地使用的投资产
生直接影响，或通过对肉类、奶制品和原材料的消
费产生间接影响。

专栏 1.1 通过教育来促进人口变迁

   图 1.1人口变迁

尽管人口数量和许多重大政策领域，包括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MDGs），直接相关，人口水平和增长速率并不

受国际目标所限制。减轻人口压力的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

是满足避孕的需求：许多国家围绕满足尚未实现的需求制

定政策目标，与此同时也通过对少女的教育投资来提高避

孕需求水平。鉴于尚有大约 40% 的怀孕属于无意识的，因

此满足潜在的避孕需求的潜力还很大（Singh 等 2010）。

联合国《人权宣言》（UNDHR 1948）里将受教育视

为一项基本人权。普及全民初等教育是 MDG 中的第二项

目标，也是与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赋权紧密相连的（UN 

2000）。和获取生殖健康一样（MDG 中第五项目标的第二

小项），教育是决定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对教育更多的投

入已经与生育率的降低，收入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关联了

起来（Bulled 和 Sosis 2010）, 受过教育的公民也能表达他

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切（White 和 Hunter 2009）。在发展中

国家，对少女进行教育不仅对降低生育率至关重要，也能降

低死亡率并促进健康（Lutz 和 Samir  2011）。从 1970 年

到 2009 年，超过半数的被预防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数可以

归功于对妇女在育龄期增进的教育（Gakidou 等 2010）。

除此之外，通过教育，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并因此

能更好地抵御暴力。妇女赋权也帮助了妇女避免感染艾滋

病（Bhana 等 2009；Vyas 和 Watts 2009）。

给教育施加积极影响的机会很大。作为一项道德上

应当施行，且有益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工作，向少女普及教

育还可以是她们有能力自己决定如何建立、扩大她们的家

庭。全世界范围内，7700 万没能加入初等教育的儿童中有

60% 是女童（CARE 2011）。预计认为，为在 2015 年达到

MDG 中普及全民初等教育的目标，每年对初等教育的投资

需要在如今约 800 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100-300 亿美

元（Bruns 等 2003；Devarajan 等 2002）。

非洲 亚洲及大洋洲 欧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北美洲 世界（全部有数据的国家）

每千人出生率 36 18 11 18 13 20

每千人死亡率 12 7 11 6 8 8

预期寿命 58 70 76 74 78 70

每名妇女的总生育率 4.7 2.2 1.6 2.2 1.9 2.5

每千名活产儿的婴儿死亡率 74 39 6 19 6 44

每千人净迁移率 -1 0.04 2 -1 3 N/A

1990-2005 年内部迁移率，% 15.4 13.2 22.3 19.3 17.8 17.5

15-49 岁采用避孕措施的妇女，包括所有方法，% 29 64 73 74 78 61

15-49 岁采用避孕措施的妇女，只含现代方法，% 25 59 60 67 73 55

   * 如未作其他说明。                                         来源：PRB 2011；UNDP 2009

表1.1 人口数据，2011 年

尽管非洲大部分人口仍居于农村，其城市化确越
来越快；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已经高度城市化，其迁移的流动也越来越国际化；美
国和欧洲的地区内部迁移很多并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
（UNDESA 2011；Zaiceva 和 Zimmerman 2008）。

对于农村到城市和国际迁移，人口输出地区和人口
接受地区之间通过汇款相连，其具体特点在不同地区相
差很大。由汇款驱动的对土地使用造成的潜在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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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国际迁移，1970-2010 年

1970-1975 1975-1980 1980-1985 1985-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发达地区 6 122 6 076 5 643 7 433 11 895 13 821 17 450 16 558

欠发达地区 -6 122 -6 076 -5 643 -7 433 -11 895 -13 821 -17 450 -16 558

最不发达国家 -4 872 -4 301 -5 735 -3 562 2 563 -3 061 -3 351 -5 559

欠发达地区，

除去最不发达国家
-1 250 -1 775 92 -3 871 -14 458 -10 760 -14 099 -10 999

欠发达地区，除去中国 -5 043 -6 210 -5 438 -7 194 -11 068 -13 535 -15 316 -15 107

   图 1.2 城市人口，1950-2050 年 图 1.3人口密度的变化， 1990-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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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同时，汇款驱动的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在规
模上相当但更加分散（World Bank 2011b）。

地 区内部 的 迁 移 越 来 越 被 农 村到 城 市 的 流 动
所主导，这一 趋 势 预 计 还 会 持 续（Sommers 2010；
Rindfuss 和 Adamo 2004；Cohen 和 Small 1998）。
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少部分的农村到农村之间
的迁移却对热带森林的毁林造成不成比例的显著影响
（Carr 2009；Lanbin 等 2003）。不断增加的向滨海地
区和小型岛屿的迁移会对滨海湿地的环境完整性，和其
周边的渔业造成影响（Rindfuss 和 Adamo 2004）。

人口在世界上的分布并不均匀，2010 年，各地区的

人口密度差异巨大，在澳门高达每平方公里 21 000人，
在格陵兰低至每平方公里 0.03 人。导致这一现象发生
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定居历史，地区间在人口动态如生
育率、死亡率、迁移的差异，以及有些地区不适宜人类
居住这一简单事实（Adamo 和 de Sherbinin 2011）。
世界人口尤为集中在低海拔地区和近海地区。1998 年
的一个估算将海拔 100 米以下的土地视为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囊括了全部可居住土地的 15%，30% 左右的
人口定居于此（Cohen 和 Small 1998）。低海拔的滨
海地区人口密度更为稠密，这些地区仅占全球陆地面
积的 2% 却居住着全部人口的 13%（McGranahan 等 
2007）。

在 1950 年，只有 29%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人
口超过 100 万能被称为超大城市的也只有纽约和东京。
在 2010 年，城市人口所占世界人口百分比达到 50%，
大城市的数量达到 20 个，多数城市人口居住于亚洲和
拉丁美洲（图 1.2）。城市增长的速率在亚洲和非洲很高
（Satterthwaite 等 2010），近几十年来增长速率最快
的是中等城市（Montgomery 2008）。

性质

在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率之外，人们的定居方式和
消费方式也会对不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虽然预期到 2050 年全世界的净人口增长是在世
界上最贫穷的城市中（UN 2009b），而全部的土地变
化却发生在农村环境中。人类在地球表面留下的最大印
迹是将森林转变为农田。目前，世界上 37.4% 的地表被
用来进行农业生产（Foley 等 2011）。

来源：UN 2011

虽然城市的面积仅占全球表面的 0.5%（Schneider
等 2009），但其对粮食的需求在世界土地使用却不成
比例的高。与此同时，森林的消失并非在国家层面上和
农村人口的增长相关联，而是在国际上，为了满足城市
消费而对农产品和木材采伐的需求相关联（DeFries 等 
2010）。

世界几乎被农村和城市的人口等分。其中的一半包
括了粮食生产者，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土地造成影响。，
伴随着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相关联的将森林转变为耕
地的过程，他们对森林产生的影响既急速又广泛。这部
分移民占全部迁移的很小一部分，但对相当大一部分热
带森林的毁林负有责任，而对此相关的研究很少（Carr 
2009），从驱动力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些活动的规模和
分散性，对其进行管理也更加困难。空间上集中、迅速
膨胀的城市人口构成第二种类型，其对土地的影响虽然
是间接的但是显著的。

增长的人口还被认为是水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根
本原因（UNEP 2006）。整体而言，超过四分之一的陆
地蒸散和超过半数的可获取径流被人类用于种植作物
（Postel 等 1996）。虽然气候变化使得一些地区更加
湿润（Clark 和 Aide 2011），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现在正遭受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增长的人口使这一问

题更加严重（Sowers 等 2010）。在发展迅速的国家，
比如中国，人口增长同样也和水资源短缺相关，城市的
扩大使供水和净水设施不堪重负，加剧了可用清洁水的
减少（Jiang 2009）。

人口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地下水的使用不公平性
很大，例如在印度，10% 的大农场消耗了 90% 的地下
水（Aguilar 2011；Kumar 等 1998）。口渴的人民也不
是唯一的后果。在坦桑尼亚共和国，包括人口增长的一
系列复杂的驱动力已经导致了水资源冲突（Mbonile 
2005）。水资源短缺也会引发人口的迁移，这点在非
洲 被 广 泛 记 录（Mwang'ombe 等 2011；Grote 和
Warner 2010；Mbonile 2005）。

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之一的人口问题
时，可以家庭为单位来分析消费特征（Jiang 和 Hardee 
2009；UNFPA 2008；Liu 等 2003；MacKellar 等 
1995）。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家庭的大小随着其结构由
大 家庭 变 为核心家庭而缩小（Bongaarts 2001）。于
是，家庭数量的上升速率超过了人口增长速率（Liu 等 
2003）。有研究认为，与单纯的人口增长相比，这会导
致双倍的能源消耗（MacKellar 等 1995），这是由于人
均拥有的电器数量和耗电量的增加（Zhou 等 2011）。
和较小的家庭相比，较大家庭里人均耗电量较少，这也

注：数字以千为单位，正数表示净迁入，负数表示净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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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模经济的预期（O'Neill 等 2001; Ironmonger
等 1995）。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也对能源消耗有影响，
Lenzen 等人（2006）根据澳大利亚、巴西、丹麦、印度
和日本的数据研究发现，居民平均年龄和人均能耗呈正
相关，而家庭大小和城市位置呈负相关。 同样的，由于
新增住房多数位于人口低密度的城郊地区，交通对家庭
数量的敏感性可能更强（Seto 等 2010），这导致更多的
客运车辆和通勤，消耗更多的汽油并排放更多的污染。

 
除了家庭单位，研究还表明绝对人口规模也和环

境影响相关。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州各县的研究发现，
人口规模对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显著贡
献（Cramer 1998）。类似的，研究者观察到人口规模
和 CO2 排放量呈正相关（Cole 和 Neumayer 2004；
Mackellar 等 1995；Bongaarts 1992），并和二氧化硫
的排放呈倒 U 型曲线（Cole 和 Neumayer 2004）。家
庭和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高度依赖于发展阶段，地理
范围，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第2-6章对此有更深入的讨论。

经济发展

消费和生产都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它们和人口一
样，都对环境压力有着乘数效应。虽然技术上讲，消费
和生产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驱动力，但它们之间千丝
万缕的关系让人很难将它们分开讨论：矿业林业等第一

产业对原材料的消耗，被用来生产每位客户消费的产品。

数量

生产用于消费的商品需要原材料——矿石、水、食
物、纤维——和能源。全球经济产出在 20 世纪的增长
超过 20 倍，同时，原料开采速率几乎增加到每年 600
亿吨（Maddison 2009）。人类 对原料的消费水平与
全球生态系统内物质流（如绿色植物每年生产的生物
质的质量）的规模相当（Krausmann 等 2009；UNEP 
2009b）。

消费和生产的趋势在发达国家似乎稳定了，但在
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人均使用的
资源和其对环境的影响自 2000 年一直在增加（SERI 
2008），同时，欠发达国家刚刚开始向更高消费水平转变。
如果全球经济仍按现在的模式发展，人口到 2050 年保
持现有常规发展模式而增长，那么全球资源使用的水
平很可能会再次显著上升（Krausmann 等 2009；SERI 
2008）。

自 1970 年至 2010 年，以通过购买力平价（ppp）
换算的人均 GDP 来衡量，全球年增长速率在 -2% 到 5%
浮动，平均值为 3.1%（World Bank 2011a）。但是，从
2001 年开始，中国年增长率为 10%，倍增时间为 7 年，

在衡量经济表现的传统核算框架内，很大一部分自然

资本和服务被外部化（未包含），因此，关键性的环境压力

和驱动它们的力量被忽视了。为了将这些压力考虑进来，我

们需要能替代 GDP 的度量单位和相关基准，它们既可以用

货币单位也可以用物理单位来表达。

一项替代性的货币方案沿用传统核算框架并仍依赖于

市场交易，但是通过将环境成本和压力内部化（计算在内）

来对其改进。实现这种方案的一种普遍方法是为自然资产

和服务分配一个市场价值，以期来全面考虑市场和非市场

的 成 本 和 收 益（Abraham 和 Mackie 2005；NRC 2004, 

1994；Nordhaus 和 Kokkelenberg 1999）， 该 方 法 由

Costanza 等人于 1997 年首次尝试使用。

一项源于工业代谢（亦称工业生态学）传统的替代性

物理方案期望能够明确经济活动中物质流的速率和数量。

像物质流核算（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MFA）这样的

系统被认为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资源受到的压力，和资源

生命周期中——资源从开采到燃烧，或转化为可供使用的

商品、被消费者消费、回收、处置、管理——任何一部分给

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主要有两种指标用来描绘物质流在全球、国家、

城市层面的趋势：

• 每单位 GDP 的总资源开采量；和

• 代谢速率——人均资源使用量。

在 20 世纪，总资源开采量从 70 亿吨增加到近 600 亿

吨，与此同时 GDP 增长了 24 倍（Krausmann 等 2009）。

同一时期，人均资源使用量从 4.6 吨翻倍到 9 吨左右，人均

收入增长了七倍（UNEP 2011a；Krausmann 等 2009）。同时，

资源的价格要么下降要么停滞。综合来看，这些数据表明在

20 世纪，无论是集合还是人均，资源正与经济脱钩或非物

质化。由于这一时期并没有整体性的政策来推动资源与经

济的脱钩，这一过程似乎是自发的，可能归因于全球经济系

统的一些内部力量。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相

关原因。

由于可用数据的有限，要想了解每个国家对原材料的

使用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是项更大的挑战。在生产型的核

算系统内，环境压力被分配到产生这些压力的国家；在消

费型的核算系统内，环境压力被分配到产品最终被消费的

国家。

进一步而言，贸易核算只衡量了进入一个国家商品的

权重，而忽视了隐藏和间接的物质流——那些被开采和转

移但没有被直接交易的原材料。最后，工业化国家往往是原

材料进口国，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出口国。由于这些数据的缺

失和上述特征，发达国家的资源使用强度可能被严重低估，

因为它们对资源大量使用实际发生在出口国（Caldeira 和

Davis 2011）。

这些缺失的数据可能反映如下现象：在相同生活标

准下，人口更加稠密地区比人口较为稀疏地区消费的资

源 更 少（Lenzen 等 2006；Lariviere 和 Lafrance 1999；

Kenworthy 和 Laube 1996）。这个差别在比较工业化的

人口高密度地区和低密度地区时更加明显。因为高密度地

区几乎等同于城市地区，所以这些地区——而非偏远地

区——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接收着各类商品和服务，但由于

资源开采一般在人口稀薄的地区，资源的使用强度和环境

影响不在人口高密度地区体现（Rosa 和 Dietz 2009）。

专栏1.2 超越 GDP表达繁荣程度

图1.4 经济产出的变化，1990-2005 年

印度年增长率为 8%，倍增时间为 9 年，同时环境压力
也以同样的步伐增大。于是，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温室
气体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其经济总量也自 2010 年起
仅次于美国（World Bank 2011a）。 

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源自其制造业在国内
市场和出口市场的增长。与之相较，尽管图 1.4 中显示
各地的平均增长率有着明显差异，该值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为负数，在中东地区和北非小于 1%。另外，自 1995
年，俄罗斯的年增长率在 -7.8% 和 10.0% 之间波动，平
均值为 3.3%（World Bank 2011c）。

预测经济增长并不容易：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韩国以类似于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快
速增长，然后放缓至中等水平（World Bank 2011b）。
如果采用生态足迹这一概念，即将所有环境压力合计为
一个假设的用来满足当前资源使用速率所需的土地的
指数（Wackernagel 等 2002，1999），除非中国和印度
能够分别以每年 2.9% 和 2.2% 的速度改进它们的生产
效率，两国预期在 2001-2015 年占用 37% 的全球生态
足迹（Dietz 等 2007）。考虑到地球系统的生物物理边界，
这些增长率是否现实尚未可知（见第 7 章）（Rockstrom
等 2009）。

性质

无论是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还是设计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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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都是一项关键因素。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科技创新影响的强度或性质因素将弥补上升的人口
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经济增长会最终带来环境的改
善。相关的一个例子是发达国家自 1970 年以来，有观
点认为由于转用环境影响较低的技术，其温室气体排放
速率较经济活动上升的慢（Bruvoll 和 Medin 2003；
Hamilton 和 Turton 2002）。但是，其他领域是否也这
么成功并不确定——国家层面上减少毁林的努力可能
在国内取得了成效，但是对木材的需求可能导致其他国
家毁林活动的增加（Meyfroidt 和 Lambin 2009）。

环 境 库 兹 涅 兹 曲 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图 1.5）（Grossman 和 Krueger 1995）认 为
随着国家更加富裕，对环境也更为关切，并会制定相关
保护政策。同时，偏好会从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商品和
服务转向他处。

该 理 论 已 被 深 入 地 探 讨（Carson 2010；Mol 
2010；York 等 2010；Aslanidis 和 Iranzo 2009；
Galeotti 等 2009；Jalil 和 Mahmud 2009；Lee 等 
2009；Roberts 和 Grimes 1997），虽然讨论尚未停息，
似乎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一些公司和行业部门如该理论
预期地减少了它们的环境影响。但是，向对环境更加友
好的技术转变的过程阻碍重重：有些情况下，由于环境
友好技术往往综合成本更高昂，使该过程存在着经济上
的挑战。但另一些情况下，简单的成本 / 收益计算并不
能解释新技术增长步伐缓慢。举例而言，尽管研究者已
经注意到能源效率差距多年（Jaffe 和 Stavins 1994），
消费者和工业界都没有进行显著的投资以缩小这个差
距——即使这可以通过节能带来收益，在考虑到生命
周期成本时尤为如此。

另一方面，改进资源使用效率的技术有可能降低
资源成本而增加对其的需求，进而对环境产生不当的影
响。如果增加的需求超过效率节约的资源，那么对资源
的总体消费实际上会增加，并伴随着更大的环境影响。
这一现象即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亦称反弹
效应（rebound effect）(Polimeni 和 Polimeni 2006；
York 2006)。由经济因素、个人和公共决策共同选择的
技术，对决定人类对环境的总体影响起着关键作用。为
阐明采用环境友好且成本合算的技术所遇阻碍的相关
研究刚刚起步。一项关键因素，至少对家庭而言，是对
生命周期成本的不熟悉，以及对常用技术的能源和成
本影响欠缺了解（Attari 等 2010；Carrico 等 2009），

图1.6 不同区域的肉类供应的变化，1960-2007年

图 1.5 环境库涅兹曲线的简单阐释

                          

    
    

    
    

    
    

    
    

   

这些因素似乎也会左右组织机构的决策。

价值

将价值视为一项环境变化的关键驱动力再平常不
过。这一论述看上去非常清晰直白：人类的决策，尤其
是那些关于消费的，受价值影响，同时这些决策对环境
有影响。尽管如此，对人类决策的研究注意到价值只是
认知过程中的一个元素，信念和规范也同样重要（Stern 
2011）。虽然有些决策背后有着价值和信念之间仔细
的权衡，但许多决策在做出时没有这种权衡，而更多是
基于规范的期望，情感，以及对符号的解读或快速判断
（Kahneman 2003；Jaeger 等 2001）。

探究环境决策的社会心理学经典著作汗牛充栋，
其中可以概括出几条原则（Carrico 等 2011；Schultz
和 Kaiser 2011；Stern 2011；Stern 等 2010）。第一，
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这些决策。价值、信念、
规范、对同样必须做出行动或提供信息的人的信任，这
些都很重要。第二，决策通常都要联系具体信息，因为
个体根据他们解读的信息来做出决策，而这些信息会
强调某个收益或损失。有时个体作为消费者，有时作为
社群的一员，有时作为一个公民，而作出最终的决策。
第三，社交网络在提供信息，塑造价值、信念、规范和
其他重要因素上举足轻重（Henry 2009；Jackson 和
Yariv 2007）。第四，价值、信念、规范、信任和其他单
独的因素和行为本身的内涵相互互动并最终影响人们
的选择——举例而言，当实现某项亲环境的行为非常

容易或非常困难时，社会心理学因素可能就不太重要，
但当实现某些行为的难度居中时，它可能就至关重要
（Guagnano 等 1995）。

社会心理学提出了很多概念来解释决定环境决策
背后的因素。其中，价值被探讨的最多并经验性地在很
多国家里受到检验（Dietz 等 2005）。具体而言，对他
人，其他物种，以及生物圈的利他主义能持续性地预示
着亲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另外，在实验室和实地情景进
行的博弈试验中，不同个人、文化的与他人合作的意愿
相差各异（Henrich 等 2010，2005）。最近，人们发现
对合作的倾向性对管理公共森林时很重要（Rustagi 等 
2010；Vollan 和 Ostrom 2010），很多文献也指出信任
在公地困境中的重要性（Fehr 2009）。但是，对信任的
研究还没有和更多关于价值的文献联系起来。

对消费者的调查揭示了一系列原因，解释了为什
么个体愿为环境敏感型的产品进行额外支付（WBCSD 
2010）。最普遍的三个原因涉及对消费决策的负面环境
影响的不了解或漠然，第四个最普遍的原因是个体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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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为在同侪中是否为通行的惯例。最后一点揭示了社
会压力对价值的重要性，并能推论出影响环境的决策是
如何受其左右。

饮食

随着经济的增长，对饮食的需求也会改变，这一现
象被 Popkin（2002）描述为营养结构转变。此转变分
为三个阶段：随着收入增加，饥馑减少；由于运动和膳
食特征的改变，与饮食相关的慢性病开始出现；行为改
变至饮食和运动被更好地协调，来达到健康长寿。

对粮食消费及相关动物饲料的增长，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供应需要达到的增长速度，来满足农产品的国内
和出口需求。许多快速变化的地区（如巴西、中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人口结构变化、家庭财富意味
着当地粮食消费特征的改变，很可能对区域性粮食系统
产生重要影响（Satterthwaite 等 2010）。从需求方，这
些消费和消费偏好的变化会增加粮食和能源系统的压
力，这迫使供应方通过市场调节，与生产者进行价格驱
动的交流，来作出补偿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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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增长，肉类的消费和生 产也
一同增长（图 1.6）。畜牧业是使用土地最多的人类活
动，涵盖了全球 30% 的地表面积和 70% 的农用地；
33% 的耕地用来生产动物饲料（Steinfeld 等 2006）。
Pelletier 和 Tyedmers （2010）认 为，到 2050 年，仅
畜牧业一项就可能在全球规模上占据或显著突破近期
估算的生物物理极限中的三项环境领域：气候变化，活
性氮的流动，以及全球尺度上植物性生物质的占用。

由于城市地区普遍比农村地区富有，两地的饮食

构成也不尽相同，高水平的肉类、乳类、植物油是城市

地区的饮食特征。这些食物通常来自进口且生产过程消

耗更多能源（de Haen 等 2003；Popkin 2001）。全

球化和城市化被认为是引起饮食性趋近和适应的原因。

前者指的是把少数几种主食如小麦、稻米、玉米作为摄

入热量的来源，一些健康影响也随之而来。饮食适应的

标志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对加工食品产生更大的依

赖，接收到更多的广告，以及缺乏时间烹饪。这种集中

性的消费也利于使食品供应链集中于少数企业，而这些

企业暗含着对超市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偏好（Kennedy

等 2005）。

能源-水关系

消费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在能源和水的消

耗之间的权衡。这对能源生产和农业都至关重要。

Gerbens-Leenes 等（2009）估 计 全 球 60%-80% 的

用水贡献于灌溉，这一比例在一些降雨量低的地区高达

90%。另外，灌溉所用的能源量也较显著。在印度，政府

通常对抽水作业进行大量补贴，全国 15%-20% 的电力

被用于此（Shah 等 2004）。农业的能源消耗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不容小觑，虽然发达国家在加工和

运输食品上耗能可达到全部农业生产行业耗能的两倍

（Bazilian 等 2011）。

水同样也是能源生产和矿石提取所需的重要资源。

但是，淡水污染是矿业，包括近期发展的水力压裂的一

个常见副作用（Scott et al. 2011）。供给的减少和工业

污染两相作用下，中国遭受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世界

银行（2006）估计中国三分之一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源于

污染，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 GDP 的 1%-3%。

驱动力-压力联动

尽管时有萧条和低迷，人口和经济始终保持着发展，

一座燃煤电厂的排放物升入大气 © istock/Sasha Radosavljevic

到 2030 年，超过 55% 的亚洲人口将为城市人口。
© UN Photo/Klbae Park

技术创新加速使各个团体和社会整合为一个全球文明。

能源和运输领域的技术进步持续地为生产和消费提供

新的增长机遇，同时通信和移动领域的创造力带来了前

人无法想象的新的商品和服务。城市化和全球化见证着

人类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的增长和整合。

能源

数量

世界人口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更高的物
质生活标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因此更高。自
1992 年至 2008 年，人均能耗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
在 2009 年，由于金融危机，世界总能耗在 30 年来首
次下降，降幅为 2.2%（Enerdata 2011），其中半数
发生在 OECD 国家（IEA 2011）。对石油、天然气、
核能的消费均有所下降，但对水电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增
加了。煤炭是唯一未受影响的能源。2010 年的初级能
源消费被估算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了 4.7%，轻易地超过
了 2009 年的小幅回落。不过，由于人口增长预期将持
平，且能效将持续得到改善，未来能耗的增长应会下降
（IEA 2011）。

各能源来源所占比重很可能会改变，其中石油的
比重下降，天然气的比重上升。煤炭的水平预期相对不变，
核能的水平由于在亚洲的投资而上升。但是，鉴于 2011
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相关政策可能会有变动，因此
预测核能的增长趋势也变得较为困难。如果核能不能
按计划发展，那么很可能有更多的煤炭将被使用，这对
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意味深远（IEA 2011）。发展中地

区的人均能耗在 2005 年到 2010 年显示出了强烈的增
长，虽然到 2010 年这一增长似乎持平。能源消费的主
要三个经济部门（IEA 2011）是：

• 制造业：33%；
• 家庭：29%；
• 运输业：26%。

超过全部 CO2 排放量的 40% 源自发电和发热（IEA 
2010）。1992 年到 2008 年之间，CO2 排放量以年均 3%
的速率增长并一共增加了 66%——这一增幅远超全球
人口的增幅——而工业生产的增加，以及很多发展中
国家提高的生活标准是背后的原因。

 
人均上来看，发电量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从 1992 年 的 8.3 兆 瓦 时（MWh）增 长 到 2008 年 的

近 10 MWh，相 差 人 均 1.7 MWh（IEA 2010），不 过

从百分比来看这 22% 的增长相较而言是最小的。全球

人均发电量在 1992 年为 2.2 MWh，到 2008 年增长

33% 至 3.0 MWh，发展中国家从 1 MWh 增长到 1.7 

MWh，增幅达 68%（IEA 2010）。

在 2010 年，全球 14.4 亿人——约世界人口的

20%——仍遭受着能源贫困，无法从电网获取稳定

的电力，并完全依靠生物质能来烹饪和照明（UNEP 

2011b）。

在能源市场里，原油占据了最大的贸易量和贸易

额，在消费上中国始终在和美国角逐（EIA 2010）。中东

约占全球石油贸易的一半（IEA 2008）。2005 年 -2009

年，煤炭产量以每年 3%-5% 的速率增长，中国的煤炭

产量在 2008 年 -2009 年增幅达 16%，并以 30.5 亿吨

达到全球煤炭产量的 44%。但是由于急速增加的能源

需求，中国在 2007 年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Kahrl 和

Roland-Holst 2008）。美国以 9.75 亿吨的年产量位居

第二，印度紧随其后，年产量为 5.66 亿吨。 

性质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越来越被关注：可再生能源（包

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的产量在 2008 年达

到全球能源供给的 13%，并预计在 2010 年达到 16%

（REN21 2011）。但是，比重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是生物

质能为 10%，其中近三分之二用来在发展中国家烹饪

和供热（IPCC 2011）。因此，排除生物质能后，其他可

再生能源仅为世界提供了 3% 的能源。

 

自 1992 年以来，太阳能供能增加了 30 000%，风

能上升了 6 000%，生物质能产量提高了 3 500%，但它

们的基础值都很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相关

技术成本的下降，以及 2010 年 199 个国家采纳了提倡

可再生能源的政策（REN21 2011）。

从玉米、甘蔗、棕榈油、油菜籽提取的，用于运输
的生物质能燃料产量增加迅速。尽管乙醇在巴西已被
广泛使用二十年，其在世界范围的使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提高，年增长率为 20% 并 在 2009 年达 到
3000 万吨石油当量。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生物柴油
开始得到应用，其产量年均增长 60%，在 2009 年达到
1300 万吨石油当量。但是，最新的关于生物燃料的一
些信息引起了人们对其所直接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的关注，其中包括土地的清理和转变，潜在入侵种的引入，
过度用水，全球粮食市场所受的影响。让人们担心的另
一个原因是富裕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半干旱国
家为了生产粮食和生物燃料对土地进行的购买或租赁。
这种趋势可能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水资源以及当地粮
食安全产生影响（UNEP 2009a）。

 
对能源行业绿色化的投资屡创新高，2010 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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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亿美元，相比 2009 年增加了32%，是2004 年的5.5
倍。发展中国家对产业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首
次超过发达国家（UNEP 2011c）。

核电站（一些人视其为满足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的机会）的数量，自 1992 年增加了 20%，到 2012 年中
期达到 435 个。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2008）所述，
在 30 个拥有核能的国家中，核电所占比重的范围从法
国的 78% 到中国 2%，中国现有 14 座运行，25 座在建，
和更多规划中的核电站（WNA 2011a）。自 1992 年，
核能发电量增长了近 30%，虽然核能在全部供电中所
占比例从 1992 年的 17.5% 下降到 2008 年的 13.5%。
如今全世界有 60 座核电站在建，155 座规划建设，339
座提议建设（WNA 2011b）。

全球能耗预期仍会增长。尽管相比 1980 年，2002
年中国的能源强度降低了 66%，（IEA 2008；Polimeni
和 Polimeni 2006），印度的每单位 GDP 能耗在同期
基本维持不变，但由于其增长的经济，印度预期会在
2030 年为预计的世界排放量的增长贡献 8%（World 
Bank 2008）。如果国际社会在不远的未来仍难以解
决气候变化，本世纪末气温可能上升 3.5℃ -6℃（IEA 
2011）。为了阻止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京都议
定书》鼓励清洁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贸易被认为是分布这些技术的手段，但是除非显著降
低现有贸易壁垒，这种路径恐收效甚微（World Bank 
2008）。

在满足全球获取能源的需求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
等。如今，有 13 亿人没有电力，27 亿人仍依赖传统的生
物质能来烹饪食物，这还带来了对毁林速率、土壤侵蚀、
人体健康的影响（IEA 2011）。对薪材的依赖也有着人
口结构的因素，人均薪材消费随着家庭大小的减小而增
加，但随着城市化而减小，显示着财富对其影响（Knight
和 Rosa 2011）。为了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全民普及初
级能源，每年需要投入 480 亿美元（IEA 2011）。

交通运输

数量

交通运输服务于人民、生产、消费，也是促进贸易
的重要因素。全球经济正从一次严重的衰退中恢复，尽
管各地区各有差异，但全球的工业产出和贸易正攀升回
危机前的水平：中国和印度的 GDP 增速最快，中国为
每年 10.3%，印度 2010 年为 9.7%。环球视角（Global 

Insight）（2010）公布的数据表明，在未来 40 年内，巴
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BRIC）会在 GDP
上接近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其中中国
在 2050 年之前拥有全球最高 GDP 的可能性也很大。
这种不均衡的增长对世界贸易和商品的流动有着深远
意义，对后勤和供应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众多国家和地区为变得更有竞争力而进行更细致
的分工，这为运输提供了更大的需求。例如，欧洲、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依赖于中南美洲、一些西欧国家、许多东
欧国家和部分非洲的水果出口。所有产品都有着类似的
差异性生产 - 消费趋势，这将运输需求推向新高，并使
得货运对燃料价格失去弹性。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
贸易，集装箱化的趋势应运而生，许多行业认为集装箱
化是对货物配送的一项重大革命，可以用更大的货轮
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有估计认为世界贸易的 80% 到
90% 是通过海运实现的（UNCTAD 2011）。

在美国，运输统计局（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BTS 2011） 报 告 称 2005 年 和 2006 年

的集装箱贸易相比上一 个 十年翻了一 番，增至 4.63

千万二十英尺当量单位（20-foot-equivalent units，

TEUs，19-43 立方米）。在全球范围内，集装箱贸易同

期增长两倍。全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欧洲联盟（简称欧

盟，EU），通过海运完成其 90% 的对外贸易和 40% 的

集团内贸易，共记 35 亿吨（Reynaud 2009；Goulias 

2008）。但是，对主要港口的研究显示，实现海运货物

的任何环境效益都需认真留意货物的装卸地点。举例

而言，作为一个航运枢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港实

施了各种政策，包括引进更清洁的卡车和天然气加油站，

制定货物装卸以及海港船舶的性能标准，使用现代化和

更清洁的轨道机车，以及降低船只航行速度（Port of 

Los Angeles 2010）。

航 空 货 运 在 2008 年 和 2009 年 跌 落 后 逐 渐 恢
复至经济危机前水平，在 2010 年其国际年增长率为
21%，虽然 2011 年的增长预期会非常依赖消费者的消
费水平（IATA 2011）。源自国际运输论坛（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ITF）的数据显示铁路货运有所恢
复，但是仍受经济危机影响，其长期影响尚未可知；印
度是个特例，它的铁路货运保持着增长。类似的，在许
多 OECD 和 ITF 国家，公路货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
面上恢复的都很慢。

相较于 2009 年，2010 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客运
增长了 7.1%。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统计，2010 年国内、国际
客流共 24 亿人次，比之前最高纪录高出约 6.4%，旅客
出行公里数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铁路客运量持续下跌，
这为货运的替代提供了空间。私家车的旅客公里数据统
计不一，但可以明确的是经济危机让总的旅程下降了。另
外，发达经济体中乘汽车出行的旅客可能已经饱和，其
旅客公里数没有显著增加，年增长率在个位百分点浮动。 

性质

虽然交通运输促进了人们的互动，为发展做出了贡
献，但快速、机动的交通设施也设立了可能分隔群体并
降低福祉的错位和障碍。容纳世界上 10 亿辆汽车的公
路和巨量停车场是最常见的障碍，但机场和停泊集装箱
船的海港也不容忽视。

在有着高度机动性的社会中，环境压力和效益的
不平等分配越来越受到关注（Adams 1999）。因为大
部分人类定居点位于水源和耕地附近，交通设施将食品
生产移至他处，并引起景观破碎化致使其支持野生动
物的能力下降（Huijser 等 2008）。由于这些基础设施
促进了新地区的经济活动如矿业、林业、发电，交通运
输还能通过扩大人类能可接驳的土地导致次生环境影

响。此外，交通运输也使永久性的人类定居点得到了扩展，
尤其是郊区和城市的成长。

交通运输所耗的能源大多来自化石燃料，汽车的
兴起还产生了各种特定的环境影响，从城市健康问题，
并通过土地和水退化加剧气候变化。许多人都对汽车向
燃料电池和电动马达的转化这一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
但短期内的改变会是困难的，而且汽车与其竞争的技
术相比，其环境影响明显更强，表现为最高水平的能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Chester 和 Horvath 2009）。私家车
也能使城市扩展得分散且人口密度较低，进而影响城市
化特征，这在很多情况下反映了单独家庭对于城市环境
不满，但整体上降低了环境质量。如同交通基础设施一
样，这些新的或扩展的建筑区域可能侵犯了自然景观并
放大了交通运输对环境的直接影响。

由于经济衰退，交通运输活动可能有过暂时性的
回落，英国和美国便是例子（Millard-Ball 和 Schipper 
2011；Metz 2010）。但是，这些回落很可能被快速发
展的中低收入国家里上升的私家车拥有量抵消。现在，
机动车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超人口增速。虽然大多数国
家的超级机动性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像美国一样水平，
出行水平的上升和向个人机动车的转变的潜力仍然很
大，尤其是当收入增长时。在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

2011 年，北京快速公交地铁系统运送了超过 21.8 亿人次 © Niclas Mak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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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污染摩托车的拥有量和使用增长的比汽车要快
（Pucher 等 2007）。即使有更多的省油车辆被引入，
攀升的总量可能会抵消效率带来的效益。

但是，在建立绿色市场方面，随着政府和宣传组
织的积极举措，两个相关的现象有可能出现。第一个是
抵押交易市场，公司可以在这里以期货和期权的形式
购买抵押，来对抗他们在管理和降低 CO2 产量的不力
（Lequet 和 Bellasen 2008）。第二个是尝试建立碳中
和的供应链，在这个供应链里产生的 CO2 被一系列减
排措施抵消，包括和本地供应链的合作。从政策的角度
来看，让本地小型生产商和跨国公司合作来达到碳中和，
对经济发展也有利。类似的，一些围绕着促进健康、环境、
社会公正、可持续生活的生活方式的新型市场正在兴起。
这样的发展为政策提供了新的机遇，令各行各业中融入
绿色交通运输政策，使全世界的发展更可持续。

城市化

数量

如前所述，城市化表现出了与食品和能源之间复杂
的互动。城市地区容纳了世界半数的人口，并消耗着世
界三分之二的能源，排放着世界 70% 的碳排放量（IEA 

2008）。城市地区消耗的总能源量很大程度依赖于建
筑环境——包括居民楼、商业楼、交通设施。例如，随
着北京和上海飞速的经济增长，自 1985 年两个城市由
于工业活动的排放所占比重下降了。与此同时，由于私
家车拥有量的上升，交通带来的排放明显增加，该增幅
在 1985 年到 2006 年期间，在北京达到 7 倍，在上海
达到 8 倍（Dhakal 2009）。这些增加的排放可能被中
国政府实施的能效标签项目部分抵消，该项目被认为在
2005 年 -2010 年避 免了 14 亿 吨 的 CO2 排 放（Zhan
等 2011）。

通常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的人均温室气
体排放量比周边农村人口要高，但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

（Dhakal 2010）。城市地区的能耗非常类似于食品消费，
都能和对应环境影响发生的地点相去甚远，让人们对他
们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水污染影响浑然不知（Scott 
et al. 2011）。

由于它们之间的关联，在没有精确的人口和 GDP
增长的预测时，想要准确预测城市地区在空间上扩展的
速率十分困难。最近一些研究表明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
系在不同地区可能相差很大，这进一步增大了预测的难
度。利用卫星观测判断城市空间扩展显示，城市面积以
每年 3%-7% 的速率增长，该速率在中国最高。研究发现，
人口和 GDP 增长对这一扩展的贡献，在北美洲分别为
28% 和 72%，在印度分别为23% 和 30%。该研究还发现，
非洲城市的增长没有表现出和 GDP 有任何关联，尽管
有观点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GDP 数据没有囊括相
当一部分非正式经济活动（Seto 等 2010）。

在成长中的城市中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标志性的特
点是外围发展，这点在东亚尤为常见（Seto 等 2010）。
用 2000 年的卫星图片来为此现象定量分析显示，对总
的城市在空间上扩展面积占陆地面积百分比的估测值
在 0.2%-2.4% 的范围内，估值间的差异部分是因为对
城市占地的定义不同（Potere 和 Schneider 2007）。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半数的城市人口住郊区，
但在发展中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住在棚户区
和贫民窟（UN-Habitat 2003）。

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证明了城市化和交通运输之
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例如，在比较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
时，交通运输的排放在曼谷居首位，住宅和商业楼房在
纽约和伦敦的贡献明显更多（Croci 等 2011）。在城市

图1.7人口，GDP，贸易和 CO2 排放的增长, 1990-2008 年

全世界的机动车工业现在每天生产超过 22 万辆车 © Josemoraes/
iStock

内的交通无论对于环境影响还是经济生产都至关重要
（Bertaud 等 2011）。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出行为
集体使用公共交通，但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可能会愿
意单独出行。当购物娱乐中心、学校、医院更加分散，公
交系统更难将它们连接起来时，这种偏好通常会促成个
人购买私家车（Bertaud 等 2011）。最后，使用的燃料
类型是左右城市地区环境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
列车已经靠电力驱动，但如果更多车辆使用电力运行，
所需的电力也会增加，除非能源的价格是根据其碳强
度制定，否则煤炭发电很可能会增加，进而导致温室气
体排放量显著增加（Bertaud 等 2011）。

性质

城市被视为能增进更加可持续的资源管理，以及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遇。虽然发达国家城市中的人
均排放量普遍比周边农村地区要低，但排放源更加分散，
因此也更难用一个整合性的政策工具来管理（Bertaud
等 2011）。除了 减 排 措 施，城 市，尤 其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城 市，需 要发 展出气候 适 应 方法（World Bank 
2011d）。一些南美洲、非洲、亚洲的城市在发展创新性
适应策略上引领全球（Heinrichs 等 2011）。

发展中的城市被鼓励实现零废弃物，该目标的原
则包括减少垃圾焚烧，回收更多的纸制品和塑料制品，
以及从已有的垃圾填埋场中发掘贵金属和稀土元素
（Zaman 和 Lehman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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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地球能否再支撑数十亿依靠耕作生活，对
土地造成直接影响的人；或数十亿居于城市，通过对大
企业农场生产的肉类中脂肪和蛋白质的消费需求对土
地产生间接影响的人。这一问题的答案最终会揭示有多
少土地将被转变，用来饲养牲畜、生产饲料、种植粮食。
短期内无法明晰的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加速或减缓，会
让土地系统的负担增加还是减少。但如果最贫困人口的
生活标准被提升到和发达世界更接近的水平，那么人口
增长会放缓，相关的环境影响也会开始减弱。人口结构
和健康的变化会一直是预测环境变化，特别是土地使
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一个主要标识。为母婴健康及教
育的投资，对促进人口结构和健康变化有着根本作用。

全球化

数量

最近数十年，食品、燃料、矿石贸易极大的增长，且
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会慢下来。国际贸易自 1990 年迅速
以年均 12% 的速度增长，每六年翻一番（图 1.7) （Peters
等 2011）。另外，出口造成的排放量年增长为 4.3%，原
因通常是由于生产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技术相对落
后的发展中国家（Peters 等 2011）。

更深入的贸易自由化能任意以如下三种方式的对
环境施加压力：

• 增长的经济活动，并加大自然资源的开采量，即
一种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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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经济活动为污染更轻或更重的行业，影响着
污染强度；以及

• 改变生产技术或污染强度，有时这能鼓励对环境
更加友好的生产工艺（Kirkpatrick 和 Scrieciu 
2008）。

无论本地如何改变，更广泛的贸易允许生产带来
的环境影响从消费的地点完全移除，让两者脱节。

这种脱节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可以在其他
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的环境影响。在追
踪挪威消费的影响时，Peters 和 Hertwich（2006）发现，
家庭对外国的环境影响占据了家庭间接排放的 CO2 的
61%，二氧化硫的 87%，以及氮氧化物的 34%，尽管进
口产品只占家庭支出的 22%（Wiedmann 等 2007）。

中国是一个用来理解贸易的教科书式范例。在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迅速地将自己的经济转型为加工型经
济，这导致它从初级资源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这些
加工过的商品大部分直接出口，其污染却由中国环境吸
纳（Ma 等 2006）。例如在 2001 年到 2007 年之间，中
国 CO2 排放量的 8%-12% 归因于向美国的出口（Xu 等 
2009）。

专栏1.3 温室气体排放和国际贸易

近期开发的分析方法能够将隐含在国际上生产、消

费、交易的商品和服务中的碳排放量展现出来。（Peters 和

Hertwich 2006）。按时间绘制出这些数据显示了贸易差

额和排放转移的变化（Caldeira 和 Davis 2011）。最新的

排放和贸易数据揭示了始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Peters 等 2012）。

图 1.8 追踪了 1990 年 -2010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活动和 CO2 排放量。图中有颜色的区域代表相对

贸易盈余，消费在发展中国家低于生产，但在发达国家高于

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 2002 年后，蕴含在生产、消

费商品和服务过程中的总排放量迅速上升，同时由于生产

和消费分离，贸易盈余增长缓慢。与之相反的是，在发达国家，

隐含在生产和消费中的排

 放量在 2002 年以前基本持平，随后陡升，并在 2008

年达到顶点。它们的贸易逆差在数十年内不断增加。如隐含

碳排放所体现的，发达国家在 2010 年似乎回到以往的模式，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毫无停顿的将它们超过。基于人

均 CO2 排放量的角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着

巨大差异，如图右侧所示。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本可作为让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脱钩

的机遇，但 2010 年排放量的高增长标志着我们错失良机。

环境友好并低碳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尚未明晰，但坚持

实施朝向高资源效率的低碳经济计划，可能在未来追踪隐

含碳排放时显示出积极效果（Peters 等 2012）。

图1.8 CO2 排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转移，1990-2010 年

包括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产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上升中。

 © istock/Fernando Alonso Herrero

性质

全球化在新兴经济国家中干扰着环境库兹涅兹曲
线预期的效应。随着财富的增加，环境条件理应改善，
但证实两者之间的关联却变得困难。以中国为例，氮氧
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显现出与收入增长之间复杂的
关系，暗示着对燃煤发电的依赖可能抵消了其他制造技
术上的进步（Brajer 等 2011）。

有些人认为这是通行的传统经济动态学在发挥作
用，在基层的规则竞赛，期望放松管制以吸引经济活动
并创造一个比较竞争优势。这个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对环
境的关切和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导致了污染最严
重的行业向较不富裕的国家转移，虽然对此尚无明确的
证据可以定论（Kirkpatrick 和 Scrieciu 2008）。也有
另外一种解释——这种类型更易趋向迅速工业化国家，
他们被困于谷底，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相关法规（Porter 
1999）。关于贸易给环境带来的效果也有类似的论断
（Jorgenson 2007；Cole 2003）。

无论如何，后果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中涌现
的污染中心。这暗示着在国家层面上，环境库兹涅兹曲
线隐蔽着污染在国家边界之间的错位，即最富裕国家的
消费驱动着污染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向较不富裕国
家转移。例如，Cole（2006，2004，2003）展示了贸易
会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增加环境伤害，但在发达国家减少
各种类型的污染。或许当污染跨越了所有边境，环境库
兹涅兹曲线便会失灵。

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似乎也遵循这一错位特征。
法规宽松的低收入国家会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升会
使这些国家在非清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得到深化，因此
其能耗也会上升，同时，高收入国家的能耗会因贸易自
由化降低（Cole 2006）。

那么，未来生产消费所需的商品是否不可避免的
会产生过多污染，即使发达国家有着相关法规？ 碳密
集的行业正在离开碳管制较为严格的地区并前往没有
这些管制的地区（World Bank 2008）。在 21 世纪初期，
发达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为最大。但是，在接
下来的数十年，排放量的增加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所以，尽管为避免这一结局已经进行了 20 年的谈判，
发展中国家仍会沿着同样能源密集型、碳密集型的发展
道路前进，正如同那些发达国家之前所做的一样（World 
Ban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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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驱动力之间的互动无法预测，因而导致一些意想不

到的后果。这一节将驱动力和几种环境压力联系起来，
试图说明其中的复杂性，并提供几种可供政策制定者用
以改善情况的方法。

关键阈值

关键阈值正在被逼近，甚至已经被越过。生态系统
和生物圈可能是根据人类压力而直接、线性改变的系统，

也可能是有更复杂动态的系统（Levin 1998）。尽管有
些系统能够在表现出任何反应之前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当阈值被越过时，变化可以突然之间发生并不可挽回，
不给人类适应留下机会（Carpenter 等 2011；Folke 等 
2004）。

为了理解一个复杂系统的动态，分析人员探寻其中
的杠杆点。对复杂系统中的杠杆点的研究表明，间接干
预可以有很大的力量，直接干预可以用来增强共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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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提速
对很可能和较为可能的后果都应该有所应对，艰难的挑
战可以被拆分为可控的部分。复杂系统中有意和无意的
改变都必须被监测（Meadows 1999）。

复杂生态系统中的波动可以引起剧烈的反馈，这一
理念并不新颖：众多的科学研究已经探讨了，在人类不
控制碳排放的前提下，我们的星球系统会面临的阈值和
转折点。从驱动力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反馈，则昭示了相
当多的反馈以无法预计的方式相互作用着。通常情况下，
这些驱动力的变化速率并没有被监控，所以我们不可能
预测甚至无法察觉危险阈值的到来。更为关键的是，现

有的大部分研究针对的是理解驱动力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而不是改变后的生态系统对这些驱动力的影响——
即反馈循环。

如图 1.9 所示，显而易见，这些变化的速率和作用
其上的来自人类的驱动力正在加大。事实上，Costanza
等 （2007）认为这一“大提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此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消费和生产增加的速率比早
前年代高出多个数量级。正是由于这种大尺度和高速度，
使得在星球边界极限之内，将人类发展轨迹调向更可持
续的方向成为一项让我们望而生畏，但又担负不起任何

专栏1.4 信息和通讯技术：一个恶性循环？

刚果民主共和国

环境变化驱动力不断加快的步伐和上升的规模与全球

化过程密切相关，后者增强了人群、理念、技术移动的速度

和范围。对移动电话和用以制造它们的资源的爆炸性需求

和将影响集中于生产国。自从 1994 年，超过 100 亿部移动

电话被生产，截止到 2010 年中期，全世界用户数量估测为

50 亿 （ITU 2010）。这种增长导致了对从钶钽矿石中提取

的钽（tantalum），这一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关键元素的需求

加速增长。大部分钶钽矿在澳大利亚开采，但全世界 8%-9%

钶钽矿的供应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DRC）东部（Global Witness 2010）。其环

境影响因如下原因而可能很大：其他暂且不论，非法采矿经

常在国家公园界内无视环境地作业；矿井引发的土地清理

和污染导致溪流和地下水位的侵蚀和退化；采矿作业也通

常会引起盗猎和当地兽肉交易的增加，威胁野生动物（Hayes 

2002）。另外，由于东 DRC 大部分采矿作业不受政府管制，

开采和交易钶钽矿和其他矿石带来的丰厚利润常常被用于

为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经费。

珠江流域，中国

2008 年，全 世界四分之一 的电子 器 材是 在 生 产 于

中国，更具体地讲是在中国南方的珠江流 域（Yunjie 等 

2010）。2009 年中国 GDP 增长率为 9%，珠江流 域中的

广东省的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 2-3 个百分点（World Bank 

2011e）。在过去十年里，该区域占中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容纳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并贡献了全国 40% 的 GDP（Barak 

2009）。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影响监测堪忧，估测每年有

成百上千吨未经处理的重金属、氮化物、燃料被倾倒至大海

（AsiaNews 2005）。水处理方面缺乏更好协调，农民因使

用重度污染的水来灌溉作物而遭受重大损失。人们把大部

分倾倒于该区域的重金属归咎于信息技术行业，珠江流域

在 2004 年和 2005 年也被称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水系（Xu 

2010）。

阿巴格罗旭，加纳

一个巨大的电子废品倾倒区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

郊区。阿巴格罗旭贫民窟的主要居民是从加纳北部的本国

移民，这里在过去十年里见证了废弃电脑、显示器、硬盘、

移动电话的爆炸性增多。曾经多产的湿地已沦为一片约

40000 人生活在其中的有害化学品区（Safo 2011）。当地

经济依赖于回收这些废品，其中的大部分的劳力是每天赚

取大概 8 美元的 11 岁 -18 岁的男孩。大多数废品似乎源于

《巴塞尔公约》的缔约国，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废品好像来自

美国，这个仅和阿富汗及海地一样没有签署公约的国家。

迄今为止，研究电子废品回收业的影响的研究很少，但

在土壤和食物样品中已发现因食物链富集作用传递的毒素

（Dogbevi 2011；Monbiot 2011），当地所受影响也可能

很显著。对化学烟雾的暴露会抑制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

发育，对体内铅浓度较高的儿童尤甚，同时，汞、铬、铅都可

能 阻碍童工的认知发育和免疫发育。阿巴格罗旭的故事提

供了一张简单的快照，显示着迅速涌现出的全球现象，如向

信息技术的转变过程中充斥着弃置手段处理淘汰下来的设

备，造成的实实在在的、本地化的环境和健康影响。此事警

告着我们，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非

凡的效果，一方面也以几乎看不见的方式在更加脆弱，特别

是缺乏必要的机构监督的地区肆意破坏。当前经济范式创

造了全球和本地之间的断裂，研究者们必须通过在供应链

上进行逆向研究才能理解当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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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搁的挑战。

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

鉴于全球消费的动物蛋白质中 14%-16% 来自海
洋，对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能作为一个很有用的例子来
阐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全球范围上来看，过度捕
捞已经非常普遍但还远未达到无所不在，而且在世界上
那些有能力管理好渔业的地方，有证据表明过度捕捞能
被阻止，之前被过度捕捞的种群也能够恢复（Worm 等 
2009）。不过即使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过度捕捞在不少
地点下仍在进行，这一现象突出了政策制定和有效管理
两方面能力建设的必要性。

捕鱼船队和捕捞活动最大的扩张始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这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大额补贴来鼓励对捕
捞技术投资，这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收成。很多时候这
些增加的收成被证实是不可持续的，渔业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普遍衰退（Pauly 2009）。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UNCLOS）的管辖下，许多近海地区的管理行为得
到了提高，但第二轮捕捞能力的扩张导致了第二轮衰退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库鲁兹的有机、不使用杀虫剂的玉米植株。 

© David Gomez/iStock

（FAO 2010）。过度捕捞仍然是全球渔业面临的一个
严重问题，即使有 1999 年颁布的《捕捞能力管理国际
行动计划》这项国际共识来应对（FAO 2010）。

对渔业难以进行可持续性管理的部分原因是监测
鱼群数量的状态很难，特别是在那些不受国家或国际
权力管辖的地区，生物学信息乃至基本的捕捞数据都
缺失或者不可信。进一步而言，许多渔场都没有记录副
渔获物（无意捕获到的不想要的鱼，通常在已死或濒死
状态下被扔回大海）中鱼种的数据，所以它们的状态和
对渔业的影响是未知的也无法管理（Myers 和 Worm 
2005）。更普遍的是，不尽如人意的监测意味着我们对
许多鱼群数量的动态知之甚少，使得分辨观测到的鱼
群数量的表现究竟是自然波动还是即将崩溃十分困难
（Carpenter 等 2011）。第 4 章和第 5 章更详细地讨论
了种群崩溃的环境影响。

驱动力的组合和对人类健康的反馈

以食品生产为例，人类和生态系统对化学品的暴露
随着农业工业化而极大增加（Wallinga 2009）。对长
期暴露于这些化学品下，人类和环境健康所受的影响的
研究较为有限，但我们已知相关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要高
得多，当今全球 99% 因杀虫剂暴露而死亡的人在这些
国家，这些暴露包括职业暴露和偶然暴露，均因松懈或
缺失的健康和安全控制而起（De Silva 等 2006）。

源自农作物耕种和畜牧生产的氮污染是食品生产

中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其中肉类生产的规模对当地

污染水平有严重后果。美国排名前 20 的行业污染源里

有八个源自屠宰场（Hamerschlag 2011；EPA 2009）。

另 外，美 国 的 集 中 饲 养 操 作（CAFOs）在 2007 年 产

生了 5 亿顿粪便：为同年美国人的总排泄物量的三倍

（Hamerschlag 2011；EPA 2009）。另一个集中生产

肉类的设施的问题涉及细菌如何将粪便中大量的氮转

变为一氧化二氮（一种强温室气体），以及这些氮渗入

水路和地下水（Wallinga 2009）。

产生强大压力

环境变化的驱动力正在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变强、

演变、组合，如此巨大和触及广泛的驱动力正对环境施

加史无前例的压力。绝大部分消费和生产都将环境作为

原材料的来源和废物的收纳所。影响可能高度集中于世

界局部地区——比如核废料储存设施和电子废品回收

场所内残量的富集（专栏 1.4）——也可能在全球系统

性的扩散——比如多氯联苯（PCBs）通过食物链从赤

道到两级都有传播——这些影响还能迅速的制造新的

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情况。许多情况下，这些影响是如此

的不显露、快速、无法预测，以至于有超过环境阈值，且

社会监测或反应能力不足的风险。

一些驱动力的组合和规模能创造出某些动态特征，

这些特征反过来会产生复杂的系统性交互作用。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便是一例，即便全球通力合作来激

发阻止排放的行为，也无法遏制其规模变大。除全球气

温和海平面升高以外，科学家预测气候变化的步伐和规

模可能最终会超越某些生态极限或阈值，进而引发意

料不到的危险后果，如比例不断增加的具酸化作用的碳

导致世界海洋化学成分的改变，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全球

范围内的损失，以及南极洲西部冰盖的坍塌（Fabry 等 

2008；Lenton 等 2008）。

单独的一个驱动力可以发动一系列驱动力和压力

的多米诺效应。举例而言，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忧虑，包括

农作物的脆弱性和粮食安全，促成了要求增加生物燃料

产量的政策，如 2003 年欧盟颁布和 2008 年美国颁布

的相关法律。这些政策导致的需求产生了级联的压力包

括农作物转耕为生物燃料作物。这种转耕推动了 2008

年和 2010 年的高粮价，令人们对粮食安全更加担忧。

惯性和对路径的依赖

由于全球生态和制度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和难以改
变，今天作出的决策会有长期和广泛的影响。若不考虑
当前轨迹背后的驱动力，将很难达成一套环境上可持续
的决策和结果。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相关事务的紧迫性。
最后，由于系统的关系和过去人们不愿应对这些驱动力
的事实，我们的后代被迫面临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影响。
其中最棘手的是气候变化，数种驱动力的聚合使得降
低碳排放量成为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例如，有预测认
为，当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和交通设施从现在
到 2060 年会排放 4960 亿吨 CO2（Davis 等 2010）。

这些计算还不包括现在尚未确定的交通网络拓展计划，
更多的基于化石燃料的发电站，以及复杂的由加油站
和靠燃烧能运转的工厂构成的经济，以上所述的事项
全都依赖于现有的产能和运输模型。问题不仅是替换
现存的物质设施所需成本高昂，还包括现状下发展出的
成千上万份工作、加工设施、各种子行业。

前文已解释了为何对交通设施进行投入。但是，全

球粮食生产的制度化也给改变设下类似的障碍。美国

的农业政策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案例，尽管

美国绝不是这一现象发生的唯一国家。目前，美国 74%

的耕地专门用于生产仅 8 种商品粮：玉米、小麦、棉花、

大豆、水稻、大麦、燕麦和高粱，并由 70%-80% 的政

府补贴支持（Jackson 等 2009），与此同时农业已经

被固化为一个产业化的食品生产系统。不幸的是，对生

产这八种商品粮的重视导致的食品系统里，更健康的

食品选择，如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在 1985 年到 2000 年

之间上涨超过 100%，而从这些基本作物中衍生的不

健康的脂肪和油脂的价格同期仅上涨 35%（Jackson

等 2009）。由于很多本国消费者根据花费来决定每天

的消费，对这个垂直整合且政治力量强大的行业数十

年的投入，要想根本上改变这个食品系统导致的健康

后果是极端困难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健康影响都和饮食相关，但是其

中多数都和大气污染（如硝酸盐的形成）和因大量使用

杀虫剂和其他行为导致的化学污染相关。举例而言，在

美国，很大一部分玉米和大豆是经转基因，来抵抗除草

剂草甘膦的效果，后者被大量喷洒用来除草。在供应链

中，玉米和大豆占牲畜饲料的 83%-91%。现行的研究

怀疑草甘膦具备干扰内分泌的能力（Daniel 等 2009；

Gasnier 等 2009）。由于草甘膦在环境中的滞留时间取

决于多种生物物理因素，模型很难预测该值（Vereecken 

2005），监测水平最近也才刚刚赶上其广泛的使用。但是，

在位于农场附近的社区的大气、雨水和当地水体中，已

发现草甘膦和它最常见的降解产物氨甲基磷酸（AMPA）

的存在（Chang 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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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5 对以驱动力为中心的思考总结

专注于原由而非效果。以驱动力—原由—为焦点思考

环境政策在传统上并不多见。相较而言，政策响应通常集

中在减轻压力——即效果。但是有两个强烈的原因要求人

们把驱动力作为政策中恰当的焦点来重新审视。首先，我

们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速率， 即使应对一部分压力时取

得成功，另一些压力接踵而至。其次，国际社会已经树立

了一套国际环境目标，以期比以往的努力更直接地解决环

境变化的驱动力。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最主要的

法律协议——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

意识到要想取得长期进步，人们必须具备管理相关驱动力

演变的能力。与此相关的一套观点业已形成，并可为政策

制定者们提供一系列杠杆点，来挑选治理环境问题的以驱

动力为中心的选项。

人类的福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之间是协同关系。MDG

的第一项目标是终结贫困和饥饿，第二项目标是普及教育，

第三到五项目标是关于性别平等和母婴健康，这些目标都

和第七项目标，环境可持续性是协同的。比如，约人类使

用的土地中四分之三用于肉类和乳制品的生产。红肉相比

禽肉和素食，对土地和水的需求要高数倍，同时也和癌症

与心脏疾病相关。鼓励降低红肉消费的政策能对和人类健

康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的 MDG 同时做出贡献。类似的，普

及教育和增进性别平等是相互协同的。对这两者的改进会

增加母婴健康服务的需求，减少意外出生，进而降低人口

对环境的影响。 

间接干预的作用可以很大。有时候针对驱动力的政策

性直接干预并不现实。比如，为人口增长设定具体目标的

政策很少在政治上可行，并在道德和人道主义上受到质疑。

但是，经常会有一些可选政策能间接地降低某项驱动力且

更易被接纳。例如，生育率显示出对妇女所受教育水平以

及计划生育方案的易获取性有着敏感的反应，而这也和两

项关键的 MDG 目标吻合，也符合有道德的人类公义。

直接干预可以以不同介入点为目标。即便在间接干预

不可行时，将关键驱动力拆分更细可为有效干预创造机会。

比如，经济增长在全世界通常被认为是正面的结果，所以

以降低增长为目标的，无论间接还是直接的政策往往不受

欢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驱动力出发的政策是不可能

实现的。例如在中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的认识，带

来了雄心勃勃的针对能效目标的制定。

无意间的后果很重要。为改善一个环境领域而制定的政

策有可能在另一个领域造成无意的后果。负面后果可能以跨

越系统的连结的形式出现，如促进生物燃料对于粮食安全的

作用，也可能以路径依赖性的形式出现，如利于一种设施的

政策使得转变为更有利的一种设施的难度更大。追求管理驱

动力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找出能够最小化这种负面后果的方

法来设计政策。

即使是棘手的驱动力也可被重塑。化解冲突的一条核

心理念是将看似无解的元素分解为单独的部分，有效的谈

判便可围绕这些部分进行。近期就新的衡量福祉的度量单

位的讨论，就和这种理念有共同之处。虽然人均 GDP 被当

做福祉的代表和通行的政策目标，近期的探讨提出了其他

思路，其对福祉的分析中 GDP 被分开讨论。这开启了在更

广泛的范围内，探寻出能代表福祉的可追求的事物。

观察和监测得出结果。即便政策上无法立刻得到响应，

对驱动力的重要性应有的警惕也能支持那些为加强观察和

监测而做出的努力。目前，本章提出的许多重要驱动力都

没有被系统地监测，遑论其影响。强硬的证据则要求我们

加强对驱动力和它们与环境的联系的理解和监测。

1992 年 6 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显示的，已登记的人口增

长，和可耕地面积的减少。© Michos Tzovaras/UN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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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大气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尤其是与气

候变化有关的大气环境。现在针对大气环境退化的原因以及

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对策发现了大量科学证据，我们

采取的有效行动已经实现了部分国际商定的目标。如果大部

分利益相关方都同意，通过相对简单而成本效率较高的方法

淘汰臭氧消耗物质和汽油中的铅可以取得重大的进展。

实现与颗粒物（PM）和对流层臭氧有关的环境目标的进

程已经合并，尽管人们对由此造成的影响还有很多担心，因

为合并的方案十分复杂，并且成本可能非常昂贵。大多数发

达世界已经成功将其室内外 PM 浓度和含硫含氮化合物的浓

度降低到接近或达到 WHO 的指导水平。但是，还有更多事

情亟待解决。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城市的 PM 水

平依然远远高于 WHO 的指导水平，状况令人堪忧。现有对

策可能相对比较昂贵，达到指导水平或者目标浓度所需要的

时间取决于给予这个问题的优先度。对流层臭氧同样也是一

个重要问题，虽然在欧洲和北美洲峰值浓度的降低已有所成

效，但是这个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大气环境问题。人们对于这个复

杂问题十分关注，但是由于采取行动的水平不一，低碳技

术方案的成本很高，因此进展十分缓慢。尽管许多国家已

经开始尝试发展低碳经济，但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依

然在继续升高，这很可能导致全球温度超过世界公认的极

限，即高出工业化以前水平 2℃。现有的低碳技术以及政

策选择可能会降低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但是目前的减排

承诺与实现气候目标所需要的水平之间依然有数十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缺口。

如果应对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SLCFs）- 炭黑、甲烷

和对流层臭氧 - 的补充战略能够得到广泛实施，将会在短

期内降低气温升高的速度，并为人类健康和食物安全带来大

量协同效益。鉴于这一政策工具和技术方案业已存在，降低

SLCFs 的速度会相当迅速。不过，应当将其视为为了保护地

球不会超过上述 2℃的温度升幅极限而减少人为排放二氧化

碳（CO2）的一个补充战略。

人们日益将气候变化、空气质量和平流层臭氧耗竭视为

彼此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各国政府尚未采取综合措施来解

决这些问题。采取综合措施保护大气可以支持经济发展，另

外通过解决关键问题，政策决策者可以事先多重目标。解决

污染源问题可以影响其排放的不同气体和颗粒物水平，并带

来多重气候和空气质量效益。挑战在于找到将这些效益最大

化的方案，并加以广泛实施。

对实现大气目标进行投资的成本效益有望很高。这些政

策带来的效益包括降低人为辐射强迫、挽救数百万生命，并

大大提高生命质量。实现这些效益以及气候和环境质量目标

需要广泛实施目前可用的技术和既定政策，但是可能还需要

对影响排放的主要驱动力进行变革。

主要内容 引言
人类活动向空气中排放的物质对环境和发展而言

都是一个挑战：每年因室内外空气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

人数达数百万人；臭氧消耗物质（ODS）导致臭氧层

变薄，并导致两极地区的平流层出现季节性臭氧层空洞；

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和其他影响

气候的物质浓度继续升高。除其他事项外，气候变化威

胁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并可能增加全球所有地区的

风暴灾害。尤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容易受到危害

的群体。

现在已有多个全球和地区协议来解决这些大气问

题，包括《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和《约翰内斯

堡行动计划》（WSSD 2002）。我们已经制定了国际商

定目标以及某些具体目标。此外，还有一些与人类健康

和生态系统有关的国际商定指南可以用来监测解决大

气问题的进展。本章使用关键指标来对与实现大气问

题全球和地区水平目标有关的进展进行评估。

本章考察的是使用现有政策和措施完成这些目标

的进展是否顺利，以及这些政策措施是否足以解决对

人类福祉和发展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接下来考虑的

是对不同问题的展望，以及还有哪些事情亟待去做。如

果现有政策尚有不足，亟需进行更多变革，第 16 章中

对变革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

制定防治空气污染政策的科学基础已经得到进

一步提高，对大气问题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Stern 2007)。最近，科学发现了新的挑

战，比如近期气候变化和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SLCFs）

（Shindell 等 2012; UNEP 和 WMO 2011)， 同 时

有关阈值和转折点的知识也得到了提高（Lenton 等 

2008)。

气候变化、空气质量和平流层臭氧耗竭是彼此密

切相关的，单一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农作物产量、生态系统、

大气增暖和冷却以及平流层臭氧耗竭都有多重影响，并

且这些影响都有可能危害人类福祉（图 2.1）。许多污染

源还排放出既影响空气质量又导致气候变化的多种污

染物。虽然气候变化、空气质量和平流层臭氧耗竭之间

存在上述联系，但是大部分政府依然将这些问题分别

解决，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由于这些目标是 20 年前设定

的。根据所实施的措施不同，它们可能同时会带来协同

效益或者不利的后果，除非制定综合方法，否则不同的

大气政策之间将会存在相互矛盾的风险。

国际目标和具体指标

《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和《约翰内斯

堡行动计划》（WSSD 2002）中规定了保护环境和人

类福祉免受排放到大气中物质的影响的主要目标。这些

目标强调了需要明确导致“气候系统和整个环境受到危

险的人为干扰”的大气污染物最低界限和温室气体在大

气中的浓度限度（《21 世纪议程》第 9 章）。实现淘

汰含氯氟烃（CFCs）和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UNEP1985）及其 1987 年《关于臭氧消耗物质的蒙

特利尔议定书》（UNEP 1987）中规定的其他臭氧消

耗物质的目标非常重要。它们还认可了 1979 年《长程

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UNECE 1979）及

其议定书对于减少区域性空气污染的重要作用，并建议

这些项目应当继续进行并加以发展，其经验应当与其他

地区分享。

VOCsCH4CO2

NHx

CONOx

SOx

图 2.1 排放到空气中的特定物质的影响及其
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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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定目标的主要主题 数字目标 范围

平流层臭氧耗竭

《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UNEP 1985）

保护臭氧层 全球

《关于臭氧消耗物质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UNEP 1987）

消除臭氧消耗物质 除规定的例外，不生产和使用臭氧消耗物质 全球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1992）

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
危险的人为因素影响气候系统的水平

全球

《京都议定书》（UNFCCC 
1998）

减少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 到 2012 年附件一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与 1990
年相比至少降低 5%；具体的国家减排承诺

附件一中的国家

《坎昆协议》（UNFCCC 2010） 减少全球排放，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限制在高出工业化前水平 2℃以下

附件一中国家的 2020 年量化整体经济减排目标，非附
件一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全球

EU 20-20-20 目标 到 2020 年减少 EU 国家的温室气体排
放

与 1990 年相比减少 20%，能源消耗的 20% 为可再生
能源；一次能源的使用量比预计水平减少 20%

EU 成员国

铅污染

《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WSSD 
2002）

防止铅暴露 交通运输铅排放量为零 全球

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空气质量

WHO 指南（WHO 2006） 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为 PM2.5、PM10、SO2、NO2、Pb、CO 和 O3 设定
了指南，比如 PM2.5- 每平米年平均含量为 10μg，
PM10- 每平米年平均含量为 20μg
WHO 的生态系统指南是以 CLRTAP 中设定的关键水平
和负荷为基础制定的 

全球建议

空气污染

空气质量、车辆和固定源和国家
排放量的 EU 指令（EC2008）

到 2020 年提高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 为 PM2.5、PM10、SO2、NO2、Pb、CO 和 O3 设定
了指南，比如 PM2.5- 每平米年平均含量为 25μg，
PM10- 每平米年平均含量为 40μg；为生态系统设定了
临界负荷和水平；对每个 EU 国家的 SO2、NOX、VOC
和 NH3 的国家排放量设定了最高限制

EU 成员国

越界空气污染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CLRTAP）（UNECE 1979）

通过公约协议中设定的目标进行实施，
保护人类和环境不受空气污染的伤害

《哥德堡协议》（UNECE2005）为所有成员国都设定
了减排目标 - 它是一个涉及多种污染物 / 多重效果的协
议，设定了 2010 年应当达到的与 1990 年相比减排目
标（根据 2020 年目标进行修改）：参考协议附件二中
具体国家的排放限量

欧洲、中亚和北美
洲的成员国

东盟越境烟霾污染协议（ASEAN 
2002）

监测和防止土地和 / 或森林火灾引起
的烟霾污染

同意采用零燃烧政策 东南亚的 ASEAN
成员国

目标 具体目标 影响

消灭极端贫穷饥饿 1990 年至 2015 年，挨饿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气候变异和气候变化（趋势和极端天气）影响农作物生长；对流层臭氧直
接影响农作物产量。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确保到 2015 年，全世界的儿童不论男童或女童都
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 铅暴露影响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和身体功能。

降低儿童死亡率 1990 年至 2015 年，将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减
低三分之二

儿童是最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和铅中毒影响的群体；使用生物质燃料进行烹
调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更大。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到 2010 年显著降低丧失
率

气候变化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之一；固氮导致的富营养化影响了陆
地植被的多样性；对流层臭氧影响敏感生态系统的植被组成；海洋酸化和
海洋变暖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将空气质量视为综合发展

的一部分，对政策决策提出了综合方法。它强调需要减

少由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其他健康影响，

尤其应当关注女性和儿童。它支持淘汰汽油中的铅，支

持防止儿童暴露于铅的措施，支持加强对铅中毒的监测、

监管和治理。另一个关注点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向农村

社区提供负担的起的能源，特别是减少农村烹饪和取暖

对传统燃料的依赖。

正 如 表 2.1 中 所 示，大 气 问 题 与 MDGs（UN 

2000）密切相关。其他与大气无关的公约，比如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也与大气污染的影响有关。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CBD 2010a）包括两个与大气有

参加 2011 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 UN 气候变化大会的代表们 . ©UNFCCC/Jan Golinsk

关的目标：

●　目标 8：到 2020 年，污染，包括过分养分造成

的污染被控制在不危害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

样性的范围内。

●　目标 10：到 2015 年，减少了气候变化或海洋

酸化对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

压力，维护它们的完整性和功能。

具有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协议都支持大气

目标和具体目标（表 2.2），协议中大部分都包括国际

商定的量化目标和实施时间表，会促进国家法规的制定

和实施。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指的是不同方面的控制：

●　控制驱动力，比如全面禁止 - 有少数例外 - 生

产和使用臭氧消耗物质，淘汰含铅汽油；

●　减少压力，比如减少二氧化碳（CO2）以及其他

温室气体的排放。

●　目标浓度，比如颗粒物（PM）和（CO2）。

对于尚不存在全球目标的室内外空气污染，WHO

已经根据科学研究制定了空气质量指南，以期能够对

评估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风险的进程提供帮助（WHO 

2006）。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高幅度限制 - 商定的2℃

以下 - 是根据其可能影响的科学讨论和政治实际及其实

现的可能性为基础设定的（Hare 等 2011）。许多国

家还对空气质量设定了国家标准，甚至做出了温室气体

承诺，或者根据其国际义务、发展状况和制度能力制定

了具体目标。《哥本哈根协议》（UNFCCC 2009）请

发达国家提交了 2020 年整体经济减排目标，请发展中

国家提交了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坎昆协

议》（UNFCC C2011）认可了这些承诺目标和行动的

法律效力，将其正式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CLRTAP 依然是唯一一个针对不同污染

物设定目标的区域性跨界空气污染协议。有些区域和次

区域 - 非洲、亚洲和南美洲 - 签署了合作协议，表明减

少污染排放的意图，但是这些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在某

些情况下，由于缺少人力和资金资源，这些协议并没有

表 2.1 影响实现 MDGs 的大气问题

资料来源：（目的和目标 ) UN 2000

表 2.2 与大气问题有关的特定国际商定目标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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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目标

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UNFCC）

指标

气温变化趋势；降水变化；海冰范围；CO2 浓度；温

室气体排放

全球趋势

进展缓慢；在避免与 UNFCCC 商定的 2℃的温度升

幅极限之间的矛盾方面尚未进入正轨

专栏 2.1 气候变化 图 2.2 1850 年 -2010 年气候变化和大气中 CO2 浓度的变化趋势

图 2.3  20 世纪以来的温度变化

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涝灾害 2011 年的布里斯班水灾导致

22 000 间房屋被淹没。© On-Air/iStock

得到实施。

实现大气环境目标的进程

本节考察的是解决 20 年来或者自《21 世纪议程》

（UNCED1992） 以来备受关注的大气环境问题的进程。

针对一系列大气问题而设定的全球和区域目标和具体目

标与当前的实际状况进行对比，审议这些目标是否已经

实现，判断当前的实际状况与所设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

的差距。

本节从以下三个类别的大气问题根据关键的指标

对进程进行了描述：

●　尚未完成目标以及远未达到可持续性的实例；

●　进展喜忧参半的实例，有些地区已经完成目标

有些地区距离很远的方面；以及

●　进展喜人的实例，设定目标后大体完成的方面。

气候变化：远未实现的目标

科学研究一致认为人为排放的 CO2 和其他温室气

体是导致当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IPCC 2007）。四

项独立的分析显示 2000 年 -2009 年是历史上最热的十

年，大气中的 CO2 浓度也增加了。区域气温变化显示

上世纪最热的地方在高纬度区域（图 2.3）。

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威胁包括很多方面，从热

浪和强烈风暴发生频率增加到降水方式的转变和海平面

上升（IPCC2007）。热带气旋发生频率的变化尚不确

定，但是其强度有可能增加，温度有可能上升（IPCC 

2011）。

气候变化对人类造成了直接影响，比如，淡水供

应、农业产量和健康等方面的变化，同时气候变化导致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丧失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也对人类产生了间接影响。因此，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人

类面临的与大气变化有关的最重要问题。一份经济学文

献评论提出如果气温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升高 2.5℃，

那么到 2100 年，气候影响导致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损失每年将达到 1-2%。如果气温升高 4℃，

那么全球 GDP 的损失比例将增加到 2-4%（Aldy 等人 

2010）。少数预测极端气候变暖的研究发现气温升高6℃

可以导致全球年 GDP 损失 10.2%，气温升高 7.4℃可

以导致全球年 GDP 损失 11.3%（Stern 2007）。虽然

具体数值受预测 GDP 减少比例和灾难性后果所使用的

基本假设的影响很大，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带

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有可能非常巨大。

北极地区所受到的影响可能尤为重大，那里的气

候变暖程度可能最大。与 1890-1910 年相比，北极大

部分地区的气温升高了 2℃以上（图 2.3），北极地区的

海冰覆盖急剧减少，秋季和冬季都有所下滑（图 2.4）。

格林兰岛和南极的冰川融化速度都在增加，格林兰岛的

冰川融化面积显著增加（Rignot 等人 2011）。据预测

可能出现较大气候变化影响的其他地区包括亚热带地

区（预计亚热带干旱区域的面积将会扩大）和低洼地区（海

平面上升有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对这些变化的适应能

力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无法实现其发展目标的

危险。

据估算，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都会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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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随着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会愈加频繁，包括

区域性热浪以及强降水和干旱（IPCC 2007）。2003

年和 2010 年欧洲经历了两个极端炎热的夏季，研究

表明在未来 40 年内发生夏季酷热（包括超级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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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1979 年 -2010 年冬季秋季北极海冰范围变化趋势

图 2.5 1960 年-1998年 5月至9月非洲、
亚洲南部和西部降水变化趋势

表 2.3 2005 年、2009 年和 2010 年的温室气
体浓度

图 2.6 1990 年 -2015 年计算的和 IPCC 情景
预计的化石燃料排放趋势

* 解决污染源问题可以带来气候和空气质量双方面的效益。©Morten Madsen/iStock

的可能性有可能比原来增加 5-10 倍（Barriopedro 等 

2011）。大多数陆地上的强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所

上升（第 4 章），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观测到了

强度更强、持续更长的干旱，尤其是在热带和亚热带

（IPCC 2007）。长期趋势表明撒哈拉沙漠和北印度地

区正向更为干旱的方向发展（图 2.5）。

Source: NSID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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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A1Fl 
A1B
A2 
B1 
B2 
A1T 

2005 2009 2010

CO2 (ppm) 378.7 386.3 388.5

CH4 (ppb) 774.5 1 794.2 1 799.1 1

N2O (ppb) 319.2 322.5 323.1

CFC-11 (ppt) 251.5 243.1 240.5

CFC-12 (ppt) 541.5 532.6 530.8

 HCFC-22
(ppt)

168.3 198.4 206.2

 HFC-134a
(ppt)

34.4 52.4 57.8

资料来源：NOAA GMD 2011a

人们日益担心不采取行动将会导致人类历史发生

无法挽回的变化 - 即所谓的转折点。冻土中存储的碳

排放量增加，比如 CO2 和甲烷，便是发生变化的例子

之一，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变暖和温室气

体 排 放（Schaefer 等 人 2011; Lawrence and Slater 

2005）。

近年来，大多数人为温室气体的浓度和排放量都有

所增加（表 2.3 和图 2.6）。几种氢氟烃（HFCs）的浓

度增长速度尤高，过去十年中，除 2009 年经济衰退导

致化石燃料排放的 CO2 出现短暂降低外，总体趋势与

IPCC 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IPCC 2000）中广泛

使用的较悲观的预测是一致的。CO2 浓度的快速增加还

与同样快速增加的海洋酸化有关（第 4 章）。

为 了 避 免 人 为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的 浓 度 超 过 450 

ppm，这也是保证气温升幅不超过 2℃所需要的，

IPCC 得出结论称到 2020 年发达国家需要将排放量降

低到比 1990 年减少 25-40% 的水平。同行审议的文献

得出的结论认为到 2020 年发展中国家需要将排放量降

低到比基准情景减少 15-30%（den Elzen and Höhne 

2010, 2008）。为了完成目标，2020 年之后还需要继

续减排。2005 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虽然有些国

家已经减少了 CO2 排放量，但是很多国家似乎不可能

实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目标。另外，在报告了

CO2 减排的国家中有很多还增加了碳密集型产品的进

口，即所谓的碳泄漏。如果将进口产品中嵌入的 CO2

考虑在内的话，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实际上是增加了，

其净国内加嵌入排放量距离《京都议定书》的目标甚远

（Peters 等人 2011）。

自《巴厘岛行动计划》（UNFCCC 2008）以来，

42 个发达国家承诺了到 2020 年的整体经济量化减排

目标，另有 44 个发展中国家承诺了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但是，这些承诺还远远不够，要想将气温保持在图 2.7

中标示的安全限制范围内，还存在 60 亿吨 CO2 当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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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目标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有关
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 EU 指令和 WHO 指南

指标

硫排放；超过临界负荷 / 水平（超过这个阈值后
就会观测到有害影响）

全球趋势

区域进展喜忧参半

全球贸易繁荣导致国际运输排放的 CO2 和其他关键污染物（包括 SO2、NOX 和炭黑）的数量增加。©Mark Wragg/iStock

缺口。图 2.7 将 86 个国家做出的减缓行动承诺的四个

可能解释所导致的 2020 年预期排放量与将为气温升幅

保持在商定的 2℃以下的可能性大于 66% 所要求的排

放水平进行了比较。预期排放量与商定的 UNFCCC 2℃

极限所要求的排放量之间还存在 60 亿到 110 亿吨 CO2

当量的缺口。缺口的大小取决于这些承诺实施和应用的

范围（UNEP 2011a）。 

低估气候变化速度的历史趋势表明处于预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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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的非线性变化和物质损失也是可能的（Smith 等人

2009; Stern 2007）。总体来看，如果国际和国家水平

上都无法取得显著进展，那么气候变化的长期前景便不

甚乐观。

虽然国际水平的协商所耗费的时间比预期要长，但

是国家计划应当继续实施。越来越多的低碳研究显示：

在许多国家，从英国（Strachan 等人 2008）到日本（Fujino

等人 2008）再到泰国（Shrestha 等人 2008），到 2050

年将排放量降低一半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可行的。这

些研究得出结果的依据是为碳制定一个价格，比如排

放交易计划。但是还要注意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比

如排放交易计划或者清洁发展机制（CDM)）可能不会

在所有背景下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平等地惠及所有地区。

比如，在 CDM 市场，位于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项目

占所有项目的 87% 以上，而非洲地区则只有不到 30%

的项目（UNFCCC 2012）。

其他研究表明将气候变化融入现有的发展计划是

一个更有前景的替代基于市场的工具方法，尤其是对于

其发展受到排放限额限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Shukla

等人 2008）。后来的研究更肯定了这一观点，研究表明

由于协同效益 - 比如改善地域空气质量 - 的价值相对

较大，低收入国家将温室气体减排放在发展的优先位

置便可能带来更多效益（Nemet 等人 2010）。要想获

得这些协同效益不仅需要政策决策者能够熟练地将气

候变化融入发展计划中，还需要政策决策框架明确承认

气候变化和其他大气问题之间的协同增效效应。这种

综合方法可以在已经实施气候减缓和空气质量控制的

地区和城市水平进行应用。

进展喜忧参半

还有些实例表明在部分地区已经得到改善，但是其

图 2.7 排放缺口

专栏 2.2 硫污染

他地区则存在巨大困难，并且全球目标还远未实现。下

面将会阐述四个主要的大气问题：硫、氮、微小颗粒物（常

称为 PM10 和 PM2.5）以及平流层臭氧。

硫污染

二氧化硫（SO2）排放主要来自发电、工业和交通

等行业使用的化石燃料，会导致 PM2.5 对人类健康产

生不利影响，同时还导致酸化进而对陆地和淡水生态系

统产生危害（Rodhe 等 1995），此外还会侵蚀人造材

料和文化遗产（Kucera等 2007)，对生物多样性（Bobbink

等 1998）和森林（Menz and Seip 2004）也会带来危害。

硫酸盐气溶胶可以降低气温（Forster 等 2007）。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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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和氨的排放量；固氮；超过临界负荷 /
水平 - 超过这个阈值后就会观测到有害影响

全球趋势

喜忧参半：部分地区氮的氧化物排放量减少；所
有地区氨的排放量均有所增加Source: HTAP 2010

Emission trends from 1850–2000 and four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
tion Pathway (RCP) scenarios from 2000–2050, develop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of the IPCC, are shown for the four 
source regions and for the global total from the hemispheric transport 
of air pollution (HTAP) multi-mode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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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整体效益，对硫酸盐气溶

胶进行跟踪便非常重要。

自从《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中强调了越

界空气污染的问题以来，欧洲和北美洲排放的二氧化硫

已经显著减少，实现了《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

（UNECE1979）、EU 国家排放量限值（NEC）指令以及

加拿大和美国的清洁空气立法（图 2.8）中的目标。欧洲

制定国家目标的关键在于使用临界负荷（超过这个沉积

阈值后就会观测到有害影响）（Nilsson and Grennfelt 

1988）。法律的成功实施使 1980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

全球排放量降低了大约 20%。2000 年以前，欧洲和北

美洲的排放量占大部分，而 2000 年开始东亚的排放量

则占较大比例。根据代表性浓度路径（RCP）情景（图 2.8）

预计到 2005 年全球二氧化硫排放量将会稳步减少，到

2050 年排放 量比 2000 年的水平减少 30%、50% 和

70%。这四个新的路径是作为短期 - 长期模型实验的

基础为气候模型社区而制定的。

虽然欧洲和北美洲的某些区域依然超过其临界负

荷，但是由于硫沉积已经减少，因此酸化也随之消失，淡

水生态系统也已恢复（Wright 等 2005; Stoddard 等 

1999）。在亚洲，排放量的增加已经将脆弱的生态系统

置于土壤酸化的危险之中（图 2.9）。但是，欧洲和北美

洲出现的天然湖泊大范围酸化的现象在亚洲并未出现，

可能是由于亚洲地区的土壤和地理性质不同（Hicks 等

2008）。据估算，2005 年，在中国硫沉积超过临界负荷

的土壤范围超过了该国领土总面积的 28%，主要是中

国东部和中南部地区。鉴于中国目前实施的减排计划，

预计超过临界负荷的面积到 2020 年将会减少到 20%

（Zhao 等 2009）。

《哥德堡协议》修改后，欧洲进一步采取了减少硫

排放的行动。亚洲同样也采取行动提高了能源利用效

率，减少了二氧化硫的排放。比如，中国五年规划的一部

分就是实施烟气脱硫和淘汰电力行业中的小型低效发

电装置，以此来实现 2005 年至 2010 年二氧化硫减少

10% 的减排目标（Zhang 2010）。

全球也正在努力减少关键行业的硫排放，包括交通

和海运行业。通过减少柴油燃料中硫的含量来减少直

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PM2.5）对人类健康造

成的影响 - 比如，UNEP 的清洁燃料和车辆合作伙伴计

划（PCFV）要求将车辆燃料中硫的含量降低到 50ppm

或者更低（UNEP 2012）。海运行业的硫排放是欧洲地

区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同时《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

（MARPOL）也致力于逐步减少全球硫和氮氧化物以

及颗粒物的排放（MARPOL 2011 附件六）。

氮化合物

20 世纪期间，与能源利用和食品生产有关的人类

活动使环境中循环的活性氮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ENA 

2011）。这些氮是以氮的氧化物（NOX）（主要指交通和

工业部门）、氨（NH3）和氧化亚氮（N2O）（主要指农业

部门）形式排放到大气中。它们对大气、陆地生态系统、

淡水系统和海洋系统以及人类健康等都有多重影响，即

著名的“氮容器”现象（Galloway 等 2003）。氮的氧化

物是 PM2.5 的前体，PM2.5 对人类健康会产生重大影响。

氧化亚氮和对流层臭氧还是重要的温室气体。硫沉积

引起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和酸化导致生物

多样性丧失（Bobbink 等 1998）。但是，氮的氧化物对

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却有好处，可以刺激森林生长进而提

图 2.8 1850 -2050 年各个地区二氧化硫排放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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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亚洲处于危险中的地区以及酸化损失时间表

专栏 2.3 大气中的氮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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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农业、交通和工业的活性氮化合物沉积可以导致氧化亚氮的排放增加，导致森林等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丧失。©Orchidpoet/iStock

高碳封存量。

截止 2000 年，全球氮的氧化物排放量都一直在增

加，但是预计此后将会保持恒定，不会有太大变动，

而且欧洲和北美洲还有所降低，可以抵消在亚洲和其

他地区排放量的增长（图 2.10）。2005 年，欧洲来自

道路运输的排放量占所有排放总量的 40%。1990 年至

2005 年间，欧洲采取的控制措施已经成功地将氮的氧

化物排放量降低了 32%（Vestreng 等 2009），1990

年至 2008 年间，美国采取措施将排放量降低了 36%

（IJC 2010）。过去二十年间，亚洲国家的排放量一

直在增加，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增加速度还有所加快（图

2.10）。据估算国际航海行业的二氧化氮（NO2）排放

量从 2000 年的 1600 万吨增加到 2007 年的 2000 万

吨（IMO 2009)。

全球氨的排放主要来自农业部门，自上世纪中叶起，

其排放量已经增加了五倍，并且所有地区的排放量还在

继续攀升，只有欧洲可能是个例外，欧洲的氨排放量出

现了微小的降低，并且可能会保持稳定（图 2.10）（EEA 

2009）。但是，在欧洲对这一问题缺乏关注和关心，通

常农业社区对进行重大改变都持抵抗态度。在其他大

多数地区，氨的排放并未受到主要排放法律的约束。但

是《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UNECE1979）

的《哥德堡协议》修改后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目标，有望

使欧洲排放量进一步减少。

虽然有了上述进展，城市地区农业、工业和交通行

业排放的基于氮的空气污染对 PM2.5 浓度有很大的贡

献，是第二大硝酸盐和铵盐基颗粒，这些颗粒使中欧地

区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几个月（ENA 2011）。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并未将氮排放控制放在优先位置，据预计

这些地区氮的氧化物和氨的排放都出现了增长（图2.10）。

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非洲，缺少监测能力是主要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这些地区对这些物质给予更多

的政策关注，尤其是在确保食品生产有充足氮肥条件下，

关注来自农业、能源、工业和交通部门的排放。

目前的技术可以显著减少氮的氧化物的排放，但

是特定行业尤其是交通行业排放量的增长抵消了这些

控制措施的效果。为了减少氨的排放，需要改变管理规

范，如果需要达到较高水平的减排，还需要着重考虑农

业政策和规范，并改变对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模式。大

气中固氮量不断增加会导致与氮容器有关的环境影响

（Galloway 等 2003），包括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生

物多样性公约》（CBD）将固氮视为生物多样性威胁的

图 2.10 1850 年 -2050 年各个地区氮的氧化物和氨排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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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类型 过早死亡 发病率（DALYs）

城市室外 115 万 = 全球死亡的 2.0%
61 万男性和 54 万女性
8% 死于肺癌
5% 死于与心肺有关的疾病
3% 死于呼吸系统感染

870 万 DALY

室内 197 万 = 全球死亡的 3.3%
89 万男性和 108 万女性
21% 死于下呼吸系统感染
35% 死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3% 死于肺癌
90 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

4100 万 DALY

空气污染总计 312 万 - 全球死亡的 5.3% 4970 万 DALY

备注：DALYs - 伤残调整生命年，疾病导致的健康生命年的可能损失之和
资料来源：WHO 2009

传统的烹饪方法使用生物质作为燃料会导致严重的室内颗粒物污染

以及室外炭黑和其他颗粒物浓度明显增加。© Stillpictures/nbsp

相关目标

保护人类健康

指标

PM 水平

全球趋势

WHO 指南的进展喜忧参半，欧洲和北美洲、以
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城市出现了明显减少，但
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城市地区的浓度依然很高；
来自非洲的数据很有限，但是部分城市的 PM 水平
较高。

一个指标（CBD 2010b），尤其是对于敏感的生态系统

而言，因为它们每年每公顷总共会接收超过 10kg 的固

氮（图 2.11）。但是，由于对欧洲和北美洲之外其他地

区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的证据有限，因此其总体影响

很难评估。设计有效政策来平衡固氮的有利影响（比如，

增加农作物产量、碳封存）和负面影响（比如，生物多样

性丧失和增加温室气体）需要真正的综合办法来进行环

境的氮管理。

颗粒物

就全球范围而言，对颗粒物的控制进展也是喜忧

参半。欧洲和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城

市，PM10- 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 - 的排放

量有所减少，但是它依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众多城

市中最主要的污染物。非洲只有很少几个城市对空气污

染物进行监测，而是监测结果显示，这些城市中大部分

PM10 浓度都超过了 WHO 指南（WHO 2012）。高收入

国家的室外 PM10 浓度接近 WHO 指南中的每立方米

20 微克（图 2.12）。非洲最常见的问题是室内颗粒物的

水平。对这些污染物进行管制非常复杂，因为它们是初

级排放和二次污染物混合而成的，二次污染物指的是

排放的原始污染物的形态在大气中发生了改变。城市面

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消除微粒热区。

颗粒物，尤其是微小的 PM 2.5 是损害人类健康

最重要的空气污染物（WHO 2011; Carnelley and Le 

2001）。颗粒物主要来源于能源、交通和工业部门，但

是固体废物和农作物秸秆的露天燃烧也是其重要来源。

全球健康研究表明暴露于颗粒物并没有安全的阈值，

即使是很低的暴露水平也可能导致健康损害（WHO 

2006，1999）。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主要与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疾病有关，但是疾病的范围很广，包括急性病和慢

性病。根据 2004 年暴露于颗粒物的情况，WHO 估计

每年全球因此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比例为 5.3%，即在

空气污染导致 310 万过早死亡的人中，其中 2% 是由室

外城市污染导致，另外 3.3% 是由室内污染导致，这一

数字比其他所有环境风险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还多（表

2.4）（WHO 2009）。但是更近的一项研究估计 370 万

过早死亡的人是由室外的人为 PM2.5 导致，这一估计使

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包括农村地区的暴露，并没有低浓

度阈值， 使用最新的浓度 - 反应关系（Annenberg 等 

2010）。全球大约有 410 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 

- 疾病导致的健康生命年的可能损失之和 - 归咎于固

体燃料和方法使用，其中 180 万即总量的 44% 发生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UNDP and WHO 2009）。家用能

源干预可以减少烹饪和取暖对传统燃料的依赖，明显

具有提高健康水平和促进实现 MDGs 的可能。即使是

在诸如英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虽然降低 PM2.5 浓度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 2008 年，PM2.5 还是导

致了 29000 人过早死亡和 340 000 个生命年的损失

（COMEAP 2010）。

对空气污染的长距离传播的评估显示颗粒物的

洲际传播是导致超过公共健康标准和可见度目标的原

因。颗粒物的长距离传播可能需要对全球 380，000 人

的过早死亡承担责任，其中 75% 应归咎于（矿物）粉尘

PM2.5（HTAP 2010）。自然资源导致的空气污染的影响

是新出现的一个大气问题，应当引起关注，下文大气治

理章节还会对此进行讨论。

发达国家和某些程度上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采

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对车辆进行技术改进，提高交通和

能源效率以及清洁燃料和过滤器。虽然发展中国家在

清洁技术的使用方面正在迎头赶上，但是这种效率提

高的效果又被快速增加的排放源所抵消，比如，能源和

交通行业使用的燃料。对于室内颗粒物污染比较严重的

地方而言，全球合作伙伴可以推进清洁能源和改进烹饪

厨具。虽然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图 2.12），但是许多城市的颗粒物浓度

都超过了 WHO 空气质量指南中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

生态环境而建议的浓度水平（图 2.13）。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的的 PM10 标准不如 WHO 为了逐步减少空气污染

而设定的中期目标严格。WHO 还制定了 PM2.5 的指南，

但是许多国家并未制定有关标准，也未进行监测管理。

比如，2010 年，亚洲 22 个国家中仅有 4 个国家通过监

测对 PM2.5 制定了标准。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微米和亚

微米级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下文新出现的问题章节中

会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

图 2.11 2000 年 -2030 年保护区的固氮趋势

专栏 2.4 颗粒物

表 2.4 颗粒物空气污染导致的全球疾病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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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臭氧对粮食作物的损害比任何其他空气污染物都大。

©Evgeny Kuklev/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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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1993 年 -2009 年特定地区和城市的
PM10 浓度发展趋势

相关目标

保护人类健康、农作物产量、生态系统和气候

指标

前体排放；臭氧浓度

全球趋势

CLRTAP 目标的实现进展喜忧参半；欧洲和北美洲

出现了些许降低，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浓度有所增加；来

自非洲的数据不足。

专栏 2.5 对流层臭氧

据预计，欧洲 PM2.5 的排放量到 2020 年将会减少

20%，进而会使损失的生命年比 2000 年减少 40%；

但是 PM 导致的空气污染依然会导致统计人均寿命缩

短 4.6 个月（Amann 等 . 2011）。如果欧洲的国家排放

量限值得以实施，根据不同的估值方法计算，所获得的

收益可能达到所付出成本的 12-37 倍（AEA 2010），并

且根据不同的测量组合，PM2.5 的排放量将会减少 35-

50%。同时，美国环境保护局报告称由于通过了《美国

清洁空气法案》，2010 年大气中 PM2.5 浓度降低和臭

氧层保护会避免价值 1.2 万亿美元的死亡，2020 年将

会避免价值 1.8 万亿美元的死亡（根据 2006 年美元价

值计算）。颗粒物暴露的减少所获得的收益占所有预计

和已实现收益的 90% 以上（USPEA 2010）。

有关颗粒物与健康的政策决策还需要解决一些不

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包括颗粒物大小的浓度和影响，

通过监测、制定排放名录和模拟、以及使用源解析和评

估健康影响的经济价值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区的初

级和二次 PM 污染的性质。保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

加强能力建设的一致性有可能更快减少发展中国家的

PM，使在欧洲、北美洲以及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城市

实施的成功政策和技术得以推广。

对流层和地面臭氧

低层大气（距离地球表面 0-10 到 20km 的大气）

中的对流层臭氧（O3）应当对地球变暖负责。地面或者

地表臭氧指的是地表臭氧浓度既影响了人类健康也影

响了生态系统。在控制对流层臭氧方面的进展依然是喜

忧参半：欧洲和北美洲的峰值浓度有所降低，但是本底

浓度却有所升高。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区，本底浓度和峰

值浓度都在稳定升高（Royal Society 2008）。

臭氧可以导致三个方面的损害。第一，地面臭氧

损害人类健康，并且其影响仅次于颗粒物，位居第二。

臭氧应当对大约 70 万因呼吸系统问题死亡的人负责

（Anenberg 等 2010），死亡的人口中75%以上位于亚洲。

臭氧还有可能引起慢性健康问题，导致永久性肺部损伤

（Royal Society 2008）。

第二：地面臭氧是导致植被损失的最主要空气污

染 物（Emberson 等 2009; Ashmore 2005），它可以

减少农作物产量和森林生产力，改变净初级生产力。比如，

据估算臭氧引起的四种主要农作物 - 玉米、小麦、大豆

和水稻 - 产量损失是范围从 3% 到 16% 不等，这可以

解释为每年全球经济损失达 140-260 亿美元（HTAP 

2010）。

最后，臭氧是既 CO2 和甲烷之后的第三大温室气

体（IPCC 2007），但是由于其在大气中仅仅停留几天

到几周，因此臭氧被归类为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对流

层臭氧应当对自工业化前开始每平方米辐射强迫增加

0.35 （-0.1，+0.3）瓦承担责任，而全部人为辐射强迫

的总量才为 +1.6 （-1.0， +0.8) 瓦（IPCC 2007）。臭氧

引起的这些变化应当对自工业化前开始的全球温度上

升承担 5-16% 的责任（Forster 等 2007）。臭氧导致的

生物质的减少还影响了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的碳含量。

据估算，这一影响导致大气中的 CO2 浓度升高，升高幅

度导致的额外辐射强迫超过全球变暖导致的辐射强迫。

臭氧并不是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是其前体污染

物 - 氮的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甲烷和一氧

化碳）- 在阳光照射下发生反应形成的。因此，在距离

其前体污染物排放源下风向特定距离几十公里至几千

公里的地方，臭氧的浓度会高，这导致臭氧对地方、整

个地区或者整个半球的污染。

图 2.12 有关 PM10 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和WHO 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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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目标

保护平流层臭氧层

指标

臭氧层消耗物质的使用；大气负荷；每年南极
臭氧层空洞的范围

全球趋势

取得重大进展

地面臭氧是导致城市大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T. Kimura

光化学反应生成的臭氧占对流层中臭氧总量的

大约 90%，另外 10% 是直接从平流层传过来的。大约

30% 的对流层臭氧是由人为排放导致的，自工业化前

以来全球臭氧负荷变化的 40% 是由甲烷数量的增加而

导致的，其余的应归咎于氮的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除甲

烷之外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增加（HTAP 2010）。北

半球受污染地区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地

面或者地表臭氧中有 20-25% 起源于平流层，还有大约

同等比例的臭氧来自自然前导源，包括闪电，土壤、植

被和火的排放以及甲烷的自然氧化。人为原因对这些地

区的甲烷的贡献率超过了 50%。

臭氧浓度的升高主要在工业和市中心排放水平较

高的地区，还与较高太阳辐射的季节期有关。这导致全

球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臭氧浓度存在差异。北美洲、欧

洲和亚洲被视为人为臭氧负荷较高的地区（图 2.15）。

目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区域制定

的对流层臭氧目标在很多地区都已超过。但是欧洲的协

调行动使氮的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比

1990 年低了 30-35%，这导致短期臭氧浓度峰值有所

降低，日峰值约为每立方米空气 60 微克。与此相反，很

多地区的平均臭氧浓度则出现升高，其原因多种多样。

比如，氮的氧化物包括氧化亚氮的本地排放量有所减少，

消除了臭氧破坏的一个关键机制，可以导致城市地区浓

度增加（Royal Society 2008）。还有证据显示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每立方米空气中的臭氧基底浓度每隔

十年就增加 10 微克（Royal Society 2008），这是由于

平流层臭氧入侵、半球运输和应对气候变化而发生的臭

氧合成。这会导致平均臭氧浓度和臭氧浓度峰值都增加。

为了进行 HTAP（2010）研究而进行的全球光化学

模型研究为目前臭氧浓度最高的地区预测了表面臭氧

浓度的变化趋势。这些数据显示北美洲和欧洲表面臭

氧浓度近期有所降低，这有可能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美

国清洁空气法案》和《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

（UNECE1979）以及 EU 目标有效地控制了氮的氧化物

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结果。与此相反，亚洲的趋势则

是继续升高，这是整个地区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图 2.15）。

但是这种区域性趋势可能会掩盖巨大的地区差异。

针对各种不同的排放情景使用大量不同的全球光

化学模型对对流层臭氧浓度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了探

索，也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图 2.16）。HTAP（2010）评

估使用的是六个全球模型之平均值来评估 RCP 排放情

景在 2000 年到 2050 年的排放变化含义。臭氧浓度的

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和地区的排放路径。

对控制臭氧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需要扩展全球

监测网络，不仅包括城市，还要覆盖农村。人们对臭氧

认识的逐步深入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臭氧对人类健康和

生态系统的影响，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臭氧的形成以及臭

氧在与其他压力源（比如全球变暖和过量固氮）相结合

过程中的作用。臭氧是一种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减少

臭氧可以为人类健康、耕种农业和生态环境带来效益，

现在人们对它的关注不断增加，使其成为备受政策干预

关注的一种污染物。

实现国际商定目标的进展

在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方面有

两个实例：平流层臭氧层的保护和消除汽油中的铅。

平流层臭氧层

全球范围解决平流层臭氧耗竭的努力包括 1985

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 1987 年《关于臭氧消

耗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最新的科学评估肯定了根

据《蒙特利尔议定书》采取的行动在消除臭氧消耗物

质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图 2.17）（WMO 2011; UNEP 

2010）。

平流层臭氧可以吸收太阳光的紫外线 -B（U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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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1960 年 -2000 年各地区地面臭氧浓度变化

图 2.16 2000 年 -2050 年北半球受污染区域地面臭氧浓度的变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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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因此可以保护人类和其他生物体。对于人类而言，

长期暴露在 UV-B 辐射中会增加患皮肤癌、白内障和免

疫系统抑制疾病的危险。过量的暴露在 UV-B 辐射中还

会损害陆生植物体、单细胞有机体和水生生态系统。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有研究发现平流层臭氧层变薄与大

气中含氯氟烃（CFCs）数量的逐步增加有关 - 氯氟烃主

要在冰箱、空调、发泡和工业清洁流程中被使用。

最严重、最令人吃惊的臭氧层损耗就是著名的臭

氧层空洞，每年春季在南极上空会重复出现臭氧层空

图 2.17 1986 年 -2009 年消耗臭氧物质的使
用情况

图 2.18 1994 年 -2009 年平流层中消耗臭氧
物质的减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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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1980 年 -2010 年南极臭氧空洞的范围

图 2.20 1975 年、2020 年和 2065 年世界避免的和模拟的 UV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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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目标

防止对铅的暴露

指标

使用含铅汽油的国家数量

全球趋势

除六个国家外，全球已经淘汰了含铅汽油

一个旧加油泵侧面上的标签提示其含铅。© Tim Messick

洞。其他地区也观测到了臭氧层变薄的情况，比如北极

（Manney 等 2011）以及南北半球中纬度地区。

虽然臭氧层消耗物质的使用已经大量减少（图2.17），

但是平流层中臭氧层消耗物质的浓度依然很高，因为它

们在大气中的生存寿命很长。图 2.18 显示在中纬度地

区臭氧层与 1994 年的峰值相比已经恢复了 31%，而南

极地区也恢复了 17%。

南极的臭氧层空洞是臭氧层消耗物质的影响最明

显的证明：南极的臭氧层总量耗损每年春天都会发生，

范围大小受气象条件的影响。图 2.19 显示过去三十年

每年从 7 月 19 日到 12 月 1 日的南极臭氧层耗损的发

展情况。有文件记录的最大臭氧层空洞发生于 2006 年

（WMO 2011）。

臭氧消耗情景模型模拟的假设表明： 如果没有《蒙

特利尔议定书》-“世界避免”的情景，到 2065 年北半

球中纬度地区的 UV 辐射与 1980 年的水平相比将会

增加 300%，而整个中纬度地区的 UV 辐射与 1980 年

的水平相比将会增加 550%（图 2.20）（Newman and 

McKenzie 2011）。这种 UV 辐射的急剧增加会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产生严重的后果。据估算，仅对美国一个国

家自 1985 年至 2100 年出生的人口，到 2165 年，《蒙

特利尔议定书》就可以避免 200 万名白内障患者以及

630 万因皮 肤 癌 而导 致 的死亡 案例（USEPA 2010， 

1999）。

2007 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最新修正案加快了

淘汰氢氯氟烃（HCFCs）的速度，这减少了 180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排放，使全球变暖潜能（GWP）值有所下降。

目前，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的努力会引起不同地区不

同时期的臭氧层恢复（WMO 2011）。对于整个世界而言，

预计 2025 年至 2040 年之间年平均臭氧总含量有望恢

复到 1980 年的水平，但是南极年平均臭氧总量要恢复

到 1980 年的水平则需要等到本世纪中叶，南极臭氧空

洞则可能一直会持续到 21 世纪末（WMO 2011）。北

半球中纬度地区年平均臭氧总含量恢复到 1980 年的水

平的时间约在 2015 年至 2030 年间，而对于南半球中

纬度地区，这一情况可能发生在 2030 年至 2040 年间。

虽然《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特定条款实施很顺利，

但是其中有关消除旧设备中臭氧消耗物质和销毁收集

或者库存的家用电器方面依然存在问题。

消除汽油中的铅

虽然有证据显示含铅汽油在至少六个国家依然在

销售，但是《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减少对铅的暴露

的目标已经大致完成，大多数国家自 2002 年开始已经

了淘汰汽油中的铅（图 2.21）。

任何暴露水平都可以引起铅中毒，对人类健康产生

不利的而且通常是无法逆转的健康影响，尤其是儿童。

铅中毒导致 900 万 DALYs，或者说全球疾病负荷的 0.6%

（WHO 2009）。对高水平的铅的急性暴露会影响大脑

和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昏迷、抽搐甚至死亡。铅对免疫系统、

生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都具有负面影响，即使是相对较

低水平的铅（WHO 2010）。在何种水平的暴露下不会

检测到负面影响的这个阈值不存在（Lanphear 等 2005; 

Schneider 等 2003; Lovei 1998; Schwartz 1994）。

对铅的暴露和铅中毒可能是由多种来源和多种产

品引起的，包括涂料、颜料、电子废弃物、化妆品和玩具、

传统医药、受污染的食品和饮用水系统等，但是汽油中

的铅是全球环境铅污染的最大污染源（WHO 2010）。

美国环保局得出结论称铅排放会对神经系统产生

严重的伤害，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为

此 1973 年美国制定了一项健康法规，要求消除汽油中

的铅（Bridbord 和 Hanson 2009）。日本也得出了类似

的结论，这使日本成为第一个销售无铅汽油的国家，到

1981年，其销售的汽油中含铅汽油比例不到3%（Wilson 

和 Horrocks 2008）。

在 1976 年 -1980 年到 1999-2002 年这两个阶段，

美国一至五岁儿童每分升血液中含铅量超过 10 微克的

比例下降了 98%（CDC 2005）。其他全球性研究表明

汽油中铅的用量减少与人类血液中铅的含量减少有密

切关系（图 2.22 和图 2.23）（Thomas 等 1999）。

防止铅中毒的干预措施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经济

图 2.21 2002 年和 2011 年含铅汽油的淘汰

专栏 2.7 汽油中的铅

200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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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窑 炉中 砖 的 生 产成 为 南 亚 当 地 一 个重 要 的 炭 黑 来 源。

©Alexander Kataytsev/iStock

喜马拉雅山脉上覆盖的冰雪受到了气溶胶包括炭黑的影响。©Arsgera

效益。一项分析发现美国儿童与铅中毒有关的直接医疗

成本和间接社会成本每年约为 430 亿美元，即使是在

铅暴露水平较低的时期（Landrigan 等 2002）。另一项

有关人终生生产力的经济评估预计儿童智商的提高会

导致其终生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消除汽油中的铅会为美

国每个出生群带来 1100 亿美元到 3190 亿美元的效益。

根据 Gould（2009）的研究，为了减少铅的危害每

花费一美元会带来 17-220 美元的效益，这比注射疫苗

的成本收益率还高，此前注射疫苗一直被视为是唯一一

项成本收益率高的医疗或者公众健康干预措施。另外

一个使用出版文献中应用的 GDP 推断法表明淘汰汽油

中的铅每年可能带来的收益为 1-6 万亿美元，最好的预

测为每年 2.45 万亿美元，相当于大约全球 GDP 的 4%

（Tsai 和 Hatfield 2011）。

最近有关铅对健康影响的证据使美国环保局进一

步提高了其针对铅的三个月滚动平均空气质量标准，从

1978 年的每立方米空气允许含有 1.5 微克铅提高到了

2008 年的每立方米空气允许含有 0.15 微克铅（USEPA 

2008）。WHO 每年针对铅的环境空气质量指南依然是

每立方米空气允许含有 0.5 微克。消除汽油中的铅以及

减少相应的健康危险是全球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功，完全

消除整个世界上汽油中的铅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新出现的问题

大气环境研究中最重要的新问题是短寿命气候驱

动物质的作用，尤其是甲烷、对流层臭氧和炭黑（UNEP/

WMO 2011）。氢氟烃（HFCs）的一个子类也是重要的

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UNEP 2011）。

大气中的炭黑颗粒不仅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还会影响气候。炭黑颗粒会染黑冰雪表面，降低其反光

率，进而增加对太阳光的吸收，这样就会加剧全球的冰

雪融化，包括北极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和其他被冰雪覆

盖的地区。这会影响到水循环，可能增加洪水暴发的风险。

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而且还是生成臭氧的重要

前体。甲烷、炭黑和对流层臭氧与长期温室气体有极大

的不同，因为他们停留在大气中的时间相对较短。减少

炭黑和甲烷的排放还可以减缓本世纪前五十年气候变

化的速度（Shindell 等 2012; UNEP/WMO 2011）。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新问题是自然微粒对健康的影

响。每年，野火产生大量的土壤灰尘和颗粒物会席卷主

图 2.22 1976-2004 年淘汰汽油中的铅之后
瑞典汽油中的铅和血铅水平

图 2.23 1976-2008 年淘汰汽油中的铅之后
美国的血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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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受污染区。这包括干旱地区的土壤颗粒在中国的海

滨城市沉积、撒哈拉沙漠的尘土到达非洲和地中海地

区的城市以及干旱的内陆地区的尘土在美国和澳大利

亚的城市沉降。另外，野火产生的烟雾还导致非洲、西

伯利亚、地中海、美国、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颗粒物浓

度增加。这些颗粒物对人类健康有重大的影响，最近进

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年大约有超过 30 万人由于自然微

粒而死亡（Liu 等 2009a， 2009b）。但是，其来源原本

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得到控制（第 3 章）。多个国家采取

了在退化的土地上种植植物来恢复土地植被，2003 年

ASEAN《东盟越境烟霾污染协议》是旨在解决森林燃

烧产生的颗粒物的国际传播的国际协议之一。

随着人们对颗粒物大小、颗粒物数量与对健康的影
响之间关系的了解逐步加深，对细微颗粒（直径小于 2.5
微米）和超微颗粒（直径小于 2.5 微米）对呼吸系统和
心血管健康带来的影响也愈加关注（Schmid 等 2009; 
Valavanidis 等 2008）。随着证据的数量快速增加，未
来几年中，有望制定通过控制对超微颗粒的暴露来保护
人类健康的空气质量标准和指南，此类标准和指南将
成为空气质量政策、监测和管理的重点。

目前已提出了大量解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的
新方法，包括碳捕获、碳储存和地球工程（IPCC 2005; 
Rasch 等 200）

大气治理和管理的综合方法

本节采用以对不同问题关注水平、解决问题的相
对成本、管理大气问题的复杂度为基础的简单分析框
架，对大气问题的治理进行了评价。本节指出不存在一
项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大气问题的通用解决方案（（Levy
等 1993）。如果将为平流层臭氧耗竭而制定的目标和
时间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延缓对该问题的协商
（Sunstein 2007）。如果将在某些发达国家适用的减
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排放交易计划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去，
则需要其他措施进行补充（Chang 和 Wang 2010）。
许多排放源既排放温室气体也排放空气污染物；有些空
气污染物还对气候有额外影响；减少使用臭氧消耗物质
还可以减少他们对气候的影响。对明确认可大气问题综
合特性的决策框架和有利环境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通过成本 - 效益好的替代方法可以更容易消除汽

油中的铅，并已证明这样容易与政治家和其他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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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沟通。由于国际行动的及时支持 , 比如 UNEP 的清洁

燃料与车辆伙伴组织，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已经引入了

无铅汽油（Hilton 2006）。

虽然对于淘汰汽油中的铅暂时还没有一个具有约

束力的国际协议，但是与淘汰臭氧消耗物质一样，它是

可以通过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和较高关注水平进行

管理的问题。对于消除损害臭氧层的物质，各国政府签

署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并开始了国际协商进

程，最后达成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

书》成为其他国际协议的模型，它号召发达国家为消除

消耗臭氧物质制定目标和时间表，建立多边基金为开

始生产 CFCs 的发展中国家的替代技术提供资金支持

（Benedick 1998）。达成这些议定书的过程提高了关

注度、降低了成本并阐明了复杂程度。

有关控制其他污染物的进程则并不平坦。比如，就

二氧化硫来说，现有技术、可承担的减排成本和不断增

长的认识使这个问题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中日益能够管

理。尽管目标设定和烟气脱硫装置已经很普遍，但是燃

煤发电厂数量的增加抵消了减排措施的效果。因此，东

亚的酸沉降水平依然很高。

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使其控制成为最需要优先处

理的问题。但是由于这需要工业、交通、能源、商业、国

内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综合政策，这样其控制措施的成

本非常高，而且非常复杂，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有多种措施比如车辆技术改进、提高发动机效率、清洁

燃料和颗粒物过滤器都已在不同城市成功应用。20 世

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发达国家城市地区颗粒物的水

平开始急剧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技术在减排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对机动车、能源

和工业产品需求增加导致总排放量增加，因此减排并

未能持续。这个问题的复杂度和高成本都阻碍了其进程。

减少对室内颗粒物暴露的国家政策，包括农村发展和能

源，应当纳入整体的发展政策中。

治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复杂程度很高、关注

程度不同、采取行动和获得收益之间的时间差距较大，

通常会超过政策的时间范围。气候变化的治理方法在很

多方面都采用了与治理臭氧层类似的方法，但是由于问

题性质的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关注程度不断提

高最终达成了全球协议 UNFCCC，认可了《京都议定书》

的磋商。这旨在启动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进程，但

是即使得到完全实施，其设计也不足以保证 UNFCCC

商定的温度升幅不超过 2℃的限制。

在全球框架内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这一

方法也尚未取得有助于实现气候目标和国际商定目标

的减排成果。中期来看，推出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或者

NAMAs）似乎是一个有前景的方法，鼓励国家根据自

己的背景采取行动。

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可能最需要转型变革，解决排

放的主要驱动力（第 15 章），比如发电方式、能源和资

源利用效率以及陆地生态系统管理（第 3 章和第 10 章）。

消费水平和生产过程可能需要引进诸如循环经济的方

式，其物质流或是由将之设计为重新进入生物圈的生物

营养组成，或是由将之设计为无需进入生物圈而循环的

物质组成（Braungart 等 2007）。这种变化需要时间，

因此短期来看，现有的成本效益高的选择方法需要尽快

推广，才能获得早期减排成果，使世界走上实现既定的

气候目标之路。

减缓近期气候变化 - 未来二十至四十年可能会经

历变暖 - 对防止脆弱的生态系统，比如北极地区，和脆

弱性群体，比如易受干旱和洪水侵袭的地区，受到伤害

非常重要。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应对 CO2 问题可能不足

以缓解气候变暖，一定程度上由于 CO2 是长寿命的。

幸运的是，短期气候变暖可以通过补充性政策行动减

有限的针对炭黑、对流层臭氧和甲烷的有可能使到

2050 年预测的全球温度升幅降低 0.5℃—大约为参考情

景温度升幅的一半（图 2.24）—可以极大地降低未来几

十年内全球变暖的速度（Shindell 等 2012; UNEP/WMO 

2011）。这种速度降低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甲烷排放量的

减少，另一半归功于应对不完全燃烧和炭黑排放的措施。

此项研究预计北极气温升幅大约比 2050 年的参考情景低

约 0.7℃，比全球气温升幅减少的幅度要大（UNEP/WMO 

2011）。这对于地区气候还有其他效益，对亚洲季风进行

的几项详尽研究显示由于吸收颗粒物大气强迫极大地改变

了降水模式（UNEP/WMO 2011）。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其

他部分大气强迫降低的幅度最大，减排对亚洲季风和缓解

降水模式的危害具有重大影响。

完全实施既定措施还会实质性地改善空气质量，显著

第减少因室内外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提高农作物产

量。这些措施的实施会带来 PM2.5 和对流层臭氧浓度降低，

到 2030 年可以避免 240 万人过早死亡（范围为 70 万 -460

万死亡人数），每年可以避免全球 5200 吨玉米、水稻、黄

豆和麦子产量的损失（范围为 3000 万-1.4 亿吨）或者 1-4%

（UNEP/WMO 2011）。

专栏 2.8 限制近期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的补充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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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现在 开始实 施 UNEP《炭 黑 和 对 流 层 臭 氧

的集成评估》中规定的炭黑和甲烷减排措施再加上

CO2 减排措施，到 2030 年，可以增加将地球温度控

制在高出工业化前水平 2℃以下的几率。甲烷和炭黑

减排措施的大部分收益到 2040 年前可以实现。图上

右手边的直线代表预测中的不确定性。观测到的各年

（到 2010 年）平均温度与 1890 年 -1910 年平均温

度的温度差加上预测的温度差。

图 2.24 减少 CO2、甲烷和炭黑排放措施的预期效果与参考情景的对照

资料来源：UNEP/WMO 2011

少短期气候气候因素（包括炭黑、甲烷和对流层臭氧）

的浓度来应对（专栏 2.8）（Shindell 等 2012; UNEP/

WMO 2011）。应对这些短期物质是大气综合治理方

法的一个例子，为制定成本收益高的政策实现多重目标

提供了一个机会。公众对大气棕色云的意识不断提高强

调了综合不同大气问题的重要性（专栏 2.9）。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南极臭氧层空洞已经影响了南半球地面气

候（Polvani 等 2011），气候变化和臭氧消耗物质（许

多臭氧消耗物质同时也是温室气体）之间存在联系。的

确，避免排放 CFCs 已经对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

献（Velders 等 2007）。

不同大气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加快实现国际商定目标的进展、实现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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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重大进展
B：一定进展

C：进展很小或者没有进展
D：恶化

X：评价进展尚早
？：数据不足

关键问题和目标 现状和趋势 展望 差距

1.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气候变化
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
制高出比工业化前水平
2℃以下

C CO2 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浓度不断增加；
SLCF 浓度依然很高，某些还在增加
过去十年中全球和各地观测到的气温升高

效率提高和实现《京都议定书》
目标取得一定进展
若无进一步承诺恶化行动，有
可能违反 2℃的气温升幅限制

承诺行动的监测和报告有待改善；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气候变化和其他大气问题的
政策综合

2. 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臭氧层，公正地控制全球臭氧消耗物质（ODS）的生产和利用，并最终消除 ODS

平流层臭氧耗竭
臭氧消耗物质的零利用

A 减少《蒙特利尔议定书》中涵盖物质的生产和
使用完成了 98%（2009 年）
大气浓度降低
南极臭氧空洞稳定

大气中臭氧消耗物质的浓度继
续降低；到本世纪中叶，臭氧
层有望恢复

臭氧消耗物质的回收与销毁；设
备、化学品储存、泡沫和其他产
品中的 ODS 还未排放到大气中

3. 减少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健康影响，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儿童

颗粒物（城市 / 室外）
WHO 指南和国家目标

B 欧洲和北美洲大部分城市的室外颗粒物浓度都
处于 WHO 和 EU 指南范围内或者接近这个范
围；非洲和亚洲的颗粒物浓度依然很高

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进展缓
慢，任何效果可能被增加活动
消耗和活动水平所抵消

监测，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颗粒
物标准；某些发展中国家有关这
些问题的政治意愿和认识

颗粒物（室内）
使用生物质进行烹饪

C 在世界的贫困农村，比如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
几乎没有清洁锅灶和燃料，室内颗粒物水平很
高；重大健康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和儿童。

持续贫困和其他障碍会阻止向
现代燃料转型，阻止使用改进
的烹饪设施

发展中国家的监测和相关技术；
允许购买高效锅灶的机制、加强
制度建设，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

对流层臭氧
WHO 有关健康的指南

B 除臭氧热点地区外，欧洲和北美洲的对流层臭
氧峰浓度值有所降低 

欧洲和北美洲进一步减排会导
致臭氧减少，但是前体和其他
地区臭氧可能会增加

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臭氧及其
前体监测；对该问题的认识

4. 提高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为了减少空气污染而进行的合作，包括越界空气污染和酸沉积

对流层臭氧
CLRTAP 目标

B 由于前体（氮的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甲烷和一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因此除臭氧热
点地区外，欧洲和北美洲的对流层臭氧峰值浓
度有所降低

某些地区取得的成就会被臭氧
本底浓度的增加所抵消

减少臭氧前体排放的技术；监测
农村环境；针对不同部门的不同
前体排放实施相应政策；地区间
和地区内部合作

二氧化硫
WHO 指南
CLRTAP 排放目标

B 欧洲和北美洲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浓度均显著
降低

由于全球的脱硫措施，整体二
氧化硫排放量会减少，但是在
亚洲某些快递发展的国家，排
放量可能会增加

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尤
其是在亚洲

氮
WHO 指南
CLRTAP 排放目标

B 北美洲和欧洲二氧化氮浓度有所降低恰好抵消
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小幅上升，这使全球
二氧化硫浓度保持稳定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氮排放
的优先度不高，氮的氧化物和
氨的排放量都有可能增加，尤
其是农业和机动化导致的排放

对该问题的认识和政策重点；改
进减少氮排放的技术；理解所有
地区的长距离传输及其影响

5. 防止儿童对铅的暴露

铅
消除汽油中的铅

A 除六个国家外，全球汽油中的铅已被淘汰；儿
童的血铅水平下降

全球必须处理其他来源的铅，
比如涂料中的铅

有关发展中国家涂料中的铅的政
策和研究

大气棕色云是观测到的范围广袤的棕色阴霾层，尤其

是在南亚（图 2.25），它是地区范围空气污染物烟柱，污

染物主要是由气溶胶颗粒物组成，包括炭黑和生成气溶胶

和臭氧的前体气体。这些云对地区气候、水循环和冰川融

化具有很大的影响。长距离和地区传播现象会将这些污染

物向喜马拉雅山脉方向传输，那里的平原 - 山区风系有利

于气团向高海拔地区传输（Bonasoni 等 2010）。大气棕

色云分布很广这一特性以及有关其多样化而有害影响的发

现导致在综合框架内制定科学、能力和减排措施的必要性

日益增加。

资料来源：NASA-MODIS

表 2.5 目标进展（参考表 2.2）专栏 2.9 大气棕色云

图 2.25 南亚部分地区的大气棕色云

和避免政策冲突的机会。为了获得快速进展，需要向政

策决策者适当提供科学知识，使他们更有效地应对问

题的复杂性。分析各项选择的方法、权衡成本与效益的

方法以及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的方法需要进行不

小的改进。这需要科学与政策社区之间更密切的互动，

增加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提高其能力和技术转让。

结论、差距和展望

对全球、地区和国家范围的大气问题带来的影响

的关注导致大量的排放控制措施出台，以实现国际商定

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有些问题也已得到有效地应对。还

有一些问题仅取得了部分成功，部分地区得到改善，但

是在其他地区问题依然存在。

有关平流层臭氧耗竭和汽油中的铅等保护全球大
气不受空气污染的目标正在实现。

但是，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由于政策实施不
充分，多数空气质量指南都未能实现。同时，主要生态
系统的污染负荷正在超过阈值。短期来看，大气问题比
如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可以通过扩大现有政策和技术
（具有充分的承诺和资源）的实施范围得到有效应对。

以现有国际治理模型为基础的发展轨迹不可能实
现国际商定的大气目标，尤其是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污

染物对健康的影响等目标。国际协调方面应对鼓励和协
助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仔细挑选方法，以增加近期内实现
目标的机会。

气候变化是全球公众实现发展目标最严重的挑战
之一。基于当前的减排承诺，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
可能无法避免。中期来看，鼓励国家作出进一步承诺、
考虑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并广泛应用现有技术和政策
方法，可能会带来一定成效。

减少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排放的措施可能有助于

在近期减少气温升幅，但是，最终实现长期的气候目标
需要转变能源提供方式、提高电力和其他资源利用效
率，加上转变消费和生产模式以及创新投资。这种转型
变革还会影响其他大气问题。但是，现在必须立即采取
行动开始实施已经转型的可用措施。这种行动会带来
巨大收益，尤其是如果能够以综合方式考虑大气问题和
需要的政策。

表 2.5 概括了关键大气问题及其相关目标和具体
目标的进展，并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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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选定的与土地有关的国际商定目标和主题

国际商定目标的主要主题

《约翰内斯堡行动
计划》（WSSD2002）

第 40b 段

千年发展目
标 1 (UN 
2000) 

千年发展目
标 7 （UN 
2000））

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行动计划 

（FAO1996）第
33g 段

拉姆萨尔湿地
公约（1971）

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 
1994）第二条

提高粮食安全 X X

减少挨饿人口比例 X

提高粮食供应 X X

提高粮食产量 X

扭转环境资源丧失 X X X X

减少森林砍伐率、提高森林覆盖率 X

防止热带雨林破坏 X

防止湿地丧失 X

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的影响 X

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综合管理 X X X X X

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国家政策和规划 X X X

认识、维护和发展生态服务的多重收益
（及其经济价值） X X

近年来，虽然存在提高土地管理水平的国际目标，但是

土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依然有所增加。《全球环境展望四》

（UNEP2007）强调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发展和全球市场带

来的需求使土地利用发生了空前变化。这些驱动力会继续导

致资源耗竭和生态系统退化。

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由于土地

利用决策通常未能认识到非经济性生态系统功能及其对生产

力的生物物理限制，因此许多陆地生态系统正在经历严重的

退化。比如，仅毁林和森林退化就很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更高的损失。目前的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断增

长的预期之上，而这在受生物物理限制的生态系统中是很难

做到的。但是，有些基于市场的方法为生态服务赋予价值，

可以为减少环境损害提供激励。

对粮食、饲料、燃料、纤维和原材料的矛盾性需求增加

了土地承受的压力。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改变导致对粮食和

牲畜饲料的需求快速增加。由于人口增加、消费提高和生物

燃料友好型政策，对生物燃料和原材料的需求同样急剧增加。

这些同时发生的增加导致土地用途转变、土地退化和对保护

区的压力。气候变化对生产性土地面积施加了额外的压力。

这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加剧了与生产有关的目标和与保护有

关的目标之间的紧张局面。

全球化和城市化加剧了对土地的需求矛盾。这些进程增

加了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距离，扩大和加深了对土地

系统的压力。这种距离的增加会掩盖导致资源耗竭和生态系

统退化的驱动力，而运输和基础设施会提高环境成本，导致

可持续土地管理实践的磋商变得更加复杂。大范围的国际土

地交易是这一趋势的结果，也是推动这一趋势的推动力。解

决有关的社会和环境压力需要国际协调加以应对。

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建设对于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至关

重要。许多旨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干预措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因它们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没有认识到地方社区的价值或者

没有邀请地方社区参与。为了提高土地管理，需要在空间和

时间尺度上提高能力建设。目前的治理方法包括基于市场的

战略，比如 UN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REDD）

项目，集中的制度战略，如认证，和分权战略，比如基于社

区的资源管理。这些对提高土地治理水平来讲既是机会也是

挑战。

创造可持续土地体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些

复杂问题，理解不同的社会和生态驱动力如何影响地方、地区、

国家和全球范围的土地体系非常重要。国际组织、科学社区

以及国家和地方机构采取的协调各自行动的努力可以创造实

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许多政策选择。

主要内容 引言

气候模式变化、经济全球化、人口增长、土地资源

利用增加和快速城市化对陆地生态系统施加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也都处于压力中。生物

物理对人类可用物质的限制是现实存在的，有明确的迹

象表明这一限制已经接近或者被超越（Rockström 等 

2009）。尽管如此，有些地区从森林覆盖区或者土地开

垦中获得收益（Lambin 和 Meyfroidt 2010; Nepstad

等 2009; Bai 等 2008）的事实表明退化并非不可避免，

并且恢复也是可能的 - 即使原始生态系统功能发生了

改变，或者生态系统的压力可能发生转变。

对粮食、饲料、纤维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为当

地和其他地方的土地用途转变带来了压力（Lambin 和 

Meyfroidt 2011）。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商品的生产地和

消费地远隔千里，这使得上述需求产生的结果变得更加

复杂（Barles 2010; Kissinger and Rees 2010）。中心

问题在于如何以认可人类福祉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共同

需要的方式来满足 - 或管理这些需求。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认真审议在管理陆地生态系统、设定政策和政策

工具的优先顺序以及考虑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意义

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和生物物理进程。

第四期《全球环境展望》（GEO-4）（UNEP 2007）

指出对水、废弃物处置和粮食的需求增加导致土地利

用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土地退化。它明确指出土地用途

转变的关键问题包括森林覆盖及其构成、农田扩张、农

业集约化、荒漠化以及城市发展。GEO-4 得出结论称

继续的土地管理不作为加上气候变化加剧会降低社会

的恢复力，很难或者根本无法从未来的压力中恢复过来。

本章提供了有关全球土地系统（包括湿地）的现状和趋

势的最新信息，探索了影响土地用途转变的主要问题和

新出现问题、调查了实现国际协定目标过程中的最新变

化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些广泛的应对建议。

国际目标

为了指导本章内容而选定的国际目标包括与粮食

安全、减少贫困和环境可持续性有关的重要目标 （表3.1）。

本章明确了可能促使或者阻碍这些目标实现的生物物

理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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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西部地区一家乙醇工厂前的玉米地，那里最常见的乙醇生产原料依然是玉米。© iStock/SimplyCreativePhotography

图 3.1 2009 年各个地区农田和牧场面积以及1960 年至 2010 年的全球变化趋势

相关目标

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

指标

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

全球趋势

比例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量却上升

最弱势群体

由长期贫穷、气候变化或者食品价格波动导致食品
无法保障的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非洲、亚太地区

专栏 3.1 消除饥饿
风险是很高的：第 16 章说明，如果不能实现这些

目标，将会对人类福祉和环境完整性造成严重影响。

现状和趋势

本节使用选定的指标衡量农业用地、森林、旱地、

湿地、两极地区和人类居住区的现状，以及这些土地覆

盖和利用方式的变化。

农业

由于人口增长、城市化和饮食结构变化（包括更多

动物性产品），对粮食和牲畜饲料的需求快速增加。这

些变化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分配给畜牧业的农业用地

扩张，方法是通过直接和间接占用生产动物饲料的农田

（Rudel 等 2009; Naylor 等 2005）。当水资源稀缺和

土地退化威胁粮食安全时，近年来对生物燃料、饲料和

纤维的兴趣增加更是对农业用地的利用方式提出了相

互矛盾的需求。

农业用地和农业生产趋势

2009 年，全球共有大约 33 亿公顷牧场和 15 亿公

顷农田，各个地区的土地范围和比例差距巨大（图 3.1）

（FAO 2012）。2009 年除欧洲外，其他所有地区的牧

场所占土地面积的比例比农田都大。过去十年中，虽然

农田总面积有小幅增加，但是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发生了

显著变化（图 3.2）（FAO 2012）。玉米是除西亚之外所

有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2001 年至 2010 年非洲和亚

太地区玉米的收获面积增加了 25% 以上。总体来讲，

2010 年玉米的收获面积大约为 1.6 亿公顷。水稻种植

面积最大的地区也是亚太地区，但是 2001 年至 2010

年欧洲和非洲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幅最大，分别是 30%

和 20%。最主要的大豆种植地区是拉丁美洲、加勒比
海和北美洲，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三个最大的大豆生

产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各国则是最主要的小麦生产国。

这些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也带来了总体产量的

增长（FAO 2012）。全球来看，小麦、玉米和水稻的当

前产量分别达到其产量潜能的 64%、50% 和 64%，

但 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地区间的产量差异却很大

（Neumann 等 2010）。实际产量和产量潜能差距比

较 大的情况 发 生在农 业 投 入较 低的地区（Licker 等 

2010）。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农作物种

植面积自 2001 年开始一直增加，但是与北美洲和欧洲

相比，其产量依然相对偏低；如果能够评估和克服各个

地区的具体限制（Neumann 等 2010），则在减少农田

面积扩张的同时依然可能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生产力受生物物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的限制。

将传统农业扩展到未开垦的土地需要对地表进行机械

化改变，补充肥料、除草剂、杀虫剂和灌溉用水。但是过

量使用机械和化学物质会破坏土壤结构、增加土壤侵

蚀、导致土壤化学污染、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改变温

室气体流量、破坏动植物栖息地，以及导致基因对化学

物质产生耐药性（Blanco-Canqui 和 Lal 2010; Foley

等 2005; Buol 1995）。随着集约化、机械化、高投入农

业实践的广泛应用，土壤侵蚀的速度已大大加快。传统

农业系统的土壤侵蚀速度比保护性农业系统要高三倍

以上，比拥有自然植被的系统高 75 倍（Montgomery 

2007）。全球来看，土壤侵蚀导致人均农业用地面积减

少（Boardman 2006），因为退化的土地被废弃（Bakker

等 2005; Lal 1996）。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产量

增长是以生态成本为代价的。

在持续耕种、低投入的农业系统中，土壤肥力和产

量快速下降，加上国际社会价格变化，都影响了农业社

区的人类福祉（（Koning 和 Smaling 2005）。可持续

性强化技术为提高某些情况的土壤肥力和产量提供了

可能，同时还可以避免高投入农业经历的一些问题。尽

管还不能确定气候变化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何种影

响，但是大量证据表明直接感受到气候变化对农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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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 森林

图 3.3 各个地区 2007年平均食品供应以及1998 年至 2007年的变化

相关目标

减少毁林，提高森林覆盖率

指标

森林净变化

全球趋势

温带地区森林有所恢复；部分热带国家毁林速度降低；

热带地区整体毁林率依然很高

最弱势群体

热带地区依靠森林生存的人

最受关注地区

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图 3.2 2010 年特定农作物的收获面积以及 2001 年至 2010 年的变化

区的影响的人会日益增加（World Bank 2010）。

消费趋势

虽 然 全 球 营 养 不足 的 人口比例 有 所 下 降 - 从

1995-1997 年 的 14% 下降 到 2010 年 的 13% - 但 是

由于人口增长，营养不足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增加了，从

1995 年 -1997年的 7.88 亿增加到 2010 年的 9.25 亿（专

栏 3.1）（FAO 2010b）。长期粮食不安全的地区面临很

多困难，包括地区冲突、治理结构薄弱、地方机构涣散，

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粮食的供应和分配（FAO 2010a）。

世界上许多营养不足的人口都居住在容易受到气候变

异危害的地区。非洲和亚太地区是 2007 年平均粮食消

费量最低的地区（图 3.3）（FAO 2012），同时也是增长

最快的地区。亚太地区是营养不足人口最多的地区，大

约有 5.78 亿人，营养不足率最高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 

2010 年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为 30%（FAO 2010b）。

森林

森林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可以提

供大量的服务，比如庇护所、栖息地、燃料、食物、饲料、

纤维、木材、药品、安全和就业；调节淡水供应、碳储存

和营养物质循环；有助于稳定全球气候。历史上，由于

对庇护所、农业用地、肉类生产以及燃料和木材的需求

增加，森林一直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几十年来，由于对农

业扩张和生物燃料生产、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相互矛盾的需求以及全球对森林产品的需求增加，森林

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年平均气温变化、降水模式的

变化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都为森林带来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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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0 年各个地区造林面积以及 2000 年至 2010 年的增长

 非洲 亚太 欧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北美洲 西亚 全球

2010 年造林面积，1000 公顷 15 409 121 802 69 318 14 952 37 529 5 073 264 084

年增长，1000 公顷 245 2 948 401 407 809 115 4 925

年增长，% 1.75 2.82 0.6 3.23 2.46 2.6 2.09

备注：FAO 的数据也适用于 GEO 的地区划分，但是阿富汗、土耳其和伊朗除外，这三个国家归属于西亚。
                                                                                                                                                                                                                                       资料来源：FAO 2011

图 3.4 1990 年 -2010 年各个地区森林面积的变化

亚马逊的空地，绝大部分毁林都是为了养牛和大范围生产黄豆。

©iStock/luoman

大的压力（Allen 等 2010; Tiwari 2009）。

森林面积

世界森林总面积略超过 40 亿公顷，占世界土地总

面积的 31%（FAO 2011）。其中大部分是北方森林，覆

盖于俄罗斯北部和中部以及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大部分。

热带森林主要位于亚马逊地区、非洲刚果河流域和东南

亚部分地区。温带森林斑块状地分布在美国、欧洲和亚

洲中纬度地区。

由于森林砍伐和自然原因导致的森林损失速度正

在放缓，但仍高得惊人（专栏 3.2）。全球来看，每年损

失的森林面积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600 万公顷减少

到 2000 年 -2010 年的 1300 万公顷（FAO 2011）。这

一时期，热带森林损失速度最快的地区是南美和非洲

（图 3.4）。20 世纪 90 年代森林砍伐面积很大的快速

发展国家（包括巴西和印尼）已经明显降低了其热带森

林的损失速度（FAO 2011; Ometto 等 2011），而拉丁

美洲和非洲的欠发达国家的损失速度依然很高。虽然

19 世纪前十年后期开始，由于城乡迁移和农田荒废，大

部分达到国家经历了净再造林（Walker 1993; Mather 

1992），近几十年来干旱、森林火灾和虫害袭击等自然

问题加剧了森林损失。然而，导致森林损失的关键驱动

力还是人口增长、贫困、经济增长、土地定价、国际对

于木材和其他森林产品的需求、地方人口权利无保障、

以及森林生态系统评估不完善（Carr 等 2005; Lambin

等 2001）。

植树造林

通常是为了工业目的而进行造林面积自 2000 年到

2010 年期间增加了 5000 万公顷，总面积达 2.64 亿公

顷，或者说占森林总面积的 7%（表 3.2）（FAO 2011）。

在增加的造林面积中，2800 万公顷或者 58% 位于亚洲。

通常，纯林的造林不会丰富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但是却

可以提供生态服务，包括木材、碳储存和水储存以及土

壤稳定。

生产性和保护性森林面积

全球指定用于生产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的森林面积

从 2000 年的 11.6 亿公顷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11.3 亿

公顷，每年减少 291 万公顷或者 0.25%（FAO 2011）。

但是指定用来保护土壤和水资源的森林面积则从 2000

年的 2.72 亿公顷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2.99 亿公顷，年

增长 277 万公顷或者 0.97%（FAO 2011）。同样的，指

定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森林面积也从 3.30 亿公顷增

加到大约 3.66 亿公顷，年增长 633 万公顷或者 1.92%

（FAO 2011）。生产性森林面积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森

林砍伐，而保护性森林面积增加则是由于再造林（FAO 

2010a）。

森林管理和认证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和森林认证背书项目（PEFC）

是两个主要的森林管理认证组织。2002 年至 2010 年

期间得到上述两个机构认证的森林面积每年增加约

20%（UNEP 2011c）。然而，2010 年，世界森林总面积

仅有约 10% 处于 FSC 或者 PEFC 认证的森林管理之下

（UNEP 2011c）。这些趋势表明，虽然森林管理有所改

进，但是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成。

森林碳储量

森 林 因 其 可 以在 生 物 质 和 土 壤 中 储 存 碳 的 能

力而被视为是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最重要的储库

（Anderson 等 2011）。超过 75% 的陆地生物质碳储

量和超过 40% 的土壤有机碳储量都是在森林生态系统

中（Jandl 等 2007）。20 世纪 90 年代，森林碳封存相

当于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用途转变所排放的碳的三分

之一（Bonan 2008）。北方森林土壤中储存的碳比热带

森林要多，但是其生物质中储存的碳却不如热带森林多

（Prentice 等 2001）。Pan 等人（2011）估 计 1990 年

至 2007 年每年全球森林系统碳储库中储存的碳量为

24±4 亿吨。

火灾是森林释放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van der 

Werf 等 2010）。北方森林生态系统容易频繁发生严

重火灾，进而释放大量的碳。Amiro 等人（2001）估计

1949 年 -1999 年的 50 年间，加拿大的北方森林平均

每年燃烧 200 万公顷（不同年份燃烧面积从 30 万公顷

至 750 万公顷不等），平均每年释放 2700±600 万吨碳

（不同年份碳释放量从 300 万吨至 1.15 亿吨不等）。

Sukhinin 等人（2004）估计 1995 年至 2002 年，俄罗

斯东部地区平均每年有 770 万公顷的面积被燃烧，其

中 55% 也就是 420 万公顷是森林。Gillett 等人（2004）

发现近几年加拿大森林燃烧面积的增加是由人为气候

变化导致的。据估算，未来在温带和北方地区会发生更

多火灾，燃烧面积会增加，火灾季节也会延长（Flannigan

等 2009）。

旱地、草地和大草原

旱地、草地和大草原在降水的空间和时间方面差

异很大，这导致其植物生长、动植物栖息地和人类生活

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旱地面积占世界土地表面积的大

约 40%，养育了超过 2 亿人，其中 90% 居住在发展中

国家（UNEP 2007）。但是由于生态系统子类别的差异、

数据变异性、远程遥感数据使用的分类和阈值不同，导

致旱地的空间范围尚未确定，因而很难进行全球对比

-5 -4 -3 -2 -1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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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5
20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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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0 年 UNCCD 的运作务目标和取得的成就

图 3.5 全球旱地范围与人为原因导致的旱地退化

（Reynolds 等 2007）。草地的范围可以从几乎类似荒

漠的非常干的土地到湿润的土地。大草原是树木和草

的混合生态系统，从几乎没有树木的草地到郁闭的林地，

占据了热带和亚热带广袤的面积，尤其是非洲、拉丁美

洲和澳大利亚（Mistry 2000）。

旱地、草地和大草原的发展趋势

降水的波动是导致植被覆盖变动的主要驱动力，

但是放牧强度与长期旱地退化有直接的关系（Miehe

等 2010）。牧场转变为耕地农田导致整体旱地植物生

产力出现显著的、持续性降低。Sietz 等人（2011) 指出

导致旱地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包括水胁迫、贫困、土壤

退化、自然农艺限制以及与政治中心隔离。

净初级生产力（NPP）指的是植被每年通过光合作

用捕获的净碳量（Melillo 等 1993）。由于旱地退化，全

球陆地的 NPP 每年大约损失 2%，相当于旱地 NPP 潜

能的 4-10%（Zika 及 Erb 2009）。图 3.5 以 NPP 损失

的方式显示了旱地退化在萨赫勒和中国的干旱和半干

旱地区最严重，其次是伊朗和中东旱地地区，澳大利亚

和南非地区的旱地退化范围较少。旱地的可持续发展依

赖于提高土壤肥力、保护土壤和水资源以及提高农业效

率的技术，包括覆膜农业、保护性耕作以及多样性农作

物系统（Mortimore 等 2009）。

国际为了应对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旱地干旱，于

1995 年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该公约现在已有 194 个缔约方—193 个国家和 EU。公

约实施的最初阶段（UNCCD 2007）获得的效果不一，

为此公约缔约方通过了《2008 年 -2018 年十年战略规

划》。这一规划包括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以一套具体

目标和指标以及新的监测、评估和报告程序—实施体

系表现审查和评估—为基础。

湿地

2003 年，欧洲空间局与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

萨尔湿地公约）秘书处携手发起了全球湿地项目，展示

了地球观测技术在支持湿地生态系统清单、监测和评

估方面的能力。项目揭示地球观测系统的发现与湿地社

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Jones 等 2009），表明全球湿地

评估存在巨大的不一致性（表 3.3）。

湿地用途的转变依然在继续。无论是内陆湿地还

是滨海湿地，导致湿地用途改变最显著的驱动力都是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

和土地用途转变，包括农业用地的扩张（Wood 及 van 

净初级生产力损失
旱地退化

超过70% 资料来源：Zika and Erb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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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1982-2005 年北极植被的变化表 3.3 全球湿地面积评估

地区
全球湿地资源评估（MA 2005b; Finlayson 等 1999） 全球湖泊和湿地数据库

百万公顷 占全球湿地面积的百分比% 百万公顷 占全球湿地面积的百分比%

非洲 125 10 131 14

亚洲 204 16 286 32

欧洲 258 20 26 3

新热带区 415 32 159 17

北美洲 242 19 287 31

大洋洲 36 3 28 3

总计 1 280 100 917 100

Halsema 2008）。其他影响湿地的直接驱动力包括森

林砍伐、淡水取水量增加、淡水流转移、景观的破坏和

破碎化、氮负荷、过度收获、淤积、水温变化以及外来

物种入侵（Fraser及Keddy 2005）。Coleman 等人（2008)

分析的 14 个三角洲中，所研究湿地面积（160 万公顷）

的一半以上在 14 年间由于自然原因发生了无法扭转

的损失，被转变为农业或者工业用途。全球气候变化可

能会加剧滨海湿地的损失和退化。比如，Syvitski 等人

（2009) 分析了人类活动对三角洲下沉的影响、对洪水

的敏感性、对海平面上升的危险性，他得出的结论是到

本世纪末有被洪水淹没危险的三角洲面积将会增加一

半以上。

毁林、污水和泥炭地转为农业用地导致大量的

CO2 和氧化亚氮排放（Mitra 等 2005）。全球泥炭地

占世界土地面积的 3%，泥炭地总面积约为 4 亿公顷，

其中 5000 万公顷由于污水排放而退化，因此产生的

CO2 相当于全球排放量的 6%（Crooks 等 . 2011）。避

免湿地进一步退化可以显著减缓气候变化（Wetlands 

International 2011）。

由于对粮食、饲料、生物燃料和原料用地的需求

增加，湿地和相关生态服务的损失可能还会继续（CA 

2007）。全球来看，红树林等滨海湿地依然以每年 10

万公顷（0.7%）以上的速度减少，但是这个速度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 1% 相比已有所放缓。虽然，大部分地区

的损失速度与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相比有所放缓，

但是 2000 年 -2005 年期间亚洲的红树林损失速度则

加快了（UNEP-WCMC 2010）。虽然存在这些损失，但

是亚太地区仍然拥有面积最广泛的红树林系统—超过

全球总量的50%。其他主要的红树林区分布在拉丁美洲、

非洲东部和西部以及红海地区。

极地地区

北极冻土—土壤上层的 3.5 米冻结期达到 24 个月

或者更长—含有地球上最大的有机碳层。但是由于地球

变暖，过去二三十年间，冻土的温度已经升高到2℃（AMAP 

2011），这可能使冻土成为下个世纪最大的碳排放源

（Schuur 等 2008）。北极苔原和北方森林系统目前是碳

库（McGuire 等 -2009），但是到 2100 年北极靠近地表

的冻土有 90% 可能会融化消失（Lawrence 等 -2008），

因此 21 世纪后北极地区有可能变成碳净排放区。

主要源自湿地的甲烷释放对北极的碳平衡也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O’Connor 等 2010）。虽然全球甲

烷排放量仅有 2% 源自北极，但是排放比例增长最快的

地区也是北极，2003 年至 2007 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Bloom 等 2010）。这些释放有一部分是从冻土下面

冻结的含水晶体中逃逸出的甲烷。这些甲基水合物在深

海底下和大陆架中含量也很丰富（O’Connor 等 .2010）。

根据 100 年的时间范围来计算，甲烷导致气温升高的

效率比 CO2 要强 25 倍（IPCC 2007）。

其他北极地区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土地变化包括

树线北移、木本植被入侵北极苔原以及生长期延长，这

些都导致了植物生产能力提高（图 3.7）（Epstein 等 

2012; Walker 等 2012; Callaghan 等 2011; Wang 和

Overland 2004; Zhou 等 2001; Myneni 等 1998）。

虽然这些过程可以消除大气中的 CO2，但 是冻 土融

化和其他过程中释放的碳会超过植被中封存的 CO2

（Schuur 等 2008; Zimov 等 2006）。

树线北移等环境变化与快速工业发展一起为北极

的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挑战，比如驯鹿放牧。

通往陆地的道路，尤其 是 通往 加拿大北湖和俄

罗斯 的道 路越 来 越 难 走，因为冰 的融 化更早，冻 结

更晚，这 严重 影响了社区和工业 发 展（AMAP 2011; 

Stephenson 等 2011）。同时，由于 季 节性 北冰洋海

冰的面积、体积和持续时间都有所减少，这又带来了新

的经济机会，包括旅游业、林业、农业增加，石油、天

然气和采矿业发展扩大。然而，北极地区受冻土融化

和 / 或海岸侵蚀影响最大的部分社区被迫迁移（ACIA 

2005），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预测生存环境会发生何种变

化，评估可能采取的选择，特别是要考虑当地的原著居

民（AMAP 2011）。

在南极，南极大陆对地球的气候和海洋系统也具

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与北极相反，南极大陆 99% 的面

积被冰川冰所覆盖。南极地区发生的变化会在第 4 章

和第 7 章进行详细讨论。

城市地区和人类基础设施

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惊人，预计这一过

程会延续整个世纪。城市地区是社会进程的中心，它所

需要的物质会影响土地利用和面积、生物多样性以及水

资源，而这会导致本地和全球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如

果规划得当，城市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总体

压力。

卫星研究计算得出城市土地覆盖面积占地球总面

积的不足 1%（Schneider 等 2009）。但是，城市地区

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不能仅仅通过其地理面积来衡量。

有些研究估计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0-70% 与城

市地区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少数富裕城市排放了大

部分温室气体（Dodman 2009）。城市地区的人口密度、

经济活动和财富生产导致其对全球环境产生影响，对

粮食、能源、水和生产原料的需求导致世界土地用途转

变的重大后果。

对城市化是土地用途转变过程的大部分理解都是

以单个案例研究为基础的（Seto 等 2010），这些研究

揭示不同地区和国家甚至国家内部的城市化进程都有

很大差异。城市生态足迹分析提供了一个描述这些差异

对本地和全球环境影响的符号参数。比如，美国一个拥

有 65 万居民的典型城市一共需要 300 万公顷土地才

能满足他们日常需求，而印度一个同等规模城市的居民

仅需要 28 万公顷土地（Newman 2006）。

城市发展趋势

UNPD 预计 2007 年至 2050 年，世界城市人口将

会增加 30 亿以上，几乎未来所有人口增长都发生在发

展中国家的城镇（Montgomery 2008）。到 2050 年，

中国人口的 70% 以上，印度人口的 50% 以上住在城市，

中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将会增加 30 个，印度增加 26

个（Seto 等 2010）。

城市化并不是一个同一的进程（Seto 等 2010）。

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未来四十年，城市需要的土地

将 会显著 增 加 — 可 能 需 要 额 外 的 1 亿 到 2 亿公 顷

（Bettencourt 等 2007）（图 3.8）。预计这种增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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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4 肯尼亚茂地区的复合森林

肯尼亚茂地区的复合森林每年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价值达 15 亿美元，包括水力发电用水、农业产品、旅游业、城市和工业原料以及侵蚀控

制和碳封存（TEEB 2010）。尽管解决当地居民的利益还存在挑战，但是这种替代性会计方法会刺激肯尼亚政府投资复兴该区域以及其

关键生态服务（UNEP 2011a）。

© Christian Lambrechts

图 3.8 1990-2009 年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扩张

上图左手边的三角洲区域指的是 1990 年拥有 700 多万人口，现在人口数量超过 2500 万，已经增加了三倍以上，东莞、佛山、广州和深圳

开始融合为一个连续性城市。这种激烈的城市化导致生产性农田和自然区域损失，并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图 3.9 根据城市规模划分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人
口分布

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好像偏离完成土地相关目

标的行动：

●　经济增长以损失自然资本为代价；

●　对土地的需求相互矛盾；

●　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地距离增加；以及

●　与可持续土地管理有关的挑战。

每一个主题都通过这些压力对土地的影响以及使

土地管理决策取得与国际目标一致的社会经济结果的

机遇的实例进行阐述。

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本

全球经济体系以追求不断和不可持续的增长为基

础。扭曲的动机已减少自然资本，通常会导致有政治问

题的资源减少或能源利用（第 1 章）（Daly 及 Farley 

2010; Dasgupta 2009）。简言之，经济增长是以损失

自然资本为代价的。

USGS EROS 数据中心，2010 以及 UNEP 2011c

是以蔓延的方式进行，对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和废

弃物管理会产生重大影响（Lobo 等 2009）。

超大型城市对环境产生了局部和全球影响，比如温

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会对大气产生暗淡效应。中小型城

市虽然也有自身的环境影响，但是其改善与环境和社会

福祉关系的机会很大，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中未来人口集中的中小城市（Seto 等 2010， Martine

等 2008）。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仅有 12% 居住在总

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中，而 40% 居住在总人口不足

百万的城市中（图 3.9）（Montgomery 2008）。

土地变化的主要问题

本章中描述的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行为和生物物

理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国际目标为土地管理提供

了一套指南，但是这些通常会被其他压力和相互矛盾的

需求所弱化。现在，我们探索的四个主要主题可以帮助

36%

24%

16%

12%

12%

专栏 3.3 恢复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湿地

湿地可以吸收和储存大量降水，进而控制洪水。但是历史上，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通过排干湿地进行农业生产，然

后建设堤坝和防洪堤来抑制洪水，这一战略恶化了洪水事件的影响（Hey 及 Philippi 1995）。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滨海

湿地也同样被人造防洪结构所取代，危害了生态服务，比如土壤形成、为鱼类和甲壳纲动物提供栖息地、防止严重风暴

等（Twilley 及 Rivera-Monroy 2009）。

2005 年，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使人们开始关注作为自然灾害缓冲带的湿地重要性。路易斯安那州将其财政收入

的 37% 从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转向滨海湿地保护和恢复，再加上其他资金，未来 30 年，用于湿地保护的资金总额每

年可达 10 亿美元（Day 等 2007）。研究显示为恢复密西西比三角洲投资 100-150 亿美元，可以避免风暴和生态系统

功能降低造成的损失，总额相当于 620 亿美元，此外还可以带来其他生态利益（Batker 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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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气候变化导致的 2050 年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农作物产量变化预测

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而且相互关联。

 ©Ralf Hettler/iStock

图 3.10 粮食安全和 2050 年农业环境目标

现在，许多陆地生态系统出现了退化和复原力减弱

的现象。这与未能将这些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纳入经济

成本效益分析有一定关系。比如，资金压力鼓励进行灌

溉，这导致大面积旱地盐渍化，并很难恢复（Sakadevan

及 Nguyen 2010）。湿地不断被排干用于农业和城市

发展，这摧毁了湿地调节水量、水质和缓解极端天气事

件的能力（专栏 3.3）。毁林和森林退化可以获得短期有

吸引力的经济回报，但是据最新估计，全球自然资本损

失每年高达 2 万亿至 4.5 万亿美元（Kumar 2010）。

生态系统具有无价的精神、美学和文化层面的价

值。它们还是经济的基础，但是其真正价值依然无法有

效地在国家损益账户中反应出来（TEEB 2010）。允许

自然资本效益私有化，而不采用更加创新和公平的土地

管理方法是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的普遍问题。狭隘地

关注经济增长这种动机通常会鼓励导致生态服务退化

的土地管理，而在会计制度中包括和评价生态服务有

助于保护和提高它们。成功的战略在于加深对生态系

统功能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纳入政策和制度中（Daily

等 2009）。的确，认识生态系统的多重用途和多种价值

可以用作生态系统保护的资源（专栏 3.3 和 3.4）。

过去二十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受关注程

度逐步增加，PES 这一机制有可能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

务纳入市场交易，搭建生态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的

桥梁、平衡二者利益，并应对与保护和消除贫穷有关的

挑战（Pascual 和 Corbera 2011; Engel 等 2008）。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涉及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有一个中心

思想，那就是：“自然资源在社会行动者之间转移，目标

是创造使个人和 / 或集体土地利用决策与自然资源管理

的社会利益保持一致的动力”（Muradian 等 2010）。

PES 的概念与其他传统保护方法相比有几个优势：

它为命令 - 控制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增加了更为灵活和

有动力的方法；它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可能会增进公

平、提高责任心和成本效益；它可以为生活带来协同效

益，有助于消除贫困（Borner 等 2010; van Hecken 和

Bastiansen 2010）。一些 PES 倡议已经产生了积极的

土地利用成果。比如，由于地区综合性 PES 项目的实施，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森林覆盖率有所

提高，退化的牧场面积减少（第 12 章）。

但是，反对将自然商品化或进行交易的组织批评

了 这 一 概 念（Pascual 和 Corbera 2011; Corbera 等 

2007）。另外，虽然 PES 最初可能带来的效益，比如增

加土地所有权保障，但是有关 PES 成本效益的证据并

不存在，其带来积极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的条件依

然不确定，尤其是在治理薄弱的发展中国家（Pattanayak

等 2010; Wunder 等 2008）。

PES 面临的挑战集中在成本效益、监测能力、执行

能力、透明度和责任性、以及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界

限清晰（Borner 等 2010）。考虑到社会规范和文化、在

社会行动者之间建立信任以及处理权力关系会最终决

定 PES 的利益分配战略和和长期成功实施。

对土地需求的竞争

养育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挑战与部分地区的日益富

裕相混合。饮食结构改变以及对生物燃料和其他工业

原料（比如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加加剧了对土地的竞争，

增加了陆地生态系统的压力。

粮食安全

为了实现 MDG 1c 中有关减少饥饿的目标，全球

粮食生产必须要增加，粮食分配制度必须提高。为了实

现 MDG7 和其他环境目标，农业需要降低其当前的环

境影响（图 3.10）。

虽然估计各不相同，但是 FAO 预计为了到 2050

年 将发 展中国 家长 期 营 养 不足 的 人口比例 降 低 到

4%，世界粮食生 产需 要比 2005 年的水平增加 70%

（Bruinsma 2009）。尽管所有地区的人均粮食消费都

在增加，但是粮食分配依然不均衡，由于越来越多的谷

物用来生产肉类供应给可负担的高收入人群，因此营养

不良人口的数量依然在增加。牲畜和家禽在长期粮食无

保障的地区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可以在农作物减产

时充当一个重要缓冲，但是发达国家中消费类肉类和奶

制品生产所占用的农业用地比例出奇的高。就满足全球

粮食需求而言，这种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并且比农田带

来的环境影响要大（Steinfeld 等 2006）。比如，据估算，

美国用来喂养牲畜的谷物数量是人类直接消费的谷物

数量的七倍以上（Pimentel 及 Pimentel 2003）。

同时，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粮食有大约三分之一

被浪费或者损失—总量约每年 1.3 亿吨（Toulmin 等 

2011）。粮食安全这一概念不仅指是否有充足的食物，

还应当考虑人们是否可以在物理和经济上获得食物

（FAO 2008）。这吸引人们关注与食物分配有关的一系

列社会和政治问题。

满足未来全球对食物的需求，同时避免、至少缓解

对森林、湿地和其他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 并且减少贫

困，支持生计、确保粮食安全和动物福祉，这是非常有

挑战性的。毫无异议，更多土地必须分配给农业，但是

这还不够，还需要提高产量、减少食物供应链中的损失。

气候变化会影响很多区域的农作物产量，这导致未来

的问题更加复杂（图 3.11）（Ringler 等 2010; Lobell

等 2008）。

各种农业方法可能为粮食安全和环境福祉提供最

佳结果。高投入的集约化农业方法无疑可以增加农业

产量，但是这些收益是以丧失长期土壤肥力为代价的

（Foley 等 2005）。虽然农业生态学和城市农业可以

增加全球粮食供应（Perfecto 和 Vandermeer 2010; 

Zezza 和 Tasciottia 2010），但是为了在生物物理和社

会 - 经济考虑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土地利用，还需要各

个地区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方法（第 12 章）（DeFries 

和 Rosenzweig 2010）。保护土壤和营养物质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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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5 巴西的森林政策和大豆生产暂停

虽然大部分亚马逊流域毁林与放牧牛群和养牛场有

关，但是 2000 年 -2004 年巴西马托格罗索州转变为农

田 - 尤其是种植大豆 - 的森林面积有所增加（Morton 等 

2006），证据表明大豆生产取代牧场也有可能导致毁林

（Barona 等 2010）。2004 年 -2009 年，年度毁林出现显

著降低（图 3.13），这与亚马逊防控毁林行动计划（PPCDAm）

采用的新政策有密切联系。新政策包括：

●　在毁林的热点地区创建新的保护区；

●　建立使用卫星影像技术的毁林监测计划；

●　允许财产扣押、没收甚至销毁的肯定执法战略；

●　扣押违反环境法规的生产者的公共农村信贷；以及

●　政府有义务将森林砍伐率降低至特定的阈值以下，

并在 GIS 数据库中为保护区注册，使非法毁林可以

立即呈现（BRASIL 2009）。

欧洲和绿色和平组织等反对非法毁林的消费者施加

的压力也导致 ABIOVE 和 ANEC 于 2006 年 7 月签署了

一项协议，协议缔约方承诺不从亚马逊森林新砍伐的区域

获取大豆。这一中止说服牛肉行业达成自己的商业协议。

虽然这些和其他政策与协议在减少毁林方面获得

了明显成效，但是挑战依然存在。比如，很多人担心巴西

森林法案的建议修改案会降低对森林的保护（Tollefson 

2011）。其他生物群落和国家毁林的增加也是一个值得关

心的问题，这导致巴西政府启动了塞拉多生物群区行动计

划（BRASIL 2010），并将学到的经验教训与邻近的亚马

逊流域国家分享。

图 3.13 1988 年 -2011 年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皆伐毁林

图 3.12 1992-2007年全球人口以及肉类、鱼类
和海产品供应变化

肉类 和奶制品生 产 体系占用的全 球 土 地面 积比例很 大。©Anna 

Kontorov/UNEP

实践，比如免耕栽培法（第 12 章）可以作为恢复退化和

废弃农业用地的补充。

满足全球对食物的需求是本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

挑战之一，这需要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农业保护、高产

品种和有效认真地管理肥料使用，而不仅是单一的战略。

转基因作物的观念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提高产量，同

时减少农业化学品的使用（Brookes 及 Barfoot 2010; 

Fedoroff 等 2010），但是反对者依然存在，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于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还不

确定，农业生物多样性会因此进一步损失（第 5 章）。

肉类生产

过去二十年间，肉类产量大幅增长，超过了同期人

口增长的速度（图 3.12）。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和国家之

间的肉类消费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北美洲和欧洲平

均每人每年消费 83 kg 到非洲平均每人每年消费 11 kg

（FAO 2009）。人口增加、城市化和收入增加会继续

提高对肉类的需求，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Delgado 

2010）。

肉类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其强度、范围和管理。

尽管如此，全球对肉类的需求增加依然是导致南美洲森

林砍伐的一个主要因素，森林砍伐后用来种植大豆作为

牲畜的饲料（专栏 3.5）。肉类产量增长，大豆的收获面

积也有所增加，从 30 年前的 5040 万公顷增加到 2000

年的 7430 万公顷，又增加到 2009 年的 9880 万公顷

（FAO 2012）。 对肉类的需求增加可能会引起牧场退化。

牲畜生产所使用的淡水资源占全球用水总量的 8% 以

上，这还是最大的水污染源之一，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赤潮、

珊瑚礁退化、人类健康问题、抗生素耐药性和营养物质

循环破坏（Steinfeld 等 2006）。如果考虑到整个商品链，

包括为了放牧和生产饲料而导致的毁林，肉类生产排放

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18-25%，比全球交通行

业的排放量还多（UNEP 2009b; Fiala 2008; Steinfeld

等 2006）。减少消费量相对较高地区的肉类消费可以

带来一系列的环境收益（Marlow 等 200）。

生物燃料

人们迫切地寻找可再生能源导致政策支持使用生

物燃料。这一趋势的代表就是多用途农作物（比如油棕

榈树、大豆、玉米和甘蔗）产量的增加，这些用途包括

粮食、饲料和燃料。但是，支持生物燃料的补贴与世界

粮食体系扭曲有关，导致粮食品价格上涨（Pimentel 等 

2009）。粮食、饲料和燃料生产之间关系的最近变化对

生态、社会关系和脆弱性有深远的影响（Bernstein 和

Woodhouse 2010; McMichael 和 Scoones 2010）。

虽然任何来源的能源都带来一些问题，但是食物燃料对

土地利用和陆地生态系统施加了特殊挑战。这个问题与

最近的产量激增促使我们此处探讨这个问题。

虽然支持和投资生物燃料的主要动因是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但是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根据种植的农作

物、生产方法使用的地区和具体方法不同，导致各地排

放平 衡 差异巨 大（Cerri 等 2011; Johnston 等 2009; 

Pimentel 等 2009）。生物燃料作物与毁林有关，比如，

印尼的毁林（专栏 3.6），与入侵保护区土地有关。一旦

这些土地用途转变被纳入考虑范围，生物燃料的碳平衡

就可能变为负值，这意味着生产和使用生物燃料排放

的碳比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要多（Melillo etal. 2009; 

Fargione 等 2008; Searchinger 等 2008）。

现在已经观测到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导致农作物用

途改变。比如，2007 年，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美国将

24% 的玉米转变为乙醇。美国 2007 年可再生燃料标

准规定将生物燃料生产从 2001 年的每年大约 65 亿升

（17 亿美式加仑）增加到 2022 年的每年大约 136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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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02 年和 2008 年木材和纤维消费

类型
2002 年

百万立方米
2008 年

百万立方米
2002 年 -2008 年

变化 %

燃材 1 795 1 867 +4

工业木材 1 595 1 544 -3

木基板材 197 263 +34

造纸纸浆 185 191 +3

纸和纸板 324 388 +20

                                                                          资料来源：FAO 2011b，2005

图 3.14 1960-2010 年潮湿热带国家特定农作物的种植面积

专栏 3.6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扩种和雨林破坏

2000 -2009 年，东南亚为了粮食和燃料而种植的油

棕榈树面积从 420 万公顷增加到 710 万公顷，这是导致东

南亚雨林破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FAO 2012）。在印尼，增

加的油棕榈树种植面积有三分之二是通过破坏雨林转变的

（UNEP 2009a）。清除热带雨林会导致持续几十年甚至几

个世纪的碳赤字，这首先与追求生物燃料的主要原因相矛

盾（Gibbs 等 2008）。这还危害了雨林提供的重要生态系

统功能，而这种功能是无法通过人工造林来取代的。

2009 年，印尼政府预计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油棕榈

树的种植面积将会增加到 2000 万公顷，主要是通过清理

森林土地（UNEP 2009a）。这一目标是以下面两个相互关

联的假设为基础的：

●　中国和印度对食用油和其他使用棕榈油的消费品

（从巧克力到洗发水）的需求增加；以及

●　 欧 洲 和 其 他 地 区 对 生 物 燃 料 的 需 求 增 加

（McCarthy 2010; White 及 Dasgupta 2010）。

2011 年 5 月，印尼总统签署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中止授

予开垦原始森林和泥炭地新许可的命令，这有可能减缓油

棕榈树面积的扩张；但是次级林和现有合同依然可以豁免

（USDA 2011）。

升（360 亿美式加仑）（US Government 2007）。同时，

2007 年美国农民的玉米种植面积是 1944 年以来最大

的：3780 万公顷，比 2006 年多 20%（Gillon 2010）。

这种农作物用途变化得到了政府补贴，这导致用来检查

盈余、维持价格水平和提高生态平衡的土地休耕保护

计划（CRP）下的闲置土地再度用来进行生产。2007 年

后期至 2009 年 3 月，美国 CRP 土地总面积从 1490 万

公顷下降至 1360 万公顷（Gillon 2010）。换言之，在仅

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损失了将近 130 万公顷休耕保护

土地。

欧洲也有类似的趋势，尤其是德国生物柴油的生

产能力在 2004 年 -2008 年间增加了五倍（Franco 等 

2010）。虽然 2007 年德国油菜籽的种植面积达 153 万

公顷，其中一半以上用于燃料生产以满足 EU 强制的生

物柴油混合目标，但是德国依然需要额外 180 万公顷

土地种植油菜籽，这只能通过转变永久性草地的用途

来实现 - 与美国的 CRP 类似。但是，德国已经使用了

EU 共同农业政策允许的最多 5% 的草地（Franco 等 

2010）。美国和 EU 这种对农业扩张的限制推动其将生

物燃料（食物）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

对生物燃料的批评也伴随着替代方法的出现。比

如，在特定条件下，供地方消费的基于社区的生物燃料

生产，比如巴西某些小农户为自己的车辆和设备生产燃

料（Fernandes 等 2010）。生物燃料生产应当满足多种

标准才能认为是有利的，这些标准包括实际能量获取、

减少温室气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粮食安全（Tilman

等 2009）。的确，生态农业原则（Milder 等 2008）可

以用于指导生物燃料生产实现生产、生计和保护目标的

双重收益。虽然这种体系仅占生物燃料生产的一小部分，

但是，他们为公正地分配替代性燃料，比如通过减少木

炭生产，提供了一个机会，可惠泽于基于土地的生态系统。

木材和木制品

森林是燃料、工业、纸浆、造纸和木基复合材料用

木材的主要来源（表 3.4）。刺激木材消费量增加的关键

因素包括人口和经济增长（FAO 2011）。另外，贫困人

口的绝对数增加，尤其是农村地区，以及持续的城市化

进程都使木材燃料的消费增加，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

长也刺激了纸和纸制品消费的增加。

保护区

虽然对于保护区是否有时会以牺牲当地人民的生

计为代价还有争议，但是保护区依然是保护脆弱的环

境资源的关键机制。保护区内毁林速度远远低于保护

区外的砍伐速 度（Scharlemann 等 2010; Nagendra 

2008），有些研究提出保护区对生态服务的保护具有积

极的效益（Stolton 及 Dudley 2010）。但是如果当地居

民的潜在压力没有得到适当考虑的话，则需要大量的监

测和执法来执行维持自然资源的法规，如果地方用户参

与了自然资源治理的设计和实施，这种治理才最有效果。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制定保护政策的国家出现了相互矛

盾的效果，比如，增加从其他地区的谷物进口（Rudel

等 2009）。保护特定区域还可能导致邻近土地的毁林，

因为人们迁移到了邻近土地上（Wittemyer 等 2008）。

尽管保护区的面积不断增加，目前处于各种级别保护下

的土地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13%，但是政策决策者

不能仅仅依赖这种机制来保护自然资源（Ostrom and 

Cox 2010），而是应该提高自己制定适应性管理战略的

能力，为自然资源问题提供最佳的制度，同时考虑保护

地方的财产权和当地居民的需要。

消费与生产影响的分离

城市化和全球化导致资源和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

分离。最近进行的研究表明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在不

断增加，而且很重要（Erb 等 2009）。结果导致许多消

费的生态成本由远离消费地的人们和地区承担。城市化

将人们吸引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并导致对粮食、原材料

和消费品的需求集中化，全球化和贸易支持人们和商品

流动，使地区间和国际间资源和制成品的转移成为可能。

占用大面积土地来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提供粮

食、饲料和其他森林产品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既是生产与

消费分离的结果，也是导致生产与消费分离的原因之一

（Toulmin 等 2011）。如果得到良好的规划与管理，城

市化和全球化有可能增加资源利用效率。

不断增加的分隔的驱动力

城市化通过改变消费模式和刺激原料需求的社会

进程来影响本地和地区服务内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

许多城市职工的购买力高为提高生活质量作出贡献，但

是这为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带来新的挑战。比如，全球

城市的区域都正在改用西式饮食（Pingali 2006)）。同

样地，城市生活方式提高也伴随着水和能源的消费增加，

排放的碳也在增加。这些城市消费模式不仅加剧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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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亚马逊河流域边缘的厄瓜多尔亚苏尼国家公园被认为是世界上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但是自公园河流下方发现丰富的石油储

量后就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2011 年 12 月，通过众群外包筹集生

态服务付费的 1.16 亿美元的，暂时阻止生态破坏和 4 亿吨二氧化碳

（CO2）的排放。© Sebastian Liste

地生态系统的压力，还为远处生态系统带来了压力。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目前的反复具有

一些独特的特点（第 1 章）。贸易壁垒降低、通讯技术

发达加上运输相对便宜都鼓励国家经济活动日益专业

化，而依赖国际贸易将产品和服务与远处市场联系起来

（Gibbon 等 2008）。国际贸易可以利用战略优势使商品

生产效率更高，它更容易将环境和社会成本转移给外部。

一个地方的福祉常常是以其他地方环境退化为基础，比

如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同时，贸易中还嵌入了资源和污染 

（第 4 章），越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国家，环境退

化的的水平越高（Özler 及 Obach 2009）。全球经济的挑

战在于鼓励以高效的资料利用方式提供最好的东西，同

时采取措施减缓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发生、集中和转移。

土地交易

最近的生产模式变化与粮食、能源、环境和金融

危机同时爆发有关，还与采矿和木材行业持续激增有

关（表 3.2 和 3.4，第 1 章）。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北半球

和南半球的公司和部分国家政府在边远国家进行广泛

的土地交易，有时也称为土地抢夺。UN 粮食安全委员

会指出这种大范围土地征用现在涉及近一亿公顷土地

（Toulmin 等 2011）。集中在南半球的土地交易是为了

生产粮食、饲料、生物燃料、木材和矿产，且通常是为了

出口。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土地抢购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

和社会关系，涉及新的人口和压力的结合。鉴于对粮食、

饲料、生物燃料和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和未来的预

期增长，它对未来的土地利用可能具有重大的影响。

2007 年 -2008 年粮食价格飙升刺激多部门投资

者购买或者租赁土地进行粮食生产和出口（Toulmin

等 2011）。同时，EU 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生物燃料混合

要求也刺激了外部土地交易和土地用途转变。这直接

或间接激励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油

棕榈树种植面积扩大，巴西和南非的甘蔗乙醇生产面

积扩大，阿根廷和巴西的大豆种植，加纳和印度的麻疯

树种植（Franco 等 2010）。在这些新开发的地方出现

的新兴生产模式范围广泛、工业单一（Novo 等 2010; 

Richardson 2010）。即使与小农户签署种植协议成为

新企业的关键组成部分，采用的也是单一栽培和工业生

产方法，比如印尼的棕榈油产业（McCarthy 2010）。

理论上来讲，用来进行土地交易的通常是期限边际

土地，指的是远离道路交通网络，无法灌溉，没有用于

集约化商业农业的土地。但是，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土

地交易侵占了主要农田，这表明投资者不愿意向水资源

和交通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土地进行投资。

土地交易的可能后果之一就是当地居民，包括原著

居民的迁移。如果居民无处获得就业或者无法建立生活

就可能出现问题（Li 2011）。在当前土地交易的数个地

点就发生了上述情况，把人们赶入拥挤的城市中或者更

为脆弱的环境中，比如森林、更高的山坡或者河边。举

例来看，据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大范围农业投资迫

使当地农民搬到了国家公园（Deininger 等 2011）。但

是并非所有土地交易都导致或者会导致驱逐当地居民。

McCarthy （2010) 描述了在印尼占碑农村穷人土地交

易的不同结果，三个村落显示了三个广泛的轨迹：驱逐、

相对成功地融入油棕榈树飞地和不利地融入危险的就

业和生活。

对于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有争议。一种观点认

为土地交易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威胁，机遇是可以

驾驭的，而威胁则可以通过提高自愿土地交易行为规范

进行管理（Deininger 2011）。相比之下，支持最低人

权原则的观点则认为自愿守则可能不足以确保农业投资

“使南半球的穷人受益，而是会导致资源向北方的富人

转移”（De Schutter 2011）。FAO 提出的《自然资源民

主治理自愿指南》反应了一个中立的立场，与公司行为

准则不同，这一指南约束其成员国进行强制报告。这些

观点如何展开还有待考察。

土地治理

可持续土地管理面临的许多挑战都源自土地治理

系统的潜在缺点。一个治理体系通常包括三个部分：行

动者和机构、制度以及实践（GFI 2009）。三者之间不

兼容是导致资源提取型土地管理未能成功向森林可持

续经营转型的最常见原因。比如，许多国家都将其政策

和管理原则重新定向为可持续森林经营，但是由于林业

组织的结构和文化阻力，管理实践并未达到期望的水平

（Kumar 及 Kant 2005）。其他不理想的土地治理的共

同特征还包括透明度水平、责任制和决策参与水平低、

负责土地管理的行动者和机构能力不足。

土地治理结构范围从完全集中到完全分权。主要

挑战在于寻找最佳治理体系，这取决于与社会、经济和

环境条件极其动态的现有治理（Kant 2000）。

基于市场的方法

对碳封存的兴趣提高是刺激生态系统保护的新动

力。当地和全球倡议开始对基于市场的气候方法进行投

资，这一方法为森林中储存的碳赋予经济价值，为发展

中国家投资低碳发展提供了动力。机遇 - 发展中国家的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REDD） - 出现了，

它是全球减少排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吸引资

金 从 北 向 南 流 动（Scharlemann 等 2010; Angelsen 

2009）。REDD 开始后，迅速演变为 REDD+，已经超越

了毁林和森林退化的范围，而是涵盖了森林保护、可持

续性森林管理以及提高森林碳储量。旱地和草地的碳

封存能力的证据不断增加，支持 REDD+ 项目的这些生

态系统和森林（Neely 等 2009）。

在此阶段，REDD+ 未被纳入任何正式的国际碳市

场，但是它提倡避免毁林和联合措施成为履约国家的合

法行动，因此有可能成为后《京都议定书》代气候变化

条约的关键要素。碳补偿支付鼓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本国

的毁林速度，而 REDD+ 还包括提倡人工造林、再造林

和提高森林管理的激励措施。研究显示如果使用适当

的技术，森林恢复是成本效益较高的碳封存方法，同时

还可以提供大量社会和生态效益（Sasaki 等 2011）。

科 学 和政 策界的支 持 者相信 REDD+ 不仅可以

保护森林；它还是一项成本效益最高的碳减排选择

（Corbera 等 2010; Dickson 及 Osti 2010; Sikor

等 2010; UN-REDD 2010; Kindermann 等 2008; 

Thoms 2008）。如 果 正 确 的 保 护 措 施 准 备 得 当，

REDD+可以保护热带森林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水资源、

提高其能力建设，同时还可以消除农村地区的贫困，因

此可能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提供新的关键动力，

事实证明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可持续性发展目

标是无法逃避的（Sikor 等 2010）。围绕 REDD+ 的许

多讨论都是关注其国际层面。但是它的成功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在地方和国家水平的利益分配，为防止背离

动机和依赖森林社区的边缘化创造国家保障（Phelps

等 2010; Cotula 及 Mayers 2009; Daniel 及 Mittal 

2009）。为了达到这一目的，REDD+ 可能会导致限制进

入土地、占有无保障、资源冲突、权利集中、当地经济体

系的失真效应，为此有些利益相关方担心 REDD+ 可能

对已经很脆弱的人口产生新的风险。这些观察者的警

示 REDD+ 只有适合有关国家的特定情况时，才可能实

现长期的效果，并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同时还提高他们

的能力（IUCN 2010/11; Mayers 等 2010; Preskett 等 

2008）。

REDD+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

REDD+ 如何获得资金支持以及如何实施。森林国家都

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是应对和解决方案则需要根据国

家的具体情况和当地的特点来制定。最终，REDD+ 要

成功，就必须产生大量收入来实施森林保护和可持续

性经营，同时减少农村贫困，支持他们的生计。此外，它

还必须承认全球系统的动态复杂性，原因和结果通常

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长的距离。

土地管理和分权

治理在土地资源监测和利用以及执行环境保护

政策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分权式自然资源管理的支

持者指出赋予地方官员更多的责任会带来更高效、更

灵活、更公平、更有责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治理（Blair 

2000）。地方级别的决策者通常更了解当地情况，因此

在制定新的管理方案时需要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

从适应性管理和为决策者提供迅速制定方法以应对

无法预料问题的灵活性方面，这是很重要的（Ostrom 

2007）。但是，只有在地方政府拥有监测环境变化的资



第一部分  环境的现状和趋势 第 3 章  土地 8988

表 3.5 目标进展（参见表 3.1）

A：重大进展
B：一定进展

C：进展很小或者没有进展
D：恶化

X：评价进展尚早
？：数据不足

关键问题和目标 现状和趋势 展望 差距

1. 提高粮食安全

减少挨饿人口的比例 B 营养不良人口比例有所下降，
但是绝对数却增加了

取决于今后的政策决策和政
策干预

参考下面的增加粮食生产和获取一栏

提高家庭经济上的粮食获
取性

C 全球人均粮食增加，但是地区
间和地区内依然存在巨大差距，
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收入一半
以上用于购买食物；为人类消
费目的而生产的粮食三分之一
被损失或浪费；土地和粮食价
格波动受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增
加和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

导致土地和粮食价格波动的
因素依然存在，如果不进行
干预，人均粮食水平的差距
将会永远存在

采取干预措施减少收获后的粮食浪费；刺
激以小农为中心的农业增长 - 促进贫困家
庭获取土地、水资源和所有权；协调国内
和地区生物燃料政策，避免全球粮食不安
全进一步恶化

提高粮食产量 C 农业产量一直都在提高，但是
地区间差异依然很大

发达国家的产量很难大量提
高；关注点应当放在防止减
少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差
距，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这一点能否实现

提高产量，实现可持续性土地利用要因地
制宜，比如以小农为中心的农业增长；提
高营养物质利用效率；提高营养物质供应
的时间和空间匹配

2. 扭转环境资源损失

减少森林砍伐率，提高森
林覆盖率

B 毁林速度小幅减缓但是依然很
高；森林砍伐集中在热带；温
带地区正在经历部分森林恢复

对木材和纤维的需求有可能
增加；如果政策不改变，毁
林造田包括生物燃料可能依
然会继续

提高对森林退化的理解；地区政策协调，
避免毁林从受控制区向不受控制区转移

防止热带森林毁损 B 某些热带国家的森林砍伐率出
现下降，但是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以及非洲的净森林损
失每年仍接近 700 万公顷

REDD+ 和生态服务付费项
目的面积有可能增加，为保
护热带森林及其生态服务提
供了新的动力

有关碳储量 / 碳通量的数据和监测、社区
管理的 REDD+ 区域的数量和面积；具有
生态系统内容的国家适应性战略

防止湿地损失 C/D 湿地继续被转变为农业、水产
养殖业和人类的基础设施用地

对农业用地的需求增加，加
上城市继续扩张，导致对湿
地的压力可能会继续或增加

提高全球湿地目录制定和监测；更新《拉
姆萨尔湿地公约》中国家水平的承诺

防治荒漠化，环境干旱的
影响

C 旱地的净初级生产力有所下降 对旱地的压力可能会继续存
在

提高全球旱地的目录制定和监测

3. 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管理

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
家政策 和规划

B 受 UNCCD 影响的国家在建立
确保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和气
候变化公约之间的协同效应方
面进展良好，但是制定了总体
投资框架的国家不多

取决于今后的政策决策和政
策干预

部门间更多综合 / 合作

认可、维持和发展生态服
务的多重效益，比如生物
多样性，除生态系统经济
价值外的文化、科学和休
闲价值

C 出现了一些赋予生态系统服务
以价值的例子，但是，总体来
讲很大程度上还是外部化

取决于今后的政策决策和政
策干预

提高非市场评估技术；能力建设包括土地
利用决策中的多重价值和当地价值

有前途的世界旱地生态系统管理战略包括通过人工

造林来抵消土地退化导致的长期碳损失，目前以色列（Tal 

and Gordon 2010）、伊朗（Amiraslani and Dragovich 

2011）和乌干达东部（Buyinza 等 2010）在此方面已经

取得成功。其他适当的渐进性旱地管理战略包括种植有

弹性的固氮作物（Saxena 等 2010），沙丘固定措施、径流

控制、提高全面管理和综合土地管理，比如伊朗的防止荒

漠化国家计划。通过恢复旱地的水源来建设社区恢复力的

项目，比如印度的 Watershed Organization Trusts，与

澳大利亚日益采用的多中心自适应治理的模型（Marshall 

and Smith 2010; Smith 等 2010）一 样 非 常 有 发 展 前

景。改进以植被指数和实时气候数据为基础的监测项目

对于实现早期预警和管理干预也非常重要（Veron and 

Paruelo 2010）。

专栏 3.7 可持续旱地管理

金来源和技术能力的条件下，分权才会有效（Andersson 

2004）。如果地方政府制定决策时没有广泛的公众参与，

那么分权式环境治理还是无法取得积极的成果（Larson 

2002; Blair 2000）；这强调了在可持续性土地系统管

理中提高地方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是很重要的。

可持续土地管理的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认可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知识体系、观点

和价值，对资源系统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深入理解。可

持续土地管理要求土地管理者具有各种不同的组织、

技术、经济、环境和管理技能，为此，提高所有行动者和

机构的能力建设是成功整合的中心。旱地生态系统的

土地退化就是能力缺失 - 科学、技术和合作能力 - 限

制了成功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实例。旱地系统退化是

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具有结果复杂的特点，而全球气候

变化又加剧了这些结果（Ravi 等 2010; Verstraete 等

2009）。尽管采取了一致的努力和各种广泛的行动（专

栏 3.7），但是由于在潜在动力机制方面缺少相应协议、

退化的特点和后果，旱地依然处于危险之中（Reynolds

等 2007）。我们需要长期协调的数据，这不仅是为了理

解观测到变化的基本原因，还是为了预测并解决其他人

类活动引起的短期和当地变异性的气候变化的影响，通

常是不可挽回的影响。旱地国家的数据不足，加上缺少

能力和一致战略都会严重阻碍旱地保护和复原的国家

商定目标的实现。

展望

土地资源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有些土地资源

的变化速度惊人，并具有多种地区和国家特色。当然，

由于全球人口增长和不断增加的消费量对土地施加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些土地流转趋势处于不可持续的

发展轨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持续毁林、湿地流转和旱

地退化。热带雨林的压力来源逐渐由小农户转向大型

工业种植园，这些种植园为全球市场生产大豆、肉类和

奶制品、棕榈油、甘蔗和其他产品（DeFries 等 2010， 

2008）。土地退化继续束缚着许多地区的土地生产能

力和生态功能。同时，减少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还有很

大潜能（Smith 等 2007）。GEO-4 发布后出现了两个

现象，生物燃料生产增加和发展中国家土地交易数量增

加。同时其他进程都在迅速呈现。虽然他们的长期影响

尚不确定，但是应当仔细考察其社会和环境结果的早

期证据。结合来看，这些进程会严重部分地区的环境，

因此需要迫切关注。

数据和监测差距

避免环境损坏的一个关键就是有效监测环境趋势，

但是主要数据的缺失限制了避免有害后果的能力。虽然

正在使用新的卫星资料材料进行估算，但是，有关土地

退化的全球数据已经很久未更新。虽然存在有关土地

覆盖的数据集，但仍不足以显示出那些已经历过择伐或

其他类型的土地改变的区域。北方森林和温带森林的森

林损失并未像热带森林一样得到良好的研究，有关牧场

和草地强大的碳封存潜力的证据正在不断出现。生态

系统变化的记录得到提高，主要是通过遥感技术，但是

土地用途转变的可靠数据依然零碎，且通常不具有可

比性，比如，由于不同项目使用分类方式和方法论不一样，

旱地的范围依然无法确定。同样地，大量的湿地目录之

间存在很大的差异（Ramsar Convetnion Secretariat 

2007 年），因此也没有全面的全球湿地数据库。

卫星遥感技术是监测全球土地资源的基础工具，

但是在种群格局方面不存在类似技术。许多国家的人

口普查和现有最佳技术并不规律，而且缺乏资金，尤其

是农村人口变化的数据差距非常大。此外，跟踪快速和

广泛的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产生的后果以及对土地资源

带来的不确定影响非常关键。

虽然有些国家具有生物燃料数据库—包括生物燃

料生产和利用的范围，但是全球水平的数据尚不完整。

同样地，还有必要提高国家和国际土地交易监测，包括

大尺度土地交易。政府用来监测不同土地占有形式对

环境的影响的标准很少。最后，迫切需要的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的标准方法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目标差距

表 3.5 总结了在有关国际商定的土地利用和保护

目标中提出的主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是，还有一些重

要的话题没有得到反映。比如，没有目标和具体目标反

映两极地区的脆弱性和挑战。国际目标中也没有适当反

映出能力建设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问题。有些有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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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治理方法能促进消费模式改变，这是减少土地系统压力所必须的，

还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Frank van 

den Bergh/iStock

美国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库恩河流域，这里曾经是美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现在由于土壤和农田恢复，现在这里变成了令人难忘的、和谐

的农田马赛克。© Jim Richardson

的目标虽然存在，但是缺乏量化的具体目标，这使评估

其进展这一任务更为复杂。一个特殊挑战就是承认不

同范围的社会生态系统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目标不能单独进行评价。由于紧张和协同效应，一

个目标进展必须与其他目标一起进行评估。比如，图 3.10

强调了 MDG 1 减少饥饿和 MDG 7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

的矛盾：如果通过扩大农业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就会直

接危害森林、湿地和其他生态系统的保护。同时，长期

来看，解决 MDG 2-6 中的教育和健康问题间接有助于

实现 MDG 1 和 MDG 7。因此，评价目标是否实现采用

综合的方法十分关键。

关键问题讨论

经济增长和土地资源

在过去 25 年间，全球经济总量增加了四倍（IMF 

2006），但是支持人类生计的主要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中有 60% 退化或者不可持续利用（MA 2005a）。这意

味着传统的经济增长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需

要新的经济福祉范例 - 它关注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

平，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UNEP 于 2010 年提出

的绿色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包括：

●　评估自然资源和环境资产的价值；

●　将上述价值转变为市场和非市场动力的定价政

策和调节机制；以及

●　应对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利用、退化和损失

的经济福祉措施（UNEP 2011b)。

从传统经济增长向绿色经济转型需要改变国家法

规、政策、补贴、激励机制和会计制度，还需要全球立法、

市场基础设施、适当的国际贸易结构和定向发展提供

帮助。

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全球人口和人均粮食消费量都在持续增长。实现

MDG 1 消除极端饥饿和贫困的目标需要为更多人获取

更多粮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对 MDG 7 - 环境可持续

性 – 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增长是这个复杂的相互关系中

的重要部分，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尤其是对动

物产品的需求增加，也很重要。两个 MDG 目标之间的

矛盾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缓解：

●　通过研究和扩大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来提高整个

食物链的效率，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运输、储

存和配置的基础设施以及改变富裕社会的行为

（那里的粮食零售市场和家庭中浪费很多粮食）

来减少粮食浪费和破坏；

●　对粮食生产实施全成本会计方法，反映粮食生

产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协助消费模式转型；

●　如果适当，鼓励激励粮食生产、缩短粮食供应链

和提高粮食安全的方法；

●　评估生态服务和潜在生物燃料生产的碳平衡含

义以报告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减少粮食生产

和生物燃料生产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农作物

生产潜能最大的区域。

非粮食资源的需求增加

近年来，基于农作物和农场的生物燃料生产迅速

增加，与此相关的土地用途转变也带来了重大的环境和

社会影响。许多国家的燃料混合目标要求持续扩大生物

燃料生产。对新一代生物燃料 - 提取自藻类或纤维素 - 

的研究仍不充分，并且不太可能在近期占据生物燃料生

产的大部分份额。政府应当认识到生物燃料生产的目标

对国家和全球土地利用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大面积土地征用正在增加，可能对土地用途转变

和社会关系生产重大影响。最近的报告主张对土地所

有权和粮食权进行观测，以监测对土地的占用，确保

土地投资会减少投资所在地社区和国家的饥饿和贫困

（Toulmin 等 2011）。UN 在创造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

粮食供应的先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杂性和政策挑战

解决这些挑战的重要一步就是监测、研究和理解

社会驱动力和生物物理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

们导致的地方、地区和国际水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后

果的多样性。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际组织、科学社区以

及国家和当地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创造全面监测

网络 - 但是只有这些行动者之间存在强大的协调机制，

这个监测网络才会发挥效果。

土地变化过程评估的限制不会也不应该阻碍解决

其驱动力的行动，并应采用预警原则减少其负面影响。

有关其后果的现有证据凸显了有必要采取短期行动避

免长期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负面后果。这些复杂的问题

没有简单的答案，单一的、孤立的行动只能带来有限的

积极结果，因此不如采取广泛的解决方案。新的土地管

理治理方法将社区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市场工具与自

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从而有助于融合适应性管理、能

力建设以及更有效的生态服务和自然资源估值。新的

治理方法能促进消费模式改变，这是减少土地系统压

力所必须的，还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生态系统的

多重价值。虽然 UN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是这些努力

的核心要素，但是政府有责任也有机会成为变化的代表，

并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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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所有部门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确保任何可持续性

水资源利用都至关重要。人类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水平

有限，现在需求量一直增加，在很多地区已经处于不可持续

的状态。不过，效率提高的潜力还存在：比如，仅通过采用

现有技术就可以使灌溉效率提高三分之一。在地方层面，综

合供需战略很重要。河流流域水平需要更高效更公平的水源

分配体系。在更大范围内，虚拟水资源贸易可以缓解部门地

区的水资源需求。

承认分配体系内的生态系统水资源需求有助于保护保障

生命的生态系统服务。淡水和海洋生态服务对人类发展十分

重要，是向绿色经济转型的一部分。目标不明确、缺少数据

使评估满足环境水需求的进展很困难。在使用者之间（包括

环境）进行高效平等的水资源分配需要更好的战略和工具。

国际承诺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得到完全实施，以及适当考

虑习惯性水资源利用安排对可持续性人类和生态系统利用有

帮助。

提高生态系统健康、为人类提供安全的水资源必须要减

少点源和非点源污染。1992 年以来，虽然许多水体都受到污

染，而且许多新污染物的影响还不确定，但是在减少部分污

染物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现有技术已能够处理生活

和工业废水，但是还需要提高监管水平、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加强能力建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淡水和海洋系统

的非点源污染要求土地 - 水综合管理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在减少全球与水有关的死亡和疾病的方式中，改善水资

源供应和卫生设施是唯一一个成本效益最高的方式。虽然水

资源供应的 MDG 已于 2010 年实现，但是到 2015 年依然会

有 6 亿多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有关环境卫生设施的 MDG

不太可能实现，目前还有 25 亿人无法获得改善的环境卫生设

施；农村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实现水资源供应和

卫生设施的 MDGs 要求将与水有关的疾病负荷减少约 10%。

水资源管理和防止水传播疾病需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加强

能力建设和监管，女性的参与也至关重要。

所有与水有关的部门都制定气候敏感政策对于解决极端

事件和气候变异性增加来讲非常重要。洪水和干旱每年导致

的全球损失依然高达数十亿美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水循环，

威胁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以及许多地区的人类用水安全。

大洋在调节全球气候和天气模式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反映在海洋表面水温升高和海平面上升等

方面。海洋变暖和酸化威胁着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预计到

2050 年珊瑚礁会快速萎缩。缓解和适应气候变暖的影响必须

在其他驱动力和压力的背景下进行考虑。与能源生产有关的

驱动力和压力可能需要权衡人类能源需求、水资源需求与生

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

治理方法的改进必须与对淡水和海洋资源需求的增长速

度相匹配。淡水系统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活动和土地管

理结合起来。大洋是最主要的全球公民，它需要有效的国际

合作和治理。许多人类和环境的水问题都是由治理不当导致

的，包括政策、制度、资金和 / 或利益相关方的问题。解决

上述问题的综合管理方法要想成功，需要时间和资源的配合。

这需要提高部门和各个级别间的政策和制度整合、实施相关

协议和目标、改进跨境问题的监测和解决。良治，包括利益

相关方和私有部门的参与和性别考虑，对于提高社会和环境

的适应力和可持续性极为重要。

主要内容 前言

水生生态系统是自然和人类进程的主要整合者。

作为污染物的最终受纳体，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是人

类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最敏感指标之一。它们支持了

大量多样化的生命（第 5 章），提供了许多重要产品和

服务直接或间接支持和维系人类的生存和生计。UN 大

会清洁水和卫生宣言认为充足的质量合格的淡水供应

是一项基本人权。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 2005）曾强调淡水和

海洋生态系统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供应（食物、水、

纤维、燃料），调节（气候、水文、净化），文化（精神、娱乐）

和支持（沉积物转移、营养物质循环）。生态服务是水、

土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联系的功能之一。健康的水生

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供应产品和服务，还能提高应对环境

扰动或灾难的适应力。水系统还推动主要的全球生物 -

地球化学循环；大洋在调节全球气候和天气模式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本章将淡水和海洋系统作为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

水环境的水文部分加以对待。本章评估了主要的多边

环境协议中与水有关的目标的进展状况，这些协议是

GEO-5 高层政府间指导委员会和地区协商确定的。本

章以 GEO-5 评估中使用的驱动力 - 压力 - 状态 - 影响 -

响应框架（DPSIR）为基础，关注水环境的现状、趋势和

影响，适当时还参考了驱动力（第 1 章）、响应（第二部

分和第三部分）和其他环境部门（第 2、3、5、6 章）。

虽然淡水生态系统供应的产品和服务数量很多，但

是竞争和多部门对水的需求导致许多地区出现过度开

采和资源污染。本章讨论了竞争性水资源利用及其对可

持续性水生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问题）的影响，包括

生态系统的水需求。本章还提出许多国家不公平和不可

持续的水资源需求。陆地和海洋活动导致的污染（第6章）

导致滨海区域和大洋继续退化。还讨论了水质发展趋势。

不断地过度捕鱼严重影响了许多鱼类资源，尤其是海洋

鱼类（第 5 章）。

水循环的变化验证了许多预测过的全球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本章强调了水循环变化如何影响水环境，

包括干旱和洪水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的

增加。还讨论了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及其不确定性，包

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提倡优先注意满足人的基本

需要，并均衡处理养护或恢复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需要，

特别是对于脆弱环境，同人类家庭、工农业，包括保护饮

用水质量的需要，促进各种用途的水的分配。

资料来源：WSSD 2002

专栏 4.1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6c 段

红树林是海洋生物的重要繁殖区，可以保护滨海区域免受风暴潮和

其他自然灾害的袭击。© Jeremy Sterk

括许多社区的脆弱性和适应性。

水域构成了一组相互联系的水系统，包括河流、湖泊、

水库、湿地、地下含水层和下游的海洋系统，但是在制定

水管理规划时这些联系通常未被考虑在内。这是一个重

大的疏忽，因为在复杂的全球化连接中，同时管理人类

健康和社会问题（包括疾病和贫穷、经济发展和可持续

性环境保全）需要环境和经济权衡，有些还非常困难。因

为很多与水有关的问题是由政策、制度、经济或者其他

治理不当导致的，所以本章还讨论了多边环境协议中确

定的淡水和海洋治理要素。本章结尾明确了实现与水有

关的目标存在的主要政策差距和数据差距。本章提及的

政策选项问题贯穿于 GEO-5 报告中的整个第二部分。

国际商定目标

UNEP GEO-5 的所有地区协商选择的首要问题都

是淡水，大部分地区将《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6c

段（专栏 4.1）作为最重要的淡水目标，还有几个地区也

提出了水的可用性和海洋问题。虽然受到全球数据和具

体目标差距的限制，但是与水有关的多边环境协议的实

施程度依然是本章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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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爱
知

目
标

生
态
系
统

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保护和提高湿地管理 X X X X X X X X X

满足环境对水的需求 X X X X X X X X X

人
类
福
祉

减少与水有关的人类健康
危害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确保平等享有饮用水供应 X X X X X X

确保充足的可持续性淡水
供应 X X X X X X X X X

制定缓解与水有关的极端
事件带来的影响的方案 X X X X

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对水
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X X X X X

水
利
用
效
率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X X X X X X X X

水
质

减少和控制淡水污染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减少和控制海洋污染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提高卫生设施覆盖率，包
括废水收集、处理和处置 X X X X X X

制
度
和
法
律
问
题

认可水的经济价值 X X X X

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律框
架和法规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加强制度协调机制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水
资
源
管
理

制定和实施综合管理战略
和规划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制定适当的监测体系（国
家级、地区级和全球）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提高水资源管理中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和性别平衡 X X X X X X X

提高地下水管理 X X X X X X X

备注：第一行 JPOI、MDG 和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下面的数字代表具体的段落、目标或是章节。

*GEO-5 高层政府间咨询委员会选定。** 地区协商选定。

表 4.1 选定的与水有关的国际商定目标和主题

相关目标

确保环境用水需求；保护和提高湿地管理

指标

蓝水短缺

全球趋势

恶化

最弱势群体

高度依赖生态服务的贫困社区

最受关注地区

西亚、南亚、中美洲、澳大利亚

专栏 4.2 水资源短缺

图 4.1 1996-2005 年主要河流流域年平均缺水量

1992 年和此前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以后，

所有目标均以政策相关性及其代表政府间合作的能力

为基础而确定（表 4.1）。

现状和趋势

水资源稀缺

人类和环境对有限水资源的竞争

水资源稀缺对环境、人类健康、发展、能源安全和

全球粮食供应都是一个重要而不断加重的威胁（Pereira

等 2009）。生态系统为生命保障提供产品和服务（第 5

章），但却承受了多重压力，包括对适当质量、数量以及

适时的水需求（环境用水）。此处使用的指标有蓝水稀

缺（图 4.1），消费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与可供人类使用的

可持续用水（扣除环境用水之后）之间的比例（Hoekstra

和 Mekonnen 2011）。水资源短缺是人类用水安全最

重要的因素，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水资源短缺

的地区（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 2007）。

Falkenmark 和 Rockström (2004) 预 计 维 持 生

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所需的水是全球用水的 75%，而人

类直接用水仅占 25%。这些数字包括蓝水（地下水和地

表水）和绿水（土壤中储存的水）。许多地方的水都被

过度使用，为人类和环境需要剩余的资源不足（Gleick

和 Palaniappan 2010）。一项针对居住了 39 亿人口的

世界 424 个主要河流流域的研究显示，这些流域中有

223 个侵犯了环境的用水要求，导致 26.7 亿人在去年至

少有一个月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稀缺（图 4.1） （Hoekstra

和 Mekonnen 2011）。虽然这次分析没有涵盖北美洲

和中东的干旱地区，但是其他数据显示这些地区可再生

水的取水比例超过 50-75%，给环境用水留下的部分很

少（FAO 2008）。

虽然《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的很多目标承认了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WSSD 2002），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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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00-2050 年各个部门当前和预测的取水量

相关目标

确保充足的可持续淡水供应

指标

取水量；地下水取水量；净水足迹

全球趋势

恶化

最弱势群体

用水需求不断增加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地下水灌溉

的农业社区

最受关注地区

地下水取水：亚太地区、北美洲部分地区

水足迹：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

专栏 4.3 用水需求 图 4.3 2000 年全球年度地下水耗损

通常喷嘴式灌溉系统比浇水式系统效率更高。©Pgiam/iStock

淡水生态系统也需要水这一点却鲜有认可，淡水生态系

统本身也是正当的用水者（第 5 章）。虽然正式认可环

境是正当的用水者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但是实践中其

认可范围却相对较小，许多水生生态系统仍处于危险中

（Garrick 等 2009）。

用水需求

随着富裕度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满足不断增长

的人口对水的需求，过去 50 年间全球取水量增加了三倍

（UNESCO 2009）。虽然这一时期的水供应依然相对稳定，

但是许多地方现在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可持续供应的水

平，会带来严重的长期影响（2030 Water Resources 

Group 2009）。预计每年人类消耗性蓝水的星球性边

界 - 如果流域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不能重新利用 - 为

4 000 km3，目前每年的消耗性蓝水约为 2 600 km3。

据估算，未来几十年中水资源需求将会达到星球性边界

（Rockström 等 2009）。

农业、工业和家庭取水量都在稳定增加。农业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用水者（图 4.2），由于不平衡的长期灌溉

水预算，许多地区的农业取水都无法持续（MA 2005），

这可以通过开采含水层和依赖大型调水工程证明。预

测这些取水还会继续增长，对水生生态系统施加更大

压力，而水生生态系统本身为了维持自身健康也需要适

当数量、质量和及时的水资源。

许多社区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地下水开采（开采含

水层）以满足其农业和家庭用水需求，这进一步威胁

了许多地区的用水保障。1960 年至 2000 年，全球地

下水取水量从每年 312 km3 增加到 734 km3，导致每

年地下水耗损从 126 km3 增加到 283 km3（Wada 等 

2010）。许多全球主要的农业中心都依赖地下水，包括

印度西北部、中国东北部、巴基斯坦东北部、加利福尼

亚的中央山谷和美国西部（图 4.3）（Wada 等 2010）。

并非所有取水都会导致消耗性用水，因为很多水会

以废水或灌溉回流的形式返还。旱作农业也是重要的人

类用水，只是没有直接取水。使用水足迹衡量的全球人

均年消费水量为 1 387 km3。北美洲的水足迹最高，为

平均每年每人 2 798 km3，亚太地区的水足迹最低，为

平均每年每人 1 156 km3（图 4.4）。 全球水足迹总量中，

74% 指的是储存在土壤中的雨水（绿水），11% 是消耗

性地表水和地下水（蓝水），还有 15% 是吸收各种来源

污染的淡水（水足迹术语中被成为灰水）。农业用水占

全球水足迹总量的 92%；其中仅牲畜和相关产品就占

了 27%（第 1 章）（Mekonnen 及 Hoekstra 2011）。

水利用效率和虚拟水交易

由于水资源的可再生供应相对比较稳定，因此解决

水资源稀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提高效率和减少消

耗性用水来降低用水需求。所有用水者的需求必须同时

考虑，包括环境用水需求。

虽然改进方法和技术已经使部分地区的所有部门

都提高了效率，但是为了确保不断增加的世界人口的福

祉，同时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及其产品和服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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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目标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指标

灌溉效率、净虚拟水交易

全球趋势

一定进展

最弱势群体

依赖灌溉农业的干旱地区；净虚拟水出口国的
贫穷社区

最受关注地区

西亚、亚太地区、非洲和中美洲部分地区

专栏 4.4 水利用效率

图 4.4 1996-2005 年全球和区域年度水足迹

图 4.5 2000 年全球灌溉效率

图 4.6 1996-2005 年世界虚拟水进口、出口和流动

依然存在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最需要和最有可能提高的部门是农业（图 4.5）为

了应对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变化，到 2050 年粮食需求

量将会增加约 70% 以上（第 1 章）（Boelee 2011）。改

进灌溉系统的应用、运输、分布和管理可以将进入农作

物体内的水的整体效率从 35% 提高到 75%，甚至更高

（Rohwer 等 2007）。更广泛的农业用水效率战略包括

土地 - 水管理和再利用（Ali 2010），而农场外的粮食供

应链的水利用效率也可以提高。

评估工业和家庭水利用效率所需要的全球数据还

不足。但是，依然有机会大幅提高这些部门的水利用效率，

尤其是在大量取水和 / 或快速城市化的地区（第 1 章）。

为了确保可持续的、公平的和经济的水资源利用，还需

要提高河流流域的水分配效率。

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虚拟水交易 - 交易产

品中嵌入的水，包括农作物和生产产品 - 是通过特定地

区发挥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竞争优势来提高整体水利

用效率的一项工具。大约全球水足迹的五分之一与出口

生产有关（图 4.6）。1996 年 -2005 年，农业和工业产

品的全球虚拟水交易总量达每年 2 320km3，其中农作

物占 76%，动物产品和工业产品各占 12%（Mekonnen

及 Hoekstra 2011）。虚拟水交易可以有效地重新分配

水资源，一定程度有助于解决消费和生产影响脱节的问

题（第 3 章）。比如，缺水流域、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进

口水密集型产品来确保有限的水资源用于更有价值的

目的。但是，这也会导致过度开发净出口国的水资源，

使商品水需求凌驾于当地的基本需求之上，尤其是强大

的经济驱动力推动商品出口的地区（第 1 章）。另一个

特征是某些净虚拟水出口国自己的水资源也缺乏，比如

澳大利亚或南非，某些净虚拟水进口国水资源供应也很

充足，比如中欧地区。

水文情况变化

极端事件：洪水和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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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目标

制定方案缓解与水有关的极端事件的影响

指标

受洪水和干旱影响的人口数量；洪水和干旱导致的

经济损失总量

全球趋势

部分年份和部分地区略有进展，其余时间和地区形

势恶化

最弱势群体

三角洲、低洼地区、河漫滩、岛屿、排水基础设施不

佳的城市容易受到洪水的侵害；直接依赖旱作农业的社区

容易受到干旱的侵害

最受关注地区

洪水方面：东南亚、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拉

丁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干旱方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西亚、非洲北部和西部、澳大利亚、南亚和中亚

专栏 4.5 极端事件

图 4.7 1980-2010 年洪水和干旱影响的人口和造成的损失

目标

确保充足的和可持续的淡水供应；减少与水有关的

人类健康危害（防洪）；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

务（常有矛盾）

指标

水坝密度

全球趋势

水坝密度在增加；充足的和可持续的淡水供应方面

取得一定进展；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方面恶化

最弱势群体

由于水坝建设而拆迁的人；依赖水坝提供水资源供

应的人群

最受关注地区

发展中国家、亚洲、非洲南部

专栏 4.6 水坝和河流破碎化

图 4.8 全球大中型水坝的密度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称得上灾难的洪水和干旱事

件 - 导致十人或者以上死亡，100 人受影响，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或者请求国际援助（EM-DAT 2011）- 的数量

有所增加，受影响的面积和人数以及损失水平也有所

增加（EM-DAT 2011; Rosenfeld 等 2008; Kleinen 和

Petschel-Held 2007）。河流渠道化、河漫滩丧失、城市化，

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这些变化，以及土地利用转变是

导致洪水和干旱的影响增加以及针对这些影响脆弱性

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一章）。受影响的人口数量以及导

致的总损失差别很大，因此很难确定地判断其趋势。脆

弱性取决于应急预备水平以及预测和应对极端事件的

能力。各个地区应对突发性灾难（洪水）和渐进性灾难（干

旱）的应急预备水平也不同（IOM 2010）。

每年洪水都会导致生命和数十亿财产损失（图 4.7），

由于金融估值和财产保险水平高，发达国家的经济损失

更高。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前十年，洪水灾害数

量增加了 230%，损失水平也相应增加（图 4.7）（EM-DAT 

2011）。另外，受洪水影响的人口数量也增加了 114%

（UNISDR 2011）。1970 年至 2008 年，自然灾害导致

的死亡中 95% 发生在发展中国家（IPCC 2011），虽然

东亚和南亚各国政府已经提高了其自然灾害应急预备

水平，但是由于社会能力不足、洪水严重程度增加，社

区应对这种极端事件的能力反而出现了减弱（Osti 等 

2011）。未来，预计北半球和赤道附近发生洪水灾害的

频率会增加，而许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会变得更加干燥

（IPCC 2007a）。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前十年，干旱灾害数

量增加了 38%，受其影响的人数和损失也相应增加

（EM-DAT 2011）。干旱摧毁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阻碍 MDGs 的实现，并对生态系统施加额外压力。旱

作农业占全球农作物生产的 70%，干旱灾害发生时，

依赖旱作农业的社区除国际援助外鲜有其他食物来源

（Portmann 等 2010）。非洲东部正在经历的严重干旱

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净初级生产力降低都可以

证明上述论断（Zhao 和 Running 2010）。干旱还影响

农田灌溉，加剧水资源矛盾，干旱、半干旱地区尤其容易

受到侵害，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水坝和河流破碎化

建设水坝和控制河流可以惠及众人，为人类提供

防洪设施、可靠的水资源供应和水力发电。但是水坝会

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包括水道破碎化和流量变化，

改变生态系统过程，影响水生生物，尤其是迁徙物种。

改进现有水坝的管理，确保环境用水，保留或创造鱼道

对于缓解矛盾很重要，不过这些措施与全面补救措施相

比通常还不够（Gleick 2003）。为了将新水坝的设计、

位置和运营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仔细的权衡分析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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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减缓地下水污染的影响

指标

砷、硝酸盐和盐渍化

全球趋势

部分地区进展很小；其他地区恶化

最弱势群体

缺少卫生设施的快速工业化区域的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孟加拉国、印度，和东南亚、北美洲和欧洲东部
人口密集的三角洲地区，砷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专栏 4.7 地下水污染

图 4.9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预测的饮用水中含砷的危险

矿业和矿物开采会极大降低河流或地下水水位。©BanksPhotos/

iStock

目标

提高卫生设施覆盖率，包括废水收集、处理和处置

设施；减少和控制淡水和海洋污染

指标

粪便大肠杆菌浓度；不具备改良的卫生设施条件的

人口

全球趋势

一定进展

最弱势群体    

最贫困和最边远的社区

最受关注地区

非洲、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

专栏 4.8 病原污染

图 4.10 1990-2011 年主要城市旁的河流中粪便大肠杆菌浓度—水性病原体的一个指标

工业化国家的水坝密度最高，不过由于大部分合适

的地点已经被占用，而且立法和公众压力不支持水坝建

设，因此其水坝建设速度有所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为

了确保其水资源和电力供应，正在积极建设水坝。鉴于

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第 1 章），水坝的规划应当考虑

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流变动。

淡水和海洋水质

地下水污染

整个世界的地下水都受到来自农业、城市地区、固

体废弃物、现场废水处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精炼、采矿、

生产和其他工业资源污染的威胁。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这

些活动的控制不力，超过了地下土壤和地层的自然衰减

能力（Foster 等 2006）。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的盐渍化，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是另一个严重问题，尤其是对依赖

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的社区而言。

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也在增加，尤其是快速工

业化区域、卫生设施不足和 / 或大量使用农业肥料的区

域。地下水中的硝酸盐会导致富营养化，并直接危害人

类健康。自然发生的和人类活动引起的砷威胁了很多国

家的饮用水水质（图 4.9）。被自然地质来源的砷污染的

地下水影响了 3500-7500 百万人。某些地区的地表水

污染使地下水成为饮用水来源，这导致人们不经意地暴

露于自然来源的砷（Schwarzenbach 等 2010; Brunt

等 2004）。

病原污染

很多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导致的病原污染对人类

健康是一个重大威胁，是导致许多社区水处理成本的一

部分。大部分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以市政污水收

集和处理为代表的细菌污染已经降低。与此相反，发展

中国家里，病原微生物通常是最严重的水质问题（图4.10）。

由于人类和动物粪便是水污染最主要的病原来源，

因此实现 MDG 目标 7c 到 2015 年将无法获得基本卫

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有助于减少此类污染。虽然部

分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世界尚未处于实现

这一目标的轨道上（图 4.11）。改良的卫生设施依然忽

视了那些最贫穷的社区和个人，尤其是非洲和南亚地

区（WHO 2012）。除非未来实现 MDG 的卫生设施条

件中包括废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的规定，否则增加获取

改良的卫生设施可能会使更多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水

体，导致下游水质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影响（Biswas 和 

Tortajad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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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1990-2015 年不具备改良的卫生设施条件的人口与 MDG目标的对比

目标

减少和控制淡水和海洋污染

指标

海洋：沿海死区的广泛性；

         有害赤潮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全球趋势

进展很少或者恶化

最受关注地区

东南亚、欧洲、北美洲东部

专栏 4.9 营养物质污染和富营养化

图 4.12 2010 年全球缺氧和富营养化的沿海地区

目标

减少海洋污染

指标

海岸废弃物水平；海底和海洋环流的废弃物
水平

全球趋势

进展很小或者没有进展

最弱势群体

沿海地区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未知

专栏 4.10 海洋垃圾

营养物质污染和富营养化

人类废水、牲畜废弃物、肥料、空气沉积和侵蚀（第

3 章）导致的富营养化是一个持续、普遍的水质问题。

虽然许多区域都增加了废水处理，但是减少来自非点源

营养物质负荷的进展却很小，包括淡水和海洋系统中的

农业和城市径流以及空气沉积。虽然这些过程的具体

阈值尚不确定，但是干预全球营养物质循环可能已经达

到星球性边界，超过了这个边界，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

就无法恢复（Rockström 等 2009）。

自 1970 年以来，全球河流的营养物质输出增加

了约 15%，其中南非占增加额的至少一半（Seitzinger

等 2010）。1970 年以来，湖泊海藻和大型植物的总生

产能力增加了 74%，1990 年以来，富营养化沿海地区

数量急剧增加。在严重富营养化的条件下，海藻大量

繁殖会导致缺氧，湖泊中的鱼类会因缺氧而死亡，进而

导致沿海地区出现死区。缺氧已经成为全球湖泊、河

流、河口以及沿海地区一个重要而严重的问题（Diaz 等 

2010; Rabalais 等 2010; Diaz 和 Rosenberg 2008）。

全球至少 169 个沿海地区被认为缺氧，死区在东南亚、

欧洲和北美洲的海边十分普遍（图 4.12）。只有 13 个

沿 海 地 区似乎正 在 恢 复（Diaz 等 2010; Rabalais 等 

2010），大部分位于北美洲和欧洲北部。虽然磷负荷预

测趋于平稳，但是到 2030 年全球河流的磷负荷有可能

增加 5%，主要是在南亚（Seitzinger 等 2010）。

营养物质还可以导致淡水和沿海地区的有害赤潮，

部分赤潮会释放海藻毒素，直接影响人类健康（WHO 

2003a）、水生生物和牲畜。麻痹性贝毒是在富营养化水

体中发现的一种有害海藻毒素，报告的这种疫情爆发的

数量从 1970 年的不到 20 起增加到 2009 年的 100 起

以上（Anderson 等 2010）。

海洋垃圾

由于固体废弃物处理不当和塑料用量增加，世界所

有的海洋中都可以发现废弃物（UNEP 2009）。海洋垃

圾损害野生生物、鱼类和船只，污染沿海地区，为人类

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风险。海洋垃圾会堆积在沿海沙

滩上、海底（Galgani 等 2000）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大

洋环流中（Law 等 2010; Martinez 等 2009）。

2005 年至 2007 年之间考察的 12 个海洋中，东南

太平洋、北太平洋、东亚海洋和环加勒比海地区含有的

海洋垃圾最多（UNEP 2009），相比之下，里海、地中海

和红海的废弃物最少。对波罗的海（HELCOM 2009）、

东 北 大 西 洋（OSPAR 2009）、美 国 海 岸 线（Sheavly 

2007）和北大西洋亚热带环流进行的区域研究显示

1986 年至 2008 年间，那里的废弃物数量没有发生显

著变化，而大西洋中部的数据显示 1997 年 -2007 年

间来自陆地和一般来源的海洋垃圾有所增加（Ribic 等 

2010）。

持久性有毒化学物质

有毒污染物包括微量金属元素镉、铅和汞；农药及

其副产品，比如二氯二苯二氯乙烷（DDT）和十氯酮；

工业化学品和燃烧产生的副产品。许多地方依然在使用

这些物质，它们会在水生系统中积累，导致沉积污染；

90% 的水体中都可以发现这些物质。最受关注的污染

物是具有持久性、有毒性和生物累积性的物质（第 6 章）。

生物可以积累来自水、沉积物和食物中的污染物，其获

0

10

20

30

40

70

50

60

1990 2000 2010



第一部分  环境的现状和趋势 第 4 章  水 113112

图 4.13 1995-2005 年特定深海鱼类有机氯污染趋势

目标

减少海洋和淡水污染

指标

食肉鱼类物种体内的有机氯浓度；北极空气中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浓度

全球趋势

一定进展

最脆弱群体

沿海地区人口；依赖鱼类为食的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两极地区

专栏 4.11 有毒化学物质

取的组织污染物水平比周围环境中的污染物水平要高。

有机氯混合物比如多氯化联（二）苯（PCB）或 DDT 会

在脂肪组织中累积，停留很长时间，并通过食物链产生

生物放大效益，因此在顶层捕猎者体内其浓度最高。

许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会在北极积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北极空气样本中的 POPs

浓度已有所降低（第 2 章）。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西太平洋中 12 种深海鱼类体内的至少三种有机氯化学

物质的组织浓度（图 4.13）（Oshihoi 等 2009）和旧金

山湾至少四种鱼类体内的 PCB 浓度（Davis 等 2003）

有所降低（第 6 章）。

新出现的水质问题

虽然许多工业化区域的传统有毒污染物有所减少，

但是其他污染物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在过去 30 年中，

阻燃剂（比如属于 POP 一种的多溴联苯醚（PBDEs））

在欧洲、北美洲和日本的使用有所增加（Schwarzenbach

等 2010）。现在对药物和个人护理产品的关注也日益增

加，这些产品使用后被废水系统带走然后进入环境中。

其对水生生物和人类的长期影响还未知，但是很明显，

即使是浓度很低的药物和内分泌干扰素也会产生生物

效应（Schwarzenbach 等 2010）。

纳米颗粒物和塑料微粒是相对较新的水污染物（第

6 章）。现代生活中使用的纳米颗粒物 - 粒径为 1-100

纳米（十亿分之一米）的颗粒物日益增多。新出现的纳

米生态毒理学行业研究了它们的环境命运和对水生生

态系统的可能 影响（Hassellöv 等 2008; Navarro 等 

2008）。塑料物质降解形成的塑料微粒可能包含添加剂，

能够在水生生物体内积累（GESAMP 2010; Ryan 等 

2009），塑料颗粒及其浓度（尤其是在海洋系统中）有

望随着全球塑料消费的增加而增长。毫无疑问，还会继

续发现现在还不甚了解的其他污染物。虽然辐射物质不

是新污染物，但是随着 2011 年发生海啸摧毁日本核电

站引起的水污染事件，工业、医疗、军事和事故释放的

辐射物质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大量外来物种依然是

许多沿海地区的问题（专栏 4.12，第 5 章）。

目标

确保充足的可持续淡水供应

指标

人类水安全威胁

全球趋势

恶化

最脆弱群体

水需求日益增加的发展中国家

最受关注地区

非洲、西亚、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入侵物种是一种生物污染，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极

大的威胁，可以导致严重的环境和经济损失。压载水是携

带物种向全世界传播的载体。2004 年《压载水公约》要

求实施管理规划，通常使用大洋的压载水交换减少外来

物种进入。由于这对于许多航行路线是不可行的，有些国

家，包括丹麦和澳大利亚已经制定法律要求进行压载水

处理以消灭携带的生物。

专栏 4.13 水安全专栏 4.12 压载水和入侵物种

虽然 MDG 有关水资源供应的目标已于 2011 年实现，但是到 2015 年依然会有 6 亿多人缺乏安全是水供应。©Kibae Park/UN Photo

交叉领域问题

水安全和人类健康

前面曾指出，绝对可用水量和不当的基础设施对

绝对水量的限制两方面都存在地区差异。二者与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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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2000 年在有无基础设施投资条件下水安全的威胁

目标

确保平等地获得改善饮用水

指标

无法获得改善饮用水资源的人口比例；农村 -
城市平等

全球趋势

提高水资源供应方面有重大进展；农村 - 城市
平等进展不大

最脆弱群体

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的穷人

最受关注地区

南太平洋次区域、非洲发不发，尤其是西印度海
次区域

专栏 4.14 获得改善水资源
一样都与水安全有关，因为它们会影响人类和环境用水。

虽然有所改善，但是缺少适当质量和数量的饮用水依

然是全球最大的人类健康问题。但是流域的水资源稀缺、

地区水质、基础设施和治理不当、文化方面以及不公平

的水价的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固有的现象。

水安全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提出了多个水安全的

定义，但是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Oswald Spring 及

Brauch 2009）。各种不同的定义导致出现许多基于不

同标准的指数，这使生成趋势数据极为困难。《海牙部

长宣言》将水安全广泛地定义为包括保护和改善淡水和

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和政治稳定性，确保人人

都能够得到并有能力支付足够的安全的水来过上健康

和幸福的生活，并且确保易遭受影响的人群能够得到保

护以避免遭受与水有关的危险（World Water Council 

2000）。

世界大约有 80%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水安全面临高

度危险地区，最严重的威胁类型影响着 34 亿人口，这

些人几乎全部居住于发展中国家。此处水安全威胁指的

是 23 个对水资源产生影响的驱动力的累积影响。这 23

个驱动力可归为以下四类：流域干扰、污染、水资源开

发和生物因素（Vörösmarty 等 2010.）。未来几十年，

由于需求增加（第 1 章）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模式

变化，更多的人可能会经历严重的水胁迫。

图 4.14 强调了人类水安全面临的全球威胁，并与

根据此前和现有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调整后的威胁幅

度相对比。数字显示随着工业化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提

高，人类的水安全可能提高，能够克服对水资源的各种

威胁（Vörösmarty 等 2010），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基础

设施投资水平较低，意味着他们的水安全状况依然很糟

糕。投资必须伴随适当的制度能力，而且由于基础设施

发展通常是以损失水生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质量为代价，

因此有必要考虑和适当减缓与投资有关的环境风险。

平等地获得改善饮用水

虽然在世界许多地区，水安全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

问题，但是自 1990 年以来，获得改善饮用水已经取得

重大进展。不过，许多地区，包括非洲大部分和发展中

国家的农村地区，依然缺乏改善饮用水资源（UNDESA 

2010）。2010 年 7 月 UN 大会宣布获得清洁水资源和

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只不过许多国家尚未认可或

实施这一权利。

图 4.15 1990-2005 年无法获得改善饮用水的人口

目标

减少与水有关的人类健康危害

指标

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衡量的与水有关的
疾病导致的死亡；报告的霍乱案例数量

全球趋势

一定进展

最脆弱群体

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的穷人，经历过自然灾
害的社区

最受关注地区

非洲

专栏 4.15 与水有关的疾病

登革热和疟疾都是由蚊子传播的，在存在死水可以滋生蚊子的地方，

这两种疾病是很严重的问题。© Salem Alkait/iStock

最近的数据显示 MDG 的饮用水目标已于 2010 年

实现（图 4.15）。但是，这一进展中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

2010年城市区域无法获得改善饮用水的比例仅为4%，

而在农村区域，这一比例仅为 19%。实现 MDG 7c 的目

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利用来克服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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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要素 观测到的趋势 对 21 世纪的预测

降水 趋势尚不清晰；北纬 30°至 85°的土地一般降水有所增加；南纬
10°至 30°出现明显减少。

预计总降水量会增加（温度每升高一度，总降水量增加
1-3%），各个地区的变化差异巨大

降水强度 强降水或极端降水事件的降水量急剧增加；全球极端降水强度增加 预计温度每升高一度，强降水量增加约 7%

干旱 虽然部分区域变得更加潮湿和 / 或干旱强度有所减轻，但是使用
Palmer 干旱指数衡量，20 世纪干旱程度有所增加

部分地区部分季节干旱强度会提高；模式非常复杂，难
以预测

热带气旋 与气候有关的任何可观测到的变化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热带气旋最大风速平均值可能增加，但是频率会减少；
频率和路径的变化不确定

冰川和积雪层 部分地区冰川体积减少，北半球积雪层有所减少；冰川和积雪融化
的最大径流时间提前 冰川体积和积雪层继续减少

海平面
20 世纪海平面上升了 0.2 米；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了相当于每
个世纪升高 0.3 米的记录，不过这是否代表长期海平面上升加速还
不明确

预计到 2100 年，海平面会上升 0.2-0.6 米，该范围的
上端可能会很高

海洋酸化 海洋表面平均 pH 值从 8.2 降低为 8.1 如果现有趋势一直持续，那么预计到 2100 年 pH 值将
会降低为 7.7 或 7.8

海面温度 自 1980 年开始，增加了 0.5° 持续增加

专栏 4.16 非洲儿童的腹泻

图 4.16 1989-2009 年各个地区的霍乱病例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全球医院的病床一半以上都是

被患有与水有关的疾病的患者占据（UNDP 2006）。腹泻

占全球疾病负荷的 4%，其中 90% 与环境污染和缺乏安

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有关（Prüss-üstün 等 2008）。

非洲是腹泻而亡的儿童负担最重的地区，2008 年，非洲

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为 130 万人，其中 70% 是由腹

泻导致的。不足为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卫生设施条

件也是最差的，有 3.3 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WHO 

2011a）.

和水安全资源稀缺问题（WHO 2012）。

与水有关的疾病

WHO 将与水有关的疾病定义为包括由饮用水中

的微生物和化学物质引起的疾病；载体生命周期的一部

分时在水中度过的疾病，比如血吸虫病；载体与水有关

的疾病，比如疟疾；以及其他由含有特定微生物的气溶

胶传播的疾病，比如军团病。

这些疾病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在

非洲。全球来看，由不当的卫生设施和水资源供应导致

的腹泻是 2004 年全球疾病负荷的第二大原因，当年共

有 7000 万个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由于疾病、伤

残或者过早死亡而损失（专栏 4.15）（Prüss-üstün 等 

2008）。全球健康数据显示受水传播疾病影响最严重

的地方位于非洲和南亚地区（WHO 2004）。

WHO 一直关注于减少 25 种不同的与水有关的疾

病（WHO 2011a）。在减少盘尾丝虫病、疟疾、血吸虫

病和霍乱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全球报告的霍

乱发病率 - 它是缺乏与水有关的疾病趋势的完整数据

的一个代表 - 近年来有所增加，主要是在非洲（图 4.16）。

2009 年，来自所有大洲的 45 个国家共报告了 221 226

例霍乱病例（图 4.16）。在缺乏适当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的发展中国家，与水有关的疾病是一个持续的公共健康

问题，2010 年海地地震后发生的霍乱蔓延进一步证明

了这一点。

水-能源-气候之间的相互关系

水、能源、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是相互联系的问

题。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均消费量增加提高了

对能源的需求。同时，化石能源的使用产生温室气体排

放，引起气候变化，进而气候变化会影响水，包括极端

天气事件、冰盖损失、水资源稀缺和海平面上升。反过

来，应对气候变化对水环境也有影响。有些形式的太阳

能要耗费大量的水，尤其是干旱地区。随着缺水问题加

剧，某些地区还依赖海水淡化，这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

（World Bank 2009）。此外，干旱有可能会减少水

电生产（专栏 4.21）。

气候变化对水循环和海洋变暖的影响

水文循环指的是水在海洋、大气、地表或者地下

的持续运动。有力证据显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全球

和 地 区内 的 水 文 循 环（Bates 等 2008; IPCC 2007a; 

Kundzewicz 等 2007），预计影响将会表现在改变降

水模式、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增加和频繁的自然灾害、

冰川消退导致河道流量改变、以及半干旱地区的干旱更

为严重（表 4.2）（IPCC 2007b）。

虽然预测气候变化对具体天气系统的影响还有

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气候变化有可能严重影响水管

理（Bates 等 2008）。其他人类活动（包括城市化、工

业化、水资源开发）对水文循环的全球影响有可能超

过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影响，至少是在未来二十到三十

年内（Gordon 等 2005）。如果要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表 4.2 观测到的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对主要水文要素的影响

资料来源：IPCC 2011; Feely 等 2009; World Bank 2009; IPCC 2007c

专栏 4.17 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影响

目标

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

指标

极端降水；冰川消退；干旱强度；应对气候变化
的水部门成本

全球趋势

应对和减缓战略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资金和实
施方面进展不大或者没有进展

最脆弱群体

依赖旱作农业和 / 或冰川融化的人口；长期依
赖非可再生地下水的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干旱地区、热带地区和经历过气旋和飓风的沿
海地区

到 2030 年为了向所有国家提供充足的水资源，预计所

需要的额外的水基础设施成本将高达每年 90-110 亿

美元（UNFCCC 2007），其中 85% 在发展中国家。洪

水风险管理和水质保护也需要额外的成本（Parry 等 

2009）。证据显示有必要提高有关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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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减缓并应对气候变化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

指标

海平面上升；应对海平面上升的成本

全球趋势

进展不大或者没有进展

最脆弱群体

沿海地区，岛屿社区，三角洲的高密度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沿海地区（三角洲和非洲沿海）、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北极、南极和高山地区

目标

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指标

海洋 pH 值

全球趋势

恶化

最脆弱群体

依赖热带渔业的社区而热带渔业则依赖珊瑚礁
生态系统和其他钙初级生产者

最受关注地区

热带海洋

专栏 4.18 海平面上升

专栏 4.19 海洋酸化 图 4.17 1960 年 -2010 年北太平洋二氧化碳浓度和海洋酸化

海洋酸 化 威 胁海洋生命，尤 其 是 珊 瑚和 水 生 贝类。这 对于 依 靠

捕 鱼 和 水 产 养 殖 为 生 的 社 区 具 有 毁 灭 性 的 影 响。© Extreme-

photographer/iStockv

的公众意识：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世界银行赞助的

191 个水项目中，35% 包含了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措施（World Bank 2009）。但是同时，当地和地区

采取的防洪和应对其他极端事件的努力可能对水生生

态系统本身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对海洋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面温

度（SST）上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海面温度

已经上升了 0.5°，预计整个 21 世纪海面温度还将持续

上升（IPCC 2007a）。地面温度每升高一度，预计全球

降水将会增加 1-3%（Wentz 等 2007），许多热带和温

带地区极端降水时间将会延长（IPCC 2011; Gorman

及 Schneider 2009）。

冰盖融化和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是由海洋热膨胀以及冰川和冰盖融化

导致的（IPCC 2007a）。虽然几乎 3000 年的时间内全

球海平面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 20 世

纪，却上升了约 170mm（IPCC 2007b），而且预计到

2100 年还 将上 升至 少 400mm（+/-200 mm）（IPCC 

2007a）。1993 年 -2008 年的测量显示海平面上升的

速 度比此前几十年提高了一 倍（Cazenave 和 Llovel 

2010），也超过了根据气候模式预测的速度。

虽然上述和其他有关海平面上升的预测还有很大

的变异性（Levitus 等 2009; Ishii 和 Kimoto 2009），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1960 年以来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

25-50% 都是由于热膨胀导致的（Cazenave 和 Llovel 

2010; Antonov 等 2005; Willis 等 2004）。有 些 变

异性可能与水库中存储的水有关，据估算，过去五十

年间，这使海平面上升水平减少了 30-55mm（Chao

等 2008）。20 世纪，小型冰川和冰帽的体积大量减少

（Dyurgerov 和 Meier 2005），而未来陆地冰源融化

导致的淡水径流会增加。但是，过去十年中随着格林兰

岛和北极冰盖加速融化，它们已经成为海平面上升的

最大贡献者，并且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它们还将

继续成为 21 世纪海平面上升的主导因素（Rignot 等 

2011; Rignot 2008）。

由 于人 口 和 基 础 设 施 在 沿 海 地 区 高 度 集 中

（McGranahan 等 2007），许多国家很容易受到海平

面上升以及相应的沿海和低洼社区洪水的危害（第 7

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

三角洲区域尤其容易受害（IPCC 2007c），因为许多国

家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能力或恢复相关损失的能力有限。

到 21 世纪 40 年代，根据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沿海地区

适应海平面上升的的成本预计为每年 260-890 亿美元

（World Bank 2010）。

海洋酸化

每年，海洋吸收大部分人为二氧化碳（CO2）并与水

发生反应生成碳酸，导致海洋变酸。虽然存在地区差异，

但是海洋表面平均 pH 值从工业化前的 8.2 降低为目

前的 8.1（图 4.17；第 2 章），Feely 等 （2009) 预测到

2100 年，该 pH 值将会进一步降低到约 7.8。海洋酸化

可能正在接近星球性边界（Rockström 等 2009）。

海洋酸度增加会影响具有碳酸钙壳和骨骼的海

洋生物、钙性藻类和其他生物（Langdon 及 Atkinson 

2005）。受影响的生物包括造礁珊瑚以及其他对海洋食

物网至关重要的生物，包括多种重要的人类食物来源，

比如螃蟹和软体动物。与海水温度升高一起，海洋酸化

被视为珊瑚白化的最主要原因，珊瑚白化摧毁了世界的

珊瑚礁生态系统（Hoegh- Guldberg 等 2007），有些

研究预测到 2050 年热带珊瑚礁会快速萎缩（第 5 章）

（Logan 2010）。珊瑚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生态服务，

比如珊瑚礁是某些具有重要商业价值鱼类的产卵和哺

育场。这些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受到损害的证据越来越多，

显示了有必要进行治理提高对它们的保护。

能源开发对水资源的影响

虽然缺乏全球数据，但是人们认为在美国和欧盟

（EU），能源部门用水量占取水总量的约 40%（Glennie

等 2010）。能源的水资源需求从原材料开采和加工到

驱动水电涡轮机和冷却热电厂，包括核电站。化石燃料

开采对水质也有严重的影响。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生产可以影响淡水和海洋生态

系统。已得到验证的新技术加快了页岩含气盆地的新

天然气井的扩张速度（EIA 2011）。目前正在研究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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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1 干旱对水电的影响

图 4.18 南亚和东南亚五个国家的热电场和水电场位置和水胁迫水平

2010 年‘深水地平线’号向墨西哥湾泄漏了 490 万

桶原油，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海上石油泄漏事故。虽然其

导致的经济和生态成本尚未完全量化，但是它已经导致海

洋生命、野生生物栖息地、渔业和旅游业的大量损失。与

此前的石油泄漏不一样的是，此前泄漏的石油大部分会

消散或者蒸发，但是这次直至 2011 年春天，大量的水下

油柱和厚厚一层溶解油依然停留在海底，原油球块持续

被冲到岸上和湿地中，湿地中的草持续腐烂死亡。

资料来源：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BP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and Offshore Drilling 2011

专栏 4.20 ‘深水地平线’号石油泄漏

过去十年中，干旱已经导致非洲东部水力发电量明

显减少，对国家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比如，2004 年至

2006 年维多利亚湖的低水位使乌干达的水力发电量减少

了50 兆瓦，导致此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从6.2%下降到 4.9%

（Karakezi 等 2009）。

图 4.19 制定和实施综合水资源管理计划的进展

目标

制定和实施综合管理战略和规划；保护和恢复淡水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指标

制定和实施综合管理战略和规划方面取得了进展

全球趋势

特定地区取得了进展；其他地区数据不足

最脆弱群体

福祉和生计直接依赖淡水系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

最受关注地区

发展中地区，尤其是水资源短缺和 / 或水质下降的

地区

专栏 4.22 水资源综合管理

水资源的影响，包括含水层污染、爆炸性甲烷的可能水

平（Osborn 等 2011）、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溪流接

受污水排放（Johnson 等 2007）、大量消耗性用水用

于钻井和完井（第 7 章）。油砂开采也需要大量水资源，

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水污染（Kelly 等 2010）。

石油泄漏也对环境产生威胁，尤其是海洋生态系统。

虽然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油轮泄漏事件的数量

已明显减少（ITOPF 2010），但是最近与墨西哥湾海上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大型泄露是海洋生态系统风

险的一个证据（专栏 4.20）。但是，随着全球石油和天

然气需求的增加，未来二十年内，随着海洋边界问题解决，

北极冰川融化后人类可以到达此前无法到达的区域，这

种海上活动还会增加。全球未发现但是技术可采的石

油和天然气资源中约 20% 在北极地区（Bird 等 2008; 

AMAP 2007），但是北极偏远的位置、寒冷的物理环境、

大量水生哺乳动物和冷水中石油降解速度慢，那里更容

易受到石油泄漏的危害。

水密集程度最高的发电方式是生物质发电，其次

是水力、石油、煤和核、天然气、某些集中式太阳能系统

和地热能、光电子能、和风能。根据发电形式和位置，精

确值差异很大（Glennie 等 2010）。比如，许多集中式

太阳能发电在太阳能水平较高的干旱地区效率最高，但

是它也需要大量水进行冷却，有时需水量可能与化石燃

料发电站一样多。水资源稀缺影响能源生产就是这种情

况。比如，南亚和东南亚主要电力公司现有或计划装机

容量一半以上位于缺水或者水胁迫较大的区域（图 4.18）

（WRI 2010)）。

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也可以影响发电的水需求量。

比如，燃煤发电站排放的碳的捕获和储存可以将水消

耗量增加 45-90%（Glennie 等 2010）。另外，增加生

物质或某些类型的集中太阳能发电的比例有可能对水

的可用量产生负面影响，凸显了选择用水量少、效率高

的发电技术的必要性（第 12 章）。

水治理

水问题通常可以理解为不当的水治理（RCSE-SU 

and ILEC 2011; UNESCO 2006），正如表 4.1 中列出

的水目标说明的那样。

适应性淡水管理和综合计划

UNCED 的《21 世纪议程》呼吁“水资源开发、管

理和利用的综合方法”（UNCED 1992），后来制定了几

个综合管理范例，包括综合水资源管理（Global Water 

Partnership  2000）、综合流域管理（ILEC 2006）、《海

洋及沿海生物多样性雅加达宣言》（CBD 1977）中提出

的综合海岸带管理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其

他成果。综合管理方法还提供了一个防止自然灾害的负

面影响的角度，比如毁灭性地震和类似 2011 年发生在

日本的海啸。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6 段正式提出了采

取综合方法的必要，它规定到 2005 年，政府应当通过

各个水平的努力制定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水资源效率规

划（WSSD 2002）。这一整体目标现在仍未实现。但是

2003 年和 2005 年的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数据

以及 2008 年和 2012 年针对所有国家的研究数据显示

了从规划制定到实施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发达

国家（图 4.19）。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展似乎却减慢了

（UN-Water 2012）。

有些水资源专家和政策决策者指出，在某些情况下，

综合管理这个概念不够具体，无法进行实际实施（Placht 

2007; Watson 等 2007），由于受到很多制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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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沙丘是保护海岸线不受海浪损坏的缓冲区，可以保护土地不受盐水入侵的威胁。© Rui Miguel da Costa Neves Saraiva

图 4.20 2011 年 18 个区域海洋和 64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图

政治和自由的限制，其进展也很缓慢（Brauch 等 2009; 

Lansky 及 Uitto 2005）。此外，虽然水资源综合管理建

议跨部门协调，但是并非所有相关政府机构和关键的

水资源利益相关方都能够达成一致（Biswas 2004）。

因为参与方法并非总能确保考虑性别观点，因此需要

对经济发展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系统评

估，确保同时影响女性和男性的水问题是项目规划、实

施和评估的一部分，包括确保性别平等的制度和组织变

化是一个长期承诺（Bennett 等 2005）。另外，虽然综

合管理的适用范围从一个村庄到整个流域到整个国家

再到跨界等多个级别，但是各个级别都有其独特的问题

（Lenton 和 Muller 2009），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两种方法。但是，现有证据显示综合政策很大程度上关

注高级别的问题，比如国家政策改革或者建立河流流

域组织，而忽视了当地水平的综合管理活动的现场实施

（Perret 等 2006）。

2000 年，欧洲委员会（EC）在其《水框架指令》

中采用了水资源综合管理原则，2007 年又采用了洪灾

风险管理指令。此外，虽然《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6 段提出了目标，但是目前为止，尚没有全球多边环

境协议来具体指导地下蓄水层的保护。不过，却出现了

几个区域性地下水行动，包括 2008 年建立的非洲地下

水委员会（AMCOW 2008）。由于不良的地下水管理

是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在国家法律中认可地下水系统是

提高地下水治理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建立可持续发展

制度和融资。

虽然有关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地区经验和国际河流

流域管理的社会科学文献正在增加，但是有关这种方法

的现状和趋势的数据却很少，尤其是它们的长期效益和

影响。研究关注更多的是概念及其应用，却很少关注相

关的政策实施，这突显了对能更好地评估有效性的进展

指标和持续监测框架的需要（RCSESU and ILEC 2011; 

UN-Water 2012）。特定政策行动主要支持 UNEP 实

施的国际河流流域包括跨境水评估项目（TWAP），目

的是为监测和评估相关趋势、环境和人类水胁迫、污染、

污染强度和水系统复原能力而制定方法论。

海洋治理

海洋系统是一个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国际航行的

交通手段、是旅游目的地，也是气候变化的调节者。沿

海沙丘和潮汐湿地是防止潮汐洪灾的重要缓冲区。国际

社会已经制定了大量国际公约保护海洋环境，这显示了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不过一个常见的限制就是它们依赖

于国家立法，而国家立法反映的却可能是其他议程。

关于国际协定，1972 年《防止倾倒废料及其他物

质污染海洋公约》（伦敦公约）和 1973 年《国际防止船

舶污染公约》（MARPOL）都强调了海洋污染这个问题。 

160 个国家签署并于 1994 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UNCLOS 1982）是共享海洋及其资源的一个代表，

解决了航海、经济权利、污染、海洋保护和科学开采等问题。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海洋垃圾，这些公约被视为控制和

防止海洋污染的积极框架。2004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

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是采取联合行动解决外来

入侵物种的一个实例，外来入侵物种可以导致严重的环

境和经济损失。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努力是《保护海洋环境免

受陆基活动影响的全球行动纲领》（GPA），1995 年

108 个政府和 EC 会签署了该行动纲领。虽然 GPA 不

具有强制执行性，但是它旨在引领各国家和地区机构采

取持久的行动防止、减少和 / 或消除陆基活动导致的海

洋退化。许多国家表示同意 GPA 的目标，这为解决注

入淡水导致的沿海和海上水环境退化制定合作战略提

供了一个方式。海洋空间规划与土地规划或公共土地分

区类似，是一种新出现的海洋治理的可能性。

区域性海洋公约（UNEP 和独立公约）、其他行动

计划以及美国海洋和大气局（NOAA）提出的大型海洋

生态系统的概念也是一个综合管理方法（图 4.20）。但

是根据参与国家的不同，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划的方法各

不相同，有些指南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有些则不具有

约束力。

不属于各国家管辖范围的大洋占地球表面积几乎

一半，快速发展的技术为商业用途开辟了新的海洋边界，

这些商业用途包括渔业、航海、资源开发以及潜在的海

洋工程，比如深海 CO2 封存。大洋和深海生态系统包括

海底山、海沟和海谷、冷水珊瑚和深海热泉，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大型生长缓慢、寿命长和分布不均匀的

物种适应了这些环境的稳定状态，对环境影响尤其敏感。

但是对超越国家边界的区域治理很薄弱，也很零散，需

要加强准备应对处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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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加强组织协调机制

指标

矛盾和合作事件的数量；组织和条约数量

全球趋势

一定进展

最脆弱群体

缺乏组织框架的跨界流域内的社区

最受关注地区

水胁迫和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地区

专栏 4.23 竞争与冲突

图 4.21 2000 年国际河流流域

图 4.22 1948-1999 年和 2000 年 -2008 年各种类型的淡水冲突

类活动及其影响，确保大洋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作为冲突和合作基础的水

对共享水资源的竞争会导致冲突，尤其是在地方

层面，因为水资源需求通常都是很急迫的，而且水资源

稀缺，无法满足相互矛盾的所有需求。州内冲突包括农

村和城市之间的冲突 - 比如农业、工业和市政用水的冲

突，还包括依赖于水的生计活动之的冲突 - 比如渔业、

农业和牲畜养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可能

导致管理问题恶化。另外，全球人口的 40% 居住在跨

界河流流域，跨界河流流域占世界土地面积的将近一半，

提供了全球淡水流量的 60% 以上（图 4.21），这构成了

额外的管理困难。

现在蓄意的或有威胁性的水供应中毒事件越来越

多（Pacific Institute 2011; Greenberg 2009）。2000-

2010 年，太平洋研究所保管的《水冲突大事年表》记录

了 69 例水冲突事件，而 1975-1999 年间，这一数字仅有

54 例。De Stefano 等 （2010) 发现 1948-1999 年报告

的 1 831 例水事件，67% 是合作性的，只有 28% 是冲突

性的；2000 年 -2008 年矛盾性事件的比例小幅上升到了

33%。基础设施和水供应量一直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

虽然水冲突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并且未来的争端还

会增加（Kundzewicz 和 Kowalczak 2009; Greenberg 

2009），但是现有证据表明合作的潜力比冲突更大，尤

其是国际水平的合作（De Stefano 等 2010）。

在 236 个国际淡水流域中，大约 158 个依然空缺

合作管理框架，而 106 个存在水组织的流域中，仅有不

到 20% 存在有效的多边协议（De Stefano 等 2010）。

但是，证据表明建立跨境流域组织的淡水系统通常会

促进合作，主要实例包括维多利亚湖流域、拉普拉塔、

湄公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第 8 章）。实际上，1948 年

以来，已经签署了 295 个国际水协定。虽然联合国国际

法委员会（ILC）编纂了跨境含水层的法规并于 2008 年

被联合国大会通过，是一个重大进展，但是跨境地下水

组织相对较少。

虽然跨境流域组织有助于所谓的水外交、冲突管

理和争议解决（Oswald Spring 2007），但 是也有相

反的例子。塞内加尔河的水资源稀缺促成了合作，但是

后来建设的水坝却导致那里陷入了暴力冲突（Kipping 

2009）。另外，随着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

会导致新的冲突汇集，包括气候引起的淡水资源退化，

粮食产量减少和风暴和洪水灾害增加，这都会进一步损

害粮食安全（WBGU 2008）。

针对与大洋上过度捕鱼和深海矿物开采有关的潜

在冲突还没有类似的分析， 然而，几个国际协议在海洋

治理章节中确认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不一。沿海地区

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在地区水平和全球水平

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比如 UNEP 的 13 个区域性海

洋行动纲领和 64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图 4.20）。EU

海洋战略框架指令是另一种区域性工具，适用于 EU 成

员国管辖下的欧洲水体，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

和东北大西洋。虽然区域性海洋行动纲领和大型海洋

生态系统与 UNCLOS 是一致的，基本反映了 2002 年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的目标，但是其实

现情况依然不清楚。

展望和差距

全球的淡水和海洋水问题依然具有很高的优先性，

由多边协议（包括公约和行动规划）指导本章的范围可

以证明这一点。表 4.3 使用指标对表 4.1 中协议的进展

情况进行了评估，总结了水环境的发展趋势，并尽可能

提供有关水环境现状的展望。

1990 年以来，在实现与人类福祉和经济发展有直

接关系的目标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包括获得水资源供应、

减少威胁人类健康的有毒污染物。但是依然需要提高

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与水有关的疾病和水资源供应

的关注。制定水资源综合管理规划和跨境水协议等水治

理方面也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这些规划必须实施、

有足够的资金和执行力才能改善水生生态系统及其保

障生命的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

提高水安全、保障平等地获得水资源依然是一个挑

战。在水资源退化和过度开采的背景下，对可持续水资

源供应的需求是人类最关键的资源需求之一。许多地区

在减少淡水和沿海地区的营养物质负荷和超越国家管

辖权的治理方面进展很小，甚至没有进展。

水生生态系统问题的驱动力和相关压力的复杂性

是阻碍实现国际商定目标解决其根本原因的一个障碍。

许多环境、社会经济和质量目标缺少适当的指标导致评

估实现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可持续性水生生态系统尤为

10%

2%

1948–1999 2000–2008

2%

4%

19%
12%

6%

7%

6% 3%

7%

27%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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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泰国巴吞他尼省的道路上一群人在洪水中拉着满是物

品的救生艇。© ruchos/iStock

A：重大进展
B：一定进展

C：进展很小或者没有进展
D：恶化

X：评价进展尚早
？：数据不足

关键问题
和目标

现状和趋势 展望 差距

1. 生态系统

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

系统及其服务
？

一半以上的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规划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是其中有多少规划反映了提高淡水生态系统

管理却不清楚。1990 年以来建设了许多大中型水坝，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这摧毁了水文情况的完整性，破坏了淡水生

态系统功能，参考第 5 章

由于对能源和粮食的需

求增加，建设更多水坝

和灌溉基础设施的压力

还会持续

有关淡水生态系统现状的全球数据；

急性和长期影响的生态系统保护和恢

复的量化目标

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

系统及其服务
D/B

D：海洋变暖和酸化加速、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压力，尤其

是珊瑚礁；415 个沿海地区发生富营养化，其中 169 个存

在缺氧死区

B：现有 18 个区域性海洋公约和行动规划旨在提高生态系

统健康和其他目标，涉及 143 个国家；现有 64 个大型海洋

生态系统覆盖世界沿海地区，其中有些得到了有效管理，其

他由于缺乏资金和参与国的承诺导致进展缓慢

B：有关保护区请参考第 5 章

由于海洋酸化和变暖，

到 2050 年许多珊瑚礁

会快速萎缩；其他海洋

生态系统面临的重大威

胁包括陆地污染、公海

缺乏治理

海洋 pH 值

保护和改进湿地管理 D 参考第 3 章和第 5 章

确保环境用水需求 D
人类的水资源消耗通过利用近三分之一的主要河流流域的环

境用水危害了生态系统

随着水资源需求的增加，

有可能会继续恶化

维持流域水平的生态服务所需的月份

环境用水数据；法律承认环境用水需

求（第二部分）；明确和确保流域水

平的最小环境用水要求的目标；将环

境用水纳入基本分配制度

表 4.3 目标进展（参考表 4.1）

困难。其他主要障碍还包括能力不足，缺少技术、资金、

信息和数据，缺少量化目标。更多重点（包括提高监测

能力的重点）应当放在获取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

件对人类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完整性的影响有关的可

靠数据上。不幸的是，许多地区的水质、水量和生态系

统健康监测都减弱了。结果，由于数据差距和水问题（包

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快速变化的性质，评估和管

理水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反而增加了。

最后，表 4.1 中列举的多边环境协议的现状和趋势

分析表明还需要继续进行国家和国际水平的研究、政

策制定和实施。此外，还要更加关注数据收集，包括性

别数据，尤其是极端天气事件 - 风暴、洪水和干旱 - 对

受影响人群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未来制定、应用和实施

与提高所有受影响的人的安全和生计 - 包括女性、儿

童和老年人 - 有关的政策的基础（Bennett 等 2005）。

虽然这种评估收受到许多数据和信息差距的限制，但

是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本章中水及其相关的土地问题

所需要的信息是充分的。

2. 人类福祉

减少与水有关的人类

健康危害
B

增加获得改良的水资源供应和卫生设施减少了全球与水有关

的人口健康危害，在减少与水有关的基本方面也取得了显著

成功；但是截止 2004 年，每年依然有 350 万人死于与水有

关的疾病；自 1970 年开始，麻痹性贝毒发生的频率增加了

五倍

继续改进水资源供应和

卫生设施。非洲落后于

世界其他地区

与水有关的疾病和危害的最新数据；

地方范围严格实施 MDG 的机制

确保平等享有饮用水

供应
A/B

A：无法获得改良饮用水供应的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23%

降低为 2008 年的 13%，预计到 2015 年该比例进一步降低

为 9%

B：城市取得的进展比农村要多，导致了更多的不公平；水

资源供应的可靠性和水质依然是很多地方值得关注的问题

预计到 2015 年无法获

得改良饮用水供应的人

口比例降低为 9%，实现

相关的 MDG

各个地区的安全（非改良的）饮用水

数据；严格实施 MDG 的机制；一致

同意的公平的定义

确保充足的可持续性

淡水供应
D/B

D：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过去五十年间全球取水量增

加了三倍，尤其是地下水处于危险中； 80% 的世界人口生

活在水安全面临高度危险地区，最严重的威胁类型影响着

34 亿人口

B：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建设水坝提高了水资源供应

未来几十年，更多的人

可能会经历严重的水压

力；未来几十年中，淡

水用量将达到星球性边

界

确定水安全指标和开发数据以便对趋

势进行跟踪（地下水补给、能源部门

的全球取水量和消耗量、水资源短缺

全球透明图和能源需求）；一致同意

的水安全的定义和相关指标

制定缓解与水有关的

极端事件带来的影响

的方案

B/D

B：许多政府报告制定减灾战略取得重大进展

D：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最初十年，干旱和洪水灾害

的数量分别增加了 38% 和 230%，暴露于 洪水的人口数量

增加了 114%

世界许多地区的降水强

度和干旱增加会增加极

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

各种应对和减缓措施的全面成本效益

分析以及减缓努力的影响分析；政策

综合包括水平综合（比如部门间）和

垂直综合（比如全球到地区到地方）；

脆弱社区的风险管理战略

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

对水环境产生的不利

影响

B/C

B：各个范围都制定了广泛的应对工具、因地制宜的方法和

适应性管理；低度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s）

中包含了对水部门的规划干预；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

世界银行赞助的水项目中，35% 包含了减缓和应对气候变

化影响的措施

C：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不包含在实现目前的 MDG 有关水

和卫生设施目标所需要的成本，其本身资金也不足

随着地区和当地水平的科

学不确定性降低和人们意

识的提高，环境和应对措

施有望增加；水部门和

海平面上升的气候变化

应对成本每年至少从 350

亿 -1000 亿美元

缓解和应对成果报告；与水有关的极

端气候事件的监测和早期预警；长期

监测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文循环的变化

3. 水的利用效率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
B

许多地区的灌溉效率很低；灌溉技术的效率已经提高，但是

还未广泛应用；通过虚拟水交易提高了利用效率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

措施的实施速度跟不上

对水需求的增长速度；

虚拟水交易有助于更高

效的重新分配水资源

各个部门（包括能源部门）和各国水

资源利用效率趋势的数据；虚拟水交

易趋势数据；虚拟水交易的效率影响；

各个部门的量化效率目标；谁分配效

率，包括环境用水

4. 水质

减少和控制淡水污染 ？ /C

有关淡水水质的全球数据集并不存在，无法评估整体趋势；

某些地方水质有所提高，但是大多数河流系统至少有一部分

粪便大肠杆菌超出了 WHO 的饮用水标准；全球湖泊藻类和

大型植物的生产力增长了 74%

没有展望数据

全球和地区有关沉积物、营养物质、

海洋垃圾、有毒化学物质和新出现的

污染物的数据；以长期全面数据为基

础的全球和地区的严格水质指数；新

污染物的水质标准和目标

减少和控制海洋污染 D/C/B

D：至少 415 个沿海地区已表现出严重的富营养化。1970

年以来，全球营养物质径流增加了约 15%。

C：虽然许多地区数据不足，但是沿海或海洋垃圾的数量没

有出现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变化。

B：鱼类体内的许多污染物减少；最近的主要污染物事件包

括日本福岛核危机和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

预计海洋的氮负荷会从

2000 年的每年 4320 万

吨增加到 2030 年的每

年 4550 万吨

全球和地区有关沉积物、营养物质、

海洋垃圾、有毒化学物质和新出现的

污染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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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卫生设施覆盖

率，包括废水收集、

处理和处置

B

1990 年 -2008 年，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从 54%

提高到 61%，不过改善却忽视了那些最贫穷最偏远的社区；

2008 年 26 亿人（每 2.5 人中有 1 人）无法获得改善的卫

生设施

全球在实现 MDG 将无

法获得改良的卫生设施

的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还未进入正轨

允许趋势跟踪的水安全指标定义和数

据开发（地下水补给、能源部门的全

球取水量和消耗量、水资源短缺全球

透明图和能源需求）；一致同意的水

安全的定义和相关指标

5. 制度和法律问题

认可水的经济价值 ？

有关生态服务的讨论，请参考第 5 章；第 10、11、12 章给

出了有关反映水和水生生态系统价值的水定价机制和基于市

场的解决方案的实例

没有展望数据

与水有关的生态服务（比如湿地作为

极端事件缓冲区的价值）的范围、尺

度和价值的数据；认可、保护和评估

生态服务对人类和环境健康和福祉的

意义

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

律框架和法规
B

160 个国家签署了 UNCLOS，108 个国家签署了全球行动

纲领（GPA）；虽然非点源污染的规范落后，但是大部分发

达国家都存在供应和市政废水排放的法律框架；对超越国界

边界的区域治理很薄弱，也很零散；很多地区执行依然是一

个问题

没有展望数据
效率评估能力和规范超越国家管辖权

的环境影响

加强制度协调机制 C/D

虽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水冲突的数量有所增加，但

是三分之二的跨界水问题都是合作性的；1948 年以来，已

经签署了 295 个国际水协定；106 个存在水组织的流域中，

仅有不到 20% 存在有效的多边协议；143 个国家参与了 18

个区域性海洋规划，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方法描述了 64 个全

球管理单元

没有展望数据 协调有效性的指标

6. 水资源管理

制定和实施综合管理

战略和规划
B/?

对淡水和海洋系统的管理的综合方法的需要的认可增加；一

半多的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水资源和利用效率综合管理规划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 2002 年 WSSD 目标还远未实现；

由于资金、法律和 / 或能力障碍，实施缓慢；用于评估水资

源综合管理的长期效率的数据不足

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资

金、能力和治理，在实

施综合管理方法上面临

很多困难

国家的水资源综合管理进展的报告机

制和有意义的治理指标，包括这些方

法的有效性；实施政策目标

制定适当的监测体系

（国家级、地区级和

全球）

C/D

数据零散，缺乏完整的全球覆盖数据或者数据不能定时更新；

海洋监测和遥感数据获得增加，但是全球淡水监测有所减少，

现在还不充分；建模和遥感技术补充了很多情况下的监测，

但是依然依赖于充足的数据

资金和能力问题会持续

限制全面监测体系

现有数据的元数据；一致同意的全面

监测和报告体系的量化目标

提高水资源管理中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和性

别平衡

？
不存在量化的全球数据来评估这一目标；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和性别主流化越来越常见，但是某些地区依然缺乏
没有展望数据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数据，包括女性和

男性的作用和各个性别的单独是护

具；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度化、性别影

响评估系统化

提高地下水管理 C/D/?

C：砷和硝酸盐威胁许多国家的含水层

D：许多含水层的取水处于不可持续的水平，有效的管理需

要更多数据对问题进行量化评估

？：很大程度上跨界地下水系统被护士，这主要是由于数据

不足，缺少相关协议

没有展望数据

有关全球地下水污染、地下水可用性

和取水量的数据集；地下水资源的跨

界管理（收到了数据不足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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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肯尼亚的纳库鲁湖国家公园是 400 多种鸟类的圣地，同时也为大型有蹄类动物包括非洲大羚羊提供庇护。© Jason Jabbour

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在持续增加。农业和基础设施发展、

过度开采、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导致的栖息地丧失和退化依

然是主要威胁。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增加并会带来深远的影

响，尤其是在与其他威胁相结合的情况下。阻止和扭转当前

的趋势需要政策与制度响应进一步融合，包括当地社区的有

效参与。2000年至2005年，世界丧失的森林面积达一亿公顷，

自 1970 年以来，世界海草丧失了 20%，自 1980 年以来红

树林丧失了 20%。部分地区湿地丧失率达 95%。自 1980 年

以来，全球珊瑚礁减少了 38%。由于水坝和水库，全球最大

河流中有三分之二发生中度或者严重的破碎化。

随着种群物种和栖息地大量、持续丧失，全球生物多样

性现状在持续恶化。比如，自 1970 年以来，脊椎动物种群

平均减少了 30%，并且某些类别中高达三分之二的物种面临

着灭绝威胁。热带地区、淡水栖息地和人类利用的海洋物种

的丧失速度最快。自然栖息地用途转变和退化依然在持续，

有些自然栖息地自 1980 年以来已减少 20%。持续的丧失超

过了有限的成功，包括挽救特定物种的灭绝、扭转某些种群

的减少和恢复部分栖息地。

人类从生物多样性中获得的收益也处于危险中。虽然自

然栖息地转变为大型商业化农业会导致人类福祉的净收益，

但是这通常都伴随着其他服务的减少，比如碳封存和洪水调

节。持续生态退化、消费水平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分享生物多

样性收益的不公平性威胁着近几十年来实现的人类福祉和健

康改善。

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退化的努力在增加，但还未能扭

转不利局面，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成功的应对措施包括：保

护区数量增加，覆盖了土地面积的近 13%，增加对原著社区

和当地社区管理区域的认可；采取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

因生物（GMOs）的政策和行动。约 55% 的国家已经立法防

止新的外来物种进入，并控制现有入侵物种，但是据估算仅

有不到 20% 的国家制定了全面战略和管理规划，并且有关其

有效性的数据也不存在。成功的应对还包括支持可持续收获

和减少污染的规范；物种和栖息地成功恢复；以及平等地获

取遗传资源和共享其惠益。自 1992 年以来，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国际资金扣除物价因素增加了 38%，现在每年约为 31

亿美元。但是海洋保护区面积仅为不到海洋总面积的 1.5%。

最近通过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

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获取与恵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

为制定全球统一的方法来防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提供了

一个机会。

主要内容 引言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将生物多样性正式定

义为：“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其中

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

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UN 1992 第二条）。

近 年来，生 物 多 样 性、生 态 服 务与人 类 从中 获

取 的 收 益 之 间 的 关 系备 受 关 注（CBD 2010b; TEEB 

2010; Sutherland 等 2009; UNEP 2007; MA 2005a; 

2005b）。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对于实现

MDGs 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减少贫穷、维持人类生计和

福祉，比如通过支持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提供清洁的

空气和水资源、以及支持经济发展（UNEP 2007; MA 

2005a）。鉴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和其正在减少的

证据（CBD 2010b），描绘减缓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速度的进展非常重要。

最近进行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评估显示状况改善的

证据寥寥无几。第三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

3）于 2010 年 5 月启动（CBD 2010b），它显示自《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MA 2005a）和上一期《全球环境展望》

（GEO-4）（UNEP 2007）发布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依然在持续。本章以最近这些评估为基础，考虑了 CBD

的三个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

以及公平合理的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同

时也考虑了其他有关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任务和目标。

本章介绍了全球商定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和目标，尤

其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专栏 5.1）。检验了如果没有

实现这些目标对人类福祉产生的影响，明确了实现这些

生物多样性国际商定目标的差距，进而向国际社会发出

了主要信息。总结了从过去的评估到最近的文章中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压力、现状和趋势以及生物多样性对人类

的利益等知识。考察了解决这些压力的管理响应，描绘

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进展。尤其是，从生态和公平角度

处理跨界问题。在展望未来之前，还考虑了生物多样性

与传统知识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国际商定目标

目标和具体目标是评估实现生物多样性全球承诺

的政策议程的一个方面。目前已确定的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目标有 18 项（表 5.1），这些目标的范围包括从

MDGs 7 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到最近的五个战略目标以

及《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 20 个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专栏 5.1）。这些生物多样性目标和具

体目标已被整理为主题，并通过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参考关键生物多样性问题对其进行了优先排序（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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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第十次大会的代表们，在这次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新的联合国战略规划，包括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IISD/Earth Negotiations Bulletin

专栏 5.1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UN 生物多样性亲善大使、演员爱德华 • 诺顿在全球生物多样性

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Rick Bajornas/UN Photo

经过许多地区磋商、专家工作组以及与无数伙伴
共同组织的高层活动后，《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的缔约国终于于 2010 年 10 月通过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CBD 2010c），包括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CBD 2010c）。该计划包括五个战略性
目标，为实现“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世界，在这里
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及
合理利用，维持生态服务，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
地球，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远景确定了具体目
标（CBD 2010c Decision X/2）。

据设想，将主要通过在国家和国以下各级开展活
动，辅以区域和全球一级的行动执行《战略计划》。各
国已经承诺根据该计划和爱知目标框架制定国家和
地区目标，将这些目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和行动规划，并为 2014 年和 2018 年的进展报告制
定指标。

战略目标 A.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

的主流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目标1：最晚至 2020 年，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

值以及他们能够采取哪些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

目标 2：最晚至 2020 年，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已被纳入

国家和地方发展和减贫战略及规划进程，并正在被酌

情纳入国家核算系统和报告系统。

目标 3：最晚至 2020 年，消除、淘汰或改革危害生物

多样性的奖励措施，包括补贴，以尽量减少或避免消

极影响，并遵照《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义务，制定并

采用有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奖励

措施，同时顾及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

目标 4：最晚至 2020 年，所有级别的政府、商业和利

益攸关方都已采取步骤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或

执行了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计划，并将使用自然资源

的影响控制在安全的生态限度范围内。

战略目标 B.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

续利用

目标 5：到 2020 年，使所有自然生境、包括森林的丧

失速度至少减少一半，并在可行情况下降低到接近零，

同时大幅度减少退化和破碎情况。

目标 6：到 2020 年，所有鱼群和无脊椎动物种群及水

生植物都以可持续和合法方式管理和捕捞，并采用基

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以避免过度捕捞，同时建立恢复所

有枯竭物种的计划和措施，使渔捞对受威胁的鱼群和

脆弱的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影响，将渔捞对种群、物

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限制于安全的生态限度内。

目标7：到 2020 年，农业、水产养殖及林业覆盖的区

域实现可持续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目标 8：到 2020 年，污染，包括过分养分造成的污

染被控制在不危害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范

围内。

目标 9：到 2020 年，入侵外来物种和进入渠道得到鉴

定和排定优先次序，优先物种得到控制或根除，同时

制定措施管理进入渠道以防止入侵外来物种的进入

和扎根。

目标10：到 2015 年，减少气候变化或海洋酸化对珊

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压力，维护它们

的完整性和功能。

战略目标C.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化，

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现况

目标11：到 2020 年，至少有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

以及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有效而公

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相连性好的保护区系统

和其他基于保护区的有效保护措施的得到保护，并被

纳入更广泛的土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目标12：到 2020 年，防止已知濒危物种免遭灭绝，且

其保护状况（尤其是其中减少最严重的物种的保护状

况）得到改善和维持。

目标13：到 2020 年，保持栽培植物和养殖和驯养动物

及野生亲缘物种，包括其他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宝贵

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同时制定并执行了减少基因损

失和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战略。

战略目标 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的给所

有人的惠益

目标14：到 2020 年，带来重要的服务，包括同水相关

的服务以及有助于健康、生计和福祉的生态系统得到

了恢复和保障，同时顾及了妇女、原著和地方社区以

及贫穷和脆弱群体的需要。

目标15：到 2020 年，通过养护和恢复行动，生态系统

的复原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对碳储存的贡献得到加

强，包括恢复至少 15% 退化的生态系统，从而对气候

变化的减缓与适应以及防治荒漠化做出了贡献。

目标16：到 2015 年，《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和

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

议定书》已经根据国家立法生效和实施。

战略目标E.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

加强执行工作

目标17：到 2015 年，各缔约方已经制定、作为政策工

具通过和开始执行了一项有效、参与性的最新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目标18：到 2020 年，原著和地方社区的与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其
对于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利用，根据国家立法和相关国
际义务得到了尊重，并在原著和地方社区在各国相关
层次上的有效参与下，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公约》的
执行工作中。

目标19：到 2020 年，与生物多样性、其价值、功能、状

况和趋势以及其丧失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关的知识、科
学基础和技术已经提高、广泛分享和转让及使用。

目标20：最晚至 2020 年，为有效执行 2011-2020 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依照“筹措资源战略”的综合和
商定进程从所有来源筹措来的的财政资源将较目前数
量应有实质性的增加。这一目标将视各缔约方制定和
报告的资源需要评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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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列入 IIUCN 红色名录中的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的脊椎动物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专栏 5.2 生物多样性远景：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相关目标

减轻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提高来自生物多样性的收益；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指标

如下趋势：入侵物种和污染物比如固氮；物种灭绝危

险；生物群落、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范围、条件和完整性；

粮食和药物用物种的现在；保护区、原著社区保护区域、

可持续利用管理和生态服务付费的发展和有效性；以语

言及其使用者的数量为代表的、支持可持续资源利用和

保护的传统知识

全球趋势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增加、生物多样性状况还会

退化，但是令人鼓舞的是，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开始增加

国际商定目标的主题
生物多样性

压力 现状和趋势 收益 应对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5,6,7,8,9,10 11,12,13 14,15,16 1–20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

（FAO 1951）第 1 条

采取共同而有效的行动来防止植物及植物产品有害生物的扩散和

进入，并促进采取防治有害生物的适当措施
X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CITES 1973）前言

为了保护某些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不致由于国际贸易而遭到过度

开发利用，进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
X X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UN1973）

第 3条

促进已列入名册的湿地的养护并尽可能地促进其境内湿地的合理

利用
X X X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

约》（CMS 1979）前言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在其国家管辖边界内摄过其生命周期的任何一

段时光的所有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X X

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 

第 17 章第 86 段

应将海洋生态系统列为优先项目，并为利用这种生态区制订必要

的限制除其他外，可采用指定保护区的方法。
X X X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1992） 第 1 条

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

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X X X

第 6条 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制定国家战略，将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持续利用订入有关的计划、方案和政策内。
X X X

第 8条 维持原著和地方社区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

并促进其广泛应用，并鼓励公平地分享获得的惠益
X X X

第 10 条 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持续利用，鼓励合作，保护传统文化惯例，

在生物多样性已减少的退化地区支助实施补救行动
X X X X

VII/28 号决定，第 1、2、3 条 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持续利用，鼓励合作，保护传统文化惯例，

在生物多样性已减少的退化地区支助实施补救行动
X X X X

CBD COP 7（2004） VII/30 

附件 II

将保护区通过生态网络、生态走廊和 / 或缓冲区域纳入更广泛的

陆地和海洋景观，维持生态进程，并考虑迁徙物种的需求
X X

2011-2050 远景（CBD 

2010c）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
X X X X

千年峰会（2000）MDG 7（UN 

2000）

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世界，在这里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

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维持生态服务，实现一

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地球，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

X X X X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WSSD2002）第 44 段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X X X X

《CBD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CBD 2000）第 1 条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使用，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基因资源所产

生惠益
X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

际条约》（ITPGRFA）（FAO 

2001）

确保充分保护现代生物技术创造的转基因生物体的转让、处理和

利用 X X X

第 1条第 1.1 段 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而保存

并可持续地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

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利益

X X X X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UNGA 

2005）

提高和保护公正和公平的分享利用基因资源所产生惠益；到 2010

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显著降低
X X X X

表 5.1 选定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商定目标和主题
现状与趋势

生物多样性受到多重驱动力和压力的影响，它们会

影响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第 1 章

中我们曾讨论过，这些驱动力包括人口、经济、社会 -政治、

科学和技术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对生物多

样性的压力，导致其进一步的下降、退化和丧失。但是

与这种丧失有关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压力

生物多样性承受的主要压力包括栖息地丧失和退

化、过度开采、外来入侵物种、气候变化和污染（图 5.1）

（Baillie 等 2010; Vié 等 2009; MA 2005a）。这些压

力还在继续增加（专栏 5.3）（Butchart 等 2010; CBD 

2010b）。

栖息地丧失

陆地上的栖息地丧失大部分是由农业扩张引起的：

超过 30% 的土地用途被转变用来进行农业生产（Foley

等 2011）。大型商业化农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不利影

响，尤其是对农业生物多样性（Belfrage 2006; Rosset 

1999）。另外，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增加也产生了负面影

响，东南亚的森林和自然土地被用来种植单一品种的植

物（Danielsen 等 2009; Fitzherbert 等 2008）。

100 20 30 40 50 60 70

水产养殖导致的直接栖息地丧失是沿海生态系统

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Valiela 等 2004）。尤其是湿地

在 20 世纪丧失了 50%（MA 2005b）。淡水生态系统

受到了破碎 化的严重影响（Nilsson 等 2005），底栖

栖息地也受到威胁（Tockner 等 2008; Tockner and 

Stanford 2002）。海底拖网以及其他毁灭性捕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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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生物多样性指标趋势专栏 5.3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编写的定期报告。第三期（GBO-3）是评估实现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中降低全球、区域和国家级别的生

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主要文件，也是制定《2011-2020 年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信息

来源。

GBO-3 的主要结论是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没有实

现。具体来讲，虽然政府的应对措施在增加，但是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依然没有解决。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

力依然很高，或者还在继续增加，导致生态系统持续退化、

物种种群减少、灭绝风险提高以及遗传多样性减少（图 5.2）。

根据大部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未来情景预测，种群和

物种灭绝水平、栖息地丧失水平以及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

某些生态系统的衰退水平还会依然很高。如果生态系统超

过了临界水平，那么这种服务大范围退化的风险便很高。

GBO-3 得出的结论提出了令人担心的原因，还传达了

希望信息。人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支持生物多样性的行动，

某些特定领域以及目标物种和生态系统也取得了重要和显

著的成果。它指出只要具有充足的资源和政治愿望，减少

生物多样性侵蚀的工具是存在的。防止近期生物多样性进

一步丧失的挑战极为严峻，但是如果现在就开始采取有效

的行动支持一致的长期远景，实现长期目标是可能的。采

取行动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衰退的根本原因最为重要。如

果不能好好利用这一机会将会导致生态系统走向新的史无

前例的状况，其满足当代和子孙后代需求的能力将变得高

度不确定。

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土地被转变成油棕榈树种植园侵占了猩猩的天然栖息地，极大地威胁了这个物种的生存。© Johannes Refisch/UNEP

已经导致海底栖息地退化。

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过度开发野生物种对生

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胁，不受约束的过度消费导致了

陆 地、海洋 和 淡水 生 态系 统 的衰 退（图 5.3）（Peres 

2010; Vorosmarty 等 2010; Kura 等 2004; Dulvy 等 

2003）。虽然陆地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通常很难量化，

但是主要开发的种群包括作为木材、粮食和药物的植物；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197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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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2010 年全球受到过度开发威胁的脊椎动物数量

图 5.4 1950-2006 年全球鱼类资源的发展趋势

野生肉类和娱乐狩猎的哺乳动物；传统药物和食物的

两栖动物（Vié 等 2009）。脊椎动物面临的过度开发威

胁尤为严重，尤其是东亚对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产品

的需求（图 5.3）。全球来看，生命星球指数显示自 1970

年以来，人类利用的脊椎动物种群减少了15%（Butchart

等 2010）。同样地，1988 年 -2008 年人类利用的鸟类

物种灭绝风险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度开发

导致的（Butchart 等 2010）。

在海洋领域，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至 90 年代早

期，捕捞渔业的捕获量翻了四倍以上。自那时起，尽管

捕 捞的力度不断提高（Anticamara 等 2011; Swartz

等 2010），但是捕获量却相对稳定或者有所减少（FAO 

2010b）。自 1974 年至 2008 年间，过度开发的、耗尽

的或者耗尽后恢复中的海洋鱼类比例从 10% 增加为

32%（ 图 5.4）（FAO 2010b; Worm 等 2009）。过 去

200 年中，有文件记录的 133 种当地、地区和全球灭绝

的海洋物种中，55% 是由过度开发导致的，其余是由栖

息地丧失或者其他危险导致（Dulvy 等 2003）。尽管商

业性捕鱼是鱼类资源最主要的威胁，但是家庭捕鱼也会

发生过度开发的情况（Garcia 和 Rozenberg 2010）。

这种作业方式最终会导致群落组成发生重大变化。比如，

由于对食草动物的过度捕捞，珊瑚群落已经变成了以海

藻为主导的系统（Mumby 2009）。

毁灭性捕鱼方法进一步放大了不可持续渔业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影响（FAO 和 UNEP 2009）。

虽然技术在减少捕鱼方法的破坏性方面有很重要的作

用，但是也会增加人类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强度和

范围。另外，丢弃和遗失的捕鱼装置对海洋生物多样性

具有负面的生态后果（也就是著名的幽灵捕捞）（Brown

和 Macfadyen 2007）。

过度捕鱼也是淡水湿地的一个问题，尽管很多情

况下，尚不存在充足的数据对损失范围进行量化（Kura

等 2004）。休闲渔业作业，比如选择性采捕对淡水鱼类

资源具有重要的渐进性影响（Jorgensen 等 2007）。

渔业的顺带捕捞对某些种群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比

如鲨鱼、海龟和信天翁。

外来入侵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威胁本土的生物多样性，随着国际

旅行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外来物种通过有意或无意的

引入而扩散。外来物种扩散的主要渠道包括规划欠佳

的经济性引进，航空运输，船只带来的污垢和压载水，

以及宠物、园林贸易和观赏鱼类贸易（Reise 等 2006; 

Bax 等 2003）。外来入侵物种影响本土物种的主要方

式包括捕食、竞争和改变栖息地（McGeoch 等 2010; 

Vié 等 2009; Strayer 等 2006）。外来物种会带来巨大

的经济成本，一项研究预计该成本每年约为 1.4 万亿美

元（Pimentel 等 2004）。几乎所有国家和栖息地都发

现了外来物种，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比如红狮子鱼（又

名魔鬼蓑鲉）影响了加勒比海的珊瑚鱼（González 等 

2009）—和淡水生态系统，比如尼罗河鲈鱼（又名尼罗

河尖吻鲈）对维多利亚湖当地鱼类产生了影响（Balirwa

等 2003）。入侵物种对小岛屿的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尤为严重。来自欧洲的数据显示自 1970 年开始，外

来物种的数量增加了 76%（Butchart 等 2010），其他

地方的形势也基本类似。另一项研究表明，外来入侵物

种是导致 50% 以上的脊椎动物不明原因灭绝的一个因

素，是导致 20% 的这种灭绝的唯一原因（Clavero and 

García-Berthou 2005）。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物种和栖息地产生的威胁日益严重。很

多证据显示物候学的变化，包括许多不同物种的繁殖和

迁徙时机、生理机能、行为方式、形态学、种群密度和分

布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Rosenzweig 等 2007）。比如，

1990 年以来欧洲鸟类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从气候变化

中获益的种群群体数量有所增加，而栖息地范围收缩的

种群群体数量出现减少（Gregory 等 2009）。在北极，

由于树线的推进，苔原栖息地出现了收缩（Callaghan

等 2005）。在海洋领域，由于水温上升和海洋酸化，气

候变化导致大面积珊瑚礁相继死亡（Baker 等 2008; 

Carpenter 等 2008; Hoegh-Guldberg 等 2007）。

北极冰盖也在迅速消退，对依赖于冰生存的物种产生

影响（McRae 等 2010; IPCC 2007），并导致物候以及

海洋物种分布的变化（Dulvy 等 2008; Hiddink 和 Ter 

Hofstede 2008; Richardson 2008; Perry 等 2005）。

最近进行的研究还预测 1 066 种海洋鱼类和无脊椎动

物物种的分布范围会以每十年 40km 的速度向北极（或

南极）扩张（Cheung 等 2009），导致群落组成可能毁

灭或者地方性灭绝。

对于很多湿地，降水和蒸发模式变化可能对水文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影响迁徙物种和定居物种（Finlayson

等 2006），而短期和长期的水流变化也会影响水生物种

（Bates 等 2008; Xenopoulos and Lodge 2006）。气

候变化还会与其他威胁共同发挥影响，比如疾病和外

来入侵物种扩散（Benning 等 2002）。但是，很多情况

下，可能很难将某种威胁的单独影响分辨出来，澳大利

亚湿地和河流的情况即是如此（Finlayson 等 2011）。

污染

农业和林业排放的杀虫剂和化肥的外流、采矿和

石油天然气开采、废水处理厂、城市和郊区径流以及石

油泄漏等污染物通过导致动植物死亡和降低繁殖成功

率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栖息地退化对

其产生间接影响（MA 2005a）。内地湿地和沿海海洋

栖息地面临着来自水性污染物的重要威胁（第 6 章）

（Finlayson 和 D’Cruz 2005）。同时，陆地系统的大

气污染也很重要，尤其是诸如氮和硫（第 2 章）等富

营养化和酸化化合物的沉积。1940 年以后，固氮的速

度急剧增加，但是 1990 年后虽然不同地区还有波动，

但是相对稳定，可能是由于生物质燃烧总量减少所致

（Butchart 等 2010）。然而，固氮对生物多样性依然

是一个重要威胁，尤其是对适应低氮栖息地的物种而言

（Dise 等 2011）。

陆地

6 15 30 53 601

海洋

81 16 23 33 55
资料来源：IUC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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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1980 -2010 年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
物和珊瑚所有物种的生存的红色名录指数

专栏 5.4 生态足迹：生物多样性压力的指标

图 5.5 1961 年 -2007年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是一种资源核算工具，用来衡量特定人口
或活动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海洋面积 - 农作物和
放牧土地、森林、捕鱼场所和建筑用地 - 并与可用的土
地和海洋面积进行对比（Kitzes 和 Wackernagel 2009; 
Wackernagel 等 2002; Wackernagel 和 Rees 1996）。
生态足迹成为日益流行的衡量广泛的人类活动对环境
影响的总体指标，虽然其方法论和应用依然备受争议
（Kitzes 等 2009; Best 等 2008; Fiala 2008）。

生态足迹分析显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
球的生物生产性面积需求大约增加了一倍（WWF 
2010）。2007 年全球社会需要超过 1.5 个地球的生
产性生物承载力，其亏空只能通过消耗可再生能源储
存和废弃产品（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CO2））的累

积来进行弥补。生态足迹与其他指标共同证明生物多
样性的压力整体上在增加。这些压力的持续增长可能
增加防止或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难度。

其他威胁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其他威胁包括火灾状况、问题

性当地物种（图 5.1）和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对生物

多样性有害的人类活动影响包括人工照明、转基因生

物（专栏 5.5）、塑料微粒、纳米技术、生物工程以及人

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水平过高（Cole 2011; Gough 

2011; Galgani 等 2010; Hölker 等 2010; Sutherland

等 2009， 2008）。有关这些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的具体性质的科学理解正在建立。同时，最近发生的某

些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尚不清楚，需要进行进一步研

究以解释问题和明确解决方案，比如澳大利亚北部的

哺乳动物（Woinarski 等 2011）或跨撒哈拉迁徙鸟类

（Moeller 等 2008）。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模式

虽然目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趋势还未可知，但是

其在种群数量、物种和生态系统级别上都发生了退化，

遗传多样性也在减少（专栏 5.3）（Butchart 等 2010; 

CBD 2010b; Vié 等 2009）。自 1970 年以来，生命星球

指数中记录的脊椎动物种群平均减少了 30%（图 5.6）

（Loh 2010; Collen 等 2008）。淡 水 种 群 自 1970 年

以来减少了 35%，速度比陆地种群的 25% 和海洋种群

的 24% 都快；热带地区的种群减少速度比温带要快。

部分地区鸟类的特定栖息地的发展趋势存在，比如，

自 1980 年以来，欧洲农田鸟类的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

48%（Gregory 等 2005）。自 1968 年以来，北美洲的

草地和旱地物种分别减少了 28% 和 27%，但是北美

洲的湿地鸟类物种却增加了 40%（Butchart 等 2010; 

NABCI US Committee 2009）。

在物种水平面临灭绝威胁 - IUCN 的红色名录分

别列为极危、濒危和易危 - 的物种比例范围从鸟类的

23% 到苏铁属植物的 63%，包括脊椎动物的20%（Baillie

等 2010; Hoffmann 等 2010）。另外，哺乳动物、鸟类、

两栖动物和珊瑚的红色名录指数显示近几十年来，灭

绝威胁增加的物种比灭绝威胁减少的物种更多，而灭

绝威胁增加速度最快的当属珊瑚（图 5.7） （Butchart

等 2010; Hoffmann 等 2010）。生物群落的组成日益

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尤其是过度开发。比如，在某些

海洋，由于渔业以掠食者和大型鱼类物种为目标，导致

群落结构向低营养级转变（Branch 等 2010; Pauly 和

Watson 2005）。许多海洋区域都广泛地报告了渔业降

低食物网级别的现象，比如加拿大（Pauly 等 1998）、

巴西（Freire 和 Pauly 2010）、印度（Bhathal 和 Pauly 

2008）、泰 国（Pauly 和 Chuenpagdee 2003）、北 海

（Heath 2005）和加勒比海（Wing 和 Wing 2001）。

但是使用捕获数据来显示渔业降低食物网级别可能受

到数据质量和渔业的空间扩张等因素的影响（Swartz

等 2010），如果不存在库存水平的独立数据，对这一现

象的解释需要格外注意（Branch 等 2011）。未来其他

指标可能更受欢迎，比如渔获平衡（FIB）指数（Kleisner

和 Pauly 2010; Bhathal 和 Pauly 2008 ）。

在栖息地水平，丧失包括：2000 年 -2005 年全球

超过 1 亿公顷森林丧失，换言之，2000 年存在的 32 亿

公顷森林中的 3% 已经丧失（Hansen 等 2010）；1980

年以来，红树林丧失了 20%；1970 年以来海草丧失了

20%（Butchart 等 2010; Waycott 等 2009）。 其 余

的栖息地也在加速退化 - 比如对净初级生产力的衡量

显示陆上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已经退化，包括森林的

30%、耕地的 20% 和草地的 10%（Bai 等 2008）。同样地，

自 1980 年以来，全球珊瑚礁减少了 38%（Butchart 等 

2010; Spalding 等 2003）。自然栖息地还变得日益支

离破碎 - 巴西大西洋森林的现有森林破碎化，其中面积

不足 50 公顷的片段占 80%（Ribeiro 等 2009），由于

水坝和水库，全球最大河流的三分之二发生中度或者严

重破碎化。

交叉领域问题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带来的益处

生物多样性支撑着为人类提供收益的生态服务

（UNEP 2007; MA 2005a）。最直接地受到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的恶化或丧失影响的就是穷人，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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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2009 年 IUCN 红色名录评估的各个地区药用植物的分布和保护现状

0

10

Australasia
18 species

Asia
temperate

109 species

Europe
74 species

North
America

137 species

Asia
tropical

122 species

Pacific
35 species

South
America

115 species

Africa
158 species

20

30

Medicinal plant species assessed, %

40

90

80

70

50

60

100

Source: TRAFFIC and IUCN SSC Medicinal Plants Specialist Group 2009

Extinct Threatened Not threa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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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

们对地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最强，并且通常居住在最易

受到生态系统危害的地方（UNEP 2007）。由于还未能

完全理解人类对生物多样性依赖的确切机制，加上生物

多样性常被低估 - 尤其是其调节服务，维持生物多样性

很少被完全纳入政策决策中。《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发

布后，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TEEB 2010; MA 2005a），

该评估有力地支持了生态服务这一概念以及它们在提

供支撑服务、供应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图 5.8）。最近，《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TEEB 2010）以及绿色经济方法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服务进行了量化（UNEP 2011）。《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进一步阐释了湿地提供的生态服务与人类健康之间存

在的直接联系（Horwitz 和 Finlayson 2011; Horwitz

等 2011）。

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人类生活和福祉

所需的食物、药物、鱼类和木材产品以及生物质、能源

和与水有关的服务。这种供应服务未能关注保护提供

服务的生态系统的情况非常普遍。这导致了调节和支撑

服务的退化，而调节和支撑服务对整个系统功能及其应

对变化的长期适应能力和人类福祉都非常重要，在考虑

农业扩张和水资源管理的影响时已经对这一点进行了

阐释（Gordon 等 2010; Falkenmark 等 2007）。供应

服务的下降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能力超越了生物物

理阈值的明确信号，正如大量的渔业崩溃一样（Westley

等 2011）。

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生产的食物和药物包括野生

产品、以及农作物、牲畜、鱼类和水产品。野生食物，比

如野生肉类、非木森林产品、野生水果和淡水资源对保

障许多人的粮食安全、健康、文化身份和适应力依然很

重 要（Golden 等 2011; Nasi 等 2008; Robinson 和

Bennett 2000）。同样地，在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高

达 80% 的人口依赖于传统药物（WHO 2003）。为此目

的进行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现状评估显示它们面临的平

均灭绝风险比其他物种要大（图 5.9 和图 5.10）。虽然

针对植物的全球数据并不存在，但是在最依赖药用植

物的部分地区，它们面临着很高的灭绝风险。这着重强

调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威胁直接依

赖于野生物种的可用性。

渔业是提供食物、收入和就业的一个主要来源，每

年全球从海洋中捕获的生物质超过 8000 万吨（Sumaila

等 2010），从陆地水体中也获得大量生物质（Kura 等 

2004）。但是随着鱼类资源的耗尽，这种提供日益依

赖于水产养殖，而水产养殖本身对环境和社会又具有

很多负面影响，比如污染、引入外来物种和取代小型捕

鱼 作 业（Barnhizer 2001; Naylor 等 2000; Emerson 

1999）。近期的预测表明：仅 2000 年由于过度捕鱼导

致全球捕获量的可能损失达到当年到岸实际吨位的

7-36%，到岸价值损失为 64-360 亿美元。这一数字可

以帮助我们防止全球 2000 万人免受营养不足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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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的热带森林具有 1 569 种著名的两栖动物、鸟类、哺乳动物和

爬行动物物种，同时也是价值很高的碳库。©Jason Jabbour

大型水坝及其水库通过转移物种和限制其向上游或者下游河流游动而影响生物多样性。©Nikola Miljkovic/iStock

（Srinivasan 等 2010）。

农业生产也得到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

支持（Altieri 1999），并且反过来农业多样性还通过支

持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而提高食物安全保障（Thrupp 

2000）。小型畜牧饲养和放牧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和地方

可持续性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对疾病和文化多样

性的适应力都有帮助（FAO 2009）。同样，过度放牧会

导致土壤侵蚀和荒漠化，进而降低其供给服务。畜牧生

产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会随着对肉类和奶制品需求的

增加而增长（Thornton 2010）。近期的评估中讨论了确

保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可持续性食物供应这一复杂

问题（IAASTD 2009; Molden 2007），并讨论了平衡食

物生产与提供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平衡所带来的

生物多样性收益。在某些国家，通过减少食物的过度消费、

向少肉 / 鱼的饮食转型和减少农作物损失和食物浪费等

方法，农业和水产养殖业对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的压

力可能会降低（Godfray 等 2010; WHO 2005）。

许多世界人口使用的能源都是来自生物质。取暖

和烹饪最常用的燃料是木材、木炭和植物以及动物粪便

（Berndes 等 2003）。水力发电取决于集水区的功能

性生态系统提供的流向水坝提供大量而规律的水流，

但是水力发电通常对环境和社会带来广泛的负面影

响，尤其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取代（WHO 2009; 

Greathouse 等 2006; Ligon 等 1995）。提 供 能 源的

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或丧失很明显地体现在退化集水

区的水库淤积和水流量减少（Nilsson 等 2005）；木本

植物过度砍伐导致的退化；农业废物和畜肥的过度使用。

已经边缘化的群体依靠收集薪柴和 / 或其他类型的生

物质满足其家庭能源需求，他们通常能够感受到与过度

收获、管理不善气候变化和森林火灾增加有关的生态服

务丧失（CBD 2010b）。海洋和沿海环境中的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比如海上风力农场可能导致能源生产和栖

息地丧失之间的抵消。

来自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态系统的淡水是关键的

供 应 服 务，可以 用于 饮 用、卫 生、烹饪 和 农 业（第 4

章）。湿地和河流调节的水流循环和物质循环对支持

人类生命系统和惠益社会许多部门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 作 用（Arthurton 等 2007; Falkenmark 等 2007; 

Finlayson 和 D’Cruz 2005）。这些生态系统还通过水

净化、控制水土和缓冲风暴等方式提供重要的调节服

务（Morris 等 2003）。同时，地下水生态系统通过供应

低成本、高质量的水资源供应为城市和农村区域提供了

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Bjorklund 等 2009）。地下

水对于灌溉也很重要，Siebert 等 （2010）的报告说明

40% 的灌溉区域，也就是 3 亿公顷或是农田总量的约

20% 都是由地下水供应的。

生物多样性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对于许多社区来讲

也很重要（Posey 1999）。许多社区通过开发生物多样

性的娱乐和文化价值进行生态旅游而受益颇丰（Ehrlich

和 Ehrlich 1992）。比如，湖泊、湿地、河流和珊瑚生态

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生态旅游潜能，举例来讲，据估算伯

利兹城的珊瑚礁旅游业每年的价值可高达 1.5-1.96 亿

美元（Cooper 等 2009）。这些水生生态系统还提供许

多社会、精神和宗教活动的部分用水。比如，南非班图

语民族的水资源短缺状况和滨水带以及新西兰毛利人

为了展示水的生命力量而举行的谨慎义务。

野生生物和木材贸易，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销售

和交换，在国界附近十分普遍。但是，这种贸易还可以

在国际水平上进行，比如鱼子酱和药物等高度受重视的

产品。野生生物贸易商的最主要的动力就是资金，包括

小型的地方收入和大量的盈利商业，比如海洋渔业和木

材公司。某些情况下，物种的收获和贸易可以提供很大

比例的地方或国家收入。总体来看，2009 年，合法的野

生生物贸易（包括活体动物、服装用和食用动物产品、

观赏用和药用植物、鱼类和木材）总额超过 3000 亿美

元 (TRAFFIC in prep.; Roe 2008）。另据悉非法贸易

数额也很大，可能高达 100 亿美元（Haken 2011）。

木材和海鲜产品在数量和价值方面都是国际野生生物

贸易最重要的一类：2008 年捕获的鱼类总量约 9000

万吨，交易总额超过 1000 亿美元（FAO 2010b），而

2009 年初级木材制品的交易额达 1890 亿美元（FAO 

2010a）。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在支持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社会对气

候变化影响的适应的努力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生态系

统通过生物多样性支撑的生态和生物物理过程来储存

和捕捉碳。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的碳约为 2 500 吉吨

（1 吉吨 =10 亿吨），与此相对的是，空气中储存的碳

大约为 750 吉吨（第 3 章）（Ravindranath 和 Oswald 

2008）。海洋生态系统中储存的碳约为 38 000 吉吨，

其中 37 000 吉吨储存在深海层，只有经历非常长的

时间才会返回到空气中（Sabine 等 2004）。森林中储

存的碳约为 1 150 吉吨，其中 30-40% 储存在生物质

中，60-70% 储存在土壤中。其他陆地生态系统中也可

以发现重要的碳库，包括湿地和泥炭地。泥炭地占土

地面积的比例仅为 3%，但是却包含了全球土壤中碳的

30%（Parish 等 2008）。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平均每

年还可以吸收额外的 2.2 吉吨碳（Le Quéré 等 2009; 

Canadell 等 2007）。淡水在全球碳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是最近才被发现的（Battin 等 2009; Cole 等 2007）。

森林储存了几乎陆地上一半的碳并从空气中捕捉

碳，其这种重要性意味着森林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扮

演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原始森林的生态更为多样，因此

碳的密度比其他森林生态系统更高。改造的天然林和

人工造林生物多样性较小，因此在同等环境条件下，储

存的碳也比原始森林少（CBD 2009a）。通过激励机制，

比如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R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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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1970 年 -2010 年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
承诺

湿地复原是恢复生物多样性和创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复原能力的一个

重要工具。© J. Smith/Still Pictures

专栏 5.5 转基因

有关转基因（GM）的争议依然存在，根据不同的背景，

GM 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可能是威胁也可能是机遇。这种

技术目前在制药和农作物生产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很

多人将其视为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将转基因生物定义为任何具有凭借现代生物技

术获得的遗传材料新异组合的活生物体（CBD 2000）；通常

是遗传材料从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转移。为了提高对广谱

除草剂耐药性更有效地除草和 / 或表达毒素（Bt）对抗居住

和生活在农作物体内的毛毛虫和飞蛾，很大比例的 GM 农

作物被改变了。

转基因作物于 1996 年首次进行商业化种植，到 2010

年种植面积已达 1.48 亿公顷。虽然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

美国、加拿大、巴西、中国和阿根廷，但是数量最大的采纳

者 - 约 1540 万中的 1440 万 – 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

（James 2010）。

目前正在开发控制疟疾的转基因技术，主要途径是减

弱野生蚊子种群携带疟原虫的能力（malERA 2011; Sinkins

和 Gould 2006）和通过开发不孕不育技术取代利用辐射方

法来减少蚊子的数量（Bax and Thresher 2009）。

GMOs 的几个环境风险已经确定，包括农业物种遗

传多样性及其通过基因流动的野生近缘种的丧失，虽然非

GM 作业也会发生这种情况（Piñeyro-Nelson 等 2009）。

由于 Bt 作物产生的毒性非常具体且仅在自己体内表达，因

此 Bt 农作物对非目标物种的毒性非常小，但是其对非 GM

特性目标的生物体的影响依然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另外，

由于杀虫剂使用水平降低导致的非脊椎动物整体数量增

加超越了其影响（Marvier 等 2007）。杀虫剂使用量减少

还有利于某些地区的人类健康（Raybould and Quemada 

2010）。与此相对，GM 作物对广谱除草剂（比如草甘膦）

的耐药性导致其种植面积内的草通常比传统作物要少，因

此为农场鸟类提供的食物数量也相应减少（Gibbons 等 

2006）。此外，物种也在进化以抵抗草甘膦和 Bt（Powles 

2010; Liu 等 2010）。后者结果的实例提高了对 GMOs 的

环境影响的复杂性的关注。

维持森林健康可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如果干预措

施确保环境和社会安全得到尊重，比如原著和地方社

区全面、有效的参与，如果它们能够避免将砍伐森林和

森林退化从保护价值低的区域向保护价值高的区域转

移，或者避免向其他地方生态系统施加压力，这些措施

便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多重收益（Cotula 和 Mathieu 

2008）。

帮助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许多选择都依赖于生物

多样性，并由生物多样性所强化。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选择使用可持续管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机会范

围来提供使人类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服务。比如，完整

的、功能良好的、物种多样性处于天然水平的生态系统

通常更能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与退化、贫瘠的生态系

统相比，能更好地抵抗极端天气事件，并更快地恢复（CBD 

2009a）。健康的生态系统在保护基础设施和提高人类

安全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减少来自疾病的

威胁（ISDR 2009）。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选择以基础

设施和基础工程为基础，因此如果设计和管理得当，利

用这种生态系统可以帮助地方社区获得多重的社会、经

济和环境效益。

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管理

成功的农业景观管理需要减少栖息地的丧失和退

化，同时要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供应。目

前可持续农业日益受到关注，因为农业扩张是导致全球

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力（Brussaard 等 2010; 

IAASTD 2009; MA 2005b）。近些年来，关注主要集中

在新的生态农业或者综合性保护农业的典范，这种农

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制定保护战

略过程中正在明确考虑这种典范，明确的认可经济和生

态关系，包括生态系统服务（IAASTD 2009; Scherr 和

McNeely 2008）。为了达到同样的生产水平，粗放型

农业需要的土地可能比集约型农业更多（Godfray 等 

2010; Phalan 等 2011），但是长期来看，粗放型农业具

有更好的可持续性，对野生生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更少

（Perfecto 和 Vandermeer 2010）。我们需要一种将

集约型农业和粗放型农业的最高效率和最少危害结合

起来的新方法，我们称之为可持续性集约化方法（Royal 

Society 2009）。在此背景下，农业和水产养殖业中使

用 GMOs 可能为生物多样性同时带来威胁和机遇（专

栏 5.5）。

入侵物种管理

成功的入侵物种管理依赖于防止物种进入和向新

的地区扩散，并控制和消除已经确定的入侵者。十个不

同的国际协议和组织之间具有相关性，包括《国际植物

保护公约》、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用

航空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1970 年以来，这些

协议的缔约方数量明显增加（图 5.11），世界上 81% 的

国家已加入这些协议（McGeoch 等 2010）。虽然这代

表国际管理生物入侵的愿望，但是目前尚不存在任何

国际协议专门应对外来和入侵物种的贸易、运输或控

制（Stoett 2010）。在国家水平，只有 55% 的国家制定

法律防止新物种进入并控制现有入侵物种，据估算不足

20% 的国家制定了全面的战略和管理规划。许多情况

下，现有管理活动的信息或不存在，或不可用（Stoett 

2010）。

为了控制外来入侵生物的威胁，有必要采取下列

行动：

●　通过优先途径管理采取综合规划防止外来物

种进一步进入；

●　关注控制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大影响的确定物

种和优先度高的入侵者（Hulme 2009）；以及

●　对评估风险所需的知识生产、数据收集和研究

进行投资（McGeoch 等 2010）。

野生生物贸易和利用管理

野生生物利用和贸易可以通过多种措施进行管理，

包括监管措施（比如政策和法律）和自愿措施（比如认

证机制）；正式措施（比如积极的经济刺激）和非正式措

施（比如影响可持续的消费者行为模式）；直接措施（比

如海关检查和其他强制措施）和间接措施（比如经济影

响）。这些措施可以适用于各个级别，从地方（比如在

保护区内规划资源开采区或建立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

管理）到国际（比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Ro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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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2011 年保护区覆盖的陆地生态区的比例

图 5.12 1990 -2010 年国家保护区的范围

过去十年中，我们做了大量努力来提高非洲东部的海洋保护区。

©J Tamelander/IUCN

通过减缓和适应管理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由于气候 变化速度比此

前预想的更快，陆地生物的范围向两极地区和高纬

度地区扩张，因此管理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更加重要

（Tewksbury 等 2011）。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生物多

样性的不利影响取决于：

●　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本身（第 3 章）；

●　确保这些活动和社会适应努力本身不会对生物

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以及面对气候变

化采样最佳实践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在这些范围广泛的方法中，很多都依赖于健康生

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为减缓气候变化和维

持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增效效果提供了机会。尤其是这

不仅包括森林和湿地，也包括天然和半天然的草地以及

许多农业生态系统。比如，某些农业方法（保护性耕作

和农林业）可以维持和提高陆地碳库，还对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贡献（CBD 2009a）。小型畜牧

业、农业和林产品采集的传统知识和体系可以以文化适

当的方式减缓和适应（RECOFTC 2010; IUCN 2008）。

但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也存在风险，需要评估和解决。

在森林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和 CBD 已经认识到了为减少与 REDD 有关的风险而

进行保护的需要，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区。《京

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的碳封存目标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目标之间也存在冲突的危险（Heiskanen 2009; 

Kneteman 和 Green 200）。

对减缓活动影响的其他关注点包括与使用营养物

质（铁或氮）人工给海洋施肥提高其捕获和封存大气中

的碳的能力。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十分不确定，越来越多

的人认为其效果非常有限。可能的负面环境影响包括

增加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污染，改变了浮游生物的群落组

成，后者可能会导致有毒的赤潮（CBD 2009b）。有文

件说明如果没有制定安全措施，替代性能源的生产来源，

比如生物燃料、水电、风力农场和海洋潮汐发电机，都

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Keder and McIntyre Galt 

2009; McDonald 等 2009）。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最基本的战略继续使提高对完整的、功能完

善的生态系统保护，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恢复计划加以支

持（CBD 2009a）。

以区域为基础的保护管理

保护区被视为是防止目前物种和栖息地丧失的核

心方法。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都有所

增加（图 5.12 和 5.13），保护区现已覆盖 13% 的土地

面积（IUCN 和 UNEP-WCMC 2011）。但是，保护区的

覆盖并不均衡，14 个地球生物群落中的 6 个和 821 个

生态区中的一半都没有实现 CBD 规定的到 2010 年

其受到保护的面积比例达到 10% 的目标（Jenkins 和

Joppa 2009）。另外，世界保护区网络的扩张需要以生

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地方为目标。零灭绝联盟确定的在

数百个受到严重威胁的物种生存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

置的 587 个地点中有约 51%，还有 10 000 多个重要鸟

类区域的 49% 完全处于保护区网络之外（Butchart 等 

2012）。更重要的是，保护区在维持其关键物种种群的

表现方面的记录很不完善。虽然有些研究发现某些保护

区内的野生生物在减少（Woinarski 等 2011; Craigie

等 2010），其他研究则显示保护区在维持物种方面很

有效果，如果没有保护区这些物种会已经消失（Bruner

等 2001）。但是并非所有物种都需要保护区来确保其

生存（Pereira 和 Daly 2006），保护区还需要其他广泛

的补充保护措施（Boyd 等 2008）。

尽管 CBD 的 一 个目标 是 到 2012 年，海 洋 得 到

保护面积比例达到 10%，但是保护区覆盖的生物群

落 的 不均 衡 性 在 海洋领 域 最 为明 显。截 至 2010 年

底，海 洋 保 护 区仅占 海 洋 总 面 积 的 1.6%（IUCN 和

UNEPWCMC 2011）。2010 年 底，12 个 国 家 指 定 了

10% 以上的水域为保护区，通常都是大面积，而 121

个国家制定保护区面积占其管辖海洋的比例不足 0.5%

（Toropova 等 2010）。为此，CBD 保留了 10% 的目标，

将实现日期推迟至 2020 年。

海洋保护区可以设计为多种层级，但是只有受到

完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区才能提供最大的生物多样性效

益。对 80 个不同的保护区进行的 112 项独立研究的

审查发现保护区内鱼类种群的数量比周围区域或者保

护前相同区域都高很多。相对于参照地点，保护区建立

后一年到三年内，其中的种群密度高 91%，生物质高

192%，平均生物尺寸和多样性高 20-30%。即使是小型

海洋保护区也出现了这种趋势（Halpern 2003）。

保护区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防止自然栖息地

转变为其他用途和避免碳的大量排放也具有关键作用

（Dudley 等 2010b）。土地用途改变主要是森林丧失

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7%（IPCC 

2007）。据估算，全球碳库的 15% 储存在保护区网络中

（Campbell 等 2008），保护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作

用可以通过一下事实支持，2000 年至 2005 年间，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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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2010 年‘濒危的状态’在所有语言中所
占比例

一名肯尼亚渔夫站在传统的木船上在距离岸边一千米左右的珊瑚礁旁捕鱼。© Cheryl-Samantha Owen/ samowenphotography.com

专栏 5.6 社区管理的实例

全球：

社 区 控 制 或 管 理 的 森 林 总 面 积 约 为 4-8 亿 公 顷

（Molnar 等 2004; White 等 2004）。

非洲：

大约 70 处卡亚森林中的 47 处，总面积约为 6 000

公顷得到了肯尼亚政府的法律认可，由政府和当地社区合

作管理（Githitho 2003）。在坦桑尼亚共和国，总面积超

过 200 万公顷的森林处于社区的管理下（Blomley 和 Iddi 

2009）。

欧洲：

在诸如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据估算那里有 7 000 多

块天然圣地，不过只有不足 500 块得到了法律保护（Valk 

and Kaasik 2007）。

美洲：

亚马逊河的五分之一被归类为原著领土，用来实现生

物多样性保护（Oviedo 2006），并且加拿大 80 多万公顷

的北方森林和湿地被宣布为保护性传统领土（Government 

of Manitoba 2011）。

亚洲：

南亚处于社区保护下的有几千个天然生态系统地点

面积 从一 个公顷到到几百平方公里（Kalpavriksh 2011; 

Jana 和 Paudel 2010; Pathak 2009）。印度 报 告了至 少

13 720 个宗教祭坛，专家预测该国宗教祭坛总数量约为

100 000–150 000 个（Malhotra 等 2001）。东南亚和日

本有几百个社区管理的海洋区域，旨在可持续渔业和沿海

生 态 系 统 保 护（Yagi 等 2010; Ferrari 2006; Lavides 等 

2006）。

大洋洲：

南太平洋地区有 40 个原著保护区面积达 2300 万公

顷（DSEWPC 2011），并且还有几百个社区保护区和地方

管理的海洋区域（Govan 等 2009）。

的热带森林中的保护区释放的碳量仅为相同面积的非

保护区释放的碳量的一半（Scharlemann 等 2010）。

原著和社区保护区

许多团体都可以有效地管理保护区，从政府机构

到地方社区和原著居民，从非政府组织（NGOs）到私人。

最近常用 IUCN 的保护区分类的全部范围来指定保护

区（Dudley 等 2010a）。比如，在澳大利亚，由当地社

区建立和管理的保护区面积占澳大利亚全国保护区系

统的近四分之一。经证明，原著和社区保护区（ICCAs）

以及自然圣地（SNSs）在通过支持维系传统环境知识

和实践来保护丰富的生物和生物文化多样性方面取得

了成功（Porter-Bolland 等 2012; Sobrevila 2008）。

这些社区保护区多样化程度非常高，表达了众多伦理、

经济、文化、精神和政治角度（Brown 和 Kothari 2011; 

Borrini-Feyerabend 等 2010a， 2010b; Kothari 

2006; Posey 1999）。它们包括水禽筑巢湿地、栖息场

所或者其他关键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自然生态系

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相嵌合的景观，比如秘鲁安第斯山

脉的马铃薯公园和菲律宾的稻田。大量的研究表明它

们提供了广泛的价值（专栏 5.6）（Mallarach 等 2012; 

Verschuuren 等 2010; ICCA 2009）。

目前 ICCAs 和 SNSs 的数 量 和范围还不能全面

估计。但 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其面积与目前处于

政 府管 理下的保 护区面积 持平（专栏 5.6）（Molnar

等 2004）。另外，据估算，18 个发展中国家全部森林

的 22% 是由社区所有或者管理的（White 和 Martin 

2002）。最近进行的研究强调了原著和社区管理区在

热带森林保护中潜在有效性。比如，这些管理区在减

少热带森林砍伐方面比森林保护区更为有效（Porter-

Bolland 等 2012），并且多用途原著保护区在减少热

带森林火灾的发生频率方面与严格保护区的效果一样

（Nelson 和 Chomitz 2011）。

在一系列保护、人权和发展工具的支持下，ICCAs

和 SNSs 作为保护其管理人和其中生物多样性的合法

而有力的工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对 27 个国家级

和一个次国家级的法律和政策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国

家对 ICCAs 和 SNSs 的认可程度是不一致的：有些国

家行动迅速，有些国家缓慢，还有些国家根本没有行动

（Kothari 等 2010）。ICCAs 和 SNSs 的获得了国际关

注，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获得适当的国家认可和支

持，尤其是在所有权、习惯实践和决策制度以及其他基

本人权方面（Stevens 2010）。与保护区相关的治理、参

与、公平和利益共享的活动值得我们多加考虑。

认识文化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的价值

认可人类和自然系统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生态系统

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越来越重要（Ostrom 2007）。

这种日益增长的理解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的关系，强调了当地和原著居民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

治 理 和 管 理中 的 作用（Sutherland 2003; Moore 等 

2002）。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更

加尊重传统知识，使其在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有效参

与下，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公约》的执行工作中（爱知

目标 18， 专栏 5.1）。语言多样性（图 5.14）的现状和

趋势信息被用作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包括多样性）

的代理指标。传统知识是无价的和不能替代的有关生

物多样性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信息来源；传统知识的丧失

包括共同文化遗产的丧失、适应特定生态系统和区域

以及与其可持续相处的能力丧失（Maffi 和 Woodley 

2010; Swiderska 2009）。

遗传资源以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利益共享

公平合理地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是

CBD 三个目标之一（第 1 条），被认为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关键所在。最近通过的《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

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建

立了获取遗传资源及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分配，以及与

此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标准。CBD 的根本原则是认可各

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第3条）。

62.6%

3.3%
8.4%

1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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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区之一，具有许多地方性物种包括

狐猴—正在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这种机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吸引资金。© Tdhster/iStock

图 5.15 2011 年可获取和益惠共享的措施的数量和类型

获取遗传资源已经变成国际协商的一个主要政治

凝聚点。世界生物多样性大部分集中在热带发展中国家

的森林，而将生物多样性要素转变成商业产品的技术和

金融资本的大部分却在发达国家。因此，虽然史无前例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其商业

利用和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多

样性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性质（Giraud 2008; Gupta 

2006; Schuler 2004）。《名古屋议定书》背后的动力来

自发展中国家以及原著和当地社区不同意 1993 年生

效的 CBD 缺乏实施惠益共享的规定条款。虽然 2002

年通过了防止生物盗版的原则，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使用

国采取了合规措施。

《名古屋议定书》是纠正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

识的商业利用的公正问题的一个关键里程碑。在认可原

著社区和当地社区根据其习惯法和习惯程序对获取传

统知识以及相关遗传资源进行管理的权利方面，《名古

屋议定书》也是史无前例的。《名古屋议定书》于 2011

年 2 月开放供签署，待 50 个国家签署后 90 天才会生

效。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就获取和惠益共享制定了法律和

规范，监测这些规范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有用的进展

指标（图 5.15）。

在海洋领域，10 个国家享有海洋基因专利权的

90%，其中 70% 由 3 个国家享有，而这 10 个国家的海

岸线长度仅占世界海岸线总长度的 20%。这些国家从

探索海洋巨大的基因储备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中获益，

这呼吁制定政策加强其他国家获取技术的能力建设

（Arnaud-Haond 等 2011）。

进展、差距和展望

进展评价和差距

保护战略

保护区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应对措施之一，尤

其是陆地生物多样性，但这通常是不充分的（Rodrigues

等 2004）。许多国家和私有保护区将当地社区排除在外，

未能充分认识当地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依

然是现实进展中的一个挑战。在保护区外，可持续管理

生产—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其他—景

观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是速度缓慢。比如，经 FSC 认可

为可持续管理的森林面积在持续增加，到 2012 年达到

1.49 亿公顷（FSC 2012），还有一些森林处于森林认证

体系认可计划（PEFC）的管理下，但是这些森林只占全

球管理森林的一小部分。同样地，MSC 认可的鱼产品仅

占 2007 年全球渔业产品的 7%。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CBD 要求所有成员国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并制定行动计划作为其战略规划实施的主要机制。截

至目前，193 个签约国中有 172 个国家通过了其规划或

类似工具（CBD 2011）。大量的规划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它们激励国家水平的保护行动，激励更好的理解生物多

样性及其价值和管理的贡献是更大的成就。虽然取得

了上述成就，但是国家战略在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

要驱动力方面还未能完全发挥作用。只有少数国家将规

划用于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纳入主流的机制，并且

与其他有关政策的直接协调也很不理想（Prip 等 2010; 

CBD 2010c）。但是 CBD 缔约方有望到 2014 年前根

据新的提高主流化水平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修改其规划。 

筹措资金

许多国家向 CBD 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缺少资金、人

员和技术资源是实施国家战略和 CBD 最普遍的障碍。

因此，实现爱知目标中大幅提高资源动员的目标对于实

现其他目标具有关键的意义。

虽然有关保障生物多样性的当前资金水平和所需

资金水平的文件都不存在，但是毫无疑问，二者之间的

差距非常巨大。据估算，现有资金约为每年几百亿美

元，而需要的资金总额约为每年几千亿美元（Rands 等 

2010; Berry 2007; James 等 2001）。据估算自 1992

年以来国际保护生物多样性资金增长了 38%，扣除物

价因素总额已达每年 31 亿美元（OECD 2010; Gutman

和 Davidson 2008）。自 2010 年至 2014 年全球环境

基金（GEF）会向实施 CBD 提供 12 亿美元资金，比前

一个四年增加了 29%。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创新性金融机制是为生物多样

性筹措其他资源的基本工具。这些机制包括生态服务

付费、生物多样性交易、生态财政改革、绿色产品市场

和国际发展金融新来源。比如第 3 章中介绍了有关机

制的详细信息，比如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

量（REDD+）。

生物多样性监测的知识差距

生物多样性现状的主要指标是下降（Butchart 等 

2010; CBD 2010b），但 是 在 其 地 理、分类 和 时 间覆

盖范围上却有很大差距（Pereira 等 2010a， 2010b; 

Walpole 等 2010; Collen 等 2008a， 2008b）。虽 然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一个全球现象，但是其对热带地区

的影响可能最大，而那里的现有指标和数据覆盖范围

最不全面。

现状指标知识的特定差距包括：草地和湿地范围、

栖息地条件、初级生产力、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淡

水和海洋营养完整性、生态系统功能和海洋酸化。压力

指标缺少与污染、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开发、野生生物

发病率和淡水取水量等有关的数据。应对指标的主要

差距包括农业和淡水渔业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外来入侵

生物的管理。

知 识 方 面 最 显著 的 差 距 与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有关

（UNEP-WCMC 2011; TEEB 2010）。支持这些服务的

生物多样性指标应当适合生产这些服务的生态进程的

范围，比如农业和生物质生产的景观范围以及直接用水

和发电用水的流域。

其他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措施包括解决一系列

问题（包括狩猎和污染）的政策行动、基础设施建设的

环境影响评估和减缓措施的执行；但是相关的全球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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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和目标 现状和趋势 展望 差距

1.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备注 4，6，7，13；CBD 目标 5-10）

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的驱动力 C 压力还在持续增加，比如来自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压力

压力增加 不同驱动力导致的栖息地范围和生存条件
趋势的量化

开发水平 C 很大比例的物种受到过度开发的威
胁；只有小部分物种的合法国际贸
易得到成功管理

压力增加 更系统的衡量开发水平的措施，尤其是地
方 / 国际水平，包括非法贸易

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和影响 B/C 可量化的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和范
围都在增加；影响得到成功减缓，
散播也局限于部分情况

扩散和影响依然在继续，但也有个
别地方例外

发展中国家的数量 / 影响，地方和国家水
平的政策实施和有效性

污染物的压力 B 污染的整体压力增加，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固氮可能稳定

压力增加，个别地方特定污染物例
外

除氮之外的污染物水平趋势

气候变化的影响 C 对物候学、丰度以及所有生态系统
的分布和群落组成的影响增加

压力增加 对种群趋势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威胁的相互
作用

2. 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备注 1，2，3，4，7，8，9，11，12；CBD 目标 11-13）

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 种植农作物和家畜的遗传多样性减
少，并且未量化的的野生物种的遗
传多样性有可能减少

继续减少 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数据收集

物种的种群丰度 C 全球水平出现减少，热带地区淡水
栖息地和已利用的海洋物种减少速
度最快；有效的保护行动也带来了
某些例外，比如北美洲的水禽

继续减少 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趋势；热带覆盖不一
致；系统化监测大部分局限于发达国家的
鸟类

物种的灭绝风险 C 不同种群有 13-63% 的物种面临灭
绝风险；趋势未知的物种也在减少
（减少速度最快的是珊瑚）

继续减少 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趋势；国家水平的灭
绝风险趋势

生物群落、栖息地和生态系统
的范围、条件和完整性

C 所有趋势已知天然栖息地都在减
少，比如森林、红树林、海草和珊
瑚礁；也有部分例外，比如某些温
带国家的人工造林

继续减少 持续而规律的遥感监测，包括非森林地区；
条件和破碎化的度量

3. 提高可持续收益（备注 1，2，3，4，，9，11，12；CBD 目标 14-16）

食用和药用物种的现状 C 食用和药用物种面临的灭绝风险比

其他物种要严重

收益目前不可持续，而且还有可能

减少

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趋势；所有数据分为

小型生存利用或者大型和 / 或商业利用

平等利用自然资源 C 某些国家的人均生态足迹相对于寿
命很高和 / 或正在增加，这表明资
源利用效率不高通常具有不可持续
性

在提高人类福祉的同时有可能减少
全球生态足迹，要求对惠益共享进
行重大调整

进行生态足迹分析的适当数据，包括全球
水平的自然资源密度和数量的空间和时间
解析数据

4. 加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响应（备注 1，2，3，4，6，7，8，9，10，12，13；CBD 目标 1-20）

保护区的范围、生物多样性

覆盖率和完整性

B 陆地保护区覆盖率已经达到13%，

而海洋覆盖率仅为不到 1.5%；地

区水平的代表性很高，但是完全保

护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地点办理相对

较低

如果政府履行其承诺，则保护区的

范围有可能增加；保护生物多样性

需要更仔细的选址和更好的管理；

需要解决管辖权的不确定性和冲突

有关保护区有效性的趋势和管辖权不确定

性和冲突数据

原著和社区保护区（ICCAs）

和自然圣地以及其他社区管

理的自然区域的范围、生物

多样性覆盖率和完整性

B 基于社区的治理和管理方法很大程

度上没有得到国家认可或者是新发

展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外部驱动

力和 / 或其他因素削弱了 ICCAs、

SNSs 和其他类似区域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能力

重要性可能增加；需要决策对当地

社区的授权，政府保护区官员需要

提高意识

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些区域的位置、

范围、法律地位和有效性的数据；适当的

国家认可和支持的可能形式和模式

表 5.2 目标进展（参见表 5.1）

A：重大进展

B：一定进展

C：进展很小或者没有进展

D：恶化

X：评价进展尚早

？：数据不足

图 5.16 物种变化情景

势数据却并不存在。鉴于大多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

比如爱知目标需要国家范围的行动，因此，国家生物多

样性数据对于了解国家实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

展和通知国家战略非常重要。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是许多国家生物多样性数据的一个例子，它们为报告实

现上述目标的进展和设置国家保护优先顺序提供了适

当的投入（Zamin 等 2010），当然也还有其他适当的

投入（Jones 等 2011）。全球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组织

（GEO BON）有望对未来的监测努力做出重大贡献（GEO 

BON 2011），而生物多样性指标合作伙伴（BIP 2011）

支持为爱知目标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制定国际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指标。

预测、情景和水平扫描

鉴于人们认识到不确定增加的时间范围，本节总

结了从短期预测到长期情景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希望可

以提出相对短期的政策影响。这高度依赖于 GBO-3 对

生物多样性情景的分析（Leadley 等 2010; Pereira 等 

2010a），各个学科的科学家齐聚一起寻找针对 21 世

纪生物多样性保护预测和情景的一致意见。

虽然量化预测和情景方法已经很发达，但是审查

的研究中所报告的变化预测范围相当广泛，在一定程度，

这是因为通过更好的政策进行干预的机会很大，也是

因为预测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据预测 21 世纪气候

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还会继续，甚至在许多情况下

会加速物种灭绝（图 5.16）、天然栖息地丧失、物种和

生物群落的分布和丰度变化。可能的阈值范围非常广泛，

这个范围放大了导致转折点的反馈和时滞效应，这使气

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常难以预测，已经开始的

影响很难控制、扭转已经发生的影响非常缓慢而且昂贵。

许多重要的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退化与物种灭绝、物

种丰度减少或者物种和生物群落分布变化同时发生；但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与部分服务，尤其是供应服务通常

出现矛盾。国际、国际和地方各个层面都采取有力的行

动减缓气候变化的驱动力、制定适应性管理战略可以极

大地减少或扭转不受欢迎的和危险的生物多样性转变，

如果迫切需要，也可以进行全面适当地的应用。

政治含义

上面引用的全部证据表明：如果在支持可持续环

境中采取前瞻性的态度，那么防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的负面变化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总体来讲，上述总

结和 UNEP 的远见倡议（Peduzzi 等 2011）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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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减少栖息地丧失的

速度；

● 减缓气候变化非常紧迫，并且在全球地表温度

接近 2010 年坎昆 UNFCCC 会议上商定的上

升 2℃的目标时，甚至之前都有可能发生转折

点的重大风险；

● 如果应用得当，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国民核算

账户绿色化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保护区自己还不足以实现到 2010 年降低生物

多样性丧失速度的目标；

● 可能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需要采取基于生态

生物多样性支持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机制诸如 REDD+ 和

生态服务付费（PES） 

B REDD+ 和 PES 机制的发展速度在

增加

REDD+ 和 PES 机制下的面积可能

会增加，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

机遇也带来了可能的挑战

可能指标，比如社区管理的 REDD+ 的数

量和面积或含有基于生态系统部分的国家

适应战略的数量

可持续管理生产的面积比例 C 被认证为可持续管理的面积在增

加，但是比例依然很小，而且全球

分布不均衡

通过认证的生产面积增加，尤其是

发达国家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性；这些方法对于

非认证地区的影响

解决外来入侵物种的政策响

应

B 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比例增加，但

是法律的实施和跨界合作不理想

政策响应在增加，但是如果不能极

大的改善实施状况，很难有效

需要更多有关其实施和有效性的数据

物种恢复、场地保护和栖息

地复原行动

B 无数的地方实例表明成功的保护计

划可以有效防止物种灭绝、恢复栖

息地和保护地点；但是这些努力的

范围依然不够

希望提高协调和综合程度，但是这

种行动本身还不够

需要更多有关物种恢复和复原的数据

具有解决获取和惠益共享机

制的国家数量

B 《名古屋议定书》中的获取和会议

共享是前进的重要步骤，缔约方和

具有相关立法的国家越来越多

实施《名古屋议定书》可以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

需要有个获取和惠益共享协议和受益人以

及遗传资源利用的收益和可持续性的数据

以语言及其使用者的数量为

代表的、支持可持续资源利

用和保护的传统知识

C 语言及其使用者的数量在减少，证

明支持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传统知

识在减少

适当的机制，包括支持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的习惯方法和确保所有

权，可能有助于阻止传统知识的丧

失

有关获得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提供激励的指

标；有关保留传统知识获取社会 - 生态适

应力的指标

备注：1.CBD 第 1 条；2. CBD 第 6 条；3. CBD 第 8j 条；4. CBD 第 10 条；5. CBD COP7 决议 VII/28 第 1、2、3 段；6. CBD COP7 决议 VII/30 附件 II；7.21

世纪议程第 17 章第 86 段；8. CMS 1979 前言；9. CITES 1973 前言；10. ICPP 第 1 条；11.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第 3 条；12. ITPGRFA 第 1 条第 1.1

段；13.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 条。

系统的综合方法来治理海洋；以及认识到地方

参与和社区支持的重要性，这对于确保政策的

综合性、敏感性和包含地方社区至关重要。这

适用于保护战略、保护地方文化和语言、遗传

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共享。

展望总结

表 5.2 中总结了实现主要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

还根据专家的意见概述了数据和政策方面的差距。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国际平台（IPBES）有望在未

来的科学 - 政策接口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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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述了化学品和废弃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

虽然涵盖内容广泛，但并不完整，其中特别提及了化学品

使用、排放、接触途径和影响等情况，以及存在的数据

差异情况。因此，之前在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复杂属性与

环境影响方面达成的全球共识显得非常不充分。《全球

环境展望 4》（2007 年）已经指出，全球的化学品数据

收集存在缺失，对很多地区来说，数据对评估化学污染

程度、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此后几无进展。2011 年 5 月，联合国秘书长在向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做的有关选择废弃物管理政策的报告

中称：“有效管理和减少废弃物的障碍是不具备充分的

废弃物情景数据、信息和知识”。联合国人居署在城市

废弃物管理报告中也称：“开展废弃物管理工作是可取的，

但是很明显，不能对所有地点都进行监测”（UN-Habitat 

2010）。

过去十年，全球化学品生产已经从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国家转到了金砖四国（BRIC国家，即巴西、

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期间还研制了

很多新化学品，化学品销售量也增加了一倍。OECD 国

家目前的化学品产量比 1970 年降低了 9%。造成这种

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出现的几个新兴经济国家。2004 年，

中国占到 BRIC 产量的最大份额达 48%，其次是巴西和

印度，均为 20%，俄罗斯为 12%（OCED 2008b）。同样地，

主要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化学品消耗也高于发达国家，到 2020 年

可达到全球消费的三分之一。 

化学品对人类生活、经济发展和繁荣十分重要，但

也会给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由于这些影响具

有多样性，存在潜在后果，并且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

转型期的国家在这些影响的管理方面能力受限，因此对

化学品和废弃物进行无害化管理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

交叉领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进行的一项

研究表明（Prüss-Ustün 等 2011）：2004 年因在环境

中接触化学品导致的死亡病例达 490 万。很多地区的

有害废弃物都与市政或固体垃圾混合在一起，通过倾倒

或露天焚烧方式进行处理（UN-Habitat 2010）。

全球化学污染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计构成了重

大威胁。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均有影响，包括长期接触低

浓度或亚致死浓度化学品产生的负面影响。目前，从水

生环境提取的水和鱼类样本中，90% 以上都受到了杀

虫剂污染。据估计，每年约有 3% 的农业劳动者会发生

急性中毒事件（Thunduyil 等 2008）。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POPs）污染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受

到了较大影响，如北极和南极地区。

面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人们要加强认识，迅速采

取适当手段防止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对电

子和电气的废弃物（电子垃圾）、干扰内分泌的化学品、

环境中的塑料、露天焚烧现象，以及纳米材料的生产和

使用等进行无害化管理。电子垃圾已经成为 21 世纪面

临的一项主要环境挑战：已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废弃物

流，预计每年产量为 2 – 5 千万吨（Schwarzer 2005）。

人们要对之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其中不仅包含有害物质，

如汞和铅之类的重金属，溴化阻燃剂（BFRs）之类的内

分泌干扰物质，还包括很多可以回收利用的战略金属，

如金、钯和稀土金属。现在人们还不了解各种废弃物在

焚化、掩埋时，或随时间而降解的过程中是否会释放纳

米材料或纳米颗粒。因此，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废弃物处

理挑战。有关纳米技术的决策已经在发达国家监管机

构之间引起了很多争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机构也

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Morris 等 2010）。

有效管理这些问题需要详细了解各种情况，对化学

品、放射性材料和废弃物管理采取综合性方法，并在适

当情况下获得良好的环境治理支持。通过加强各项化学

品和废弃物公约（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

摩公约）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有助于提高认识、促进知识

转移和能力建设，并深入探索国家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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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1 多边环境协议和化学品无害化管理

在化学品无害管理方面有 17 个不同的多边协议，包

括 1998 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

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 2001 年《关

于持久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这两项公约都

从 2004 年开始生效）。另外，在 2006 年召开的第一届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上，制订了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的

政策框架 –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已

到达 2020 年之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化学品无害化管理

（SAICM 2009），。到目前为止，已经按照化管方针的全

球行动规划开展了 300 多项活动。污染物释放与转移登

记工作进一步推进，已有 23 个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

国家化学品登记制度。现已制定了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

标签制度，其中涵盖了所有化学品分类必需的标准，可按

照化学品本身危险特性进行分类，并制订了相关危害通报

要求。但是，在实现 2020 目标（CSD 2010）方面还存在

很多挑战和障碍，如对化学品无害管理重视程度不够、立

法限制、信息匮乏、资金不足，包括污染地点整治活动所

需经费不足等情况。

美国洛杉矶一家污水处理厂。© John Crall/iStock

前言

目前市售化学品多达 248,000 种（CAS 2011），这
些化学品都需要接受管制，并纳入化学品名录系统。化
学品可以给人们带来诸多惠益，如在农业、医药、工业制造、
能源开采和发电、公共卫生和病媒控制等方面。化学品
在促进发展和实现社会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
是在改善育龄妇女保健、降低儿童死亡率、保障食品安
全方面，提高化学生产和管理水平还可增强应用安全性。
尽管如此，由于化学品本身具有危险性，因此对环境和
人类健康均具有风险。同时接触多种化学品 – 会产生
鸡尾酒效应或协同效应 – 可能会加重受到的影响。

化学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会通过多种步骤释放
化学物质，从化学原料提取，到生产链、运输和消耗，
再到最终的废弃物处置。化学物质可通过室内环境、食
品和饮用水、土壤、河流和湖泊等散布。一些生命周期
长的化学品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和重金属，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会转移到一些
原始环境中，如雨林、深海或极地地区，并会沿食物链
快速传递，在生物体内积累，最终对人类和野生动物产
生毒性影响。

一些从化学品衍生出来的产品最终会成为有害废
弃物，产生额外污染风险，从而降低最初产生的惠益价
值，抵消发展优势。虽然近几十年在控制废弃物倾倒和
随意露天焚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相关污染还非常
普遍（UN-Habitat 2010），并且在世界某些地方还有
继续增长的趋势。造成这种管理不善的原因通常是制度
和管制框架方面还存在缺陷，由此导致遵守、监督和执
行方面相关法规执行力度不足，财政和技术能力受限，
不能有效实施管理工作，促使有害废弃物从发达国家向
发展中国家越境转移现象增多。从而为化学品提供了与
更多人口接触的机会，由此产生了严重健康影响，特别
是对妇女和儿童。

总的来说，目前世界的化学品和有害废弃物管理存
在两种不一致的情况，即发达国家一般建立了综合性管
理系统，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
转型期的国家还在疲于应付多种类型废弃物的联合填埋
处置问题，在对其进行分离和无害化管理方面能力受限。

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签署了《控制危险废弃物
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Basel Convention 
1989），但并没有在国内制定相关综合性立法。另外，鉴

于废弃物转移涉及多个领域，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化学品的管制和管理经常涉及好几个部委（包括农业、
工业、劳动、环境和卫生），以及每个部委内多个机构之
间的协调。

在大多数国家，通常是最贫困的人口具有最高的化
学接触风险。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职业性接触、生活
条件恶劣、缺乏清洁用水和食物、住所靠近污染活动地点，
或缺乏有关化学影响有害性的相关知识，或以上多种因
素相结合而造成的。

不论是控制性排放和废弃物管理，还是意外排放，
放射性污染都是具有潜在环境和健康危害的另一大主
要来源。经授权许可排放污水可能造成放射性核素向
大气和水环境的控制性排放，而发生核事故、遗留的核
武器试验地点等则可能会产生意外核排放。在工业、研
究和医药，以及核电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会涉及到放
射性废弃物的管理和处置，要根据所产生废弃物的量、
具有的放射性和其他属性采取不同管理和处置方法。

化学品和废弃物治理手段一开始可能比较被动、
零散和孤立，成败参半。例如《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利
尔议定书》（UNEP 1987）的实施在减轻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影响方面卓有成效，而减少危险废弃物的跨境转移
方面的《巴塞尔公约》（1989）实施效果则不是很明显。
但在过去十年里，由于人们普遍提高了对化学品生命周
期、化学品所产生废弃物的了解，因此在改进化学品管
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实施《巴塞尔公约》、《鹿特
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是解决化学品整个存在
周期内所产生问题的第一步。并且还要实施《国际化学
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对有关汞的国际协议进
行协商。同样地，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实施《乏燃料管理
安全和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但是，为保
证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这些工作，必须要加大投入，在
科学基础上加强对化学品和废弃物的了解；具有政策
创新性，平衡发展与可持续的需求；建立公私合作关系，
把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为综合能力建设
分配资金。

国际商定目标

本章对有关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国际商定目标进展
情况进行了评估。根据主要的多边环境协议，以及相关
协议和声明，GEO-5 高级别政府间咨询小组经过深入
考虑，并就相关优先方面进行区域磋商后，制订了这些
目标。虽然目前存在数据匮乏情况，因此对化学品和废
弃物管理的多个方面造成诸多限制，但并没有影响商定
目标的选择。表 6.1 列出了各个评估目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鉴于化学品和废弃物对人类
和环境造成了诸多影响，因此制订了很多重要国际协议。
这些协议，加上其他有关商定目标的各种国际协议和声
明，如 2002 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
制定的相关协议和声明，构成了一个框架，用于组织和
实施具体的化学品和有害废弃物环境无害性设计、生产、
消耗、回收或处置工作（专栏 6.1）。这些目标也与千年
发展目标（MDGs）的背景相符，特别是消除极端贫困和
饥饿的 MDG 1，以及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 MDG 7。第
7 项目标针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和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
生设施规定了具体目标。

制定国际协议需要重点考虑很多原则，包括危险废
弃物和特定危险化学品跨境转移的事先知情同意；通
过国家报告提高透明度；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环境无害管
理；废弃物预防；预防方法；污染者付费原则等。这些已
经通过履行具体义务获得了解决，如实施控制措施，监
测环境状态，遵守并支持各种实施机制，包括能力建设
和培训、国际合作、协同和合伙工作等。

与化学品和废弃物无害化管理有关的各项目标旨
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
些目标可分为六个主题：

•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化学品和废弃物进行无害
化管理，包括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

• 控制有害废弃物跨境转移，并对危险化学品实施
交易责任制；

• 科学基础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程序透明化，并在
国家、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建立监测系统；

• 支持各国加强自身的化学品和废弃物无害化管
理能力；

• 保护海洋环境不受任何来源污染；
• 实施安全的放射性和核废弃物管理。

状况和趋势

《全球环境展望 4》（2007）已经表明在全球性数
据收集方面存在缺失，对很多地区来说，评估化学污染
程度，及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挑战
性。自报告出版后的五年间，这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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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1999-2009 年间各缔约国向巴塞尔公约提交国家报告的情况

专栏 6.2：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JPOI）（世界
可持续发展峰会 2002）第 23 段

议题

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在化学品整个生命周
期阶段进行无害化管理。

相关目标

保证到 2020 年，能以减轻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具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方式使用和生产化学品。

指标

三个有关化学品和废弃物公约（巴塞尔、鹿特
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国数目；这些缔约国
实施的相关规划数目。

全球趋势

有一定进展。

大多数脆弱社区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全世界消
费者。

重点关注区域

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POI）（2002 世界可持续发展

峰会制定）第 23 段

（欧洲和亚太地区区域磋商中确定的优先考虑事项）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尤其为了实现 2020 年目标，即按照能够降低对人类健康

和环境具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方式使用和生产化学品，根据《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UNCED 1992a）

第 15 条原则规定，要利用透明的科学基础风险评估程序和科学基础风险管理程序，并在考虑各种预防

方法的基础上，致力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化学品和有害废弃物进行无害化管理，通过提供技术和财

政援助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自身的化学品和有害废弃物管理能力。

第 22 段

（在亚太地区区域磋商中确定的优先考虑事项）

为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财政、技术和其他协助，并有各政

府机构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情况下，应采取预防和减少废弃物的措施，并扩大回收、利用和具环

境无害性替代物质的使用。

第 23g 段 推动降低重金属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包括相关研究审查，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汞及其化

合物评估报告。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斯

德哥尔摩公约》 2001）第 1 条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鹿特丹公约》 

2001）第 1 条 

…… 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潜在危害，促进特定危险化学品的环境无害性使用，通过促进危险化

学品特性的信息交流、为国家决策程序提供相关的进出口信息，以及向各缔约国通告相关决定等方式，

推动各国在特定危险化学品国际贸易方面责任共担，精诚合作。

《控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

（《巴塞尔公约》 1989）序言

. …… 通过严格控制，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会因有害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的产生和管理受到负面影响。

经 1978 年协议修订的《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

（MARPOL 1973/78）第 17 条

在与其他国际机构进行磋商、接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助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协调的情况下，

各公约缔约国要履行相关义务，在以下可能需要技术协助的方面接受必要的支持：

a）科学和技术员培训；b）必要情况下获取设备和监测装置；

c）减缓采取预防或降低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额外措施和条件；并

d）鼓励调查研究；最好在相关国家内进行研究，以便推动本公约各项目的和目标的实现。

《防止倾倒废料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国际公约》（《伦

敦公约》 1972）第 2 条

为预防、降低并在适当情况下消除因海上倾倒或焚烧废弃物或其他物质造成的污染，各缔约国要根据

自身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采取有效措施，独自或联合起来保护海洋环境不受各种污染。

第 12 条 各缔约国要通过专门的主管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全力推动各项措施的实施，保护海洋环境不受以下

方面污染：

（a）碳氢化合物，包括石油和其废弃物。

《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b）第 22 章第 3 段 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此方案目的是在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和安全方面采取的互动性综合措施广泛框

架内，确保对放射性废弃物进行安全管理、运输、储存和处置。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国际原子能组织 1997）第 1 条 

本公约目的：（i）在全世界乏燃料和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方面达到并保持高水平安全性 [...]；（ii）确保

在乏燃料和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的所有阶段，能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防止现在和将来致电离辐射对个人、

社会和环境产生潜在危害，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和愿望，又不会妨碍后代追求自身的需求和愿望；

（iii）预防在乏燃料或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的所有阶段发生具有放射性后果的事故，如果发生了相关事故，

要减轻相关事故后果。

表 6.1 化学品和废弃物方面选定的相关国际商定目标

还需要采取全球性努力来弥补这种差距。即将出版的
UNEP 全球化学品展望报告应坚持：为进一步促进在化
学品无害化管理方面采取国际行动，致力于提供一个
评估和设定工作优先性的框架。

化学品和废弃物：数据和指标

现有化学品数据匮乏，加上技术快速发展造成市
场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化学品，这些都不利于制定一套具
有时间序列数据的化学品指标，用于确定化学品和废
弃物的状态与趋势。下面提出了几个可能弥补这一差距
的指标。另外，在整理所需数据和巩固知识基础方面还
需要加大投入，以便构建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

获得废弃物产生、处理和回收利用方面的基础数
据非常困难。《巴塞尔公约》秘书处收到的各种报告（图
6.1）可能包含一些相关数据。该图提供了有关有害废弃
物国际转移的数量、特点、归宿、处理或处置方式等信
息。像 2011 年各公约缔约国召开的第十次会议（UNEP 
2011a）上所报告的一样，但这些信息也不完善，并且未
经证实。有关无害废弃物生成和处置的全球数据也没有
系统性的报告，因此也不能令人满意。2011 年 5 月，联
合国秘书长对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做的报告中称：“有效

管理和减少废弃物的障碍包括不具备充分的废弃物情景数

据、信息和知识，缺乏综合性法规，现有法规执行力度不足，

技术和组织能力不足，公众认识和合作度不充分，并且缺乏资金”
（UNCSD 2011）。

现在迫切需要提高这些基础数据集的可用性和质
量，重点放在国家之间的可比性、随时间推移的时效性
和连贯性，以及解释说明上。由于废弃物越来越被视为
一种潜在资源，因此废弃物数据和指标应与经济和社会
信息系统，以及物质流核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可测
量性问题对评估废弃物生成具有关键作用，包括市政、
工业、农业、矿业、军事、放射性和核废弃物等。

这里强调了三个帮助各国政府和市政当局了解行
业绩效和进展情况的指标。为了指导全球废弃物无害
化管理的决策工作，必须收集这些数据。这三个指标是：

• 管理或最终处置的废弃物数量和类型 – 固体废
弃物、有机废弃物、有害和无害废弃物；

• 每个人产生的废弃物和有害废弃物；
• 回收利用的的市政或家庭废弃物、工业固废和

有害废弃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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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0 年开始，经合组织国家产生的城市废弃物

数量急剧上升，仅 2007 年估计就超过了 6.5 亿公吨（每

人产生 556 千克）。在大多数有相关参考数据的国家，随

着经济发展，人们的富裕程度提高了，消费模式也跟着改变，

因此每人产生的废弃物数量也相应增加了很多。但是，过

去 20 年里，废弃物的产生速度既没有 GDP 增长快，也

比不上私人消费支出的速度，近年来还有所下降。城市废

弃物数量与最终进行处理的废弃物构成取决于国家的废

弃物管理措施。虽然各国在实施相关措施方面有了一定

改进，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地减少了需要进行最终

处理的固体废弃物量（OECD 2010b）。

专栏 6.3 经合组织国家产生废弃物的情况

配备了机械臂的市政垃圾收 集车，用于清理生活垃圾。 © Paul 

Vasarhelyi/iStock

图 6.2 2009 年按国别分类的化学品销售情况

夜间的大型化工厂 © Tetsuo Morita/iStock

化工业当前状况和发展趋势

化工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推动因素，化
工绩效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2008 年全球
化工业估计营业额约 3.7 万亿美元（OECD 2010a），并
且以每年 3.5% 的速度增长。全球有两千万人口直接或
间接从事化工工作。化工业还是一个能源消耗密集的产
业，产生的污染排放也无处不在。

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化学
品生产仍占全世界化学品生成的主要部分（2004 年为
74.5%），但与 1970 年比已经降低了 9%。这种转变主
要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BRIC）
的出现（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04 年，中国
的化学品在金砖四国中最高（48%），其次是巴西和印度
（均为 20%），最后是俄罗斯（12%）（OECD 2008b）。
发展中国家的化学品消耗速度也比发达国家增长的快，
到2020年预计达到全球消耗水平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
有些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化学品使用量正在减少。例如，
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 1990 – 2002 年间 OECD
国家的整体农药使用量减少了 5%（OECD 2008a）。
在美国和加拿大最常使用的 152 种农药中，整体污染
排放和转移降低了 18%，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几乎
停止了，酸雨前体排放量降低了48%，臭氧前体降低了
38%，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低了 26%。尽管如此，
还需要加强所有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以建设能力、分享
知识，并促进全球的化学品有效管理（OECD 2008b）。
图 6.2 显示了全球主要化学品生产国的销售数据。

废弃物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废弃物产生
越来越多，复杂性越来越大，相应造成各国在废弃物管
理和处置操作方面工作不善，可能会造成经济和公共服
务方面资金不足问题。由于工业生产方面的某些资源投
入会不可避免的以废弃物形式进入环境，从而产生有害
影响，因此为了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废弃物产生量，
需要实施综合性政策，为通过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其他
操作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目前具有关键性
的工作重点是逆转当前的废弃物生成趋势，这需要采
取大力措施减少危害数量和危害水平。而且，废弃物回
收工作执行不力还会产生污染风险，增加人类与毒性物

质的接触。废弃物回收利用可能还会被滥用，用来掩饰
犯罪活动。

随着大量新型化学物质涌入市场，还会产生新的化
学废弃物。在很多地区，有害废弃物流都是与市政或固
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倾倒或露天燃烧方式进
行处置（UN-Habitat 2010）。这样就引发了环境和社会
正义问题，因为大多数受这种不负责处理方法影响的人
们通常都是在垃圾倾倒厂附近生活和工作的贫困人口。

由于废弃物的全球性转移，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

的材料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使用，然后作为废弃物在第三

个地方进行管理。电气和电子设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Schluepa 等 2009；Cui 和 Forssberg 2003）。电子

垃圾处理很好的诠释了事情的两面性，包括含有阻燃剂

及贵重金属的毒性物质和塑料的处理。初始设备的使

用可能有利于保护人类健康，支持人们的生计并创造工

作机会，同时还会对废弃物转化为资源予以推动，从而

支持经济发展，提高能源效率，保护自然资源。但是，如

果废弃物管理工作执行不力或不当，则会对人类健康产

生严重影响，严重伤害环境。延长电气或电子设备的使

用寿命，并在这些产品中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是降低废

弃物负担及相关危害的一个途径。

城市废弃物

废弃物管理不善会相应加大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如污染环境、产生人类健康威胁，材料和能源损失等。

联合国人居署在最近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报告中提

到，全球固体废弃物管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并充分

说明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包括在不

了解相关进展的情况下很难实现目标，例如报告中称“减

少废弃物是可取的，但是很明显，不能对所有地点都进

行监测” （UN-Habitat 2010）。

城市废弃物是一个国家所产生总废弃物量的重要

构成部分（OECD 2008b），每年人均产生的废弃物量

在 0.4 – 0.8 吨之间。随着对各种废弃物进行联合处置，

废弃物的复杂性也提高了：目前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的可

生物降解成分约占 50%，电子废弃物（电子垃圾）约为 5% 

- 15%。从矿业到多种制造业废弃物，到农业和医疗废

弃物、生活垃圾，废弃物管理工作也随着产生范围和来

源的多样性而变得更加复杂。另外，对城市废弃物进行

无害化管理还需要很大部分的持续性市政预算支持。

很多国家都不具备相关的基础设施，不能处理日趋
复杂的废弃物流。而且许多国家也没有开展相应的监管
工作，不具备物理基础设施，不能从最终的城市废弃物
中回收材料。

生命周期考虑：明确化学品和废弃物产生影响
的范围

有毒化学品的生命周期特点决定了其最终与人类
和生态系统的接触方式。有毒物质的释放不仅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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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马尼拉一条污染水道两旁的棚屋。© Marcus Lindstr 鰉 /

iStock

图 6.4 海滩上的塑料中含有的 PCB
图 6.3 化学品生命周期分析

化学品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于含化学品的产品使用过程
（图 6.3）和最终处置过程中。生命周期考虑有助于在
相关物质的可持续生产与消耗过程中采取综合性方法。

从化学物质提取和生产 / 制造，到消耗 / 使用和
最终处置，这些资源使用的整个周期过程中都会产生
不良环境影响，既包括各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内分
泌紊乱，会直接干扰到大多数动物的成长和发展，还包
括对人类造成的影响（WHO 2002）。生命周期分析也
有助于加深对这些影响的了解，而且作为一个非常有用
的工具，也非常复杂。而且，人们发现，经常用相同属性
的替代化学品可能会产生意外或不良后果（Muir and 
Howard 2010）。

需要引起关注的最新材料是合成生物材料和纳
米材料。随着各种新技术不断发展，新化学品不断应用
（Poliakoff 等 2002），需要采取不同方法，在投产之
前进行系统性、综合性评估。在化工设计和采用清洁生
产程序中应用绿色化学原则可能有助于预防后期阶段
可能产生的问题。虽然世界某些地方已经通过采用接
触模型开展了相关工作，但有些技术和化学品、生命周
期分析还没有成为一种通用的系统性方法，如加拿大环
境建模与化学中心（CEMC 2012）。这可能会需要新的

国际治理形式（Finnveden 等 2009）。

由于化学品数量众多，具有多样性和生命周期复杂
性等特点，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种后果，即人们对化学
品影响的科学认识、有关化学品管理的管制计划落后于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贫穷和暴露于化学品：弱势群体

在条件较为贫穷的条件下，因不安全的化学品使用
和废弃物处置不善会产生绝很多不良影响，包括死亡、
健康危害和生态系统退化（Sexton 等 2011）。有毒和
有害化学品暴露风险提高主要对贫困人口具有影响。由
于贫困人口的职业、生活水平低下、不了解接触相关化
学品和废弃物具有的生不良影响等原因，因此经常面临
相关风险。很多贫困人口会参与到到非正规部门经济中，
可能会因此接触到新的毒性危害，如电子和电气废弃物
（电子垃圾）。相关风险不仅与暴露下的毒性剂量有关，
还涉及到多个重要因素，如年龄、营养状况，以及同时
暴露于其他化学品。儿童由于成长和发育速度较快，并
且在相对体重方面具有更大的暴露风险，因此特别容易
受到不良健康影响（Sheffield 和 Landrigan 2011）。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最 近 的 一 项 研 究 表 明

（Prüss-Ustün 等 2011），2004 年因在环境中暴露于
化学品导致的死亡人数达 490 万。因使用固体燃料造
成的室内烟雾、室外空气污染和二手烟是造成这些死亡
案例的罪魁祸首。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
了化学品的危害，但还有所低估，因为很多化学品的数
据还不完整。

全球化学品生产、化学品交易和使用及随之产生
的有害废弃物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
控制措施，因此向环境释放有害化学品的风险加大了。

据估计，仅在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就有 200 万个污染地
点。虽然现在很难了解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相
关数据，但实际结果很令人担忧。全球名录项目目前正
在对全世界 80 个国家的污染地点状况进行评估，并对
前十个污染最严重地点的痕量金属和农药污染情况进
行评估，参与该项目的有美国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绿十字会和欧洲委员会

（Blacksmith Institute 2011）。这是第一次为各个政府、
国际组织和受影响社区提供的汇总数据工作，以便于制
定决策。

海洋污染

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的 71%，并且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污染，对海洋生物、鱼类、红树林、珊瑚礁、河口和沿
海地区造成了威胁。其中 80% 的污染来自陆源污染（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1b）。常见的人为污染物包括农药、
化肥、重金属、清洁剂、石油、污水、塑料和其他固体
废弃物（UNEP 2011b）。其中很多污染物在深海和沉
积物上累积（Jacobsen 等 2010；Zarfl and Matthies 
2010；Wania and Daly 2002），被小型海洋生物消耗，
并且可能会因此再次进入全球食物链。有 20% 的海洋
污染是由于向海洋直接排放废弃物引起的，如船舶定期
排放含油废弃物、石油意外泄漏、在封闭地区（如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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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人体内 DDT水平，1960-2008 年

图 6.6  1995-2005 年北半球两个监测点空气监测数据显示的两种 PCB发展趋势

相关目标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 POPs 影响

指标

人体组织中选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水平的发展趋

势；大气中选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水平的发展趋势，如

PCBs（已进行多年管制的传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硫

丹（新出现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于 2010 年纳入斯德哥

尔摩公约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清单）

全球趋势

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现在用上述指标评估还为时

过早

需要重点关注的最脆弱社区和地区

北极社区，特别是儿童；喷洒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DDT）后存在室内残留的社区；全球暴露于 POPs 的

儿童

专栏 6.5 人类健康、环境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全世界船舶数量超过 8 万艘，其中约有 5 万艘属于

商船，承担着全球 90% 的国际贸易量。每艘船只在行驶

或运输货物过程中都会产生废弃物，包括油泥、油舱冲

洗水（俗称泔水）、船员产生的垃圾和货物残留等。根据

船只大小，一艘船每次航行可能会产生几百吨的泔水。

全世界 500 公吨吨位（总吨数）以上的船只有 5 万艘，假

设每艘船每次航行需要在十个港口停靠，那么这么多船

每年就会产生五十万次港口停靠（Mikelis 2010）。根据

1973 年船舶污染防治国际公约（MARPOL 73/78）（后

经 1978 年协议修订）规定，港口国要提供充分的港口接

收设施，收集停靠船只船上的废弃物。目前非法排放泔水

是造成海洋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根据地中海区域

性海洋污染紧急行动中心（REMPEC）提供的数据，地中

海地区每年都有 2500 次非法排放船舶废弃物的情况。

1972 年伦敦《防止倾倒废料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国际公

约》和 1996 年的协议是第一批保护海洋环境不受人类

活动影响的国际公约之一，该公约从 1975 年开始实施。

目的是对所有来源的海洋污染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采

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防止因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造

成海洋污染。

专栏 6.4 船舶产生的废弃物

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等，这些都构成了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威胁（UNEP 2011b）。图 6.4 显示了世界各地海滩发
现的塑料中含有的 PCB。有些影响最严重的污染物来自
多种扩散源，如空气污染。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指那些具有以下共同
特点的化学品：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能远距离运输。由
于本身具有毒性，因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包括海产哺
乳动物在内的野生动物和人类都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那些哺乳期母亲和婴儿这些弱势群体。接触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受到的健康影响包括神经发育障碍、内分
泌干扰和致癌等（Diamanti-Kandarakis 等 2009）。

鉴于亟需采取全球行动，2001 年采纳了《关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该公约于 2004
年开始生效。目前已经有 174 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
并呼吁对仍然存在于各个不同国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数量予以记录，并在全球范围内，对人体组织（血液

和牛奶）内存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情况予以监测。这
是监测和评估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存在状态和趋
势、对人类健康影响所提出的两个指标之一。斯德哥尔
摩公约制订了一项全球监测规划，作为全球一致性可靠
数据的来源。目前的数据采集工作还处于早期阶段，以
后可供使用的数据会越来越多。但很多个人研究已经提
供了一些与某些物质有关的历史和区域趋势数据。其
中一个例子就是 DDT，Ritter 等人（2011）根据多项个
人测量结果，报告了人体组织中 DDT 的全球时间序列
浓度数据（图 6.5）。总的来说，过去几十年里，人体的
DDT 负担已经有所下降，但与北部地区相比，热带地区
的负担还相当高。在使用 DDT 进行疟疾防治方面，其
浓度仍然很高，使用量还是比其他地方高。

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 / 工
业化地区和偏远地区选定大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发
展趋势。这些物质在大气中的浓度随着排放情况产生明
显变化，与食物和人体组织内的浓度没有太大关系，也
说明了大气远距离运输所具有的影响。Hung 等人（2010）
对北极地区各监测站测量的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长
期变化趋势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北极气团中大多数
物质的浓度都呈现一种下降趋势，但半衰期都较长 – 一
般为五到十年，有时甚至更长。近年来，有几种化合物

的浓度保持不变，有些则上升了，如多氯联苯（PCBs）、
氯丹和 DDT。图 6.6 显示了两种 PCBs 的长期变化趋势。

来源：Ritter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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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 的环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温度和其他气
候相关因素的影响（UNEP、AMAP 2010；Macleod 等 
2005），包括降水模式、风场和极端天气事件等。总的
来说，气候变化会加大 POPs 从初级到二级污染源的流
动，并推动空气传播（Lamon 等 2009）。现在还不确
定温度高到什么程度才会加快 POPs 的降解，但由于封
存 POPs 几十年的极地冰山溶化，造成了环境中 POPs
和其他污染物数量的增加（Bogdal 等 2010）。

含 POPs 的农药

农药是用来杀灭特定害虫的化合物，但使用时经常
也会杀灭其他生物。一项研究表明，有 90% 以上的水
和鱼类样本同时受几种农药污染，据估测，每年约有 3%
接触农药的农业劳动者会经受一次急性农药中毒事件
（Thunduyil 等 2008）。因此必须了解所接触农药的性
质和污染原因等情况，确定需要采取哪种措施，降低陆
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农药水平。长期农药销售数据是
了解全球和地区农药使用情况的主要指标（Brodesser
等 2006）。过去 25 年，虽然总体农药销售额从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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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注意：1994 – 2006 年间 FAO 提供的最新更新有所不同。
来源：FAO 2012

表 6.2  过期农药数量

地区 估计数量
(吨 )

估计每吨处理成本在 3000-
5000 美元之间（百万美元）

非洲 27 395 82.2 – 137.0

亚洲 6 463 19.4 – 32.3 

东欧 240 
998 722.9 – 204.9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 11 284 33.9 – 56.4 

近东 4 528 13.6 – 22.6 

总计
290 
668 872 - 1 453 

美国亚利桑那州比斯比的薰衣草紫铜露天矿 © Claude Dagenais/

iStock

一个农民正在为自己的葡萄园喷农药，身上没有任何防护装备。 © Alistair Scott/iStock

年的 54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75 亿美元，但由
于对哺乳动物农药中毒的顾虑，杀虫剂销量有所下滑。
在销售的所有农药中，二氯苯氧基乙酸、百草枯、甲胺
磷、灭多威、硫丹和毒死蜱的销量最高（Brodesser 等 
2006）。

在全球范围内河流和地下水中发现的 15 种主要农
药包括：除草剂莠去津和乙基莠去津、异丙甲草胺、氰
草津和甲草胺，杀虫剂二嗪农。但是，在鱼类、河床沉积
物和土壤中，主要农药污染还包括持久性杀虫剂。这类
杀虫剂曾在六十年代广泛使用，目前在大多数发达国
家已禁止使用，如 DDT、狄氏剂和氯丹。此外，很多国
家仍在使用硫丹硫酸、硫丹代谢物，这也是常见的地表
水和地下水污染源（Ondarza 等 2011）。虽然大多数
有机氯杀虫剂 10 – 25 年前已经被禁止使用，但这些成
分在环境中的存在水平仍值得人们关注（Gonzalez 等 
2010；Ondarza 等 2010）。

低收入国家中有 70%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
区，这些农村人口中 97% 以上都以务农为生。虽然发展
中国家的农药使用量只占全球水平的三分之一，但绝大
多数的农药中毒事件都发生在这些国家（Brodesser 等 
2006）。

为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人类与农药的接触程度
和农药产生的健康影响取决于是否能在考虑温度和
降水等因素的情况下，采用低毒杀虫措施（Boxall 等 

2009）。

过期农药

农药不具有杀虫作用时就过期了。农药法规主要
由四个国际公约构成：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
巴塞尔公约、1979 年日内瓦长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
（后经 1998 年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协议修订）（UNECE 
Geneva Convention 1979/98）。由于有些农药生 产
出来的时间较长，相关文字记录缺失，因此很难估测目
前过期农药的具体数量。2009 年，斯德哥尔摩公约附
件又收录了九种包括六氯环己烷（HCH）在内的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目前各缔约国正在收集有关这九种物质的
信息。虽然一些造成污染的小型垃圾倾倒地点可能会
被忽略，但现在已经掌握了很多 HCH 倾倒地点。但是，
斯德哥尔摩公约所收录化学品范围以外的过期农药数
量还不是很清楚，只能大致估算。根据在非洲和中东的
工作经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含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农药约占现存所有过期农药的 30% 左右（UNEP 
2000）。

由国际六氯环己烷及农药协会（IHPA 2009）对每
个国家进行的评估显示，前苏联国家、巴尔干南部地区、
欧盟新成员国（称为欧盟 12 国、加入欧盟的国家、欧洲
睦邻政策国家（ENP）、俄罗斯联邦和中亚）存在的过期
农药数量在 25.6 – 26.3 万吨之间。据联合国粮食与农
业组织（FAO 2002）所做成本估测，处理这些过期农药
约需 7.8 亿美元资金。而据 UNEP 化学品处估测，非洲

还存在高达 12 万吨的过期农药，需要约 2 – 2.5 亿美
元的处理资金。现在仅凭这些评估就已经发现了 37.6 
– 38.3 万吨需要处理的过期农药，需要 9.68 – 10.4 亿
美元的处理成本。根据表 6.2 所示 FAO 最新调查数
字，还有约 29 万吨的农药库存，预计每吨处理成本在
3000 – 5000 美元之间（FAO 2012）。

非洲于 2005 年启用了有关农药的库存计划（ASP），
希望在 10 – 15 年内清除所有过期农药和污染废弃物，
并推动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开展能力建设。现在看来，
因不作为造成的成本很可能超过农药清理成本。如同
欧洲环境局（EEA）所强调的一样，人们通常会低估不作
为造成的成本（Koppe 和 Keys 2001），分析显示不作
为造成的成本是巨大的（OECD 2008c）。

金属、非金属和重金属

包括金属和非金属在内的无机污染物也会对全球
人口产生负面影响（Blacksmith Institute 2011）。与
有机化学品不同，金属元素不会降解，并且可能在环境
中累积，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具有生物可利用性。在开采、
加工、使用、回收这些金属和非金属的国家，由于环境
管控能力受限，由此产生的影响通常是最严重的。较为
发达国家的人口以前和现在也会受到工业污染物排放
和其他污染物相关排放的影响，如造成酸雨和酸性矿水
排放的硫氧化物（Carn 等 2007）。现在污染甚至已经
扩大到了南极洲，因为在长距离空气运输作用下，工业
污染物从其它大陆转移到了南极洲（Caroli 等 2001）。
几十年以后，随着冰川融化，污染物还会被再次释放出

来（Geisz 等 2008）。

自 然 发 生 的 砷 中 毒 是 一 个 全 球 性 问 题
（Ravenscroft 等 2009）。十多年以前，有估计表明全
世界有 1.3 亿人口使用的饮用水中砷含量超标，超出了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亿分之一的安全水平（Smith 和
Lingus 2000）。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低于规
定标准也会造成砷中毒（Wasserman 等 2004）。还有
很多未发现的砷污染源，受影响的人口总数可能更高
（Huang 等 2011）。砷中毒产生的相关影响包括糖尿
病和皮肤病、肾病、肺病、神经和血管疾病 – 最明显的
是会引发坏疽的黑脚病 – 以及膀胱癌。罹患这些疾病
的主要是弱势群体，这些人日常食用受砷污染的食品，
并且没有清洁水、矿物质和营养物来源，不能抵消砷的
部分毒性。孟加拉为了保护人们不饮用含有病原体的
地表水而钻井取水，结果却因此引发了严重砷污染事件

（Lokuge 等 2004），被称为“历史上中毒人数最多的事件”
（Smith 和 Lingus 200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
前都广泛使用砷作为农药，因此遗留了很多砷污染地点，
可能会因此对人口造成影响。

铅是全球最突出的污染物之一（Rauch 和 Pacyna 
2009），有些活动会导致急性铅中毒。以前的铅采矿和
冶炼地点正在不断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如尼日利亚的卡
布韦（Nweke 和 Sanders 2009）和俄罗斯的 Rudnaya
河流域（von Braun 等 2002），这两个地区的儿童在当
地铅冶炼厂关闭以后体内铅水平仍然很高；还有秘鲁的
拉奥罗亚，在铅冶炼厂附近生活的儿童中有 99.7%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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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放射性材料的货箱。©Clearviewimages/iStock

注意：NTHM – 公吨重金属；TBq - 万亿贝克勒尔。
来源：IAEA 2008b

表 6.3  放射性废弃物全球名录，2004 年

废弃物来源 中低水平废弃物 乏燃料 高水平废弃物 采矿

数量
（百万

立方米）

活动
（百万
TBq）

质量
（百万 

MTHM）

活动
（百万
TBq）

数量
（百万

立方米）

活动
（百万
TBq）

数量
（百万

立方米）

活动
（百万
TBq）

核能 2 1.2 0.17 28 000 0.034 42 1 600 0.028

工业或医疗
废弃物 2 1.2

武器 4 0.7 0.8 31 250 0.0046

总计 8 3.1 0.17 28 000 0.8 73 1 850 0.033

内存在极高危险水平的铅（Fraser 2009）。全球范围内
有大约 85% 的铅酸蓄电池被回收利用，但在一些铅回
收地点，如塞内加尔的达喀尔（Haefliger 等 2009），儿
童血铅浓度高达 130 微克 / 分升，这种浓度足以导致
急性铅中毒，甚至死亡（ATSDR 2007）。儿童还有可能
接触到涂料中的铅，尽管发达国家已经淘汰了含铅涂料，
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在使用（Lanphear 等 1998）。进
行电子废弃物回收也会接触到铅焊料，比如中国贵屿
（Huo 等 2007），有 82% 儿童体内的血铅浓度比美国
疾病控制中心规定的标准高出 10 微克 / 分升（ATSDR 
2007）。虽然这个浓度比估计的正常水平高出两个层
次，但现在并没有规定避免人体铅中毒的铅浓度上限
（Flegal 和 Smith 1992）。

大多数煤中都含有微量的汞，因此随着化石燃料
的燃烧越来越多，进入生物圈的工业汞也呈现上升趋
势（Soerensen 等 2010）。随着各种工业活动向环境
排放大量的汞，引发了很多因汞产生的急性神经中毒事
件，据报告主要因为在手工采矿情况下汞与金混合造成
中毒，现在有 50 多个国家都采用手工采矿形式（Bose-
O’Reilly 等 2008）。在印尼和津巴布韦，人们对两个矿
区内的所有儿童进行了体检。结果显示，不论是否直接
参与了采矿活动，儿童体内的汞含量都超标，并出现了
相应的汞中毒迹象（Bose-O’Reilly 等 2008）。儿童汞
中毒需引起特别关注，因为汞具有神经毒性，即使亚致
死水平的汞也会对生长发育造成永久损坏，像某些其他
毒性物质一样，还会形成自体免疫抵抗，汞中毒的儿童
和成人更容易受到感染并患病，就像巴西发现的那些手
工金矿开采者一样（Feingold 等 2010）。UNEP 正在召
开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准备制定一份关于汞的全球
法律性约束文书：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参与，预计

到 2013 年底就会准备好相关的全球性条约（Selin 和
Selin 2006）。

很多其他金属浓度如果达到一定水平，也会对人类
和环境造成影响，如锌、铜和锰。镉的毒性最大，以前曾
被用作颜料，进行电镀，现在可能还有受镉污染的地点。
目前镉主要用于制作可充电的镍镉电池。如果不释放
到环境当中，必须采取高效率方式收集和回收含镉材
料。某些化石燃料燃烧也会在环境中排放镉。另外在磷
酸盐矿床中，镉还是一种天然污染物，因此镉可能会转
移到化肥中，并被根茎类植物吸收（Jarup 和 Akesson 
2009）。

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材料从十九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使用了，随
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核能问世和核武器开发，放射性材
料的使用也大幅增加，产生的放射性废弃物和污染地
点数量也随之增多。另外，工业、科研和医药方面的放
射性材料使用也继续增多，含高浓度天然放射性核素矿
物质的开采和加工也是如此。有些污染地点已经花费巨
额成本进行了整治，其他一些地点的放射性材料污染情
况还有待解决。由于燃料成本不断上升，化石燃料供应
不足，加上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现在人们越来
越倾向于使用核能。但是，社会上对核事故的态度抑制
了核能的使用，如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核事故，
虽然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2008
年曾预计到 2020 年核能利用情况会增加 15% - 45%，
到 2030 年会增加 25% – 95%（IAEA 2008a），但由于
最近发生的福岛核灾难，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

放射性废弃物以多种物理和化学形式存在，并具

有不同的放射属性。国际分类系统（IAEA 2009a）要求
按照废弃物类别（豁免，非常短暂，非常低的水平，低水
平，中间水平，高水平）选择相应的管理和处置方法。进
行处置是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的最终步骤，一般在近地
表或地面深处的设施中进行。除高水平和某些中等水平
的放射性废弃物，绝大多数都在上述设施中处理。表 6.3
提供了全球放射性废弃物名录估测（IAEA 2008b）。

目前大约有 100 个用于放射性材料处理的近地表
设施。虽然放射性材料处理设施所在地点的选择和设
计通常引起争议，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在开发对其他各种
不同级别放射性废弃物进行处理的设施。现在有很多
核反应堆已经非常陈旧，要在不久的将来退役，因此会
产生更多的放射性废弃物，需要建设相应的处理设施，
并培训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截至 2012 年 2 月 2 日，30
个国家有 435 个核反应堆正在运行，联合发电能力约为
368 千兆瓦。其中 75% 的反应堆都已经使用了 20 多年
了。现在有 14 个国家正在建设核电厂，数目为 63 个，联
合发电能力为 61 千兆瓦（European Nuclear Society 
2012）。

自从 1997 年建立了《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
弃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后，缔约国数目就一直不断地
稳定增加，到 2011 年 4 月已经增加到了 58 个。这些国
家都致力于在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方面实现高度的安全
性。在 2009 年的三年期审查会议上，通过对 45 个缔
约国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查发现，各缔约国都致力于提高

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安全性，在制定、保持和实施相关法
律 / 管制框架方面取得了进展，在国家放射性废弃物管
理战略和政策方面实施了良好举措（IAEA 2009b）。虽
然自 2006 年的审查会议之后又取得了一些工作进展，
但为了应对以下挑战，2009 年会议认为还需继续努力：

• 实施有关乏燃料长期管理的国家政策，包括对乏
燃料进行处置；

• 乏燃料和放射性废弃物处置设施的选址、建设
和操作；

• 遗留废弃物管理；
• 对废弃的密封污染源和孤儿污染源回收进行监

测；
• 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
• 针对负债提供资金。

现在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相关处置设施需要通过国
际同行评审安全示范（IAEA 2006）。另外，2010 年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IAEA）成立了一个遗留污染地点
管制监督国际工作论坛（IAEA 2010），旨在改进监管制度，
对监管人员进行专业开发，并应用安全和环境评估。

新出现的问题

由于全球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生产和分布变化非常
快，因此相关政策和管制程序的制定自然会落后。因此
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即使在相关数量资料不充分，不
完全了解新旧化学品生命周期所具有的潜在危害的情
况下，也要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化学品和废弃物的
不良影响。

纳米材料和纳米粒子

很多新材料都是以纳米微粒的形式生产的，或者
说在体积上相当于一米的十亿分之一。纳米颗粒所表现
出来的化学和物理性质也与相应的大宗材料不同。纳
米材料有很多商业应用，如食品包装、个人护理用品、化
妆品和药品。由于纳米材料具有独特特性，因此在癌症
治疗、污染中和或提高能效方面非常有用。但是，纳米
材料的安全性试验仍处于起步阶段，即使现在已经对
纳米材料进行了广泛宣传，一些人类接触的可能性也得
到了确认，但各国政府还没有针对这些新材料相应调整
现有法规（Morris 等 2010）。现在还需要对纳米材料
进行深入调查，详细了解其工作场所和消费者接触情况，
以及对人类健康的相关影响，特别是这些材料中有些能
通过皮肤传递，而且颗粒细小，能穿透细胞膜，对细胞
和亚细胞产生毒性影响。而且，现在还不清楚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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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焚烧、掩埋，或随时间发展的降解的过程中是否会释
放纳米材料或纳米颗粒。因此，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废弃
物处理挑战。有关纳米技术的决策已经在发达国家监
管机构之间引起了很多争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机
构也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Morris 等 2010）。

环境中的塑料

塑料在环境中无处不在。塑料被广泛应用于多种
产品中，具有多种构成。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塑料袋，这
种为人们提供方便的物品却成为了危害环境的典型。塑
料袋每年的使用量超过 5000 亿，但很多没有得到适当
的处理，最终沦为海洋垃圾。《UNEP2011 年鉴》（UNEP 
2011b）重点提到了这个问题，指出被人们丢弃的塑料
垃圾是海洋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塑料碎片在海洋
环流中降解成微污染物，污染沿海水域，被海龟和海鸟
之类的海洋动物吞食以后进入食物链，通过影响海洋
动物的消化、呼吸和繁殖功能而使其变得虚弱或死亡。
还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塑料碎片还是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运输载体，如 PCB 和类似化合物，从而对海洋动
物产生慢性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良好的
管理，预防塑料垃圾的产生，但每个国家在塑料回收和
再利用率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某些欧盟国家能达到
80% 以上，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回收和再利用率则非
常低。保护海洋环境不受陆地活动影响的全球行动纲领，
以及其他地方与区域倡议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Astudillo 等 . 2009；Young 等 2009）。

电子废弃物

信息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造成过时电器及电子产

品增多，并从而产生了数量难以控制的废旧产品，催生
了电子废弃物的全球贸易。电子废弃物是全世界速度增
长最快的废弃物流。据估计，每年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在
2000 – 5000 万吨之间，已经成为 21 世纪面临的重大
环境挑战之一（Schwarzer 2005）。这些废弃物的产生
来自广泛的电气产品，人们对电子废弃物非常关注，因
为其中不仅含有有害物质，如汞和铅之类的重金属，溴
化阻燃剂（BFRs）之类的内分泌干扰物质，还包括很多
可以回收利用的战略金属，如金、钯和稀土金属。电子
废弃物因此可作为宝贵的二次原料来源，减轻自然资源
稀缺和采矿业环境足迹的压力。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大多数电子废弃物的
归宿国，这些废弃物一般作为二手设备从发达国家出口
到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对电子
废弃物进行无害化管理的基础设施、能力和资源（UNEP 
2009），只能由非正规部门和弱势群体采用类似露天燃
烧或酸浸的简陋加工方法回收其中的贵重金属，如铜和
金。回收过程中，废弃物中的有毒物质可能会排放到环
境中，从而为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高风险。最近研究表明，
到 2016 年，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将比发达国
家多一倍（Zoeteman 等 2010）。虽然废旧的电子设备
对发展和进步有一定好处，但发展成电子废弃物以后会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环境和
公共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是否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

内分泌干扰物

内分泌干扰是指因接触化学物质造成生命系统荷
尔蒙信号改变。有相当数量的化学品具有内分泌干扰作
用，会影响包括人类在内很多物种的生长、繁殖和神经
系统发育（Waye 和 Trudeau 2011；Gore 和 Patisaul 
2010；Toppari 等 1996；Colborn 等 1993）。另外，环
境中存在很多低浓度的自然和人为产生的化学物质，这
些物质聚合在一起会加重人类和野生动物接触化学品
产生的影响。自从《内分泌干扰物质科学状况全球评估》
（WHO 2002）出版以后，已经开展了很多调查研究，
很明显无机物和有机物都会对荷尔蒙信号产生影响。
UNEP 已经提出把这一发现当做新的政策问题，纳入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案（SAICM）。

露天焚烧

露天焚烧情况下，因燃烧产生的污染物直接排入大
气，以不受控制的方式进入环境。露天焚烧包括森林野

火、有计划的燃烧（如为准备种植下一茬粮食作物而烧
麦茬）、不负责任焚烧废弃物（如生活垃圾和电子废弃
物）、因纵火引发的废旧轮胎燃烧，以及公开燃放烟花
等（Lemieux 等 2004）。这些焚烧过程都会释放出多
环芳烃（PAHs），并会释放铅和铜之类的重金属（燃放
烟花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中存在广泛的多
环芳烃（Barra 等 2007）。考虑到其致癌性，一些机构
已经把多环芳烃归类为初级污染物，如美国环保署。

化学毒性的认识差距

由于人类不断接触大量化学品，因此有必要了解这

些化学品的特性，及其与人类健康和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前没有想到广泛使用的化学品具有特定属性，

可能会遗留一些引起科学界和公众关注的问题。例如，

许多化学品已确定具有内分泌干扰特性，如双酚 A 存

在于很多婴儿塑料奶瓶和食品罐头的内衬中，邻苯二甲

酸酯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软质塑料中，如某些儿童玩具

（Hengstler 等 2011）。即使消费者有足够的警惕性，

也不能防止这种接触，因为对非专家来说，根本发现不

了这些化学品的存在。公共机构在这方面责任重大，要

负责告知消费者了解与制造化学品相关的潜在风险，化

学品制造商也应延伸自身职责，个别生产商也应行使责

任，并寻找替代选择。

世界上大多数现有化学品法规针对的都是个别化

学物质产生的影响。单个化学品管理就已经很困难了，

还要考虑人类接触化学品混合物方面存在的认识差距

（Rajapakse 等 2002；Silva 等 2002）。如前所述，在

研究混合物毒理方面并没有开展什么工作。现在迫切需

要对同时接触多种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的影

响进行深入风险评估 – 化学品鸡尾酒或协同效应。以

最先进的动态污染物建模和化学品鸡尾酒毒理试验为

基础的综合性环境风险评估有助于量化化学污染边界

（Handoh 和 Kawai 2011；Rockstrom 等 2009）。

差距和展望
化学特性、使用模式和环境

在诸多化学物质对健康和环境影响，以及产品中
到底使用了哪些不同种类化学品方面人们还缺少相关
信息（OECD 2008b）。化学品评估的巨大差距主要由
两个原因造成。第一，在进行系统性评估之前，很多化
学品就已经引入并上市销售了。只有在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相关化学品具有危害或潜在危害的情况下，才会采

取区域控制措施，并最终纳入全球性公约中加以管制，
但大多数化学品仍然没有经过评估。第二，人们越来越
关注以前没有料到的化学品特性，如邻苯二甲酸酯和
双酚 A 具有的内分泌干扰特性，以及具有生物累积特
点的远距离运输情况。而且，学术评估表明还有很多工
业化学品和农药符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性（Muir 和
Howard 2010，206）。还要注意，各种废弃物通常是混
合在一起的，因此很难评估其中存在的单独化学品风险。
另外，回收有害废弃物产生的残留与被回收材料本身相
比，其中可能含有高浓度毒性材料。

要对环境和人体组织中存在的 POPs 进行长期监
测，并予以扩大，特别是在南半球。这种长期监测方案
对更好地了解全球化学品污染发展趋势，以及斯德哥尔
摩公约的有效性评估都具有重要作用。

在化学品毒性目录方面开展更广泛的工作旨在填
补已存在的重大差距，比如《欧盟化学品的注册、 评估、 
授权、 限制政策》（REACH）。该法规扩充了需要管制
的化学品数目，特别是 1981 年以前的市售化学品，以
及之前没有涵盖的化学品（第 11 章）。

由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化学品信息不充分，因此很难
说明这些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的风险情况。
现在正在开展的一些方案将有助弥补一些重要的知识
差距，如 UNEP 的《全球化学品展望》和《不作为的成本》
（UNEP Mainstreaming of Chemcials）。

除科学知识方面的差距外，进行良好的化学品和
废弃物管理也受到了资源匮乏、能力和合规监测能力
不足的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适当的教育
和培训也影响了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因自由贸易协定
催发的贸易额上涨也使这方面情况更加复杂（Vogel 
1997），因为这些协定可能会在化学品使用管制或限制
方面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更大压力。

化学品、废弃物和饮用水

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11 亿人口得不到安全供水，
26 亿人口享受不到适当的医疗卫生服务。由此产生的
健康影响令人震惊：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多达 170 万，
其中 90% 是不满五岁的儿童（WHO/UNICEF 2005）。
治理水污染所需成本可能占农村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0.3% - 1.9%（WHO/UNICEF 2005）。可能造成严重
水污染的工业领域包括：化工业、食品与饮料业、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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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和目标

状况和进展 展望  差距

1. 在化学品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化学品和废弃物进行无害化管理 

化学品无害化管理 B 17 个相关多边协议已实施到位，根据 SAICM 全球行动
计划开展了 300 多项活动；有 23 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化
学品登记制度；制订了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实施化学品无害化管理的发
展中国家数目正在增加。

加强生命周期方法；为化学品风险评估和
管理制定更加具有综合性的全球框架；制
定化学品无害化管理实施计划，主要针对
发展中国家的化学品生产、交易和使用情
况，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

废弃物无害化管理 B 废弃物无害化管理的客观标准没达到最佳；由于地方规
范和条件不同，各地实施的措施也有很大不同；城市面
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市政垃圾管理、监测力度不足、
露天燃烧和废弃物的非法运输。

按照目前的消耗和贸易趋势，
废弃物的产生还会增加。

废弃物数据。

提高资源效率 C 没有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废弃物转化能源的有效方式。 如果在强调废弃物的回收和
再利用方面达到平衡，而不
是纠结于采用哪种能源解决
方案，那么环境无害化的能
源回收会对某些情况有益。

开展技术转让和长期能力建设工作，确
保保持所有设施的绩效。

通过扩大再利用、回
收和使用具环境友好
性的替代材料来预防
和减少废弃物

? 有很多关于废弃物的计划和一些区域、国家计划，内容
涵盖废弃物的减少、再利用、回收等；欧盟生产者责任
指令巴塞尔公约手机伙伴计划和巴塞尔电脑设备伙伴计
划。

具有全球应用推广潜力。 减少废弃物产生的全球测量方法和数据；
可靠的数据和发展趋势信息。

严格控制有害废弃物
和其他废弃物的产生
并进行管理

? 各国向巴塞尔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报告中数据稀少，而且
难于理解；各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也越来越少。

如果在改进合规性和改变方
向方面为各缔约国提供支持，
这种趋势可能还会继续。

在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方面还需继续努
力。

2.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影响

清除或限制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产生、使
用和进出口

B/
B/B

B：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目前的各项指标基础上评估进
展情况还为时过早；B：长期数据记录显示上世纪八十年
代和九十年代之间大气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浓度有所降
低，但 2000 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变得不明显了；B：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地区，PCB 排放不断增加，并
达到了每人每年产生 0.1 – 1.0 克的水平。

世界各地会继续存在人类接
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情况；
由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具有
高流动性，因此在气候变化
条件下可能还会造成人类更
多地接触这些物质。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斯德哥尔摩公约规
定的各项国家实施规划；
关注疟疾防治方面的 DDT 接触，和电子
废弃物处理过程中的（除其他化学品外）
多溴二苯醚的接触。

3. 减轻重金属产生的风险

限制重金属的产生和
使用

B 发展中国家取得的工作进展促使急性中毒事件发生频率降
低，但在一些工业地点和遗留地点仍然存在接触情况，并
且人们越来越关注慢性、低水平接触可能产生的微小影响；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经常在
控制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开采、加工、使用和回收重金属，
并且发展中国家发生急性中毒事件的频率最高，特别是铅、
汞、砷中毒。

正在进行的关于汞的谈判是
积极的，并且还需要进一步
努力在国际协议中对重金属
（包括铅、镉、砷）问题进
行协商。

深入研究在消费品中使用替代材料、更
无害的化学品有助于减轻环境的重金属
负担；实施更严格的职业、人类健康和
环境标准。

限制重金属和含重金
属废弃物的进出口

B 电子产品产量迅速提高，并且对其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进
行处置需要高额成本，造成发展中国家电子废弃物交易
上涨，大量电子废弃物流向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国家
的劳动力成本、健康和环境标准都较低。

欧盟限制电子废弃物中关于
特定有害物质的限制指令具
有积极作用；还需进行全球
规划。

各种全球规划会带来很多惠益，如有关
汞的规划。

改进含重金属废弃物
的处置技术

? 大多数有关废弃物无害化处置的举措都是在发达国家开
展的，但还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改进采矿、冶炼、
电池和电子废弃物回收后的无害化处置。

目前有关于铅、汞和其他重
金属的国际商定目标已经确
定，或正在制定；还需开展
深入工作。

需要实施更严格的职业、人类健康和环
境标准；并实施更严格的废弃物处置标
准。

4. 推动各缔约国在特定有害化学品交易中共担责任、精诚合作

为有害化学品进出口
制定国家决策程序

C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缺乏废弃物无害化管理政策，相关制
度和管制框架薄弱，现有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在国家决
策制定方面没有连贯性方法，在有害化学品进出口方面
存在多重政府机构交叉管理情况，由此造成管辖权冲突，
并削弱了决策制定程序。

如果继续保持或改进鹿特丹
公约的通告率，可以预见会
有一定改善。

改进机制、治理和管制框架，以便在区
域和国家层次上进行有效决策，包括促
进实施国际化学品与废弃物协议的协同
作用。

表 6.4  目标进展情况（见表 6.1）

A：重大进展
B：有一定进展 

C：进展很小或没有进展
D：有所退步

X：现在评估进展情况还为时过早
？：数据不足

专栏 6.6  资金：一项持续的挑战

为了实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化学品和废

弃物无害化管理，政府层面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确

定资金来源、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强化体制等。这些

工作体现在了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

会决策中，特别是国家实施计划方面。实施化学品和废弃物

议程的国际资金目前由以下机构负责管理和引导：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UNITAR）、FAO、WHO 和 SAICM 的快速启动

方案，以及经合组织和各区域开发银行。从私营领域机构也

可获得一些资金。另外，SAICM、组织间化学品无害管理方

案（IOMC）、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IFCS）和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OPCW）也可提供支持和协调。

目前实施的方法因协调分散、不连续和不充分等原

因无法顺利开展，而且缺乏充足资金仍然是面临的最重

大挑战。例如，缺少相关资金协议是造成推迟建立斯德哥

尔摩公约合规机制的一个重大原因。因此，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执行主任 2009 年启动了一个化学品和废弃物融资

方案协商程序，对整体资金需求和可能性情况进行审查。

2009 到 2011 年间，参与协商的各方对以下四个方面进

行了讨论： 

• 化学品和废弃物无害管理主流化；

• 行业参与，包括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建立公私合

作关系，并采用经济手段；

• 新的类似多边基金的信托基金；以及

• 引入化学品和废弃物安全管理作为新的 GEF 重点

领域，在全球环境基金下对现有 POPs 重点领域

进行扩展，或在 GEF 内建立一个新的信托基金。

2011 年 10 月份召开的磋商进程最终会议上形成了

一个文件，列出了资助化学品和废弃物无害管理的综合方

法提纲（UNEP 2012）。这一提纲构成了 UNEP 执行主任

2012 年 2月向 UNEP 理事会特别会议所提交报告的基础。

听取了报告后，各国政府要求执行主任就综合方法提供全

面建议，确保以最佳方式为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提供资金。

预计在 2012 年 9 月份召开的第三届 SAICM 国际化学品

管理大会上和 2013 年 UNEP 理事会会议做出相关决策。

后续协商程序是详细了解化学品和废弃物无害管理

融资情况的重要机会，并与人类健康和发展、环境和碳相

联系。这是发展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为了实现长久社会、

环境和经济效益而必须达到的目标。如果主要领域没有充

足的基础设施，如健康、水、卫生、能源、运输、信息通信技

术和灾难管理领域，那么则不太可能保护人类不接触以下

方面的风险，如危险化学品、有害或放射性废弃物和污染环

境的其他废弃物流。

业和采矿业，以及纸浆造纸业。虽然一些重金属和含氯
溶剂类的污染物还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大多数经合
组织国家已经制定了良好的政策框架，对水污染方面的
工业点源污染进行管制。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非点源污
染，如农业径流。对农业径流进行管制的难度很大，稍
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硝酸盐对水体的污染。除了要努力减
少化肥和有机肥中的有机污染物形成径流外，杀虫剂中
含有的有机磷也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经合组织通过对
多项研究（2008a，2008b）进行审查发现，在全国范围
内采取措施减少农业径流和进行雨水管理，可以为经合
组织内较大的经济体带来 1 亿美元以上的收益，包括采
取针对性措施减少多种不同污染物排放，如砷和硝酸盐
（Hammer 等 2011）。在非经合组织国家，因在不安全

的供水和卫生设施方面不作为产生的成本会更高。

加强全球反应

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其他一些
有关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文书构成了建立和巩固全球对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化学品和废弃物不良影响反
应的基础。这些文书包括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MARPOL、伦敦公约和各种区域性协定，
如巴马科、外嘎尼或地中海公约，以及即将制定的有关
汞的水俣病公约。各缔约国在这些全球文书框架下开展
了讨论，从而预见了各种新出现的问题，并推动了各种
方法的形成，以便在可持续基础上对各种问题进行良
好、集体管理。所有这些具有全球法律约束性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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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和目标

状况和进展 展望  差距

9. 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和安全

确保对放射性废弃物
进行安全管理、运输、
存放和处置。

B 一般按照各种国际标准、乏燃料和放射性废弃物联合公
约的会议报告控制核设施操作产生的放射性废弃物，以
及放射性材料在医药、工业、科研方面的使用；一些遗
留地点仍在进行核武器生产和测试；非洲和中亚地区还
存在一些铀矿开采遗留地点。

核工业、医药和工业使用，
以及采矿和矿产开采方面还
会继续产生放射性废弃物，
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水平
也会提高；在可预见的将来
还需要建设管理和处置设施。

为发挥有益的协同作用，需要把联合公
约（已经成为安全管理放射性废弃物的
重要全球性文书）和其他有关有害材料
的国际文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持
开展相关国际工作，协助对铀矿开采遗
留地点进行整治。

预防发生具有放射性
后果的事故，即使发
生了相关事故，尽量
减轻事故影响。

B 尽管自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实施了确保各国保持高度
安全性的核安全公约（联合共约的姐妹公约），安全水
平也确实有所改进，但还是发生了福岛核事故。

发生福岛核事故后，虽然一
些国家仍在继续制定核计划，
但很多国家已决定逐步废止
自身的核计划；现在讨论这
方面的整体影响还为时过早。

需要更加关注，确保实现核安全公约和
联合公约的各项目标。

以及各种区域协议，如经合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签署的协
议，共同采纳了有关化学品和废弃物环境无害管理的通
用原则。这个全球整体结构的一大特色就是在信息收
集和传播方面具有透明度。欧盟化学品立法 – REACH
就是这些工作取得成功的典范（Hartung 和 Rovida，
2009）。但在了解市售化学品和纳米材料数量，以及许
多国家不能以环境友好方式对有害化学品和废弃物进
行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具有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不受有害化学品和废弃物影响的共同目标，
各公约缔约国已经开始对自身操作进行合理化，以便在
化学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管理方面改进为各国提供的

协助。这已经通过在 2008 年建立国际化学污染委员会
（IPCP）获得了证明，并提高了三个公约之间在 2009
和 2009 年各自缔约国大会，以及 2000 年 2 月印尼巴
厘岛同时召开的特别会议的合作与协调。从 2011 年初
开始，各公约秘书处就已经在联合执行秘书的领导下开
展工作，为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无害管理建立了更全面的
方法（Basel Convention 2012）。

展望

表 6.4 总结了主要议题下设定的各项主要目标，并
通过本章提供的各种指标说明工作进展情况。还建议
在按照第 2 和第 3 部分制定相关政策时对第 1 部分其
他章节的情况加以考虑。

关键问题
和目标

状况和进展 展望  差距

促进有关化学品特点
的信息交流

? 各个国家、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在有关化学品特性信
息检索和传播方面，缺乏数据集和有效机制；国家一级
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不良信息交流情况阻碍着知情决策的
制定。

建立并应用功能性国际、区域和国家网
络，就有害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特点进行
信息交流。

5. 采用具有透明性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程序

在化学品整个生命周
期进行无害化管理

? 国际层次上目前正在进行风险评估（斯德哥尔摩公约），
但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化学品和废弃物接触和相关影响
数据，并且能力受限，因此还未能开展相关评估。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已经为从事臭氧工作的相关人员
提供了培训，以便于检测非法运输情况；工作场所实施
的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是以危害为
基础的，可作为风险评估方面的投入。

目前还不确定特定化学品具有的危害性和带来的风险；
有些情况下由于涉及商业机密，通常不能明确产品中存
在哪些化学品。

通过公约审查委员会开展的
各项活动、有关汞的政府间
程序、欧盟 REACH 法规和
国家化学品重新评估等工作
可能会改善相关状况。

儿童容易受化学风险影响的数据（一
般的风险评估只采用成人数据）；由
SAICM 提供化学品识别和风险管理培
训；披露产品构成。

鼓励进行研究，以预
防、清除并降低对海
洋环境的污染。

A 从历史上看，海洋污染研究方面的投资在北半球一直比
较活跃；近来，在预防发展中国家海洋资源（通常是重
要的食物来源）污染方面正在开展大量工作。

有关污染情况的科学数据。

6. 建立适当监测系统（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

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
无害化监测规划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全球监测计划已经实施到位；在广
泛的其他化学品方面，大多数国家开展的生物监测计划
还不够充分，人类接触情况的记录也不完全；巴塞尔公
约的各缔约国可应用有害废弃物报告系统，但各缔约国
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考虑或报告；因废弃物处理不当产
生的影响难以量化。

正在制定和协调化学品全球
监测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
年内覆盖到全球范围。

需要实施综合性区域和全球监测计划，
确定主要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空间和时间
变化趋势，获取进行变化监测所需的数
据集和指标；需要明确化学品接触和影
响评估所需的生物标志和生物指标；在
发展中国家进行培训，并建立适当的实
验室设施，支持开展能力建设，以便对
从发达国家输入的有害残留进行监测（存
放、处置或再加工）。

7. 能力开发

化学品和有害废弃物
的无害化管理

C 虽然各个国际机构进行了很大努力，但发展中国家在无
害化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工作仍然不足；现在已经成立
了巴塞尔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旨在提高发展中
国家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的能力，但相关资金机制还没有
到位。

如果能够通过创新性融资机
制为斯德哥尔摩和巴塞尔公
约、SAICM、GHS 提供支持，
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南北之间需要建立适当的融资机制，并
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共享。

提高资源效率 B 对废弃物直接处置，而不是采用回收相关资源和材料的
方式进行综合废弃物管理，并且有关综合废弃物管理、
国家废弃物政策和立法，基础设施等均不完善；非正规
经济方面存在简陋、低效的资源回收操作。

对废弃物进行环境无害化管
理，而不是不加选择的处置
和随意露天燃烧。 

推动废弃物转化为能源和废弃物转化为
有机化肥的区域和国家规划，并通过示
范项目对废弃物和材料进行回收利用。

控制有害废弃物跨界
转移

? 虽然相关程序容易受到规避和非法运输影响，但通过巴
塞尔公约的预先知情同意通知程序，可应用控制系统。

在国内全面实施巴塞尔公约
和 SAICM 规定的各项措施，
再加上进一步的刺激可能会
提高进展速度。

需要改进能力建设和融资机制，支持实
施并遵守巴塞尔公约；在区域和国家层
次上制定协同公约计划；改进国际、区域、
国际网络之间的合作，控制有害废弃物
跨界转移。

加强合作，如通过欧洲 IMPEL 和全球
INECE 网络，改进遵守和执行情况，同
时实施国际刑警污染犯罪工作组计划；
进行更好地报告，并在发展中国家就巴
塞尔公约重点领域开展积极协调与合作。

8. 预防海洋环境不受任何污染

船舶污染 B MARPOL 公约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 虽然很多国家还
没有切实遵守相关规定，但已经有 150 个国家批准了该
公约；控制国际航运温室气体排放，国际海事组织海洋
环境保护委员正在进一步审议减排机制草案（海洋环境
保护委员会）。

在根据 MEPC 制定新机制的
情况下，可能有所改善。

制定并实施控制船舶废弃物的功能性国
际网络，包括港口的处理设施。

保护海洋环境 X 发展中国家过去在制度安排或环境法规方面一直没有优
先考虑海洋环境保护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区域海
洋公约也没有完全转变为法律或予以实施；有很多国家
还没有批准或实施 MARPOL；沿海和海洋污染程度继续
扩大，在区域和国家层次上缺乏对陆源污染物的控制；
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开发非常普遍。

混合 需要采取国际行动推动公约批准工作，
把相关规定转化为国家法律，在区域和
国家层次上实施 MARPOL、区域海洋公
约和伦敦公约，并制定有关化学品和废
弃物的多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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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大气CO2 浓度变化

第 2-6 章讨论的变化都发生在一个综合的、相互

联系的整体内，即地球系统。人类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

地球系统非常复杂，包括多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

由于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并且在预

测人类行为方面本身也存在困难，这些都限制了地球系

统的可预测性。

随着人类给地球系统造成的压力升级，几个全球、

区域和当地的临界阈值或正在趋近，或已经超过。一旦

超过了这些阈值，地球的生命支持功能很可能发生突变，

会在现在或将来给人类福祉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例如：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影响食品安全；某些地区平均温度

升高，超出阈值水平，已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影响，比

如疟疾发病率增加；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

有所提高，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对自然资产和人类安

主要内容

全均造成影响；在某些地区，温度加速变化以及海平面

上升正在影响土著社区的社会凝聚力：例如在阿拉斯加，

由于永久冻土层解冻，洪灾增加，迫使村庄不得不搬迁。

传统的专家指导、自上而下的问题解决办法不够灵

活，不能有效解决地球系统中各种复杂的、非线性变化。

经过 20 多年把不可持续发展或多或少当做孤立问题

进行处理，现在需要采用综合性地球系统方法做出知

情和有效的决策。

现在亟需解决人类给地球系统造成的压力升级问

题。同时还要采取必要方法，更好地处理地球系统的复

杂性和固有的不确定性问题。这必须包括以下三方面的

工作：基础研究，以了解相互作用和反馈；长期持续监

测和观察，以巩固基础研究；定期评估进展，以便根据

观测结果调整反应。

引言
从太空拍摄的第一批地球照片让人们对它的轮廓

赞叹有加。科技不断进步，人们对地球这一整体也有
了更好的了解。通过地面和全球遥感观测系统可记录
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发展重建过去环境状况的能
力，并提高全球范围模拟实验的计算能力（Steffen 等 
2004b）。很多证据表明，人类活动产生的后果已经影
响到了地球这一行星。

本文第1章重点说明了产生相关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 2-6 章阐述了环境变化情况，以及在地方、区域和全
球层次上产生的影响。接下来，本章将从地球系统视角
讨论这些变化情况，并说明转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治理
地球方式的必要性。

地球系统

一个系统由规定边界内相互作用的多个组成部分
构成。地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系统，包括广大
的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构成与进程，这
些决定了这一星球及星球上生物的发展状态和演变情
况。地球的生物物理构成通常称为圈层：大气圈、生物圈、
水圈和岩石圈。这些圈层提供了调节地球运作的各种环
境过程，如气候系统、生活生物圈产生的各种生态服务，
包括粮食生产，化石燃料和矿物质类的自然资源。人类
是地球系统的组成部分。所有圈层都包括无数的子系统

和组织级别。这些圈层之内和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
因此对地球系统未来情况的预测能力也非常有限。

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些专家认为，地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 
– 人类世（Zalasiewicz 等 2011，2010）。这个词是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 克鲁岑杜撰出来的，意思是
人类现在正在压倒各种自然力量，进入人类世意味着全
新世的结束。在过去一万多年里，处于间冰期的全新世
为人类提供了非常良好的生活条件，促进了现代社会和
70 亿人口的发展（Folke 等 2011）。

Crutzen（2002）表明， 250 年前发生工业革命时
人类世就开始了。 从 19 世纪早期开始，人口数量迅速
增长，从不到 10 亿增加到现在的 70 亿，这随着人类世
的到来自然而然发生了（Zalasiewicz 等 2010）。随着
人口快速增加，也发生了很多社会变化，如自然资源消
耗随之增加，化石燃料需求迅速扩张（第 1 章）。

地球系统本身就具有高度复杂性，以前不受人类
活动影响的情况下也具有自然多变性。南极冰芯数据显
示，过去 80 多万年里，气温和二氧化碳（CO2）浓度在

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波动（Luethi 等 2008）。波动原
因有很多种，如地球自转和沿轨道围绕太阳运动出现不
规律的情况（Hays 等 1976）。但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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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鲜绿色的水面可以看出，在繁盛的蓝绿色微囊藻作用下，这条河的

富营养化现象非常明显。® Heike Kampe/iStock

森林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碳汇，为人为 CO2 排放提供了负反馈反应。

® Eugenio Opitz

专栏 7.1 人类活动影响下地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的例子

大气圈 – 生物圈

• 大气层中二氧化硫浓度改变形成酸雨，从而对陆地和淡

水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第 2 章），如鱼类资源和其他敏感

性水生物种的大量丧失，并且还会对生物多样性和林业产

生影响。

• 极地地区的生物圈在其他大陆工业污染物的长距离运输

作用下已经受到了污染（第 6 章）。

岩石圈 – 水圈

• 1960 到 2000 年之间地下水开采增加了一倍多，因此全

球的地下水存量正在减少（第 4 章）。地下水蓄水层枯竭

会造成地面沉降，盐水侵入淡水供应。而且，在人类活动

影响下，如农业活动，从 1960 年开始全球水域中的营养

物流动就增加了，包括磷和氮（第 4 章）。

大气圈 – 岩石圈

• 到 2100 年，高达 90% 的近地面冻土层可能会融化和消失，

会造成二氧化碳和甲烷向大气的排放（第 3 章）；

• 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降水量过大、过小或没有降水（干旱）

情况的频率增加。长期趋势显示萨赫勒和印度北部地区可

能会变得更加干旱（第 2 章）。

生物圈 – 水圈

• 堤防建设、河流与洪泛控制会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造成影响（第 4 和第 5 章）；

• 因处置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垃圾、农业径流和大气污染（酸

雨）产生的水污染物对内陆湿地及其多样性具有重大危险

（第 5 章）。

大气圈 – 水圈

• 每年有很大一部分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会被海洋吸

收。二氧化碳与海水反应生成石碳酸，从而使海水酸度更

高。海水表面的平均 pH 值已经从 8.2 降低到了 8.1，预计

到 2100 年会降低到 7.7（第 7 章）。

• 某些生命周期较长的化学品，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和重金属会进入海洋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从而会

对人类和野生动物产生有毒影响（第 6 章）。

岩石圈 – 生物圈

• 石油泄漏仍然威胁着水生和海洋生态系统（第 4 章）。

碳浓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范围（图 7.1），从 1950
年的百万分之 310 上升到了 2011 年的百万分之 391
（NOAA 2011），其中增长总量的一半是在过去 30 年
间前工业时代产生的（Steffen 等 2007）。

地球有 50 亿年的历史，在过去 38 亿年里，地球
的生物多样性，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也随之演变。在此
期间发生了五次大灭绝事件。但与之前这些因自然巨
变和行星变化引发的事件不同，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主要是受人类活动影响，通常称为第六次全球灭绝事
件（Barnosky 等 2011；Eldredge 2001）。根据《全球
生物多样性展望 3》（CBD 2010）数据显示，1970 到
2006 年间一些脊椎动物的丰度平均降低了将近三分之
一，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还在继续降低。许多生物学家认
为，以后几十年还会出现物种的大量流失（Leadley 等 
2010），从而加大自然景观和海景的巨变风险（Estes
等 2011）。只有很少的科学家认识到，从长远观点看，
这些灭绝事件不仅会改变生物多样性，还会影响产生生
物多样性的进化过程（Myers 和 Knoll 2001）。

地球系统相互作用

鉴于地球系统不同圈层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系统

的一部分发生变化会对整个系统或其他系统产生影响。
专栏 7.1 展示了第 2-6 章提供的一些例子，说明了地球
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人类活动影响
下发生变化。

地球系统复杂性

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与系统组织在多种规模和层次
上的无数相互作用过程有关。重要的是，相互作用意味
着这些变化很少以线性和渐进方式进行。与此相反，在
抑制改变（负反馈）或促进改变（正反馈）的反馈作用下，
地球系统发生的各种变化主要都是非线性的（Steffen 
等 2004a）。许多这样的反馈塑造了地球系统。

正反馈是指系统反应增加，可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
并发展成另外的状态 – 结构转变（专栏 7.2）。相关的正
反馈例子就是北极黑碳沉积产生的影响（McConnell
等 2007）。生物质和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黑碳
颗粒会排入大气（第 2 章）。因为北极冰雪、冰川和海冰
的反照率（反射率）影响，那里的气候特别适合黑碳沉积。
黑碳会使冰雪表面变暗，从而降低反射，造成温度上升
和冰 / 雪融化。Ramanathan 和 Carmichael（2008）报
告称，在喜马拉雅山高海拔地区，因黑碳吸收太阳辐射

增加产生了正反馈，导致温度升高，大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加大，这可能是造成那里积雪和冰川融化的重要因素。

温度和地球大气层中碳含量之间的重要关系主要
体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和地质时间尺度上（Pagini 等 
2010），并且是由大气层和地球系统中其他组成部分
产生的多种反馈造成的。例如，在温度升高和海水酸度
增加的情况下，海洋的碳汇能力也降低了（Steffen 等 
2004b）。这种正反馈就是因使系统反应增加而造成不
稳定性的例子。

气候科学方面讨论越来越多的另一个不稳定反馈
是北极永久冻土带的碳库。如果温度升高导致冻土融化，
就会产生碳的释放，从而导致温度继续上升，更多冻土
融化，碳排放继续增加（Krey 等 2009）。

目前还不能充分了解生物多样性在这些反馈过程
中的作用，因为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非常复杂。但是，人们都知道，如果储存在地面以下的
碳因土壤温度升高造成呼吸加快而被释放到大气中，
就会产生这种会推动气候变化的正反馈（Rustad 等 
2001）。

负反馈是指初始反应被抑制时，状况会趋于稳定。
例如，如果大气中水分增加导致云层增大，地球反射出

去的阳光比率也随之增加（反照率），从而使大气温度
降低，蒸发率也随之降低（Schmidt 等 2010）。

到目前为止，对于人类给地球系统造成的压力，地
球系统的主要反应一直是尽力减轻相关影响（Steffen
等 2004b）。这是因为地球系统本身具有复原能力，生
物圈和气候系统可以相互影响，特别是在缓冲人类造成
的一些干扰方面。因此，作为对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
排放的一种负反馈反应，生物圈的全球碳汇已经从上世
纪 60 年代每年约 20 亿吨的碳吸收量增加到了 2005
年的 40 亿吨（Canadell 等 2007）。但是，现在有迹象
表明，生物圈缓冲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正在下降（Le 
Quéré 等 2009），并且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地方到区
域层次上存在正反馈。例如，湖泊的富营养化现象（Qin
等 2007），以及区域变暖作用下加速了北极冰原的融
化（Serreze 和 Barry 2011）。

地球系统变化和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上面讨论的关键性地球系统变化对环境、经济和
社会均有影响。下面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些影响的范例，
虽然并不全面，但有一定的说明性，显示了地球系统的
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在所有方面产生
的影响。

极地地区

全球环境条件下的很多复杂变化在极地可能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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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1960-2009 年观测到的年均地表温度变化 

专栏 7.2  状况转变

图 7.2 因不同推动因素和反馈造成的结构转变例子

因超出特定阈值产生的生态状况转变通常比较突然，

反应方面的变化远远超过被迫变化（在推动作用下产生

的变化）。结构变化的持续时间可能较长，同时会对人类

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Briggs 等 2009）。面对两种或多种

干扰产生的协同效应时（受到的合并影响大于单独效应的

总和），某些生态系统可能会非常容易发生改变（Folke 等 

2004）。比如一个同时受干旱和过度放牧影响的牧场，会

在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方面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个

新的具有不同结构和功能特点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反馈

方面逐步发生变化的范例（Wysham 和 Hastings 2008；

Levin 1998）。与此相反，灾难性或极端的外部干扰也有可

能造成生态系统转变（van Nes 和 Scheffer 2007），如下

所示。

图 7.2 显示了三个状况转变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美

国新墨西哥北部受干旱和树皮甲虫危害的协同效应影响，

造成黄松大量死亡，被矮松 - 杜松林地所替换，森林面积

大量损失。这是目前记录的发生的最快的景观规模结构转

变之一（Allen 和 Breshears 1998）。第二个例子发生的

也特别迅速，但根本原因相差很大。de Young 等人（2008）

对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影响进行了说明。上世纪 80 年代早

期，加勒比海珊瑚礁中存在一种特定物种病原体，因而造

成海胆大量死亡，海胆密度降低到了其原有水平的 1%。

由于没有摄食风险，棕色肉质海藻开始在珊瑚礁上过量繁

殖，珊瑚礁群落也由此发生了结构改变。虽然从触发（病

原体产生影响）到藻类繁盛仅用了一两年就造成了珊瑚礁

群落的结构转变，但某些区域转变后的新状态却持续了

20 多年。

Brown 等（1997）提供的第三个例子是在美国亚利桑

那州南部一个半干旱地区，那里在十年时间内从一个以草

为主的生态系统转换为一个以灌木为主的生态系统。造成

这种转变的原因只有一个，而且这种原因的变化也非常缓慢，

即季节性降雨。冬季降雨有利于一些木本灌木的生长，却不

利于草类生长，由此造成了几种动物物种的灭亡，却产生了

一些以前十分稀少的动物物种。

大。例如，从低纬度地区流向极地的热流会加速极地海
冰融化，并造成北极冰川、格林兰岛和南极冰原的损失，
所有这些会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极地会通过多种方式
对低纬度地区，乃至全球产生影响。

北极

如图 7.3 所示，北极地区近几十年来经历了最大
的表面温度增幅（用红色表示）。通过仪器记录和重建
过去的气候已经证实了这种全球变暖的扩展情况，并且
已经在气候模型模拟中进行了示范（Serreze 和 Barry 
2011）。

全球变暖范围的扩大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热量
向北极地区传递（Graversen 等 2008）；黑碳在雪地
上沉积（Hansen 和 Nazarenko 2004）和反照率相应
减少造成的海冰融化（Screen 和 Simmonds 2010）；
大气向下辐射的长波（红外线）能源增加（Francis 和
Hunter 2006）；以及大气中吸热的黑碳气溶胶增多
（第 2 章）（Shindell 和 Faluvegi 2009）。北极海冰迅
速融化是气候正反馈的一部分。据卫星数据显示，过去
30 年除冰雪覆盖率降低外，北极最古老、最厚的冰层也

大量减少（Maslanik 等 2011）。海冰是海洋和大气之
间的热绝缘体，海冰的消失加大了向上的热流动，使北
极低层对流层温度升高，在北半球的很大范围内对一
般大气环流产生影响（Serreze 和 Barry 2011；WWF 
2010）。从而改变风暴路径、降水模式和条件，导致热
浪和寒流。例如，温暖的北冰洋和寒冷的大陆形成一种
新的大气模式，在寒冷季节中这种模式有利于更加频
繁和严重的北极空气爆发（Petoukhov 和 Semenov 
2010），从而影响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数以百万计人口的
福祉。

根据北极理事会的《北极冰雪、水体、冰块和永久
冻土》评估（SWIPA 2011），过去二三十年里，北极永
久冻土的温度上升了 2℃，特别是在寒冷地点。北极变
暖造成了永久冻土融化和减少（Lawrence 等 2008），
如斯堪的纳维亚、乌拉尔以西俄罗斯北极和阿拉斯加内
陆地区永久冻土层上季节性冻融土壤深度增加；1970
到 2005 年间俄罗斯永久冻土的南部边界向北收缩了
30 – 80 千米；加拿大魁北克省过去 50 年里永久冻土
边界收缩了 130 千米（ACIA 2004）。区域性永久冻土
融化会导致微生物活动增加，可能会造成目前锁定在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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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瑙谢遭遇了几年中最严重的洪灾，图为受灾者

穿过充满水的街道。® Amjad Jamal/UN Photo

南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是连接低营养水平

浮游植物的食物网相对较短，通过食物网为南极磷虾、

鱼、鱿 鱼、须 鲸、海 豹、企 鹅 和 海 鸟 提 供 食 物（Hill 等 

2006）。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由于监管不力，人们在南极

地区随意捕捞海豹、鲸鱼和鱼类（Sherman 和 Hempel 

2008）。一开始，人们的主要捕捞和抓捕对象为海豹、鲸

鱼和海鸟。随着这些物种资源的匮乏，人们开始关注鱼类，

然后是磷虾，最后是螃蟹和鱿鱼。由于早期开发进展迅速，

对南极的主要生物体造成了灾难性的资源破坏，因此肯定

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后果（Nicol 和 Robertson）。后来采

用了一种预防性方法对南极的磷虾捕捞进行管理，即《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CCAMLR），该公约于 1982

年开始实施，在制定有关南极磷虾捕捞的最佳管理方法之

前，先使用这种预防方法作为临时管理措施，相关内容包

括改进生态系统监测；进一步发展相关模型，把磷虾、磷

虾的天敌、环境影响和渔业等方面联系在一起；并了解有

关渔船行为的实际、实时信息（Hewitt 等 2001）。

专栏 7.3  南极生物多样性

土中的碳被释放（Tarnocai 等 2009），从而引发全球
性气候正反馈（Schaefer 等 2011）。北极到 2030 年很
有可能从一个碳汇转变为碳源（Schaefer 等 2011）。

北极水域变暖和开放还会引入碳氢化合物和其他
自然资源（Stephenson 等 2011）。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及航运增加可能会使北极出现快速工业发展，从而导
致额外的人为碳排放。这是又一个气候正反馈例子，既
涉及到自然影响（温室气体影响），也涉及到社会因素（人
类活动）。

地球系统中全球性和区域性联系的另一个意外表
现是 2011 年春天在北极发现的。根据 Manney 等人
的调查发现（2011），在 18 – 20 千米高度下平流层臭
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80% 损耗，从而导致北极平流层
下层出现了反常的长期寒冷条件，反过来导致大气中破
坏臭氧层的氯元素持续增加。

南极和南大洋

人们对这个遥远的地区仍然知之甚少，并且也没有
足够的能力观测这里高度复杂的地球系统相互作用情
况。很多观测数据显示，南大洋海域的温度上升速度远
远高于全球海洋平均水平。据 Gille（2002）报告称中层
水出现变暖，而船舶和浮动观测数据则显示，南极绕极
流水域出现了广泛的变暖和海水变淡情况（Boning 等 
2008）。深海和深水测量也表明存在变暖趋势（Purkey
和 Johnson 2010）。该区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
平流层臭氧洞。臭氧洞在过去三十年里对南极环境造
成了重大影响，改变了该区域主要的气候变化模式、南
半球环状模和相关的风，除南极半岛外，可能还会使该
大陆的大部分区域不受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暖的影响
（Turner 等 2009；Thompson 和 Solomon 2002）。

南极是地球上最大的冷冻淡水库，如果全部融化
的话，会使成海平面上升 61.1 米（IPCC 2001）。虽然
南极地区大部分冰原都在地表以上，但仍然低于目前的
平均海平面。例如，南极西部冰原的冰体大部分都位于
海面以下 1000 多米。据最近估测，这些冰体融化可能
会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 3.3 米（Bamber 等 2009）。最
近对以前未开发的南极东部冰原进行了航空物探测量
（Young 等 2011），结果显示那里的冰原大部分也位
于海平面以下。因此，在气候快速变暖的情况下，人们非
常关心南极海洋冰层的稳定性。虽然南极洲最近的区
域性温度上升趋势并不明显，并且有些地方的温度还下

降了，但根据法拉第 / 沃尔纳德斯基站 1951 – 2006 年
间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西北部地区的温度每十年上
升 0.53 摄氏度（Turner 等 2009）。这些局部变暖和相
应的风变化被认为是造成 1995 年拉森冰架 A 和 2002
年拉森冰架 B 断裂的主要原因。在当前气候变暖条件
下，南极西部冰原可能被破坏或加速融化的问题值得进
行深入研究（Huybrechts 2009；Pollard 和 DeConto 
2009）。

一般说来，大气中 CO2 浓度增加时，海洋往往会吸

收得更多。但是，在作为全球海洋碳汇重要组成部分的
南大洋（Takahashi 等 2009），吸收 CO2 的能力正在

下降（Le Quéré 等 2007）。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南
大洋上空的极地西风强度增加了 15% - 20%，可能是
部分程度上对平流层臭氧洞产生了影响（Thompson
和 Solomon 2002）。该现象对南极的生物多样性也具
有重大影响（专栏 7.3）。

根据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化学 – 气候模型验证项目
（CCMVal2）多个气候 – 化学模型联合模拟效果，通过
实施蒙特利尔议定书，到本世纪中期左右应该可以实现

平流层臭氧的全面恢复（Eyring 等 2010）。但是，臭氧
层恢复可能会对南半球环状模和相关风应力产生影响，
削弱目前在南极和南大洋抑制温室气体导致气温上升
的控制（Turner 等 2009），并且可能会造成其他局部
影响全球的变化。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极地变化模式、全球各地活动和影响与这些变
化的联系对这种脆弱性原型进行了说明，即 GEO – 4
（UNEP 2007）中所称的“滥用全球公域”。这种滥用
会造成人们和环境面临资源枯竭，如海平面上升会造成
渔业和陆地萎缩，以及环境转变，像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上升。那些最容易受全球公域滥用影响的人们通常并不
是造成这一影响的责任人。

从地球系统视角看，根据现在和潜在的极地变化，
为减轻人们和环境可能受到的压力，需要对全球公域管
理采取全面反应，因为这些反应的发生有时需要较长
时间、与世界各地存在相互影响、与平流层臭氧恢复和
全球变暖等方面存在相互影响，并且还有可能发生灾
难性事件，如南极西部冰原融化。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

兴都库什 - 喜马拉雅山脉（图 7.4），有时也称作第
三极，是世界上变化性最大、最复杂的山地系统之一。
除极地之外，这里有世界最大数量的冰雪资源，拥有面
积超过 10 万平方千米的冰原，是亚洲十条最大河流的
发源地。这个山地系统绵延 3500 公里，穿越世界上最
潮湿和最干旱的环境，垂直高度几乎比地球目前所有
生命区高出 8 千米，并位于人口最稠密的地理中心，被
认为具有极度脆弱的环境，特别容易受全球变暖影响
（Bates 等 2008；Xu 等 2007）。

南亚国家极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和公
平发展不断受到自然灾害的障碍。预计气候变化会增加
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从而引发各种灾难，
亟需采取迅速行动予以控制（Cruz 等 2007）。

人们现在无法确定这里的气候变化发生频率和强
度，及其潜在影响，但气候变化无疑是造成喜马拉雅地
区生态和社会经济情况逐步、有力改变的众多压力之一。
特别是在水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对山区居民及其生计，
以及下游用户具有重大影响，比如那些通常需要长距离
跋涉才能获取饮用水和燃料的妇女（UNEP 2011b）。

但是对于山区居民，除了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之外，
还需全面了解现代化 - 通信、运输、基础设施、货币化
和其他 – 以及迁移（CIDA 2002）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这些改变了当地的传统性别关系。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贫困和边缘化群体特别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如
山区人口和下游冲积平原居民。喜马拉雅地区地形恶劣，
加上许多低收入人口的宅基地不稳固，因此该地区具有
很高的洪水敏感性，泥石流和地面不稳定（图 7.4）严重
威胁着这里的人口聚居区。而且，洪灾过后，人们通常
还会在相同的风险易发区重建家园，因此死亡和破坏风
险也相应提高。

山区生计与平原地区相比更容易受环境和经济动
荡影响，而且气候变化会加重山区的贫困状态（ICIMOD 
2010b）。特别是妇女很容易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影
响（ICIMOD 2009；Plümper 和 Neemayer 2007）。

亚马逊

亚马逊森林是地球系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物体多样化宝库（Cochrane 和
Barber 2009；Foley 等 2007）。亚马逊森林可与大气
进行大量的水和能源交流，影响地方和区域气候（da 
Rocha 等 2009），并且还是地球的重要碳汇，存储着约
900 亿吨的碳（Chao 等 2009）。这个碳存储量约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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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的防兔栏把原生植被（东侧）和农田、牧场 （西侧） 分割开来。

围栏东侧原生植被生长地点的地表颜色较暗，这一侧的云量也多。来

源：Pielke 等 2011。

图 7.4 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最近发生的洪灾事件

球热带森林所存储总碳量的五分之一（Pan 等  2011；
Chao 等 2009）。

从 2005 到 2010 仅五年时间里，亚马逊刚经历了
两次百年难遇的干旱。这两次干旱都造成该地区广泛
的树木死亡率，因而导致未受影响的正常净碳汇碳排
放增加（Lewis 等 2011；Phillips 等 2009）。即使森林
砍伐率有所降低，但由于干旱造成了森林可燃性增高、
火势蔓延更加容易，因此这里面临着更大的火灾风险
（Aragao 等 2007）。根据 Vergara 和 Scholz 所做的
模型模拟（2010），在零毁林情景下，只考虑化石燃料排
放主导的气候变化影响，那么到 2100 年亚马逊的生物

群落范围将减少三分之一。但在毁林、火灾和气候变化
的共同作用下，模型模拟会推导出更大的森林减少面积。

除上面讨论的各种自然因素外，毁林一般是由多种
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特别是在亚马逊地区（第 3 章）。
到目前为止，砍伐以后的森林大部分都转变成了牛牧场，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牛肉需求（Zaks 等 2009）。 如
第 3 章所述，亚马逊未来的发展前景还很乐观。例如，
巴西政府的亚马逊毁林预防与控制行动计划（PPCDAm）
制定了一套政府规划，重点关注三个目标：监测和执法；
土地使用权正规化和鼓励采取替代方案；实现可持续
的土地利用。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除了作为碳汇调节全球气候外，亚马逊还要为土著
居民和新定居者提供生计（Parry 2008）。据 Foley 等
人（2007）调查结果，亚马逊森林系统可以调整淡水和
河流流动、调节区域气候模式、控制病媒传播和水传播
疾病的扩散，这些都对人类福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马逊地区的农民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如种植季节遭
遇干旱、洪水和火灾，疾病传播，食品、水和人类安全影
响等（Brondizio 和 Moran 2008）。

旱地

旱地荒漠化或土地退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环
境挑战之一（第 3 章）。从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到亚
湿润干旱地区，全世界的旱地覆盖范围从沙漠到草原
和热带草原，约占全世界 40% 的陆地表面积，容纳了
将近 20 亿人口（Ezcurra 2006）。景观退化问题尤其
复杂，因为其中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如社会经
济、气象和生态过程等（Reynolds 和 Stafford Smith 
2002）。

西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建有用来防止兔子破坏农田和牧场的

防兔栏，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了土地覆盖对干旱地区区

域气候的影响。围栏横跨 750 多千米，东面是原生植被，

西面是面积 1300 万公顷的农田。虽然围栏并没有起到

防止兔子破坏庄稼的作用，但却说明了植被对气候的影

响：围栏东面的植被覆盖区云量多，降雨频率高（见图

片）。Nair 等人（2011）对围栏两侧的各种物理和生物

变化进行了观测，并对此提供了一些合理解释。他们发

现，围栏西面农田部分全年的气候变化非常大，而围栏

东面原生植被覆盖区只有很小的季节性气候变化。因此

Nair 和同事们总结出，原生植被区地表颜色暗，粗糙度大，

相应提高了进入大气的热流动，从而加大了云形成概率。

人们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对此进行测量，雨量观测数

据显示，该地区的冬季降雨量降低了约 20%，并且主要

集中在农田区域。

萨赫勒地区

萨赫勒地区是一个大的半干旱地区，位于撒哈拉以
南，从东到西跨越非洲，横贯十个国家。该地区的降雨
变化非常大，主要受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影响：全球海
洋表面温度模式（Biasutti 等 2008）和影响陆地与大
气相互作用的重大土地覆盖变化（Huber 等 2011）。

萨赫勒地区降雨量变化的作用和植被动态一直是很多
研究工作的主题，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相对
其 1960 年 1900 万的人口量，预计到 2020 年萨赫勒
地区国家的人口数量将翻两番。

将近 6000 年 以 前，萨 赫 勒 地 区 被 草 地 和 灌 木
丛 所 覆 盖（Prentice 和 Jolly 2000；Hoelzmann 等 
1998）。根 据 海洋沉 积 物 记 录 和 考 古 数 据 显 示，之
后 萨 赫 勒 地 区 开 始 变 得 很干旱（Foley 等 2003；de 
Menocal 等 2000）。近年来，这里又有了明显转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降雨量较大，气候相对湿润，到了
七八十年代又变得较为干旱。但过去三十年里整个萨赫
勒地区的降雨量又有了增多趋势（Huber 等 2011），因
此通常被称之为绿化趋势。但是，由于植被变化并不总
是与降雨变化有直接关系，因此 Huber 等人（2011）对
这种变化趋势的复杂性进行了说明。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像西澳大利亚一样，土地使用变化会带来意想不
到的后果。降雨量减少、去除根深蒂固的原生植被也会
导致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农田表层盐度增加，从而进一
步降低农业生产力。随着人们继续清理土地以便用于
农业耕种，一个悖论也正在形成：虽然这样做可以使粮
食生产在短期内提高，但长此以往还是会大大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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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美国能源情报署认定的全球页岩气盆地

图 7.5  1920-1999 年间加拿大森林火灾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朱砂河，三年前遭受火灾后留下的满目疮痍。

® Bruce Smith/iStock

为扩充养牛和农业用地，澳大利亚大肆清理原生
植被，由此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即对原著居民产生
了影响，这些原著民以前依赖丰富的野生动物作为传
统饮食。原生植被被清理后，野生动物资源减少，他们
的传统饮食也受到了影响。很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在
养牛站工作，并试着适应欧洲饮食（Kouris-Blazos 和
Wahlqvist 2000）。这些对他们的营养状况和福祉都
造成了不利影响，很多人罹患了与肥胖有关的慢性疾病
（Wolfenden 等 2011）。

在非洲许多地区，温饱型农业是家庭生计的主要
来源，特别是在一些干旱地区，如萨赫勒（Kumssa 和
Jones 2010）。由于人类活动、土地覆盖和气候之间存
在复杂的反馈，对食品安全造成了重大风险。非洲伙伴
论坛（APF 2007）估测，非洲干旱地区将有 7500 万 – 2.5
亿居民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虽然观测数据显示，萨赫勒地区存在绿化趋势，但
该地区西部的降雨量并没有增多（Huber 等 2011）。
Mertz 等人（2010）对五个萨赫勒地区国家的 1249 户
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五个国家的年均降雨量在 400 
– 900 毫米之间。调查发现，30% - 50% 的雨水灌溉作
物减产是由各种气候因素造成的，主要是降雨不足；而
50% - 70% 的减产则是由各种其他因素造成的，如土
地使用权变化。根据 Mertz 等人（2010）对雨水灌溉作
物和畜牧业之间，以及最干旱和最湿润地区之间差异
进行的研究，说明了萨赫勒最干旱地区农民在努力开发
雨水灌溉农业方面面临的困难。要适应干旱地区的气候
变化必须对这些复杂的互动情况加以考虑。

火灾

全球绝大多数的生物质燃烧都发生在热带地区，
热带地区存在干旱周期和异常丰水年（Liu 等 2010；
van der Werf 等 2008；Goldammer 和 de Ronde 
2004）。非洲大陆的山火发生频率最高，约占全球年均
生物质燃烧的 30% - 50% 左右（Roberts 和 Wooster 
2008；Dwyer 等 2000）。

最近所有植被陆地发生的大型失控性火灾都有所
增加，造成了几百亿美元的损失（Bowman 等 2009）。
据美国和加拿大数据显示（图 7.5），过去二十年里这两
个国家的火灾严重程度都显著增加。自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来，美国西部的特大火灾事故频率增加了近四
倍，严重程度扩大了六倍多（USGCRP 2009）。加拿大

和阿拉斯加苔原最近发生的火灾都是过去 5000 多年
里前所未见的（Hessl 2011）。卫星观测数据显示，气候
和人类活动之间存在强大的非线性关系：干旱会导致
毁林加速，同时会降低泥炭地的火灾缓冲作用，从而提
高生态系统在火灾风险下的脆弱性（van der Werf 等 
2008）。由于各种不同偶然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essl 
2011；Flannigan 等 2009；van der Werf 等 2008），
以及直接的人类活动或气候变化是否具有主导作用这
一问题还悬而未决，因此预计未来的火灾变化非常具
有挑战性。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火灾对人类福祉产生的各种重大影响包括：资产
破坏，如家园（Bowman 等 2009）；人类健康影响和死
亡率，如 2010 年俄罗斯发生的火灾；以及农村资源依
赖型社区丧失生计，如 2007 年黎巴嫩发生的火灾（IUCN 
2008）。另外，全球目前的火灾趋势如果继续保持或加
重的话，会对大量存储在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中的碳产
生严重后果，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气候 – 碳反馈，增加危
险性气候变化风险。

页岩气盆地

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成熟技术，因此使得在低渗透
率地质构造（页岩地层）中开采天然气具有了经济可行
性，如定向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应用这些技术加快了
新的天然气井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管道、道路、
压缩机站和蒸发池，从而造成大量土地被分割和干扰，
空气质量、地表水和地下水质量退化。由于利用这些新
技术钻井具有了经济可行性，可以对新的地质构造进行
开采，所以美国东部和西部一些地方的发展出现了快速

增长。虽然目前的页岩气开采主要在美国进行，但随着
新技术使用范围扩大、各种改变、与其他天然气资源相
比利润率高，以及页岩气特性使开采具有可行性等情况，
预计以后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点（图 7.6）（Kuuskraa
和 Stevens 2009）。

虽然用天然气替代煤作为燃料会降低排放，并能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地空气质量（Howarth 等 2011），
但由于浓缩天然气开发会排放各种有害空气污染物，如
苯、形成臭氧的化学前体、扬尘等，因此开发地点附近
的空气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更广泛地说，这种燃料转
化，加上持续地大规模开发和使用非常规化石燃料，如
页岩气，可能会加重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因为使
用这些非常规燃料产生的甲烷排放比使用常规天然气
至少高出 30%（Howarth 等 2011；Wigley 2011）。而
且最近发现，美国西部用来处理开采水 – 或煤层瓦斯
水的蒸发池是重大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和危险性空气
污染物污染源（USEPA 2009）。天然气开发对水资源的
影响也非常广泛，包括潜在的爆炸性水平甲烷对地下水
蓄水层的污染（Osborn 等 2011）；氯、金属和有机化
合物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排放开采水的河流污染
（Johnson 等 2008)），以及钻井和完井过程中大量的
水消耗率。在开采天然气的地质构造中，很多构造的性
质非常复杂，可能会对地下水资源产生很多未知影响。
鉴于全球存在大量的页岩气存储，这需要引起人们的
特别关注（EIA 2011；IEA 2011）。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水力压裂技术使用的化学品、相关的地表水污染和
空气污染被认为对人类健康有害（Finkel 和 Law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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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1900- 2005 年间全球原材料开采

图 7.7  2002 年区域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

生态足迹指利用当前技术生产资源和吸纳废弃物

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面积指数。Kitzes

等人（2008）对生态足迹和可用生物承载力进行了对比，

生物承载力指特定地理区域人口可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

面积。根据图 7.7，北美洲和西欧的生态足迹超出了其生

物承载力。Kitzes 等人（2008）的结论是，如果全世界所

有人的生态足迹都与典型的北美人或西欧人相当，那么

全球社会的总体生物承载力就会超标，将达到目前水平

的三或五倍。中欧和东欧的生态足迹还保持在该地区的

生物承载力内，但人均消费水平对全球范围来说不具有

可持续性。与此相反，亚太地区的生物承载力已经超标，

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均生态足迹都与亚太地区相同，

则不会造成超标。不论是在区域层次上，还是在全球范围

内，非洲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少于其生物承载力。

专栏 7.4 生态足迹 超标

对地球系统运作的科学认识及地球系统最近发生
的各种改变表明，目前存在越过阈值或临界点的风险，
可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重大改变，并产生重大影响。
相关转变可能包括：雨林转变成草原，或硬珊瑚礁转变
成软珊瑚礁，以及降雨模式改变（专栏 7.2）。引发区域
乃至全球影响的这种突变风险在概念上被称作临界因
素（Schellnhuber 2009）和行星边界（Rockstrom 等 
2009a），是对地球系统科学最近的认识发现。这些全
球可持续性框架对之前的一些概念提供了补充，如增长
限制、承载能力、生态足迹和超标，这些概念都有一个
共同之处，即对与健康有关的自然资源存量和不同污染
物临界载荷进行了估测。所有这些描述都是采用各种不
同方法和假设确定地球系统能容忍人为改变的能力极
限。虽然科学界还在对这些方法和假设进行讨论，但所
有的结论都指向一个方向：正在到达地球系统的阈值，
超越阈值的后果非常严重。

四十年前，Meadows 等人（1972）在《增长的极限》
报告中称，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毫无节制的消费和无止
境的追求增长会使地球超出其承载能力，从而对全球
经济造成重大影响。Hall 和 Day（2009）后来又重新回
顾了这个报告的结论，发现其中提出的各种警告一般都

是准确的。Turner（2008）将 1970 – 2000 之间的历史
数据与《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提出的情景进行了对比，
发现这三十年的历史数据与正常情景相比毫不逊色，根

据历史数据，全球系统在 21 世纪就会中途崩溃。

生态足迹（第 5 章）用来了解人类对生物圈的需求，
以及地球的生物承载力。虽然这方面的数据还有待改进，
但自从 1966 年以来，人类的整体生态足迹已经增加了
一倍，并且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WWF 2010）。专栏 7.4
和图 7.7 显示了不同地区在生态足迹和可用的生态承载
力方面存在的重大区域差异，说明了哪些地区的承载力
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超标方面最严重的是大城市的生态
足迹。

了解地球系统毁林另一个方法是资源利用（UNEP 
2011a）。物质流核算可以量化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所有
材料，了解开采过程中调动的总材料数量，以及经济过
程中实际使用的材料数量（吨）。据估计，21 世纪初全
球每年开采的原材料数量在 470 亿 – 590 亿吨之间（图
7.8 显示了较高的估计数值），20 世纪期间，全球年均
原材料开采增加了百分之八（UNEP 2011a）。UNEP 制
定的三种情景（2011a）都显示，如果不大力改进资源
生产率，到 2050 年就不能满足 90 亿人口的需求。

在了解地球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存在相互作用和非
线性变化的基础上，Rockström 等人（2009a）引入了
行星边界概念，用来认定在人类福祉方面提供安全操
作空间的关键性环境过程。Rockström 等人（2009b）
认定了九个地球过程并为其中的七个提出了安全边界 –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率、氮磷循环、平流层臭氧

损耗、海洋酸化、全球淡水利用和土地使用形式变化。
拟议边界位置与关键的反馈风险和非线性变化保持一
定的安全距离，非线性变化可能会引发关键性环境系
统的有害变化（图 7.9）。一个过程的安全位置由当前科
学状态评估决定，认为目前存在并将一直存在不确定范
围的环境风险。为体现所采取的预防方法，选择科学不
确定性范围的较低界限作为每个环境进程安全的安全
边界（Rockström 等 2009a，2009b）。边界的确定与
人类活动推动的各种比率和过程有关，与资源稀缺性
无关。

行星边界框架表明，全球范围的各种环境挑战远
远超过了气候变化。而且，有证据显示被分析的各个进
程之间具有相互作用：超越一个安全边界可能会影响到
与其他边界的距离。例如，扩大农业用地会造成陆地生
态系统碳排放增加，从而影响气候变化边界。虽然行星
边界分析中使用的具体数字可能会受到质疑（Nature 
2009），但预防性方法却为超标问题提供了佐证：早
期分析表明人类已经超过了三个边界，即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率和全球氮循环干扰（Rockstrom 等 
2009b）。最近对人类的磷循环干扰情况进行的后续调
查显示，淡水系统中的磷边界也已经被超过（Carpenter 
和 Bennett 2011）。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生态系统在供应、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方面对人
类福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TEEB 2010；M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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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过渡阶段

在智利，减少某些区域的大型船为渔业管理提供了一种创新性解决

方案。® Joris Van Ostaeyen

图 7.9  行星边界概念性说明，边界设定是为了
避免超过地球系统过程临界阈值

人类福祉指个人按照自己愿望生活的能力达到的程度，
以及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UNEP 2007）。人类福祉受
多种因素影响，如资源的可用性（不仅包括财政资源）、
安全、良好的健康和社会关系（引言）。所有这些因素都
受地球系统变化影响。人类 – 环境系统的全球相互联
系性也意味着一个地点的福祉可能受其他地点做法的
影响。第 2–6 章提供了一些地球系统子系统如何对人
类福祉施加影响的范例，虽然这些影响一般发生在食品
和水安全方面，而不是资产、社会凝聚力和个人安全方面，
但也具有一定的说明性。

从地球系统视角看，一定要考虑超出地球负载能力
或发生突发改变和不可逆转改变情况下对人类福祉造
成的影响。如下面的例子所示，地球系统各种复杂性、非
线性变化产生的影响已经对人类福祉产生了严重后果。

影响人类安全的多种相互影响因素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影响食品安全。这些推动因素
都很复杂，并且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区域水资源短缺、农
业用地盐碱化、因洪水毁灭庄稼、灾害造成食品物流中断，
并增加传染性植物病或害虫负担）（IPCC 2007）。

交叉阈值：重大健康影响

土地用途转变和毁林会造成当地气温升高，减少

绿荫，从而造成生境改变。这些变化会加速疟疾病媒的
传 播（da Silva-Nunes 等 2008；Afrane 等 2005）。
Pascual 等人（2006）论证了公认的疟疾非线性和阈值
反应对区域温度变化影响的重要性。

前所未有的事件影响资产和人类安全

自然资源对维持生计具有重要作用，气候变化已
经通过减少自然资源使用量和降低自然资源质量破
坏了人类安全，并且以后这种破坏作用还会继续加大
（Barnett 和 Adger 2007）。例如在孟加拉，每年有相
当数量的人口受到河岸侵蚀和洪水影响，由此导致农用
土地、基础设施和通信系统损失。而这些资产对维持人
们生计具有重要作用（Poncelet 等 2010）。

迅速变化和原著社区

如前所述，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是地球上最快的。
从1975 年开始，阿拉斯加的温度平均已上升了2.0 – 3.5
摄氏度。在阿拉斯加海岸和河流沿岸的通航水域上，约
有200 个原住民村庄正遭受河岸加速侵蚀和洪水威胁，
已经确定了五个必须予以搬迁的社区。多项研究表明，
搬迁具有相当大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心理影响（Bronen 
2010）。

应对地球系统挑战的过渡和系统响应
地球系统面临的各种挑战被称为“持久性的不可

持续性问题”、“……复杂、结构不良、涉及多个利益相
关方、存在很多结构不确定性，而且不易管理”（Rotmans 
2006）。在治标不治本或只采取了一些边缘措施，从而
不足以彻底解决根本原因的情况下，持久性问题会反复
出现。第 2-6 章对多个不同议题进行了讨论，如气候变
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安全和化学污染，这
些不确定性问题标着着社会结构和制度方面存在着更
深入的根本问题。

问题的持久性是由 Rotmans（2006）所说的系统
阻碍原因引起的：

• 制度系统失灵 – 占主导地位的制度阻碍创新；
• 经济系统失灵 – 市场开发程度不足，或缺乏投资

资本；
• 社会系统失灵 – 根深蒂固的行为；
• 经济系统失灵 – 本章开头所述的状况转移。

过渡管理

解决这些系统阻碍需要新的、创新性的治理形式，

包括过渡管理（第 16 章）（Grin 等 2010）。最后，忽视
这些系统故障会导致社会系统构成和功能方面产生非
线性、系统性和根本性改变，以及结构、文化和举措方
面的变化（Loorbach 和 Rotmans 2010）。

过渡性变化与正常或渐进性的社会变化不同，如
图 7.10 所示，通常有四个阶段：前期发展、开始变化、
加速变化和稳定。在前期发展和加速变化阶段之间，通
常能够确定开始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让系统发生转变
（Frantzeskaki 和 de Haan 2009）。

历史变迁，如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个人流动、
集约化农业或化石能源基础设施，部分程度上是为了
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如贫穷、不平等、缺乏教育等。但这
些变迁本身也会产生问题。个人现在可以获得廉价的能
源和流动，但会相应产生污染、资源开发和拥堵。解决
各种复杂性、持久性现代问题的挑战是要找到一种新
的处理方式，以更加具有预见性和探索性的方式进行
处理。一定要加强对复杂动态变化程序的认识，并尽量
影响变革的速度和方向。

深入了解推动社会变迁的各种因素对有关地球系
统 政 策 的 制 定 至 关 重 要（Frantzeskaki 和 de Haan 
2009）。虽然目前主流政策和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
改进现有系统，逐步改善，但思维需要根本性转变。目
前的边际改进和现有系统优化趋势不仅会造成科技系

统，还会造成政策方面的封闭性，进而会影响社会系统
（Frantzeskaki 和 Loorbach 2010），降低社会可持续性。
避免出现这种阻碍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即变革性变化

（第 16 和 17 章），要从根本上改变结构、文化和各种举措，
实现长期可持续性。

鉴 于社 会 经 济 和 生 态 系 统 方 面 都 存 在 不 稳 定
性，发生转变的可用性也越来越大，因此制定相应策
略成了在转变速度和方向方面发挥有效影响的关键
（Loorbach 等 2011；Loorbach 和 Rotmans 2006）。
虽然不能通过控制方式影响转变，但可以采用各种不同
方法施加影响，包括协调现有的社会运动、利基创新和
新举措。专栏7.5通过例子说明了过渡管理方面开展长期、
稳定和系统监测的重要性。

鉴于地球系统发生了各种变化，因此了解相关转变
的必然性、学习如何治理和管理转变过程就显得尤为重
要（Loorbach 等 2011）。由于传统的专家指导、自上
而下的问题解决办法不够灵活，不能有效解决地球系统
中各种复杂的非线性变化、快速改变情况，因此需要新
的多层次变化过程，在逐步引入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与
自发组织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过程变化中相互作用。

在新知识开发和应用方面，各种改变过程都需要
科学、政策、民间社会和商业方面的积极参与 （O’Riordan 
2008）。这些过程要有一定的迭代性，要涉及到开发问
题的联合框架、对未来有共同愿景、试验解决方案，评
估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开发出来的自下而上的解决方
案应有助于提高当地可持续性，加强最初自上而下的变
化，并支持其进一步的扩展（Weaver 2011）。德国全
球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 2011）也提出了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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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6  改进大堡礁治理的过渡

Olsson 等人（2008）发现，大堡礁管理必须具有灵

活性，要适应这里持续开展的科学监测，并采取适当反应。

进行灵活管理可以开展新的互动和工作方式，同时发展领

导能力和建立共识也非常重要。在寻求并获取公众、工业

和各级政府支持，把这个世界最大珊瑚礁系统的管理纳入

生态基础方面，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及其主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步骤，即在灵活管理大

堡礁方面获得公众支持。新体制下最明显、最具争议的规

划之一是扩大禁捕区，把整个大堡礁地区禁止任何形式捕

捞操作的区域从 6% 扩大到 33%，创建全世界最大的禁

捕区。对大堡礁实施的这些措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说明

了人们出于人类福祉考虑，在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积极管

理的基础上，努力改变思维，用整体性眼光看待人类与自

然问题。

资料来源：Westley 等 2011

智利由于出现渔业崩溃和民主转变情况，因此可以

在渔民、科学家和管理者之间建立的非正式关系和信任

基础上，开展一些新的渔业管理尝试。当时人们已经普遍

认识到智利的鱼类资源存在问题，人们也积极寻找原因。

与此同时，智利的社会变革开始了。这样也为采用新办法

提供了支持。当时人们对该地区沿海生态系统有良好的科

学认识，因而为渔业管理方面实施新的管理方案和测试

新的合作模式打好了基础。结果智利在全国采用了一种海

洋使用权系统，为地方和小规模渔业分配专门的海域。通

过在不同的区域削减大型船只数量，缓解了智利的捕捞

压力。

资料来源：Gelcich 等 2010

专栏 7.5  对危机的创新性反应

指出了需要授权各国确定工作优先次序，并通过明确信
号予以强调；与此同时要赋予市民更广泛的话语权、让
市民参与决策制定，在政治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对于自下而上的反应，Westley 等人（2011）指出，

在危机情况下通常还会发现很多需要改进和创新的空
间。要取得成功还要倾听地方社区观点、让当地居民了
解各种可用资源和可行性、信任他们并允许采取多样化
创新反应，而不是严格执行自上而下的规划程序。专栏7.6
总结了 Westley 等人（2011）引用的一个例子。

回应

地球系统非常复杂，各个子系统、反馈和非线性之
间和之内存在很多相互作用。作为地球系统的一个组成
部分，人类正在从人数和活动方面改变着这个系统，虽
然这些改变产生的影响分布并不统一，有些人和地方受
到的影响比其他的人和地方要大，但这些影响确实在发
生着。由于地球系统这一整体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不
可能预测人类压力升级会对地球系统产生什么具体结
果，但很明显，现在已经超过或即将达到引发突变和不
可逆转变化的一些阈值。这些改变会对这个星球的基本
生命支持功能产生影响。

虽然已经为解决某些变化进行了努力，而且本报告
中也记录了一些成功案例，但这份分析仍显示，还需要
采取相应方法解决地球系统所面临人为压力的根本原
因，特别是在人口增长和过度消费方面。同时，还需要
采用能够更好地处理地球系统复杂性和内在不确定性
的方法。第 15 和 16 章在自适应治理过程中对这些方
法进行了讨论。但是，必须要通过以下方面为此提供支
持，如系统所有相关方面持续的长期监测和观察，定期
评估进展，并根据观测结果调整目标。同时，必须继续
通过基础和应用研究加强对地球系统的了解，并在寻找
持久性不可持续问题解决方法方面予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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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

需要了解移民来自哪里，以及要迁移到哪里去的数

据，既包括国际迁移，也包括国内迁移，是永久迁移，还是

临时迁移。数据中最好包括时间、数目和地理位置信息。

农业系统

需要有关营养物和水流入与流出，以及其他重要资

源流动的基础信息。

经济生产的环境足迹

在国家和产品层面上，需要了解有关能源和水投入，

以及重点污染产出信息，以便于了解生产和消费模式如

何影响环境系统。

专栏 8.1  全球环境变化驱动力的三个主要数
据差距

全球研究方案、环境信息采集技术迅速改进和应用

都是目前和未来有关环境挑战辩论的重点。不管怎么说，

缺乏可信的环境科学数据是制定以证据为基础政策的

一大障碍，特别是有关淡水数量和质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地下水枯竭情况、生态系统服务、自然生境丧失、土地退化、

化学品和废弃物等数据。

官方环境数据统计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很多国家

还存在相关数据匮乏和质量不足的情况。环境统计主要

由国家统计局收集或整理，是各种评估报告中使用的最

重要信息来源之一，如全球环境展望 5，但联合国和其

他机构的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报告中还经常存在数据差

异，或使用旧的或估测数据。

加强能力建设，为环境信息提供支持，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需要显著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同的国家在同一

议题的数据生成方面通常采用不同的方法，因此很难对

这些数据进行比较。这凸显了除必须进行定期监测外，

主要内容

还要遵循统一的国际标准，以便相关数据，对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数据进行比较。同样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有国

家层次对现有（如果比较分散）科学和环境数据的协调性；

提供简便途径了解潜在用户范围，如通过网络；并把这

些数据与用于政策制定的官方统计联系在一起。

因为环境问题并不以国界划分，因此开展国际合作

必不可少。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很多支持环境信息的全球

和区域规划。国际合作和共享可比数据在解决各种全

球问题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气候变化，以及解

决有关越境水道、海洋和极地地区的环境问题。目前某

些地区的合作机制仍然好于其他地区。

在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方面有充足的信息；存在数

据差距并不构成不作为行为的原因。但如果在数据采集

工作开展更多的系统性工作，有助于各国政府评估自身

在实现国际目标方面的进展，改进政策重点并监督其影

响，运用稀缺资源解决最关键的环境挑战。

背景

这份概述提供对GEO-5所使用的数据的一个概况，
强调目前使用的数据存在一定限制，描述了几个支持环
境信息的全球和区域计划，并明确了一些在推动各国和
区域有效环境监测的优先工作重点。

概述旨在提供一个实用性，而不是具体的技术重
点。按照全球政府间和多个利益攸关方磋商要求，重点
关注有关追踪环境状态和趋势的数据（第 1 部分），只
简要涉及了政策反应方面的数据（第 2 和 3 部分）。

定义

数据：“用于参 考或分析的各种事实 和统计”（COD 
2003）。数据用在这里指各个信息点，通常通过某些科
学方法收集。举例来说，数据点指上午 8:00 在开罗市
中心测量而得的温度。

数据集：对某一问题数据的集合。例如开罗市中心的历
史温度记录。

信息：“调查或研究获得、学习到的各种事实或知识”（COD 
2003）。信息用在这里是一个广义词汇，包括使用者接
触的各种事实、数据、轶事和理解的分析结果，不论正
确与否。例如，访问开罗的最佳时间是在每年 11 月到 3
月，这段时间气候比较凉爽。

统计：用来描述国家统计机构收集的官方数据。

环境统计：描述环境状态和趋势的统计数据，包括自然
环境中的各种媒介（空气和气候、水、陆地和土壤），媒
介和人类聚居区内的生物区（OECD 2007）。

前言

一项评估的真实性和科学质量，如 GEO-5，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评估中使用的环境状态与趋势数据。经济
和社会数据对分析造成环境变化的各种驱动因素，以及
环境变化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专栏 8.1），
并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反应和情景。对多种变量
数据进行组合和打包可获得相关指数，可用来总结信息，
便于信息的沟通和了解。还可以使用多种其他工具来设
想、介绍和传播数据和信息。

信息的可用性取决于多种活动，如数据采集，例如
测量空气和水中的污染水平、海平面温度，或可用来制

作土地覆盖图的卫星遥感图像；定期、可比性测量或时
间序列的监测方案；数据分析，便于生成政策制定者可
使用的信息，如比较随时间发展的趋势或实现既定目标
的进展情况；结果说明，对各种形式和趋势进行解释。
目前的差距和能力建设需求涉及所有这些方面。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
全球定位系统（GPS）、数据库管理、测量仪器、数据可
视化工具、社会媒体和网络等，为人们提供了多种信息
收集和传播方式。除较传统的定期分析报告外，如《全
球环境展望》，数据数字化趋势为环境状况报告提供新
机会，让使用者们能直接获取和下载数据、地图和其他
信息。虽然可以从国际协调与支持中受益，但很多国家
统计机构还不具备开发这种潜力的能力，不能使自身统
计系统实现现代化。

为了对区域和全球层次的各种环境变化进行追踪，
必须使用国际可比数据。大多数用来追踪环境状态和
趋势的数据是由各个国家采集的，但仍然有很多国家在
这方面不具备充分的数据，或所获取数据的质量很差。
很多数据遵循的是本国指导方针，或经过修改的国际准
则，因此不能用作国际可比数据。

数据来自广泛的公共和私人来源，但非常分散，很
难进行全球性比较。另外，私人数据可能受知识产权保护，
使用的话需要支付一定成本费用；如果不涉及所有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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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环境数据资源浏览器：数据提供机构

有关数据提供机构的最新信息和网址链接可登陆环境数据
浏览器网站查询（geodata.grid.unep.ch）： 

生物多样性指标合作伙伴（BIP）

地理和矿物研究局（BRGM）

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环境系统研究中心（CESR）

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

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

科罗拉多州航天动力学研究中心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保护国际（CI）

环境系统研究所（ESRI）

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IES）

欧洲航天局（ESA）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

全球足迹网络（GFN）

全球土地覆盖研究所（GLCF）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

国际能源署（IEA）

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IGRAC）

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IUCN 和 UNEP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
（WDPA）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NASA）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GSFC）

美国国家生态分析及合成中心（NCEAS）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

美国国家地理数据中心（NGDC）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荷兰环境评估局（PBL）

核能署（NE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际森林认证认可计划（PEFC）

拉姆萨尔公约管理局

巴塞尔公约秘书处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CB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UNCC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C）

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UNEP/ 阿伦达尔中心 (UNEP/GRID- Arendal)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 水计划（GEMS 
Water）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 – WCMC）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OLA）

联合国人口司（UNPD）

联合国统计司（UNSD）

联合国地质调查局（USGS）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脊椎动物学博物馆

马里兰大学（UMD）

蒙大拿州生态系统和保护科学大学

水足迹网络（WFN）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WGMS）

世界卫生组织（WHO）

WHO – 二级行政边界数据集项目（SALB）

WHO/UNICEF – 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JMP）

WHO/UNICEF – 击退疟疾行动组织

世界银行

韩国冠岳山气象站  ® Matteusus/iStock

题，则可能就不会收集相关数据。

支持环境信息的国际计划

数据收集和分析受多项国际计划支持，针对环境状
态的多种不同议题，这些计划可协调、编制、传播和介
绍各种数据。一定要注意：联合国提供的环境数据和信
息往往以各国政府收集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根据 2002 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会议内
容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决议，联合国制
订了一套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这套指标的最新版
本于 2007 年 10 月份公布，其中包含 50 多个具体指标，
内容涵盖贫困、治理、健康、教育、人口统计、自然灾害、
大气、土地、海洋、大海和海岸、淡水、生物多样性、经
济发展、全球经济伙伴关系，以及消费和生产模式（UN 
2007b）。

《环境统计发展框架》（UN 1984）为各国制定和
组织环境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提供了模板和指导。联合
国统计司（UNSD）签署了一份对该框架进行更新的工
作计划，旨在把该框架发展成一个中心，囊括更广泛的
环境统计数据收集手段，不仅包括国家统计系统之类
的传统统计数据收集工具，还包括科学监测数据。更新
旨在改进各国内部的环境数据协调，并加强环境、经济
和社会数据的协调（UN 2009）。

环境统计方面的数据收集、传播、培训和能力建
设计划由 UNSD 主持，并由环境统计秘书处间工作组
（IWGENV）负责协调。UNSD/UNEP 的环境统计调查
问卷涵盖了水、空气、陆地和废弃物等几大主题（UN 
2011）。UNSD 还 收 集 国 家 环 境 经 济 核 算 状 态（UN 
2007a）方面的具体数据，并在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专
家委员会（UNCEEA）指导下制定了一套环境经济核
算系统（SEEA）。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CSSA）负责协
调联合国各个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开展的统计数据工
作，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办公室
（Eurostat）。通过联合国数据机制促进联合国各个机
构之间的数据交流（data.un.org）。

有关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主要指标和指数，
特别是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有关 MDG 7 的 10 个指
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指标（HDI）；
耶鲁大学的环境绩效指标，经合组织的核心与关键性
环境指标，以及欧洲环境局（EEA）的整套核心指标等。

很多与环境有关的全球和区域公约都有监测和报告计
划，很多公约秘书处都会在自身职责范围内支持各国开
展数据采集、监测、解释和分析工作，如蒙特利尔议定
书（UNEP 1999）。

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收集的地理空间数据是获取环

境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如卫星遥感技术，网络气象

站和海洋浮标数据。通过各种大型的、国际全球变化研

究计划和倡议也可以了解这些信息，如全球综合地球观

测系统（GEOSS）。通过 GEOSS 可以把目前世界上现

有的和规划的观测系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广大使用者

提供决策支持，并在还存在差距的方面，提供新系统开

发支持。GEOSS 还有助于推进共同技术标准，把通过

各种不同观测手段获得的数据组合成连贯的数据集。另

外，GEOSS 数据共享原则还鼓励卫星运营商收集更多

的数据（GEO 201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数据浏览器（geodata.

grid.unep.ch）毁林并提供了 500 多项指标数据，涵盖

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可用来追踪各种环境状态和

趋势，便于为《全球环境展望》和其他环境评估提供支

持。使用者可在数据资源浏览器（表 8.1）中了解最新的

数据提供机构和变量清单。

2009年，联合国报告称：“环境统计经常缺乏一个或多

个高质量的统计标准属性，即相关性、准确性、及时性、可达

性、解释性和连贯性。事实上，环境统计具有临时性、分散性

和质量程度不同等特点，因此很明显需要一个框架，即一个能

引导环境统计的基本组织框架（联合国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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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尼泊尔小女孩在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帕坦王宫广场的城市喷泉

处饮水，当地居民经常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收集到清洁饮用水。

® Wendy Townrow/iStock

甘蔗，世界上最主要的生物燃料作物之一。现在在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方面还存在重大数据差距。® Wendy Townrow/iStock

主题性差距

很多全球计划都注重支持各国收集相关环境数据，
并进行编制。目前几乎所有主题方面的可用数据都具有
地理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一般都相
对匮乏。低于国家层次收集的数据则更加零散，如城市
空气质量数据。相对来说，各种工业活动和有组织的经
济领域变量数据更易于测量和监测，包括一些二氧化碳
（CO2）排放来源。包括森林覆盖率类的其他方面数据可

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规模评估。但是，因环境变化产生
的各种影响分布范围可能较广，难以测量，而且不好找到
具体原因，如空气或水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些限
制为测量环境变化产生的各种后果带来了严重挑战。

科学和环境状态政策的研究都在不断发展，各国
在收集各种新出现问题的数据方面都面临着更大挑战。
极地地区、公海和上层大气的数据收集和监测依赖于
各种国际合作计划。

大气

• 某些区域的气候数据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想要详细了解因人为或自然原因造成的
温度变化情况仍然十分困难，并且受多种因素影
响，温度变化情况还十分复杂，如土地利用形式的
改变和污染（IPCC 2007）。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
影响取决于一系列经济、社会、地理、文化、制度、
治理和环境因素，如富裕程度和教育水平、残疾和
健康状况，以及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等。一般说
来，地方层次上仍然缺乏减轻灾难风险的相关数据，
没有实施相关措施（IPCC 2011）。

• 近年来，在多项国际计划和公约的要求与支持下，

有关温室气体、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多种其他污染

物的排放数据已经有所完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和蒙特利尔议定书。根据不

同领域对排放数据的分类，可以提高数据的政策

相关性，如按照运输分类，或按照分领域分类，如

道路、空气和水的运输，以及燃料类型、发动机。

如果不是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那么相关国家的可

用数据会受到更大限制，通常采用模型估测形式

弥补相关数据差距。

• 对于各项全球公约重点关注范围以外的与空气质
量数据相关的污染物，如硝酸盐，硫酸盐，对流层
臭氧，颗粒物和黑碳，在数据质量方面还存在很大
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可用数据。而且，即使
有数据，也可能非常分散，难于获取。室内空气污
染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低
收入国家，妇女受到的相关影响尤其严重。在室内
空气污染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使用估测数据对全
球疾病负担进行评估，因为监测人们的室内污染
情况不切合实际（WHO 2010， 2009）。

土地

在土地覆盖和使用评估方面有很多不同方法，应
用这些不同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评估结果。一般说来，这
些方面的可用数据还存在很多不足。

• 全世界旱地分布情况还不确定，因为不同计划采
用不同的 分类 和 方法 对旱 地 进行 划分（ICTSD 
2007）。

• 土地退化方面的全球可比数据有限。旱地国家解
决问题的基本信息库 – 虽然现在正开发利用卫星
数据估测的新数值，但数据库中还是 1990 年人为
引起的土壤退化问题全球评估数据（GLASOD） 
（UN 2004）。

• 没有综合性的和完整的全球湿地数据库，并且全球
湿地范围方面的估测也很不一致（Lehner 和 Doll 
2004；Finlayson 等 1999）。

• 通过遥感可获得先进的土地覆盖和使用情况，但
不同时间点测得的数据通常不具有可比性，这是
由于遥感技术不断变化，地面实况调查不足，没有
就生态系统边界达成一致等原因，所以有关各种
改变的可靠信息还非常有限。例如关于森林一词
有很多定义。

• 根据卫星遥感测得的地球城市面积还不到全球陆
地覆盖的 0.5%，比之前根据全球城市人口地图估
测的数值低 4 – 6 倍（Schneider 等 2009）。

• FAO 最近两项针对 2000 – 2005 年间毁林的调
查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趋势。一个以各种国家性
报告为基础，显示在此期间毁林率与以前相比有

所降低；而另一个以卫星遥感为基础，显示毁林率
比以前提高了（FAO 和 EC-JRC 2011；Hansen 等 
2010）。

• 需要碳储量基线数据，并对碳储量变化进行监测。
不断有证据表明牧场和草地具有重大固碳潜力。

• 虽然在某些国家可获取一些有关生物燃料的数据
集，但全球的生物燃料数据仍然比较分散，而且不
完整，包括生物燃料的生产程度和使用情况。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正在监测各种指标，以
便对各个国家在保证贫困人口能够使用土地和使
用期限保障方面进行绩效评估（IFAD 2008）。各
国政府可应用这些指标，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指标（Bach 等 2009）评估非洲或其他地点
土地用途改变和大规模国际土地交易的影响。

水

• 获取水质水量方面的综合性数据仍然是优先工
作重点；测绘和编制跨界含水层系统目录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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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生锈的燃料桶和化工桶 ® Vladimir Melnik/iStock

专栏 8.2：喜马拉雅山冰川监测

喜马拉雅山和亚洲其他高山上的冰川是大陆主要河流

的源头，为易受影响的下游人口稠密地区提供着支持。了解

冰川体积波动对下游地区水资源、农业和降低灾害风险方

面的决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冰川的体积变化取决于多种

复杂因素，包括冰川大小、微气候、当地地形、海拔高度范围、

太阳方面的关系，以及印度风和中亚、中国西部沙漠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的雪和冰川融化的影响，以及气

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影响方面还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

虽然还存在某些限制，但通过应用遥感技术，测量冰

川面积和长度的能力已有所改进，包括参考适当卫星图像，

并通过实地调查（地面实况调查）确认结果。但是，冰川的

长度和面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冰川的厚度也非常重 

要，但也更加难以测量。由于喜马拉雅山气象数据缺乏，监

测站点数量不足，因此很难推断出气候变化对冰川、积雪和

相关现象的影响，如冰川湖突发洪水。另外一个挑战是，喜

马拉雅山流经八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财政能力

和社会经济目标，因此需要开展国际协调，加强该地区的长

期计划。

印度总理曼 • 莫汉辛格说：“我们有传闻证据表明冰

川可能会收缩，但我们需要精确的和经过仔细审核的数据

予以证明，卫星成像和地面调查形式均可。”

来源：Jacob 等 2012；UNEP 2009b；Haeberli 2008；Zemp 等 2008。

为跨界水评估计划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UNEP 
2011a）。

• 一般说来，地下水数据比地表水数据少，包括可用
性、水质、开采、使用、管理和立法等。由于很多地
区的地下水开采活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应重
点考虑对此进行整改。另外，地下水受各种物质污
染的可用数据也非常有限，如硝酸盐和砷。

• 在实现 MDG 7 目标方面，获取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的信息也有所完善。

• 虽然在全球趋势数据中使用霍乱作为代表，但还
没有可用来评估所有与水相关疾病发展趋势的全
球性数据集。

• 联合国水资源组织编制了综合性水治理方法信息
（UN-Water 2008a）。

• 为了在跨境水域管理方面开展长期的、可持续性
和可靠合作，一定要相互交流各种可比信息，并进
行联合监测和评估（UN-Water 2008b）。

• 还需要按领域和国家收集水资源效率、水足迹和
产品交易中虚拟水流动的可比数据。

• 通过各种研究和计划，有关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方

面新出现问题的各种数据正在改进，包括海洋酸化、
海洋垃圾、洗澡水的水质、海洋生物固碳情况、珊
瑚礁和藻类繁盛情况。所有地区都至少掌握了部
分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但总体来看，全球整体的
海洋环境数据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在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的海域，稳定的时间序列数据也很少（UNEP
和 IOC-UNESCO 2009）。

• 通过各种观测网络和遥感技术应用，有关冰川和冰
雪覆盖的数据正在改进（专栏 8.2）。但永久冻土
方面的信息还处在研究阶段，只在少数地区开展
了监测工作。

生物多样性

有关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数据正在改进，如保护区
和受威胁的物种，但各个区域之间的改善情况并不均衡
（BIP 2010）。例如，鸟类和哺乳动物方面的数据优于
无脊椎动物和植物方面的数据。总体上看，虽然热带地
区的生物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大的，但热带地区开
展的多样性监测工作也是最薄弱的（UNEP 2011a）。

• 在入侵物种种群方面的数据，即使掌握了相关数
据，这些数据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特别
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很多小岛屿来说，解决
这种差距问题在工作中具有优先性，因为这些小岛
受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最严重。

• 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规定，各国要报告
2011 – 2020年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情况。
在一项最近的审查中，对现有观测系统的适当性
进行了评估，以便为这些目标的报告、明确各种数
据差距提供支持（GEO BON 2011）。

• 根据之前的 2010 年生物多样性指标合作伙伴关系
（BIP 2010），由于缺乏全面的数据，现在还不能
制定有关各种主题的相关指标，如数据获取情况
和惠益分享。

• 过去为收集直接消耗性自然资源的数据开展了大
量工作，如鱼类和木材，但相关数据的质量不足以
对食物网中所捕获鱼的构成变化进行监测。

• 现在还没有明确数据表明生物多样性状态的变化
趋势与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各种推动因素有关，
如生境范围变化、海洋酸化、过度捕捞和化学品。

• 目前在由社区管理的保护区数目和范围方面还没
有综合性评估。

• 有些计划，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已经率先对广泛的
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进行了评估，如对包括灾难
风险降低和文化服务在内的生态系统价值进行调
节，但大多数国家统计系统的能力不足以为这些工
作提供支持。

化学品和废弃物

• 根据各种现代标准（USEPA 2005），只对少数化
学物质具有的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
有关不同剂量或浓度化学品所产生影响，或同时
接触多种化学品所产生影响的数据仍处于早期收
集阶段，或根本没有相关数据。另外，风险评估程
序采用的数据通常是成年人的平均数据，因此还
需要考虑化学品对儿童的影响。

• 很多化学品在进行系统性评估之前就已经在市
场 上 销 售 了（Lowell Center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2003），而且 人们现在也越 来 越 关
注化学品的意外属性，如干扰内分泌，这种属性
可能会对人和动物的荷尔蒙和生殖系统造成损害
（UNEP 2010）。

•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在化学品立法中建立了数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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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  联合国统计司（UNSD）、非洲统计中心和 UNEP 支持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的各项指标、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非洲发展新合作
伙伴计划（NEPAD）基础上，制定一套核心指标清单。

• 在食品安全和经济发展相关方面的各种计划基础上，一些分区域组织正在加强参与，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 总体来说，非洲是环境统计方面重点考虑加强能力建设的地区。

亚太地区 • 从整体上看，虽然太平洋地区对 UNSD/UNEP 的环境统计调查问卷反应率较低，但亚洲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反应率（UN 2011）；亚太地区各
个国家之间的区域发展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

• 各个区域组织为特定方面工作提供支持，如由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SCAP）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各种来源的统计数据进行编制。
• 目前有很多针对具体主题的计划，涵盖不同的分领域，例如：

-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UNEP 亚太地区原料流动机构；
-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
- UNEP/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南亚环境展望；
- 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EANET）；
- 清洁空气倡议 – 亚洲（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能源和运输数据）；
- 湄公河委员会（如水位数据）。

欧洲 • 欧洲委员会、欧洲统计局和欧洲环境局（EEA）是西欧和中欧环境数据的主要来源，并且这些机构已经把自身能力建设工作扩展到了中亚地区。
• 欧洲统计局在其各成员国国家统计机构提供的大量数据基础上，负责收集、生成、分析有关船舶环境状态和压力的数据（Eurostat 2010）。
• EEA 及其成员与合作国家通过运作欧洲环境信息和观测网络（EIONET），收集、组织和传播多个国家的数据。
• 欧洲统计局和经合组织开展了环境状态联合问卷调查，范围涵盖了两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 对于不属于上述任一组织的各欧洲国家，相关的环境数据和信息更加稀少，包括东欧和东南欧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首要工作重点是恢复上世

纪 90 年代中断的监测网络和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UNECE 2003）。
• 赫尔辛基波罗的海委员会、东北大西洋奥斯巴委员会、巴塞罗那地中海公约和黑海委员会运作的数据计划涵盖了各自的海域。
• 在提供证据证明欧洲最重要的空气质量问题方面，UNECE 的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CLRTAP）的泛欧科学监测网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海

• 一些区域性倡议有助于该区域环境统计数据的促进和协调，这些倡议包括：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可持续发展倡议（ILAC，截止到 2011 年底，成员包括来自 24 个国家的 32 个机构）；
- 美洲统计会议环境统计工作组（成员包括 10 个国家的 15 个机构）； 
- 各项分区域倡议，如安第斯共同体指标和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 加共体）指标。

• 根据各国国家统计局和环境部一项最近的调查，有 81% 的参与机构都制订了环境统计计划，虽然其中只有 36% 划拨了专用预算，但很多国家在
其他方面还存在重大的制度挑战（ECLAC 2011）。

北美 • 很多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都收集并分析有关环境状态追踪的数据和信息，包括加拿大环境部、美国环保署（EPA）、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NOAA）。

• 美国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也收集并提供各方面的全球环境数据，包括海平面、地表温度、土地覆盖和珊瑚白化（表 8.1）。

西亚
• 阿布扎比全球环境数据倡议（AGEDI）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推动环境数据和信息的收集、传播和使用工作。这些倡议和其他组织共同为网

络倡议全球网络提供资助，旨在有效获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环境数据。
• 阿拉伯国家联盟（LAS）与西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SCW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制订了一套核心环境指标，该地区的各个国家已经自愿

采用了这套指标。
• 在 UNEP 的支持下，LAS 正在与 ESCWA、AGEDI 和其他组织合作建立阿拉伯环境信息网。
• 在该地区的很多国家，环境方面的官方统计数据非常少，而且难以获取，分散在不同的机构，并且相关的数据报告也很分散（UNEP 2006）。

这方面存在的主要主题差距和工作重点包括收集土地盐碱化、沿海和海洋污染、灾难、废弃物管理和运输方面的数据（UNEP 2006）。

表 8.2 选取的区域倡议和环境信息方面的优先事项

资料来源： (UN 2011)

坦桑尼亚奔巴岛西北部海岸，一队潜水员正在进行珊瑚礁恢复力调查。

© J Tamelander/IUCN

录，如欧洲委员会的 REACH 法规。这些数据目录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获取相关信息的便利性，如
化学毒性和社会经济影响（EC 2012）。

• 现在生产了很多含有纳米颗粒的新材料，这些材
料在市场上广泛销售。虽然已经证实了人类可能
会接触到这些纳米材料，但相关的安全测试工
作开展的还非常有限（Morris 等 2011；Sass 等 
2006）。

• 国际上有关有害废弃物的数据主要由提交给《控

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

秘书处的各种报告获得，但现在各国提交的报告

数量有所减少，其中的数据也很少，并且难以解释。

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报告，关于危险废弃物越境

转移的数据是令人满意的，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各

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中也包括相关非缔约国的危险

废弃物越境转移信息。然而，在危险废弃物的产生

和进口国对相关废弃物的处理方面，还需要收集

更多数据。还要关注数据质量问题，并且现有数据

不涵盖非正式行业的危险废弃物非法移动或产生、

处置情况（Basel Convention  2010）。

• 有关废弃物产生、收集和管理的全球性可靠数据

还非常缺乏，特别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地区。城市和

家庭废弃物是最大的废弃物流，再加上工业和危

险废弃物，这些都是工作中的优先重点。有关城市

和家庭废弃物的数据收集工作非常复杂，并且耗时，

还存在重复计算不同来源废弃物的风险，如垃圾

清理公司和垃圾处理厂家可能会分别计算所收集

和处理的垃圾量。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各严重污染地点已经确定
并得到了恢复，而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有关严重污染
地点的记录非常少，有些甚至不为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
所知（Blacksmith Institute 2011）。

• 要保持并扩大环境和人体组织内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POPs） 的长期监测计划，特别是在南半球（UNEP 
2009a）。

• 有关海洋污染的长期监测工作受到财政和制度
能 力 限 制，特 别 是 在 发 展 中 国 家（UNEP/GPA 

2006）。

政策和响应

• 设定定量目标可促进数据收集工作，便于追踪各
目标的实现情况，但只有很少的国际目标中设定
了定量环境目标，如有关水和卫生情况的 MDG 7
目标。

• 目前可以使用的信息包括：生态标志、认证和类似
计划的实施状况；保护区情况；各公约批准和实施
情况。这些都是由各公约秘书处提供的，或经过
汇编的，如 ECOLEX（www.ecolex.org）。

• 有些方面可以使用的数据非常有限，如环保支出，
绿色投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PES）计划方面的趋势和有效性、环境犯罪
和环境政策有效性。

• 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通过执行情况对各
项环境政策进行监督，如保护区范围或遵守车辆
排放管制的情况，或监督各项环境政策的影响，如

物种灭绝风险和空气质量方面的趋势。

社会和经济问题

• 各项社会和经济数据与指标具有很长的历史，如普
查数据和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环境领
域内其他数据所无法比拟的。为了给 GDP 提供补
充，现在有很多倡议都支持环境和社会指标的制
定，如环境经济核算系统（SEEA）（UN 等 2003） 
和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的 绿 色 经 济 倡议（UNEP 
2011c），并且这些倡议将被应用在全球不同国家。

• 关于人口趋势和分布的基本数据正在改善。与环境
状态（在贫困环境和环境安全联系之类的主题方
面）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仍然以替代性数据
和个案研究为主要基础。通过一些工具可以把各
种环境和社会经济数据组合在一起，并产生与政
策有关的信息，对资源枯竭如何影响 GDP 进行说
明，如千年研究所的 T-21 模型（UNEP 2011b）。

• 环境问题方面的性别分类数据比较缺乏，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很难分析和了解自然资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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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热带风暴“汉娜”过后被淹没的房屋。大多数国家都亟需了解更多的灾难风险信息。® Marco Dormino/UN Photo

图 8.1 乌干达环境统计国家概览示例

个新兴领域，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只掌握了非常零散的数
据（UN 201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建立综
合性环境观测系统。虽然可能有一些相关数据，但通常
不连贯，因此很难建立一个基准来测量随时间发展而产
生的变化，或目标的进展情况。根据 UNDP/UNEP/GEF
最近开展的几项国家能力自我评估，在 119 个参与国
家中，90% 以上的国家认为需要加强“信息管理和知识”
能力。虽然对很多国家来说，选择一系列环境指标和收
集相关信息很简单，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这些信息进
行管理，并对涉及到的各个组织进行协调，包括各个研
究机构和计划。国家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和相关工作人
员的工作技能都需要加强。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包括：
应用各种标准，使用通信技术和网络，加强能力建设，
开展提高公众认识和环境教育活动。另外，虽然很多利
益攸关方已经认识到了传统知识对环境管理的价值，只
有很少的国家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并能用来开发
相关环境政策和计划（UNDP 等 2010）。

最近对国家环境信息状况进行的评估包括国家能
力自我评估、UNSD/UNEP 环境统计调查问卷，以及各
种区域和双边需求评估。UNSD 国家概览（图 8.1）总
结了每个国家目前的环境统计情况，并指出了还没有进
行统计的国家。每个国家在加强环境信息收集方面都
存在不同的具体需求，但一般都与以下方面有关。

• 收集可用来监测环境状态与趋势的全套高质量

核心指标数据，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UN 
2007b），以及其他具有连贯性和可比性的指标。
图 8.2 大致列明了国家环境统计计划中现有和规
划的主题指标范围。

• 以资金和人员等方面的连续支持为基础，在优先
方面制定长期监测计划，收集具有时间序列可比
性的可靠数据（UNECE 2003）。

• 在数据收集、质量评估、分析和不同主题的解释方
面，发展必要的国内专业知识和能力。

• 按照不同机构明确规定的作用与职责，以及把经济、
社会和环境数据纳入国家统计系统的原则，加强
制度管理和专业知识，对国内现有、但可能比较分
散的环境和科学信息进行协调。

• 让广大使用者和公众能更方便地获取相关数据和
信息（UNCED 1992），解决语言障碍和成本、安
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提供在线数据服务，并应用
其他新技术传播和介绍环境信息。

• 在制度安排和其他安排方面提供支持，增加国家
数据、指标和信息的使用，如在环境评估、政策制定、
公约报告、教育、科学和提高认识等方面。

乌干达

空气和气候
以下物质排放：               

二氧化硫（千吨）
人均二氧化硫（千克）
氮氧化物（千吨）
人均氮氧化物（千克）
二氧化碳（百万吨）
人均二氧化碳（吨）
GHG（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人均 GHG（吨二氧化碳当量）
臭氧消耗 CFCs（ODP 吨）
能源产生的 GHG（%）

生物多样性
陆地和海洋保护区比例（%）
受威胁物种数目
渔获量
与上一年度相比渔获量变化（%）

经济
与上一年度相比经济增长率（%）
人均 GDP（美元）
农业、狩猎、林业、渔业附加值（%）
采矿、制造、公用设施附加值（%）
其他附加值（%）

能源
能耗（千吨石油当量）
人均能耗（千克石油当量）
能源使用强度（千克石油当量）每 1000
美元（PPP）GDP
可再生电力生产（%）

土地和农业
总面积（平方千米）
农业土地（平方千米）
可耕地（% 农业土地）
长期作为（% 农业土地）
永久性草地和牧场（% 农业土地）
1990 年后农业土地面积变化（%）
森林面积（平方千米）
1990 年以后森林面积变化

人口
人口（千人）
与上一年度相比的人口增长率（%）

废弃物
需要清理市政废弃物的总人口（%）
清理的市政废弃物（千吨）
生成的有害废弃物

年份
…
…
…
59
3
0
42
2.0
0
9

10
166
450 000
-11

10
523
23
12
65

1 064
38
...
72

241 550
130 120
43
17.0
39
9
29 880
-37

33 425
3

...
224
...

1994
2007
2007
1994
1994
2008
1994

2009
2010
2008
2008

2008
2009
2009
2009
2009

2007
2007

2007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10
2010

2010
2010

2006

Ji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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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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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图上的各条边界线、所显示名字和指定名称不代表联合国正式认可或
接受的边界、名字和名称。

水和卫生
长期平均可再生淡水资源（百万立方米 / 年）            66 000              无
可获取改善饮用水源的城市人口比例（%）                  91                2008
可获取改善饮用水源的农村人口比例（%）                  64                2008
可享受改善卫生条件的城市人口比例（%）                  38                2008
可享受改善卫生条件的农村人口比例（%）                  49                2008

来源：联合国 2011

用和管理结构方面的差距情况。

• 资源使用和资源效率，以及材料流动等数据也正
在改善，但仍然缺乏资源储量方面的基线数据。

• 在国际能源结构和其他组织的作用下，能源生产
和消费方面的可用数据也正在改善，包括可再生
能源（IEA 2011）。

区域倡议和优先事项

很多区域计划都希望在每个领域的具体需求、发展
状态和各国优先考虑的环境问题基础上强化环境信息。
表 8.2 列出了一些在其中选取的计划和区域优先需求。

国家能力需求

国家水平收集的数据是追踪全球环境状态和趋势
的最重要信息来源。环境统计在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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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2007年国家环境统计计划和主题范围 

牛羚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之间大迁徙时穿越马拉河。

® SimplyCreativePhotography/iStock

 “与其他大多数统计相比，环境统计面临的挑战更

大……最重大的挑战可能是各国国家统计局需要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其他机构收集和提供大量基础数据。由于不同政府机

构之间存在这种高度相互依赖性，因此需要开展紧密合作和

协调。”

ADB 2002

规模在环境数据方面非常重要。有些环境问题是
全球性的，如气候变化；而其他一些则可能在区域水平、
或海域方面（如鱼类资源）或水域（如供水和质量）方
面加以解决和监测。很多的空气污染可以在市级层次上
监测。其他问题可能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如亚
马逊森林砍伐会在南美一些国家的部分地区产生影响。

按照国家或省级边界或其他官方地理边界的划分，一些
环境问题的发生和影响规模很少会局限在特定生态区
域内（ADB 2002）。然而，各种政府计划，特别是国家
统计计划，对确保数据收集和传播的稳定性和长期支
持性，以及在政策制定方面采用具有科学可靠性的信息
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在对这些计划进行强化的过程中，
考虑如何在发生问题的范围内收集环境统计数据非常
有用。

国家层面在环境数据方面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资
金和人力资源。不同国家建立全国性环境信息系统所需
的成本可能有很大差异，一定要保证数据收集、分析和
传播方法具有明确性和成本有效性（ADB 2002）。为加
强各国的环境数据收集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环境信息必须能够为国家政策目
标提供支持，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环境信息的价值，并
且在必要情况下能获得国际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
援助。

结论
只有存在高质量的科学性环境、社会和经济数据，

才能进行良好的环境评估。而且环境数据对监测各项
环境政策和计划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如本章所述，全球、
区域和国家层次上存在很多收集、支持和改善环境信
息获取状况的倡议。目前和未来的工作重点包括：在数
据收集和分析方面尽量推动采用共同标准，提高信息共
享，开展稳定、具有时间序列的环境监测，进行能力建设，
以便强化各个国家的环境统计工作，并利用新技术向决
策者和公众有效传达相关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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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不可持

续发展的选择和治理不力持久性地成为实现重要区域目

标中环境和社会目标的严峻挑战。

应该着手互相加强政策效果以期能为非洲带来优

势。对于面临有限资源的国家，将政策协同效应最大化

有助于产生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减少权衡，为解决常

见的驱动力和压力提供多种方法。例如，土地可持续管

理政策有助于在多个环境领域（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和淡水）取得积极成果。然而，这需要地方、国家、

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政策协调，避免引起不良的环境和社

会影响。比如，对于全球食品、生物燃料和气候减缓等

政策而言，不应该削弱当地生计和承受力。

跨境自然资源政策加强了对共享的陆地和海洋生

态系统的综合治理。而这种方法在非洲的盛行也突显了

其有效性，是为一种有用的策略且富有广泛的适用性。

相较于个体而言，严格保护海洋地区的海洋区域管

理网络为海洋资源的综合管理提供了更多机会。其效益

包括渔业复苏、迁徙物种保护的提高、陆基和海基污染

的减少、社会和生态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的增强。

认可和提升包括原住民和妇女权利在内的人权有助

主要内容

于改善人类和环境福祉。正如对国家水平的水权认可和

非洲委员会关于人类和民族权利的认可所论证的那样。

充分的能力对有效的自然资源管理和治理非常关

键。各个地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使得多尺度的能力评

估对确定解决方案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汇总知识、能力

和融资来源的创新制度安排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合作以

实现环境目标，正如污染治理方法展示的那样。

这种管理考虑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在

维持环境产品和服务以及人类福祉方面似乎显得更有

效，土地可持续管理和沿海地区综合管理已经说明了这

点。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在非洲的广泛使用不仅帮

助了贫困的农村社区从靠野生动物谋生的企业那里赚

取盈利，而且国家还提高了对大型哺乳动物及与之相关

的生态系统的保护。这种方法的成功取决于政府对自然

资源的权力和权利的下放程度。

责任心强、安全参与、可获取信息以及取得共识确

保了所做决定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非洲对采掘资源

日益增加的依赖程度使问责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可避免

做出特殊利益的决定。监督政府行为、追踪环境趋势有

助于对正在发生的极端自然事件在内的环境变化做出

及时有效的响应，这也为政策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234

图 9.2 2008-2009 年在选定的非洲南部城市的粮食不安全性

图 9.1 1980-2010 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面
临洪水风险的暴露程度和脆弱性

引言

上代非洲人民已经创造了在应对环境挑战的同时
解决人类福祉问题的实质性记录，而这也是加强政策
实施的出发点。本章介绍 12 种有前景的政策选择，它
们为实现一组区域选择的国际目标做出了贡献（表 9.1）
（见 GEO-5 方法论介绍）。

如政策评估表明，非洲人民的创造以及非洲人民
与政府间的合作为这种成功打下了基础，而捐款方的支
持对一些政策实施是非常关键的。《关于提高援助效益
的巴黎宣言》的原则（包括所有权、和谐、结盟、结果管
理和共同责任）定义了捐款方之间的协作，从而确保援
助将支持并用于各方同意的政府优先事务和用途，加强
政府系统而不是去发展平行的机构。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重大挑战依旧存在，
包括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不可持续发展
的选择和治理不力。

2009 年 非洲 的人口达 到 10 亿，正 以每年 接 近
2.15% 的速度增长（UN 2011），因此对环境资源的需
求与日俱增。2010 年，3.95 亿人即总人口的 40%，居
住在城市。到 2040 年，城市人口有可能达到 10 亿，
2050 年这项数字将会达到 12.3 亿，占总人口的 60%

（UN-Habitat 2010）。在非洲的城市里，极度的繁荣
中心以及贫困非正式的定居点成为这些城市显著的特
征。许多政府竭尽全力提供社会服务，如获取水源、实
现粮食和能源安全和管理环境风险（图 9.1 和 9.2）。气
候变化和其它不利环境变化可能会加速城市化（UN-
Habitat  2010），政府将无力应对，从而导致更大的不
稳定性（Mohamed-Katerer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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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区域性已选定的政策目标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

UNFCCC1992）第三条 1-3 段

在他们完成《公约》的目标和实施其条款时，缔约方尤其应该参考以下内容：

1.缔约方应该为了当代和后代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符合他们且同且异的责任和相应的能力。相应地，

发达国家应该在与和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作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2.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和特殊环境，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应对颇显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必须在《公

约》的指导下肩负不适合自身或不正常的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予以充分考虑。

3. 缔约方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者减轻气候变化的因素，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存在严重或不可

逆转的破坏时，我们不能把没有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作为延迟采取措施的借口，我们应该考虑到用来处理气候变化的政

策和措施应该省力，这样用可能最低的成本确保全球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政策和措施需要将不同的社会 -

经济环境考虑进去，要全面覆盖所有的相关资源、温室气体的水槽和水库，与所有的经济部门相协调。解决气候变化

可以和有兴趣的缔约方一起努力。

土地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POI）（可持

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2002）第 40b 段

开发和实施土地综合管理水资源使用计划，这种计划是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和社会 - 经济和环境潜力综合评

价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地方当局和社区监测和管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1992）第

10 条：生物多样性成分的可持续使用

每个缔约方，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到以下几点：

（a）将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国家决策过程；

（b）采用与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策略用于避免或者减少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c）保护、鼓励生物资源的惯常使用与传统的文化实践相吻合，这种实践与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需要相辅相成；

（d）支持当地居民在退化地区发展和实施补救措施，这些退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逐渐减少；

（e）鼓励政府当局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为生物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寻找新的方法。

淡水

约翰斯堡行动计划（JPOI）（可持续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2002）第 26c 段

提高水资源的有效使用，促进它们的竞争使用，这些使用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并平衡了保护或恢复生态系

统的要求与它们的功能，尤其是在脆弱的环境中，在人类生活、工业和农业需求，包括保护饮用水质量。

海洋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雅加达海洋和沿海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CBD1997）

促进海洋和沿海地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以及自然资源

通 过 给生态系统施加极 大的压力，气候 变化有
可 能 增 加 城 市 和 农 村 中弱 势 群 体 的 压 力（Boko 等 
2007）。强降水越多，径流和洪水就越多，因而就会危
及粮食安全和定居点。而降水和不断变化的季节模式
周期越长就会导致粮食减产。因为人口密集的区域包
括了贝宁的阿帕帕和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所以海平面
上升可能对沿海居住地（如潜在危险区的人口密集区
（Nicholls 2004））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得对气候敏
感的政策对保护与开发而言非常关键。但是，目前的政
策缺少应对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的复杂挑战的结
构 (Madzwamuse 2010)。即使在上述情况下，采用降

低风险措施、提高人类福祉和加强防范也能减少这种
脆弱性。但是，目前来看这样的预期依然受限。图 9.1
表明洪水和死亡的风险正超过减少脆弱性工作的速度
（UNISDR 2011）。 

来源于区域外部的政策和实践促成了环境变化。
随着全球对粮食和生物燃料的需求上升，土地交易中
的外部投资也迅速增加 - 大约 4500 万公顷的土地投
资（占全 球 70%）都 是 在 非洲进行的（Deininger 等 
2009）。这些投资经常对土地资源和人们的生计产生不
利影响（Cotula 等 2011）。外部驱动力的其它例子包

在苏丹南部，洪水冲走了木桥，一位妇女在溪流中搬柴。©Tim McKulka/UN Photo

括气候变化和废弃物处置实践，它们对土质、水质、人
类健康和食品安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这就使得我们
必须优先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和谐。

过去的十年，非洲的发展方针主要集中在通过资
源开采确保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石油和采矿行业，以及
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在缺乏战略综合环境评估和健康
的问责制度的情况下，这导致了环境退化。例如，在决
策体系中缺乏问责制造成了森林丧失（FAO 2010）。

当治理和制度安排有所不同时，假设各国有一定
的相似性，那么许多挑战都具有区域性意义。国家内部
以及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法律、价值观和利益将会对发
展合作机构系统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这种合作机
构系统对管理生态系统和应对干旱这样的日常挑战是
非常有必要的 (Mohamed-Katerere 2001)。有时，这
种差异导致资源冲突，包括土地和水资源的平均分配的
问 题 (Mohamed-Katerere 2009; Ashton 2000)。不
公平的自然资源治理的利益和损失的分享也降低了社
会 - 生态恢复力，这也会在由一个领域影响另一领域的
过程中成为不利因素，造成冲突 (Mohamed-Katerere 
2009)。仍不健全的土地所有制、问责制的不足和透明
度欠佳构成了这种不利的现实。在制定部门计划时，将
环境分割为一种单独的资源而不是作为一个综合系统
进一步损害了环境管理。在这种复杂且不令人满意的治
理环境中，往往是那些弱势群体最易遭受损失（Jäger 
等 2007）。

政策评价

这部分评价了选定的政策选择，它们相辅相成，在
许多主题域内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更有效的问责措
施或合作策略能够为多样化的政策带来积极成果，包括
海洋管理区及适应和缓解的自然解决方案。另外，政策
选择也解决了一些常见的驱动力和压力问题，正如上部
分所述。表 9.2 显示了这些联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阐
述了给社会、生态和经济领域带来的利益。对于那些饱
受与日俱增的压力和面临有限资源的非洲国家，将这些
领域的利益和协同效应最大化的同时减少这之间的交
易能够将环境和发展带入可持续道路。

评价为复制和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条件的广泛指
示性经验。与成功是源于多重因素一样，仅仅将积极成
果归功于任何一项单一政策都是有问题的。用来监督和
追踪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政策成果的不健全
体系意味着这种评价最初只依赖于同行评议的文献和
记录项目的经验的量性分析。部分确定的政策选择正处
于实施的初期，因此，它们显现出一些受限的影响。然而，
目前的结果显示了推广和复制政策的潜力。

跨境自然资源管理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跨界管理方法有助于在所有
领域（表 9.2）达成共同的目标（表 9.1）。在非洲有许
多成功的跨界举措案例（Huggins 等 2006; Jones 和
Chonguica 2001; Wilkie 等 2001），尽管它们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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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旨和目标

政策选择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1992）第 10 条

淡水

约翰斯堡行动计划

（JPOI）（WSSD 

2002）第 26c 段

土地

约翰斯堡行动计划（JPOI）

（WSSD2002）第 40b 段

海洋

《生物多样性雅加达任

务》（CBD1997）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1992）第 3 条 1-3

段

跨境自然
资源管理

采取管理、金融和人力资源的

综合措施使保护水平得到提

高，通过和谐的方法，管理也

得到改善

水资源的公平共享得到

确保，减少了资源冲突

生计和经济利益减少了对

使用选择的依赖，而这种依

赖会退化和用尽资源

和谐的跨行业制度确保

了渔业，同时也维护了

保护

保护创造了新的减缓机制和

更多用于适应方面的环境资

源渠道

海洋管理区域

利用方面的制度条例得以改

善；海洋网络支持联合管理

保护繁殖地提高了鱼储

量；多样化的需求与保

护相协调

经改善的生态服务和产品有

助于适应和缓解

海洋污染
管理区域方法

生态系统质量和恢复力得到改

善，提高了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恢复有助于维

持社会和环境利益

污染的减少确保了支持适应

工作的生计资源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
生物

多样性补偿

当地收入提高，强化保护观点；

保护补偿地点

水资源价值提高，使人

们有保护湿地和水流域

的动力

改善的社会、生态和经济利

益；多样化的收入机会减少

了土地压力

将海洋的价值视为碳汇，

其旅游价值有助于保护

沿海系统

确保了多样化的碳汇；改善

的生态服务有助于适应和灾

害风险降低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
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REDD+）

森林生态系统得到改善，生物

多样性保护得到恢复和维护

水流域得到保护；水质

量得到维持或提高

多种收入机会减少了土地

压力

REDD+ 得以延展（红树

林和海草床）导致渔业

复苏

收入增加和生态服务改善有

助于适应工作；减缓得到提

高

综合海岸带
管理

提高保护的目标实现 咸水入侵减少 咸水入侵减少 当沿海生态系统恢复时

渔业得以改善

获取生态系统产品和适应服

务提高

可持续
土地管理

在保护区域外的生物多样性得

到可持续使用

可获得的水源得到更加

有效的利用；水资源得

到保护，质量得到提高

通过使用输入效率和使用

降水效率，土地生产率得到

提高

当农业污染物减少时，

沿海系统得到恢复

自然系统保护和更加有效的

土地 / 水资源使用确保了有

价值资源的适应

人权

资源托管人保护有价值的生态

系统免受污染和不可持续使用

的机会增多

水安全得到提高，提供

了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

机制

土地使用权和其它权利有

助于改善生活

居民通过与污染者抗争

的行动保护海洋资源

通过确保获取资源的方式当

地恢复力和适应性得到提高

地方、包容
和参与式方法

本地知识有助于恢复和保护；

社会利益得到改善，鼓励长远

的观点

可以获得额外的生计资源；

减少土地压力；长远的观点

有助于当地决策

沿海资源更有效地用于

改善当地生计

当地知识和观点帮助定义解

决方法时，适应得到加强

水收集

流域的复原有助于生态系统和

栖息地的恢复

当供应提高时，水质量

也得到改善

土地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得

到改善

通过获取水源方法的增加提

高了处理能力；径流被截取

时洪水的风险降低

适应和减缓
气候变化
的自然方法

恢复的生态系统有助于生物多

样性的恢复，包括野生植物

红树林的恢复降低了盐

水入侵确保了淡水资源

草地的恢复为我们带来了

牧场和作物的生物多样性，

减少了转换的可能

红树林恢复带来沿海系

统和渔业的复苏

作物的生物多样性、牧场、

渔业和其它生态系统产品有

助于适应；当生态系统越来

越安全时，风险就减少。

利益相关者
污染管理

生物多样性恢复，污染减少 改善人体健康；河流完

整性得到恢复；使用者

更好地利用水资源

沿海和海洋系统得到恢

复，污染物减少

洪水风险降低和人体健康提

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恢

复力和能力

表 9.2 选定的政策选项的有效实施产生的相辅相成的结果

桑加三国景观（TNS）包括三个国家公园，分别
是喀麦隆的 Lobeke、刚果的 Nouabale-Ndoki 和
中非共和国的 Dzanga-Ndoki，覆盖了4,52 万公顷。
这些区域包括伐木特许权区、社区使用区和狩猎区。

桑加三国景观的经济是建立在对木材、丛林、棕
榈油和鱼的利用基础上，这有助于本地社区的发展。
其目标是确保所有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
利用方法对当地居民的社会 - 经济条件产生的实际
影响很难量化，因为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

生物调查揭示了濒临灭绝的野生物种，特别是
大象和类人猿的健康数量。桑加三国景观也有助于
维持物种迁徙模式的完整性。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明
在森林、当地土地利用和狩猎的跨国法律之间需要
和谐。给当地社区真正且适当的补偿需要人们更多
的注意力和分析。

来源：Usongo 2010; Breuer 2009

1974 年，作为一种超国家管理机构，马里、毛
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建立了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组
织（OMVS），就水资源分配和大坝管理原则达成统
一意见（Varis 等 2006）。沿岸国家的水配额建立在
三种产业的需求上—分别是航运、能源和灌溉—这
是由缔约方协商确定的，而不是建立在流量需求的
基础上。

成功的结果包括在塞内加尔、马里和毛里塔尼
亚 375000 公顷灌溉；给三个国家提供的 200 兆瓦
的电力供应（Madamombe 2005）；确保全年 900
公里从凯斯到圣路易的航运；为众多生计提供了帮助。
在河口附近的咸水拦河坝（迪亚曼水坝）以及洪水控
制措施为农民发展退洪农业提供了帮助。此外，塞内
加尔河流域发展组织为政治和区域合作、减少冲突、
增加盆地资源管理投资做出了贡献。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
组织复杂的制度并不能一直有效解决冲突（Varis 等
2006）。除此之外，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组织和国家
行为缺少和谐给盆地管理带来了挑战。

专栏 9.1 桑加三国景观

专栏 9.2 协作的水资源管理：塞内加尔河流域发
展组织

结构、实施和范围存在巨大差异。

这些方法证明了在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支持土地
和水资源综合治理、提高地方利益、有助于实现包括地
下水和地表水在内的更公平的资源共享、改善气候变化
和资源的可用性（专栏 9.1 和 9.2) (Dudley 等 2010）。
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谈话、建立网络（如海洋保护
区）和鼓励学习和知识分享，跨界方法往往可以提升合
作减少冲突（Abdulla 等 . 2009; Huggins 等 . 2006; 
Mohamed-Katerere 2001; Rodgers 等 . 2001）。这
样有助于建立经济和发展合作所需的政治稳定。但是，
仍然有许多挑战。

跨境方法本身具有复杂的流程，包括许多参与者、
问题和议程。加强对话有助于达成共识（表 9.2）（Conca
和 Dabelko 2002），但是要实现它面临着许多挑战（Ervin
等 2010）。将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不同行业汇集在一起
会产生不和，疏远一些社区（Muboko 2011），扩大管
理有可能会忽视当地用户的决策权，也会减少他们获
得有价值的生计资源权利（Whande 2010）。实施也可
能被定义不清的土地和资源使用权、不健全的治理流
程和冲突的利益和目标阻碍（Katerere 等 2001）。因
此，法律和政策的发展与和谐是有必要的（Mohamed-

Katerere 2001）。

跨境自然资源管理的增加证明，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是这项政策在复制和治理非洲多样化的共享生态系
统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譬如，假如 75% 的非洲城市是
沿海城市或者两个或多个国家共享 70% 的河流流域，
那么协同治理对可持续方法是有必要的。

海洋管理区

海洋管理区是应用于非洲管理的方法中的一部分，
通过保护沿海生态系统和环境服务其对实现海洋目标、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目标起直接作用。

海洋管理区（除了多用途区，往往包括严格保护禁
捕区或者其它海洋保护区）的目标是服务于范围广泛的
国家发展和经济目标，而不仅仅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这
些目标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改善生计、确保有效的治理
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管理区还实施其它管理政策，例如
渔业和水质管理。譬如，在南非东海岸沿线的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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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干加工。政策实施的成功增加了鱼类的储藏，进一步提高了数百万

非洲人从鱼类获取蛋白质的食品安全。©Jacoline Schoonees

有效的海洋管理地区的生态网络的建立需要跨
学科、多层次的方法。它们得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
及科学社区的高度承诺。尽管治理和法律挑战已经
阻止了非洲北部跨界环境政策的实施（Abdulla 等
2008），国际性的合作平台依然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以实现生态系统保护目标。在地中海地区，UNEP 和
保护组织—WWF 合作建立了地中海 MedPAN，这
是一种海洋保护地区管理者网络，这种网络连接了
至少 40 个海洋管理地区，有助于它们在多种合作的
共性的规划下合作（MedPAN 2011）。此网络是一
种工具和中立的平台，在这里非政府和当地政府机
构可以有效地提供服务。从知识转化、管理能力提升、
数据收集和监测和评价来看，这种合作关系是成功
的。这最终也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为从业者
建立了支持，能够影响决定的决策者对海洋资源保
护的影响。

专栏 9.3 地中海地区管理者网络

5 年为一周期的轮流收获方法有助于牡蛎数量在休渔
期间快速恢复（de Bruyn 等 2009）。

尽管海洋保护区域的建立往往依赖于海洋保护的
改善，然而它们还是面临许多挑战。治理的差异、制度
能力、财富分配、社会资本和生态数据的可用性都会影
响它们的建立和效果（Abdulla 等 2009, 2008）。有时
候，由于海洋保护区给一些社会行业带来不利影响，因
此，海洋保护区会遭受这些行业的反对。例如，由于旅
游业者不能提供新规定要求的许可证费用、防护服、保
险和设备，因此旅游业者反对在肯尼亚建立海洋保护区
域（Weru 2004）。当地的渔民也被驱逐出他们曾经的
捕鱼区，他们也有可能反对保护区的建立（Apostolaki
等 2002）。另外，许多国家不能在其管辖范围内对所有
的海洋生境进行综合研究，这使得识别和开发海洋保护
区域颇具挑战。后果是这些保护区通常规模越来越小，
相互间距离也越来越远，因而在生态上也不具可行性
（Abdulla 等 2009）。

建立海洋管理区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选择，因为它
们包括多个管理区域和禁捕保护区。设计这种禁捕区
所需的信息来自于严密的定量研究，这些定量研究主

要针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网站和传统知识的综合调查
（Johannes 1998）。一旦得以确定，许多海洋管理区域
往往都缺少充足资源，难以完成适当条例的实施。但是，
我们可以采用替代性的实施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利用当
地社区警卫（Andrews 1998）。海洋管理区域的另外一
个优点是它们能够控制任何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而这
种不可持续的利用已被全面禁捕保护区取代。然而，任
何单个国家也许不能解决这种现状，因为有些资源利用
可能出现在超出管辖权区域，例如公海，所有的这些表
明要解决这些困境需要更协作和跨国界的方法。比如，
非洲的海洋管理区域最广的网络能够延伸至非洲西部
的 6 个国家（分别是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的 23 家网站，此网络在确保渔
业、旅游业和油气开发避免对海洋生态系统和自身的生
物资源产生不利影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Karibuhoye 
2008）。

非洲的 45,649 公里的海岸线（Vafeidis 等 2005）
包围了非洲 48 个内陆国家中的 33 个国家和 6 个岛国，
因此，更加海岸线的长度彰显了加强海洋管理的重要性。
扩大管理区域并建立一个网络是一种超出更传统方法
的策略，其旨在更机会主义地将它们建立，成为单个的
独立实体。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此网络的个体成
分通过降低整体脆弱性为彼此完整性积极配合。海洋

食物网的延伸超出了每个单一区域的边界，因此，一年
中不同的时间，渔民则依赖于不同的物种和地理区域。
在一个拥有魅力十足生物的可进入的管理区域，其旅游
盈利能够补助较偏远地方的维持费用。这些偏远地方
大多没有其他价值，因此，它们很容易被目前的市场机
制占领。许多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的联系使得国界重叠，
但是区域合作能够促进国家利益。目前，未被管理区域
值得在一个更大的管理区域框架内优先得到人们的注
意力（Abdulla 等 2009）。作为一项区域海洋保护议程
的一部分，在这些区域内（包括非洲北部（地中海）、非
洲东北部（红海）、几内亚湾和非洲南部）形成的虽小但
迫切需要的管理网络已初见成效（专栏 9.3）。

海洋污染管理的区域方法

区域方法包括自我监管、国家强制实施和协作管
理的混合，这种方法在解决多种驱动力和不同程度的海
洋污染方面，在实现选定的海洋目标方面较有成效。海
洋污染的减少同样也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目标的
实现做出了贡献（表 9.2）。

沿海城市的增长衍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现象，例如生
活废水、工业排放、暴雨水径流、农业和矿业渗滤液、污
染的地下水渗流和进入海洋环境的工业和汽车废气。
沿海城市都遭受到工业污染物的不利影响，例如，加纳
的阿克拉、喀麦隆的杜阿拉、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和哈科
特港和安哥拉的罗安达（Ibe 和 Sherman 2002）。海
洋运输中的石油泄漏和排放呈现出重大的管理和监管
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产油国家如利比亚和尼日利亚
而言，这种问题表现的极为严重（Golik 等 1988）。海
上勘探，尤其是勘探石油时（GEF 等 2006），通过海上
倾倒物料、意外的和故意的石油泄漏、引擎泄露和噪音
更能够产生污染（Abdulla 和 Linden 2008）。

全面的区域性海洋污染公约管理了4 个主要的非
洲沿海地区。《合作保护和开发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海
洋和沿海环境的公约》（即阿比让公约）和《保护红海
和亚丁湾环境的区域性公约》（即吉达公约）以及它们
的相关协议为高度使用的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监管机制，
也提供了一种自我监管方法。自我监管的优点在于它对
市场环境能做出快速、灵活和敏感的响应（Osborn 和
Datta 2006）。其主要的缺点在于这种责任全归到工业
控制污染上（Buckley1994），而且这样做的激励措施
又可能不充分。在几内亚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启
动下，废弃物交换项目有效地支持了废弃物减少和生态

环境恢复（Ukwe 和 Ibe 2010）。在加纳，此项目的重
点是将一种工业废弃物作为另一行业的原材料使用。

区域内增加港口废弃物接收设施能力的行动方案
已经制定完毕，然而陆地上的进展却受到限制。比如，
本吉拉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已经推进了本吉拉
海流和几内亚海流区域内港口的设施共享，主要是通过
对接收设施、技术培训需要和与《1973 年防止船舶污
染的国际公约》区域能力需求进行评估而进行的，正如
在 1978 年它的协议中修改的那样（MARPOL73/78）
（Awad 2008）。这一进展已经增加了区域关键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同时也推动了公约在一些关键区域的实施。
《非洲西部和中部之间的港口管理协议》结合了海洋污
染的合规，同时需要港口和行业伙伴进行进一步投入。
技术管理能力短缺的需要已得到国际海洋组织 - 南非
地区的解决，它们主要是通过对非洲国家有目的的区域
培训而开展的。目前包含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港口
管理协会和地区公约的现存的网络为复制这种形式提
供了更有利的机会。以税收为基础的政策可以通过延伸
某家公司对环境破坏的责任来实施这种方法，然而，对
以税收为基础的政策存在的反对声音认为如果这些政
策不具足够的处罚性，那么它们实际上就是赋予了污染
权。如果市民能站上法庭，他们就可以对工业行为进行
审查，正如尼日尔三角洲奥格尼案例所证实的那样，这
类案件也与人类权利的政策选择相关，这又为改进环
境绩效提供了激励机制。

尽管区域公约极其议定书在解决多种海洋污染案
例是综合相关的，但是由于在一些国家仍然缺少这种制
度的实施，因此重大的危机仍然存在。但是正如在《保
护、管理和发展非洲东部地区海洋和沿海环境公约》（内
罗毕公约）证实的那样，这些公约仍有机会取得成功（专
栏 9.4）。

从现存的区域国际海事组织（IMO）在非洲西部和
东部的办公室以及多种区域公约、区域海和大型海洋生
态系统项目组成的网络来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合适的
政策平台就是在恰当的位置能够与海洋污染作斗争。但
是，谈到设备、技术培训、制度支持、现存政策的实行和
将这些地区作为投资的首选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缺乏
管理能力。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生物多样性补偿

通过鼓励、补偿和奖励环境托管人维护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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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补偿—用一种可测量的方法，将生物多样

性的利益转化为损失的补偿的保护活动—这一内容作为首

要项目出现在 2007-2012 年的《马达加斯加行动计划》中。

2004 年，安巴托维煤矿项目采用了安巴托维业务和

生物多样性的补偿计划项目。这一项目包括异地建立一处

面积为 11600 公顷的濒临灭绝森林保护区、4900 公顷的

就地保护区和一条森林走廊，以确保与现存的东部雨林的

连接。同时也为相邻的拉姆萨尔湿地和再造林提供了帮助。

安巴托维业务和生物多样性的补偿计划项目的过程使该

项目与当地、区域和国家计划相融合。对能力建设提供的

支持已经增加了成功复制的潜力。

但是，这个项目已经面临着多重挑战。自从 2006 年

以来，与当地社区达成的不扩张农业和环境退化行为的

协议已被违背。这表明当生计机会丧失时，就难以达成共

识。制定第三方验证机制能够确保交易的公平和平等。妨

碍成功的其它障碍在于难以识别出具备相似环境特征和

可比的生物多样性地点以将其作为迁地保护点。

  来源：Ambatovy Project  2009; Republic of 

Madagascar2006

专栏 9.5 马达加斯加的安巴托维商业和生物多
样性的补偿计划（BBOP）

《内罗毕公约》（UNEP 1985）在开发和执行印度洋

西部海洋污染管理项目时是有帮助的， 这一地区包括非

洲东部和该区域的岛国。

公约提供的可操作的平台给政策和管理框架的发展

提供了全球性投入，这是政策得以形成和实施的关键力量。

其它关键层面还包括国际海事组织在内罗毕、厄和加勒斯

索马里的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提供了额外的技术

支持，包括为发展国家应急和行动计划提供帮助。

项目的发展和实施巩固了公约的成功。例如，世界银

行 /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印度洋西部公路发展和沿海海

洋污染防治项目通过印度洋委员会和南非的海事安全机

构得到实施，有以下目标：

● 为船舶指导和区域内的监测开发以电力为支撑的

海洋公路制度；

● 印度洋港口国的谅解备忘录控制的进一步扩展和

实施；

● 健全绘制沿海敏感区域图和石油泄漏的响应能

力。

目前的项目成功包括联合起草地区应急计划的发展。

海洋污染预防与响应区域协调中心还计划成立秘书处以

推进计划的实施。

来源：Jackson 2011

专栏 9.4 西印度洋的成功污染管理

有价值的环境服务，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生物多
样性补偿在内的创新机制对完成已知目标做出了贡献
（Swallow 等 2009）。

针对非洲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而形成的日益增长
的投资组合证实这对自然和人类皆有益，包括在非洲东
部和南部的水文服务（Stanton 等 2010）。生物多样性
补偿项目已在加纳、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得到采
纳和使用（Madsen 等 2010）。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生
物多样性补偿方法也被用于支持贴上环境标签的旅游
和社团旅游，以保护脆弱的但有价值的栖息地，包括森林、
红树林和珊瑚礁（专栏 9.5）（Swallow 等 2009），同时
也可以封存碳（REDD+）。尽管这些方法产生了积极的
结果，但是妨碍成功的障碍仍然存在（Wunder 2008; 
Landell-Mills 和 Porras 2002）。当地社区的机会仍然

受限：例如，大的土地拥有者或者公司提供了最多的生
态多样性补偿（专栏 9.5），即使低收入社区可以成为生
物多样性补偿具竞争力的供应方（Milder 等 2010）。
社区自身薄弱的谈判能力使其难以参与并确保超出
其机会成本的生计效益（Swallow 等 2009；Wunder 
2005）。

非洲蕴含着巨大扩大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潜力（表
9.3），原因在于该地区在开发这种方法时滞后于其它地
区一样（Dillaha 等 .2007）。例如，在 2011 年全球碳补
偿市场上，非洲占据了不到 3% 的减排项目，但是，该
地区在过去几年已经显现出了强劲的上升趋势（UNEP 
Risoe Centre 2011）。促成因素包括确定了一系列的原
则；加强法律体制包括买家和卖家的认证和能力建设；
通过授予小规模的参与者地契和土地利用权，来鼓励
他们积极参与；将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的生活资产上而不
是短期利益上；减少腐败与“寻租”；创造一个更加透明
的商业框架；促进双边和多边知识共享计划（Milder 等 

2003 年一个自愿的碳额度项目在莫桑比克的索法拉

省成立。这一项目已经帮助减少了这一地区的贫困。但是这

一地区仍然遭受内战的影响。

到 2009 年未，这一项目已经涵盖了 1510 位以自给

农业、收集木材和狩猎为生的农民。在 2003 年至 2009

年 期 间，价 值 130 万 美 元 的 碳 额 度已 被出售，相当于

156000 吨的二氧化碳，平均价格是 1 吨 9 美元。农民得

到这已收入的 1/3，发起公司拿了 1/3，发起公司当地的子

公司得到另外 1/3，用来监测和评价项目。这一项目使得农

村就业率从 8.6% 上升到 32%。相较于以前的 23%，现在

73% 的家庭增加了商业作物的种植，在教育、商业精神和

技能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对碳汇的测量和评价的困难包括建立基线和评估存

量的增加。现存的卫星数据还不充分，而且社区管理和治

理还呈现出进一步的挑战。由于碳汇的成本较高，每公吨

二氧化碳需要 3.4 美元，而且无法出售所有的额度，因而

减少了收入。

来源：Grace 等 2010

专栏 9.6 莫桑比克：自愿碳市场的示范项目

表 9.3 未来 20 年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中获利的估计的数字

生态服务
买家

公共部门 私营、控制 私营、自愿 生态认证产品的消费者 受益者总数

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千上百 百万 成千上百 百万 1 千万 -1 千 5 百万

流域保护 几千万 成千上百 成千上百 少于 10 万 8 千万 -1 亿

碳封存 少于 10 万 几千万 百万 少于 10 万 2 千 5 百万 -5 千万

景区美丽或休闲 成千上百 很少 百万 少于 10 万 5 百万 -8 百万

资料来源：Milder et al. 2010

2010；Swallow 等 2009；Wunder 2005）。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REDD+)，
包括保护的作用、森林可持续管理和强化森林碳存量，
属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的正在针对该机制进行谈判。各种多边进
程都在进行中，旨在支持各国为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
导致的排放量的实施做准备。

如果恰当的保障措施到位的话，REDD+ 能够通过
碳汇支持气候减缓，这正是气候变化的目标所在。同时，
这也能解决主要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从而提高生
活质量。以设计为依托，REDD+ 倡议同样可以为实现
生物多样性和淡水目标提供激励措施，主要是通过减
少经济对土地退化活动的依赖来强化森林和土地目标。
如果将目前的重点从陆地森林延伸至红树林（Crooks
等 2011），REDD+ 的排放当量也有助于海洋和陆地目
标的实现（专栏 9.2）。

尽管 REDD+ 仍处于准备阶段，但是已经开展了许
多准备工作、示范项目和双边计划以及碳封存项目，从
中可以获取诸多经验。初期证据显示其有益于气候减缓
和环境及人类，主要是通过额外收入的形式而体现的（专
栏 9.6）（Bond 等，2010； Madeira 2009）。

早期碳汇项目的教训表明除非 REDD+ 面临的诸
多挑战得到解决及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能够取得积极
成果，否则这种排放量甚至将会增加全球排放（Davis 
2011; Horta 2009）。

为了取得成功，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

量需要解决生态服务付费政策选择下识别出的环境因
素，而且一定要确保：

●　从农业和薪材市场来看，盈利会超过机会（Bond
等 2010）；

●　确保 采纳碳权利，鼓励收益的平等分配、较
少 引 起 冲 突 的 潜 在 可 能 性、反 对 森 林 砍伐
（Makhado 等 2011）；

●　可执行的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如自由事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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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已选定的区域方法

协议 非洲地区 重要特征

《巴塞罗那公约沿海地区综合管理》
（UNEP1976）

非洲北部 缔约方承诺将海岸带综合管理引进到各国和各地政策，并采纳区域和国家

行动计划

《内罗毕公约》（UNEP1995） 非洲东部和印度洋岛国 国家方法确保了沿海社区间的经济增长，通过沿海资源额的可持续使用（世

界银行 2011；Gustavson 等 2008）

《 印 度 洋 国 家 区 域 沿 海 管 理 项 目》
（ReCoMaP）

非洲东部和印度洋岛国 在将综合管理原则应用到国家政策和实践中，在减少沿海人口的贫困方面，

为 7 个国家提供帮助

《阿拉克宣言 1998》 非洲南部和西部 水污染控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几内亚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相结合

来源： Milder et al. 2010

非洲的旱地森林仍很少被纳入 REDD+。© Yemi Katerere

报同意措施，在降低负面影响方面有效；
●　用来准确测量、监测和报告排放的体系已得到

实施（Makhado 等 2011）；
●　实施成本已得到降低；
●　已建立跨行业的有效合作机制。

REDD+ 面临的一个潜在且重要的局限是目前的
UNFCCC 中对森林的定义不包括广大的开放森林，这
些森林一般是在干旱的热带地区，因此，忽略了重要的
碳存量，例如在绝大多数的非洲东部和南部，这些地
方正在发生严重的毁林现象 (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2011)。将这些干旱森林和林地算在内的话，将会扩大
后京都 REDD+ 的相关性和影响（Hansen 等 2010）。

因大量碳存量储存于海岸系统（Crooks 等 2011）
和土壤中，因此在设计新的海洋保护区时可以将碳额度
计划作为公私伙伴关系纳入其中，以加强管理和融资。

解决运作这些 REDD+ 倡议的社区和组织的具体情况
也同样重要，因为在沿海地区，它们的投入可能会遭受
自然灾害的风险。REDD+ 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减缓气候
变化的活动与适应和开发没有得到充分的整合。这尤
其是使得非洲极度贫困以及面对气候变化显现出脆弱
性的问题所在。

综合海岸带管理

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了一种管理框架，考虑了人类
和生态系统以及整个时间和空间域内复杂、非线性的
相互作用，因而，向整个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它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基础上，
将陆海交界处作为重点，因此，对所有的五个所选目标
做出了贡献（表 9.1 和 9.2）。

非 洲 采 用 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的 沿 海 国 家 数 量已
从 1993 年 的 5 个国 家 增加 到 2000 年 的 13 个国 家
（Gustavson 等 2008）；区域协定中的具体承诺对综
合管理提供了帮助（表 9.4）。

作为一种跨行业的方法，沿 海地区综合管 理包
括了所有级别的治理并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Hewawasam2000; Post 和 Lundln1996）。非洲东部、
沿海地区和南非的管理秘书处的运作就是为非洲东部
沿海国家做出的最好诠释（DEAT 2011；MCM/DEAT 
2000）。要取得成功需要在地区和国家两个层面均采取
行动、做出承诺（专栏 9.7）。

经验表明通过使用空间规划工具，巴塞罗那公约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议定书可以得到实质性的加强。尽

尽管海岸综合管理的行动和承诺正在增加，多种

制度挑战仍然存在。马达加斯加西南部城市图莱亚正

遭受着人类引进的环境问题的危害。虽然这些已经通过

采用海岸带综合管理有所削弱，但是区域之间缺乏协作

妨 碍了取得更 大的成 功（Bille 和 Rochette 2010;Bille 

2008）。具体的挑战是缺乏明确定义的工作项目、程序和

定期协调会议。

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沿海地区管理项目》（这

些项目的地点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

（CAMP）在多个层面应用了综合管理原则，包括当地层

面的参与、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策和政策整合、通过《海

洋环境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保护公约》（《巴塞罗那公约》）

更广泛的国际和地中海盆地水平的参与。存在的挑战包

括缺乏持续的资金承诺，从而导致了许多项目停滞，公众

参与度不够，项目可见度较低，并且缺乏合适的国家法律

框架（Gonzalez-Riancho 等 2009; SMAP III 2009）。

专栏 9.7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行动和承诺

专栏 9.8 布基纳法索和埃塞俄比亚的可持续土地管理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全球机制下，布基纳法

索和埃塞俄比亚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规模的投资和改善的农

场和社区实践是形成按比例增加的土地可持续管理项目的

基础。

在布基纳法索，Gestion des Terroirs ( 土地管理 ) 方

法涉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土地管理，创造了环境退化和土地

保护的意识、支持地方政府制定自然资源管理新规定，而

且它也鼓励采纳土地可持续管理。这些包括土壤肥力管理、

混合农作、使用有机肥料和其它农业投入、水资源和土壤

保护技术。相应地，土壤恢复和土壤施肥的传统方法包括

石头垒阵和有机耕作方法。数据显示使用化肥之类的农业

投入而不投资可持续管理经常是效率低且不经济。这就表

明我们需要加强农业生产和土地可持续管理的联系。

埃塞俄比亚土地可持续管理的战略投资框架是一种

推广最佳实践的战略。已经建立了国家土地可持续管理平

台，也会在区域的层面复制这种平台。在 5 年之内这个项目

将会在参与式流域管理的基础上覆盖 8 个区域的 177 个水

流域，同时当农民互相学习以后，水供应和食品生产的提升

将会促成现存土地可持续管理技术的传播。

来源：UNCCD/FAO 2010, 2009; TerrAfrica 2009

管这些已经在陆地上使用了数十年，但是更广泛的应用
于海洋还只是近期才开始的。新型技术，包括遥感、地
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模型，提供了巨大的能力可以
按人类 - 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复制自然的空间结构，并
且提供了一种战略性的决策过程，创建了一份蓝图以供

海洋使用。这些技术的关键力量在于它们能够明确识别
它们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竞争需求，而且以生态系统为基
础的管理方法必须与当地社区的能力相辅相成。因此，
这些工具鼓励制定公平、可行的社会 - 生态系统保护解
决方案（Bode 等 2008）。

可持续土地管理

土地可持续管理能够在加强水源和土地管理的同
时也会纳入社会和经济价值。因此，它有助于土地和淡
水目标的实现，对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气候变化目标做
出了贡献（表 9.1 和 9.2）。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非洲大地”（TerrAfrica）倡议。
这种多伙伴的咨询和行动平台包括政府内部和公民社
会组织。在与布基纳法索、加纳、纳米比亚和乌干达政
府的合作下，“非洲大地”支持适用于国家级的方法。关
于土地可持续管理的对话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始，这些国
家包括厄立特里亚、冈比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尼
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非洲大地”包括布基纳法索、埃塞
俄比亚、加纳、莫桑比亚和乌干达的成功表明在其他国
家复制整合及参与式土地管理方法颇有潜力（专栏 9.8）。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土地可持续管理的一部分，
认识到这点非常有必要，从而可以确保适应并解决与气
候相关的土地变化（Pender 等 2009），适应政策应
该对农民的气候变化响应行动进行补充，包括收集雨
水和自然解决方案例如生态修复（表 9.2）（Belo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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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9 莫桑比克的土地权利面临的挑战

1997 年莫桑比克的《土地法》明确了个体和集体土

地使用权，包含惯常的非洲法律。当地政府控制着土地使

用权的界定和分配，并负责争论和资源管理的解决（Kanji

等 2006；Burr2005）。这部法律同样保护了多种人权包括

妇女权利、未开垦土地的惯常土地所有权和先行权，以及

国内流离失所人群的权利。所有这些法律都与国际法相

一致。《土地法》同样拓宽了咨询和社区的议价能力。比

如，外来的投资者需要和惯常的权利人协商在常规区域获

得租约（CTC2003; Norfolk 和 LIversage2001）。但是，

这种安排对于社区而言不易协商，而且又被政治家和其它

有影响力的人控制的倾向（Brown2003; Hanlon2002）。

在 某 些 情 况下，社区 没有 充 分 意 识 到《土 地 法》的 条

款。额外的挑战是有义务实施这项法律的政府官员很

少能够认识到这些权利或者确保它们的程序（Serra 和

Tanner2008）。

2010）。

土地可持续管理方法似乎在具备高度政治支持的
地方是最成功的，他们把这种管理建立在当地知识和实
践的基础上。这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和平
台，提高开发、管理和知识的传播，更有效地利用可持
续管理活动所需的投入。

创建可持续管理正面临的挑战是土地所有权的不
安全。许多政府正在通过土地所有权改革对这一问题
进行整顿。例如，《尼日尔农村法典》建立了保护和振兴
畜牧业的框架，这些地方原来的政策向种植农作物的农
民提供了优惠（Jamart 2011）。它促进了牧区的保护，
也维护了牧民从 1993 年以来对牧区的集体使用权，包
括迁移牲畜以寻找水源和牧场（Jamart2011）。2010 年《农
村法典》得到修改以解决法典中显著的模棱两可的条例。
例如，尽管法典将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土地委员会
作为代表机关，但是人们仍然会首先找宗教和惯常的领
袖解决任何土地问题。仍存在的挑战是在人口压力下农
民北迁时应停止对牧区和农田的入侵。

莫桑比克的经验（专栏 9.9）告诉我们在复制土地
可持续管理和土地使用权时，应该更加重视社区赋权和

国家实施机构的能力。假如非洲各国的土地使用制度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那么这些方法就可以在其它国家得
到复制。

人权

包含有人权的政策方法有助于实现选定的淡水目
标（专栏 9.10），更好地认识当地土地使用权有助于实
现土地目标（专栏 9.9），让决策者对所做决定对环境所
产生的不利影响负责有助于实现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目
标。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有助于《千年发展目标》（MDGs）
的实现，同时也能提供环保效益（Campese 等 2009）。
相反，权利的缺乏通常意味着高水平的脆弱性（国际
人权政策理事会 2008；Jager 等 2007），正如非洲土
地交易的外部投资经验所表明的一样（Cotula2011; 
Locher2011）。

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具有强大的动力时，人权对
于保护人类和环境而言是很重要的（Bond 和 Dugard 
2007），而非洲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治理权，包括参
与和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有助于确保当地民权得到考
虑。人权为制定可持续选择和鼓励公平和非歧视性的
结果提供了一个基准（ICHRP 2008）。一旦决定确定，
诉讼即可对它们的评价提供依据。在尼日利亚，社区
通过是人权法案反对石油开采给耕地和生物多样性
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上升为法庭审理的案件包括
Kenule Beeson Saro-Wiwa，奥格尼民族民族复兴运
动（MOSOP）的主席和其它八人，在 1995 年就没有得
到报道（Frynas 1999; Idowu1999）。2002 年，非洲人
类和人权委员会发现在《非洲宪章》的指导下尼日利亚
政府有责任保护奥格尼民族的福祉（《尼日利亚社会和
经济权利中心》）。如果这项决策行之有效，那么它将会
限制石油开采的方式，确保环境、健康和生活得到保护。

基于人权的治理显得麻烦重重，但是它鼓励严格的
决策，并确保多重问题和价值得到考虑。从长远来看，
人权方法有助于政治稳定和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
护。但是，它们也许会由于成本而严重受限（专栏 9.10）
（Larson 2010），持权人主张、保护和享受自身权利的
能力将因缺少获得信息、知识、公正和能力的途径而遭
受不利影响。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挑战，该方法仍存在复制推
广的潜力。人们在保护和治理中愈来愈认识到人权观
点的重要性（专栏 9.9 和 9.10）。联合国在 2010 年认

专栏 9.10 认识到人类用水的权利能够促进更公平的使用

南非宪法提供了获取充足水源的权利，通过《免费基

本用水政策 42/2001》得到实施。许多贫困的家庭从这种

渠道（离家 200 米内）中受益，规定每天每人可获取 25 升

的水用以生活（Mehta 2005）。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最低耗水量一致，然而这还不能满足更广泛的卫生和生计

需求。

这方面积极的成果包括节省了妇女或者女孩取水的

时间和精力，把她们从这种活动中解脱出来，以便她们能

从事于其他活动，因此她们就不是很需要依靠未受保护的

水资源，从而降低了他们面对水源疾病的脆弱性（Mehta 

2005）。除此之外，市民将这种政策直接归因于良好的治理，

这样反而有助于长期的政治稳定。

该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力求取得人类效益和成

本之间的平衡（DWAF 2002a）。但是，所显现出的人类福

祉方面的改善已经超出了相关成本（Stalk 2004）。该地

供水责任的权力已经下放到区级，从而鼓励各市政更具创

新精神（Stalk 2004），然而有些城市发现这样的成本较高

（DWAF 2002b）。

未按法律要求供给所保障的水量已经引发了司法诉讼

案件。在 2009 年约翰内斯堡城马吉布科宪法法庭案件审

理中，法庭裁决国家需要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合理的立

法和其它措施实现用水的权利（Larson 2010）。即使存在

成本和其它障碍，政策依然需要在农村地区予以实行。

其它的制度和组织挑战包括缺少社区获得信息和能

力的渠道。这个案例的研究论证了关键的使能因素包括：

● 制定成本回收的原则；

● 识别目标群；

● 确保资金；

● 管理需求；

● 能力建设； 

● 改善信息获得；

● 促进基础设施的扩张。

在圣多美，确保用水权是优先政策。©Andrew Mohamed

可了用水的权利（UNGA 2010）。非洲人类权利委员会
认为不提供基本的服务例如水服务违背了《非洲宪章》
中的环境权利。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刚果共和国、南非
和乌干达现在已在它们各自的宪法中认可了该项权利
（Winkler 2008）。对于诸多非洲国家而言，快速城市
化和气候变化将会增加水源供应的挑战，因此，建立用
水权利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延
伸至其它资源，例如土地（专栏 9.9）有助于其它环境目
标的实现。

加强现有的区域制度能够鼓励这些方法的推广并
对此加以更好的利用。非洲人类权利委员会是非洲主要
的人权监督机构，由于各国不愿其决策受影响，因此，
它已经受到限制（Wachira 2008）。于 1998 年创建的
非洲人类权利法院是用来补充这个角色的，但是没有得
到很好的利用。多数情况是，由于缺乏个人、团体和非
政府组织发起法律行动的权利，从而使得公众有效利
用法院受到了关键的制约。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已经授
予了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直接进入法院的权利（Wachira 
2008）。

本地的、包容的和参与式方法

能够强化当地参与环境管理权利的政策有助于加
强管理，为实现生物多样性、土地、水源、海洋和气候变
化的目标做出贡献（表 9.1 和 9.2）。这些政策可以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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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的 42,000 公顷的 Arabuko 森林保护区是以

社区为基础的蝴蝶项目的家园。每年出口养殖的蝴蝶蛹得

到的收益就超过 80,000 美元，因此，就会减少野生生物

多样性的使用。

此项目证实了保护和可持续生计之间的物质关系。

通过将生计策略由木材产品（柴火、木炭和木材）的不可

持续使用转化到森林昆虫的商品农业，可持续性得到提高。

该措施已经提高了社区和国家机构意识，认识到了昆虫及

其森林栖息地的生态和经济的重要性。此项目复制的潜

力很大，蝴蝶农业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共和国的乌萨

姆巴拉森林的 3 个地区实践。

资料来源：Gordon and Ayiemba 2003

专栏 9.11 Arabuko 森林保护区的蝴蝶养殖

以社区为基础的野生动物可持续管理区域保护了津巴布韦国家公园

内的水牛群。©Jennifer Mohamed-Katerere

同的保护政策中得到有效地融合，这些保护政策包括
土地可持续管理、海岸带综合管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
化的自然解决方法。通过自然资源的跨界管理、海洋管
理区域和 REDD+（专栏 9.11），这些方法拓展了数百万
人的生计基础。除此之外，它们还能通过集水政策和自
然解决方法强化本地恢复力，还能鼓励不同层次之间的
学习（专栏 9.12）。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采用本地的、包容的和
参与式方法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管理方式下，
土地的利用程度也有了提升（Koech 等 2009；Roe 等
2009）。比如，在非洲森林资源丰富的 10 个国家中，在
社区土地使用权下的森林百分比已从 2002 年的 120
万公 顷 增 加 到 2008 年 的 610 万公 顷（Sunderlin 等
2008）。包括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和塞内
加尔在内的众多国家中都具有识别圣地的政策（Dudley
等 2005； Lee 和 Shaaf 2003）。被土著居民和社区保
护的景点都能成功地增强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维护生
物多样性，也能弥补国家保护区之不足（Lee 和 Shaaf 
2003）。

在支持这些方法时遇到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与农
业 相 关 的 环 境管 理 相 对 较 低 的 盈 利（Murombedzi 

2010）。尽管如此，盈利正在得到改善。在纳米比亚，从
以野生动物为基础的企业获取的保留地财政收入已从
1999 年的 73600 美元增加到 2009 年的 430 万美元。
而纳米比亚经济从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那里
赚取了 3250 万美元（NASCO 2010）。其它与以社区为
基础的方法的盈利包括包容治理、基础设施开发和减
少的自然资源冲突（Nelson 2010）。

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的整体有效性进行评估颇
具挑战，因为针对这种方法对自然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而
开展的实证监测很少（Jones 2008）。在开展过监测的
国家，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纳米比亚和南非，野生动
物数量的增加都已经得到记录（Mehlman 等 2006；
Child 2004；Jones 2004）。泰纳社区保护区位于刚果
民主共和国境内，遇到大象的机率已经成 10 倍的增加，
遇到黑猩猩的机率已经成 3 倍的增加，遇到大猩猩的
机率已经成 2 倍的增加，而在同一时间，非法狩猎活动
已减少了近 7 成（Mehlman 等 2006）。据科特迪瓦和
布基纳法索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管理
项目西非试点基地报道：在保护区内的农业入侵行为已
减少（World Bank 2008）。当地林区百姓强化了对森
林的安全保护，使得这些土地更不容易被他人挪用或者
转做它用—这就使得社区收入得以提高、生物多样性
更加丰富、森林条件也得到改善（Sunderlin 等 2008；
Banana 和 Ssembaijwe 2000）。这些成功为此方法的
复制奠定了基础。

专栏 9.12 描绘喀麦隆南部的地貌

森林土地资源景象系统（FLORES）是一项在喀麦隆

南区首都埃博洛瓦附近 Akok 的 8 个社区实施的参与式

制图倡议。在与妇女、长者和男人进行的团体和单独讨论中，

结合使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方法，用以解释土地使

用的社会现实、认知和历史变化。社区绘制的基地地图结

合了社会 / 文化数据，创造出对所确定的景观单元、所有权、

道路、土地历史用途、狩猎和渔业权利的全新认识（Robiglio

等 2003）。

这种方法使得对社会因素进行识别成为可能，这些

社会因素影响着土地利用的动态过程和研究人员对社区

土地利用实情的认知。根本的挑战在于确定空间界限的准

确性、对当地语言的贫乏理解和高昂的成本和时间因素。

然而，事实显示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环境决策中所

缺失的数据，也可以在多种地理和社会 / 文化地区复制，

有助于更好地连接环境规划、社会价值观和优先事务

（Robiglio 等 2003）。

人类、牲畜和种植业所需的水资源的缺乏已经成为

制约埃塞俄比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将

近 80% 的人口不能获得生活用水的供给，估计 46% 的人

口正遭受着饥饿。政府正致力于改善径流和屋顶收集结

构来应对这一挑战。埃塞俄比亚的雨水收集有潜力满足

5200 万人口的需求（Mati 等 2006）。收集水的农民在更

长的时间里改善了获取水资源的途径，以至于他们可以在

旱季生产蔬菜，因此这些蔬菜的价格比在没有收集雨水

的农民出售的蔬菜价格高。在埃塞俄比亚中部的 Minjar 

Shenkora 区，用收集的水辅助灌溉洋葱和洋葱育种的农

民每 100 平方米的纯收入是 155 美元（Akalu 和 Adgo 

2010）。在径流流向微型集水区的地方，植物的良好生长

提高了饲料生产，也改善了旱谷地的能力（Abdelkdair 和

Schultz 2005）。但是，建筑储藏结构的初始成本和低劣

的建筑质量影响了它们在更宽广范围的推广。

专栏 9.13 埃塞俄比亚的雨水收集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地的麦田，改善的土地管理实践为减低水土流

失做出了贡献。©William Davies/UN Photo

阻碍当地参与式方法成功实施的重大障碍仍然存
在。当地权利实施和执行不力仍是一大挑战：例如，政
府当局在把森林授权分配给社区时即社区森林时仍步
履缓慢（见人权部分）（Sunderlin 等 2008）。当地法规
和国家法律的冲突，以及对社区完成可持续管理能力
的怀疑都影响着政府向社区移交权力的意愿。加强对当
地社区森林多重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能够为当地适当的
制度安排奠定坚实的基础（专栏 9.12）。其它的障碍包
括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对市场的有限利用；不健全的信息
技术流通；不充分的市场链接和社区缺乏发展规模经
济的能力（Scherr 等 2004）。正如《生物多样性公约》
设想的那样，改善能力和权利对提升环境和社会效果
是至关重要的。

水收集

水收集是将收集好的径流或洪水储藏在土壤或者
容器中，作为作物生产、树木或者饲料和生活用水。因此，
水收集可确保淡水资源的获取、减少热带、亚热带和旱
地条件地区极端降水径流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实现气候
变化目标（表 9.1）。此外，这一方法即适用于城镇也适
用于农村社区。雨水收集还可通过流域的恢复为实现
淡水目标和土地目标（见土地可持续管理政策）以及生

物多样性目标做出贡献。

气候变化和到 2020 年将会有 7500 万 - 2.5 亿非
洲人生活在水紧张的地区这一实事强化了该政策的重
要性（Boko 等 2007）。然而，极端降水情况的增加将
会给土壤、定居点和城市带来不利影响。多种事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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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14 提高布基纳法索地区的传统水收集实践

布基纳法索的栽植法，即在浅坑中种植，证明在水

资源保护和土壤保护方面的投入能够提高作物产量。例

如，在雅滕加省，由于采用栽植技术，高粱的平均产量从

1984-1988 年期间的 594 千克每公顷增加到 1995-2001

年期间的 733 千克每公顷。同期，小米的产量由 473 千克

每 公 顷 增 加 到 688 千 克 每 公 顷（Reij and Thiombiano 

2003），从而降 低 了贫 困。例 如，在 Ranawa 村，贫 困 家

庭 的 数 量在 1980-2001 年 期 间 减 少了 50%（Hien And 

Ouedraogo2001）。

当这些技术已经根植于当地生产实践中，而且能够

被所有农民掌握。事实表明，相对于贫困农民而言，较富裕

和中等收入的农民更愿意使用这种技术，只是因为当需要

劳动力时他们有资源支付这些劳动力（Kabore and Reij 

2004）。栽植技术的一个主要缺点是需要大量的体力和良

好的健康，特别是需要在一大片区域挖坑时尤其如此。

栽植技术有助于捕获水。©Jennifer Mohamed-Katerere 

明这种方法具有潜力：专栏 9.13 显示了其在埃塞俄比
亚的价值。在整个萨赫勒地区，创新型的雨水收集已经
被用于成千上百公顷田地，提高了农业产量，降低了人
类对气候变化的易感性（专栏 9.14）（Reij 等 2009）。
在马里，研究已经量化了雨水收集对农作物产量增加
和地下水补给的影响（Doumbia 等 2008；Kablan 等
2008）。

建立有效的水收集也是有挑战性的，因为获取资
源、劳动力和技术已成为受限性因素（专栏 9.13 和 9.14）
（Saico 和 Kunene 2010）。家庭也许不能支付起适合
家庭生活尺寸的储藏设施（Saico 和 Kunene 2010）。
水收集投资在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获取收益，因此对于
小农特别是妇女而言，不健全的土地安全将使她们不愿
意投资这种技术。

尽管如此，雨水收集的潜力依然巨大，而这种技术
能够在许多国家得到复制（Mati 等 2006）。将水资源
管理整合到国家适应规划中有助于解决法律和政策局
限性、可使社区获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技能，从而支持
采纳这种技术。包括多哥在内的许多国家将水收集作为
他们国家适应项目的重中之重。对当地知识、实践和创
新的支持能够授权社区采取行动，通过农民相互间的学

习推广水收集。专栏 9.14 揭示了在数百年降水变动的
演替中，传统的农耕知识是如何进化进行应对，在管理
稀缺的水资源和提高粮食生产方面获取多项成功的。

水收集的推广机会包括退化的水坝复原、流域的
修复和现存森林保护。这些机会都为水供应做出了贡献。
这些策略能够改善全年水供应、土壤保护和农业 - 畜牧
业内的生计活动的扩展（专栏 9.13）。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自然解决方法

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维护能够为适应气候、降低和
减缓灾害危险提供有了价值的资源（见前面 REDD+ 部
分），从而有助于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通过提高环境
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恢复对土地、海洋、水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帮助（表 9.1 和 9.2）。

恢复措施在跨境、国家和社区层面涉及多方的参与，
还包括保护区的维持。通过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自然
解决方法为适应和环节气候变化提供了机会。例如，红
树林的恢复可以通过稳定海岸线提升应对能力（Duke
等 2007；Mcleod 和 Salm 2006）。红树林的恢复可通
过供给诸如食品、燃料和木材等环境货物有助于气候
变化的适应。例如，尼日利亚的红树林恢复为在几内亚

来源：Barryetal.2008

专栏 9.15 毛里求斯的红树林恢复

2008 年，作为对毛里求斯减少的红树林森林数量的

响应，非政府组织 -- 可持续发展协会在欧盟和财政部的支

持下，在毛里求斯南部的小渔村 -- 莫尔纳河种植了 10 000

粒红树林种子。当地社区也积极参与此项活动中。他们之间

的合作包括由阿尔比恩和罗德里格斯渔业部的渔业研究中

心培训种植技术。2011 年，在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指导下，

多层次的合作和商业银行的资助使得另外 40000 粒种子

得到种植。已经开展了一项全岛范围的调查，来确认能够实

现这种技术复制的潜在地区。

资料来源：ADD 2011
莫尔纳河的红树林种植。©Subash Chacowry/ADD (p251)

湾和安哥拉捕获的 60% 的鱼提供了繁殖地（Carrere 
2009）。在苏丹，通过循环放牧和变换牲畜品种实现
的牧场恢复有助于牲畜的牧场和食品安全（Buffle 和
Elasha 2011）。这种努力带来的不可思议的结果是牧区
牧民被吸引到这地区，通过采用当地传统制度和价值来
协商获取资源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冲突。我们发现包括
尼日尔在内的保护区支持建立野生作物近缘植物的就
地保护区。一般而言，这种植物比训化作物更抗旱，能
够用来增加农业和食品安全（Dudley 等 2010）。

因为存在多层面的驱动力和压力，所以生态系统
的恢复经常需要一致且跨领域的多行业方法。大规模
或者全球性的驱动力包括石油开采、农业扩张和污染、
基础设施和交通发展、人口增长和定居以及沿海发展
（Adger 等 2005）。同时，在质量和管理薄弱地区，当
地生计对资源造成了压力，例如在红树林中不可持续
的 薪 材 采 集（Ajonina 等 2005；Ajonina 和 Usongo 
2001）。在多层面上推出解决驱动力的综合方法经常面
临挑战，尤其是制定政策的机构和政策执行机构的协
调和合作较为薄弱。低质量的数据收集、监测和信息
进一步约束了适应性管理。以各行业为基础的法规不
足、相互冲突、存在缺陷、无法实施等现象，均使得规
划和管理缺乏基础（Madzwamuse 2010;Gordon 等
2009）。

此外，提高生态系统的保护及其再生能力需要更
好地认识不同生态系统成分之间的关联（Abdulla 等
2011；Davis 等2011）以及社会 - 生态的恢复力（Johnson
和 Welch 2010;Adger 等 2005）。对 生 态 知 识 进 行

投入并产生生态知识，将其转换成能在治理和政策
制定时所需的信息对成功的管理十分必要（Adger 等
2005），而这也需要科学、政策制定者和社区之间的互
动。区域合作、以社区为驱动力的策略和公私伙伴关系（专
栏 9.15）能够有助于学习，能够提高可持续性，并鼓励
推行生态系统方法。西非最近通过的《红树林宪章》补
充了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因为适应行动涉及当地能力，那么重要的是政策
制定者、技术机构和社区之间能分享对战略和项目的理
解（专 栏 9.16）（Patt 和 Schroeter2005）。除 非 这 得
到实现，否则就会存在风险，使得适应战略与当地生计、
价值和文化背道而驰，无法获得充分采纳，如在 2000
年莫桑比克‘艾琳’气旋后政府启动的安置计划那样（Patt
和 Schroeter 2005）。轻而易举获得资源和丧失社会
支持对于帮助重新安置而言是致命的障碍。第二个主要
的挑战是政府和社区关于气候风险的严重程度的观点
存在冲突。这些结果更加表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
间需要开展积极对话，这种对话将是制订和成功实施
政策的必要条件（Patt 和 Schroeter 2005）。正在开展
的对话为重新评估战略和应对变化的响应奠定了基础
（专栏 9.16）。

利益相关方污染管理

污染管理对于恢复生态系统和实现人类健康的目
标而言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实现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已
选定目标，比如生物多样性、淡水、海洋和气候（表 9.1
和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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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17 奥利芬河集水区的酸性矿排水治理

奥利芬河集水区的上游位于南非的豪登省和普马兰加

省。在这些地区，煤矿、矿物质加工和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

动（Hob 等 2008）。奥利芬河流域被酸性矿排水特别是来

自于煤矿的水所污染。

这项控制排放的方案于 1997 年引进到奥利芬河集水

区的上游，得到了工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它利用丰水期河

系的自然同化能力控制酸性矿水的排放（Hob 等 2008）。

上流流域被划分为多个管理单位，在每一单位的同化能力

的基础上都分配了不同的纳污量。参与其中的企业需要将

劣质水排放到自己管理的单位内，以便和该单位的同化能

力和它们在方案中的配额相匹配（Limpitlaw 等 2005）。

这项方案在降低威特班克大坝硫酸盐浓度方面已经

取得成功（World Coal Institute 2002），从长远看，这将

有助于实现河流的生态完整性。重要的是，枯水期的排放

已减少。费用由污染者承担，以确保一般税收用作他用。在

这一地区的企业，包括煤矿和电站为这项目进行了大量的

资本和运营投入。2007 年 12 月，每个公司在排水、存储和

处理系统上大约投资 1 亿南非兰特（1300 万美元），以改

善排放的质量和数量（World Coal Institute 2002）。洪水

风险已被降低，当地正在期望着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社区。

不幸的是，奥利芬河集水区的水质问题依旧存在。类

似举措的成功依赖于极强的制度能力、经济稳定、创新观

点的政府认同和利益相关者坚定的参与。

非洲东部的小农户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相关利益的公

平共享的全球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uenter Guni/iStock 

喀麦隆以社区为基础的红树林管理项目的成功证

实了参与以及学习成功的适应活动的价值（Ajonina 等

2009）。

坎 波 沙 滩 的 社区在 社区 经 营的 托 儿 所里种 植了

4000 粒红树林种子，并把它们按照绿屏障的形状种植，

这样就能保护坎波沙滩免受沿海侵蚀和狂风的袭击。这

个项目是为了代替沙滩沿线倒塌的混凝土墙。对话、学习

和项目的包容使社区积极地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层面，包括

种子发育、红树林林木采集区的界定，以当地为基础的监

测和评价的实施和继续参与。包括能源节约型的熏鱼房

等适合当地的技术已被采用。

来源：Ajonina 等 2009

专栏 9.16 在以社会为基础的适应战略中的社会
学习和知识

非洲主要依赖于这种监管方法来实现污染目标。
这些方法影响了环境结果，途径有：控制过程和产品；
限制制定污染物的排放；将某些污染活动局限在一定
的时间和地区（Bernstein 1997）。但是，监管工具在实
现污染控制目标时效果欠佳，特别是在监测污染和合规
性方面资源匮乏的地方尤其如此。为确保符合日益严格
的环境法律合规，其支出水平对于许多政府而言都是无
法管控的成本。相反，由利益相关者驱动的管理方法有

可能使污染控制对商业组织而言是有利可图的。这些
方法包括不同程度的激励措施、信息和有效实施和执
行的行政能力。用以控制污染的主要经济手段包括价格、
污染排放和市场许可（Bernstein1997）。

专栏 9.17 是关于奥利芬河的污染控制的。它展示
了利益相关方如何才能成功地参与并转变已有的对于
污染管理责任的假设。

结论：扩大成功

这种环境政策评价表明基于当前成功的机会可以
有效地加以利用，以确保更好地实施政策、为人类和环

纳米比亚的纳米布沙漠中央。©Lucyna Koch/iStock 

境取得更好的积极效果。

复制和提升有效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但是政策不
应被盲目地复制，而应该根据当地、国家和区域的实际
情况做出适当的修改。正如上面充分论证的政策选择
所展示的那样，对于那些能互相加强和交叉的选择而言，
通过更加关注这些选择、最大化地使用这些机会是很
重要的（表 9.2）。在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受限时，发现
并促进协同效应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确保政策与政
策之间互不冲突，并且它们能不将不利影响外部化是很
重要的。

正如政策评价显示的那样，有效的政策执行需要
减少或消除障碍，并完善条件。不充分的监测、特殊利
益的决策、薄弱的治理和权利、缺乏充分的能力均削弱
了政策成功的机率。

解决环境变化需要具有内置灵活性的政策。监测
和评估方面的投入和社会学习支持了政策响应的修正。
本部分讨论的许多政策选择已经说明了这点，包括了诸
如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自然解决方法。

顾及环境利用和治理是如何影响到社会、生态系

统恢复力的战略决策已经表明可以确保经济、社会和环

境效益。将人类和生态的理解和重要性整合到环境管

理中去能够确保政策选择不会削弱和破坏环境资源，

而这种环境资源支撑着未来的选择。这些方法—包括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将人类和自然的互动置于

首位，不会偏向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成分、工业部门以及

社区和社会 - 经济群体（Davis 等 2011）。与将注意力

集中在特定目标和国家系统或者硬件工程解决方案的

其它方法相比，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维护地球系统

适应变化能力的方法，而其它方法经常会干扰自然过程

（Abdulla 等 2011）。

强烈的责任感有助于确保政府和私营行业承诺得
以实施并实现商定的成果（Najam 和 Halle 2010）( 见
当地、包容和参与式方法、人类权利和利益相关方污染
管理 )。对于能更好地展示这种结果的国家而言，我们
需要建立监测进展的系统。要建立绩效指标而不是以
努力为基础的指标，比如举办会议的数量，有助于澄清
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策目标（Najam 和 Halle 
2010）。强有力的高效国家和次区域层面的报告系统有
助于让执行部门承担职责、提供机会将成功案例记录

在案，这也反过来奠定了提升和复制案例的基础。

对于实现可持续管理，包括跨境沿海、以土地为基
础的资源管理以及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政策选择来
说，合作是有效的。这改善了公平状况，提高了技能分享，
也减少了冲突。在许多情况下，外部援助及与捐助者协
调已经帮助建立了有效的参与平台，学习和共享知识和
技能，包括“非洲大地”和内罗毕公约在内。与私硬部门、
环境管理者和托管人建立起伙伴关系已经表明在许多
政策选择中能有效地确保利益。这些政策选择包括生
态服务付费以及红树林恢复。所提出的几项选择，包括
土地可持续管理，表明在当地和政府层面中高度参与有
助于确保相关性，也能在加强可持续性方面取得好结果。
权利下放政策，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管理已经给社
区和环境带来了积极的成果。

加强治理和体制建设对确保更公平的利益共享是
非常关键的，因为生态和社会恢复力是紧紧地交织在
一起的，正如南非基本水资源政策所显示的那样。薄
弱的土地使用权显然成了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包括
REDD+、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和其它政策选择等公平
利益的障碍。如果这些事国家层面的问题时，其挑战的
规模和共性表明制定和采纳合作和共享的区域或全球
议定书能够为更有效的参与及管理效益和损失奠定基
础。通过保护生计权、确保包容、减少冲突，从而在国家
和地区层面上加强人权并将其纳入到环境管理框架之
中有助于建立起包容的长期方法。区域性的人权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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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从加强能力关键要素的政策选择中选定的战略

卢旺达西南部，纽恩威国家森林公园的云雾林，具有 REDD+ 的潜力。

©Guenter Guni/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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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破碎的环境效益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
方面，人权意识已经带来了环境效益，特别是在区域法
院的授权和公民采取行动的权利已经得到加强的地方
尤其如此，正如在人权政策选择中显示的那样。

环境政策经常与现实不合拍，政府经常单独采取

行动，以至于不能影响必要的变化。但是，贫乏的金融
资源、知识和能力的创新型制度安排为实现环境目标做
出了贡献。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样化社区，提高能力和
公平对支持合作和确保权利十分必要。政策选择证实
了多种战略提高能力的潜力（图 9.3）。例如，在区域和
次区域层面，像海洋污染管理那样的共享信息和知识的
机制能够被更好地加以利用。

解决可持续发展遭遇的障碍、实现本章所论述的实
现共同的环境目标能够搭起一个跳板，从而改善环境绩
效并从有希望的政策转向成功的政策。加强环境管理有
助于保护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在这些方面，发展和人
类福祉之机会都基于此，这也为应对诸如食品安全、贫
困、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影响这些关键挑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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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目标的实现实质上依赖于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协调的政策和行动，这也被经常看作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在第一章已经确认的全球驱动力—尤其是

不可持续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大量的消耗和城市化—

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明确的挑战。因此，非常重要

的是政策响应的设计应该能够适应这些驱动力所带来的

压力和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地区，然而

这一地区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最快。如果全球努力想取

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在这一地区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步

伐。按照常规发展情景，到 2030 年这一地区将会占据全

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5%。但是，该地区

内部复杂多样化，其中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而大部分

的太平洋岛国是最少的国家之一。如果全球不作为，这

一区域的人民损失最大，因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最

大的国家都位于该区域。对适应的关注应成为经济发展

和规划的主流，气候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气候防

护设施应该整合为一体，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应该得到

促进，这些均是关键的行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

面已经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依然还有许多措施有待实

施，尤其是迫切需要建立低碳和具有气候恢复力的社会。

主要内容

从极度干旱的温带地区和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小岛

国到喜马拉雅雪原和茂盛的热带，水源状况分布不均，

干旱和洪水经常交替。水用户之间开展合作以平衡水的

供给和需求，以及提高水质量管理对于实现全球淡水目

标很有必要的。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水资源的适应

性和综合管理的规划框架，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定价

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非常重要。

 

只强调部分物种灭绝的威胁，而全球目标是显著降

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尽管在扩大保护区、保护一

些物种、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些直接驱动力和实施

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和创新融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

努力的范围仍然不足够。按照最近通过的《获取遗传基

因的名古屋议定书》和《利用引发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

享》的说法，我们仍需要制定获取和惠益共享机制。

由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富裕，它正面临着消

费的快速增长和其主要副作用—废弃物。3Rs 方法（即

减量、重新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有效实施仍是一个关键

目标，然而要取得最具成本效益的成果，采取组合政策

也许是必要的。改变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可以从一开

始就减少废弃物，这是有效政策组合的核心。

260

化学品生产及使用的适当控制、安全替代品的提供

以及适当的处理措施是关键的政策关切问题。当化学品

的使用增加而其影响又无有效的监测和深入的了解时，

就需要加强注册管理、监测、进出口以及信息共享。我

们也有必要对新型污染采取预防措施。

作为一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改善治理对于增

强问责制非常关键。将对可持续性的关注纳入所有政策

领域、增强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改善能力均能够强化

治理。另外，适当的政府层级的权力分配、改善监测和

数据收集、获取信息和法律补救以及绿色财政政策具有

改变环境变化和不可持续发展驱动力的潜力。

加快实现已选定全球目标的政策建议仍然困难重

重。虽然在区域内取得某些成功，但是差距仍然存在。

政策响应的焦点已经从环境影响转变为通过以市场和

以信息为基础的方法解决关键驱动力。由于许多政策

的成功取决于它们的实施环境，所有要从一个国家将

通常是实践过的政策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仍然需要仔细

分析。创造必要的有利环境也许和选择合适的政策组

合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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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 选定的气候变化目标：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第三条1-3 段

缔约方应本着公平的原则，肩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运用相应的能力保护气候系统以维护人类现在和未来的

利益。相应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在与气候变化及其带

来的副作用做斗争方面起领导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具体需求和具体环境，特

别是那些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副作用的影响的国家，而对于

那些在公约下肩负着与自身不成比例或者异常的重担的发

展中国家，都应给予充分考虑。

缔约方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阻止或者减小气候

变化的成因，从而减缓气候变化的副作用。当有威胁或者

严重的或不可避免的危害出现时，缺乏科学的确定性不应

该成为推迟这种措施实施的理由。而且我们也要考虑到，

用来处理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是成本效益好的以最

少的成本确保全球利益。为了实现这些，这些政策和措施

应该全面考虑不同的社会 - 经济环境，涉及所有的相关资

源、温室气体的源和汇及适应，而且还应该包含所有的经

济部门。解决气候变化的努力也许应该与相关方合作完成。

来源：UNFCCC 1992

引言

在第一章已经确认的全球驱动力—尤其是不可持

续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大规模消费和城市化—给区域

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明确的挑战。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要

设计出政策响应，以便能最佳地适应这些驱动力带来的

压力和影响。

本章主要目标有以下几点：

●　将已选择的优先主题和目标形成文件；

●　识别已在各地区得到应用的广泛政策，以实现这

些目标；

●　根据它们的效果筛选这些选项，汇总成适于进一

步分析的最有希望的短名单；

●　将政策得以实施并对全球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的

成功案例形成文件；

●　分析这些优先政策带来的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

影响；

●　检验这种政策在别国复制的可能性和展望；

●　总结这些政策中的哪些和 / 或者这些政策中的哪

些合作能够得到实施，以加快全球目标实现的步

伐。

本章最后整合了针对各主题领域的组合政策包的

效益和局限性、分析了所选政策得以繁荣所需要创建的

环境并为该区域的决策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总结。

政策评价

GEO-5 的第一部分描述了许多环境问题和挑战的

状态和趋势，区域磋商选择了符合整体特征的 5 个主

题。2010 年 9 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次区域磋商会

议上选定这 5 个优先主题和与亚太地区相关的全球目

标。通常是选择最宽泛的目标以便考虑其他目标涵盖的

所有问题。这意味着未选择量化目标，因为量化目标使

得政策选择的任何量化评估都更困难。这些主题对于

该地区的所有国家而言都是相关的，但是具体的国家也

许应该优先考虑其他的环境挑战。关于已选主题的政策

响应为具体国家如何解决挑战提供了见解。

优先主题

气候变化

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优先要做的事情是怎样在最脆

弱的社区里建立应对由过去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

候变化影响的恢复力。由于海平面上升，部分低洼的太

平洋岛屿国家有可能会整部消失（Nicholls 等 2011；

Nunn 2009; Barnett 和 Adger2003），极端天气情况

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海洋栖息地例如珊瑚礁和红树

林将会受到温度上升和海洋酸化的威胁。

照常规情景下去，据估计到 2030 年该地区将产

生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CO2）排放的近 45%

（IEA2010），到 2100 年占全 球 CO2 排 放 的 60% 以

上 (Masui 等 2011)。这一地区内情况极其复杂，其中中

国是最大的排放国，而大部分的太平洋岛国是最少的排

放国。从 2005 年到 2030 年，全球范围内由交通产生

的排放量预期将会增加 57%，其中，中国和印度将会占

据这一数字的一半（Leather 等 2009）。尽管如此，在

减缓方面有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至少这一地区的 10

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最重要的大米谷仓。但是作为一个低洼的沿海国家，越南极易遭受洪水的袭击。Bartosz Hadyniak/iStock 

与本公约其他条款一样，本《公约》的目的是保护生

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共享遗传

资源的使用带来的惠益，包括通过合适的途径获取遗传

资源和相关技术的合适转化，考虑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利、

技术和适当的融资。

                                           

   来源：CBD1992

专栏10.2 选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生物多样性
公约 第 1条

专栏 10.3 选定的淡水目标：《约翰内斯堡行
动计划》第 26c 段

我们需要提高水资源的有效使用，在相互竞争利用

中以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和平衡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及

其功能的方式改善它们的分配，特别是在脆弱的环境中，

在人类家庭、工业和农业的需求中，包括维护饮用水的

质量。

来源：WSSD2002

个国家已经自愿保证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印度

尼西亚承诺 2020 年将比常规情景减少 26% 的二氧化

碳排放（DNPI 2010），中国也承诺到 2020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 CO2 与 2005 年的水平相比减少

40—45%（Lommen 2011）。通过减少毁林缓解 CO2

排放，同时改善土地利用管理，在全球来看是最有潜力

实现的（ADB 2009a）。亚太地区能够为减缓气候变化

的全球努力做出重大贡献。但是，获得气候资金使得这

些贡献成为可能对于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

个主要关心的问题。

虽然区域磋商选择了 UNFCCC 的第三条款， GEO

高级别政府间顾问组选择的其他三个目标（UNFCCC 

第 2 条 , 巴厘行动方案和德里宣言）也被考虑进去。因

为适应、减缓、能力建设和融资需求在政策措施中被看

做是综合的一揽子。

生物多样性

由于持续的栖息地破碎、退化和丧失、资源的过度

开发、外来物种入侵、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污染和气候

变化导致的大量物种灭绝日益迫近的威胁，在亚太地区

是优先关注的环境问题（专栏 10.2）。全球生物多样性

展望 3 总结到 2010 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目标还

没有实现（CBD 2010）。现在体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的 2011-2020 年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提供了总体框架。

还需要建立其与《约翰内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JPOI) 第 44 段 和它的条款 (WSSD 2002) 的联系。

淡水

正如第一部分概述的那样，在水行业中，地区面临

的主要环境优先重点是水资源的量和质（专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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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5 选定的治理目标：《约翰内斯堡行
动计划》第 5段

相应地，我们采取一种集体责任来提高和加强互相

依赖、互相促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柱—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和环境保护—在当地、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

 来源：WSSD2002

专栏10.4 选定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目标：《约翰
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2 段和 23 段

在政府当局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我们需要

预防垃圾的产生并将垃圾减量化，做到再利用最大化和环

保替代材料的循环使用，以便减小垃圾带给环境的副作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其

他方面的支持。

正如 21 世纪议程上提出的那样，我们需要重申对化

学物品全寿命周期健全管理的承诺，为了可持续发展和保

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我们也要重申对有害废气物的健全管

理。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到 2020 年以

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的主要不利影响最小化的方式使

用和生产化学品；考虑到审慎的原则，需要采用透明的以

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价程序和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管理

程序，这点在《里约环境发展宣言》原则 15 已有陈述；同

时，也要通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帮助它们

提高健全的化学物品和有害废气物管理的能力。

 来源：WSSD2002

在柬埔寨，人们用摩托车和人力车焊接在一起以运输纸，这种纸卖

掉后可回收利用。©Laurent/ iStock

气候变化、获取安全的饮用水和跨境问题。所有这些关

键挑战在选定的目标中都得到体现。

区域磋商也注意到《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5d

段和第 7a 段应该包括在评估之中，同时也需要采取创

新的方法将其他主题联系在一起。

化学品及废弃物

化学品和废弃物这一主题中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关

联的问题，包括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有害废弃物、电

子废弃物、越境转移、产品再利用、材料回收再用和城

市垃圾管理。在区域磋商中，JPOI 第 23 段选来用作这

一主题的总体目标，尽管 JPOI 第 22 段也同样被认为

与这一主题相关（专栏 10.4）。

选定目标是建立在生命周期思路基础上的。因此，

有效政策的起点是采用需求管理和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使废弃物的产生和有害化学品的使用量最小化。从

政治角度而言，该地区对需要将废弃物减量化和提高

资源效率放在首要位置的认识与其政策实施不相匹配

（APO2007）。对于资源和有害物质不断增加的使用，

人们并没有用尽多大的努力去加以解决，而最终成为废

弃物和污染物（UNEP2011; Shekdar2009）。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通过制度、法律、规范和进程为集体决

策 发 挥作用（Young1992），而且该地区拥有广泛多

样化的系统和机制。但是，许多仍然是“集中化、以专

家为驱动力的、各自为政的和呆板的”（ESCAP/ADB/

UNEP2012）。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许多环境法、法规、

行动计划和项目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因此需要取得

更大的进步以便在当地、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实现良好治

理（JPOI 第 5 段）。

政策筛选

正如在 GEO-5 的引言中介绍的那样，政策分析框

架的第一步就是要本着能够加速选定目标实现的原则

起草政策选项的一个长列表，然后确认一些优先政策

或者集群政策，以便进一步的分析。

气候变化

●　清洁能源：推广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碳捕捉和封存

●　能源效率：减少能源需求—能源效率、交通系统

●　技术：推广技术转移和扩张

●　金融政策：启用经济手段和创新融资—碳税、排放交易、取消能源补贴、上网电价、REDDD+（联合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　适应性：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政策和策略开发和灾害管理中

●　用于碳封存的土地管理：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农业低耕作

生物多样性

●　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栖息地管理，包括提高受保护地区管理的有效性；使土地使用变化的破坏性最小化，特别是毁林

●　有针对性的物种保护：开展物种保护和入侵物种管理

●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区域合作提高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控制

●　社区管理：鼓励以社区为基础的湿地、森林和沿海地区（保护珊瑚礁和红树林）的管理

●　创新型融资机制：为了生物多样性管理，使用创新型融资机制，例如生态服务付费和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　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在《名古屋议定书》的指导下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机制

淡水

●　框架：使用适应和综合的水资源管理计划

●　水分配和合作：促进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为了更好的水资源分配

●　人类基本需求：鼓励雨水收集 / 暴风雨水管理，为增加和改善的水储备支持农场水坝建筑和改造

●　水资源使用效率：推广工业和家庭生活废水处理；使用经济手段和方法提高水利用效率

●　水环境：加强水质立法和实施以确保水质；将生态系统方法 / 环境水流概念包含到水资源管理中

化学品和废弃物

●　框架：采纳政策框架，避免浪费和减少有害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

●　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建立系统和产品再利用和材料循环使用的基础实施，刺激可循环材料市场，包括工业副产品和消费后的垃圾；在国家层面或者是

次区域层面建立不可循环使用的有害废弃物和化学品的安全处置设施；要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和具体环境；

●　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包括技术转让和金融支持，以及信息共享和政策转化；将强对不适当的化学品和废弃物进出口的控制

环境治理

●　政策整合和主流化：确保政策的整合和连贯性，消除政策冲突；能力建设

●　加强激励结构：绿化财政政策与创新型的融资机制相匹配

●　问责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权力下放、将环境管理下放到最低实践层次；多方利益相关者对所有规划决策进行投入

●　合规和执法：建立环境司法机关；与腐败和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作斗争；把环境标准建立在最佳可用技术的基础上

表10.1 用以分析的选定政策

在一些情况下，长列表的政策选项集群成政策组，

在筛选之前它们具有共同的目的，方便评估和确认大部

分的政策的实施是相互补充的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而

不是单独执行。虽然我们考虑的政策也许在某些特定的

环境中做出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如果在该地区

的所有国家（考虑国家的具体情况）一贯实施，表 10.1

的优先政策就能够加速选定目标的实现。在这里，优先

意味着政策或者集群政策是为更具体的政策分析而选，

而不是给某个具体的国家或次区域更高的优先权。

政策分析

表 10.1 的优先政策受到它们环境、社会和经济利

益和局限的进一步分析的影响，这些优先政策也借鉴了

文献和专家的经验和 18 个政策实施的案例调查，这里

只总结了有限的一些案例。优先政策包括了对局限性的

分析，这是因为即使是成功的政策也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或者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都需要我们在实施政策的过

程中加以理解和处理，因为这些也许会阻碍在其它地方

的复制。为了显示政策包是如何在协调一致的步伐中得

到引进，一系列的图显示了如下内容（图 10.1-10.5）：

●　可能的时间框架：短期，1-5 年；中期：6-15 年；

长期：16 年及以上；

●　针对产生问题的短期原因的直接政策措施，涉

及通过解决相关问题以实现选定目标的间接

政策措施。

气候变化

选定目标中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素（专栏 10.1）是采

用预防方法以预测、预防或者最小化气候变化的原因，

并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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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选定的气候变化政策

清洁能源的政策集群包括对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要

求、潜在的二氧化碳捕获或封存，而如果技术一旦得以

证实，就可以容纳下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到 2020

年 全 球 每 年 120 亿 吨 的 CO2（McKinsey Company 

2009）。这个集群也有重要的协同效益，比如提高空

气质量和健康改善，避免采矿和矿物燃料的勘探带来

的环境破坏，提高能源安全并提供新的绿色就业机会

（Hughes 2011; Renner 2008）, 也有可能给家庭和

商业界提供机会，使其能生产它们自己所需要的能源，

并将多余的能源提供给电网（Palit 和 Chaurey 2011; 

USEPA 2010）。潜在的局限要素包括与气候无关的负

面环境影响，例如稀土金属采掘带来的环境影响；生物

燃料和粮食生产间的直接竞争以及这种竞争带给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终端用户成本上升；未被证实的技术例

如碳捕获和碳封存，以及给传统的矿物燃料能源的生

产中的商业和雇佣者造成的影响。

能源效率政策集旨在通过在建筑物、交通和农

业中有针对性的提高效率以减少能源需要为目的，即

到 2030 年全球每年减排 140 亿吨的 CO2（McKinsey 

and ompany2009）。其首要效益就是减少运营和旅行

费用，更加洁净的空气带来了健康效益，公共交通系统

的改进减少交通堵塞，免耕法和其它能源节约型的农

业实践对环境产生更小的影响。其局限性包括高昂的初

始成本（用于建筑物改造、公共交通系统的引进和扩张），

因建设地面公共交通系统人口被迫迁移的高昂安置费

用，以及缺少支撑拥有私家车的城市家庭的公共交通

系统。另外，能源效率的改进例如混合动力汽车，虽然

能满足需要，但也这只是暂时的或者局部性的，因为效

率提高带来的效益会被能源使用量普遍增加的回弹效

应所抵消（UNEP2011;Timilsina 和 Shrestha 2009）。

公众认识不足和不完整的能源效率市场也是阻碍了市

场渗透率的扩大（IEA 2007）。

技术政策集群包括促进技术转让和推广的政策，

比如技术转让协议；免除知识产权或者收购知识产权

以及开展国内研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实现应对气候变

化的预防方法。这项政策集群允许发展中国家跳过发

展阶段，避免发达国家的碳集约型轨迹。它将会提高人

类福祉，通过避免锁定在化石燃料上的集约型方法帮助

国家编制预算，同时提高国家研究和发展的能力建设。

作为一项政治战略，这样的方法受限较少。尽管有些知

专栏10.6 亚太地区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好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例如，当中

国从一个大部分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转变为能源主要进

口国时，试图让国内能源价格更加与全球市场接轨。2007

年，中国取消了煤炭的价格控制，现在煤炭价格是通过煤

炭生产商和电力公司协商决定。目前，原油价格和成品油

价格与国际水平持平。2010 年，陆上天然气基准价格随

着天然气传输费用的提高上升了 25%。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优惠税收已被取消，并且为居民用电引进了三级电价机制。

2010 年，印度宣布汽油价格由市场决定。印度随即

宣布了柴油、液化石油气 ( 简称 LPG) 和煤油的价格上涨。

2010 年的天然气价格改革允许国有生产商以市场价格而

不是规定价格出售新气田的天然气，因此天然气的价格比

原价格上涨了 2 倍之多。在煤炭行业，价格改革希望将国

内价格与进口价格持平，允许不同质量的煤炭价格也不同，

但是这会使电价上涨。

作为一项贫困扶持政策，印度尼西亚一直采用补贴

能源价格，其中 19% 的国家预算用于能源补贴。补贴越

来越多地针对特定群体，而且补贴燃料的范围已经缩减。

2010 年，印度尼西亚宣称计划到 2014 年取消能源补贴；

为了支持液化石油气，它将逐步淘汰煤油的使用，并且将

补贴燃料局限在摩托车、公共交通工具和老旧车辆的使用

上；电价上升了 10%。2010 年，马拉西亚宣布减少汽油、

柴油和液化石油气的补贴，而巴基斯坦则计划逐步淘汰电

力补贴，而且已经将价格提高了 20%。

这些政策要实现的预期目标是：

●　减轻国家预算的负担；

●　防止使用公共资金支持最富有且最大的能源消

费者；

●　确保替代能源资源也同样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

●　减少环境破坏和化石燃料的过度利用所导致的

气候变化。
来源：IEA/OECD/World Bank 2010

该地区许多国家正在制定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策略，用以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包括极端事件）的适应能力和恢复力。

©GYINSEA/ iStock

识产权持有人可能为了保持其全球竞争力而抵抗不放

弃其知识产权，但也有可能在迫于压力以低于市场价值

的价格交出其所有权。确实，某项研究宣称更强的知识

产权能够提高国际技术转让（Branstetter 等 2006）。

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人力和金融资本、合适的

制度环境方面没有足够的能力采用这种技术，那么从发

达国家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也许是无效的（Tan 和

Zhang2010）。

金融政策集群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京都议定

书清洁能源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和适应基金、修

改后的税收（比如上网电价、碳排放税和航空税）、或者

取消促进化石燃料使用的补贴（专栏 10.6）并取消鼓励

不适当利用土地和森林丧失的金融激励机制。征收碳税

也许能够使政府减少其它税种或者产生额外的收入来

源，用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投入。专项融资为私营部门

扩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提供了激励机制。通过税收来

惩罚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企业为新兴技术提供了公平

的竞争场地。潜在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实现低碳目标，而

是中介机构从碳市场获益。全球计划比如清洁发展机

制越来越显得官僚和繁琐，且只有很少国家能够从中获

利（de Lopez 等 2009）。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可能

会增加社会影响，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影响，除非这些

可以被生命线支持或退税措施所抵消。在采纳这些金

融措施之前，必须对这些分配方面的影响进行认真分析。

适应政策集群不但预测了因温室气体历史排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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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7 马尔代夫的适应政策

尽管马尔代夫对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是最小的，但这些

小岛国最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当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和

风暴严重程度和频率的增加时尤其如此。例如，一半以上

的定居点和大部分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在马尔代夫海岸 100

米以内。预测宣称到 2100 年这个国家的 85% 将会低于海

平面（Khan 等 2002），这引发了严重的关切。在意识到这

个威胁之后，马尔代夫已经成为第一个宣称计划到 2019 年

实现碳中和的国家（UNEP 2009a），而且马尔代夫还将气

候变化视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作为回应，第七个全国发展计划采纳了一项政策，该

政策确认了 10 个更加安全的岛屿，作为将来因气候变化使

流离失所的人们避难的场所。这项政策包括高成本的基础

设施，包括海堤和海水淡化工厂，甚至还包括一些人工岛屿，

如马累的 Hulhumale。在马尔代夫项目中“将气候保护风

险纳入具恢复力岛屿规划”的指导下，该国政府还采纳了一

项种更为软性的政策措施 (GEF 2009)，其中涉及与自然一

起增强恢复力，包括沿海植树造林、补充自然山脊、气候防

排水、珊瑚礁宣传、红树林种植和人工育滩。每个岛屿的社

区都有义务选择最适合该岛屿的措施。

布纳肯国家公园是印度尼西亚当地人自己管理的海洋区，这里的旅

游收入为减少当地人贫困做出了贡献。 ©Piero Malaer/iStock 

平植入气候系统所造成的可能影响，而且确保社区能够

适应不可避免的变化（专栏 10.7）。促进适应的政策包

括用于未来气候或气候防护的强制性基础设施设计；

在规划和分区方案中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在农

业、森林业和渔业方面建立气候恢复力机制；整合气候

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机制（Srivastava 2011；

Mimura 等 2007）。这些政策有一系列的协同效应，比

如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休闲机会、管理自然资源利用

（ADB 2010）。主要的效益是减少由极端风暴事件和

干旱导致的死亡或受伤发病率；减少未来经济和社会

成本；为建筑部门带来额外的经济机遇；在安全区域物

业价值上升；受影响社区的安全和恢复力的增强。其局

限性包括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相关的环境成本，比如更

高的防洪堤坝；若社区或者基础设施需要从脆弱区搬迁

导致的社会成本；用于气候防护的投入成本；还可能包

括给受影响的财产和公私的补偿成本；用于改造老旧

和新型基础设施的转移资金，即政治成本。

关于碳封存的土地管理政策集群旨在减少不可持

续的土地利用实践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森林丧失、

收获农作物后的生物降解、泥炭火灾和腐烂的泥炭土壤，

这些就占据了全球排放量的 15-20%（van der Werf

等 2009；IPPC 2007;WRI 2005）。在 东 南亚，由于不

恰当的土地利用和森林丧失带来的排放在次区域的排

放总量中可能占了 75% 居多，而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

尼西亚的森林丧失（ADB 2010）。到 2050 年，将森林

毁林速度减半并将这一水平维持到 2100 年将大气中

CO2 稳定在 450ppm 水平所必需的总减排量的 12%

（FAO2010;Gullion 等 2007）。沿海湿地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保护也同样能够减缓排放（Crooks 等 2011）。

主要效益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和供应，比如生物

多样性、水供应和水质；维护本土文化实践；土壤保护；

提高当地人民生计。局限性包括与其他发展目标可能存

在的冲突；保护区管理者施加的限制条件对当地经济愿

望带来的冲击；以及更高代价的土地管理实践。

生物多样性

选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

个要素、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分享遗传资

源利用带来的惠益（专栏 10.2）。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集群识别了具有极高但受

威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区域，将保护区连接成为一个

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长廊，促进了保护区的创建，这些保

护区将陆地与海洋连接在一起。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3 

(CBD 2010) 报道称，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创建过程中

专栏10.8 太平洋岛屿：当地管理的海洋区域

与当前栖息地遭破坏的趋势不同的是，在南太平洋出

现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沿海资源管理的明显案例。在过

去的十年，有 1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以社区为基础的

沿海资源管理之下，这在当地被称作当地海洋管理区域。

该倡议包括 15 个太平洋岛国的 500 个社区，并且已经帮助

实现广泛的生计和保护目标。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传统知

识、惯常的土地权和治理以及结合当地人对采取行动的必

要性和可能的效益基础上，可能的效益包括自然资源恢复、

食品安全获得改善、治理和健康获得改善。在斐济，自从

1997 年以来实施本地海洋管理区域的结果是在禁渔地区

蛤蜊密度已经增加了 20 倍。在邻近地区，捕获量平均增加

了 200-300%，是捕鱼量的三倍，在家庭收入中增加了 35-

45%。这样的政策具有在社会 - 文化环境合适的地区被广

泛复制的潜力。

资料来源：Govan 等 2008

图10.2 选定的生物多样性政策

最显著的进步也许可归因于明确的政策，亚太地区的许

多国家都利用法律来建立保护区。（CBD2010）。用于

保护区的现存政策也许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们仍然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比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拉姆萨湿地公约》、《世

界遗产公约》及新的资助机制通常促进了保护区的建立

和效益的提高。从创造收入到保护政策授权的转变，已

经有效地减少了相关土地非法转为它用。

挑战依然是确保保护区为生态代表网络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同时为受威胁和特有物种提

供有效的保护（ACB 2010）。亚太许多保护区在它们内

部或者周边都有社区。对于它们而言，正式认可自然保

护、传统生活和传统保护都是很有必要的。对当地土著

和社区保护区的正式认可将增加合法保护区的生态覆

盖（专栏 10.8），同时也支持社区保护遗产的权利。潜

在的局限性包括与发展目标的竞争、测量在开发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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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孟加拉虎估计在 3 000 到 3 900 只之间，大部分种群以小群形

式生活，相互隔绝。 © Nel McClimon/iStock

保护的真实价值的困难（而这些开发活动产生了更短时

间内的经济收益）以及有效地执行保护法的制度和个人

能力。

这一政策集群还包括跨界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长

廊的区域合作方案。跨境合作促进了国家机构间的合

作，使多个国家受益，正如许多例子论证的那样。这些

例子包括涉及跨境对生物多样性高的保护区进行保护，

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印度和尼泊尔提莱弧状景观、苏

禄 - 苏拉威西海洋地区和珊瑚三角。这一合作带来的效

益是国家层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能力得以跨国转移，以

及涉及不同国界利益相关者付出了双重保护努力。主要

的挑战是可持续性，参与机构的能力参差不齐以及一旦

涉及主权问题，合作的性质就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目标物种保护政策集群旨在保护老虎、大象、熊猫、

中南大羚和其它具有生物、经济、精神和文化重要性的

物种。中南大羚是 1994 年在越南和老挝发现的极稀有

的羚羊（Schaller 和 Vrba1996）。具有生物、经济、精

神和文化重要性的物种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 覆盖的物种。这些政策保护物种免

被捕捉和猎杀、当作宠物及以医药和食品的目的交易，

同时提高了被囚禁时它们的福祉，例如在野生动物公园

或动物园。这些政策不但保护了有价值的物种，同时也

帮助推广更广泛的保护信息，即我们需要保护物种及其

栖息地。魅力十足的物种在政治援助方面成为聚焦点，

促进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也为更广泛的制度支持提

供了有利资源。主要的局限是人们也许更关注个别物种，

在它们的栖息地从其他物种身上吸引走了注意力。

特别是在具有极高特有现象的岛屿生态系统中，外

来入侵物种对物种保护而言是一个主要的威胁。除了国

家检疫和区域网络如亚洲 - 太平洋森林入侵物种网络，

控制机制依然有限。但是，本区域也有消灭外来入侵物

种的成功案例（GISP 2009）。

在 CITES 的基础上，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政策集群

试图取消野生动物交易，包括加强边界控制和培训能够

识别濒危物种的海关官员，通过示范以提高人们的意识

并宣传周边成功的实施案例（ASEAN-WEN 2009）。益

处包括自然资产保护、拯救濒临灭绝物种。也有许多协

同效应，包括完善法律和通用规则（因为野生动物犯罪

经常与其它犯罪活动相结合），在国家境内野生动物保

护方面，要改进治理结构和更好的响应机制。主要限制

包括在执法方面进行巨大的投入，还可能要剥夺当地社

区获取非木材林产品的惯常权利，也可能会产生社会冲

突，比如丛林肉是已被大家接受的社会规范，而且也是

蛋白质的重要来源（van Vliet2011）。

社区管理政策集群包括协同管理、对传统拥有者

的管理、财产使用权利的认可、制定多种可持续森林和

渔业管理方案的政策。效益包括更好的管理成果、扩大

生计机会、收入多样化、减贫、国家和公民间紧张关系

减少、更好的治理和制度改革（专栏 10.8）。现在的限

制包括精英分子占据有经济利益、社区间的排斥和冲突、

长期投资和能力建设的需求。

创新融资机制的政策集群给社区继续从事保护提

供了激励机制，将它们的参与制度化。像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一样，在绿色增长模式中，国家对创新融资机制进

专栏10.9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在中国和越南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中国：将生态补偿作为主要原则的国家环境政策框架

旨在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间更均衡的增长。

中国已经实施了许多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

例如，自从 1999 年以来，中国用于退耕还林还草的支出已

经超过了 150 亿美元。这个项目使得土地不再用于农业，

900 万多公顷的坡耕地用来植树或种草。在这些过程中，

农民都会得到报酬。同样，中国已经为森林生态系统补偿基

金投入了近 20 亿美元，并且给家庭、社区和当地政府支付

费用以保护关键的森林地区，目前这片区域已经覆盖了近

4400 万公顷。这些计划的成功已经在政府内开启了关于如

何进一步提高的良性争论，也为探索和开发其他基于市场

的手段和创新方法提供了动力，用以解决如何平衡与环境

相关的增长的国家层面问题。最近，政府呼吁实行关键自

然资源的排污费改革，以提高资源税和矿物资源使用费用，

这将扩展生态补偿机制的范围。这些政策经验有助于起草

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国家法律。

越南：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援助使团的资助下，亚

洲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已经成功在林同省实施了关于森林

环境服务付费的示范项目。该项目已经使得 4 万农村贫困

人群的生活得到改善，也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通报

了涉及这些计划的国家法令的设计和后续问题。该法令创

建了法律框架整合林同省和山罗省两个实验地区的生态系

统服务。该政策促进了森林管理付费，同时也提高了提供管

理服务的社区的收入。

森林服务的买家是电力和供水设施公司，他们为水管

制和土壤保护付费，而旅游运营商为景观舒适性付费。林同

省实验区包括的吉仙国家公园和努伊巴国家公园高优先保

护区，同时也连接了东奈河流域保护景观。到 2012 年 12 月，

用于保护 21 万公顷的森林的 400 多万美元费用已支付给

22 个森林管理委员会、林业企业和 9870 个主要少数民族

家庭，平均每户每年收到 540-615 美元。由该方案支持的

森林保护巡逻致使在一个有优先保护的分水岭地区，非法

采伐和野生动物狩猎案件减少了一半。这种方法在越南全

境的复制将会对激励森林栖息地保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产生重要作用，当生态系统服务买家的数量增加时尤其

如此—例如通过碳抵消来对碳汇进行投入。

来源： (China) Zhang et al. 2010; SDPC 2000; (Viet Nam) 

Winrock International 2011

行测试正在增长（专栏 10.9）。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

导致的排放量（REDD+）这类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可避免变更土地的用途，从而提供了实现社会和生物多

样性协同效益的可能，土地用途的变更是热带地区生物

多样性损失的主要驱动力（第一章）。将保护的经济手

段主流化的挑战仍然与以下因素有关：严重的资源退化、

日益增加的压力、制定支持性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制度

机制和社区的公平和权利。

关于遗传资源的公平获取的惠益共享政策集群

包括认可本地生态系统管理权利、知识产权保护和防

止生物剽窃的法规。该政策集群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惠

益共享的 CBD 协商结果，特别是波恩指导原则（CBD 

2002）和后续的国际制度。《获得遗传资源的名古屋议

定书》 和《基于利用率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CBD 

2011）将会对正在付诸实践的工作予以指导以制定国

家和区域协议。关于生物和遗传资源获取的东南亚国

家联盟（ASEAN）协议草案结合了孟加拉国、柬埔寨、

蒙古、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遗传资源、惠益共享、传统

知识获取的草案政策和法律。这将会实施提供额外的

鼓励措施。

这些政策主要的效益包括为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原著

社区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机制，用来维持全方位的生物多

样性、获取来自投资者的合理和公平的回报，从将当地知

识和管理资本化的方式中获得收益，这也给政府提供了

一种保护国家遗产的方法。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于识别社

区将传统知识付诸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验

证有效的奖励机制以及克服自愿研究潜在的约束因素。

淡水

亚 太 地区的全球淡水目标旨在 完善水分配、保

护水资源数量和质量及保护生态系统（专栏 10.3；图

10.3）。通过系统性的推广和将水资源综合管理作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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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选定的淡水政策

策规划框架应用可得以实现。

水资源综合管理这一概念已经存在了近 30 年，而

且许多国家试图为之创建制度框架。但是在实践中，该

地区只有少数国家为了它的实施建设了必要的法律和

制度能力（UNESCO - WWAP 2006）。在许多国家，

制度改革已经包括设立顶层水域和河流域组织，以执

行这种综合方法。但是，水资源仍然主要通过部门方法

予以管理， 这种政策由机构负责制决定，而不进行跨

部门协调的形式，时常导致紧张关系的显现（Moll 和

Hoanh 2009;Bandaragoda 2006）。综合管理可以综

合并平衡人类需求与保护及生态系统的恢复的关系，从

而为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做出贡献，这也使得该地区有

能力处理复杂的不可预料的挑战，例如未来气候变化

的影响，这些与极端事件包括干旱和热带台风的类型改

变有关（第 4 章）。

水分配和合作的政策集群旨在实现具有潜在竞争

性的水资源用途之间可接受的平衡，涉及冲突管理和合

作能力的提高。典型的政策可能包括指定当地社区执

行水资源管理，建立水资源用户协会和河流域组织，明

确管理潜在冲突的授权，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起草江河流

域开发规划，或者设立冲突调停专家组。在江河流域方

面建立的合作机构已经帮助缓解中亚的与水有关的潜

在 冲突（Abdullaev 和 Atabaeva 2011）。例 如，在中

亚的费尔干纳山谷，其将水资源用户包含在运河水资源

管理系统中，这也提高了透明度和更公平的水资源分配

（Abdullaev 等 2009a,2009b;Dukhovny 等 2008）。

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协议及其执行机构是流域层次

机构设置的另一例子，这得到了其它国家的效仿。

印度首创了安得拉邦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灌溉

管理，展现了水资源用户协会在领导这种规划过程中

的重要性（Gupta 2010;Narain 2003;Ballabh 2002；

Mollinga 2001;Parthasarathy 2000;Shashidharan 

2000）。尽管这种政策不算真正的成功，但是创造了用

户协会国家级联合结构，紧随其后的是地区和农民层次

的组织结构，它们赋有明确的规定、透明的系统和以人

为中心的决策。这些政策在当地范围促进了群体成员创

造收入并采纳流域管理的方法，从而为财政能力的提

升做出了贡献。局限性在于要从一个实验项目的层次进

行推广存在困难。因为这些困难来自于从现状中获益的

在干旱国家，灌溉是主要的水消费形式。在中亚，它

巩固了经济发展、就业和食品安全，而水库在这一切成为

可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 1950 年到 1990 年，

该地区陆续修建了 250 多个大型水库，总容量超过 163

立方千米，但是许多现在已经淤塞了。为了提高能力，乌兹

别克斯坦的一个国家机构制定了政策选择以研究现存的

水库，并对其清淤。迄今为止，这已经节约了 25 万美元，

水库容量增加到了 10%。农业和水资源部现在已经将这

项政策作为标准程序予以采用。

来源：Rakhmatullaev 等 2010; White 2010; Vorosmarty 等 
2003; Yang 2003; WCD 2000; Mahmood 1987

专栏10.10 乌兹别克斯坦：提高中亚现有水库
的能力

日本东京历史上的岩渊闸门，该闸门对于生活在日本两条快速流动且易受洪水侵袭的河流旁边的社区而言仍是很重要的。©Juergen Sack

人群的抵制、长期缺水和一旦外部项目资金终止，制度

安排将不可持续。

人类基本需求的政策集群与满足水需求相关，而

且这种政策集群是以提高或者增加储水量为导向的。

政策包括存储城市雨水径流规划指南用于公共公园浇

水或者街道清洁，或者需要一定尺寸的建筑物用来储藏

屋顶收集的水。雨水收集早就包括在斯里兰卡（斯里兰

卡政府 2007）、澳大利亚（Meinzen 2009）和印度的

许多州（Rainwater Harvesting Organization 2011）

等的国家政策和当地政策中。通过使用新技术支持修

建农田水坝和翻新现存的大坝来提取更大的水量，这些

政策选择是可行的（专栏 10.10）。为了防洪、水力发电

和灌溉，国家关于建设大型水储存设施政策可能马上

带来效益，但常会引起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关注（WCD 

2000）。该水利用效率政策集群尤其是促进了经济手段

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包括基于用水类别和数量的阶梯价

格、排污收费、水和卫生联合收费。经济手段的效益包

括用户的行为变化带来的水资源节约，社会措施的收入

增加、以及提供并维护水的供给。柬埔寨和菲律宾的经

验表明主要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改善安全饮用水的供给

是可行的（IFAD 2011;ADB 2009c）。主要的局限性在

于把水资源作为一种标价服务而非免费产品的困难，管

理成本上升，给一些用户带来潜在的成本负担，人们转

而使用未标价的水资源比如地表水，政治家不欢迎这种

方法，因为政治家不愿意增加新的收费，并拖延其有效

的制度化。减少未标价水的利用是提高用水效率的一种

方法，但是这需要投入和培养员工能力（Frauendorfer

和 Liemberger 2010）。马尼拉和金边水供给部门已经

通过提高管理显著地减少了未标价水资源的使用（ADB 

2009c）。

水环境政策集群包括通过确保定期监测和汇报加

强立法和实施水质量管理，在污染费用中采纳污染者付

费原则，并结合总量控制系统确定不同类别废水的处理

级别。工业和生活废水处理的推广同样对提高水质做出

了贡献。诸如水质指数这样的公共传播战略也应作为一

种吸引公众关注水质变化的方法予以考虑。主要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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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1 黄河，中国：通过配额和定价改革平衡环境和人类需求

在中国，许多省份共同分享中国北部的黄河。1972 年，

黄河的部分支流已经不能汇入海洋，1987 年以后，河流连

续发生断流。1997 年，每年的断流频率达到了最高值 - 226

天。河水流量的严重减少损害了江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健康，

也影响了黄河给社会提供的服务。

1998 年，前身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和水利部制定了年度水资源配额、河流分配方案

以及《黄河流域省份内的水资源分配实施规划》。这些管理

政策在水文、泥沙输送和其它生态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总

取水量，并且确立了每年各省的取水量，包括季节性的分配

计划，其中雨季取水量比旱季取水量大。

1999 年 3 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个取用水配

额指令，并且开始实施了适用于整个黄河流域的取水控制计

划。2006 年，这项政策从黄河主流扩展到其支流。同年，在

经济措施（如水定价和资源收费）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取

用水和水资源收费规则》，标志着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新篇章。

许多省份出现了不同行业内的水用户权利交易。

这些政策的执行已经确保了到 2000 年未间断的河流

流向了大海，提高了整个河流流域的水资源和生态健康状况。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也得到极大的提高。稀有

物种重新出现，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鸟类数量

已经从 2000 年的 187 种增加到 2006 年的 283 种。在贝

壳湿地系统自然保护区，稀有濒危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数量

比前 5 年增加了 2 倍。

来源：Wang and Zhang 2010; UNEP 2008b; State 

Council 2006a, 2006b; NDRC 1998a, 1998b

由于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南川现在是中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河

流之一。©Sinopictures 

是可以获得充足且质量理想的水量，因此能够扭转目前

的发展趋势。水质改善降低了健康风险，有助于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之一。其给工业和供水部门带来的效益是

降低了水处理成本。局限性包括高昂的废水处理成本和

难于说服污染者、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资源实施必要的控

制措施。因此，需要坚决实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命令—

控制型法规。确保环境流量需要做出更高层次的政治

承诺，这对水体卫生也是很重要的（专栏 10.11）。

化学品和废弃物

全球有关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目标集中在生命周

期的分析、透明度和参与式方法的风险评价之上，以

将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减至最低（专栏 10.4；图

10.4）。

亚太地区正面临着快速增长的挑战，包括废弃物

和化学品管理，其增长的动力源于该地区强劲的经济增

长、人口增加、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别是在中低收

入国家，废物量不断地增加，废水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

甚至包括了更多的有害物质（Harhay 等 2009）。收集

废弃物并且适当处理废弃物的能力仍然落后，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产生了后续的影响。相同，农业和工业化学品

的使用以及无意识的有害物质的产生正逐步上升，导致

目前对这些影响的监督力度不足，因此，对其理解程度

偏低。

产品重新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的政策集群从源头上

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其潜力。应对废弃物和化学品挑战的有效方法需要预

防方法。具有有害属性的物质需要被淘汰，并且尽可能

专栏10.12 印度淘汰破坏臭氧物质

在过去的 20 年间，印度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鼓

励采用对臭氧层无害的技术，包括颁发破坏臭氧层物质的

进出口执照（简称 ODS），对需要遵守《蒙特利尔多边基金

议定书》的货物免除关税，在该议定书的指导下，印度可获

得援助以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从而转向那些不需要依赖这

些物质的技术；并停止使用这种物质的新项目。

《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下的 20 种物质中，印度占了

7 项。作为这 7 种物质的生产商和用户，印度于 1992 年加

入该条约。1993 年，印度准备了一个详细的国家项目以淘

汰耗蚀臭氧层物质，随后于 2006 年经与印度工业联盟和

其它利益相关者协商，更新了此项目。1997 年，印度生产了

将近 4 万吨的破坏臭氧层物质，主要是 CFC-12 氯氟烃和

四氯化碳（简称 CTC），当时国内消费估计达 14000 吨。到

1999 年，多边基金组织同意了 226 个项目，成本达 5800

万美元，预计从气溶胶、泡沫、二氟二氯甲烷、空调和溶剂

行业减少 7682 吨破坏臭氧层的物质。2010 年，除了将氯

氟烃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外，印度已经按照《蒙特利尔

议定书》指定的那样成功淘汰了氯氟烃、四氯化碳和二氟

二氯甲烷的生产和消费。2040 年计划淘汰所有破坏臭氧

层的物质。

破坏臭氧层物质在印度的成功淘汰被归因于上述政

策条款，同时这也与成立国家臭氧机构和获得授权的指导

委员会有关联，该指导委员会是在技术和财政常务委员会

及监测常务委员会支持下开展工作的。其他因素包括从一

开始就让印度工业界参与进来，并针对公众及受影响的行

业发起了提高意识的活动，还制定了详细的监测机制，国家

环境机构中的臭氧机构进行现场检查，以确保资金得到合

适的使用，并及时提交进展报告，使得预期影响得以实现。

亚太国家的其它相似的成功案例表明为实现《蒙特利尔协

议》的印度政策方法已经易于推广。

来源：UNEP 2010; WMO 2010; Ozone Cell 1999

针对少量使用，印度城市纳德采用了分散式废水处理系统。

©Chinch Gryniewicz/SpecialistStock

快地被更安全的选择取代。生产系统和产品需要结合

其完整的生命周期进行重新设计，从而使资源消耗、化

学品危害和废弃物产生量最小化。从整体上看，需要鼓

励更多的可持续消费模式，以便能够以最小的环境负担

提供高质量的生活。

以此为目的的数项行动正在展开。绿色公共采购被

证明是为改进的产品提供市场的有效手段，这些改进的

产品包括由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FOEN 2008）。电子

行业生产商延伸责任制已经促进了设计的改变，在制造

商和回收者之间培养了更近的合作。在《蒙特利尔破坏

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的基础上，化学替代品方面出

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淘汰（专

栏 10.12）。避免废弃物对工业废料而言存在一定的成功，

但是对于家庭垃圾而言，存在一定的挑战。

这种政策的主要优点包括将废弃物处理和化学安

全措施需求最小化，在非法倾倒废弃物和污染方面均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的缺点是一些公司可能不得不

使成本内部化，而以前这些成本可以转化到公共领域，

然而，有证据显示采用全生命周期的方法也能降低生产

成本（Barringer2003）。

关于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的政策集群旨在确保一

旦产品进入流通，就能优先考虑产品的再利用和循环

利用，而能源回收和安全处置将视为次要的理想措施。

工业和城市固体废弃物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挑战，并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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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选定的化学品和废弃物政策

要不同的方法，然而合并处理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有效

地政策干预需要覆盖所有阶段，包括有效收集系统，安

全处理设施，回收物料的市场运作。建立高环境标准的

系统成本看起来颇具挑战性，但是不采取行为的成本

也是巨大的。有效的技术可以得到广泛的使用，包括基

于传统实践的高技术解决方案和系统。例如，在日本，

每年至少要焚烧 5 百万吨的固体废弃物，用来发电和

集中供热。2000 年，日本确立了在 1997 年的基础上减

少 92% 的焚化炉二噁英排放量，而这一目标于 2003

年实现，同时 2000 多家工业废弃物焚化炉关闭。2003

年修改后的目标是到 2010 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减少

30%（MOEJ 2007;JFS 2005）。韩国特别引进了厨余废

弃物的源分离技术，这是为了对残渣进行分开处理。通

过废物处理，该政策明显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Lee 

2006）。以社区为基础的堆肥同样也被成功地引进到亚

太国家的许多城市，减少了处理需求和相关的市政成本

（ESCAP/IGES 2011）。

这些政策的主要优点包括明显直接的环境和健康

利益，以及较长时期的低浓度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间接

或累积影响。主要局限性是循环利用为回收的物料需寻

找市场，导致过了起始阶段后，私营部门热情开始减弱。

随 着 该 地 区 所 有 国 家 之 间 的 关 系 越 来 越 紧

密，国际合作政 策集群提供了应对挑战的联合方法

（Aziz2010;Nag 2010）。这尤其与废物和化学物品相

关，因为生命周期结束了的产品和可循环使用的材料越

来越多地被用于跨境交易（专栏 10.13），而且许多化学

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简称 POPs）和水银能够

从它们的源头传播得很远。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正面临着特殊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制定和执行

有效的政策以解决以下问题：国际合作能够提供所需

的技术和金融资源。环境中的化学物品区域监测系统

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监测项目在确认污染源和

制定有效的行动时是很有帮助的（UNEP 2008a）。

这些政策的优点依赖于合作的形式。加强废弃物和

化学品的技术和治理能力，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着明显

直接的利益。如果这些运作是在足够能力的国家而开展，

如果发给别国的货物被阻止，就能确保对有害物质进行

有效、安全的处理。完善的国际信息共享使得可追溯性

和有效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控制越境货物转移成为可能。

短期 中期 长期

直接

间接

使用副产品-工业共生

收集设施和化学物品和
废物的安全处理设施

国际合作，包括技术和金融援助

防范有害物质出口到
其他处理能力不足的国家

加强风险评价和
有害化学物品监测能力

批准和执行多方环境协议 

政策框架整合了废物管理、
资源效率和化学物品安全

更多可持续产品、
服务和消费类型

废料的回收系统

处理和修复化学
污染物的新技术

废物和有害化学物质的减少

回收和资源回收 

安全处理和最终处置

实施安排

政策集群

专栏10.13 南亚拆船业务：实施一项新的国际环境协议

在正常情况下，材料的循环利用被认作是环境效益。

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拆船业务以及电子垃圾和电池的再

循环利用、长期暴露以及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劳动密集型方

法给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消极的本地影响。自从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南亚就是全球船只拆卸和回收中心。孟加

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占据了 70-80% 的国际市场。该工

业不仅提供大量回收的钢铁及其他材料，还为最贫困地区

成千上百万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孟加拉国的直接和间接

受益人估计就有 50 万人之多。大部分的工人都很年轻，为

男性、半文盲，他们经常住在回收厂附近的狭小棚户里，因此，

这也增加了健康问题。

过期的船只包含许多有害材料，因为在南亚，没有足

够的处理设施或者职业健康和安全措施。拆船业务被看做

是“污染避风港”工业，经常寻求环境控制较为宽松的司法

管理区。但是，2009 年，孟加拉国高院指示如果没有环境

部的许可，那么所有的拆船码头都应在两周内关闭，而且

制定了新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拆船码头都要取得环境许可证

明。

意识到这些环境危险后，2009 年 5 月，《安全、环保

的回收船只的国际公约》（《香港公约》）得以通过，预计到

2015 年得到实施。一项关键要求是在回收开始前要清除有

害材料。《香港公约》要求签署国确保只有签署公约的缔约

方和具有安全工作和有害垃圾处理要求的设施条件才能回

收船只。船东需要编制有害垃圾清单，然后将其交给回收者，

因此处理废物的能力就可以得到检验。公约也指定某些有

害材料不能在新船只的建造过程中使用，因此这样就可以

避免当这批新船只报废时，上述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

如果还想继续开展这个项务，公约将要求南亚国家修

改其法律，大举投资改进措施、设备和实施。

来源：Sarraf et al. 2010; EC 2007; Andersen 2001

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拆船码头，在这个地方工人们被暴露在重金

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中。©Pierre Torset /Stillpictures 

环境治理

全球治理目标与加强多重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相关

（专栏 10.15）。4 个主要的政策集群得到确认以加速该

目标的实现（图 10.5）。能力发展、获取教育和信息对

于每一个集群的有效性而言仍然是潜在的有利因素。

政策集成和主流化集群旨在整合可持续发展职能，

该职能通常分散于不同的政府部委和机构，它们之间的

协调性较差。提高政策集成、加强不同级别政府中环境

和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能力能够增加环境和发展之间的

双赢机会。这种集成不但强化了组织能力和环境部的决

策影响，考虑到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种集成还提

高了开发项目的问责制。这种集成可以通过影响评价、

监测和缓解措施主流化得到支持。

政策集成的机会包括法令、宪法修正、总统委员

会、独立的同业审议和各部内部的环境联络人（Dalal—

Clayton 和 Bass 2009;Jordan 和 Lenschow 2009）。某

种程度的主流化正在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

国予以践行（专栏 10.4）。其效益包括制定了更具包容性

的管理决策程序、政策更为连贯、实施得到改进。但是，

环境议程可以被其它利益相关者冲淡，而且行业部门并

不总是热衷于以最少的环境影响推广开发性项目。

有些时候，可以通过在更适当层面水平授权以加

速实现全球环境目标（Berger 和 Steurer 2009），例如

通过权力下放和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引进参与式方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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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4 韩国和中国的低碳绿色增长

韩国已经制定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以全面的视

野预计到 2020 年将成为世界绿色领导者，并侧重于以下总

体目标：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能源独立，为经济增长创造新

的增长点，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国际地位。这项政策受助于《绿

色增长框架法案》和一项五年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是以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碳吸收和造林为目标的。

在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 12 个五年计划纲要中

（2011-201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国置于在一条更可

持续发展和低碳发展的道路上。其具约束力的目标是将能

源强度减少 16%，碳浓度减少 17%，森林储蓄量增加 6%，

森林覆盖率相比较于2010 年的水平要增加1.3%（Lommen 

2011）。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促进政策集成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绿色增长的方法（ESAP 2005）是本地区的一个倡议，

该方法将环境可持续性问题进行统盘决策，其目的在于提

高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将资源利用和消极环境影响最小

化。这一概念被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

来源：ESCAP 2011a

图10.5 选定的治理政策

栏 10.15）。授权需要与合适的预算授权、人类资源、能

力建设和汇报机制连接，以确保有效性和公众的支持

（Jordan 和 Lenschow 2009）。

在上游计划阶段，单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一系

列项目的累计影响评价、政策的战略环境评价、计划和

项目都提供了重要信息（World Bank 2006）。最终，

最为理想的是能拿出全面整合的可持续性评价（UNEP 

2009b）。其效益包括降低由于环境破坏给人类健康和

生活带来危害的风险；保护资源；提高环境保护措施的

成本效益。另外，未来修复成本的减少，政治上对预防

和修复措施的接纳以及更好的机构合作都是有益的。

评估面临着一些技术局限性，因此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利

用，有时候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较薄弱；只有政府承诺确

保上述变化合规并予以实施时，影响评估才会有效。

强化激励措施结构的政策集群侧重于合适的定价

机制。现有的许多国家财政激励结构不能对环境和社

会外部性负责，对可持续性而言仍然是一个障碍。完

善财政激励结构能够帮助加速经济的绿化，从而推动

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双重目标（OECD2011; 

ESCAP2010, 2005）。环境税的实施能确保经济和环境

在印度，大约有 2200 万公顷的森林用于联合森林管

理项目，其中森林边缘的社区组成了超过 10 万个委员会

保护国有林场，作为回报拥有森林资源股份（MOEF2009a）。

与严格的立法相结合，反对任何处于非森林目的的森林

土地使用。在多年的毁林活动后，这些措施已经帮助稳定

森林覆盖率（MOEF2009b）。宪法修正案已经建立了鼓

励参与的其它激励措施。该修正案授权和当地政府权利

下放到各个地区、片和村（MLJ 2011）。在尼泊尔，超过

14000 个森林使用群体可以获得薪材和饲料，也提供额

外的创收机会（DoF2011）。

专栏10.15 参与印度和尼泊尔地区的自然资源
管理

在尼泊尔乌勒瑞的安娜普尔纳山村的山坡梯田，以社区为基础的森

林管理为当地人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Christoph Achenbach/

iStock (p279)

双重红利，通过强调从向“好人（劳动力）”征税转向对

“坏人”（不可持续自然使用和污染）征税（UNEP2011; 

ESCAP2005）。这种转换能够帮助转变经济刺激结构，

从而支持环境友好活动，因此减少经济效益和环境质

量维护之间的权衡。为了取得成功，这需要被视为一一

揽子政策予以执行，还要包含政治可接受性的宣传运动

和对弱势群体的足够保护。

问责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集群解决了整合的任务，

其也受到信息收集、存储和共享及其获取渠道（例如要

求工业关于环境和社会绩效进行自我监测和自我报告）

的支持。同时，上述获取渠道也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够独

立地监测信息。要求进行环境监测的政策选择为决策

提供了有用信息。阳光法案使得人们能够监测公、私绩效，

同时需要合规和执法行为，正如《亚洲环境合规和执行

网络》所推广的那样（AECEN 2011b）。信息获取促进

了公众在决策时的参与，帮助避免了错误和未来成本，

增加了政治接受补救措施。信息披露政策为决策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确定优先级和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战略。

其局限性包括收集相关和可靠数据的困难，对数据共享

潜在的敏感性及数据管理的长期资本。

要求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政策对实现选定全球

目标也是有必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优点是提高

环境绩效，弱势群体可以参与纠正环境危害或消除潜在

的风险，各方对特殊行动的成本和效益都有更好的理解，

决策得以改进，政治意识和积极参与得以提高、跨行业

合作得以改善。有时机构习惯利用更多的权力抵制利益

相关者更多的参与，因而公民社会的均衡作用是十分必

要的。在该地区中，政府监测职能可以获得公民社会的

良好补充，尤其是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合规和执法集群包括环境法律和法规。仍不完美

的市场、集体行动问题和对公平的关切是亚太地区环境

问题的特点。因此，最后的政策集群就专注于环境正义

的获取，描绘了亚太地区许多的环境问题。政策覆盖了

命令 - 控制、标准设置、监测和报告，对环境犯罪行为

的调查和检查、建立环境警察和“绿色”法庭、培训环

境法官和检察官这一整套措施。例子包括《孟加拉国环

保法庭法》、越南环境警察部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

的绿色长凳，最近在印度建立的绿色法庭以及印度尼西

亚和新加坡用来和腐败作斗争的监管措施。

阻止和推迟潜在的环境破坏或风险活动的优点是

在产生了破坏的地方予以解决，如果风险得以减少就节

约了未来的补救成本，从而最终增加了社会资本。专门

法院是很重要的，因为减轻了执行机构的重担，使冲突

得以解决，而政府机构则有执行的义务。绿色法庭的建

立源自流行的环保活动和国际公约。其局限性在于通过

程序做出的决定不是总能得到执行，在刚刚成立的执法

机构和现有的行业机构间可能出现潜在的司法冲突。法

庭程序也许漫长而昂贵，因此这就有效地排除了弱势群

体和贫困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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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低 碳 社 会 的 过 渡 要 求 对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的 大 规 模 投 资。

©Chinaface/iStock

效益和局限性

政策分析中对效益和局限性的主要考虑如下：

●　经济和金融方面；

●　社会；

●　环境；

●　政治和制度；

●　分配

一般情况下，这里识别出的优先政策涉及初始成本，

这在亚太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其优先投资

领域指向了经济增长和减贫而不是环境目标。所谓的容

易够着的果实，比如相对容易实施的能源高效使用措施

在许多国家仍在等待果熟蒂落，但是可能无法实现有助

于达到全球目标的结构变化。例如，向低碳社会的过渡

拥有多重协同效益，但是它需要在新的、可再生能源系

统中进行大量投资，这在目前环境中不是最便宜的选择

（ADB 2009b）。除此之外，采用能源节约技术面临的

障碍是多方面的。挑战是要改变环境，比如通过取消矿

物燃料补贴，创造环境以使可再生能源在同等条件下可

以和煤、油竞争。在转让技术以减少这种过渡的成本时，

持久的技术开发和合作是有必要的。

优先政策的社会影响越来越被忽视，这还不如经

济问题受到的关注多，但是它们共同的主题是改进的信

息获取、利益相关者、执法、性别平等、获取环境正义、

平等和利益共享，都将有助于向可持续发展的过渡。对

于贫困家庭的安全网和补偿—例如遭受取消补贴的劣

势时—仍是政策组合的一部分。主要的障碍是不平等

的权利、精英的优势、冲突的社会和私人价值、炫耀性

消费的吸引力和精神力量。合规和执法问题从家庭到行

业层面都很普遍，政策引发的转型中家庭成本上升及其

对夕阳产业的就业影响都会阻止进展。对具有风险地区

内的脆弱社区进行重新安置同样也代表了一种挑战。

所建议的优先政策的政治和制度后果十分关键，

因为常规的制度无法使这种政策组合得以有效实施。

从推动绿色经济的要素中我们观察到了政治效益，绿

色经济可以保证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环境

效益。相应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好地说明了

这一点，比如韩国和中国这类国家就引领了世界绿色刺

激计划。但是，政治上的缺点反映在对成为先行者的担

忧上 - 比如通过征收碳税以应对气候变化 - 将会对那

些落后者产生不公平的优势。国际协调、政治远见和勇

气和选民的支持在克服这种恐惧和成为绿色先行者中

是必要的。

制度变迁被普遍认为是增量边际的小打小闹行为，

而不是全心全意的改革。例如，亚洲及太平洋的许多国

家已经将气候变化责任添加到现有的环境机构上，而非

寻求广泛的制度改革以求在所有现有机构内将气候变

化主流化（IGES 2008）。次区域机构例如 ASEAN 生物

多样性中心和 ASEAN 能源中心得以创建，但是没有融

资保障以支持它们的授权得以实施。整体上而言，好像

亚太地区的制度改革是特设的而不是系统化的。

优先政策确定了谁输谁赢，对其分布影响几乎没有

在亚太地区开展过任何调查。在能源部门，化石燃料行

业将会失去市场份额，而领先的公司可能最终将过渡到

替代能源上。关于生物多样性，新的融资安排比如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包括 REDD+ 表明传统依靠森林为生的

社区应该会受益，但是存在强大的团体操纵这些计划，

从而使得传统用户成了失败者（Bosetti 和 Lubowski 

2010）。在淡水行业，农业将会被城镇和工业水资源用

户取代，因为他们准备支付更高的费用（Dinar 2000）。

PES 系统的可行性包括 REDD+，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必要的支持和

促进当地人类和当地社区的权利。©Lee Thomas/iStock

在废物回收方面，传统的废物收集者和非正式部门将

会被更正规化的废弃物管理取代，因为内嵌在废物中

的材料资源的价值上升，这是对原材料缺乏状况的响应

（Medina 2007）。

成功政策的转移和复制

大多数成功的政策仅在为数不多的国家都取得了

显而易见的成功，一些政策只是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

其它的只是在大的经济体内取得成功。这部分的目的是

分析所建议的优先政策是否可以很容易地跨界转移和

复制。如果这些政策只是因为它们必须依赖并不适用于

大多数地区的环境而无法转移的话，它们也就不太可能

加速实现所选定的全球目标。涉及的因素包括：

●　有多少国家已经实施了这种政策；

●　自从首次被引进，这些政策多久就被多个国家

采纳的；

●　说服私营部门这种政策对他们的业务无伤害，

这样做的容易程度；

●　政策是怎么有助于协同效应的产生的，这使得

这些政策更易被接受。

内部复制—纵向和横向整合

亚太地区的政策响应越来越需要采用跨行业的方

法。即使在一个部门推荐的优先政策的识别有助于集

中注意力，也需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一同时应对所列出

的多项环境挑战。补充政策包需要互相结合以在各行业

间达到理想的环保效果。例如，气候变化的环境治理不

应该与水资源治理相分离，水资源的环境政策不能与农

业和食品安全相分离，因为这些问题和气候变化之间是

互相作用的。一般来说，用于加强社区适应和应对不安

全水问题的能力建设政策通常可以促进其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适应。例如，在上游流域，小型水库的修建能够

为下游村庄提供更高的水资源安全，也能应对干旱和控

制洪水并与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绝不会远离其他驱

动力及环境变化导致的压力而单独产生影响，而往往是

加剧现有变化带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当今看似优先

的干预政策也许从气候变化的观点看并不那么合适，因

此需要不断从经验以及灵活和适应性管理中学习。

外部复制—跨区政策转移

亚太地区采用的许多政策都有它们的来源和在其

他地区（经常是欧洲和美国（表 10.2））的初步试验。该

地区实施的许多政策未获成功可能是因为过度乐观地

认为只要是已在发达国家发挥了作用，那么在一个发展

中国家它也应该发挥作用。例如，在美国，强大的命令 -

控制政策制度用来管理空气和水污染，包括标准设置，

颁发许可证和起诉罪犯，在亚太的发展中国家就不能

发挥良好（AECEN 2004）。如果政策建立在自愿合规

基础之上、对污染者进行表扬或批评以施加社会压力

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也许更适用于该地区的社会 - 文

化环境，然而有效的措施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为有效政策创造有利环境

上述分析中的一部分涉及有利因素或阻碍因素，这

些因素导致了具体政策的成功或失效。本节从先假设政

策只有被实施时才是好的政策。理论上，辉煌的政策多

半是复杂并且难于实施的，因此这些政策不易被转移或

者不易跨越国界被复制。

从成功政策转向政策和促成条件

只有当基础条件和情境得到理解时，确定哪些政策

可行哪些不行才有关联性。越来越多的政策研究识别

出了得以带来政策变化的因子（Huitema 和 Meijerink 

2009）。许多人都批评为什么南亚灌溉区的政策变化如

此缓慢（Mollinga 等 2003）。相应地，审视一下看哪些

政策没能得以完成，哪些政策得以实现是很有帮助的

（Urs 和 Whittell 2009）。

填充政策真空：市场和民间团体的角色变化

最后，审视参与方的变化非常重要，比如国家、市

场和民间团体。国家越来越多地留下了政策真空，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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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政策 可转让性考虑 现有的或潜在的政策转让案例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政策：可再生能源 资源禀赋和当地需求可能影响可

转移性；技术能力也许在一些国

家受限

●　马尔代夫：减缓行动，到 2019 年实现碳中和（专栏 10.7）

●　孟加拉国：可再生能源技术项目（Mondal 等 2010）

●　APEC：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融资工作组（APEC 2007）；

●　能源基础设施融资的最佳实践原则（APEC 2008）

能源效率政策：提高建筑、交通和

农业的效率

减少能源需求很难转移到经济高

速增长中，例如中国和印度

●　柬埔寨：金边（ADB 2009c）

●　菲律宾 :（IFAD 2011）

技术转让和推广 薄弱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可能

局限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转移

●　中国：黄河流域（专栏 10.1）

●　韩国：汉江用水收费计划（HREO 2011）

财政政策：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清

洁发展机制和适应基金；修改关税

或矿物燃料补贴取消；合作伙伴关

系

不同的税收制度和补贴的态度，

加上政治约束可能会限制可转移

性

●　中国：CDM—积极的可持续的方法（orld Bank 2004）

●　CMD—附加值的方法（World Bank 2011）

●　日本：东京的限额和交易程序（Nishida and Hua 2011）

为私营部门行动提供激励机制：上

网电价；公司伙伴关系

关于私营部门的政治观点可能限

制某些国家的可转移性

●　上网电价已经在澳大利益、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蒙古、巴基斯坦、

菲律宾和泰国（IEA/OECD/World Bank 2010;ADB 2009c）

适应政策：集成气候变化适应和灾

害管理；发展规划主流化；强制的

气候防护措施

一般情况下，可转移虽然很难实

施，是因为跨部门的协调不佳

●　萨摩亚：沿海基础设施管理（World Bank 2009）

●　汤加：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国家行动规划（Hay 2009）

土地使用和林业管理 一般情况下可转移；主要的国际

兴趣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

致的排放量；需要当地支持

●　印度尼西亚：与挪威的毁林协议（ADB 2010）

●　中国：再造林项目（Zhang 等 2010；SDPC 2000）

●　澳大利亚：西部的阿纳姆地火减排（NAILSMA 2011;FAO 2010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 新的经验表明，概念是可以转移

的但需要良好的治理，包括利益

相关方和用户之间的不同层面的

良好联络，这对 PES 的成功建

立是强大的先决条件

●　越南：森林环境服务补偿（PFES） （PFES）在林同省（Winrock Internaitonal 

2011; George 等 2009）；REDD+， ；透明，公平和负责任的利益分配制度 

（UN-REDD 2011）

●　PES 潜力和局限性在东南亚大陆作为管理流域服务的一种手段

确保遗传生物多样性开发的利益归

于传统的栖息地管理

《名古屋议定书》的 ABS 潜在

影响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它被认

为是很重要的协议，将会纠正股

权问题，这与遗传资源的商业使

用和相关传统知识有关

●　ASEAN：东南亚国家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ACB 2011pp.7-24

提高保护区管理，将土地使用变化

最小化，特别是毁林

尽管这些政策可以轻易被转移，

但是有效地管理比起保护区声明

而言，是很难转移的

●　东南亚：保护区和湄公河下游的发展（ICEM 2003）

●　东亚：保护区的 CBD 项目工作和东亚区域行动规划（IUCN-WCPA 2011）

●　印度尼西亚：跨境烟雾管理（ADB 2008b）

淡水

使用适应性管理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

可转移性依赖于地方机构和强烈

的政治意愿

●　中亚：费尔干纳山谷 IWRM 管理（IWMI 2008）08)

为了更好的水分配，推广以社区为

基础的管理

包容性水管理制度；官僚 / 政治

支持水部门的公众参与

●　印度：安德拉邦 (Gupta 2010; Narain 2003; Ballabh 2002; Mollinga 

2001;Parthasarathy 2000; Shashidharan 2000)

鼓励雨水收集 / 暴风雨管理以增加

和提高水储备

依赖于解决人类水资源基本需求

的政治意愿

●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政府 2007）

●　澳大利亚（Meinzen 2009）

●　印度的州（雨水收集组织 2011）

支持农场水坝的建设和翻新现存得

到的大坝，以增加和提高水储备

获取创新型技术，水可用，灵活

的储藏系统，合适的融资机制

●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重新建立现存水库（专栏 10.10）

●　柬埔寨和菲律宾（IFAD 2011）

表10.2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优先政策的可转让性 优先政策 可转让性考虑 现有的或潜在的政策转让案例

利用经济手段和方法提高水资源使

用效率

可转移性依赖于每个国家的经济

环境，用户能力、支付的意愿和

支付安排的制度建立

●　中国：配额和黄河价格改革（专栏 10.11）

●　柬埔寨：金边（ADB 2009c）

●　菲律宾 :（IFAD 2011）

纳入生态系统的方法 / 环境流量概

念与水资源管理

机构和当地人之间的协调机制是

有必要的

●　中国：黄河流域（专栏 10.1）

●　韩国：汉江用水收费计划（HREO 2011）

采用政策框架促进废物避免，减少

有害化学物品的生产和使用

可转移性依赖于复杂管理的制度

能力

●　日本：3Rs 策略和措施（UNEP 2011）; 环境绩效评论（OECD 2010）; 化学物质

控制法

●　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UNEP 2009c）

建立系统和基础设施，产品再循环

使用和材料回收，刺激回收材料市

场；包括副产品工业和消费后垃圾

可转移性依赖于废物来源分离的

政治意愿；拥有大型正式的废物

处理部门的国家需要定制方法以

避免社会的消极影响

●　日本：良好的材料循环型社会（MOEJ 2010）

●　韩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韩国政府 2011）；有害废弃物管理（Yoon 等

2008）

为不能回收的有害废物和化学物品

建立安全处理设施，不管是在国家

水平还是次区域水平，更加注重发

展中国家及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的需

求和环境

一般讲，可转移，但是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需要技术和资金支

持

●　印度尼西亚：泗水集体堆肥（IGES 2008）

●　日本：北九州环境清洁倡议（ESCAP 2011b）

强化国际合作；包括技术转移和金

融支持，信息共享和政策转移

一般讲，可转移，南南合作的潜

力巨大，但是可能需要外部设施

●　巴基斯坦：害虫处置（ADB 2008a）

强化不合适的有害化学物品和废物

的进出口控制系统

可转移性大部分依赖于政治意愿

和政策有效实施的能力

●　中国：进 / 出口，电子废弃物管理和处置（BCRC 2010;UNEP/SBC 2009

治理

政策集成和主流化；根据使用原则

采用分散化

可转移性依赖于政府机构的意

愿，需要行政支持；分散化一般

依靠当地制度能力

集成

●　萨摩亚、汤加和其它太平洋岛屿国家（ESCAP2011a）

●　中国：全国发展改革委员会（ESCAP2011a）

●　韩国：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ESCAP 2011a）

可转移性：

●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有最近经历

分散化

●　东亚：次国家地方收入（World Bank 2005 年第 6 章）

强化刺激结构：绿色财政政策，支

持性的财政激励；自然资本投资

良好的金融管理机制一般是可转

移的

●　韩国、日本、不丹、新加坡、香港

问责制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多方利

益相关者参与；透明度；信息披露

和访问

使用土地集成的国际方法在与腐

败作斗争中有效；信息可能需要

被解释，以及被翻译成当地语言

●　新加坡：打击腐败的制度安排（UNDP 2005）

●　印度尼西亚：打击腐败的制度安排（UNDP 2005）

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

●　印度尼西亚：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DNPI 2011）

●　尼泊尔：气候变化委员会（尼泊尔政府 2009）

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OECD 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OECD 

2006）

●　菲律宾：成功案例（PCSD 2011）

●　韩国：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ESCAP 2011a）

●　柬埔寨：部际绿色增长工作组

●　印度：规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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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世界 23 个超过 1000 万居民的巨型城市中有 12 个在亚洲。©Samxmeg/iStock

场或者民间团体可能干预以填充真空。例如，在亚太地

区对许多城市水供应不足的一个响应是水市场的日益

普及—私营主出售安全水—钦奈和加德满都等城市就

能看到这一现象。水市场私有化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法

律应该到位以预测和限制垄断。

在面对平衡增长、减轻贫困、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

挑战时，改善治理需要优先解决宏观经济层面的环境关

切问题，尤其是要注重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

（ESCAP/ADB/UNEP 2012;UNEP 2011）。环境仍然是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环境脆弱或被妥协，那么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支柱也将被破坏。通过允许协调

效应、辅助成本和环境外部性纳入社会和经济决策中，

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将会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成为主

流。认真地监测政策决定的实际结果、持续地调整、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全面投入是适应性管理方法的主要内

容。最近促进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的努力表明开始转

型的时机已经成熟。

结论

所推荐的政策或政策集群未能成功实施，这对采

纳这些政策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因为要扭转环

境退化和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就必须要改善环境治

理。本章不仅识别了一些推荐的政策，也确认了治理安

排的变化。当实施跨部门 / 跨境政策转移和快速复制

时，这些变化对它们自身是很有用的。对于上述分析过

的一些优先政策具有了足够的经验，可以使之更快地予

以复制，但是不同的治理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多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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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吸引到这一层面。

Abdullaev, I. and Atabaeva, S. (2011). Water sector in Central Asia: slow transformation 
and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Society 4(123), 123–
129

Abdullaev, I., Kazbekov, J., Jumaboev, K. and Manthrithilake, H. (2009a). Adoption of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its impacts: lessons from Fergana 
Valley. Water International 34(2), 1–12

Abdullaev, I., Kazbekov, J., Manthrithilake, H. and Jumaboev, K. (2009b). Participatory 
water management at the main canal: a case from South Fergana canal in Uzbekist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96(2), 317–329

Abdullaev, I., Ul Hassan, M., Manthrithilake, H. and Yakubov, M. (2006). The Reliability 
Improvement in Irrigation Services: Application of Rotational Water Distribution in Tertiary 
Canals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 Research Report 
100.

ACB (2011).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or Promoting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of Genetic Resource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Los 
Baños

ACB (2010). Technical Report on Gap Analysis on Coverage of Terrestrial and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Los Baños

ADB (2010). Focused Action: Priorities fo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DB (2009a).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DB (2009b).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mproving Liv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DB (2009c). Why is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Not Inclusive? A Synthesi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Developing Asia.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DB (2008a). Partnership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esticides Managemen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echnical Assistance Synthesis 
Repor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
Consultant/40040-REG/40040-REG-TACR.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DB (2008b). Strengthening Sou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BIMP-EAGA. 
Technical Assistance Consultant’s Repor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http://www.
adb.org/Documents/Reports/Consultant/41075-REG/41075-03-REG-TACR.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ECEN (2011a). Inventory of Good Practices. Asia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Bangkok. http://www.aecen.org/aecen-good-practices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ECEN (2011b). Principles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n Asia. Asia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Bangkok. http://
www.aecen.org/principles-improving-environmental-compliance-and-enforcement-asia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ECEN (2004).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n T hailand: Rapid 
Assessment. Asia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Bangkok. 
http://www.aecen.org/sites/default/files/TH_Assessmemt.pdf (accessed 6 November 
2011)

Andersen, A. (2001). Worker Safety in the Ship-breaking Industries. Issue Paper. 
Internationaol Labour Office, Geneva. http://www.ilo.org/safework/info/publications/
WCMS_110357/lang--en/index.htm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PEC (2008). Priorities for Financing Energ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ithin the APEC 
Region. Asia-Pacif 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gapore. http://www.ewg.apec.org/
documents/BPPF inancingEnerg yInf rastructure%282%292008.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PEC (2007).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PEC Energy Eff 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Financing Task Forc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gapore. http://www.ewg.
apec.org/documents/063A_EE&RE_Financing2007.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APO (2007).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Asia.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Tokyo

ASEAN-WEN (2009). Illegal Wildlife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Factsheet. ASEAN Wildlife 
Enforcement Network, Bangkok. http://www.asean-wen.org/index.php?option=com_
docman&task=doc_details&gid=5&Itemid=80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1)

Aumnad, P. (2010). Integrated energy and carbon modeling with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policy scenarios for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in Bangkok. Energy Policy 
38(9), 4808–4817

Aziz, Z. (2010). A more integrated and cohesive Asia in the global economy. Speech by Dr. 
Aziz (Governor of the Central Bank of Malaysia) at the Foreign Bankers’ Associ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22 June 2010

Ballabh, V. (2002). Emerging Water Crisi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Irrigation Reforms in 
India. Paper prepared for Asian Irrigation in Transition: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Ahead 
workshop, 22–23 April 2002.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ngkok

参考文献
Bandaragoda, D. (2006).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for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Managing Asian River Basins. Working Paper 107.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 Colombo

Barnett, J. and Adger, W. (2003). Climate dangers and atoll countries. Climatic Change 61: 
321–337
Barringer, H. (2003). A Life Cycle Cost Summa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intenance 
Societies, 20–23 May 2003, Perth

BCRC (2010). Progress on E-Waste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Presentation. Basel 
Convention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BCRC-China), Tsinghua. http://
archive.basel.int/techmat ters/ICCM2/PROGRESSS%20ON%20%20E-WASTE%20
MANAGEMENT-2009-05_BCRC-China_May%2009.pdf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1)

Berger, G. and Steurer, R. (2009). Horizontal Policy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ual Remarks and Governance Examples. ESDN Quarterly Report, 
June 2009. Europ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twork. http://www.sd-network.
eu/?k=quarterly%20reports&report_id=13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Bosetti, V. and Lubowski, R. (eds.) (2010). Defores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Branstetter, L., Fisman, R. and Foley, C. (2006). Do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reas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S firm-level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1), 321–349 

CBD (2011).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Secretariat of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ttp://www.cbd.int/abs/doc/protocol/nagoya-protocol-en.pdfCBD 

CBD (2010).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3. Secretariat of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eal

CBD (2002). Bonn Guidelines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Arising out of their Utilization.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ttps://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bonn-gdls-en.pdf 

CBD (1992).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ttp://www.cbd.int

CI (2005). Biodiversity Hotspot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Arlington, VA. http://www.
biodiversityhotspots.org/xp/hotspots/pages/map.aspx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1)

Crooks, S., Herr, D., Tamelander, J., Laffoley, D. and Vandever, J. (2011). Change through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astal Wetlands and Near-shore Marine Ecosyste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 Depar tment Paper 12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alal-Clayton, B. and Bass, S. (2009). The Challenges of Environmental Mainstreaming: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Environment into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 
Environmental Gover nance No. 3 . Inter national Inst 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De Lopez, T., Tin, P., Iyadomi, K., Santos, S. and McIntosh, B. (2009).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changing the rules for greater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8(4), 436–452

Dinar, A.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ter Pricing Reform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NPI (2011). Dewan Nasional Perubahan Iklim, Jakarta. http://www.dnpi.go.id/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DNPI (2010). Indonesia’s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Cost Curve. Dewan Nasional 
Perubahan Iklim, Jakarta

DoF (2011). Status of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s. Department of Forests, Government 
of Nepal.
http://www.dof.gov.np/index.php?option=com_jdownloads&Itemid=102&task=view.
download&catid=7&cid=20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1)

Dukhovny, V., Mirzaev, N. and Sokolov, V. (2008). IWRM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with water sector reforms in Central Asia. In Central Asian Waters: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Governance Puzzle (eds. Rahaman, M. and Varis, O.). pp.19–35. Water 
and Development Publications, Helsink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lsinki

EC (2007). Ship Dismantling and Pre-cleaning of Ships. F inal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Environment, Brussels

ESCAP (2011a). Green Growth.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http://www.greengrowth.org/ (accessed 15 December 2011)

ESCAP (2011b). The Kityakushu Initiative for a Clean Enviornment 2001–2010. http://www.
unescap.org/esd/environment/kitakyushu/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ESCAP (2010).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0. E/ESCAP/MCED (6)/11.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ixth session, Astana, 27 September-2 October 
201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ESCAP (2005). Report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0 章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287286

the Pacific, Bangkok. http://www.unescap.org/EDC/English/Ministerial/MCED-2005/
MCED05_Report.pdf (accessed 11 September 2011)

ESCAP/ADB/UNEP (2012). Green Growth, Resources and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Nations, Bangkok

ESCAP/IGES (2011).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Policy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 ic, Bangkok and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Hayama. http://kitakyushu.iges.or.jp/successful_practices/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1)
FAO (2010)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Working Paper 7.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759e/i1759e00.pdf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1)

FOEN (2008). Marrakech Task Force on 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Swiss Confederation. http://www.unep.fr/scp/marrakech/taskforces/
pdf/procurement2.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Frauendorfer, R. and Liemberger, R. (2010).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Reducing Non-
revenue Wate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daluyong City

GEF (2009). Project Identification Form: Integration of Climate Change Risks into the 
Maldives Safer Island Development Program.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Washington, 
DC

George, A., Pierret, A., Boonsaner, A., Christian, V. and Planchon O. (2009).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 as a means to manage 
watershed servic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3(1), 
http://www.thecommonsjournal.org/index.php/ijc/article/view/131

GISP (2009).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me: Annual Report.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me, Nairobi

Govan, H., Aalbersberg, W., Tawake, A. and Parks, J. (2008). Locally-Managed Marine 
Areas: A Guide to Supporting Community-based Adaptive Management. The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 Network. http://www.lmmanetwork.org/files/lmmaguide.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2010). Australia’s Fif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 Repor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0.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ttp://www.climatechange.
gov.au/~/media/publications/greenhouse-gas/Australia-fifth-national-communication.
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K o r e a  ( 2 0 1 1 ) .  E x t e n d e d P r o d u c e r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  M i n i s t r y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K o r e a .  h t t p : // e n g . m e . g o . k r / c o n t e n t .
do?method=moveContent&menuCode= pol_rec_pol_rec_sys_responsibility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1)

Government of Nepal (2009). Climate Change Council. http://www.moenv.gov.np/
newwebsite/index.php?view=ccc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2007). 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 (Amendment) Act, No. 
36 of 2007. http://www.lankarainwater.org/rwhsl/act_36_2007_e.pdf (accessed 6 
November 2011)

Gullison, R., Frumhoff, P., Canadell, J., Field, C., Nepstad, D., Hayhoe, K., Avissar, R., 
Curran, L., Friedlingstein, P., Jones, C. and Nobre, C. (2007). Tropical forests and climate 
policy. Science 316: 985–986

Gupta, S. (2010). Irrigation governance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and initiatives in Andhra 
Pradesh. South Asian Water Studies 2(1), 17–36

Han, S.S. (2010). Managing motorization in sustainable transport planning: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8(2), 314–321

Harhay, M., Jason, S., Harhay, S. and Olliaro, P. (2009). Health care waste management: 
a neglect and growing public health problem worldwide. Tropical Medicin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14, 1–4

Hay, J. (2009).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Analysis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ystem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Suva

HREO (2011). Han River Water Use Charge Programme. Han River Environmental Office. 
http://eng.me.go.kr/docs_hg/tasks/water.jsp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Hughes, G. (2011). The Myth of Green Jobs. Repor t 3. The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London

Huitema, D. and Meijerink, S. (eds.) (2009). Water Policy Entrepreneurs: A Research 
Companion to Water Transitions around the Glob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ICEM (2003). Regional Report: Review of Protected Area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wer 
Mekong River Regi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dooroopilly, 
Queensland. ht tp://data.iucn.org/dbtw-wpd/edocs/2003-106-5.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IEA (2010).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Paris

IEA (2007). Mind the Gap: Quantifying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in Energy Efficiency.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Paris

IEA/OECD/World Bank (2010). The Scope of Fossil Fuel Subsidies in 2009 and Roadmap 
for Phasing out Fossil-Fuel Subsidies. Joint Report prepared for G20 Summit, Seoul, 11–12 
November 2010

IFAD (2011). A 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e Inf 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und. Project Completion Repor t. April 2011.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ome

IGES (2008).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in Asia-Pacific: Re-Uniting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te Paper.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Kanagawa. http://www.iges.or.jp/en/pub/pdf/whitepaper/whitepaper2.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IPCC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eds. Solomon, S., Qi, D. 
and Manning, M.).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IUCN-WPA (2011). Protected Areas of East A sia: Evaluating and Strength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CBD Programme of Work on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Action Pla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Gland, 
Switzerland

IWMI (2008). Final Report of IWRM Management in Fergana Valley Project – Phase III May 
2005–April 2008.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 Tashkent. http://
publications.iwmi.org/pdf/H041914.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JFS (2005). Dioxin Emissions from Incinerators Declining throughout Japan. Japan for 
Sustainability. http://www.japanfs.org/en/pages/026151.html (accessed 2 November 
2011)

Jordan, A ., and Lenschow, A . (eds.) (2009). Innov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for Sustainabilit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Khan, T., Quadir, D., Murty, T., Kabir, A., Aktar, F. and Sarker, M. (2002). Relative sea 
level changes in Maldives and vulnerability of land due to abnormal coastal inundation. 
Marine Geodesy 25, 133–143

Leather, J. and Clean Air Initiative for Asian Cities Center Team (2009). Rethinking 
Transport and Climate Change.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Lee, D.-H. (2006). Current Situation and Tasks of Food Waste Recycling in Kore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eoul

Lommen, Y. (2011). Towards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ADB Briefs No. 7, May 201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Mahmood, K. (1987). Reservoir Sedimentation: Impact, Extent and Mitigation. World Bank 
Technical Report No. 7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sui, T., Matsumoto, K., Hijioka, Y., Kinoshita, T., Nozawa, T., Ishiwatari, S., Kato, E., 
Shukla, P., Yamagata, Y. and Kainuma, M. (2011). An emission pathway for stabilization at 
6 Wm-2 radiative forcing. Climatic Change 109(1), 59-76 

McKinsey and Company (2009). Pathways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Version 2 of 
the Global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Cost Cur ve. ht tp://w w w.mckinsey.com/
globalGHGcostcurve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Medina, M. (2007). The World’s Scavengers: Salvaging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lta Mira Press, Lanham, MD

Meinzen, S. (2009). Rainwater Harvesting Policies Throughout the US. http://www.
climateactionplans.com/2009/07/rainwater-harvesting-policies-throughout-the-us/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Mimura, N., Nurse, L., McLean, R., Agard, J., Briguglio, L., Lefale, P., Payet, R. and Sem, G. 
(2007). Small islands. In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eds. 
Parry, M., Canziani, O., Palutikof, J., van der Linden, P. and Hanson, C.).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p.6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LJ (2011). The Constitution (Seventy-Third Amendment) Act, 1992. Ministry of Law and 
Justice,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indiacode.nic.in/coiweb/amend/amend73.htm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MOEF (2009a). India’s Fourth Report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moef.nic.in/downloads/public-
information/in-nr-04.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MOEF (2009b). State of Forests Report 2009. Ministr 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Gover nment of India. ht tp://w w w.f si .nic . in/india _ sf r_ 2009/india _ sf r_ 2009.
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MOEJ (2010). Annual Report: Establishing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 Milestone 
toward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through Changes in Business and Life Styl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Government of Japan

MOEJ (2007).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Development of 3R 
and Waste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Government of Japan

Molle, F. and Hoanh, C. (2009).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the Red River Basin, Vietnam. IWMI Research Report No. 131.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Colombo

Mollinga, P. (2001). Power in Mo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Canal Irrigation Reform, with 
a Focus on India. Indian PIM Working Paper/Monograph Series No. 1. Indian Network on 

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 New Delhi

Mondal A., Kamp, L. and Pachova, N. (2010). Drivers, barriers, and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in rural areas in Bangladesh – an 
innovation system analysis. Energy Policy 38(8), 4626–4634

Nag, R. (2010). Asia’s deepening regionalism brings shared prosperity. Special Report. 
Development Outreach October 2010, 45–47. World Bank Institute. http://wbi.worldbank.
org/wbi/devoutreach/ar ticle/540/asias-deepening-regionalism-br ings-shared-
prosperity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NAILSMA (2011). The West Arnhem Land Fire Abatement Project. Nor th Australian 
Indigenous Land and Sea Management Alliance. http://www.nailsma.org.au/projects/
indigenous_carbon_abatement.html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1)

Narain, V. (2003).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Water Control: Water Users Associations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Reform in Two Large-scale Systems in India. Orient Longman, 
Hyderabad

NDRC (1998a). Annual Water Use Quota and its Distribution Scheme for the Yellow River. 
14 December 1998.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DRC (1998b).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 for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among 
Provinces in HRB. 14 December 1998.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icholls, R., Marinova, N., Lowe, J., Brown, S., Vellinga, P., de Gusmao, D., Hinkel, J. and 
Tol, R. (2011). Sea-level rise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given a ‘beyond 4 degrees C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9, 161–181

Nishida, Y. and Hua, Y. (2011). Motivating stakeholders to deliver change: Tokyo’s Cap-
and-Trade Program. Buildin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39(5), 518–533

Nunn, P. (2009).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mperatives. Climate Research 40, 211–231

OECD (2011). Towards Green Growth.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http://www.oecd.org/dataoecd/37/34/48224539.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OECD (2010).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 Japan Highlights. Organisation 
f or Economic Co - oper at ion and D e velopment , P ar is .  h t t p://w w w.o e cd.or g/
dataoecd/51/13/46412900.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OECD (2006). Good Practices in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OECD 
Countri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http://www.
oecd.org/dataoecd/58/42/36655769.pdf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1)

Ozone Cell (1999). Montreal Protocol: India’s Success Stor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Palit, D. and Chaurey, A. (2011). Off-grid rural electrification experiences from South 
Asia: status and best practices.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5(3), 266–276

Parthasarathy, R. (2000). 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e in Gujarat: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issu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XXXV (35) and (36), 
3147–3154

PCSD (2011). Philippine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ccess Stories. http://
pcsd.neda.gov.ph/stories.asp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Rainwater Harvesting Organization (2011). India – Rainwater Harvesting Policies. http://
www.rainwaterharvesting.org/policy/legislation.htm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Rakhmatullaev, S., Marache, A., Huneau, F., Le Coustumer, P., Bakiev, M. and Motelica-
Heino, M. (2010). Geostatistical approach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water reservoir 
capacity in ari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Akdarya reservoir, Uzbekistan.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63(3), 447–460. doi: 10.1007/s12665-010-0711-3

Renner, M. (2008). Green Jobs: Working for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Sarraf, M., Stuer-Lauridsen, F., Dyoulgerov, M., Bloch, R., Wingfield, S. and Watkinson, 
R. (2010). Ship Breaking and Recycling Industry in Bangladesh and Pakistan. Report No. 
58275-SA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challer, G.B. and Vrba, E.S. (1996). Description of the giant muntjac (Megamuntiacus 
vuquangensis) in Laos. Journal of Mammology 77(3), 675–683

SDPC (2000).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and measures on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 relea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25 September 2000, State Issued, 
No. 24.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http://www.sdpc.gov.cn/xwfb/t20050708_28195.htm 

Shashidharan, E. (2000).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Gujarat, India. In Water for Food and Rural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Initiatives in 
South Asia (ed. Mollinga, P.). pp.247–265. Sage Publications, New Delhi

Shekdar, A. (2009). Sustainable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Asian countries. Waste Management 29(4), 1438–1448

Srivastava, S. (2011). A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integration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South Asia. In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South Asia (eds. Lal, R., Sivakumar, S., Faiz, M. and Islam, K.). pp.569–584. 
Springer, Netherlands 

State Council (2006a). Water Withdrawal and Water Resource Fee Collection Rules, 15 April 
2006. State Council of China

State Council (2006b). Yellow River Water Regulating. 1 August 2006. State Council of 
China

Tan, X. and Zhang, X. (2010). Scaling Up Low-Carbon Technology Deployment: Lessons 
from China.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http://pdf.wri.org/scaling_up_
low_carbon_technology_deployment.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11)

TEEB (2012).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http://www.teebweb.org

Timilsina, G. and Shrestha, A. (2009). Transport sector CO2 emissions growth in Asia: 
underlying factors and policy options. Energy Policy 37(11), 4523–4539

UNDP (2005).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Combat Corrup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Bangkok. http://regionalcentrebangkok.undp.
or.th/practices/governance/documents/corruption_comparative_study-200601.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UNEP (2011). Resource Efficiency: Economics and Outl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Bangkok

UNEP (2010). Scientif ic A 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 201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http://www.unep.org/PDF/PressReleases/898_
ExecutiveSummary_EMB.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11)

UNEP (2009a). A Case for Climate Neutrality: Case Studies on Moving 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UNEP (2009b). Integrated Assessment: Mainstreaming Sustainability into Policymaking: A 
Guidance Manual.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UNEP (2009c). UNEP Year Book 2009.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UNEP (2008a). Assessment of Existing Capacity and Capacity Building Needs to Analyse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ivis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conomics, Chemicals Branch,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http://www.chem.unep.ch/Pops/laboratory/Final%20report%20POPs%20Lab%20Cap_
text.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11)

UNEP (2008b). Freshwater Under Threat: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Freshwater 
Resource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 North East Asia 2008.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UNEP/SBC (2009). Report of the Project on the Import/Export Management of E-Waste 
and Used EEE. Basel Convention Coordinating Center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singhua 
University. http://www.bcrc.cn/col/1257152616046/1276071007264.html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UNESCO-WWAP (2006). Second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Water,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World Water Assessment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ris

UNFCCC (1992).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
INFORMAL/84 GE.05-62220 (E) 200705.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
conveng.pdf 

UN-REDD (2011). Support National REDD+ Action: Global Programme Framework Document 
2011–2015 Draft. UN-REDD Programme Sixth Policy Board Meeting, 21–23 March 2011, 
Da Lat

Urs, K. and Whittell, R. (2009). Resisting Reform? Water Profits and Democracy. SAGE 
Publications, New Delhi

USEPA (2010). Assessing the Multiple Benefits of Clean Energy: a Resource for States.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

Van der Werf, G., Morton, D., DeFries, R., Olivier, J., Kasibhatla, P., Jackson, R., Collatz, G. 
and Randerson, J. (2009). CO2 emissions from forest loss. Nature Geoscience 2, 
737–738

Van Vliet, N. (2011). Livelihood Alternatives for the Unsustainable Use of Bushmeat. CBD 
Technical Series No. 60.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eal

Vörösmar t y, C., Meybeck, M., Fekete, B., Sharmad, K., Green, P. and Sy vitski, J. 
(2003). Anthropogenic sediment retention: major global impact from registered river 
impoundments.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39, 169–190

Wang, J. and Zhang. L. (2010). Water Policy,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s: The Role of 
Pro-Poor Water Alloc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Washington, DC. http://www.ifpri.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
yrbnote04.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CD (2000). Dams and Development: 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ondon

White, W.R. (2010). World Water: Resources, Usage and the Role of Man-made Reservoirs. 
Foundation for Water Research, Marlow. http://www.fwr.org/wwtrstrg.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inrock International (2011). Payment for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 Case Study on 
Pilot Implementation in Lam Dong Province Vietnam from 2006–2011. Winrock Interna-



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1 章  欧洲 289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0 章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288

tional, Akansas. http://www.winrock.org/fnrm/files/PaymentForForestEnvironmentalS-
ervicesARBCPCaseStudy.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MO (2010).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 2010. Global Ozon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Project Report No. 52.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Geneva

World Bank (2011). CDM in China: From Taking a Proactive and Sustainable Approach 
towards a Value Added Approach.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web.worldbank.
org/WBSITE/E XTERNAL/COUNTRIES/E A STA SIAPACIF ICE XT/E XTE APREGTOPENVI-
RONMENT/0,,contentMDK:21915756~pagePK:34004173~piPK:34003707~theSite
PK:502886,00.html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orld Bank (2009). Samoa Second Infrastructure Asset Management Project (Supplemen-
tal).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ACIFICISLANDS/
Resources/SamoaInfrastructureProjectBrief090610.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orld Bank (2006). 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asuring 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
r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Sub-national own-source revenue: getting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right. In East Asia Decentralizes: Making Local Government Work. pp.107–12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DECEN/Resources/
Chapter-6.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orld Bank (2004).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China: Taking a Proactive and Sus-

tainable Approach. Former CDM in China Repor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
www.worldbank.org.cn/English/content/cdm-china.pdf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WRI (2005). Navigating the Numbers, Greenhouse Gas Data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
icy.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WSSD (2002). 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POIToc.
htm

Yang, X. (2003). Manual on Sediment Management and Measurement. World Meteorolog-
ical Organization Operational Hydrology Report No. 47, WMO-No. 948. Secretariat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Geneva

Yoon, S., Koo, J., Oh, G., Chung, D. and Yoon, J. (2008). Current Status and Issues of Haz-
ardous Waste Management in South Korea. http://www.srcosmos.gr/srcosmos/showpub.
aspx?aa=13036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Young, O. (1992).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rd cases and critical 
variables. In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ds. 
Rosenau, J. and Czempiel, 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Zhang, Q., Bennett, M., Kannan, K. and Jin, L. (2010). Payments for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11

协调领衔作者：Nicolai Dronin 和 Ruben Mnatsakanian

领衔作者：Thomas Bernauer, Sophie Conde, KarineDanielyan, 
Lisa Emberson, Anastasia Idrisova, OlenaMaslyukivska, Nora 
Mzavanadze 和 Alexander Orlov

贡献作者：Olga Chkanikova (GEO 职员 ), Joyeeta Gupta, Naira 
Harutyunyan,Lawrence Hislop, PavlosKassomenos, Jerome 
Simpson 和 AsaSwartling

首席科学评审人：Maria Siwek

本章协调员：Ron Witt

专家贡献：欧洲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和 Mirjam Schomaker

欧洲
第      章



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1 章  欧洲 291290

欧洲拥有着强大的环境治理体系和机制。特别是在

过去的四十年里，欧盟（EU）实施了强劲的环境政策。

法律要求的定期监测、报告和评估是欧盟环境治理的有

机组成部分，用以告知政策制定者政策是否有效，以及

帮助他们识别新生的环境问题。该理念通过 1991 年成

立的泛欧环境欧洲部长级会议已被或正在被周边国家效

仿，尽管只限于较小的范围。而且，自从 2002 年约翰

内斯堡地球峰会以来，欧盟议程已经越来越面向外部的

多边政策。

欧盟和非欧盟的欧洲国家都有望实现他们各自的

京都议定书所定目标。欧洲国家正在实施气候相关政

策，从碳税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来刺激可再生能源项

目和城市的地方级自愿努力。最近，气候变化适应策略

正得到逐步发展。大规模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只能

通过紧密协调联合针对各个经济部门和排放源的政策来

实现。欧盟以及其周边一些国家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各

种全球行动中的主要贡献者。

尽管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郊区空气质量、人类健

康和生态系统的恶化问题，然而近年来，欧洲大部分地

主要内容

区，有关空气质量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远

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的泛欧科学监测网络已经成为

建立有可信度、制定政策和监测空气质量趋势的中枢。

各种各样的政策，通常是相互执行，正在区域、国家和

地方范围内被实施应用。这些途径包括强制性和自愿性

的实施机制，而且许多实施机制正在被或将会被世界其

他国家借鉴施行。

通过在各种政策工具方法的配合引导下组合，淡

水政策通常在严格的伞形法律的指导下现已成功实施。

淡水政策通常通过严格的伞形法律来指导，但是在部分

欧洲国家，如水的过度使用和水污染的问题仍然存在。

大多数欧洲河流是跨越国界的，因而需要紧密的国际合

作，同时水资源的集成式管理也越发成为实施的指导性

机制。流域管理计划已经展现了其在区域内转移和利用

水资源上的巨大潜力。通过互补的广泛集群政策，来自

非点源的水污染已经得到有效减少，而且水计量和水定

价已经使得人们更加合理地用水。

防治、再利用和城市废弃物的回收是该区域监管最

严格的活动。尽管监测网络支持的综合法律也在帮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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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垃圾排放遵循规章制度，但是垃圾总量仍在持续增长。

在东欧，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工业废弃物仍然带来

生态环境问题。通过鼓励技术革新，例如生态设计、新

型商业模式和改变生活方式，政策的焦点正向生产者责

任上转移。欧盟在化学物品的注册、评估、批准和限制

（REACH）上的法律取代了先前的拼凑而成的指令和条

例，这些法律将在未来几年里对化学物品的监管发挥积

极作用。

欧洲地区是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先锋者。通

过 Natura 2000，保护区的网络已经成功建立，并且在

欧盟以外的类似行动也促进了保护和监控生物多样性知

识库的改进。然而，由于保护区内外景观、生态系统和

栖息地的退化，栖息地和物种的整体保护状态并未得到

改善。通过国家倡议森林可持续性经营和生态服务付费，

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和淡水资源保护问题正

在得到综合有效地解决，而且已经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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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 和 EU 国家组 UNEP GEO-5 国家组

次区域 国家 次区域 国家

EE
A

成
员

国
（

EE
A

-3
2）

欧洲自由贸

易联盟国家

（EFTA）

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 东欧 安道尔、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威、葡萄牙、圣

马力诺、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欧盟成员国

（EU-27）

EU-15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英国

EU-12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

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中欧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

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前南斯

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 ,

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土耳其
EU 候选国 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

EU 潜在候选国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

维亚

EU 的欧洲邻国政策

合作国

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埃及、

格鲁吉亚、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尔

多瓦共和国、摩洛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叙利亚、

突尼斯、乌克兰

西欧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 摩尔多

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泛欧环境的欧洲进程 (EfE)

成员国包括所有上述列出的 GEO-5 国家组（罗马教廷梵蒂冈除外），外加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美利坚合众国、

乌兹别克斯坦

表格11.1 欧洲环境类各式报告和政策行动的国家分组

引言
泛欧区域是一个多样化的区域，50 多个欧洲国

家 中 有 37 种 民 族 语 言（表 11.1）（Nations Online 
2011）。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各不相同，区
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环境治理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欧洲土地面积达 2300 万平方公里（GEO Data Portal 
2011; FAO 2010），它以丰富多样的（农业）文化景观、
城市群、广泛的沿海地区、森林和不受干扰的原始区
域著称。在将近 8.3 亿欧洲人中，大约有一半人居住
在西欧，其中大约 72%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GEO 
DataPortal 2011; UNDESA 2010）。

在过去的 100 年里，由于农业转换和集约化以及
对流动性和城市空间需求的增大，大多数欧洲景观已
经改变了——自然和半自然栖息地消失和碎片化，以
及由此导致的生物多样性衰减（第 1、3、5、7 章）（EEA 

2010h; COE 2000）。然而，受多种空气污染、水污染和
化学污染影响的欧洲人口总体上已经减少。欧盟和多数
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都有望实现他们各自的京都议
定书的目标（第 1、2、4、7 章）（EEA 2010h）。

的确，欧洲国家在实现环境目标上已经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许多地区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尽管如此，
长期威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后
者对欧洲的大城市的人口的威胁（EEA 2010h）。尽管
将环境压力从经济增长中分离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
是欧洲的环境问题仍然很多且不成比例。这是由于为满
足其居民的高生产和高消费水平，该区域内外一直采用
非持续性地使用自然资源的模式（第 1 到 7 章）（EEA 
2010h）。

这些趋势越来越紧密关联且交错复杂，这需要综

＊土耳其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因此是 EEA-32 的一部分）
来源：UNECE 2012; EEA 2010h; UNEP 2007b

流经奥地利萨尔斯堡的萨尔察赫河（Salzach），通过综合流域管

理，这里的自然保护、农业、能源生产和娱乐活动得到了完美平衡。 

©Dave Long/iStock

合的政策方法来解决，而这种政策方法的实行又需强有
力的管理机制。因为相比较而言，中欧和西欧有着密集
的网络政治界限，因而分区域针对性地解决环境问题是
非常有必要的。泛欧区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经济和政
治的互联性，以及在次区域级别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建立
的严格正规的治理机制和结构。这使得欧洲成为跨界环
境和全球环境政策制定的领导者。特别是，欧洲在环境
政策的制定上有着 40 年以上的经验：欧洲在 1972 年
采用了第一次环境行动方案，将在 2012 年中期完成其
第 6 次环境行动方案。欧盟法律在欧盟成员国内按国
家级别实施，而欧盟机构则管理其有力的执行活动。非
欧盟成员国家也可以以个案的方式在自愿的基础上采
用欧盟法律。

政策与时俱进，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政
府采用政策和单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和 90 年代及以后则采用综合政策，并提高公众意识
（EEA 2010h; Hey 2004）。欧盟法律所规定的定期监
测、报告和评估是欧盟环境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这
些规定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法律的有效性，识别新生问
题。自从 21 世纪早期以来，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相互连
贯且整合了不同部门政策领域的政策比多个单一政策
能够带来更多利益，这种事实也越来越多地指导着欧洲
环境政策的制定。因此，欧洲的自然资源越来越被高效
利用（EEA 2010h）。

欧盟邻国家已开始效仿这种理念，而且，在 1991
年召开的首届泛欧环境部长级会议也一直采用该理念。
例如，在 2011 年，第 7 届泛欧环境部长级会议聚焦于
水资源和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持续性管理以及绿色
经济，包括将环境纳入经济发展的主流。

东欧国家有着高度发展的正规环境政策和规章，
尽管这些政策和规章的实施和执行经常滞后。在 20 世
纪 90 年代早期，随着东欧工业的衰败，在许多国家，环
境压力突然大量锐减，使得政府和公众形成了一种错误
的安全感。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与经济复苏和发展
相关的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同时，他们倾向通
过减少环境管制来使得经济转型更容易。刚开始，这种
策略的效果立竿见影，但逐渐地，当国家恢复了经济实
力时 , 这种策略的作用开始适得其反。

尽管当前处于全球经济危机，在非欧盟的欧洲国
家，我们有望看到新一轮的改进的环境法律和政策，例

如，具有前景的政策包括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和交界生
物多样性保护。另外一个例子是各国议会大会的独立国
家联合体（IPA CIS)，它扮演着咨询和整合信息的角色。
它有一个农业政策、自然资源和生态常设委员会，该委
员会为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议会提供建议，为环境问
题提供法律样本。实际上，从环境安全、环境保险和战
略环境评估到环境监测、能源保护和环境教育，现代环
境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涵盖在内（IPA CIS 2011）。

政策评价

本章节将无特定顺序地对在 2010 年召开的 GEO
区域性磋商中欧洲的五个主要问题或优先问题进行阐
述：

●　气候变化
●　空气质量
●　淡水资源
●　化学物品和废弃物
●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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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和国际目标 政策群/方案 区域目标 政策选择 成功案例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第 2、4、8 款

通过创造和利用市场来应对气候

变化

通过公众参与和私人部门参与来

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通过指令 -

控制规章来适应气候变化

EU 20-20-20

到 2020 年减少 20% 欧盟温室气体

排放量，低于 1990 年的排放量（如

果其他工业化国家作出类似承诺，

发展中国家也相应作出减排贡献，

欧盟将减少 30% 排放量）

通过增加能源的利用率，与预计

2020 年水平相比，将欧盟的能源消

费减少 20%

在 2020 年，新能源的使用将达

到欧盟能源需求总量的 20%(EC 

2009a）

2015 年，将具备欧盟国家适应战略

(ECouncil 2007)

EU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对于 2012 后期的承诺（表

11.1）

通过电价补贴为可再生

能源提供补贴

德国 REFIT 项目（表 11.2）

自然灾害保险方案 转让创新气候保险（表 11.3）

空气质量

《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第 9 章第 27 段

通过利用市场和指令 - 控制规章

来减少排放量

2020 年 EU

与 2000 年相比：

减少 47% 由于颗粒物造成的死亡数

量

至少减少 10% 由于由于臭氧导致的

过早死亡数量

减少 15% 受臭氧层影响的森林地区

面积

减少 39% 因土地酸化影响的森林地

区面积

减少 43% 受富营养化影响的地区

(EC 2005)

欧盟燃料和汽车行业标

准

采用欧盟燃料标准（图表 11.4

和 11.5）

利用市场，将空气质量管理和公

众、私人部门、指令 - 控制规章

结合起来，提升公众意识和增加

资源减排行动

二氧化硫的减排 二氧化硫政策收益的证据（图

表 11.6）

当地空气质量管理 斯德哥尔摩在低排放区的空气

质量管理（表 11.4）

淡水

《约堡实施计划》(JPOI)( 

WSSD 2002) 第 26 段

利用市场，通过指命令和控制规

章，将水管理和公众与私人部门

参与结合起来

欧盟总体目标：

到 2015 年使得所有的水，包括湖、

河、溪和地下水蓄水层处在一个健

康的状态（ECouncil

2000）

到 2012 年末：

保护欧洲水资源的欧盟 2012 蓝图

所采用的 2020 年特殊目标（EC 

2011a）

流域管理计划 提萨河流域管理计划（表

11.5）

政策融合来减少非点源

的水污染

农业上氮利用的丹麦会计系统

（表 11.6）

水计量和水定价 亚美尼亚的水计量（表 11.7）

化学物品与废弃物

《约堡实施计划》(JPOI)( 

WSSD 2002) 第 23 段

利用市场和通过指令 - 控制规章

减少废物的产生

到 2020 年在欧盟每年回收 50% 的

市政废物和 70% 的建筑废物

到 2013 年 5 月 31 日，在欧盟每年

生产或进口 100 吨以上化学分阶段

物质的公司必须注册

到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欧盟每

年生产或进口 1 吨以上化学分阶

段物质的公司必须注册（ETC/SCP 

2010）

预防废物的产生 扩大生产者责任（表 11.8）

再利用的准备 欧盟市政废物进程趋势（图表

11.12）

通过指令 - 控制规章对化学品全

面综合立法

对化学物质的注册、

评估、批准和限制

（REACH）

尚未有成功案例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1992）第 8、10、11 条

通过立法和行动计划扩大和加强

生态网络

到 2020 年，欧盟：

至少恢复 15% 的退化生态系统

在国有森林和森林控股超过一定规

模并接受欧盟农村发展政策的资金

(EC 2011c) 的地方施行森林管理计

划

跨界欧盟

Natura 2000 网络和非

欧盟国家的国家网络

乌克兰国家生态网络（表

11.9）

通过自愿行动和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措施，将农耕地管理和森林资

源管理与高自然价值结合起来，

同时让公众和私人部门参与其中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

泛欧森林

欧洲进程

葡萄牙保护高自然价值农田

（表 11.10）

表格11.2 选定的主题、目标和政策选项及成功案例

图11.1 1990-2020 年，EU-27 温室气体排放
的行业趋势和预测

2007 年 3 月，EU-27 单方面承诺，与 1990 年相比，

他们将在 2020 年至少减少20%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且，

如果其他工业化国家作出相应减排承诺且发展中国家按

照其能力为减排作出相应的贡献，他们将承诺减排 30%。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上，EU-27 进一步更新这些承诺。

其他发达欧洲经济体作出了类似的减排承诺，特别是冰

岛、摩纳哥、挪威和瑞士。欧盟进一步宣称，到 2050 年他

们将谋求实现减排目标的 80%-95%（EEA 2010）。在《哥

本哈根协议》上，俄罗斯联邦承诺，与 1990 年相比，到

2020 年其将减排 15%-25%，到 2050 年减排 50%。相应地，

乌克兰将在 2020 年减排 20%，在 2050 年减排 50%。

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摩尔多瓦和

黑山也正式减少其排放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缔约方在 2010 年 12 月的坎昆会议上正式

将这些减排承诺写进联合国文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秘书处将监督其减排进度 (CG 2011)。

专栏11.1  后 2012 时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欧盟最近的一个报道呼吁到 2050 年在城市完全淘汰化石燃料动力汽

车的使用。 Robert Bremec/iStock

GEO 区域性磋商会议识别了与重大挑战相关的五
个主要国际环境目标，且后期按照区域适用情况增加了
区域层级的目标。该组织还选择了一些有前景的政策，
这些政策在加速实现全球及区域议定环境目标上已经
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表格 11.2）

GEO-5 的引言部分更加详细地阐释了在政策评估
上使用的方法。即如下几点：

●　尽管在本章结尾处的结论包括了一些有前景
的新兴政策，但是最近的创新政策没有长期足
够的记录追踪，因而不能被选择来做评估。

●　甚至即使有确凿实际的证据证明了政策的有
效性，这种环境治理通常并不能直接和某个单
一政策或集群政策相关联，因为其他部门领域
政策、经济发展和政策重建也会对其产生影
响。

●　尽管在该区域的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其他的优
先问题，例如欧洲大部分地区周边的海洋和沿
海地区、新能源的组合、土地使用的改变和土
地退化以及欧洲多山区的发展，但是这些并未
包括在 GEO 区域磋商会议挑选出来的五个关
键问题或优先问题之内。

气候变化

就温室气体的总减排量而言，欧洲国家在较大范围

内引领了全球气候变化减排行动。其他大型发达经济体
要么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要么无法完成其
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义务（加拿大），再要么允许增
加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澳大利亚）。日本承担 6% 的减
排义务，这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图表 11.1 表明了 EU-27
主要区域的当前排放数据和趋势，该图清晰地说明了能
源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第 1、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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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欧盟排放权交易系统上限，2005-2050 年

建筑行业将成为欧盟雄心勃勃的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中有机遇的

关键领域。© George Cleark/iStock

EU-15 有望实现他们的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如
果将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实施机制和碳移除，例如林业
活动，被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超额实现目标甚至是可能
的。中欧和东欧国家都将可以履行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上

所承担的减排义务，因为他们的减排目标是在苏联解体
之前设定的。而且，后 2012 时期的区域减排目标也已
经设定（专栏 11.1）。

然而，只有通过紧密协调联合各个经济部门和排
放源的不同政策，才能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协同效应。

2009 年，欧盟正式采用其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
划——一个用来实施欧盟三个主要气候和能源目标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方法：

●　到 2020 年，与 1990 年相比，减少欧盟温室气
体排放 20%；

●　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到 2020 年，与预期水
平相比，减少 20% 能源消耗；

●　到 2020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包括生物
燃料）占欧盟能源需求总量的 20%（EC 2009a）。

这些承诺共同构成了 20-20-20 目标，欧盟国家通
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从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到
城市自愿行动）正在实现这些目标（EC 2009b）。下面
将讨论两个最有前景的政策。

欧洲排放交易系统

在 2005 年，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作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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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2005-2010 年，EU-27 利用生物质、陆上风力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资源发电的发电量

盟气候政策的核心部分，以低本高效方式减少工业温室
气体的重要工具被创立。它是首个国际最大碳排放限额
交易方案，且向非欧盟成员国家开放，前提条件是这些
国家满足 EU ETS 的严格标准。

EU ETS涵盖了大约40%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
2009 年，与估值 1437.5 亿美元的全球碳信用市场相
比，欧盟碳交易市场估值为每年 1185 亿美元。在 2009
年，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覆盖的 4100 万吨排
放量相比，这个系统涵盖的排放总量达到了 63.3 亿吨
（Kossoy 和 Ambrosi 2010）。

尽管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但碳信用价格在 EU 
ETS 第一阶段（2005-2007）和第二阶段（2008-2013）
的下降表明了提供经过了严格监测所证实的精确、可靠
和经常更新的能源消耗和排放数据的重要需求（Morris 
和 Worthington 2010; Ellerman 2008）。第三个交易
阶段（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将开始实施几个重要
的改变，例如将航空排放包含在内、增加拍卖津贴和用
欧盟排放量上限取代国家排放量上限。2013 年以后，
EU ETS 上限将以一个线性折减系数持续性地减少（图
11.2）。

EU ETS 对欧盟以外的欧洲国家是一个极具吸引
力的选择。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已经通过获得《欧

洲经济区协定》的成员资格而加入了 EU ETS。瑞士将
成为首个将其国家的排放权交易系统与 EU ETS 联系
在一起的非欧盟成员国家（Bart 2007; Ellerman and 
Buchner 2007），同样地，澳大利亚正在探求按照这种
途径加入的可能性（Planet Arc 2011）。

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计划是作为主要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
提出的，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它
还关注诸如能源安全、独立于传统燃料价格波动或分
散能源等问题（Blanco 和 Rodrigues 2008）。

政策为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提供长期合约，特别
是基于每一代技术的成本有两个基本的定价模型的
政策：一种是德国《可再生能源法案》采用的独立于市
场的固定价格（EEG 2009），另外一个是依赖市场的
高价模型，例如西班牙采用这种模式（Mendonca 等 
2009; Klessmann 等 2008）。德国可再生能源上网电
价计划（REFIT)，1991 年就已启动，是成功的例子（框
图 11.3). 西班牙是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因为这个国家
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外向型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可再
生能源部门，即使它在气候政策的其他领域并没有取得
成功 (Sills 和 Roca 2010; Bechberger 2009；del Rio 
Gonzalez 2008)。大约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已经利
用电价补贴建立了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图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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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到 2010 年之间，在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

价计划下，德国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份额从 6.3% 增

长 到大 约 17%。2010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部门的投资

总额达到大约 35 亿美元，雇佣了大约 37 万人 (Janicke 

2011)。因此，减少了相当于 2009 年 5.8% 的德国二氧化

碳排放量 (AGEE-Stat 2010)。德意志银行气候变化顾问

组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全球能源转移上网项目 (GET FIT)，

该项目设想为个人生产者建立一个 REFIT 保险金，由国家

政府和 GET FIT 基金支付。在适当的国家减排行动项目

(NAMA) 背景下，类似于 GET FIT 的全球基金的理念已为

气候谈判埋好了伏笔 (UNFCCC 2009)。

许多欧洲的保险公司，例如瑞士再保险、安盛、安联、

慕尼黑再保险、微保险和苏黎世，已经在低收入国家帮助

开发了以指数为基础的天气风险转移工具。例如，2004 年，

瑞士再保险公司与小额信贷机构和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合

作，开始在印度推行它的以指数为基础的天气保险项目，

从此以后，总共有 35 万保险单卖给了印度的小农户。类似

的解决方案已经成功地在其他地方实施：2007 年，瑞士

再保险公司在萨乌 ( 肯尼亚 ),Tiby( 马里 ) 和 Koraro( 埃

塞俄比亚 ) 的三个村庄群落设计和推广了以指数为基础

的天气风险转移工具，使得 15 万农民免受干旱的风险。

这个保险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保险赔付金额是以天气

的性能指标为基础，而不是基于实际发生的损害或实际

遭受的损失。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赔付金额能够迅速精

确计算和支付，而且自动地赔付，不需要保险人正式索赔

（Warner and Spiegel 2009）。

专栏11.2 德国可再生资源上网电价计划

专栏11.3 转移创新气候变化保险项目

（Weidner 和 Mez 2008；Busch 2003）。

至少 17 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中
国、印度、肯尼亚、尼加拉瓜、南非和坦桑尼亚共和国，
有上网电价计划。其中大部分已经通过发展中国家全球
能源转移上网电价项目 (GET FIT) 在最近的五年之内实

施 ( 表 11.2) (REN21 2010)。大约 60% 已经在清洁发
展机制注册的项目或者 2012 年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是可
再生能源项目，这意味着，这种发展已经变为对发展中
国家具有最大吸引力的气候政策选择（UNFCCC 2011; 
UNEP Risoe Centre 2010)。

气候适应政策

2002 年夏天，洪涝灾害给中欧造成了严重的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欧洲委员会立即提出使用现有的基金，
用一个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受灾民众的迫切需求。2002
年 11 月中旬，欧盟团结基金 (EUSF) 立即采取行动为短
期应对提供资金，例如灾后重建或受损基础设施的重建，
以及保护基础设施的安全（例如大坝和运河）。由于欧
盟团结基金被严格限制用在没有保险行业的公共基础
设施上，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创新的保险制度来对其
进行补充，欧洲国家正在发展这种保险制度，通过主保
险和再保险，该保险制度能够将地方级别的风险转移给
国家甚至全球的保险市场（表 11.3）(EC 2004)。

另外一个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措施是 2007
年《欧 盟洪水指令》，依 据该 指令，欧 盟国家 必 须在
2011 年提交国家洪涝灾害地图草案，在 2013 年应完
成最终版本，2015 年提交最终的适应计划（ECouncil 
2007）。而且最近，适应气候变化的欧盟白皮书已将超
出短期灾难概括了欧洲迈向长期适应措施框架和政策
的关键步骤，以增强恢复力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
(EEA 2010h)。除此之外，一个新的关于气候变化影响、
脆弱性和适应的欧盟清算交易所将投入运行，同时其第
一阶段的策略运行到 2012 年 (EC 2010c)。

空气质量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使得整个欧洲空气质量的各个方面
都有所改善（第 2 章），空气污染仍然威胁着人类健
康，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EEA 2010h)。例如，据估计，
2005 年 EEA-32 有 500 万人由于长期接触细颗粒物
（PM2.5）而丧生。同样地，其他的空气污染物仍继续
对生态系统造成环境损害，10% 的 EEA-32 的自然生
态系统区域仍然受由二氧化硫 (SO2) 和氮氧化物 (NOx) 
引起的酸化污染物沉积 (EEA 2010 h) 的影响。而且，
40% 以上敏感的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仍然受以氮的氧
化物和氨 (NH3) 的形态存在的富养分大气氮沉淀的影响
(EEA 2010h)。尽管地表水平的臭氧 (O3) 浓度峰值下
降，背景水平正稳步上升，但这也会导致生态系统损害

图11.4 符合欧元标准的客车和轻型卡车

空气有害污染物可以横跨国家、大洲、甚至海洋，影响着那些远离污染源的地区的空气质量。 ©Jarek Szymanski/iStock

(UNECE 201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的《远距离跨界
空气污染公约》(CLRTAP) 在提供科证据方面至关重要，
这些科学证据是制定空气质量政策的基础。CLRTAP 的
旗舰 1999 年《哥德堡协议》(UNECE 1999) 提出运用
集成式多元污染、多重效果的方法从而达到优化各项工
作来改善欧洲的空气质量，可和 2001 年《欧盟国家的
排放上限指令》相媲美，后者为 EU-27 在氮氧化物、非
甲烷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二氧化硫和氨方面建立了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特殊污染物的排放上限。2008 年《欧
洲的清洁空气指令》(CAFE) 将许多现存的空气质量法
律合并到了发展长期战略和集成的政策建议中。

诸如此类的欧式手法可以有效地推动通过制定减
排和空气质量标准来发展一系列的空气质量政策。例
如下面这三个著名的成功案例：车辆尾气排放和燃料标
准、《欧盟工业排放指令》和地方空气质量管理政策。

欧洲汽车排放和燃料标准

历史上，公路运输造成的铅（Pb）、氮氧化物和颗
粒物的排放导致了大量的空气污染（第 2 章）。通过
制定控制燃料和汽车排放的欧盟指令已经减少了这些
物质的排放，同时也包括禁止铅和限制硫的燃料政策
(ECouncil 1999, 1998)。欧洲汽车排放标准（欧洲标
准）控制在欧盟出售排放氮氧化物、非甲烷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和总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氮的氧化物、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总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
颗粒物废气的新车辆。自从 1992 年建立欧洲标准 1 以
来，引进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对不同的污染物、车辆类
别、重量、级别、引擎容量和燃料类型严格控制；欧洲
标准 5 在 2007 年生效。图 11.4 显示了根据最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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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1995-2018 年以欧洲为基础的标准和它们在亚洲的采用

标准所分配的车辆保有量。图表 11.5 显示了欧盟引进
越加严格的欧洲标准的时间表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随后
采用这种标准后车辆保有量的可转让性。拉丁美洲的
部分国家和东欧也已经采用了这种标准 (PCFV 2011b; 
OECD 2007b)。

尽管从 1990 到 2005 年之间，整个运输部门的燃
料消耗增长了 26%，但是与理论上假设不采用新政策的
常规技术和欧洲标准相比，2005 年实际的污染物排放
量显著减少：在 EEA-32，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比理论上的
数据低 40%； 一氧化碳低 80%，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低 68%，颗粒物质低 60%(EEA2010d)。从 1990
到 2008 年之间，仅公路运输中铅的排放量就减少了
99%(EEA2010c)，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了 92%(EEA 
2010e)。鉴于脱硫 (PCFV 2007)、降低油耗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标准的额外收益包括增加引擎寿命和降低
维修保养费用 (ICCT 2007)。

新能源政策的实施包括转化新能源的成本，例如
用其他燃料添加剂来替代铅、向低硫原油的生产商的
转型、改善引擎技术和升级精炼厂 (PCFV 2007)。然而，
从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角度而言，逐步淘汰铅和脱

硫的好处总体上超过了成本（Blumberg et al. 2004; 
Lovei 1998）。欧盟、日本和美国在脱硫政策上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PCFV2011a)，在 2011 年，欧洲地区的车
辆燃料将不再含铅 (PCFV 2011c)。

车辆排放的政策效力的时间滞后，取决于车辆的
平均年龄以及新车辆的支付能力。意识增强、产品标签、
执法和常规燃料质量控制对于汽车政策潜力的充分发
挥，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也确保了政策的成功实施（PCFV 
2007）。

欧盟工业排放指令

《2010 年欧盟工业排放指令》旨在整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制定的七个指令，它们一直有助于减少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新指令将结合有效的政策措施，包
括技术排放控制、最佳可行技术、燃料转换和减少液体
燃料的硫含量。

这些措施的实施导致了欧洲近几十年来的二氧化
硫排放量明显下降（图 11.6），有效地将它们脱离了工
业活动，尤其是在西欧国家（EEA 2010e）。在某种程度
上这得益于在 1990 年到 2000 年之间前社会主义东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图11.6 1980-2004 年欧洲二氧化硫的减排量

在一些欧洲城市，指定的自行车车道越来越多。

© Carsten Madsen/iStock

欧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剧变。在 1990 年到 2009 年
之间，EU-27人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了 80%(EEA 
2010e)，由于欧洲超标的临界载荷下降，进而引起酸化
率大幅下降。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确实包含了额外成
本，这就需要私人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投资。新的《欧盟
工业排放指令》旨在通过简化和提高成本效率和成效
来减少这些成本（(ECouncil 2010）。许多控制技术有
行之有效的可转让性，在许多亚洲国家已经采用这些技
术，这是由于亚洲 80% 的能源需求是由燃煤电厂提供，
因此，这些技术对他们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提高这些措
施在亚洲的渗透率能够极大地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物
(Klimont et al. 2009)。

地方空气质量管理政策

依据 2008 年《欧洲清洁空气指令》，地方政府必
须制定空气质量管理计划来保证遵守空气质量标准。
许多政策措施集中在城市交通上，因为在城市地区这个
部门排放了 70% 空气污染物（第 1 章）(EC 2007a)。也
许这些政策措施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建立低排放区域，该
项措施限制或禁止污染严重的车辆驶入城市地区，鼓励
加快更新使用符合车辆排放标准的车辆。在 10 个欧洲
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约 100 个低排放区域（表
11.4）(LEZ 2011)。其他措施包括收取交通拥堵费、扩
大和改善公共交通与自行车设施、拼车和自行车共享系

统、更新或改装市政车辆，以及加强交通区和绿化区的
管理。空气质量管理计划也要求公开周围的空气污染
和超标情况的详细信息，一旦有人违反空气质量标准，
市民和合法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然而，由于诉讼成本高、
程序费时以及维权意识弱，很少有人提起违反空气质
量标准的个人诉讼（ECouncil 2008a）。此外，许多欧洲
城市地区并不遵守当前的欧洲空气质量标准法律（EEA 
2010i）。地方空气质量管理计划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
需要足够的监测和信息系统以及适当的对地方政府进
行制度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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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的低排放区建立于 1996 年，最初以进入

市中心的重型车辆为对象。达到欧Ⅰ标准的车辆允许自由

进入低排放区，而行驶超过八年的车辆必须经过改装或获

得许可才能进入。短短几年，通过警察巡查执行这一政策，

使得总体执行率在 90% 左右（Burman And Johansson 

2001）。2000 年，与没有执行这项政策的情况下计算出

的理论数据相比，空气中一氧化氮的实际污染浓度降低了

0.5% 到 2%，颗 粒 物 降 低 了 0.5% 到 9%（Burman And 

Johansson 2001）。

经过 2006 年的成功试行，2007 年斯德哥尔摩开始

对在工作日高峰时间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有差别的拥堵

税。电动和生物燃料的清洁汽车可以免除征税。研究人员

Burman and Johansson（2010）发现：

●　2006 年，市 中 心 的 车 流 量 和 路 程 分 别 减 少

100000% 和 8.5%；

●　清洁汽车占私人机动车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5%

增加到 2008 年的 14%；

●　市中心一氧化氮的平均污染浓度降低了 10%，一

氧化碳降低了 15%，颗粒物 15% 到 20%。

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如果得到其他补充措施的支持，

如绿色区域网络、清洁燃料、清洁汽车、公共交通延伸和自

行车和步行的推广，将会更加有效。尽管如此，事实表明，

拥堵税通过更短的有效行车时间、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

健康和环境利益、更加安全的交通、公共交通的增加和政

府税收的增多等形式，每年能够带来约 9500 万美元（合

7000 万欧元）的社会净收益（Eliasson 2009）。

专栏11.4 斯德哥尔摩在低排放区的空气质量管理政策

淡水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对于水的需求常常超过当
地的可用水量，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一趋势可能会
恶化。另外，在欧洲一些地方，污染的点源传播仍然很
严重，导致一些健康风险的存在。（见第 4 章）（EEA 
2010h）。欧洲淡水面临的挑战来自农业、工业、公共用
水提供和旅游业对水资源的竞争需求；同时，由于欧洲
很多淡水资源的跨境存在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要解
决这些挑战需要强有力的环境治理结构，这一结构需
要以连续的整体努力和地区合作为重点（见第 1 章和第
16 章）。

《欧盟水框架指令》（ECouncil 2000）和泛欧洲
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文件，如《保护与使用越境水
道公约》（简称《水公约》）为在这一地区解决重大水问
题奠定了基础。水框架指令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
以来欧盟内提出的很多单独政策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流
域背景下的法律框架，以供决策。这一指令的主要目标
是保护和加强所有欧盟水域的现状，包括地下水、江河、
湖泊、沿海水域和依赖于水的生态系统；同时确保水资
源长期的可持续利用。《水公约》为欧盟国家和非欧盟
国家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平台来交换思想、传播知识、创
造共识，同时也是帮助非欧盟国家执行欧盟水相关立法

的有益工具。

选择了三种具体的政策工具做进一步评估，它们都
有一些有效执行的历史。包括：跨境流域的综合管理；
强调非点源污染的政策组合；水计量和基于体积的定价
政策。

跨境流域的综合管理

水不会因为行政区划或政治分界而停止流动，一
些国家共享同一流域的自然地理和水文单元，这使得地
区合作显得十分必要。水资源综合管理的主导方法经过
验证是评估、经营和保护水相关生态系统的有效政策
（UNECE 2011a）。流域管理计划的发展是执行《水框
架指令》的主要工具之一，主要关注污染防治和控制，
水管理中的公共参与和水利用的经济分析。计划需要流
域规模内工业、农业、城市发展、自然保护和森林项目
的整合，在很多情况中是通过流域委员会的跨境协调和
合作。尽管，地区合作的进展是各不相同的。

欧洲第一个流域委员会是“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
这一委员会在 2010 年迎来了其 60 周年的纪念，并在
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成就。此后，很多欧洲河流
都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并且逐渐向东移动，尽管事实

专栏11.5 蒂萨河流域综合管理计划

图11.7 蒂萨河流域管理涉及的目标和各种角色之间的复杂联系

蒂萨河流经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斯洛

伐克共和国和乌克兰部分地区，是多瑙河最大的支流。威胁

这一地区的最大压力来自营养、有机和危险物质，还有洪水

和干旱。蒂萨河流域国家已经准备了一项流域管理综合计

划，自 2011 年 4 月正式实施。这一计划勾勒出这一流域到

2015 年达到要求的改善水状态需要的步骤和长期行动。计

划试图处理在综合管理中不同的、潜在的或实际的冲突、目

标和角色的复杂联系（见表 10.7）。在发展这一计划中获得

的经验可以供其他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共享流域提供

借鉴（UNDP and GEF 2011）。

是在非欧盟国家内仍然缺少一个支持合作的有力的综
合法律基础（UNECE 2011b）。由于很多水体由欧盟国
家和非欧盟国家共享，因此鼓励各个国家共同参与流域
管理计划：最近，蒂萨河流域管理计划提供了跨越欧盟
边界合作的案例（专栏 11.5）。

通过对可持续的共管水资源利益和责任的分享，可
以促进经济发展，建立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流
域管理计划也鼓励公众参与和专家小组；但是，需要强
调的是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涵盖的利益攸关者
数量庞大，这一方法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限制（表 11.7）

（Sendzimir et al. 2008）。

强调非点源水污染的政策组合

富营养化是欧洲淡水资源的主要威胁，主要由污水
排放和农业灌溉引起。从点源减少营养物质流失的政
策广泛熟知，经证明是成功的，前提是分配足够的资金
用于水处理系统的建造和管理。解决淡水污染传播源
的难题更加具有挑战性（DEFRA 2002）。

欧洲有很多应用政策组合的有益经验来减少营养
流失，包括：农业用氮的计算系统，牲畜密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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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1960-2007年丹麦农业用氮 (N)、磷 
(P) 和钾 (K)

1993 年，丹麦引入了一个详细地强制性的硝酸盐计

算系统，为解决营养物质流失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

系统下，根据可耕地面积、种植作物和土壤类型，计算出

每个农场每年初步的氮配额。这一计算系统与其他规定相

结合，如关于厩肥使用的规定和符合《欧盟硝酸盐指令》

的牲畜密度（91/676/EEC）。为了减少公共机构和农民的

行政管理费用，丹麦政府在 2005 年开发出一种软件，在

收集过去信息的基础上预设账户，并且提供进一步信息，

如批发商和屠宰场的草料和饲料（OECD 2007a）。

专栏11.6 在丹麦的氮计算

1990 年以来丹麦农场的农业用氮量下降了 50% 以上。

© Bjom Rasmussen/iStock

厩肥的使用，氮配额的购买，肥料税额和农业用地转化
为湿地或森林的补偿。例如，丹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
末，采用了一系列政策组合，考虑到政策的协同效应，
同时避免给予任何攸关者不相称的负担。因此，20 世
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丹麦营养物质的使用稳步减少（见
表 11.8）。

水计量和基于体积的定价政策

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巨大需求，欧洲的水消费相对较
高（见第 4 章）。另外，在供应链中常会出现相当大的流失，
使得缺水地区情况恶化。在一些国家，高达总量 40%
的水在运输的过程中，甚至在到达消费者之前就可能不

见了；在另外一些国家则低于 10%（EEA 2010h）。通过
水计量，成本回收税和合理的定价体系鼓励更加负责的
水利用；同时，为供应系统的维护提供资金。

尽管在西欧很多国家水计量是常见的政策工具，但
是，中东欧国家仍然在从按人头统一收费到按体积计
量系统转变的过程中。各种研究表明，如果按照个体计
量系统，每个家庭平均用水可以减少10%到 40%（Inman 
和 Jeffrey 2006; Scheuer 2005）。

除了计量，一些西欧国家还实行了成本回收税，引
入了特定场所的定价体系。不断增长的统一税率为保护
提供了最大动因，根据用户支付原则，水的单价根据使
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保证基本用水的价格相对较低（表
11.9）。这一体系在西欧国家的家庭和商业部门中越来
越普遍（OECD 2009）。在中东欧国家应用这一经验不
仅会减少无效率的水耗，而且会为水部门的现代化提供
资金，增加水服务提供的可靠性（专栏 11.7）。

但是这项政策也面临着一些限制。计量装置的
安 装 费 用 对 于 贫 困 家 庭 来 说 负 担 过 重（Melikyan 
2003），与千年发展目标（MDG）第 7c 部分中关于到
2015 年将没有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备的人口比重
减少一半的目标相冲突（UN 2000）。另外，水的定价不
应该为了支付水费而使个人卫生和健康受到损害（EEA 
2009b）。为了确保顺利进行，水定价和水表安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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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由于维修不善、投资失

败，亚美尼亚的水部门严重退化，全国范围内 70% 的水

利用没有收益。设施成本只收回了不到 15%，与之相对，

在新独立的国家中这一比例达到平均 30% 到 40%（OECD 

2007a）。1999 年，亚美尼亚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对水提

供和卫生部门进行改革：

◆　减少部门在国家补助和捐款援助上的依赖；

◆　基于计量从征收水费中增加收入；

◆　重组水设施的债务（OECD 2008）。

改革进行不久，与基于统一费率计算的水费相比，水

使用平均减少 3 到 4 倍。引入个体计量的规模过程引发了

一系列水部门的改进，得到了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的支持，

使私营部门带来投资和经营效率参与进来。因此，传送的

水的质量和可靠性都有所提高。

专栏11.7 亚美尼亚的水计量 

图 11.9 选取的欧洲国家各种水价结构

对价格和各个部门的使用关系有一定的理解，并且将当
地的实地情况考虑进去。贫困家庭可以引入特殊补贴计
划，提供免费安装和分期偿还条款，以及免除弱势家庭
累积欠费的特殊条款。

化学品和废弃物

在欧盟和东欧国家，与化学物质和废弃物相关的
问题一直是首要关注的问题。欧盟废弃物政策包括三个
层面上的立法。第一，所谓水平层面，定义了针对所有废
弃物类型的总体要求，包括作为现存欧盟废弃物政策基
础的 2008 年《废弃物框架指令》（ECouncil 2008b）
和 2006 年《废弃物运输法规》。第二个层面的立法针
对废弃物处置，包括《垃圾焚烧指令》、1999 年《填埋
指令》和 2000 年《港口设施指令》。另外，2010 年《工
业排放指令》也定义了一些垃圾处置的要求。最后，第
三个层次处理专门的废物流，如包括多氯联苯（PCBs）
和多氯三联苯（PCTs）的废弃物、废油、污水污泥、蓄电
池和包装材料废弃物。类似法规的一个例子是《垃圾
电子电气设备指令》，用来处理此类废弃物的收集和回
收（ECouncil 2002b）。还包括《危险物质限制指令》，
在电子电气产品中禁止使用特定的危险物质（ECouncil 
2002a）。

《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的基本原则源于 1996 年
废弃物策略中的“废弃物管理层次”（Shinn 2005）。它
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成员国应该采取措施按照
表 11.10 所显示的重要性递减层次进行废弃物处理。

欧盟主要目标之一是减少废弃物，但是目前这一目
标仍未实现（EEA 2010h）。相反，废弃物数量不断增加，
值得注意的废弃物包括建筑工地废料、包装、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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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资源效率的生命周期方法

在欧洲，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内容从产品的销售到处

理整个生命周期，扩展了制造商的责任，鼓励避免不必要

的浪费和回收恢复。其中一个例子是绿点标识系统，向制

造商征税用于它们包装废物的收集和回收（EC2010b）。

如果计划合理，这一实践将会引入垃圾预防机制，鼓励将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考虑进来（EC 2010b）。

专栏11.8 生产者责任的延伸

图11.11 资源效率的寿命周期方法 

城市垃圾和污水污泥（EEA 2010h）。这一趋势必须改变，
特别欧共体欧洲 2020 战略把资源效率作为其七大支
柱之一（EC 2011b, 2011c），这反映在欧盟消除资源利
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目标上，按照单位 GDP 最低
资源消耗、最少废弃物垃圾来衡量。除了减少废弃物的
产生，提高废弃物回收率也很重要。目前欧盟数据显示
只有 38% 的废弃物重新使用或回收（EEA 2010h）。

尽管放射性废弃物不属于垃圾分层的一部分，但是
在安全和能源产品中有很重要的应用。2011 年 7 月 19
日，欧盟委员会采用《放射性废物和废料管理指令》，为
核电装置和医疗研究机构的废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安
全处理制定标准。这是欧盟在核和环境安全方面的重
大成就。

其他非欧盟国家在废弃物政策上也面临着重要的
挑战。例如，白俄罗斯、俄联邦和乌克兰垃圾填埋中有
大量的工业废弃物和开矿废弃物，而只有极少甚至没
有财政措施鼓励废弃物回收。这是前苏联时代废弃物
管理的结果，放弃回收利用，而没有引入可替代的计划
（Devyatkin 2009）。

废弃物预防

2008 年《欧盟废弃物预防指令》基于《废弃物框
架指令》中的定义，将废弃物预防列入首要位置。指令3.12
条款要求在物质、材料或物品在成为废弃物之前采取措

施预防废弃物，减少以下几个方面 :
●　废弃物的数量，包括产品的再利用或产品生命

周期的延展；
●　产生的废弃物对于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不利影

响；
●　有害物质在材料和产品中的含量。

废弃物预防也应该包含以下方面，如生态设计、生
命周期方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专栏 11.8; 表
11.11）。

通过一些工具可以达到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包括
法律规定、自愿协定、经济政策措施和传播策略。

再利用和回收

《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也鼓励对各种材料进行
再利用、回收和恢复，为各种材料的回收利用提供广泛
的选择，包括推动循环利用目标的设立，按照具体材

图 11.12 1995-2008 年欧盟市政固体废弃物处理的趋势

循环回收已为经济的多个领域带来收益。 © Maike Janssen/iStock

料不同确立。图表显示欧盟国家平均每人每年的垃圾量
接近 6 吨。由于新的成员国采取西方消费方式，仅城
市固体废弃物就从 1995 年的 468 千克增加到 2008 年
的 524 千克，增加了 12%（EEA 2011c）；但是，欧
盟国家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垃圾管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进
步。事实表明，1995 年到 2008 年之间，城市废弃物
的回收率翻倍，从 17% 增加到 40%（表 11.12）（EEA 
2011c, 2010g）。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步，欧盟仍然不是一个回收
型的社会，2008 年城市丢弃在地表或填埋的废弃物比
重超过 40%（表 11.12）（EEA 2010g）。根据不同
宏观经济模型，预计到 2035 年，欧盟 27 国的废弃物
总量与 2003 年水平相比将会增加 60% 到 84%，尽管
这些数字由于当前的经济危机出现较大的变动（EEA 
2010h）。

东欧国家则不同。俄联邦共有 1.43 亿人口，每年
平均产生的废弃物总量超过整个欧洲 5.02 亿人口的废
弃物量（分别为 34 亿吨和 26 亿吨），其中 90% 源于
采矿业（Eurostat 2011; Devyatkin 2009）。但是，只
有平均 26% 的垃圾进行了回收。在回收的废弃物中，
35% 为工业废弃物，只有 4% 到 5% 为民用废弃物；其

他类型的废弃物根本没有进行有效回收（Devyatkin 
2009）。

通过废弃物管理的生命周期方法，将会大大减少
欧洲在进口原材料上的依赖性和制造新材料的能源消
耗。只有通过欧盟的废弃物指令，特别是《欧盟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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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共体 REACH 的约束下，制造商需要收集信息，并且将他们的化

学物质的属性信息登记到中央数据库中。

© Carsten Madsen/iStock

填埋指令》的彻底执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再利用
和回收也需要通过信息和宣教活动，转变消费方式。

化学品政策

欧洲意义最为深远的化学品立法在 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EC 2007b）。这一立法处理化学品的登记、评估、
许可和限制（简称 REACH），代替了之前的指令和法规。
其中，有 7 个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化学品框架的关键：

●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保护；
●　欧盟化工企业竞争力的维持和加强；
●　防止欧盟内部市场的碎片化；
●　增强透明度；
●　整合规范化学品使用的国际尝试；
●　非动物测试的推广；
●　在 WTO 内与欧盟的国际义务保持一致（EC 

2007b）。

REACH 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化学品的注册。
它要求公司在制造或进口化学品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
局（ECHA）提 交注 册 表。2010 年注 册期限涉及每年
提供超过 1000 吨的大宗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管理局共收到 24675 个注册表，
涉及 4300 种物质。尽管化学品企业非常担心 REACH
带来的巨大负担和一些最初的技术难题，总体来说，注
册过程是成功的（ECHA 2010）。下次截止期限是 2013

年和 2018 年，范围还包括小宗化学品（EC 2007b）。另外，
REACH 包括一些限制条款，针对复杂物质和其他刺激
物累积风险的整体评估。

希望通过这一立法的执行和遵从实现可预见的市
场，减少公司的责任，特别是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
一个公平的场地。

新 的《 欧 盟 玩 具 安 全 指 令》是 其 新 发 展 之一
（2009/48/EC），成员国家希望自 2011 年 7 月起实行
这一新措施，到 2013 年 7 月进一步实施部分指令。在
REACH 的条款下，新的安全指令特别关注玩具某种化
学品数量上的限制，有可能包含在它们使用的材料中。
另外，2013 年，欧盟将会执行化妆品中的化学物质的
新规定（1223/2009/EF），旨在简化程序和术语。它还
包括纳米材料和环境荷尔蒙物质的新条款。

这些政策选项的限制与获取化学品环境和健康风险
的信息的难度是部分相关的，特别是对于新的化学品风
险不确定的。由于涉及到与填补知识缺口和解释不确定
性的商业问题，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和过渡中的发展中欧
洲国家的机构在共享信息方面，是有实质的附加好处的。

生物多样性

欧 洲 人 是 建 立 多边 环 境 保 护 努力 的 领 导 力量
（Pullin 等. 2009）。大量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政策和工具，
包括各种地区保护措施，被应用在欧洲的大陆和海洋生
态系统中。在超国家层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由欧盟
立法机制驱动，例如 1979 年和 1992 年分别采用的《自
然指令》（图 11.13）和 1995 年在第三次部长级欧洲环
境会议中采用的《泛欧洲生态和自然景观多样性战略》。
尽管欧盟指令受到法律约束，而泛欧洲战略则不受约束，
但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提高欧洲的生物多样性。
2001 年，欧盟和成员国家承诺到 2010 年将生物多样
性的损失减半（CBD 2010a），但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
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仍然受到严重关切（EC 2010d）。因此，
2011 年 5月签署了新的《欧盟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见第 5 章）（EC 2011c; CBD 2010b）。

为了达到这一分析的目的，三个政策集在实现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上被认为是有益的，包括：

●　生态网络的建立，作为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的
关键手段（见第 5 章）；

●　生态系统服务的费用，作为保护欧洲农业—生

图 11.13 1995 年 -2009 年《欧盟栖息地指令》
和《鸟类指令》指定的保护点

过去受到偷猎活动的影响，阿尔卑斯山野山羊仅生活于意大利的大

帕拉迪索国家公园；而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工作，欧洲阿尔卑

斯山大部分地区都有阿尔卑斯山野山羊。

© fotoVoyager/iStock

物多样性的工具；
●　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选 取 三 个 案 例 进 行 进 一 步 评 估：欧 洲 自 然
2000(EU Natura 2000)；农业—环境措施和自愿泛欧
洲森林欧洲进程。

欧洲自然网络 2000

欧洲自然网络 2000 是《欧盟 2020 生物多样性战
略》的手段，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保护区跨国网络（EEA 
2010f）。包括在《欧盟栖息地和鸟指令》框架下建立的
场所，旨在确保欧洲受威胁和最珍稀物种和栖息地的长
期存在。经过过去十五年的稳定发展，现在包括超过 2
万 6 千个场所，覆盖了欧洲陆地和海洋面积的 18%（表
11.13）（EC 2010d）。类似的网络方法也在欧盟之外应
用（见专栏 11.9）。

自然网络 2000 帮助保护珍稀物种和栖息地，和
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气候法规（如减缓气候变
化），水净化和水流的维护，自然景观和舒适度的保
持，旅游观光支持（Gantioler et al. 2010; Cliquet et 
al. 2009）。此外，它还支持国家边界之外的合作，分散
国家层面的保护政策，提供工作机会，帮助引资鼓励地
方和地区的经济发展（Ioja et al. 2010; Kluvankova-
Oravska et al. 2009; EC 2008）。尽管网络的执行大概
需要每年 80 亿美元（60 亿欧元），有几个案例已表明
收益将超出相关的支出（Gantioler et al. 2010）。

自然网络的发展虽然在海洋环境上没有很大进
步，但在陆地生态系统上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EEA 
2010f）。然而，保护现状仍然仅对自然网络 2000 内外
不到 20% 的陆地物种和栖息地有利（表 11.14）（EEA 
2010f）。最初，场所的选定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通过
多层次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民主化，这些问题都被克服了
（Beijen 2009; Rauschmayer 等 . 2009）。为了避免
谈判中很多敏感问题，1997 年欧洲委员会发出反政治
过程的倡议，在选址中通过科学研讨会的形式以生物—
地理为背景共同议定分界线（CEEweb 2011; Papp 和 
Tot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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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网络 2000 显示出在欧盟之外受保护区域网络

发展上的重要影响。类似的政策已经被潜在的国家和其

他中欧和东欧国家采纳（UNEP 2007a）。例如，乌克兰将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优先的战略导向，自 2000 年开始发

展国家生态网络，试图跟从欧盟的政策。尽管构建这一网

络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大规模农业扩张和自然风景的碎

片化，但是跨界生态走廊已经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建立。

第一条走廊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间建立，作为在乌克兰

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实现跨界生态连接项目的一部分，将波

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国家公园连接起来。这些走廊的

建立不仅得到了森林管理者和当地政府的支持，还得到当

地团体的支持（Deodatus et al. 2010; UNEP 2007a）。

专栏11.9 乌克兰的国家生态网络

图11.14 2008 年欧盟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状
况

农业—环境措施

2003 年，对保护欧盟高自然价值农田的需求（Doxa 
et al. 2010; EEA 2009a）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列入了《基
辅生物多样性决议》。欧盟也强调这是防止放弃这些土
地或者土地集约化的一个关键行动（EEA 2009a）。

农 业 - 环 境 措施，作为供 农民 选 择 的政 策 工 具
（Ziolkowska 2009），提供了包括执行费用和农民相
关收入损失的补偿支付，这些农民承诺保护环境，通
过至少五年的环境友好时间保持农场（专栏 11.10）

（Ziolkowaka 2009）。在欧盟共同的农业政策 (CAP) 下，
成员国家有义务共同资助这些措施：在 2007 到 2013
年之间，接近 22% 的花费是用于农村发展，大约 273
亿美元（200 亿欧元）（EC 2010a）。确保财政支持，避
免支付延迟对于确保农民承诺是必要的。

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农业 - 环境措施在大型区
域是非常成功的（Whittingham 2007），推动了自然

景观的保持和加强，历史环境的自然资源的保护，公众
乡村途径的推广（EEA 2009a）。但是，高成本可能会限
制在非欧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复制性。其他限制其传
播的包括农民收入的隐形损失和预测它们的努力对于
生物多样性的难度（Ziolkowska 2009; Whittingham 
2007）。

森林欧洲

尽管目前（2010 年）欧洲和欧盟 27 国的森林覆盖
率分别达到 45% 和 38%，这些森林只有 26% 和 4%
没有受到人类破坏（图 11.15）（Forest Europe et al. 
2011）。大部分欧洲的森林严重开采，对森林物种十分
重要的古老树木的比重非常低。但是，由于国家政策倡
议与森林欧洲框架的协调，通过建立自愿的泛欧洲政策
过程，进行地区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欧洲森林的总面积
不断增长。

森林欧洲过程提出了共同的战略来应对各种挑战，
包括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淡水保护（EEA 2010h, 2010a）。自 1990 年以来，森
林欧洲建立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协作研究网络，一整套泛
欧洲标准，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指标和一系列解决跨部
门合作和国家森林计划的行动计划（EEA 2008）。在欧
洲森林保护的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可持续森林管理，被
认为是《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提倡的生态系统方
法的推荐案例（EEA 2008）。

在葡萄牙南部 Castro Verde 的干平原，传统的农业

系统是基于无灌溉的大面积谷物生产，实行每两年或每三

年作物轮作系统。这些半野生的花叶干草原栖息地对于自

然保护具有一定价值，特别是绿色鸨（Otis tarda）。1993 年，

欧盟 LIFE 项目下执行了一项支持环境和自然保护的金融

措施，通过获得一些农场，空置耕地，提高农民和佃主的

意识来保护这些鸟类和栖息地。1995 年，通过了一项欧

盟农业 - 环境计划使农民可以继续他们传统的管理方式，

进行庄稼轮作和维持家畜的低密度。到 1999 年，鸟类数

量增长之快以至于 Castro Verde 作为鸟类特别保护区被

列入自然网络 2000 中。确保项目的持续和效率是实现保

护优先长期目标的关键因素；但是，在这一案例中，补助款

项的延迟导致一些农民离开这项计划，农业—环境模式

并不是很流行（Pinto et al. 2005）。

专栏11.10 保护葡萄牙高自然价值的农场

图 11.15 2010 年欧洲森林面积和现状

芬兰的森林覆盖率约为 73%，它是欧洲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

© Samuli Siltanen/iStock

森林欧洲的效益包括欧洲国家森林政策的协调一
致，旨在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非法砍伐和颁发碳
固存证书。自 2005 年（Forest Europe et al. 2011），
欧洲获得了 510 万公顷的森林，2005 年到 2010 年间，
每年大约 8.7 亿吨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和树木生
长从大气中移除，占欧盟 27 国的一半（Forest Europe 
et al. 2011）。

国家通过管理来加强森林的可持续性发展，还缺
乏相应的能力和意识，需要增强国际森林产品市场的竞
争力。因此，对于跨国协调具有急切的需求，来强调共同
的和跨界问题（Hogl 2002）。国家的差异也反映了森
林在不同国家的角色和建立官方森林项目的政治需要。

在泛欧洲层面，法律约束协定缺失不能认为是政
策成功执行的限制，但是由于对评估效率的参照和定义
目标的缺失，就某一点来说可能会减缓进程。为了提高
和加快这一进程，2011 年 6 月，欧洲森林保护的部长
级会议决定在欧洲采用法律约束协定谈判的奥斯陆部
长命令。

结论

本章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就提高物理环境和更健
康人口而言，各个主题和部门的有效政策的应用可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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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森林框架》制定了一些指标，为政策制定和森林可持续管理提供了指南和评估标准。©Jens Stolt/iStock

来很多好处。在欧洲环境治理中，在多个环境主题和经
济部门中有效政策的整合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内。尽管
这些政策仍然有一个环境主题作为切入点，它们更多地
涵盖了相关方面的广泛范围。最近的 2009 年欧盟气候
和能源政策集列举了这些整合的方法，包括通过立法实
现三个相互联系的目标（20-20-20 targets）。

通过这些多重相互利益的整合政策，可以实现费用
的有效支出。通过碳排放，降低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将会
在同时提高周围空气质量；推广可再生能源系统不仅会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会在中小型企业分散能源生产，
潜在地提升能源安全，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同样，
适应气候项目将会增加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恢复能力，如
洪水、干旱、生物多样性损失和增加对疾病的脆弱性，
同时提高周围空气质量、减少绿色气体排放，例如，通
过调整农业实践，将会促成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经验显示，如果权力赋予政体将措施付诸实施，这
些限制是可以克服的。在本章中讨论的政策工具在执行
中的共同障碍是：

●　缺少足够的数据和信息来评估影响和风险支
持决策；

●　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个人
和公共部门处理环境问题的资金支持不足；

●　缺少系统的法律实施；
●　传统消费导向的经济政策与可持续消费的规

则相矛盾，为了经济增长减弱人类福祉；

●　国际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加剧；
●　利己主义增强，共同体不团结，对共同体分裂

和不安全感的增强，通常是不合理的。

能够确保政策成功和可复制性的条件如下：
●　政策更加连贯、简单，简化程序来加强支出的

效率；
●　更加有效的监测系统；
●　在政治家和政府方面更加有力的长期承诺；
●　更强的执行力；
●　强调共同跨界问题的跨国合作；
●　通过创造和利用市场私营部门更多的参与；
●　通过意识觉醒和多个利益攸关方协议的更加

活跃的公民社会。

与本章涵盖的主题相关的潜在创新议题，将会进
一步帮助提升欧洲环境治理，促进规模的扩大和复制，
包括：

气候变化
●　欧盟的共享决策机制的确立是为了约束 2013

年到 2020 年的交通、农业、建筑和废弃和《欧
盟排放交易系统》尚未涵盖的所有部门具有约
束力的减排目标；

●　鼓励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的跨国志愿网络的
地方行动，这一网络在欧洲传播活跃，关注于
更可持续的城市生活方式，如：可持续发展的
地方政府（ICLEI），气候保护的城市，气候联盟，

可 再生 能 源 将 在 向 低 碳 经 济 转 型中 起 到 至 关 重 要 作 用 ; 仅 风

能 一 项 在 2010 年 欧 洲 的 新 装 发 电 装 置 中 占 41％。© Mlenny 

Photography/iStock

能源城市，CIVITAS 和《奥尔堡宪章》。
空气质量
●　将当地空气质量管理的责任转移到当地行政

部门，促进政策的认定和执行；
淡水
●　欧洲委员会制定2012保护欧洲水资源的蓝图，

将会关注与流域管理、水荒、干旱和气候变化
脆弱性相关的预防和准备。

化学品和废弃物
●　《电子废弃物和电气设备指令》提出的强制

目标是实现垃圾 65% 的回收，目前只有大约
34% 回收；

●　即将实行的《欧盟玩具法规》增加对容易受伤
的儿童的保护；

●　即将实行的《欧盟化妆品指令》，确保对环境
荷尔蒙和纳米材料的足够保护；

●　强调多种物质和其他来源累积的风险的综合
评估的新措施，填补目前主要化学品法规的空
缺。

生物多样性
●　新 的《泛欧 洲生物和自然景 观多样性 战 略

2020》预计将会实行，与《生物多样性公约》
目标一起将会加强《欧盟 2020 生物多样性战
略》；

●　支持《欧盟2020 生物多样性战略》的综合框架，
涵盖了广泛的服务和部门，将会在所有相关政
策领域和传统生物多样性共同体之外的利益
攸关方划分归属。

总的来说，地区环境合作的欧洲案例充当了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榜样，特征包括目前正式的机制结构和立法
传统，在各个领域中以整合的方式提升国家和趋势。尽

管背景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需要做些调整。

前进中的欧洲不断努力，争取提高环境治理，在强
有力的公民社会参与、环境信息使用权的认定和《奥胡
斯公约》中规定的环境物质公平的基础上，直到今天才
仅在欧洲应用。这些努力对共享的环境空间和健康的未
来治理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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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拉丁美洲各国与加勒比地区存在的多样性，他

们依旧面临很多相同的环境问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以及对水和土地资源管理的关切。

除沿海以及海洋中的问题，城市化，贫穷和不公平也同

时是需要高度优先解决的问题。

本章阐述的政策与机制都需要良好的环境治理来

确保它们的有效性。强有力的机制建设和政策框架是此

前的基础，同时，公众参与，监测和评价，教育和环保意

识的培养是其有效运作的根本。

该地区的政策有效性将体现在其能够成功地弥合

科学和决策之间的差距上。强有力的政策是建立在能够

满足决策者需求的，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研究设计之上。

此类研究应有关于对当地的了解，以及对作为该地区重

要特征的土著的了解。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间应紧密合作，

主要内容

以获得环境决策有关的信息，知识和创新。

为了保证可持续性，该地区的自然资本需要一个跨

部门的综合管理方式。为了能够应对该地区复杂的环境

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制定的相关政策应在设计和

实施上都超越传统的部门或行业管理方式。这样有助

于缓解该地区一些持久性的环境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

其中包括贫穷，不平等和社会矛盾。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制定并实施了一些具有代

表意义的转换型政策和办法。这些办法和政策通常是在

国家或者次国家级实施，但同时也提供在该地区内外复

制实施的可能性。此类办法和政策的特点通常都包括了

能够有效的结合科学信息，知识和最佳实践经验，具有

跨部门合作性质，并且拥有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以及政府的意愿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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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最高的城市化程度。最然高度的城市化对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正确管理的城市也可以成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 Aurelio Scetta

引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33 个国家在国土面积

和经济发展规模上有着显著差异。该地区不仅包括世界

第七大经济体，巴西（Economics 2011）, 也同时拥有

正处于发展中的，有着开放但脆弱的经济的小岛屿国家

（Rietbergen, 2007）。他们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该

地区拥有全球 23% 的森林资源，31% 的淡水资源， 以

及全世界 17 个公认的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国家其中的 6

个。虽然资源的分布并不均匀，但这一地区整体的生态

系统和自然资本极丰富的本质和其重要性是不可否认

的（UNEP 2010b）。

在管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方面，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面临着许多挑战。人口的增长，加之不可持续的

全球和区域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了对原材料和其他自

然资源的需求和提取（第 1 章）。这导致了大量的自然

资源向生产系统的转换，并同时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产生了影响。

由于 79% 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和城市里（UNEP 

2010b），该地区是世界上最为城市化的地区之一，但同

时也面临着为其蓬勃发展的乡镇和城市提供安全的饮

用水和环境卫生的挑战，以及在解决空气，淡水和海洋

污染方面的挑战。于此相关的对稀缺的资源的竞争以及

利益分配的不公已经导致新兴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冲突，

并对土著和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计产生了威胁。

全球气候的变化加剧了一些该地区已经存在的问

题。 海平面上升的同时，极端天气和气候发生的频率

和强度正在不断增加。所造成的危害应经开始影响到

这一地区的最脆弱群体，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许多

农村，土著和贫困人口。因此，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以

及对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维持已经显得

越来越重要。然而， 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同时，这

一地区在某些方面还远不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s）（UN 2010a）。鉴于目前的局势，包括整个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比较贫困的地区在内，都迫切需要实施

一个更加有效地措施来遏制和扭转该地区的负面环境

趋势（UN 2010a）。

虽然该地区已经有许多与环境有关的法律，但同时，

缺乏机构性的管理，加之实施与执行能力的缺乏，最终

制约了这些法律法规的有效性（UNEP 2010b）。此外，

相关政策未能与生产实践保持相同的节奏，又或者未

能充分适应全球发展趋势和一体化（UNEP 2011a）。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各国政府需要对新型政策给予更有

力的承诺，并且致力于使现有的政策和机制更加有效。

某些国家正在纳入新型政策机制，比如态系统服务评价，

生态服务付费，与环境相和谐的发展，绿色创新融资机

制，以及良好的商业实践，等等。在发展国家环保与可

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并考虑到了跨部

门间的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Bovarnick 等 2010; 

UNEP 2010b）。这些积极的经验对于该地区的政策决

策者来说是权衡多方选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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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1 环境治理

图12.1 环境治理的主要组成

环境的政策和体制框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一

个治理框架提供了重要基础。良好的政策框架应该包括

一套适用于各个级别（国际，半球，区域，次区域，国家）

的环保规范，政策和法规，以及多边和双边的环境协定。

机构设置还应包括民间社团和私人组织，以及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和体制框架的存在本

身并不能保证良好的环境治理。

治理机制可以建立在不同的级别中：在环半球级别，

可以通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长级环境论坛，或者

在泛加勒比地区级别，可以通过保护更广泛的加勒比海

的“卡塔赫纳公约”；在次区域级别，可以通过区域一体

化运动，包括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加勒比共同市

场（CARICOM），安第斯共同体（CAN）和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同样在国家一级也可以体现。与此同时

也有用以管理共享资源的框架，比如“亚马孙合作条约”

和多河流流域组织。

专栏 12.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治理水平

本章的着重于指出那些在增加环境可持续性及与

之相关的人类福祉上最有潜力的政策。一些相互关联的

主题将作为考虑的重点：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生物

多样性，土壤和土地的利用，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以及

气候变化。海洋的可持续管理也同样重要，特别是该地

区的小岛屿地区和国家（Mahon 等 2011），因此，沿海

和海洋等问题也将一并进行讨论。下面一节对该地区可

供选择的政策进行评估，并涉及有关海洋和沿海政策的

关键问题。

政策评估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 专栏 12.1；图 12.1) 已经被该地区公认

为优先议题，并被作为交叉领域问题来讨论。这显示出

正确的环境治理最终将扭转对环境的破坏和帮助达到

联合国千年计划的目标，同时在环境方面取得多边协议。

区域背景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治理

是复杂的斑块。这源于对于环境议题有非常多样化的

治理系统， 有着不同级别的体制发展和方式，还有治

理机制的水平和表现也参次不齐（专栏 12.2）。区域和

次区域机制在环境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许多

情况下，环境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焦点。

近几十年来，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已制定了国

家环境法律和体制框架，用以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

用和和环境保护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UNEP 2010b; 

Larson 2003）。此外，一些国家已开始采取跨部门的做法，

除了那些直接负责环境的部门，让其他机构也把环境问

题纳入议题。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对现有立法的实施

和执行能力的缺乏以及不完善的机构设置，制约了其有

效性（UNEP 2010b）。面对经济，金融，商业和技术的

全球化，对环保政策发展的缺乏加剧了这一情况的恶化

（UNEP 2011c）。管理国家环境政策并在其他部门需

求和内部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横，同时在多边环境协定

中从事多边的努力，构成了该地区的主要挑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在环境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政

策和体制的持续性（Emilsson 等 2004）。政策，方案

和项目能够实现的时间并非总能和政府部门措辞中的

时间表相吻合。加强环保机构的权威，并保持必要的中

长期成果的方法包括建立长期的办事处，给予环境技术

人员更高的决策权，以及创造性的融资机制，以促进政

治上的独立自主权。

来源： Singh 2008

生产环境信息，改善科学与政治的合作

1. 监测与评估

中美洲
地区性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规划（PROMEBIO）被指定为一个区域性的规划工具，用以生产推动生物多样性和

自然资源管理的信息；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协助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将关注的问题纳入他们的战略议程和

决定中；同时，为中美洲环境一体化的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2 了解当地情况对海洋
保护区的重要性

伯利兹城

经当地政府（森林渔业部门）同意，鸟斯岛国家公园和格拉登吐海洋自然保护区都归属自然之友（一个当地非政府

组织）管理。自然之友管理该地区，促进捕鱼业规章制度的执行，从而通过当地的司法制度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并

减少了当地渔民和联邦当局之间的紧张局势。捕鱼社团和国际研究机构的结合，便于科学知识和地方知识更好地相

结合，促进对当地环境条件的了解（Gray 2008）。

教育和环境文化

c 正规的环境教育

墨西哥
在墨西哥的莫雷洛斯州已经开发了一个正规的环境教育的新系统，以自然公立学校周围环境的特殊性和功能作为重

点。教育者，环保活动家和世界各地的国际组织纷纷表示对这一方案表示感兴趣（Hurtado Badiola 2008）。

d E- 政府网站

巴拿马
2005 年，巴拿马国家环境管理局（ANAM）实施电子政务，运用网络平台，允许公众获取拟议的法规，环境研究，

科研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包括行政罚款和投诉。这以举措促进了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一般公众的积极互动（巴拿

马国家环境管理局 2009）。

促进公众参与

e 对红树林资源的共同管理

圣卢西亚
在圣卢西亚，资源共同管理正被巧妙地运用在对 Mankote 红树林的管理上。通过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方式方法，使

对于保护资源行动迫切需要的经济和其他人类活动可以协调工作。(Brown and Renard 2000).

f 拉丁美洲水基金合作伙伴关系

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

秘鲁

这是公共与私营，长期的金融伙伴关系，以保护重要的分水岭，吸引受益于来自从上游水资源的众多下游用水户自

愿捐款。上游水资源来自于保护活动，包括造林，生态旅游和水流量监测。他们还支持与当地社区有积极的影响绿

色经济，如可持续农业。

(Calvache 等 2011)

环境经济和市场机制

g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SEEA）

墨西哥

该系统调整国民经济核算反映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如水分和矿物质。 从 2005 年到 2009 年，这些消耗了

墨西哥近 90 亿美元，或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8％（GDP）（INEGI2011）。这是由于市场的全球化，脆弱和不

完善的政策执行不力，未能执行现有法律。

合作和协调

h 加勒比海洋委员会

泛加勒比地区
加勒比海委员会，于 2006 年由加勒比国家协会（ACS）成立。它的目的是推进对加勒比海洋倡议的工作。该机构

有可能为加勒比海洋相关的政策和其他治理结构带来更大的连贯性（Mahon 等 2011）。

改善环保正义

i 对抗环保犯罪手册

秘鲁
在秘鲁，环境犯罪调查手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环境检察官必须使用的工具。它的目的是指导对发生在秘鲁亚马逊和

其他重要生态系统里的环境犯罪的调查和处罚，以及为在预防环境犯罪的方法带来更大的连贯性（Avina 2011）。 

j 环境正义实践：

阿根廷，Mendoza 案例
积极的步骤解决了阿根廷几十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Riachuelo 水域污染问题。最高法院采纳了门多萨案例的方法。

居民状告联邦政府，损害他们的健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执政者和联邦政府负责赔偿受损害的水域，并设立一个专

门的机构，以解决环境健康问题。当局已着手清理和恢复的工作（Staveland-Saeter 2011; di Filippo 2000）。

表 12.1 环境治理的个案研究

对于这一地区，一个良好的环境治理所要求的其他

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对这些条件的检查，在后面的章

节中将做简要陈述。

使环境治理更有效的有利因素

为了实现有效和高效运作，需要形成一些有利环

境，其中包括充足的财政资源，科研，信息，环境教育

和环保意识的培养，来支持相关政策和制度框架。此

外，能够作为任何治理架构基础的是规范的治理原则

和价值观，比如透明度，问责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和

对利益相关者的包容性（Mahon 等 2010; Gaventa 和 

Valderrama 1999）。 

能够生产并传播信息的政策可以促进对环境状

况，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更好地理解，同时可以完善科

学与政策的相结合。可靠且及时的信息能够使决策者

作出适当的反应，从而提高决策的能力（表 12.1A）。在

相关情况下，这个信息也应纳入土著 / 当地的知识（表

12.1b）。为了对政策和决策起到有效地影响，环境信息

应该被转化成容易理解的，具有科学依据的指标来向决

策者和公众传达明确的信息（UNESCO-SCOPE 2006; 

Cimorelli and Stahl 2005）。更重要的是，信息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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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众多国家中，哥斯达黎加在筹划和发展环境服务付费系

统方面是先驱者和带头人。© Francisco Romero/iStock

是由政策规定的，但应该与政策有关，并应向决策者提

供供选及相关方案 （Watson 2005）。

有关的信息和指标，也有助于监测和评估政策的

有效性，评价他们是否允许管理办法用以适应新的情况；

这些都是良好的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监测

和评估方案需要考虑到适当的时间表和充足的基线情

况，并且使用适当的指标，注重基于结果的管理。规划

的参与性监测和评价系统在国际资助项目中建立的同

时（Pasteur 和 Blauert 2000), 也应该运用在政府主办

的行动中用以量化结果并展开适应性管理。 值得注意

的是，除了定量的科学信息，监测和评价制度也包括社会，

政治和文化的定性数据，以评估结果和发展方法，从而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Stem 等 2005）。指标可能以过程

为基准用来衡量进展，或者以成果为基准来衡量有效性，

同时应该包括对覆盖面，有效性，可持续性和复制的评

价标准（GEF 2011）。

环境教育可以给人一种更大的责任感并提高人们

对行为后果的认识。它促进了环保意识的培养，有助于

解决环保意识的普遍缺乏这个恶性变化产生的主要原

因之一。此外，具有环保意识的文化可以提高公众参与

和提高市民对相关举措的支持（表 12.1c，d）。例如，在

哥斯达黎加，环保意识的提高被认为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的公众支持度起到了提升的作用（UNDP 2011）。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国家都在环境立

法或专题或部门的法律规定中纳入了公民参与的环节，

并创建了各种公民参与议会（Gaventa 和 Valderrama 

1999）。虽然国家和地方法规对公众参与（包括为其他

事件，比如公开听证会和协商服务的）都有准则，但是

这一环节的有效实施仍然是一个挑战。

共同管理是将公共利益纳入环境决策中的最有

效 果 和 最有 效 率 的 方法 之一（Moreno-Sanchez 和

Maldonado 2008）。保护区与当地社区，民间社会组织，

原著居民，甚至私营部门的合作管理，已成为一个利益

相关者参与的模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管理等领

域，这种方法已被广泛采用（表 12.1b，E）。例如，用来

保护重要流域时公私伙伴关系与经济激励的串联，显然

已在很多国家使用（表 12.1f）。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公民只有在决策过程的最后

阶段才被咨询。这加剧了综合水资源管理和多尺度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的是防止或解决问题上的矛盾，这

其中包括对水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冲突。 同时越来越

清晰的是需要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问责制和透明度，

以减少在决策过程中遭遇腐败问题的风险并增加投向

环 境 计 划 的 资 金 流 动（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0）。

市场力量所造成的负外部性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

利于环境变化的驱动力。因此，在制定今后在该地区的

环境政策时，认识到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价值可以从金融的

角度反映环境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因此对于生态

系统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提升有助于弘扬环境文化，提高

了环境保护政策的可行性。经济激励措施的运用鼓励

市民和企业能够在做决定时能够真正地以自然资源及

其所提供的服务的长远价值为基础。具体事例包括减

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排放，保护和保持森林可持续管

理，以及加强森林碳储量（REDD +）; 生态系统付费服

务的例子如秘鲁的水资源保护基金（表 12.2b）; 以及为

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从经济的角度重视自然资

产也可以使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优化其成本效益

分析，也可以用来调整国民经济核算和其他经济指标（表

12.1g）。其他工具，比如绿色基金和环境税可以用来为

经济困难的环境机构和事业筹集资金。例如，特里尼达

和多巴哥绿色基金将这两种工具相结合为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资金（表 12.3j）。

图 12.2 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治理框架

有效的环境治理，特别是在复杂的系统中，需要利

益相关者的协作和合作，以及制度，政策和其他机制的

协调和统一。一些平台和机制已经被建立用以促进更

大的合作与协调，提高治理系统之间的连贯性，虽然这

些方面在性质，规模，和水平上都存在差异。其中这样

的一个机制是加勒比海洋委员会（表 12.1h），隶属于

为加强 30 多个次区域级别到国际级别组织（致力于对

加勒比地区的沿海和海洋管理）的凝聚力的措施之一

（Mahon 等 2011)）。Fanning 等人（2007）提议为这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治理框架；此

框架融汇了不同层次的各种政策周期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联（Figure 12.2）；这样一个框架，可以适用于其他

生态系统或环境问题。

环境正义是“公平对待的和有意识的全民参与，不

分种族，肤色，国籍，或收入，尤其是参与到与环境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发展，实施，和执行”（USEPA  

2011）。近几十年来，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环

境正义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别是通过制定专门的程序

和机制，以及对司法能力的加强；在某些情况下，还建

立了专门法庭，例如哥斯达黎加环境行政法庭和指定的

环境公诉人（表 12.1i）。

虽然在该地区有司法裁决的正面例子（表 12.1j），

但体制和立法薄弱，公众参与较低，人们对环境权利意

识和信息的缺乏等问题的存在，使得该地区在改善司法

环境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新兴司法机关的作用也很重要。在许多国家，民间

团体，公诉人和公民个人正在利用此类司法系统来维护

环境权利。一般主要是通过宪法法庭，但有时也通过刑

事和民事法庭。此外，针对于环境法，司法系统一直积

极致力于通过克服程序上的障碍和借助传统的法律制

度来解决技术和法律上复杂的纠纷。司法部门仍然需

要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上大幅提高，特别是通过对

法律界专业人士，尤其是律师和公诉人的培训。

结论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环境治理应被视为作

优先于其他所有重要问题的交叉领域问题。尽管有着复

杂的环境治理机制，该地区已在制定国家环境法规和体

制框架的制定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不完善的机构

设置，以及实施和执法能力的有限，阻碍了这些进展的

有效性。因此这些框架需要一些有利条件的支持，这其

中包括充足的财政资源，科学研究和信息传播，环境教

育和环境文化的改善。还应涉及标准的治理原则， 以

及对透明度，问责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和对利益相关

者参与的包容性的重视。这种良好的环境治理可以帮助

扭转目前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以及实现多边环境协定的目标。

水

联合国第 64/292 号决议中确认了对足够量且高质

量清洁用水的可及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一决议在一些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宪法中也得到确认。本章节将集

中阐述一组政策，可用于指导关水供应和消费的决定。 

这些政策被公认可以作为备选方案，用以达成“约翰内

斯堡计划”实施章节 26c 中，被国际一致认可并选为该

地区的水相关的目标的（WSSD 2002）。

水资源综合管理

由于采用跨领域的方法方式，作为一个长期的解

决方案，用以解决水问题，水资源综合管理已得到广泛

认可。然而，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却相当缓慢 (UN-

Water 2008)。综合政策中包括与以下问题相关的政策：

• 加强水治理；

• 经济和金融工具的应用 ;

• 改善水的质量和数量上的信息。

管理的加强既是对水管理全面思考的原因，也是其

来源： Fanning 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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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综合管理

(a) 加强水治理：体制设置

玻利维亚
在科恰班巴市城乡结合部的几个社区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保证了国内供水消费。其结果是供应商，经

销商，委员和各类设置形成了网络，减轻了基本需求。同时，大都市区总体规划正在开发中（GIZ/ 

PROAPAC2011）。

(b) 运用经济和金融工具：
生态系统付费服务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

水资源保护基金（FONAG）是一个信托基金，由在基多和厄瓜多尔的水用户贡献。该基金用于共同资助的活

动，提供基多和周边地区 65 000 公顷流域面积的恢复和保护项目和方案。在哥伦比亚和秘鲁已制定类似的基

金（Cisneros and Lloret 2008）。

© 改善水量和水质信息：
国家环保指标系统

墨西哥

水是国家环境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使用水资源评估中的可用性和质量方面的指标。指标反映了不同用

途的供应的压力，它的状态，和正在采取的行动。这些指标也反映了影响水质的因素，在该国的水体条件，以

及为阻止水质恶化和回复水质儿正在采取的行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 2009 年）。

饮用水可持续供应和消费

(d) 为供应生态系统，保护
和恢复水生态系统：集雨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西，格

林纳丁斯，墨西哥，秘鲁

集雨是在该地区最成功的水管理措施之一，由于其相对较低的成本和为多种用途的技术可行性。在加勒比地区，

雨水收集约是 500 万人的水源。巴西有百万农村蓄水池建设计划，墨西哥和秘鲁有能力建设和示范中心 （CEHI/

GWP-C 2010; GWP-C 2010; UNEP 2010b; Colegio de Postgraduados 2004）。

(e) 促进农业水利用效率

玻利维亚
传统灌溉系统项目主要以提高水的采集，传输和分配，很少涉及小块地皮使用水的问题。最近的项目提高了灌

溉系统的效率，增加了 50% 的小块地皮使用水供应，运用了地面灌溉的最佳做法和技术（PROAGRO/ GTZ/ 

DED2010）。

废水处理和再利用

(f) 低成本污水系统

巴西
公寓的污水处理系统在巴西利亚和巴伊亚萨尔瓦多作为一种机制可以为 150 万公寓居民提供下水道服务。这

一政策的好处之一是，供应商和用户需要达成一项协议，以促进业务扩展和适应当地需求。因此，公寓已经不

仅是一个提供居住服务的物理单位，而是一个可以促进集体决策和社区共同行动的社会单位。此外，该系统还

提供家庭标准排污费 40％的折扣 （Melo 2005）.

海岸带综合管理

(g) 海岸带管理

巴巴多斯岛
25 年前在巴巴多斯建立了海岸带管理单位，，有两个战略目标：

• 可持续利用沿海管理，通过实施可以保持环境质量且提高（在可能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政策 ;

• 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结构，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

追求这两个目标，这个单位和城镇和乡村发展规划处合作。当选择的发展地区属于海岸带管理区，该单位提供

专业技术，作出知情和公正的评估（CZMUBabados 2011）。

(h) 海岸带综合管理

哥伦比亚
Iscuande 综合管理单位的管理计划保护了生态系统，支持社区，合理以及非传统的自然资源使用，让所有利

益相关者参与。该计划开始于 2000 年，并帮助设计当地社区，包括土著和少数民族的环境议程，同时促进地

方委员会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INVEMAR 2011）。

(i) “卡塔赫纳公约”对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发展

泛加勒比地区

这一区域的政策框架，于 1986 年生效，是一个全面的，保护海洋环境和发展的伞式协议。公约还有由三个

补充协议：关于打击漏油的合作 ; 关于特别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的议定书 ; 和关于陆源污染和活动的议定书

（UNEP-CEP2011a; UNEP 2000）。

表 12.2 水的案例研究

效果。因为管理的加强意味着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

达到了平衡。对于管理复杂情况，比如水资源短缺，水

资源利用冲突和水污染等，经济手段和信息是重要工具。

经济手段包括可以改变用水文化的机制，比如对水的经

济估值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信息收集，包括指标和监

测进程的结果，支持对供给和需求的管理，同时助于维

持有关水、人与环境之间关联的传统知识。最后，在气

候变化的背景下，用于防止灾害和风险管理的与水有关

的信息系统对这一地区变得以日益重要（表12.2a, b, c）。

综合水资源管理办法，使资源和能力的运用变得高

效，符合效益成本和具有可持续性。这些办法在对水需

求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增加以及气候带来的影响越

来越明显的同时，变得越发重要。其他好处包括减少与

水有关的冲突，比如在管理跨界流域和其他竞争性用途

方面；增加利益相关者 - 包括妇女，原著群体和其他少

数族裔 - 参与可以帮助减少边缘化和不平等，以及促进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决策；增加水的保护和可持续分布 ; 

证据和传统知识为基础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以及适当

的流域管理，用来促进土地使用规划政策，帮助解决粮

食安全，生态系统保护和废物管理等问题， 并可以降

低水务运输的成本（Dalhuisen 和 Nijkamp 2002）。

综合水资源管理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实施

位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保特河，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对粮食安全和能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支撑着圣地亚哥莫罗纳区域内外的有

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 Ammit/iStock

是有限的，主要因为支离破碎且相互矛盾的公共日常事

务，缺乏熟练的人力资源，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不足，

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协调机制，以及在收集和提

交数据上缺乏组织和常规。

促进综合管理的有利条件包括：

• 水政策改革，包括立法和规程 ;

• 水治理，包括用以监测和执行立法的机构框架，

在不同程度上设计和实施综合管理计划，项目

和长期计划的机构能力的开发，以及通过流域

委员会更大程度地参与和利用当地知识 ;

• 发展土地登记，稳定的治理安排，低交易成本，

可信的执法设置和明确界定的权利和 / 或土地

和水的使用权 ;

• 发展国家政府在税收方面的能力，使资金可以有

效地和公平地分配到水相关的方案和项目上 ;

• 教育及资讯节目（UNEP 2011c）。

水可持续的供应和消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 31％的世界淡水资源

（UNEP 2010B）。然而，鉴于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快速

城市化的发展和当前用水的模式（UNEP 2010B），为子

孙后代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和充足的水供应是一个日益

重要的问题。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必要的，但仅这一项

不足以解决水资源供需问题。迫切需要的是政策制定和

管理方法的改变，从完全根据供应管理的到纳入供应

和需求双项管理（Jouravley 2001）。对于用水人群，需

要通过教育和经济激励进行一场用水文化的变革。可考

虑两个主要的政策选择：

• 水供应的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

• 促进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对水的充分利用。

在一个流域内生态系统可以提供广泛的服务。因此，

建立和维护所需的最低水量（环境流量）对于确保平衡

的水文循环和连续供水是至关重要的。在资源已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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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取得显著进展，该地区最脆弱人群的很大比例（主要集中在越来越多的非正规住区或贫民窟中）仍然缺乏可及的清洁水和卫生系统。

© Luoman/iStock

图 12.3 可以获得改善后的饮用水资源人口 
（来源：UNEP-EDE 2012）

量开采的地区，迫切需要通过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传统

知识和科学知识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表 12.2d,e）。

这也将促使未来的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并为水用户降低

成本。对水利用效率投资包括对在水网中未核算在内

的水的控制，安装节水器具，再用和循环再造系统，雨

水收集和节水灌溉系统，等等。虽然初始投资较高，减

少水的使用在长期可以降低成本。

水资源政策需要整体改革，以确保在这里提出的

政策有长时间的影响力，并且不成为孤立的项目或活动

存在。因此发展政治意愿是至关重要的，用以采纳可以

通过激励措施和强制执行处罚影响积极变化的立法。有

效用水认证计划和经济激励是必须的，比如可以获得低

利率和享有公平条件的贷款。管理委员会，民间团体和

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是成功的关键。总之，当关于水的

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受到承认时，可持续的水资源供

需就可以实现。

饮用水和卫生系统的扩建

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7，截止 2015 年，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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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EP-EDE 2012

图12.4可以获得改善后的饮用水资源人口 （来
源：UNEP-EDE 2012）

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必须可以获得安全饮

用水，84.5% 的人口必须获得基 本卫生设 施（WHO, 

UNICEF 2010）。根据最新一期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该地区的第一个目标有较高的达标率，但第二个目标的

达标率还不够。这表明如果现行的趋势持续下去，卫生

目标将不会得到满足（UN 2010B）。此外，还有城市和

农村人口之间，以及该地区三个子区域人口之间，存在

巨大差异（图 12.3 和 12.4）。

这组饮用水和卫生政策包括：

• 增强水质；

• 污水处理和再利用；

• 节约用水（UNEP 1997）。

这些政策都是具体到每个此区域各自的问题，如一

个地区的问题相对于另一个地区是用水的供应而不是

用水的可及；根据现有的供水基础设施，包括其条件和

规模，地理性的分水岭程度，相关联的人口数量和计量

用水人数；根据水用户的特征，包括社会经济问题，消

费模式，必要和非必要用途 ; 还根据技术，财务和制度

资源（Sutherland and Fenn 2000）。具体举例，扩大

水供应的技术包括雨水收集，水的再次利用，地下水回

灌和海水淡化。

这些政策需要来自政府高层次的承诺，以及相对

较高的金融投资（Tremolet 等 2010）。此外，维修费用，

缺乏技术能力 （例如用于海水淡化的技术） 和低效水

使用习惯可能阻碍了覆盖面的扩大。国际合作应对需要

政府承担不起的特殊技术或者社会发展技能的情况提

供资金支持（Melo 2005）。

从公共成本和健康福利比率上讲，卫生设施的投

资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根据 Tremolet 等的研究 (2010)，

根据所在区域，每 1 美元这种投资可获得 3 到 34 美

元的经济利益。 家用设备，比如饮用水和食物配制水

的消毒可以切断腹泻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并可以对每 1

美元投资的相关投资支付高达 60 美元的回报（WHO 

UNICEF 2005）。巴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凭借其创新

的机制，促进了污水处理系统（表 12.2f）。

综合海岸带管理

在该地区的沿海地带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内陆地

区（图 12.5）。沿海基础设施，城市化和旅游业和陆

基污染，是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沉重的压力。气候变化

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和厄尔尼诺 / 拉尼娜现象发生频率的

增加，也影响到沿海地区并持续改变海岸线的动态，生

态系统健康，降雨模式和河水流量，同时也对基础设施

造成损害。

综合海岸带管理在土地利用规划上，采用多学科

和跨部门的方式，促进有效的，有意义的和可持续的沿

海资源管理（Ramcharan 2001）。与综合水资源管理

类似，它整合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以合作

和理性的态度维护生态系统和生态服务。例如，通过 “加

勒比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流域和沿海地区集成管理

国际项目（IWCAM）”，或者巴巴多斯，伯利兹，圣卢西

亚岛行动计划，在加勒比地区已经实施了一些相关机制。

这组海岸管理政策包括了建立和执行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和程序，以防止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侵蚀，

并对海岸一带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进行保护和恢

复。这同时需要一个适当的法律框架，有效的制度结

构，以 及管 理 方 面 的 信 息，数 据 和 知 识（Islam and 

Koudstaal 2003）。此外还需要一个清晰的，共同认可

的对沿海地带的限定。实施这一方法的基础是一个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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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2010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估计的人口密度

带管理行动计划，加强监测和评估能力的同时对展进

行严格的跟踪。

综合海岸带管理促进对生态敏感地区的保护，如

红树林的保护；能够促进重要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

发展，如渔业和旅游业；保留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和

服务，如珊瑚礁；并且提高海洋环境的质量，例如，减少

船舶和港口污染。在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圣卢西亚和

泛加勒比地区的经验均展现了这些好处（表 12.2g，d，i）。

生物多样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拥有的物种约占全世界

物种的 70%，并几乎拥有这些物种20% 的生态区（UNEP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很多互

相关联的因素的威胁，包括：

• 栖息地的丧失，转换和改造 ;

• 陆地和水生生物资源的过度捕捞或不可持续利用；

• 不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做法；

• 密集的经济活动对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污染；

• 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运作；

• 气候变化；

• 人口压力；

• 全球化的市场；

• 薄弱且执行不力的政策和法律执行的失败。

在所有因素中，将自然环境转换成生产系统是目

前 认 为 最 紧 迫 的 因 素。（Bovarnick 等 2010; UNEP 

2010b）。

专栏 12.3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物
多样性受到的威胁

猩红色的金刚鹦鹉，新热带区的生物多样性的象征，但是现在由于栖

息地的丧失和偷猎正受到威胁 © Roberto A Sanchez/iStock

2010B）。其经济高度依赖这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这

正不断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威胁（专栏 12.3）。虽然在

该地区有许多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然而都

不能有效地保护其生物资源。

强调解决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驱动力（专栏 12.3）

需要公正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参与式的，跨部门的政

策，旨在保护和恢复生物资源（Diaz 2010）。在新的爱

知目标（CBD 2010）的背景下，20 个具体目标构成了至

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下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框架 ）（专栏 5.1）， 以及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

优先事项，CBD 第 10 条被选定为此优先议题下的国际

商定生物多样性目标问题（CBD 1992）。以下四个备选

政策被认为是能够帮助加快进展，使该地区可以实现这

一目标的。

增加并扩大保护区，改进管理并创造更广大的连通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保护区，包括海洋，覆盖

5000 多万公顷，有 4 400 个不同的区域。保护区被认

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

政策措施（Bovarnick 等 2010; UNEP 2010b）。 根据

记载，保护区不仅在保护物种和栖息地上发挥作用，同

时也提供一些生态系统服务，被认为对适应和减缓气候

变化有重要作用（CBD 2008）。如果管理得当，既可以

促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可以支付自己的成

本（表 12.3a，b）。虽然不经常被意识到，保护区有提供

许多社会福祉的潜力：改善公平和减轻贫困，赋予妇女，

社区和土著人民权力，所有这些都是该地区尚未解决的

重要问题（Bovarnick 等 2010）。

虽然保护区已经证明了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功，他们仍然面

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偏远地区

往往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但建立生物走廊或改善景

观尺度上的连通性，可以提高保护区的效果（Brudvig 

等 2009; Dudley and Rao 2008; Bennett 2003）。更

广的连通也可以提高物种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并为

人类 提供很多福祉（表 12.3c，d）（Harvey 等 2008; 

Bennett 和 Mulongoy 2006）。

另外，管理保护区的关键性措施还包括生态旅游和

可持续旅游项目；通过相关机制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来

平衡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手段包括 CO2 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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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a) 定量国家系统的保护区对经济的贡
献
墨西哥

墨西哥联邦保护区每年为全国经济贡献至少 35 亿美元。这代表联邦预算为保护区每投入 1 美元，就会得到
57 美元的回报（Bezaury Creel 2009; Bezaury Creel and Pabón Zamora 2009）。

(b) 靠用户交费支持海洋保护区的活动
牙买加

政府为管制影响珊瑚礁和海洋资源的活动，通常的办法是建立海洋保护区。在蒙特哥湾海洋公园，一项等值
于旅游装备 0.1% 价格的税款帮助支付了园区的运行成本并保证了园区活动的持续（Reid-Grant and Bhat 
2009）。

(c) 中美洲生物走廊
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厄尔萨尔瓦
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拿马

于1997年由中美洲的八个国家建立，中美洲生物走廊（Mesoamerican Biological Corridor）成为了连接大型、
重要的栖息地（大部分是保护区）的主要通道。通过促进当地居民参与规划和管理的机会，这个走廊提升了
人类福祉的感知，同时也保证了区域内生物遗产得到了保护和增强（López and Jiménez 2007; Bennett 
2004）。

(d) 东热带太平洋海洋走廊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
巴拿马

一份自愿性的协议建立了该走廊以鼓励对东热带太平洋的海洋景观的区域性管理。这项行动包含了超过 80 家
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当地社会群体、私营部门来共同促进在训练、教育、保护海岸海洋资源方面的区域
性合作（UNESCO 2011）。

(e) 亚马逊保护区
巴西

巴西的亚马逊保护区（ARPA）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森林保护行动，目标是在 2003 年和 2018 年之间保
护 600000 km2 的具有生物重要性的区域。ARPA 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创新性：
• 为保护区管理开发了相应的工具以支持决策；
• 为使保护区在长期维持可持续性开发了相应的金融机制；以及
• 在决策过程中邀请各界利益攸关者一同探讨。
ARPA 有潜力到 2050 年避免 50 亿吨的碳排放量（Simpson 2010; Azevedo-Ramos 等 2006）。

生态系统方法

(f) 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系统方法
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

240000 km2 的奇魁塔诺干性林生态区采用了一项基于生态系统的框架，并高度重视生态系统管理中的一些
关键因素，其中包括当地社区的参与、决策制定的分散化，根据生态系统完整性制定优先级，以及在多种时
间和空间范围上进行规划（Vides-Almonacid 等 2008）。

(g) 南美洲利用生态系统方法改进水资
源管理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

生态系统方法已被用于拉普拉托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中。这片区域由于贫困、土著社区的存在、气候变化可
能的影响被视为应被重点保护的区域。管理办法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就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Bello 等 2009; 
Forero 2008）。

(h) 管理海岸和海洋保护区中运用生态
系统方法
智利

生态系统方法正在被运用于改进对智利的多功能海岸和海洋保护区的管理。被关注的关键因素包括研究、将
当地社区融入生态系统的管理、以及将保护区纳入国家土地使用规划（De Andrade 2008）。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

(i) 为埃雷蒂亚的流域保护的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
哥斯达黎加

为了保护源于埃雷蒂亚上方丘陵中的微流域的水资源，水资源部门启动了一项方案用于支付上流流域土地拥
有者们来在那片土地植树造林（在五年期合同内每年每英亩 1000 美元），以及防止在接近溪流的地方牧牛（十
年中每年每英亩 100 美元）。一项源于向水资源部门的用户收取的费用的水税被用于支持此方案。用户们大
约为土地拥有者们交付的生态服务支付 0.05 美元每 m3（Jindal and Kerr 2007）。

(j) 可持续融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绿色基金是由政府依据 2004 年金融法第十四条 – 征收绿色基金税建立的，资金源自向
在国内营业的公司征收的一项营业税。该基金的目的是保证有一个可持续的融资渠道，来支持在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地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生态系统管理为目标的努力（Jindal and Kerr 2007）。

获取与惠益分享

(k) 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家法律
秘鲁

根据《秘鲁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法》（第 26839 号法令），国家、土著和农民社区都参与保护和促
进植物遗传资源，以及与这些资源相关的知识、创新、实践（UNEP 2003）。

(l) 中美洲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伯利兹、厄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

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已通过了《关于获取基因和生物化学资源以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中美洲协议》UNEP 
2003）。

表12.3 生物多样性案例研究

和封存服务、环境管理与使用费（见后文）；选择性开采

资源（UNEP 2010b; Eguren 2004）。诸多方法如税费

激励、保护地役权、教育、分散化管理、与国际组织合作、

公开的土地收购，都可能鼓励和促进保护区和相关走

廊以及相连的景观。

将生态系统方法运用到生物多样性管理

生态系统方法，或者说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越来

越被认识到是在生物多样性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策略，特

别是在气候变化的形势之下（World Bank 2010）。根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该方法是“一项为综合管理土地、

水资源、生物资源，并能均衡地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的策略”（专栏 12.4）。

生态系统方法不是被设计来代替其他管理和保护

方法，而是来作为补充和支持其他方法，如可持续森林

管理、流域综合管理、海洋与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可持

续渔业（表 12.3 f，g，h）。另外，诸如建立保护区、走

廊或生物圈保留地、物种保护计划等方法，连同根据现

有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采取的行动，都可以被整合起

专栏12.4 生物多样性管理中生态系统方法的
主要特点

生态系统方法超越了保护，以公平性、参与、分散化

为核心来促进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该方法可以根据具体

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背景来灵活运用。其主要特点包括：

• 强调适应性管理；

• 通过核算全部可利用的物品和服务以及对它们的

混合效益最优化来促进整合；

• 涉及其他形式的知识，包括土著和当地人民的知识；

• 专注于人民、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

• 以保护环境和社会为出发点；

• 运用双向方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 长期的预见性；以及

• 将物品和服务视为健康生态系统的产品，而非最终

结果。

来源：Andrade Perez 2008

在古巴，生态系统方法被用于恢复和改进当地作物品种，来更好地

适应有机农业的低投入状态 © Maria Pavlova/iStock

来应对 复 杂的生态情景（Bianchi 和 Skjoldal 2008; 

Waltner-Toews 等 . 2008; CBD 2004）。

生态系统方法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因为两

条主要原因被认定为关键性政策：该方法在管理水资

源、湿地、土地，以及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时有帮

助；许多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原生生态系统依然存在

（Andrade Perez 2008）。由于其面积，加勒比地区的

小岛国也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良机，并能作为案

例来研究辨别该方法的优势和劣势。

尽管在本地区已经有数个实实在在的行动运用了

生态系统方法，但是该方法更多是在特定条件下，在独

立的项目中实施的，而这依然是项挑战。这些行动需要

被更好地与其他情景整合起来，包括那些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以外的相关行业，如农业、渔业、林业、健康。也

需要有更多的研究（De Freitas 等 2007）来支持开发

出一个监测和评价生态系统方法中每一条原则的框架

（CBD 2004）。另外，诸如文盲、土地边界、参与过程的

成本等问题都需要被考虑，来综合评价该方法在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Andrade Perez 2008）。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来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扎根于经济理论的数种选项为将生物多样性问题

主流化并减小驱动力提供了有前景的机会，同时支持发

展过程并促进人类福祉。其中一种选项便是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PES 机制），此机制主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先行使用（Wunder 2007），并作为一种能有效

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认可度不断

上升（UNEP 2010b; Pfaff 等 2008）。

概括的讲，PES 方案或系统为个人提供激励（通常为

货币激励），来保护并确保关键性的生态服务能在当地、

国家、地区的层面上得到供应。这种机制可以应对本地区

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驱动力，尤其是生境损失和不可持续

的土地管理，因为该机制通常以保护和/或复原自然植被。

另外此机制也可以支持许多已有的政策（专栏 12.5）。

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最初需要（Ferraro 2011）。

有鉴于此，PES 有着增进就业和公平的潜力（Montagnini 

和 Finney 2011；Bovarnick 等 2010）。由于本地区发

展中国家的低收入人群往往和生态性敏感的土地在一

起，这也能减少贫困（Milder 等 2010）。由于生境保护、

复原与许多生态系统服务——如供水和净水、海岸保护、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防护土壤侵蚀——之间有着很

强的联系，PES 方案能为各行业带来多种共同效益（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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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 可以和其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策联合

使用，例如：

• 保护区；

• 水资源综合管理；

• 保护和恢复有供水功能的生态系统；

• 可持续森林管理；

• 小规模生态农业系统；以及

• 恢复退化土地

专栏12.5 支持现有政策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ES）

危地马拉在承认更多土著社区的土地权，同时通过近期在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方面的进步，正在加强获取与惠益分享 © Holger Mette/

iStock

2009）。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也不是没有面临挑战。其有限

的应用（Redford 和 Adams 2009）和在经济评估上缺

乏足够信息，突显了对研究和提升当地环境状态的科学

理解进行更多投入的需要。但是，有些服务无法被衡量，

判定其卖方也有困难（Farley 和 Costanza 2010）。更

进一步，寻找买方和让资金流动起来是实施 PES 中最

具挑战性的任务。不过，将 PES 和创新性融资机制或许

能解决这一点。相关实例包括，为环境保护而设立的隔

离的预算拨款，危地马拉的森林计划便使用该激励方

式；为环境保护设立的专项政府税，如巴西的生态增值

税；提供环境基金，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绿色基金（表

12.3j）；以 及建立公私伙伴关系（FAO 2011; Dijk 和

Savenije 2009）。

获取与惠益分享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丰富遗传资源对于维持

当地社区的生计，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至关重要。

但是，许多遗传资源也是商业应用和生产的基础。为了

本地区内的国家促进平等并保护遗传多样性及其相关

的传统 / 当地知识，人们对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兴趣越来

越浓厚（第 5 章）。

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等国在

国家层面上为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了立法（表 12.3k），

安第斯共同体国家与中美洲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也在亚

地区层面上进行了立法（表 12.3l）。在国家层面上，相

关法律主要分两种：面向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框架法（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以及专

门或独立的国家法律或法令（巴西）。获取与惠益分享

中的考量也可以被纳入到通用性的环境框架法当中，

也可以对现有的法律和规章进行修改来应对这些考

量，尽管这尚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生（UNEP 

2003）。

《生物多样性公约》在 2010 年十月份通过的《关

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

的名古屋议定书》，为改进和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的

法律上的明确性和透明性提供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框架

（CBD 2011），也可以帮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克服在实施相关政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截止到 2012

年四月，本 地区中 14 个 国 家 签 署了此议 定书（CBD 

2011）。为了最大化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的优势，有几

个因素需要受到关注，包括：

• 进行研究并在本区域意义上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原则以及《名古屋议定书》；

• 增强人员、技术、金融的能力；

• 明晰法律定义和解读；

• 理解并应对基因资源与生俱来的跨境性；

• 保护传统知识；以及

• 为有形的效益谈判，而非仅专注于获取的流程

（UNEP 2010a；CBD 2008）。

土地使用、土地退化和荒漠化

尽管人们设立了一些改进土地管理的国际目标，近

些年土地资源的压力仍加大了（专栏 12.6；第 3 章）。为

了阻止和逆转土地退化并确保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的

利用，用于生产活动的政策应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

•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耕地面积在 南美洲增加了

83%，在非洲增加了46%，在亚洲增加了 36%，这与上

述三个地区中显著的毁林同时发生（IPSRM 2010）。

• 2009 年，超过 280 000 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生产者管理了全世界 23% 的有机农田，多米尼加共和

国和乌拉圭在本地区的比重最高（Willer 和 Kilcher 

2011）。

• 在南美洲，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在 1970 年 -2009 年

增 加 了 18%，同 期 家 畜 生 产 增 长 31%（FAOSTAT 

2011）。

专栏12.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土地状态的几
项关键事实

南美洲的的喀喀湖地区前西班牙时期的文化实践着适应当地气候的

农业，suka kollus——人为抬高的用于种植作物的土堆并以水渠间

隔——既能获取水分也能避热。这种方法最近被重新践行。 © Jim 

Alfonso Alem

服务有着最小影响。这些土地使用政策能防止用于农

业、畜牧的土地低效或不当转换，或用于非法作物（Grau 

和 Aide 2008）。案例包括可持续森林管理，增进效率

并加强生产力来降低环境影响，改进废弃物管理，降低

开垦新的土地的面积，帮助防止因土地资源、水资源和

其他资源短缺而引起的冲突。同时，环境友好型生产活

动也为土地拥有者带来了实在收益，而为社会贡献的环

境服务也应得到推动。最后，退化的生态系统应予以复

原并确保其可持续性，以此才可恢复支持生态平衡以

及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生产链。

基于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现行和已有的经验

的回顾，本节所描述的三种土地管理政策被认为是最有

利于实现《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40b 段中设定的

目标 (WSSD 2002)。这些是多尺度土地使用规划、可持

续农业及家畜生产、恢复已退化的土地。气候变化和生

物多样性的部分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与可持续森

林管理，水资源部分探讨了与土地综合管理和水资源利

用规划相关的政策。

多尺度土地使用规划

土地使用规划全面考虑了发展过程中涉及的资源

和方方面面，并帮助实施土地使用综合管理、水资源管理、

优先保护对象，同时也鼓励全方位的利益攸关者的参与。

土地使用规划考虑了数个不可分割的元素：土地、可再

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并综合看待当前和历史上的土地

以及对其的使用、现有的服务、可获取性、文化影响。农

业、农林业、家畜生产、工业发展、矿业及诸多其他土地

使用都必须被考虑进来（Cardenas-Moller 和 Bianco 

2011; ECLAC 2010a; Weber 2009）。

为了防止多种和土地相关的冲突，考虑到利益攸关

者参与以及调控和金融工具的土地使用政策是不可或

缺的，这些冲突包括行业和国家之间或内部因稀缺资源

引起的跨境争议；农村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和名义问题；

以及少数族群如土著社区和女性拥有土地的权力。此外，

土地使用规划也会是防止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的有效

机制（表 12.4a，b，c）。

更广义上讲，由于土地和水生环境的相互作用，土

地使用规划还应包括海洋和海岸地带（表 12.4d）。根

据 UNEP-CEP（2011b），对加勒比海岸和海洋生境最

大的威胁来自基于土地的活动。类似的，海洋与海岸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紧密联系，也同

样影响着社会的恢复力，特别是在公共健康和生计方面。

一些国家或已经实施或在准备包括国家海岸管

理法在内的土地管理 方案（Loper 等 2005; Cabeza 

2002）。拉丁美洲的土地管理项目主要专注于促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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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尺度土地使用规划

(a) 经济和生态分区

秘鲁

在圣马丁地区的经济和生态分区为其《国家土地使用规划框架》基本概念和方法的建立贡献良多。在设计和实施分

区的参与过程，能促进将灾害风险管理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包括进来（Castillo 2011）。

(b) 可持续矿业

古巴

在 2008 年，古巴国务院批准了一项矿业政策，该政策建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古巴矿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方式

包括质量控制系统和环境保护方法，监管矿井的关闭，判断环境责任的恢复程度，及其他（ECLAC 2010a）。

(c) 土地政策与社区参与

玻利维亚、巴西、危地马拉、墨西哥、

秘鲁

对玻利维亚亚马逊内的传统土著社区所在土地的管理，改善了居住在农村和土著社区中人们的福祉，并有助于保护

森林服务（Sabogal 等 2008）。其他行动包括墨西哥的瓦哈卡州、普埃布拉州、金塔纳罗奥州的公有林管理；危

地马拉的埃尔佩登省的玛雅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巴西和秘鲁的亚马逊社区（UNEP 2010b）。

(d) 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的区域性海洋

生态土地使用规划

墨西哥

对此项政策中的活动与土地使用的定义基于三个标准：土地适用性；包括旅游业、渔业、农业、海洋安全与保护等

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利益；以及其他根据重现性、强度或深度确定的重要问题。一项包括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间最重

要的相互作用的综合评价已经被做出（SEMARNAT 2011）。

可持续农业和家畜生产

(e) 农业旅游：将可持续农业与旅游业

连接起来

加勒比地区

农业凉鞋（AgroSandals）、牙买加、酒店 / 农民伙伴关系的尼维斯模式、圭亚那的三湖项目等都旨在发展可持续

农业的同时将农业与旅游业和文化连接起来，并与私营部门、社区成员、政府机构一同合作。各个项目都报告了良

好的收益：例如在牙买加，农民的销售收入在启动计划后的三年内从 60000 美元增至 330 万美元，增幅超 55 倍

（Harvey 2011）。

(f) 向有机农业转变

古巴

古巴向有机农业的转变不仅保证处于贸易禁运下本国粮食安全，还保证了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保有稳定的收入，进而

为人民的生机有着积极的影响。此外，在农业生产中缺乏合成农药也可能对人民的福祉有着长远的积极影响，因为

这些化学品通常能与健康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包括一些形式的癌症（UNEP 2011d）。

(g) 林牧复合生态系统综合管理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的区域林牧复合生态系统综合管理项目（Regional Integrated Silvo-pastoral 

Ecosystem Management Project）在试验利用生态服务付费来诱使退化的农场采用林牧复合的做法。在尼加拉瓜，

退化牧场的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同时树木茂密的牧场增加了其可持续性，如牧草堆和树篱一样。该项目提出了一

个生态服务指数，并为参与者在该指数上的净得分予以经济补偿（Pagiola 等 2007）。

(h) 可持续农业的做法

阿根廷

采用保护性耕作和不那么激进的农药使用分别导致了，阿根廷在 1956 年至 2005 年间土地侵蚀和污染风险的大幅

下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水和风对土壤的侵蚀风险随着免耕农业的扩张而明显下降（Vigilizzo 等 2011）。

(i) 作物-家畜综合免耕

巴西

许多巴西的组织联合起来在巴西塞拉多地区启动了一个作物 - 家畜综合免耕系统。以免耕的方式轮耕一年生的作物

如玉米、大豆、水稻，能加深对土地的利用，增加每英亩的产量，并降低为牧场或耕地而额外开垦的土地需求。有

估计指出这导致了每英亩土地参与该项目，便降低了开垦 0.25-2.5 英亩土地的需要。对作物 - 家畜综合免耕的效果

的报道显示，能被淋溶的除草剂使用量下降，肥料使用量下降，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更低（Landers 2007）。

表12.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与土地相关的案例研究

市场的形成。尽管这些项目中也有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

续性的目标（Deininger 和 Bingswanger 1999），但

这些目标的在重要性上多为次要地位（IDB 2002）。在

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土地管理上的

进步需要地产市场结构的改进（World Bank 2001）。

土地所有权也需要被稳定下来，特别是在刚结束冲突

后的情景下，如哥伦比亚、厄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

加拉瓜。

 

土地使用规划面临着数项挑战，包括漫长的收集

土地使用与地籍数据的过程，该过程需要法定所有权

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获取往往被法律上的一些障碍所

阻挠。历史上的土地所有权往往具有非法性，包括由

于内战或奸诈的算计导致农民的强迫性迁移，是另一

项限制（IDMC 2010; Springer 2006）。此外，注册的

一大障碍可能来自交易费，对穷人尤其如此（Barnes 

2003）。最后，土地使用规划政策有可能歧视少数群

体如土著和农民社区，因为许多土地管理政策都是基

于简单的领地划界以及以族群名称命名（Ankersen 和

Barnes2003）。

向诸如石油和矿业公司等外界经济利益出让土著

领地的底土所有权，能通过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的建设，

导致重大的物理性入侵和生境破坏的产生。巴西的欣

古河流域通过包括社区参与的土地政策，成为成功使土

著领地免受毁林影响的范例（UNEP 2010b; UNEP 等 

2009; Sabogal 等 2008）。

许多哥伦比亚的美洲印第安人社区的生计很大程度依赖于林牧复合

系统。© Bob Balestri/iStock

地区性的经验显示，与一个先验性的技术上完美

的法律框架相比，在土地政策方向上取得广泛同意更

为重要。新的法律框架被证实较为无效，因为它们没有

对利益攸关者的讨论和他们权利的传播予以足够重视

（Barnes 2003）。

可持续农业和畜牧生产

在土地使用规划中，有必要区分小规模和大规模商

业农业。在迁出和土地节约系统中，一些土地被高强度

地耕作来最大化收成，同时另一些土地作为自然保护

区被保护起来，以使更多的土地能专用于保护生物多样

性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Green 等 2005），但是小规

模农业 - 生态系统似乎是能将减轻饥馑与保护生物多

样性两者结合起来的选择。Perfecto 和 Vandermeer

（2010）建议使用一个综合农业和保护元素的政策制

定矩阵来加强小规模农业 - 生态选择。那些用围绕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的框架的政策制定矩阵可以极大增强此

种方法。

促进有机农业、林牧复合、生态旅游、可持续农村

旅游的政策都可归于此类。林牧复合战略，如在牧场种

植树木和灌木，以牧草堆或树木和灌木为树篱，诱导农

民采用更多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增进生物多样性、

碳封存、保护水资源——的做法（Pagiola 等 2007）。

鼓励包括可持续农村旅游的生态旅游的政策，增进了

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以及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尊

重，进而加强了经济活力并将效益更平等的平分。规划

良好的农村旅游能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等，为弱势群体如

青年、女性、土著社区提供更多机会（COPLA 2009）。

成功践行土地使用规划政策的实例见诸于加勒比

地区的农业旅游计划（表 12.4e）（Harvey 2011）；古

巴向有机农业的转变（表 12.4f）（UNEP 2011a）；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的林牧复合及 PES 实践（表

12.4g）（Pagiola 等 2007）；以及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

的基于农村社区的旅游业（COPLA 2009）。

阿根廷和巴西的大规模商业农业中的土地使用政

策，应通过综合现有知识和基于投入的农业技术来促

进可持续性。政策选择包括采用如免耕（Viglizzo 等 

2011）、低耕、作物多样化、轮耕、害虫综合管理等农

艺方法，并将其与策略性施肥与灌溉、使用低毒农药、

扩大精准农业相结合（表 12.4h，i）。这些实践在各地

造成了积极影响，如阿根廷当地成功的公私伙伴关系

（Viglizzo 等 2011）；巴拉圭卓有成效的的禽业清洁生

产计划；以及乌拉圭的环境友好型水稻种植（UNEP 和 

MercoNet 20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验指出了两种与农业

规模无关的发展环境友好型畜牧生产体系：第一种是

通过分散维护成本来提高牛肉产量；第二种是将作物、

牧场、饲料、家畜生产整合起来。前者导致了对土地、水、

化石燃料、饲料消耗，以及粪便和温室气体产出的显著

下降。至于后者，在巴西塞拉多地区在综合轮耕、家畜

生产、免耕等措施的经验，使得在同一片土地上可持续

地产出的谷物和肉类，因此也避免了砍伐更多森林的需

要（Landers 2007）（表 12.4i）。

大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都有有机农业成功

的实例（表 12.4f），尽管仍需要进行政策之间的协调，

特别是那些和市场获取与分配相关的政策。许多国家

正在建立有机生产的规章和标准，但只有很少的国家

为转换时期所需的购买证书的费用提供有限的财政资

助（Willer 和 Kilcher 2011）。当前全球有机生产市场

鼓励了相关标准的发展、认证过程、公私伙伴关系，来

促进市场对有机产品的获取。

贫穷农村社区对微型和小规模贷款的获取，对保

证土地的可持续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加快大规模

商业农业的可持续模式的支撑条件通常依赖于能够获

取现代技术，如精准和低影响的耕作方式以及信息和通

信技术；与时俱进的农艺技术；农民的专业水平；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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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退化，主要是包括水的侵蚀、盐碱化、土地肥力下降，

影响着该地区约 22% 的地表面积（Bai 等 2008）。

• 本 地 区 旱 地 中 退 化 的 农 田已 达 28%（Zika and Erb 

2009）。

专栏12.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土地退化的几
项关键事实

尼加拉瓜的一座有机农场的咖啡果，当地发展能增加农民收益的可

持续农业价值链的运动正蓬勃兴起 © Joel Carillet/iStock

国际价格；农民个体和投资基金的金融水平；以及为农

民合作社提供的贷款。

退化土地的修复

在对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的影响之外，土地退化还会

导致一些社会后果。这包括对洪水和沙尘暴的脆弱性

的增加；毁林带来的虫媒传播的疾病的健康风险（Patz 

和 Norris 2004），以及被污染场地带来的疾病；生态

系统服务如补充水源的损失；以及碳封存和蒸腾作用的

下降。因此，本地区应优先对退化土地进行恢复（专栏

12.7），这也可以对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灾害

风险、帮助维持水循环和水资源为导向的保护和生态系

统管理政策进行补充。

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尤其是已退化的和偏远的地

区，需要被更有效率的使用，来满足当今和未来人口的

社会经济及环境需求，并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得以保护。

鉴于土地的环境、社会、经济效益，推行恢复或复原政

策非常重要。土地可以在通过农业、畜牧业（Aguiar 和 

Roman 2007）、林业产生收益的同时，保持清洁的水

源、降低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改善人居条件（Rees 等 

2007）。由于这些恢复项目的成本高昂，需要有更好的

经济工具，包括政府对促进和资助这些项目的承诺。

恢复土地和环境服务能为生产活动提供新的选择，

降低人口的脆弱性并减少自然生态系统向耕地和牧场

的转变。也可鼓励如生态旅游等其他商业活动。除恢复

土壤和加快森林恢复外，以哥斯达黎加的诺佳 - 拉萨尔

瓦（生物走廊项目（Montagnini 2001）为例，它代表了

一项对当地农民的经济激励措施，同时巴拿马运河流域

的再造林项目降低了维护运河设施的费用（ACP 2007; 

BCEOM-TERRAM 2006）。对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在多

种空间范围上对基于市场和不基于市场的生态系统服

务都有益处。

土地恢复政策和行动需要考虑现场的具体条件和

预期效益。有效的恢复政策需要设定具体且明晰的目标

来作为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并确保恢复退化土地中涉及

的各方都能接受这些目标。因此，实施这些政策需要有

效的参与机制来囊括土著和其他弱势群体。为此，土地

所有权的明确性和合法性也是必须的。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正使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种环

境问题加剧；它也威胁着发展带来的所得、减少贫困、

经济增长。尽管本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比重

相对不多，为 12%，但是该地区已经经受着气候变化和

变异的恶性后果（De la Torre 等 2009）。随着对气候

影响的脆弱性的增加，应对风险背后的驱动力的优先级

升至最高。贫困、边缘化、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缺乏

机会、对贷款获取的有限性、教育不足、基础建设较差、

不平等、不稳固的土地保有权和其他本地区外部或内部

的因素，仍在加剧其脆弱性。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本地区需要持续不懈地实施

国际和地区议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

都议定书》（UNFCCC 1998,1992），与《兵库行动框架》

（ISDR 2005）。本地区还应通过尊重人民和社群的权

力，以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方式，在国际金融和经济机

制的支持下，坚持实施森林和关键性的生态系统进行可

让适应在政策发展中主流化被证明在达成增进恢复

力这一共同目标时行之有效。在加勒比地区，超过 15 年

的历史上，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CARICOM

和其他伙伴一直在支持一系列政策导向的适应项目，统

称为加勒比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和在气候变化中将适

应主流化，二者都均已完成。目前仍在进行中的是适应气

候变化专项计划：在海岸带实施适应措施，和增强适应气

候变化能力。得益于这项长期努力，大加勒比地区完成了

数量众多的报告，包括对水资源、农业、林业、粮食安全、

旅游业、渔业和海岸地带管理、信息和通讯、诸如健康和

教育的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的有行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CCCCC 2011）。

专栏12.8 加勒比地区在气候变化中将适应主
流化

持续的环境管理、能源效率和开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生态农业、以及转变运输系统（IISD 2010）。

拥有着世界最高比例的城市居民，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中不断增长的大城市面临着许多来自气候变化

的挑战，这些城市中还有很多处于低洼的沿海平原这

种高风险地区（World Bank 2011b）。为了增加人口中

最需帮助的那部分群体的恢复力，城市政策应因城而异，

并应能和国家及国际上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进行的

努力相配合（World Bank 2011b）。尽管本地区的城市

已经主动采取了很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

动，但是当中大部分是针对前者的。没有政府高层和国

际社会的必要支持，在地方上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较为困

难。这就使得根据地方特点决定和驱动的，能服务于和

灵验于风险最大的地区的适应方面的努力，在支持和资

金方面留有沟壑。适应气候变化的最佳时机是和应对导

致脆弱性的深层原因的行动相连的，这些时机能在让

人们在同一时间对多个问题同时作出响应（Hardoy 和 

Lankao 2011）。

本节所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集群都是用以推

进国际上一致同意的 UNFCCC 目标（UNFCCC 1992, 

第 3 款 1-3 段）。其强调了预防性的措施来预测、防止

或最小化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并减缓其负面影响。

通过有效率的适应来降低人口的脆弱性

实施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政治上的标准的适

应方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应优先鼓励在自然环境和

社会背景下针对气候变化影响、毁林、土地使用变化的

研究项目，以及加强基于证据的政策和适宜的制度框架

（De la Torre 等 2009）。

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对增强自然资本管理至关重

要。这点在一下几方面尤甚：管理变动的水流和改进生

态系统恢复力，加强针对气候相关的威胁的、需要共同

行动的直接防护能力，以及加强技术转让和知识流动

（De la Torre 等 2009）。

以下内容展示了一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

和适应政策发展相关的诸多问题的分析，分为四种类型

的政策。

增强为改进恢复力的生态系统管理：有些国家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来提供一个更牢靠的方法和分析证据基

础，以期理解生态系统健康、恢复力、脆弱性之间的关系。

这些国家还发展出了对生态系统政策及其减少社会脆

弱性潜力的经济上的成本 - 效益分析。人们也同样需要

可用的创新性政策与金融机制，可持续的供给以及多方

利益攸关者的能力建设与当地利益攸关者在过程中的

参与也十分必要。土地使用规划和保护区是地方性机制，

用以管理生态服务，其中包括风险降低这一概念（ISDR 

2009）。

表 12.5 中的实例提供了基于改进生态系统管理的

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类经济、环境、社会政策选项。

本节之前所述的维持水资源的供给和消费，以及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等政策皆可视为这些政策工具的案例。

转向有恢复力的基础设施：有鉴于极端天气事件

带来的风险，降低技术设施体系的脆弱性应成为适应气

候变化政策中的一个中心任务。本地区具有广泛的有潜

质的政策工具以应对这方面的关切，最有效果同时也最

有效率的是力推可持续建筑标准（表 12.5f）和转移脆

弱性高的人口。未来几年大规模建设或更替基础设施

的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确保物理设施和土地使用

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有足够的恢复力。巴巴多斯滨海走廊

便是一例（表 1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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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系统管理

(a) 利用玛雅坚果树来增强热带农业 -
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
中美洲、墨西哥

促进基于社区的对玛雅坚果树的保护工作，专注于农村的土著妇女和儿童，以及通过对不同行业的支持增强农业 -
生态系统的恢复力（Buffle and Vohman 2011）。

(b) 协同的实例：水文流域项目
古巴

该项目在聚集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环境综合管理；更清洁的生产；回收和重复利用；降低污染；企业管理；自
然资源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的获取和保护；以及在各个层面引入环境教育（AMA 等 2009）。

(c) 红树林的保护与适应
伯利兹

一些努力提高了当地对红树林生境作为一种适应气候变化工具的意识，并通过不同的社区行动拓宽了保护工作的广
度（WWF 2011）。

(d) 保护海洋的清洁能源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

日本国际合作系统公司帮助规划了向加拉帕戈斯群岛的 13 座岛屿中的一个引进清洁的太阳能系统（UNDP 
2010a）。

(e) 对一个环境敏感地带的参与性管理
特立尼达

该项目是在 10-15 年的阶段，对阿里波稀树草原环境敏感地带保护、发展、管理、资源利用的一个参与性流程
（CANARI 2011）。

转向有恢复力的基础设施

(f) 可持续社会住房
巴西

可持续社会住房计划（Sustainable Social Housing Initiative）为社会住房项目带来了可持续建筑的做法，包括设
计标准和建造方法（UNEP and UNOPS 2011）。

(g) 海岸线保护
巴巴多斯

巴巴多斯海滨长廊（大道）作为一个适应方法被建造来保护 1.2 千米的海岸线。该岛的滨海资源支持了多样的生态
系统并且对旅游业至关重要（Toba 2009）。

(h) 降低灾害风险和对公共政策的投入
哥斯达黎加、秘鲁

秘鲁财政部向公共投入评价中引入了降低灾害风险的成分，其中重点项目为能力建设。该行动也被哥斯达黎加复制
（ISDR 2011）。

加强天气监测和预报工具

(i) 早期预警系统
加勒比地区、古巴、墨西哥

古巴与墨西哥国家灾害预防中心（CENAPRED）和加勒比应急灾害管理局（CDEMA）开始实施对水文气象事件、
火山、海啸、干旱的预报，来使人民群众能保护自己免于伤病（CENAPRED 2011; Rubiera 2010）。

(j) 对风险的早期预警、防备、降低
中美洲

中美洲早期预警系统（SATCA）的目的是在灾害频发的中美洲加强早期预警系统，来增强人道主义准备并在本地和
区域的行为者中建设降低灾害的能力。

加强社会保护

(k) 针对农民的减缓与适应工具
中美洲 

热带雨林联盟气候模式帮助农民认识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农场和社区的风险和影响，并促进采纳好的农业行为来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封存以及增强农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Rainforest Alliance 2011）。

(l) 在保护区内减少毁林
巴西——亚马逊州

保护森林计划专注于在保护区内减少毁林，其使用如下四种机制：向小农直接付款以换取他们对森林的保护；对
各社区社会进步投资；向当地组织付款来加强当地机构和对保护森林计划的控制；以及向使用可持续生产方式的
社区付款。该计划解决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这让此战略很可能能在长期变得更可持续。该计划触及 32000 人
（Amazonas Sustainable Foundation 2011）。

(m) 改进社区的恢复力
尼加拉瓜

Atención，危机示范项目专注于两种干预手段：职业训练以及一个有效的投资计划，来改进贫穷的农村家庭对自然
风险和经济衰退的恢复力（World Bank 2011a）。

(n) 在咖啡种植地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国家咖啡联盟为本地社区提供了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农场中的生活条件。联盟还设立了一个研究
中心来开发适宜的、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咖啡生产技术（Arnenteras 等 2005）。

(o) 一个基于社区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管
理模式
玻利维亚

Chalalán 生态屋是一个专注于在当地土著居民的指导下，享受和深度学习热带雨林的社区商业行为。它代表了一
种新型的能将环境问题整合到设计和运营当中的社区商业模式（UNDP 2010b）。

(p) 适应快速的冰川消退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

由安第斯共同体国家实施的试点项目期望能够证明适应安第斯热带地区冰川消退的成本和收益，同时也期望能建立
一个可以用来在其他面临相似挑战的脆弱社区设计项目的知识库。

鼓励通过可再生能源使能源矩阵多样化

(q) 一个对替代能源柔和的系统
巴西

巴西通过能源竞标的方式鼓励各种渠道包括天然气和水力的可再生能源。在 2008 年，这个系统为生物质能带来了
积极的结果，在 2009 年风能得到眷顾，风电被交易量达 1800 兆瓦（La Rovere 等 2011; Szklo 等 2005）。

(r) 能源方针
乌拉圭

在 2006 年，乌拉圭颁布了能源战略指南来加速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并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这些方针促进了可再生
能源尤其是生物燃料、风能、生物质能的在工业界的使用（PNUMA 等 2008）。

节能与低碳运输

(s) 快速运输公交
哥伦比亚（及厄瓜多尔、智利、墨
西哥）

TransMilenio 是一个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市区的可持续城市大规模交通系统。该项目旨在将城市地区交通范式从个
体和私人向大众和公共转变。它用一个快速公交运输系统（为特制的公车准备的专用轨道）来替代传统的交通系统。
这些系统先是在库里蒂巴和波哥大，后在里约热内卢和阿雷格里港得以实施。哥伦比亚其他六座城市，厄瓜多尔的
瓜亚基尔和基多，墨西哥市，智利圣地亚哥都有它们自己的快速公交运输系统（Grütter Consulting 2006/2010; 
LIMA 2010; WRI 2010, 2008; Det Norske Veritas 2006）。

(t) 节电
巴西

国家电能节约计划（PROCEL）是一个在 1985 年创办的标识和奖励项目，下分工业、卫生、教育、建设、公共建筑、
市政行动六个子项目，促进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传播经验与成功事例（Szklo 等 2005）。

(u) 向节能照明转变
古巴

古巴在 1997 年启动了古巴节能计划（PAEC）。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免费用紧凑型荧光灯泡替换了效率较低的
白炽灯泡（UNEP 2011c）。能源革命，这一能效计划在 2004 年启动，该计划将全国的电器以补贴价替换为能效
更高的电器（Revolución Cubana 2011）。

表12.5 气候变化案例研究

图12.6 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基础

通过将加大系统性考虑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作为

基础设施全面适应策略中的一部分，能为改进对气候

有恢复力的基础设施的投入的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提

供一个重要的机会（Henstra 和 McBean 2009）。另

一种策略是向公共投入中整合降低灾害风险的概念和

方法，正如秘鲁和哥斯达黎加政府已经做的那样（表

12.5h）。

加强天气监测和预报工具：作为降低灾害风险中

的一个重要分支，早期预警系统包括了监测和预报即将

到来的事件（UNISDR 2006）。许多关键的政府间组织

正在根据《兵库行动框架》和区域减少灾害风险平台共

同推进次地区级的早期预警系统政策。这些组织中有：

中美洲的自然灾害预防和协调中心（CEPREDENAC）；

安第斯灾害意识和预防委员会（CAPRADE）；加勒比灾

害应急管理局（CDEMA）；以及人道主义网络如最近的

REDHU（MERCOSUR 的人道援助）。古巴、墨西哥、中

美洲、以及加勒比小型岛屿已经实施了天气监测和预报

工具来使人民群众免于伤病（表 12.5i，j）。

尽管本地区的早期预警系统降低了生命损失、减

少了伤员数量、降低了财产损失，世界气象组织仍强调

重新评估国家和地方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的需要，这

些计划应基于危害和脆弱性的制图。世界气象组织还强

调，各国应加强监测和预报设施以及技术部门的技能，

同时改进对数据和技术的获取；加强连接国家早期预

警系统和专注于文化和社区需要的社区的传播渠道；

以及在可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应对可持续性问题（WMO 

2009）。

为社会恢复力的适应政策：降低脆弱性并提高恢

复力是发展、环境可持续性、适应气候变化和降低灾害

风险的核心（图 12.6）。相关政策可以围绕这一核心挑

战来努力（GEF 2011）。

基于社会包容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接纳了在

应对本地区人口中各个部分的需求时相关的挑战和机

遇。这些政策对脆弱性最高的人群如农村、城市贫困以

及过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原著人口尤为敏感。

本地区农村家庭十分依赖于农业。因此，为应对

气候变化对贫困农村家庭的农产量和粮食安全的适应

策略需要包括对关键元素如土地、劳力、肥料、灌溉、

基建、金融服务的获取（ISDR 2009）以及替代技术。

良好的政策工具的实例有本地区的农林系统和热带雨

林联盟气候模式，它们促进了良好的农业实践的采纳，

并增强了农场适应中美洲气候变化的能力（表 12.5k）

（Rainforest Alliance 2011）。

家庭、社区和更广泛的社会正在采纳越来越多的方

法来保护它们免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这些方法包括

良好的公共政策，如提供公共健康服务、教育、社会保

护方案，对活跃且高效的民间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的

支持，坚固且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治理，和健

康的公共财政（Verner 2011）。

在巴西有许多以生态为出发点的社会政策的实

例，其中包括为那些努力保护环境但非常贫困的人们

提供资金的绿色钱包计划（专栏 12.9），以及亚马逊

州的保护森林计划（表 12.5l）（Gebara 2010；May

和 Millikan 2010）。其他增加社会恢复力的政策实

例来自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秘鲁（表

12.5m，n，o，p）。

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原生森林保护与恢复来促进减排

保持现有的森林可能是减缓 CO2 排放中最有效

率、成本效益最高的选项，这在巴西、中美洲、墨西哥得

以见到（UNEP 等 2010a; Börner and Wunder 2008; 

Kanninen 等 2007）。对原生森林——在维持许多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民生计和文化遗产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的保护和复原由于这些可持续森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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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9 巴西的绿色钱包计划

这个在巴西无贫困计划辖内的国家级策略设想将资

金分配给那些在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促进环境保护的，生活

在极度贫困中的家庭。由环境部协调，该计划包括了在森

林管理中的环境能力建设。现处于初始阶段的保护森林

计划，目标是让近 73000 个小农家庭以及其他生活在保

护区和含有重要森林资源的处于土地改革中的定居点的

传统社区获益。

在设计其 REDD+ 计划中，巴拿马正探索着各种情景来获得 REDD+

除碳以外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 Vilaninecrevette/iStock

理策略和基于结果的付费方案如 REDD+（Cerbu 等 

2011），或 近 期在巴西启动的亚马逊 基金（Amazon 

Fund）（MMA 2008）得以促进。这些策略应专注于小

心地整合进农村和土著社区并令其有所裨益，因为二者

有很大的潜力能在保护和恢复森林资源的努力中发生

协同效应（Chhatre and Agrawal 2010; Pereira 2010; 

Stickler 等 2009）。政策行动可以借助多种工具，包括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命令与控

制，这些方法可以使 REDD+ 在组织温室气体排放上更

加有效（Ezzine-de-Blas 等 2011）。秘鲁的森林保护

计 划（Forest Conservation Programme）（MINAM 

2011），巴西的绿色钱包计划，以及哥斯达黎加的环境

服务证书、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森林信贷（FONAFIFO

计划），都是本地区森林保护政策工具的实例（UNEP 

2010b; Kanninen 等 2007）。

在产生新知、森林管理的长期政策、原生森林的

保护与复原方案等方面的成功工作通常努力提供更好

的森林功能和产品价值的信息；加强多方利益攸关者

的参与；在法律、社会、环境、经济、技术工具之间创

造更强的联系；以及根据持续监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当地可持续发展来批判性地评价相关任务目标的有

效性（Corbera and Schroeder 2011; Thompson 等 

2011; Cherrington 等 2010; Betts 等 2008; Cortner 

2000）。

鼓励能源矩阵的多样化

国际价格在确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化石燃

料相关的政策时扮演者决定性的角色。可再生能源被

发展来应对增长的能源需要（专栏 12.10），其中水电

项目更是被能源投资所青睐。

可再生能源是化石燃料的一个积极的替代选择；

虽然如此，可再生能源项目会对当地社群的环境和生计

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谨慎规划。鉴于本地区可再生能源

多样性上的潜力——生物质、太阳、风、潮汐、地热——

本节所述的政策集群建议将可再生能源引入能源矩阵。

可再生能源的益处包括：

• 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分散化，这帮助创造就业（对

合格人员而言）、能力建设、技术转让（Edenhofer 

等 2011; De la Torre 等 2009; Sims 等 2007; 

Szklo 等 2005）；

• 一项相对昂贵的电网拓展而言的合算的替代选

择（Jacobson 和 Delucchi 2011; La Rovere 

等 2011）；以及

• 合算地降低排放量的巨大潜力（Sims 等 2007; 

Szklo 等 2005），因此降低了能源依赖并对贸

易差额有积极影响。

建议的政策综合了长期上网电价与补贴和税收激

励的方法，来为包括原材料加工、制造、安装组件和系

统的发电供应链提供投入和资金支持。

根据具体的政策和调控机制，可再生能源可能在

短期内增加消费者的能源成本。但是，将适得其反的对

• 5000 到 6500 万人的生活没有电。

• 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地的电气化率不足

30%。

• 本地区 26% 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源自发电产生的 CO2。

• 本地区 23% 的能源来自可再生源，主要为水、薪材、甘

蔗产品。

• 在 1970 年至 2009 年间，水力发电增长了五倍。

• 数个国家制定了规范可再生能源的机制。

来源：ECLAC 2011; UNEP and NEF 2010; De la Torre 等 2009; 
Samaniego 等 2008

专栏12.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能源

不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重新分配来资助按收入收费往往利

于平衡这种扭曲的现象。但是如果石油价格下降，机会

成本可能会下降到不能回收成本的水平。这一问题可

以通过引入基于配额的激励计划和价格稳定的长期合同

来解决（De la Torre 等 2009; Guzowsky 和 Recalde 

2008）。采用按装机容量（千瓦）或每千瓦时发电并

售出来支付的方式，来补贴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政策有利

于改善可再生能源。类似的，诸如绿色证书、对研发的

补贴、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环境税等机制能推进可再生

能源在能源矩阵中比重的上升（Guzowsky 和 Recalde 

2008）。

涉及智能电网和分散化发电的政策具有潜力来促

进更多发电量、更高效的传输和分配，及同时提高可再

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规模。作为补充，能源

行业的跨境合作与整合均显示出能在各地区增加电力

供应、扩大覆盖范围、增强系统的功能性。拉丁美洲可

再生能源观察，美洲能源与气候变化伙伴，以及中美洲

电力互联都是能源行业中与地区合作相关的政策策略

实例。巴西的对替代性可再生能源投标系统与乌拉圭的

能源战略方针（表 12.5q，r）都鼓励能源矩阵的多样化。

节能与低碳运输

这些政策选项期望在住宅行业和交通系统降低能

源需求，同时为人们提供更有效和广泛地能源输送。诸

如限量管制与交易系统、碳税、研发基金、管制工具等

金融工具，可以作为同一策略的一部分而被采纳。一项

已被提出的对公共交通系统重组的政策会改善化石燃

料的使用效率与公路空间，并将范式从个体和私人向大

众和公共转变。

相关的政策策略推进了电器（照明、制冷、制热）和

私人车辆（燃油效率标准与推广混合动力车）能效的最

低标准的启用；以及能效标签计划和具体的国家内适宜

的节能措施。为此，将公共金融工具、市场能动性与具

体的研发政策、能增强与新技术相关的资源在国际间

转移的技术转让相结合十分重要。表 12.5（s，t，u）提

供了相关政策选项的实例。

这些政策的主要益处将在长期得以实现。一些研

究表明节能政策通常降低了实施成本（Mckinsey and 

Company 200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08a, 

2008b, 2007）。进一步而言，这些政策有利于通过改

善空气质量；降低对外能源依赖性；增加电力供应的

可靠性；控制需求增长，有潜力降低 20%-25% 的能耗

（ECLAC 2010b）；提高产能和就业；提高本国能源密

集型行业的效率和竞争力（Romm 1999）；减少城市堵

车等形式降低人类健康所受的负面影响。

与住宅节能政策一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证

明了进一步扩大绿色设计和住房市场，尤其是社会住

房的潜力。一项示范性的成果是墨西哥的“这是你的房

子”倡议和与国家住房委员会相关的绿色分期付款计划

（Comisión Nacional de Vivienda，简称 CONAVI）。

巴西政府正在通过城市部的在其体面生活多年计划

（Multiannual Plan for Decent Living）框架内的规

划工具，来推动此类计划。

政策选项和环境优先级之间的协同效益和联系

为了应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政策制定正在

通过变得更加综合以及具备更多跨行业的性质，演变

为 超 越 传 统 的、模 块 化 方 法（UNEP 2009; Persson 

2004）。本章展示了被认为有着较大共同效益的各项政

策。对这些政策的一项评价认为它们是为达成按主题

选取的国际上一致同意的目标所需要的，最为相互依赖

和支持的政策。

进而言之，在许多情况下，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政策

和政策集群被彰显为对其他政策和环境主题有益，或

有强烈联系。除去对环境有所助益，这些政策有着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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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集群

水资源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
划》（JPOI）（WSSD 
2002）
26c 段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1992）
条款 10

土地使用与土地退化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JPOI）（WSSD 2002）
40b 段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FCCC 1992）
条款 3 1-3 段

大洋与海域
《雅加达宣言》（CBD 
1997）

水资源综合管理 有效率地、合算地、可
持续地利用资源和能力；
减少水资源相关的冲突；
增加利益攸关者的参与

保护流域生境；通过保
护淡水物种而对生物多
样有着潜在的益处

维持关键生态系统的供水，
降低退化的风险；有利于确
保农业的可持续供水

增加供水对气候变化的恢
复力；降低农业活动对与
水相关的气候变化影响的
脆弱性

能帮助最小化海岸地带
的咸水入侵；能促进海
岸区域的可持续供水

通过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PES）增
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

保护流域，这能促进可
持续的供水和提供净水
服务

降低导致生物多样性损
失的经济驱动力；保护
生态系统和物种

在应用区域降低土地使用变
化的经济驱动力；可被用于
退化土地的复原

维持提供碳封存服务的生
态系统；有降低毁林导致
的碳排放的潜力

能帮助维持关键的生态
系统如红树林和珊瑚礁；
能帮助保护海岸和海洋
物种

多尺度土地使用
规划

保护含水层和和陆地区
域，确保与水相关的生
态服务的有质量的交付

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
区和生境降低土地使用
变化带来的风险

为不同且相互竞争的土地使
用带来了更好的相干性和管
理；降低土地退化

降低毁林带来的排放；增
加城市地区的节能

能帮助降低海岸生态系
统发展的影响；与海岸
地带综合管理紧密相连

管理源自土地使用
变化而减少的排
放：森林管理、原
生森林保护与恢复

或许能有利于改善流域
状态，并对供水有贡献

森林保护与恢复降低了
陆地生境中关键动物区
系的损失并维持了植物
区系的生态服务支持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降低荒漠
化的风险并确保支持服务的
交付，如土壤保持，来减缓
荒漠化和退化的力量

保护已有的碳储量；改进
碳封存能力

能保护作为已有的碳储
量的红树林；能帮助降
低湿地的排放

表12.6 选定的政策间的联系和协同效益

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影响。促进生态服务付费的政策

除用于生物多样性管理外，还被在几乎所有行业中的多

种问题，包括土地、水、气候变化。专注于综合水资源管

理或生态系统方法的政策也能对其他行业，如农业、渔

业、林业、土地有所裨益。许多气候变化政策最终会对

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管理产生共同效益。

政策制定者或许会发现对这些联系和共同效益的理解，

有助于决定如何最大化现有政策或方法的效率，以及确

定发展和事实新政策或方法的优先顺序。

对所有可能的联系和共同效益的深度分析超出了

本章的讨论范围，但是政策制定者或许会发现表 12.6

对可用于在各种环境政策之间做出联系的评价类型的

介绍有所帮助。

结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态系统及其相关自然

资本对本地区的国家和整个星球都很重要。可是，持续

的负面环境及相关社会 - 经济趋势成为了一个明细的标

志，表明目前为保护它们而已经建立和实施的手段——

在国家、亚国家、超国家层面——都不足以应对在本地

区盛行的转变和消耗的速度和规模。因此，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依然面临着贫困、不平等、社会冲突

等与环境质量相关的问题。

本章通篇考量了那些已被证明有潜力改善本地区

可持续性的政策、方法、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

地区内优先级最高的问题。

由评价政策选项引出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强有力的

环境治理是确保为改善可持续性的政策成功的基石。

在没有强有力的治理框架来支持环境决策制定的前提

下，确保更高的环境可持续性的努力不太可能会有效。

以下几种因素被确认为是加强治理框架的根本：

• 充足的财政资源；

• 对科学研究和信息的获取；

• 环境教育和发展环境文化；

• 标准的治理原则和价值如透明度、问责制、公平性、

可持续性、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参与；以及

• 政策系统的连贯性。

当前针对环境趋势的政策影响有限，也明确表明了

对驱动本地区变化的根本原因进行强调的需要。政策常

常趋于关注影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直接压力，因为对

这些已了解最多或最容易解决。然而，直到政策开始强

调环境退化更深入的根本原因或者如第一章中定义的

驱动力时，各国都不太可能实现国际、区域、国家协议

中设定的目标和任务。因此，有必要加大对理解这些驱

动力及它们如何一起运行的投入。将环境考量更多的容

纳进更广的发展过程也是需要的。

本章所述的主题性问题明确表明了环境问题之间

的相互关联性和联系。大部分政策集群在恰当的实施后，

都可能让多个行业同时获益。因此，对跨行业收益的近

为今天做出或没做出的决策的全部效应会影响青年和他们未来家庭

可保有的机遇。布伦特兰委员会对此概括为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定

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

害的发展”。 © Panama Verde Association, Ennio Arcia

距离检查是一项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在考虑优先级和实

施一项政策或一个集群的政策中的权衡时应采取的重

要策略。

本章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亚国家、国家、

地区层面的现有的政策、机制、制度框架提供了一个用

以加强环境管理的好的起点。在许多情况下，重新制定

政策并实施，或向已经饱和的各项政策中继续增加新的

政策并无必要。相对的，更仔细的检查已有政策和制度，

来发现如何更好地让它们有能力或更有力地提供更有

效的服务，才是真正需要做的。这个方法有利于在从零

开始建立政策和 / 或新的制度时，规避其所需的漫长

且时而繁重的过程，并可以加快各国向实现国际一致同

意的目标努力的速度。

最后，合作是改进本区域可持续性中一个关键的

元素。各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信息的分享、专业技能

和技术的转让——现在缺乏这些可能会限制各国向更

加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合作也有利于改进对生态系

统和物种的管理，而它们往往跨越国家边界。全球层面

上的合作对于确保本地区自然资本得以维持并以一种

可持续和公平的方式分享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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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北美环境的过程中，以政策和创新型市场为

基础的措施越来越成功，尤其是当两者在能保证这些措

施得以合理实施的政治环境中共同发挥作用时如此。比

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中包括有对市场机制的限

制和交易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这一机制使得每减少

一单位排放的成本比传统的环境政策有所降低。此外，

据估计，相比美国在政策实施方面所投资的 650 万美元，

《清洁空气法案》对人体健康及环境的直接经济贡献

将在 2020 年达到约 2 万亿美元。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的《绿色能源与绿色经济法案》明确支持已经为增加可

再生能源的利用做出贡献的上网电价；如安大略的风力

发电量，已由 2003 年的 15 兆瓦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超过 1,100 兆瓦。

定价外部性与统一的土地管理表明，北美的可持续

土地使用仍有提高空间。政府通过如下手段可有效地

减少环境影响：补偿使用最有效管理方法，如河岸缓冲

区效益、免耕栽培和减少化肥过量使用的土地管理者。

在美国，税收和其他激励政策使当地、州和国家的信托

土地资产增长到约 1,500 万公顷，而在生态系统服务项

目方面的投资，如农田保护计划等为社会带来农田和农

主要内容

产品的巨大效益的项目，又使得保留土地的面积增加了

9,200 万公顷。自然保护区计划（美国）也补偿了为了保

护土地而停止在土地上进行农业产出活动的农民，此举

带来的经济效益约为每年 13 亿美元，不包括碳封存、

生态系统保护和其他难以量化的经济利益。

综合流域分析方法与技术手段和经济动机相结合

已被证实在解决北美部分棘手水资源问题方面十分有

效。目前，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已在双边、地区和州 / 省层面，

而非国家内部，主动实施这一方法。自五大湖区和圣劳

伦斯城区开始，这个跨辖区的项目已经成功地提高了水

利用率并减少了五大湖区的水需求。

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的一次能源供给量中所占比例

将带来多重利益。北美国家与区域的实例研究表明，全

面政策的实施可以迅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然而，

辖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政策制度还不足以使能源模式转

化成可持续能源体系。如能转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有

显著的减少，同时可再生能源产量将有所增加。研究表

明，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可持续能源的发展，到 2050

年将会减少多达 85% 的二氧化碳排放（IPC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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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主要议题与相关国际目标

环境治理

《努沙度阿宣言》（Nusa Dua Declaration）
（UNEPGC 2010）第 13 段

我们承认绿色经济这一理念在可持续发展及消除贫困这一背景下的进步性，这一理念可以解决目前的
问题，创造发展机会同时为所有国家带来多重利益。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WSSD 2002）40 段 b

发展并实施以可持续利用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统一的土地管理和水资源使用计划，综合评估社会经济
和环境潜力。

淡水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WSSD 2002）26 段 c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水资源合理分配，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同时促进保护生态环境及其功能
的平衡，在极为脆弱的环境中，使用本土人力，满足工业农业需求，包括饮用水安全。

土地使用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WSSD 2002）40 段 b

Develop and implement integrated land management and water-use plans that are based 
on sustainable 发展并实施以可持续利用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统一的土地管理和水资源使用计划，综
合评估社会经济和环境潜力。

能源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WSSD 2002）40 段 b

带有急迫感，不断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目标是增加可再生能源在所有能源供应中所
占比例。

引言

如前所述，GEO-5 的重点从 GEO 之前的重点 - 确

定环境问题，转化到确定各国政府可优先考虑的环境问

题解决方案。本章举例说明了已在北美成功实施的可

以改善环境的诸多政策措施与市场机制。这些均由几个

主要的环境议题中整理而出，这些进展均帮助加快了部

分国际环境目标的实现。

北美区域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的环境议题和与

此相关的国际目标在两次地区性的 GEO 磋商会中确定

（见表 13.1）。除环境管理、土地使用、淡水和能源这

四个首要环境问题之外，本章还提到了重要的气候变化

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四个议题区块中均有讨论。

其次，本章回顾了已经存在的与环境和自然资源

管理相关的政策方法，机构管理和市场机制。本章目标

在于得出较成功的目前应对与解决以上首要环境问题

的政策。政策同样适用于国际公认的环境目标。为找出

为达到共同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最终抉择通过以下标准

选出，选出的政策无需符合全部要求，符合部分即可：

●　首要问题、政策实施、地区和 / 或执行者之间

的响应和 / 或执行、巩固或交互与协同；

●　有可能在其它地区被重复使用；

●　有扩大实施规模的空间；

●　从驱动和压力层面解决问题而非从问题终端

解决；

●　关注问题和地区间解决方法的跨区域方面；

●　可以作为一系列政策中的某部分实施，实施整

体政策将比仅依次实行各独立政策更有效。

四个主要区域中每部分都将选出一系列政策，为进

一步改善评估，一部分被视为最有效的政策将从利弊、

实施后的权衡与由特定指标衡量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

分析。此外，还将进行部分实例研究以测试政策与方法

在不同背景下的实施效果。

最终，所选择的政策是综合文献综述、政府数据、

多方利益相关者咨询及专家意见的结果。尽管调查进行

的十分彻底，但最终政策只来自于本次过程的收集，而

非一个彻底的全面的调查，也不意味着所选政策比未选

中政策更为重要。政策在不同背景实施程度等不同情

况下是否有效仍不确定：对于许多政策来说，证明其有

效性的直接因果证据十分有限，政策方法是否成功决定

于地区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同时，评

价每个方法都应考虑到：由不同区域间实施的环境效果；

方法的政治执行有效性与环境监测程度和决策制定的

正确与否；对国际目标和承诺的贡献；及其政治可行性。

无论是否有与政策实行相匹配的资源，政策选择是否

最适合当地加速实现国际公认目标，政策在其他地区的

执行，扩大和转化的空间等问题都应是被仔细论证的研

究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还未经研究的话。

北美被认为是全球经济领导区域，尽管地区人口

变动较大，迅速增加的全球经济体与资源紧张都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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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同时，分区管理，政策不

稳定，缺乏明确目标及科学政策以及该解决国际共同问

题还是寻求达到有益地区发展的地区环境目标这一难

题也困扰着北美地区。（第 1 章）

环境治理

北美环境治理的主要特点就是多面性，这在某方

面反映了联邦政治体制的本质，意识形态的不稳定，不

断演化的政治经济互相牵制以及动态的环境问题和与

其相关的种种。联邦政府不再是设立政策议程或者提

出创新政策方法的领导者，但它们对这些政策能否最终

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它们从司法层面保证政策的实施并

阻止环境的不均衡问题。此外，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得

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其之前取得了成功，且相比传

统监管手段这一政策更具有优越性。最后，联邦政府部

分程度上的不干预使得次国家层面的州、省或自治区一

级得以实施自主的创新型政策，同时开展跨区域合作。

后者目前范围广泛并且有着继续扩大的趋势。而且跨区

域合作得到了环境合作委员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

支持，委员会负责监督环境状况与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

要求相符合。

下文中列出的环境治理中的政策抉择的例子同样

也是针对目前环境问题提出的解决建议。同时，这些方

法有助于加快实现《努沙度阿宣言》第 13 段中提出的

包括提升绿色经济的目标。以及《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第 40 段 b 提出的，呼吁决策者们“制定贯彻统一的土

地管理和水资源利用规划”。

淡水

美国与加拿大分别拥有全球 6% 和 5% 的可再生

淡水资源，在全世界排第三、四名（FAO，2011）。因为

北美淡水资源相对质量较高且储量丰富，因此人们往往

对淡水资源过于习以为常，然而最近人们也开始对水资

源危机有所觉醒。淡水问题在本区域内某些地区较为突

出，通常表现为旱涝问题（Cayan 等 2010; Easterling 

2000）、水体富营养化（Smith 等 2006）、大坝和水体

完整性破坏（第 4 章）、咸水入侵（Barlow & Reichard 

2010）、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导致的水污染（Kargbo

等 2010）、农业面源污染（Ritter & Shirmohammadi 

2001; Novotny 1999）以 及 城 市 废 水 排 放（NRC，

2008）等。气候变化使得水资源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改

变，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Vörösmarty 等 2010,2000; 

Bates 等 2008）。

在生态系统中，淡水是保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

因此保证优质淡水的持续供应至关重要。本章为实现《约

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6 段c 的目标提出了诸多备选政策。

该段提出，应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平衡人类的与生

态系统的需求。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问题不仅在环境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对

于可持续发展来说也十分重要，因此在北美，土地利用

是首要议题。自然资源和农业产业都对就业和生产有着

巨大贡献；如，美国有超过 200 万人口从事农林业或相

关工作（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BLS，2011），在加拿大

农林渔猎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00 年达到了 247 亿

美元（Industry Canada，2011）。此外，城市管理和人

们与自然愈发密切的联系都将土地使用提升到了政治

议程的层面。种种诸如此类的因素，如化石燃料的开采

和城市发展，都为土地带来了巨大压力，其结果往往是

在土地利用产生冲突。针对有关土地使用问题的政策

方案应该有助于加快《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40 段

b 进程的实施，即，敦促制定并实施综合土地管理和水

资源利用规划以更加可持续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蒙特利尔地铁入口。2007 年，魁北克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征收碳税的

省份。主要目的在于从提升公共运输系统开始节能。© aetb/iStock

能源

当前迫切的国际目标——增加可再生能源在所有

能源供应中的所占比例（《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 段

e）——被选定用以解决与目前能源体系有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化石燃料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大量的使用

水资源和空气污染。但是，可再生能源同样可以通过增

加就业提高经济活跃度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向

绿色、可持续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可再生能源至关重要。

此外，现场开采能源和能源转化设备所要求的过程呈现

了提高能源使用的透明度和跨机构合作方面的机会，也

可以为环境治理和土地使用带来好处。尽管改变速度

依然较慢，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依旧是北美

目前加快可持续能源体制转变方法的范例。

政策评价

环境治理

北美采用了一系列政策进行环境治理，从监管政

策开始，到发展市场机制，贯彻提升责任制和透明度的

方法。本区在跨界管理堪称领军地区，跨界治理可以追

朔到 1909 年《边界水域条约》，制定国际环境法律法

规和建立国家公园，包括跨国界的公园。在过去 20 年

间，这一治理已将跨界治理合作深入发展为有关气候变

化的东加拿大和新英格兰州长会议以及环境合作委员

会（CEC，2011；Johnson & Beaulieu 1996），加强有

关五大湖区和圣劳伦斯河（专栏 13.5）和其他一系列议

题的洲际合作，保护水禽和海洋哺乳动物。如不列颠哥

伦比亚和华盛顿州的《格鲁吉亚盆地 - 普吉特湾国际

空气域战略》（目前是最活跃的双边空气质量管理条例

（Environment Canada 2011）。对于他们来说，美加

国界中的水域国界部分的管理意味着国际联合委员会

管理层面的一大进步（Schwartz 2006）。加拿大和美

国都建立了数个联合保护区以进一步协调政策。

北美在许多市场策略方面也是先行者，目前许多市

场政策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部分政策在改善市场行为

方面十分有效。指挥与控制机制构成了环境政策的支柱。

因为目前增强责任制与透明度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这

些广泛使用的策略加强了市场策略和指挥控制机制的

实施效果。这些策略很少单独用来解决某一特定环境

问题，而是几个策略同时使用。如，在解决垃圾处置问

题时，许多北美的自治市和州或省政府都有对瓶罐处理

的法律法规。这样的处置方法刺激了经济——这是个

市场手段——这些废弃物得以循环使用。部分州的瓶

罐必须清楚标出循环利用的标志，表明使用的材料同

时提供有关循环利用的易于理解和清楚的信息。最后，

许多地区都禁止将瓶罐算在固体废弃物的范围内——

这也是一种指挥控制的监管形式。

市场机制

北美已经采用市场工具解决诸多环境问题。最近

市场工具的目标直指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同时包括减

少酸雨的工程，东北部州和东部省份的温室气体排放交

易，以及魁北克（2007）和不列颠哥伦比亚（2008）的

碳税。对生态系统服务征费同样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尽

管相关计划并未完全实行。

1995 年，北美建立了一个限制和交易排放的项目，

源自于 1990 年《清洁空气法案》的补充修正条例（第 4

条下），用以减少二氧化硫——酸雨来源的主要工业污

染物——的排放。这一项目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成本比

传统环境监管要低得多。

关于第一阶段成本的早期规划约在每吨二氧化硫

307 到 180 美元之间（1995 年时的美元）。Ellerman

等（2000）之处，平均花销应与较低的数值相近，约为

186-210 美元每吨。此外，2011 年美国环保局（EPA）

的一份回顾指出，《清洁空气法案》对于人体健康和

环境的益处到 2020 年估计约为 2 万亿美元而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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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3.1 魁北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碳税

2007 年，魁北克成为北美地区第一个征收碳税的省

/ 州。能源公司被要求在魁北克每使用一升石油上交 0.8 分，

每排放一升柴油燃料上交 0.938 分。与其他辖区相比，这

一税率十分之低。不列颠哥伦比亚财政税收中性的碳税则

更野心勃勃。税率有所上升，从 2008 年的每公吨二氧化碳

及其等价物 10 美元开始，以每年增长 5 美元的趋势直到

2012 年的每公吨 30 美元。这一财政税收中性之所以得以

实现是因为允许企业和社会较贫困产业减少税务。全面的

税收对于所有化石燃料排放都适用，化石燃料排放占到了

该省总排放的约 70%。不列颠哥伦比亚所属，排往其他

辖区的化石燃料排放则得以免税。2010 年，这一税收同样

开始针对生物能（不列颠哥伦比亚财政部 BC Ministry of 

Finance 2008）。新增税收似乎并未引起过多政治反响——

提出这一税收的该省政党得到了连任。    

有关碳税的退税似乎让碳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这包括降低或消除碳税的递减税收的特性（Metcalf and 

Weisbach 2008），同时全面减少目标税收和逐步实行碳

税以减少碳排放集中企业的适应花销。

650 亿美元——成本效益率为 30:1。这大概是因为允

许生产商灵活选择低成本的方法，尽管也有其他的诸

如未曾预料到的技术进步、更加低廉的交通成本以及

煤炭产量和使用效率增加等因素（Chestnut and Mills 

2005）。虽然许多监管项目的成本在其运行过程中被高

估了，最近的研究表明着正式以市场为基础的项目实例

（Harrington 等 2008）。

二氧化硫交易项目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加

拿大的其他辖区广泛使用市场为基准的方法。如 2007

年，阿尔伯塔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要求建立 8 年以

上的工业排放量较大的排放者相对于 2003-2005 年

的基准每年减少约 12% 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Can LII 

2011），并且购买碳补偿或者付每公吨二氧化碳 12 美

元的税。这一项目有可能会使排放较基准情景有所减少，

但也有批评认为这一计划只针对碳排放的强度，反而有

可能使排放总量增加。这样来看，它并非一个具有代表

性的限额交易计划。

西部气候倡议是一项发展尚未成熟的计划，但可以

看做是部分州省已经做好准备为联邦政府行动迟缓而

采取的补偿行为。它将 7 个美国的州和 4 个加拿大的省

连接起来。这一计划自 2007 年以来就开始为解决气候

变化问题发展应对政策。包括地区间经济层面的限额

交易计划和森林补偿机制（(Anderson 等 2010）。目前

只有部分参与项目启动的成员——加利福尼亚州、魁

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在逐步计划在 2012 年

实施这一项目。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水资源交易，以及在不同用户

间有效合理分配水资源的尝试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

即使是在联合国承认获取清洁水源和卫生是基本人权

之一之前。从农村往城市交易水资源权利可以被看做是

通过农田减产来满足城市居民而非农村居民。此外，许

多城市的组织认为水资源私有化与平等公有水资源的

原则相违背。

水资源市场，或者可交易的水权利基本上是在水

资源分配中采用了“先到先得”或者“优先占用”的地方

（Kenney 2005）最为发达。在美国，水资源市场在干

旱的西部各州大受欢迎，而在加拿大，水资源交易通常

发生在阿尔伯塔，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特区也小有市场。

水资源交易的优势有使水资源从低经济价值使用被再

分配到高经济价值使用，或者从边际价值低的区域被再

分配到边际价值高的区域。实际上，对于用水，在城市

使用者缴费高于农村使用者的地方，水资源的交易让买

卖双方都满足了经济利益。同时也有许多不利因素。比

如，水的市场价值可能与它在自身环境中的价值所不相

符。对当地水体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波及第三方，包括因

当地水资源减少而对当地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Hanak 

2003）。其他基本原则层面的缺点由一些组织团体提出，

认为水资源应是一种公众福利，因而不应被商品化或为

了利益而被交易，水资源的私人拥有者有可能会操纵水

资源市场以及农业产业的大量用水补贴可能使水资源

交易市场产生扭曲。

对清洁能源、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补贴和灌水可以

专栏13.2 安大略：综合能源管理方法

安大略的省内能源体制在最近 30 年内经历了一系列

的变革。该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是垂直垄断模式，

但在 1998 调整到了一个更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2004 年，

政策又一次改变成了一种混合模式，所有体制计划都是在

一个机构下进行的；但是，大方向依然是市场为基础的模式。

同期，部分问题主要出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对 20 个核

电站中的 7 个进行分解检查，导致煤炭发电站产量增长，

从而使排放量增加，引发了对健康影响和温室气体的担忧。

这些担忧又导致了政治压力，2004 年该省决定淘汰煤炭发

电站，并将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影响

和医保花销的策略之一（Winfield 等 201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大略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清洁能

源和新能源的计划，包括《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法案》，

这是一个内容宽泛的手段，使得该省得以在 2009 年实施一

个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的综合体制。安大略省的上网电价

项目为风力、太阳能、小水力和生物能发电项目保证了长

期稳定的合同与电价。同时它还保证了统一的选址权，智

能电网和吸引社区能源项目及土著人参与的额外收益。该

法案同时提供了刺激能源流向市场，使项目许可过程合理

化的一揽子政策。

《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法案》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

安大略省电力局收到了 10.4 千兆瓦的风力发电和 6.7 千兆

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供电申请；到 2011 年，合同中约

有 3.0 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省电力局也估计根据

最新的一些列合同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创造了 13000 个直

接或间接就业岗位（Mabee 等 2012）。目前在其他加拿

大省份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和新斯科舍省都在考虑采用安

大略模式（Yatchew & Baziliauskas 2011；安大略能源局 

2010；安大略电力局 2010）。

促进新兴少污染的技术或计划的发展，从而推动节能。

安装节水装置的补贴和加利福尼亚州为安装居民太阳

能装置的补贴，都促进了分布式发电和零排放能源生产，

因而这是两个好的例子。通过 2009 年《绿色能源和绿

色经济法案》（专栏 13.2）实施的安大略省上网电价项目，

借由可再生能源保证了稳定的能源价格，支持了安大略

到 2014 年逐步淘汰火力发电站的计划。这一项目为安

大略使用如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电力

从 2003 年的 1500 万瓦增加到 2009 年的 11,000 万

瓦（安大略政府 2009）。

补贴促进了技术的变革，也被指责为增加了污染的

风险，鼓励过度消费以及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ten 

Brink 2011）。农业补贴目前处境也不妙，不仅因为它们

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各种环境影响，还因为它们在农业产

业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方面的负面影响。加拿大和美国均

持续为非可再生能源的产品提供大量的补贴，通常形式

为对资本投资征收低税率的税额（Kenny 等 2011; 国

会预算局 2005），尽管它们在 2009 年匹兹堡召开的

G20 会议上做出过相反的承诺（G20 2009）。部分对环

境有潜在危害因素的补贴可能在社会或其他方面有着

其他目标，但许多补贴都是不公正的，与其初衷已经相

去甚远，或者因为市场扭曲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有

关各种补贴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扭曲了市场或者带来意

想不到的后果有着许多先例，如，减少限制水资源使用

的税率结构，因为水资源使用总量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

鼓励了水资源的过度消费。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以种种形式经历了多年的使

用，但是在最近又引发了新的兴趣。付费的设计是用以

保护或者增强目前需求较多但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美国的资源保护计划持续为退耕恢

复土地生产力的农民提供补贴。这一计划持续时间长

也较为成功。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ERS）保守估计，

该项目带来的好处为每年 13 亿美元，不包括碳封存，

生态系统保护和其他不容易被量化的好处（Hellerstein 

2010）。其他重要的生态价值包括景观破碎化的恢复，

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持，野生动物生活区域的建设和

地区碳 通 量的向好 变 化（Gleason 等 2008; Haufler 

2005; Dunn 等 1993）。2002 年的环境质量奖励项目

和资源保护安全计划是两个最近范围有所扩展的计划，

它们寻求奖励从多功能视角土地管理较好的农民。对于

同样的预算支出，ERS 发现环保成效可以提升 12 倍，

包括减少 17% 的土地退化，以每吨两美元的价格节约

3600 万吨的土地价值，尽管仅减少片蚀和带状沟蚀的

成本就高达 3.32 亿美元，包括减少溪流沉积物。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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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淋失减少了 14%，氮流失减少了 13%，磷流失减少了

15%，土壤生产力下降减少了 300%，风力侵蚀减少了

21%，碳排放减少了 7%，杀虫剂造成的土壤淋溶减少

了 9%，杀虫剂径流减少了 7%（Cattaneo 等 2005）。

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环境市场办公室（前身为 2008 年成

立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市场办公室）以引导这些以市场为

基准的政策的发展。

在加拿大，基于多功能方式的持续的直接补偿项

目仍不多见。部分省份已经开始用生态系统服务补偿

款来吸引农民保持径流生态区，同时在国家层面也开

始寻求对比森林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Anderson 等 

2010）。这些议题的实施面临着巨大的方法、政治和

道德层面的以及能力、成本和期限方面的挑战，同时

这些方法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总体来说，生态系统

服务的花费需要通过土地使用计划框架来配合实施以

更有效果。

目前有一个创新且有前景的经济方法旨在减少向

更环保的实践转化过程中的财政投入同时并不需要任

何花销。实际上，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农民会因

为严重灾害致使化肥使用下降导致产量的下降收到保

险。在大部分情况中，因为减少化肥使用并不一定会降

低产量，因此也没有过多的补偿支出：因为化肥使用量

已经过高了，减少一些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Cheverie 

2009）。

指挥控制机制

运用公共机构保护某一资源已经有了长期且成功

的历史。将资源私有转给公共或政府所有同时国家进行

控制保护的体系可以保护资源不受过度开采。实际上，

北美地区在建立第一批国家公园这一方面已经成了先

行者。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资源处于政治和行政控制范围

内，这种形式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较为稳定。尽管其

有效性仍有待考量，最近这一政策的显著代表是 2009

年出台的《魁北克水资源法》（Quebec Water Law），

这一法律认为水资源是魁北克民族的共同财产（魁北克

省政府 2009）。

指挥控制机制通常在人类健康受到巨大威胁时被

采用，如当有监控和强制执行的需要，决不允许发生额

外的环境伤害，且需要明确而一致的政策时。在实践中，

以市场为基础的和指挥控制式的监管通常被用以实现

某一特定环境目标。如，美国对含铅汽油的限制是与淘

汰含铅汽油的市场交易机制调整同时进行，这样炼油厂

环节就可以适应产量下滑产生的定量供应同时符合成

本效益。

尽管同时采取这些政策在政治方面可能稍有难度，

但在美国，有着许多成功的例子，如饮用水标准，清洁空气，

有毒化学品和燃料排放；多种垃圾和引入外来物种的限

制；以及循环利用的要求等。加拿大同样对有毒物质进

行监管，如包括柴油和汽油的多种燃料，都有一系列的

质量参数包括含硫等级作为参考。加拿大和美国同样都

对新洗车和发动机实施了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监管。

至于在更为普遍的空气质量控制方面，加拿大通过《加

拿大环境保护法》对空气污染物进行监测与监管，并且

建立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尽管目前空气质量

管理等仍是省级政府的主要责任。美国平均燃油经济性

（CAFE）标准用语监管新型的小排量汽车的燃油经济性。

但这些方法的缺点在于它们弹性不足。当监管措施

需要人们改变行为习惯时，如当为遵守要求的惩罚措施

足够严厉，就只能通过不停的强制执行监管措施以促成

人们改变。各级政府都在试图采用绿色的处理措施，但

只要措施靠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且不改变奖励结构的

话，其执行结果就难免不尽人意。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

比如美国林务局自 2008 年以来实行的措施，不仅是灌

输保育伦理的观念，同时通过改变结构性奖励，推动自

下而上的努力促进消费伦理的发展，这一方法十分有教

育意义（Jones - Crabtree 等 2008）。

一头健康的公驯鹿在北极地守卫自己的地盘，公驯鹿被加拿大濒危

野生动物现状调查委员会（COSEWIC）列入濒危动物名单。© Paul 

Loewen/iStock

责任与透明度

旨在提升责任与透明度的政策工具通常力求使得

由环保绩效和资源利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方面的信息

传播得更为广泛，从而便于诸多利益相关者做出决定。

当然这些政策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要

求，这一政策最早出现在 1969 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

策法》，当时要求对主要政府工程做出初步的跨学科评

价（Hironaka 2002）。它要求美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

如非政治因素，除了以往主要考量的技术和经济因素之

外再加上环境价值因素。环境影响评估同样要求对某一

政府决策的合理替代方案做出认定和评价，对利益相关

者的投资也是如此。1992 年加拿大在之前的一系列省

级措施实施后通过了自己的法案。这一法案针对自己的

目标经过了详尽的考虑，这一目标高于政府甚至公共组

织的目标，但也考虑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和经济策略方面

的评估，同时还考虑了社会变量。尽管此法案常因其成

本、可能带来的延误以及其对不实行法案的后果无所考

虑等备受指责，但这一法案仍然是解决环境问题提高民

众参与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对污染性排放做出报告的要求又是一个信息扩散

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的例证。加拿大有一个《污

染物排放清单》同时实施了一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程，而在美国，EPA 要求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

供应商出具温室气体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现在美国

有 19 个州要求有关公司出具这样的报告，公司需要在

2010 年向政府提交有关 2011 年排放情况的报告。美

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项目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排

放的化学指标，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出决策。这些方

法的缺点包括，因为清单中的要求不具备义务性而仅仅

依靠批评责备因而有效性不足。因此这样的方法通常作

为以市场为基础或控制指挥方法的补充方法。

提供有关普通居民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的相关信

息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政策手段。美国的 EPA 和环境

部成立了“联邦能源之星”认证计划，以标明节能方面

满足或高于标准的电气用具。它会给符合要求的产品一

个简单的节能标，而非具体的有关节能或操作成本的

说明信息。这一手段的优势在于简单，能让想获得“联

邦能源之星”标识的生产商迅速提高自己产品的能效

（Howarth 等 2000）。此外，第三方咨询体制的建立也

被证明在平衡科学性与政治性方面十分有效，同时这

样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弹性，及完成政策提出目标的能力

和面对外部挑战坚持贯彻政策二者间的关系。在拿大国

内，在 COSEWIC 国家和省级政府同个人合作共同发现

问题并给出解决措施，这一举措使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

受反复变化的政治周期的影响。

北美地区在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方面同样处于领先

地位。制度化有助于提升政策的贯彻程度。如五大湖区

协议（专栏 13.5），合作委员会在政策执行方面采取居

民意见的流程，以及魁北克环境问题公众听证会办公

室等环境问题公众听证会。尤其是北美环境合作协议

（NAAEC）的第 14 和 15 条提出了一个无争议过程，

允许居民对政策执行不力的 NAAEC 中的一方（加拿

大、墨西哥或美国）提出主张。某些情况中，这一过程会

被记录在案。然而多年来对环境合作委员会不断的政治

审查和经费削减使其有效性大受影响。这样的进展也

反映着其他国家的行动趋势，加拿大审计署利用进展来

评估并公布国家和次国家层面政策实施情况。加拿大

在 1996 年建立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事制，魁北克在

2006 年也采纳了这样的形式，但两者都有一定的自治

权。随着最近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实施，国家层面

和省 / 州级层面的这一旨在使环境决策更透明更负责

的制度会越发重要。目前评估其有效性还为时过早，但

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目前仍不

能有效地比较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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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策的接收度、实质和有效性都决定于诸多

内部和外部因素，而这些因素随不同州、省和地区而变

化。最终，政策成功与否决定于一系列方法和激励因素

的共同作用。尽管市场方法极大地吸引了公众兴趣并且

在某些情况下十分有效，但是，传统的指挥控制监管措

施与资料公开而这相结合的方法的价值在于，无论主要

污染物发生什么改变，这一方法都最为有效（Harrison 

& Antweiler 2003）。

土地利用

阻碍北美发展可持续土地利用的最重要的障碍之

一是北美土地管理的不完整。森林，牧地，农田和城市，

郊区，城郊的土地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通常，

一种土地上的活动为影响到其他土地的状况，正如空气

质量和水质量等生态系统间那样。这样的影响通常来自

于外部，就像真正的成本与利益通常决定于外部活动而

非管理行为。即使在某一特定土地使用模式中，管理责

任也会根据活动类型或考虑因素而扩展到其他独立个

体上，比如水、鱼类、野生动物、化石燃料和娱乐活动互

相之间的影响。在森林规划中，比如说，林业、石油天然气、

娱乐活动和生态系统必需品通常都收到整个生态系统

内所有不同个体的影响，即使所有的活动都只发生在森

林内部。

在北美，许多土地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目

前被认为是保证土地可持续使用的最有效方法。这些

政策相继实行，为实现目标提供了信息和功能支持。本

部分讨论了三个共同实施的政策，这三个政策均在实践

中被证实或经理论验证为协调土地管理与保持土地可

持续发展促进北美社会经济环境和谐的最有效方法。

这组政策为：

•　实施统一土地管理规划以实现与鼓励可持续

的资源使用

•　发展政策机制时将真实成本与生态系统服务

带来的利益纳入考虑，同时

•　优化公共土地可持续发展的规划。

实施统一土地管理规划

为了加速北美可持续发展和使用土地这一国际性

目标的实现，统一的计划就是有着明确的共同目标的关

键政策。合适的土地使用政策需要设立在合适的地理

范围内——以州，省，郡和市级划分——尽管流域和其

他相关地理范围也有可能是决定可持续的资源使用计

划最合理的单位划分。设立明确的目标是为了以最少的

社会和经济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应该跨越机构的权

利边界如集中而分散的政府结构，以强调区域的意义，

也应允许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空间规划中。还可以颁布监

管和激励政策以鼓励实现目标。这些政策应该激励个人

和企业共同合作以完成规划。此外，还应制定政策以促

进资源产业保持和提升生态系统的弹性，一方面是为了

后代，另一方面可以控制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

北美的各辖区均已采用了许多上述政策手段，但实

施程度有所不同。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资源公司，环

保组织和沿海第一民族等均已通过合作成功实施一个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统一的土地使用计划，2006 年的

《大熊森林协议》。尽管最近的经济下滑趋势使得财政

参与和跨机构项目对于州 / 省和当地政府来说更加艰

难。鉴于近期，财政问题有可能更加严重，创新型财政

和监管措施与财政激励并重将会更加重要。同时，各机

构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完善规划，因为工业、商业和住房

的发展有所减缓。目前的规划将会随着经济回暖而产生

深远的影响。

州，省，郡和市已经采取行动通过创新型政策机制

鼓励更为明智的土地使用方式。这些措施解决的问题

多与平衡最佳土地使用模式与尊重财产权、公平需要、

低收入家庭住房、就业问题、资源保护和环境问题间的

关系有关。如，在美国，马里兰州在其明智增长项目（专

栏 13.3）中采用了一系列激励政策。该项目奖励在离单

位较近的地方重新定居的人们，利用本州基础建设财政

将其提供给计划增长区域（首要资助地区），为显著的

大片连续土地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农业保留区提供保护

资金，通过棕色地带重新开发项目资助城市的重新规划。

明智增长重点关注长期的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重视社

区，公共交通，就业问题，住房选择，保护自然资源和促

进公平发展。

加拿大情况也十分相似，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市周围

建立了绿化地带，通过保护区的方式保护了开阔空间和

土地以保持其现有功能。农业保留区与经济保留区一样

具有经济文化和休闲价值。不列颠哥伦比亚划出一片农

业后备资源地，同时，温哥华推进了它在天空列车站周

边的发展。比起来在道路和高速公路上投资促进汽车

文化的发展，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周边发展卫星城区域

温哥华空中列车，属于快速轻轨公交系统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温室气体减排的宏伟计划做出了贡献。© Wade Jabbour

的重点在于投资公共交通和公交导向式发展以带来多

重效益。

私营部门决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结合

市场机制，财政激励和监管措施都促使人们采取

更好的土地使用方法。但是，旨在造福社会的政策往往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它们通常要求将森林，草原和

湿地转为他用，就过就是失去了生物的栖息地和多样性，

水体质量受损、洪水增加、土壤退化，资源产业损失以

及就业率下降。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解

决这些环境影响。最有效而争议最少的方法依旧是建

立一种机制，其中愿意为诸如水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的用户给采用最佳土地管理实践方法如河岸缓冲区、

免耕和减少化肥使用的管理者提供补偿。美国的税收

和其他激励机制使当地政府、州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土

地信托总数增长到与 1500 万公顷。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 如为社会带来巨大经济生态价值的用地（农业和林业）

保护项目，为美国增加了 9200 万公顷的保护地。

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如在美国湿地实行的政策

（Spieles 2005），为了后代的利益考虑，可以在生态系

统服务的用户较为分散甚至尚不存在的情况下建立。

鉴于美国《清洁水法》中要求湿地不得出现净损失，需

要建立总量控制制度，而相应补偿的数量和性质也有

待决定。鉴于建立和实施（管制制度）需要相当的时间

和努力，从社会角度看，其效益就在于市场可以通过交

易机制来选择最有效的尊重总量的方法（Yamasaki 等 

2010; Salzman 2005）。在为美国带来 30 亿美元收益

的超过 500 个湿地缓解保护项目区和 3.7 亿美元的超

过 110 个生物栖息地保护项目区（Madsen 等 2010）

项目中，土地开发者在进行潜在的土地收购定价时列入

了湿地保护成本。他们明白购买含有湿地的土地的最终

花销会高过不含湿地的土地，因为他们需要或者保护湿

地，或者在别处重建湿地。政府可以实施项目以鼓励湿

地重建计划，这些计划使开发商可以获得赔偿或为开发

商所用以缓解他们的项目范围内的受损湿地。

在潜在项目和产业用地保护过于分散，环境服务

补偿市场低迷时，政府可以选择更为直接的财政干预

方式，如美国的资源保护计划（在上文市场机制一部分

中提到过），根据这一计划，土地所有者与政府沟通协商，

为达成环境保护目标而采用最优土地管理或保护方案。

提升公有土地的可持续性

在物产丰富的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拥有相当数量

的土地：加拿大政府拥有本国陆地上 89% 土地，美国

政府则拥有 35%-40%。尽管两国人力资源丰富，两国

诸多经济产业都在持续通过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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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郊区扩张 © Jodi Jacobson/iStock

此，联邦政府在自己土地上的政策会影响深远。

在美国，多重用途和持续产量的原则多年来经久

不衰。1993 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了要在 2000 年实现的

全美森林的可持续管理目标。1995 年，通过《蒙特利尔

进程》和《圣地亚哥声明》，美国提交了一个发展评价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国家指标。结果，在联邦生态系统管

理倡议的过程中，其重心转移向生态系统管理，同时规

划的关注点也放在了长期可持续发展上而非使短期内

产量最大化上（Cortner and Moote 1999; Yaffee 等 

1996）。然而，这一计划却备受争议，问题不断，最近，

经改进又提出了一条针对国家公有土地的规划规则。最

新的规划规则已经在考虑之中，将用以解决如下问题：

森林和草地的重建和保持；河岸区水质量和生态统一性；

动植物多样性和种类保护的栖息地；娱乐和产业应用的

多重用途；包括社区咨询和各级政府在内的公共参与的

规划过程；使用最有效的科学方法为规划过程提供信息；

以及制定一项更有效更合适的土地管理规划。（USDA 

2012）

在完善规划规则之时，有些团体认为，相对于使

用政府手段以帮助森林重建，更需要实施的是一些土

地与管理实践的认证过程。这些过程包括非政府组

织所使用的如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 海 洋 管 理 委 员 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的渔业认证过程（Glickman 2008）。然而魁

北克省的《森林法案》规定将统一的责任较大的土地管

理提升到地区层面，并立法规定公有森林中产出的木制

品到 2013 年需通过生态认证。

公共 - 私营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在目前政府资金和

人力不足以评估资源数量、整合可持续管理、同时协调

多方面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情况下越来越重要。公共 -

私营部门合作关系如非双方都有足够的动力，否则难以

维持。因为政府机构和职员间，长期的传统很难向激励

机制平稳地过渡。

创新型土地使用政策的实例研究

在此呈现的条件和研究案例表明，多元政策工具

手段可加快实现国际间协同一致的目标，即实施土地综

合治理及用水计划，以确保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使用（《约

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40 段 b）。在马里兰州的例子（专

栏 13.3）中，政策使用该州的资金以鼓励在规划优先地

区兴建基础设施同时在那些地区鼓励创造新工作岗位，

开发棕地的工程。规划过程包括当地组织和已使用的鼓

励自愿参与以实现计划目标的激励手段，目的在于确保

规划政治上可行同时更有可能成功。在鼓励城市及周边

地区发展的同时，马里兰州还通过永久保护管理权交易

方式以保护有价值的资源丰富地区不为他用。

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专栏 13.4），

当地政府使用监管手段保护环境敏感的产业用地，同

时鼓励城市内的公交导向式发展。从政策角度来看，环

境敏感的产业用地通常聚集在一起，农业和环境团体

在这些问题上也十分团结—这是为何如此支持保护计

划的原因之一。保护措施可保持表层土并且防止环境敏

感土地的退化；实施湿地保护项目；同时保护溪流不让

动物随意进入。在许多情况下，与农业相关的工程项目

都相对成功，因为土地所有者在这些项目中的机会成本

比作它用的土地成本要低。项目开发者也开始理解为何

在土地市场上环境属性通常会被低估同时也开始实施

使土地所有者获益的具有环境敏感特征的新补偿方案。

各监管手段中的财政激励方法和补偿各不相同，但所有

这些方法，无论是共同采用还是单独采用都对解决土地

使用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关财产权的问题也应得到

重视并加以解决。对于每一项政策，决策者都应考虑现

存市场结构中的财产权问题以及如何通过一个特定政

策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政策选择路径如何，争取并扩大

公众支持以及具备规划的意愿都对政策的成功实施至

关重要。

专栏13.4 加拿大安大略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
土地储备：指挥与控制

专栏13.3 马里兰州明智增长项目：财政激励与规划

马里兰的明智增长项目目标为利用本州资源支持基

础设施完备的地区的发展并避免在远离传统人口聚集中心

以高价兴建基础设施等行为。重点资助地区的标志包括已

有组织和当地郡县政府希望得到国家投资以支持增长与

发展的地区（Sartori 等 2011; Lewis 等 2009）。这一方法

利用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上的支出。开发活动通常出现

在规划区域，减缓了资源丰富土地的功能转化。

此外，明智增长帮助保护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购买特

定农村保留区的土地和地役权，这些地区通常是根据开发

活动对其的威胁程度和其农业，林业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被

选出。这些地区吸引的资金不仅来自于农业保留区，还有

来自其他保护项目的资金（Lynch & Liu 2007），因而会开

展更加持续、对环境更有益处的保护，包括内部森林（远离

非森林区和道路的森林群落），野生动物栖息地，地下水补

给区和湿地保护区，以及农业和其他生产资源的使用。

三 个 额 外 的 奖 励 项 目 奖 励 的 是 棕 地 的 再 开 发

（Howland 2010）、在重点资助地区创造工作岗位的公司，

以及搬到在工作地点近处的市民。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与巴的摩尔市和马里兰州一起，为在小区周围指定地区购

置房屋的学校雇员提供 2500 美元至 1.7 万美元不等的赠

款（Wiewel & Knaap 2005）。

安大略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均通过监管手段对主要

城市周边的农业和产业用地进行保护。不列颠哥伦比亚

建立了农地储备系统，在这一系统里，土地主要用于农业

和林业，而非农业用途则受到限制（Cavendish-Palmer 

2008; Hanna 1997）。这一系统约覆盖了 470 万公顷的

土地。虽然它遭受了没有给予农场主足够的权利变更的

补偿的批评，但是也有人出面袒护，说它有效地保障了粮

食安全，同时控制了城区和城郊的扩张。 

安大略绿化带保护了加拿大人口最为密集、增长最

迅速的区域内的绿色空间，农田，森林，湿地和水域（Ali 

2008; Feung & Conway 2007; Taylor 等 2005）。它的

面积达到 73 万公顷，在这区域内，只有少量土地可用作

农业用途，还包括有环境敏感的土地，一个大的蓄水层，

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物圈保护区和尼亚加拉大断

层（Cavendish-Palmer 2008; Hanna 1997）。

交叉领域问题

实施选中的土地利用政策可以带来诸多好处以支

持能源、淡水和管理目标。统一的土地管理可以带来具

协同效益的政策，如通过减少径流以提高水资源可利用

性和水质。这样的规划形式可以帮助发现对发展可再生

能源接受度最高同时最适合的地区，因而减少项目中的

不确定因素进而加速项目的实施。统一的土地管理，如

果可以使某一地区的植被得以保持的话，也可以帮助实

现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目标。

淡水

满足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满足维持其他生态系

统服务对水资源的需求间的平衡，这样的政策手段对于

淡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食物和

能源的生产对水的需求一样。北美的三种主要政策选

择是综合流域管理、全成本定价以及技术解决方案。

综合流域管理

综合流域规划和管理可以与其他水资源管理手段

共同使用，而综合流域规划与管理也是优化水资源不可

或缺的手段。这是在排水渠管理水资源的整体方法。这

一方法与第四章中出现的更为广泛的统一水资源管理

概念共同存在，旨在实现最优、最可持续的水资源供应

以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同时维持各物种的环境保全。统

一的流域规划和管理被证明在解决近几十年内有些复

杂的问题是十分有效（Heathcote 2009）。这一方法承

认水资源问题无法单独解决，而需通过环境、社会、经

济和技术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它可能还包括诸如预防洪

水，优化水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减少与退化，

污染控制与经济增长等目标。评价项目成功与否可以通

过包括污染物浓度，溶氧量和生物多样性，水流量和洪

水防治几个水质指标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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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一项的流域规划与管理政策要求利益

相关者们的积极参与，互相交流与配合、目前，在美国和

加拿大这种项目并非由国家管理实施，而是通过地区或

州 / 省级政府实施的。如，美国用以污染物控制的最大

日负荷量计划就是按照《清洁水法案》的要求在州以及

层面实施的。各州需检测出受损流域并计算出某一流域

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容量以及据水质达标的差距，然

后制定计划，通过公共投资解决点源污染物和非点源

污染物以重建并保持水质量。尽管项目表明全国各地实

现情况各不相同——处于各流域情况不同的考虑——

也提出了优化实施情况的因素，包括重点流域规划，利

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当地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合作，解

决污染源的多样化方法，以及流域鉴定和检测的足够资

源（Benham 等 2008）。综合流域规划与管理中值得

注意的一方面在于它不需要昂贵的基础设施如水处理

和流程控制。因此，成本并不一定是政策实施的限制因

素，政策也可以在财政资源受限地区继续推进。这也使

得综合流域规划和管理十分容易转型，只要可以建立

有效的合作与实施机制。这一计划也可以被应用于诸多

方面，从小的城市内河流重建计划到大的流域项目如五

大湖区（专栏 13.5），切萨皮克湾（Hassett 等 2005），

（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Davis & Ogden 1994）和旧

金山湾（IRWMP 2006）。在这一项目的诸多好处中，最

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各利益相关者均积极参与到选择解

决水资源问题的管理策略中。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

明确讨论，优化抉择提高决策接受度，较自上而下执行

的政策更有优势，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通常缺乏公

众支持与理解。

综合流域规划与管理并非全无问题，很难判定它

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在切斯皮克湾水域，这一计划已

经开展了数十年，以清洁河口重建沿海渔业。提升水质

的项目多集中在支流，包括恢复河岸绿化，优化河道以

及重建湿地。在该流域内，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被投入到

上千个重建计划中，却并不见显著成效，很大程度上市

因为每个项目都缺少全面监控（Hassett 等 2005）。尽

管有关切斯皮克湾的水质是否得到大幅提升仍没有明

显的表征，部分地区的成果仍然让人觉得有希望（Ruhl 

& Rybicki 2010）。

总体来说，综合流域规划与管理面临着严重的挑

战，很大程度上因为问题范围广且程度复杂，同时有着

相对于技术或水力壁垒来说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壁垒。

流域边界与行政区划之间不相一致也带来了相关问题，

因为不同土地所有者与辖区内政治实体对流域需求存

在着冲突（Blomquist & Schlager 2005）。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专门建立了一个水资源管理部门以协调和实

施这一规划，并且面临着将不同利益相关者集合到一起

并达成相关协议以平衡竞争中的各利益方对水资源的

需求。因此，合作与公众参与尤为重要。当流域范围跨

国界时，成立相关管理部门则更有难度。然而，这些问

题可以通过如由美加政府构思的《国际流域倡议》解决，

该倡议目的在于促进水资源管理部门的设立并实现统

一的跨界水资源管理（Blaney 2009）。

全成本定价

供水的全成本定价由美国环保署（EPA）定义为“以

经济上有效率，对环境合理的，同时社会接受度高的促

进消费者提高用水效率的方式，完全覆盖提供服务的成

本的定价方式”（USEPA 2006）。本着“使用者付费”和“污

染者付费”的原则，使用量较大的用户比使用量小的用

户付费更高。目的在于让所有消费者都可以使用维持基

本需求所必须的水量，而超量使用的用户需要付更多的

费用。全成本包括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成本，市场价值

和非市场价值，同时覆盖将来可能产生的费用，如基础

设施的修复与更换。在公共供水方面，一旦供水的基础

设施——如大坝，水渠，水泵，管道或污水净化厂等——

就位，供水的公共事业公司对其客户供水的边际成本就

会与其可变成本相持平。这些成本数量主要用于管理

图13.1 大湖盆地

专栏13.5 大湖盆地保护与管理

加拿大与美国在共同管理地球表层最大的淡水系统，大

湖区流域生态系统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与责任（GLIN 2011a）（图

13.1）。除了能为 3 千 3 百万人口提供饮用水以外，本区丰富

的水资源也是本区经济发展的核心。2005 年的《五大湖 - 圣

劳伦斯河流域可持续水资源协议》由美国的 8 个州与加拿大

的 2 个省共同签署，为各州省管理与保护盆地整体提供了框

架。协议的原则从一个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方法

而来，限制了以盆地为源头的河流改道，但协议中也存在例

外情况；使用一个共同的标准以审议流域中水资源拟定用途；

要求各州省制定并实施一个保护水源节水的计划；加强各方

间技术数据的合作 实施中。

《大湖区及圣劳伦斯河城市倡议》是一个成功的跨区倡

议的范例，它成功地提高了水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了区域内水

资源需求。该倡议包括目标：到 2015 年，盆地内所有参与城

市减少与 2000 年相比的用水量的 15%。到 2010 年，33 个

参与城市中约半数共同减少了 13% 的用水量，节约了约 33.3

亿立方的水资源。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手段包括：

• 基础设施维护与水表等技术手段；

• 经济激励，补助按照实施可持续节水计划，按承诺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耗水率的产业用户；以及

• 宣传推广（GLSL Cities 2011）。

与维护，而与修建所有基础设施相比，这些费用几乎等

于零。人为造成的低的市场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会使其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消耗水资源，以致产生过度消费。

在完全成本定价模式中，所有基础设施，环境成本与代

际成本都包括在供水价格中。而实际操作中很难将这些

成本各自分开算清，各种定价系统也在努力获取更多足

够的成本信息以让消费者承担各自相应的耗水量。实施

完全成本定价的一个范例就是通过提高限制率，这被

认为是鼓励水资源保护最有效的形式。在这一定价结构

中，每单位水价随着总耗水量的上涨而增加。

目前有许多成功实施完全成本定价的例子，尤其是

在减少耗水这一方面（USEPA 2005）。马林市政供水区

（MMWD）提供了一个例子。MMWD 是一个为加利福

尼亚州，马林郡中部和南部 19 万 5 千名居民提供水资

源的公共机构。MMWD 的水费结构包括含盖了仪表读

数，账单，水表更换与修理，顾客服务，水源保护与水政

的基本费，还包括含盖了水迁移，水处理，配水，水域维护，

以及水资源进口和循环使用的四级费用。MMWD 有约

四分之一的水来自于通过与索诺玛郡水利局签署的协

定，从索诺玛郡的俄罗斯河的进口。俄罗斯河的用水的

环境成本起源于《联邦濒危物种法案》，同时包括用于

为几种被分为濒危鱼种改善生存条件，河道维护与检测

的费用。MMWD 的特殊之处在于，消费者没有州政府

或联邦政府的补贴，自己负责所有水费花销，没有其他

水利局分担成本。价格可与加州北部其它水利局相比，，

而尽管人口有所增长，但总用水量在近几十年内一直较

为稳定（Fryer 2009）。这些节水方法源自于对水的真

正价值的理解，在水供应扩张之时将财政成本与环境

成本最小化。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全成本定价还是有一些缺

陷，相对于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体系，全成本定价较为

复杂，因而让消费者也更难以调整用水量响应水价。描

述价格结构的公共宣传活动和夹在账单里的信息宣传

活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个缺陷是合理

来源：基于ESRI, 2001;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1998; 和 Environment Canada,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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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用冷凝式混合动力电热水器。这一技术按需制造热水，比传统

热水器更节能。© BanksPhotos/iStock

定价难度较高，尤其是在区分和分配非市场成本如由供

水造成的环境损失时——如修建引水和储水装置时造

成的环境影响。然而已经开发了多种方法，如随时间将

市场价值加到非市场成本中，分清成本中目前的和已摊

销的价值，然后将其加到消费者基本耗水量的边际成

本中（Renzetti & Kushner 2004; Rogers 等 2002）。

实施完全成本定价要求足够的制度上的支持以及相关

协定，同样需要人员和必要资料以评估成本构成。

技术手段与保护方法

技术的进步与保护方法可以有效减少生活，产业

和农业用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监管，财政激励

和自愿方法实现。许多方法都可以实现减少水资源消

耗，提高产业能效，包括低科技方法，节水设施，水的再

利用系统以及水表。如，北美近 25 年内生活平均用水

量的下降得益于提高家用电器的节能标准（Rockaway

等 2011）。在农业产业内，漫灌方法已经被更有效的技

术取代，这一技术可以合理利用每单位水的利用提高粮

食量产。更简单的保护措施如有责任感的用水习惯与

提高用水能效密切相关，同时可以通过节水教育被推

广。实施了此类方法的城市包括德克萨斯州的厄尔巴索

（EPWU 2007），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圣地亚哥

市 2011）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乔治王子城（City of 

Prince George 2011）。

通过长期可持续提升水能效以节水可以带来诸多

经济环境利益。这一方法的部分优点包括可以适应特殊

需求，避免使用更贵的饮水供给，并且可以减少配水与

水处理基础设施的操作与维护成本，同时更加节能。对

于商业和产业设施来说，通过实施节能手段节省下的

水和能源成本可以迅速抵消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加利

福尼亚州商业、工业和机构方面节水技术投资的回报

期据估计少于两年半（Vickers 2001）。实施提升水能

效的方法中遇到的困难有：资本投入与节水成本短期内

不能匹配，或者利益相关者间不能就为获取用水者所付

水费产生的利益是否值得长期投资这一点达成共识。能

否做出决定通常取决于用水与排水，符合环保要求的施

工与生产的相关成本。有些水成本较低的地区可能会需

要其他经济政策，如补贴，税收抵免与补助金。在许多

情况中，符合某一地区存在的问题与需求的专业手段与

激励政策通常结合使用，以便实施诸多创新且有效的提

升用水能效的方法。

交叉领域问题

促进水文循环及其提供的维持生命的服务的完整

性可以间接帮助实现国际共同的有关土地使用与可再

生资源的目标。综合流域规划与管理的政策的成功实

施与通过重建生态系统功能提高其弹性以促进可持续

的土地利用极为相似。一旦评估了水供应的真实成本，

可能会在使用附加收益以资助重建工程。财政激励政

策和科技进步下的水资源保护会进一步减少土地恶化。

逐渐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带来气候变化的

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可能削弱工程计划对水文循

环的影响。

能源

加拿大和美国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资源。将这一巨大潜能转化成一个可持续能源体系要

求集中政治意愿、行为变革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灵活的

全面的政策。目前的能源系统有诸多环境问题，包括气

候变化，高用水量以及空气污染。

因为化石燃料消费是造成空气中二氧化碳聚集的

加利福尼亚州蒂哈查皮山山口的风车发电厂，生产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 Patrick Poendl/iStock

主要因素，专家主张应加强政策干预，不仅要提高可再

生能源的产量，而应该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目前排放碳的

能 源 系 统（Delucchi & Jacobson 2011; IPCC 2011; 

Jacobson & Delucchi 2011; Schneider 等 2000）。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

也可以减缓气候变化（Awerbuch 2006）。这一产业对

实际操作经验和北美电力行业中的新兴技术方法要求

同样高。同时，即便只是部分缓解气候变化也需要更多

的无碳发电源（Schiermeier 等 2008）。此外，政策创

新与技术进步也促进了这一行业的迅速发展，从而树立

了明确的榜样。

北美目前依赖化石燃料资源的情况主要来自于定

价效应的周期，对传统化石燃料能源的生产和外部污

染成本的补贴也是其部分原因。如，美国在 2004 年

出具的一份所有能源补贴分析中显示，化石燃料获得

86% 的补贴，核能获得 8%，而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

仅获得 6%（Sovacool & Watts 2009）。最近，美国能

源部长朱棣文宣布，奥巴马政府打算在十年内撤销对石

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的 462 亿美元的补贴以资助可再

生能源的花销（Bloomberg 2011）。经济学家认为如

想解决补贴分配不均及其它化石燃料相关的市场问题、

加速可再生能源的资源配置，需要把排放的多重社会

和环境成本包括在传统能源产品的价格之中（Sovacool 

2009a）。因此，灵活，新型且全面的政策如能提供经济

动因，电力网，透明度和市场空间，则在支持可再生能

源发展迅速可持续发展，替代化石燃料方面十分重要。

在选择过程中，三项政策影响着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为经济动因或鼓励行为习惯转变提供财政支持；提高网

络和电网的灵活性；减少制度壁垒。该产业十分重视支

持目前影响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并讨论了其利弊以

及转型和普及的潜力。然而，该产业内的专家论证和实

例研究证明，当考虑到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时，制定一

项全面的政策十分重要（Sovacool 2009b）。这样的政

策可以通过同时应对延迟向可持续能源体系转化的多

重挑战欲壁垒，从而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

支持转化激励因素或鼓励行为转变

本部分描述的政策方法提出了能部分解决化石燃

料补偿以及污染成本外化的市场激励因素（Sovacool 

& Watts 2009）。北美已经实施的作为范例的政策包括：

生产税收抵免、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此外

政府还为研发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生产税收抵免主要

为合格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提供千瓦每小时的税收抵

免，而上网电价主要保证电力畅通，并且为保证电价稳

定提供长期合同（DSIRE 2011; Mendonca 2007）。

如果设计得当，上网电价可以采用税基而非支付资金为

可再生能源提供资金。可再生能源组合的标准政策还

可以避免使用政府资金，而只需要监测标准的合规，并

要求企业在总电量中按照规定的数额采购可再生能源

（Fischer 2010）。如果市场的优势在于扩大可再生能

源的市场，研发方面的投资就可以帮助推动价格下降。

研发与投资补助间的密切关联已经证明了该如何提高

政策的效率（Soderholm & Klaassen 2007; Klaassen

等 2005）。

提升网络与电网灵活性

可再生能源与目前的化石能源发电设施一般都地

处不同地方，因此要求有可以从新的能源产地往负荷中

心运输能源的网络。此外，化石燃料发电通常有长期的

资本存量，目前依然主导着市场，限制了新技术进入市

场的机会。目前已酝酿出一些政策措施提升运输网络的

管理与性能，以增加市场渠道和空间。包括运输成本回

收与分配；通过独立操作体系管理电网；开发智能电网；

并且淘汰火力发电站。这些政策都旨在使建造基础设施，

开拓市场空间和在制造地与负荷中心间运输可再生能

源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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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回收与分配政策为开发者提供了明确的从运

输工程中回收建设成本的框架，这对建立能源运输网

络提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十分必要。目前为穿越多个

辖区的运输设备提供经费还有难度，在多数情况下，还

会有相关种种有关分配成本与福利水平方面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家提出联邦政府应决定成本分配

（Willrich 2009）。

能 源 开 发 商 也 遇 到 了 透 明 度 不 足、无 法 并 网

（Sovacool 2009b）等问题，原因是传统上是由纵向整

合的公司来生产、输送并配送电力的。在多数地区，公

用事业公司依然拥有并经营着电力输送的资产，只是输

送过程中缺乏透明度。非独立体系下的运营者是负责保

证输电网开放的第三方公共组织，输电网可以通过确保

透明度以及公平的市场准入为加速使用可再生能源提

供良好的条件（Joskow 2005）。 在德克萨斯州，所有

供应商都参与成本分配，这对于北美来说也是一种新方

法（Schumacher 等 2010），高压电输送通道的建设也

进行得十分迅速（专栏 13.6）。

淘汰火力发电站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新的政策手段，

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增加电网的灵活性，为可再

生能源提供市场空间。煤炭 - 火力发电技术在对负载波

动作出响应时能力不足，这些政策采用天然气取代煤炭-

火力发电，这一技术更为灵活，排放的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相对于煤炭 - 火力发电也较少（Dewees 2008）。淘

汰火电政策也为公共健康带来福利，通过减少引起气

候变化的排放加速向可再生能源体系的转变（Winfield

等 2010）。这项特定政策迅速将市场失灵的化石燃料

能源的成本内化，目标直指集中的排放源。

克服制度障碍的政策

最终的策略包括通过消除制度障碍、促进长期规

划以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诸多政策。其中一个消除障

碍方法就是联合各负责的权威机构，将诸多辖区集中在

一个决策体制中，或者将管理部门设立在一个已存机构

中，如安大略省（专栏 13.2）和特克萨斯州（专栏 13.6）

（Gallant & Fox 2011; Bohn 和 Lant 2009; Wilson 

& Stephens 2009）。

机构也可以通过要求公众参与，提高能效，作出资

源设置，制定行动计划，并且将资源获取对环境的影响

最小化来实施统一的资源规划。专家认为，设计和操作

系统的规划应该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明确考

虑。专家认为，将对可再生能源的评价包括在综合的资

源规划中可以帮助建立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可持续能

源体系（Yilmaz 等 2008）。

被选定的政策之益处

实验性证据表明，如果可再生能源被广泛使用，则

环境影响可以下降而社会效益会增加（IPCC 2011）。因此，

增加可再生能源生产，通过补贴使化石燃料逐渐退出能

源体系，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市场途径与市场空间，消除

机构壁垒可以带来多重效益。环境效益包括减少温室气

体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在有风能和光电子能情况下减

少水的使用量，以及减少水污染（Sovacool & Watts 

2009; Roth & Ambs 2004）。社会效益包括通过时本

土能源的供应和使用多元化提升能源安全和可靠性，

减少能源价格波动和混乱（Awerbuch 2006; Roth & 

Ambs 2004）。此外，专家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与提升

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密不可分（IPCC 2011；Wei 等 

2010）。最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样也能通过减少排

放与职业伤害带来公共健康效益（Sumner & Layde 

2009; Rabl & Spadaro 2000）。

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最高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可再

生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小于化石燃料（IPCC 

2011; Awerbuch 2006）。方案分析显示如到 2050 年

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在主要能源供应中所占份额从 27%

上升到 77%，将能达到最多减少全球 85% 的二氧化

碳排放（IPCC 2011）。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技术室

风能，太阳能和现代生物能，每年平均成本仅为全球年

GDP 的不足 1%（Edenhofer 等 2011）。专家估计截止

到 2030 年，包括社会成本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

会比化石燃料的生产成本要低（Delucchi & Jacobson 

2011; Jacobson & Delucchi 2011）。然而，为了实现

这一转变，现有政策需大幅加强力度，全面实施，因此

要求 额 外 的政 治意 愿（Jacobson & Delucchi 2011; 

Sovacool & Watts 2009）。

改善网络，减少制度障碍的好处包括更低的成本

和更快的推广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在输送过程中，先进

的网络可以提高稳定性，降低电的交货成本同时限制

生产商的能力以检验市场的力量（Hirst 2004）。专家

共同呼吁减少制度障碍以加快向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转

变（Mitchell 等 2011）。定量分析同样表明减少存在的

一座大型炼油厂在冶炼阿尔伯塔油砂，在加拿大，麦梅利堡镇附近。 

© Dan Barnes/iStock

障碍与促进风能发展密切相关。

已选政策的潜在缺点

生产税收抵免或者上网电价的成功实施要求对所

有可再生能源的不同价格和外部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这

些政策也因而有着潜在的缺点。生产税收抵免或上网

电价可能会效率极其偏低。因为激励政策长期固定，可

能会导致创新不足或价格压力下降。实施可再生能源投

资标准也要求具备深入的市场知识以确定合适的目标，

执法机制和有针对性的产业辅助政策。通常这些政策

都是针对某一产业的补贴（Berry & Jaccard 2001）。

设计不当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标准可能会促进特殊技术

发展因而导致技术锁定（Unger& Ahlgren 2005）。

此外，也有批评认为实施可再生能源政策可能会增

加能源成本或增加税务负担（Gallant & Fox 2011）。

这些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一笔负担；然而，如果

可再生能源被广泛采用的同时实施累进税和激励政策

等保护措施可控制能源价格上涨。如，美国现存补贴制

度可在能源成本方面帮助低收入家庭，则推广现存制

度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承担能源价格上涨。

增加输电网减少选址壁垒的政策同样也有潜在的

缺点。当重新分配输电网成本时，这些政策可能为没有

获得利益的人群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减少选址壁垒

也可能降低公众参与。

已选政策的推广与可转让性

已选政策的推广与可转让性的潜力并非直截了当，
且需具争议地依具体情况和具体政策工具设计而定。
如，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北美输电网较为分裂，但因为其
他国家也可能有本国的电网，因而电网分裂并非大问题
（Willrich 2009; Joskow 2005）。德国，法国，意大利，
日本和丹麦在国家层面退关与转让上网电价方面均有
一定经验，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生产税收抵免和可再生能
源配额制度方面有经验（IEA 2011）。上网电价和可再
生能源配额制度方面的政策在包括加拿大，中国，肯尼亚，
葡萄牙和乌干达的多个地方已经实施（IEA 2011）。据
统计，相关性表明在实行上网电价时政策十分有效（Haas
等 2011）。有关其他政策是否有效并无太多直接证明，
其他地区的政策推广与转让性也没有过多证据表明是
否有潜力（Carly 2009；Doris 等 2009）。

 

加速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前瞻性方法

当前的目标是在北美的能源组合中扩大可再生能
源供应所占比例，为实现这一国际目标，要求集中政治
意愿，增强公众支持来实施全面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政
策主要集中解决市场失利，给出清晰的市场信号，促进
运输系统的现代化，检验包括能源储存的新技术，以及
使制度结构合理化。一个现代化、洁净、可靠且有效的
21 世界能源体系将使能源更安全，提高价格稳定性，同
时增强经济表现，截至 2050 年，有可能使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减少 85%（IPCC 2011; Awerbuch 2006）。

目前的研究认为，考虑到化石燃料的外部性与补贴

时，出现的问题不是成本而是社会和政治壁垒（Delucchi 

& Jacobson 2011）调动和扩大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支

持对于提升政策实施的政治意识至关重要，而政治意

识在实现国际共同目标中必不可少。实例研究表明，为

能源转化与减少制度壁垒的全面的包括抵消化石燃料

外部性与补贴优势的激励手段的一揽子政策，对于加速

向可持续的能源未来意义重大。

交叉领域问题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带来诸多好处以支持

其他国际共同目标。风能和光电能等可再生资源可以减

少水领域的压力，因为相对于传统的热电型方法，风能

和光电能对水的需求更小（Roth & Ambs 2004）。

对于土地利用的益处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对下降，从

而减少潜在的气候变化的影响（Turney & Fthen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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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3.6 德克萨斯：风能的迅速发展

德克萨斯目前在美国风能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该

州使用引导市场机制的政策以实现该州的能源目标。政策

包括消费者的抉择，电力批发市场，输电成本分配，以及可

交易能源额度和联邦税收抵免（Zarnikau 2011）。除了这

些政策以外，德克萨斯州的风电场选址部门也十分集中，使

得德克萨斯与其他州相比获得准可证相对容易（Bohn & 

Lant 2009; Wilson & Stephens 2009）。

推 广电力运输设 施时德克萨斯州一揽子政 策手段

的主要内容。该州是北美一个特殊的辖区，因为它有一个

单独的电网管理局，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 

作为电力输送 政 策的组 成部分，德克萨斯出于需 要，规

划建设了竞争性可再生能源区。德克萨斯同时将建设成

本分摊给所有 ERCOT 地区内供电给消费者的电力公司

（Schumacher 等 2010），允许输电网开发商从建设新的

输电管道中回收成本。此外，对所有不仅包括受益人的消

费者收取的费用在全电网范围内提供了一致的框架，消除

了在新的输电系统中谁可以付出以及谁可以获益的争议。

这些为输电网发展积极规划的政策在推动德克萨斯州可再

生能源生产的迅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图 13.2）。

图13.2 德克萨斯州已提出的可再生能源区域，潜在输电网发展以及风能发展、

德克萨斯州的全面一揽子政策，任务包括可再生能源生产，联合选址机构，将传输成本分给所有消费者，这一政

策是一个产生了巨大效果的新方法。风力的使用从 1999 年的 50 百万瓦特增长到了 2010 年早期的 9272 百万瓦特，

在 2010 年第一季度占到了全州总发电量的 8.4%。统一电网中仍存在问题，额外的电网扩展也在建设当中，依据目前

政策兴建的工程表明，德克萨斯的风能将会继续发展，太阳能产业也会有新发展。目前的成就和展望表明，如果政策

体系得以良好规划，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较快发展（Zarnikau 2011）。

2011）。然而，发展可再生能源所利用的土地可能会

影响到其他土地，因为采用的技术较为特殊（Fthenakis 

& Kim 2009）。同时，采用综合的可再生能源选址方

法、以提高透明度并与不同机构开展合作将会改善环境

治理。

结论

本章提出诸多政策与市场工具，无论其因果关系

多么不确定，依旧可以帮助实现国际共同目标。也许有

些计划开始并非以国际目标为初衷，动力也许来自于双

族政府、国家层面或次地区机构以及管理机构。对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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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华达山脉中最大最完整的栖息地保护区之一，在

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理念中处于中心地位。© Pgiam/iStock

级治理和决策来说，设立明确的中长短期环境目标和特

定目标均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包括改变公共和个人行为

的重要手段。在评价政策进展和明确优缺点时，绩效指

数十分重要，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目标间的协同

效益也至关重要，需要牢记不同环境目标之间的潜在冲

突——至少是短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如清洁空气和气

候变化问题，同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也有可

能产生问题。

部分范例政策可以显示在缓和负面的公众态度时，

培养公共意识与获取政治支持是如何推动区域更加接

近实现其环境目标的。公共 - 私人间的伙伴关系已经日

渐重要，因为政府资金和工作人员已经显示出其无法评

估资源、协调可持续管理并满足多个用户之间日渐增长

的需求。

选定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未来北美环境治理的诸多

机会。最有效同时争议最少的生态系统服务财政机制

主要关注如水质量等生态系统服务的用户，这些用户愿

意为服务付费同时补偿采用最佳管理实践的资源所有

者或管理者。

最后，也很重要，范例表明作出正确的政策抉择十

分复杂，通常要求结合两个或以上的监管机制的混合技

术以调整目前的市场规则、财政激励措施以转变目前的

市场定价和参与技术。转让或提升已为政策或市场手

段的成功做出贡献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实现国际共同

的环境目标。总体来说，转让过程比复制政策内容更具

有可行性，因为通常影响转让的可能性的因素被人们了

解的更多。政策与方法成功与否与环境密切相关，因为

实施过程中会产生诸多经验。不能为后代保护好生态系

统服务无疑将会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更高的成本，

比已被证明卓有成效的进程和政策所需的推广成本要

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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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地区很多国家出口石油，都依赖油价持续上涨而受益。® Ryan 

Lindsay

为实现各不同部门层次工作的高度整合而引入政策

组合的力度还不足。但是，西亚在环境治理方面已经取

得了一些进展，并且越来越倚重指挥与控制措施，而不

是市场基础手段。

一些国家由于进行了财政投入已经在实现供水和

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MDG 7c）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但还需要开展深入工作，特别是在也门。过去四十年实

施的多种水政策主要针对供水设施，特别是城市地区的

供水设施，旨在通过技术手段克服水资源短缺问题，包

括通过海水淡化技术。与其他注重供水与用水需求平衡

的政策相结合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地区水资

源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政治、财

政和人力投入，供水与用水需求的可靠评估，有效的立

法和体制安排，以及公私领域合作发挥的积极作用。

各种抵制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国家行动规划应与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各种减轻气

候变化影响的规划相结合。减轻土地退化问题的综合性

主要内容

行动是区域工作重点，并且还有助于解决西亚的沙尘暴

现象。

为要实现全球目标，西亚要加强开发可持续能源系

统的立法和体制框架。目前正在不断开发能提高能效和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西亚虽然存在大量可再生能

源来源，但能源领域仍然对化石燃料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因此造成该领域存在大量碳排放现象，并产生了负面环

境影响。虽然现在正通过采用行业能效规范的方式推

广建设绿色建筑，但建筑行业仍是一个主要的能源消耗

领域，特别是在空调使用方面。

各国应通过生态系统方法与综合海岸带管理规划

和策略的结合，确认其保护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诺。

西亚制定了很多强大地沿海开发计划，反映了该地区实

施的沿海和海洋保护政策。通过建立海洋保护区和实

施综合性渔业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正在取 

得进展。

引言

西亚在地理上分为两个次级区域：即包括也门和海

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阿拉伯

半岛，以及马什里克地区，马什里克地区国家包括伊拉

克、约旦、黎巴嫩、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OPT）和

叙利亚。西亚面积约为 400 万平方千米，接近全世界

陆地总面积的 2.5%。西亚地区主要为干旱和半干旱气

候，降水很少，而且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变化。水资

源短缺，加上该地区经常出现持续干旱现象，因此这里

的水资源非常宝贵。

西亚面临多种严重环境挑战，包括亟需解决的水

资源短缺问题；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提高化石燃料为基

础的能源产量，并减轻能源生产、配送和终端使用过

程中效率低下的情况；以及海洋和沿海资源的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气候变化可能会对西亚的经济情况和人类

福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正逐渐成为该地区面临的主

要问题之一。由于气温升高和降雨减少，预计到 2050

年西亚大部分地区的供水会所有下降（UNEP 2010；

IPCC 2007）。大部分沿海地区很容易受海平面升高的

影响，特别是 GCC 国家和也门，海平面升高会导致洪

灾和海水倒灌现象，从而威胁广泛地区的安全（AFED 

2009）。

促成西亚环境变化的动因与和平和安全问题，人口

和经济状况有关。保护西亚宝贵能源资源的国际愿望，

以及包括当前政治冲突在内的各种争论都对该地区不断

恶化的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环境破坏不断升级，流离失

所的群众数目越来越多，这些都构成了环境和土地退化，

以及水资源短缺的诱因（UNEP 2010）。

2010 年西亚地区总人口估计为 1.34 亿，或者说

约占世界人口的 1.94%。按照每年 3% 左右的平均增长

率，预计到 2030 年该地区人口将达到 2.05 亿（UNPD 

2008）。虽然西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正在降低，但这

里的人口增长势头仍然很高，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和

宗教信仰，以及这里难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UNEP 

2010）。GCC 国家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90% 以上，

马什里克国家约为 70%，也门约为 31%。人口增长率

过高、城市化，以及目前的消费模式都对西亚地区有

限的土地和水资源造成了重大压力。一般说来，人口

年轻化、人口增多和人口的流动性代表着新的发展前

景，但同时也会加重已经相当紧张的资源和生态系统压

力。为满足就业、住房、卫生保健、用水、能源和教育

需求，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服务，因此预计土地

利用形式改变将是该地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UNEP 

2010）。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涌入 GCC 国

家，也将给已经非常紧张和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带来更

大压力（UN ESCWA 2005）。

大多数西亚国家的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

入，特别是 GCC 国家。该地区拥有世界 52.2% 的石油

储量和 24.6% 的天然气资源（OAPEC 2009）。石油

和天然气出口，以及石油化学产品是 GCC 国家的主要

收入来源。但在马什里克地区和也门，虽然有些国家

也发展采掘业等行业，如约旦和叙利亚，但在这些国

家，主要经济活动仍是农业，农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30%，全国有 40% 以上的劳动力都从事农

业活动（UN ESCWA 2002）。按人均水平计算，GCC

国家中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是卡塔尔，2010 年人均

GDP 达 7.7 万美元（UNDP 2010）。这种高收入水

平也体现在了这些国家的人均高能耗中，2006 年很多

GCC 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超过了 2 每人每年 5 吨

（UNDP 2010）。此外，由于石油和采掘业对大气造

成了污染，并引发了土地和水资源退化，因此给该地区

的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但该地区正在实施一些新计划，

旨在减少因开发造成污染排放和产生废物的问题，如针

对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尔城开发实施的新计划（Sgouridis

和 Kenned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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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1990-2015 年西亚的民用供水和卫生情况图14.1 西亚亟需采取行动的优先领域

西亚地区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这也是造成该地区

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虽然西亚在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需要继续努力（UN DESA 

2011）。西亚地区的各国政府正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如创造可持续条件，为社区授权，而且西亚所有国家都

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1992 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

议，即里约地球首脑会议的召开加速了环境部委和机构

的设立，加强了已建部委和机构的工作，推动了各种国

家策略的采用、财政资源的调用和合作关系的建立。

西亚所有国家都十分重视各种环境机构，这些机

构都具有很高的地位（UNEP 2010）。其中很多机构的

成立都是为了实施各种政策、法律，并制定相关标准和

规范。但是，这些政策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只针对特定领

域，而且主要公共群体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参与还很薄弱。

不管是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区域层次上，对这些群体参

与环境治理工作的程度都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虽然西亚国家最近实施了一些新计划，采用市场

基础手段来激励和改变环境行为，如水成本回收计划

和道路收费系统，但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

指挥和控制型环境政策机制，而不采用经济手段。

经过磋商，西亚地区目前面临的四个最紧迫环境挑

战是：淡水；土壤、土地利用、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能源；

海洋。有关环境治理和气候变化交叉问题的各种政策和

政策考虑也已经纳入了这四个方面（图 14.1）。

政策评估
淡水

西亚 地区的水资源储量估计为 106.5 立方千米

（UNEP 2011），由可再生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构成，

并有不可再生的地下水、淡化水和经过处理的废水补

充。地表水资源储量估计为 86 立方千米，主要集中在

马什里克地区，其中 63 立方千米存在于几大共享河流

中，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约旦河、雅莫科河和

Al Kabeer al-Jounbi 河，其余的 13 立方千米则储存

在一些较小的河流、泉水和间歇性河流中（UN ESWCA 

2007b；Abdulrazzak 等 2002；Al-Rashed 和 Sherif 

2000；Abdulrazzak 1995，1994）。该地区总的可再生

地下水资源储量估计为 15.5 立方千米（UNEP 2011）。

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水资源主要来自河道水流，

并经有限的地下水资源予以补充，而约旦、被占领的巴

勒斯坦领土、也门和 GCC 国家则依赖可再生地下水资

源，并经广泛的不可再生地下水储备和淡化水予以补充

（UNEP 2007；Dabour 2006）。

淡化水可提供 3.3 立方千米的供水量，已经成为

了 GCC 国家不可或缺的可靠性民用供水来源，能满

足 GCC 国家 56% 的民用用水需求（世界银行 2005）。

GCC 国 家 淡 化 水 产 量 约占全 球 水平 的 44%（AFED 

2010；UN ESCWA 2007b）。约有 2.3 立方千米经过处

理的废水和 9 立方千米未经处理的污水用于城市绿化

和饲料作物生产。1990 年民用、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总

需水量估计为 83.4 立方千米，2000 年上升到了 112.8

立方千米，预计到 2025 年会达到 167.4 立方千米（UNEP 

2011）。人口增长率高、城市化速度快、干旱和极端事件

频发、经济活动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都加大了

供水与用水需求之间的差距，并造成污染程度加大、资

源枯竭。西亚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现象越来越明显，每人

每年可使用的可再生水资源量已经从 1990 年的 1050

立方米降低到了 2010 年的 553 立方米，预计到 2025

年会继续下跌到 205 立方米，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每

人每年 7243 立方米（CEDARE 和 AWC 2004）。

以后五十年里，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缺水现象可能会

使可用的可再生水资源量减少 15% - 20%，从而造成

主要河流流量减少、地下水回灌率降低、骤发山洪和干

旱频率增加，以及多雨地区生产力降低（AFED 2009）。

0

20

80

100

60

40

0

20

80

100

60

80

40



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4 章  西亚 379378

也门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是由投资规
划和之前制定的综合性立法框架推动的。通过供水情
况评估和民用用水与灌溉用水领域实施的供需管理
项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项供需目标。供水
方面包括用于防洪和补水的大坝，在某些地区进行地
下水开采控制，回用处理后的废水，以及雨水采集；
而需水方面包括应用各种管理手段，如梯田翻新，水
厂权力下放，民用用水收费，在灌溉方面提供节水补
助和奖励，并与农业部配合成立用水户协会。并且还

开展了气候变化影响评估。除了国际融资机构的配合
和确定必要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外，这一过程还涉及到
了学术机构、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产生
的惠益包括改进了盆地规划，加大了污水处理投入，
提高了萨那、亚丁、塔伊兹、Hudadiah 等城市的服务
覆盖范围，实现了地下水资源的合理使用，特别是在
萨那盆地，并执行了收费制度。主要制约因素是财务
和人力资源不到位，并且缺乏公私合作（CEDAR 和
AWC 2004）。约旦在其水资源综合管理规划中对下约旦河的所有水资源进行了考

虑，包括地下水、废水、咸水和洪水。® Miguel Nicolaevsky/iStock

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温度上升情况预计会造成用水需求

的增加，特别是在灌溉农业方面，还会因海平面上升造

成盐水入侵，旅游业供水量减少，以及作物生产系统变

化等（AFED 2009）。

以前的水政策注重开发基础供水设施，因此大多

数国家有可能已经步入了正轨，正在为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MDG）中有关供水和卫生的第 7c 项目标而努力。

2008 年，供水的区域覆盖率达到了 92%，卫生设施覆

盖率达到了 81%，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UN DESA 

2011），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较低，特别是在伊拉克、叙

利亚、阿曼、OPT 和也门。GCC 国家的覆盖率比马什里

克国家高，财政资源投入方面也是如此（图 14.2）。西

亚地区的饮用水覆盖率从大多数 GCC 国家的 100%

到也门的 52% 不等。1990 到 2008 年间，民用供水覆

盖率增加了4%，卫生设施覆盖率增加了 5%。据估计，

从 1990 年开始，已经有 4700 – 4900 万人口获得了饮

用水供应，4200 – 4300 万人口享受到了医疗卫生服务

（UN DESA 2011）。除也门和 OPT 外，预计大多数国

家到 2015 年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虽然各国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第 7c 项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由于缺乏安全供水和卫生设施不足等原因，1990 到

2008 年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1 万人。

作为年度规划或五年发展规划的一部分，1960 到

2000 年间实施的各种水政策通过充分利用主要河流供

水、浅层和深层地下水，以及淡化水解决水资源缺乏问题。

扩展各种服务，以提高供水和卫生设施覆盖率，特别是

在城市地区，并采取需求管理措施，包括应用节水技术、

开展漏水检测和公众教育，扩大灌溉工程，从而提高某

些商品性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

从 2000 年开始，随着西亚地区水资源开发殆尽，

特别是可再生水资源，各国政府更加关注开发以综合规

划为主的政策，按照约翰内斯堡实施规划倡导的综合

性水资源管理方法，开始以长远眼光看待水资源开发问

题（WSSD 2002）。考虑到 2025 年西亚地区将出现 50

立方千米以上供水缺口这一估计，约旦、OPT 和也门，

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已经制定了综合性管理规划，

并在实施这些规划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阿曼和

沙特阿拉伯也正在落实相关规划，其他国家也已为此制

定了时间表（AFED 2010）。

西亚地区的水政策重点应集中在三个方面：水资源

整体管理框架内的综合规划；采取供需管理措施，以减

少供水缺口并提高用水效率；农业用水管理。衡量供水

和卫生进展情况的各项指标为：

• 　水资源短缺和枯竭的衡量指标：每年人均可再

生水资源的用水量，或者说水的可持续性；

• 　服务覆盖率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程度的

衡量指标：能够获得安全供水和卫生设施的人

口数量；

• 　水利用效率衡量指标：灌溉和民用用水配送系

统的水损失情况。

用综合方式进行规划

制定有效的水政策要按照水资源综合管理原则进

行规划。目前开展的相关工作还局限在根据国家发展

规划制定水政策，注重供水能力开发，而忽视用水需求

管理（UN ESCWA 2001）。某些国家的财政资源投入

一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规划过程要结合考虑西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情况，以及下述问题的复杂性：用水需求和竞争情况加

大；水治理问题；供水情况不确定和极端事件情况下的

适应能力；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 包括人口

发展趋势和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食品安全和复杂多

变的国际粮食市场；区域内各国之间及与其他相邻国家

之间因共享河流和蓄水层引发的共享水资源压力；气候

变化影响。

在水和与水相关的领域内和领域之间进行协调、

统一规划有助于促进供需平衡。目的是实现水资源的

可持续性、利用效率和保护；对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在内

的各种风险进行管理；并对有争议的共享资源进行管理。

这样做还会产生一些其他惠益，如可提高安全供水和卫

生设施覆盖率，特别是对贫困人口；因水质提高产生的

健康好处；遵守并执行相关立法；信息；改善共享资源

方面的合作和信任。西亚地区应在约旦、OPT 和也门，

以及最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实施的水资

源综合管理经验基础上，更新未来规划，并和其他国家

分享经验（World Bank 2009）。

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限制是缺少适当的训

练有素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不能适应高度复杂的水资

源整体规划程序、不能设定明确目标、不能制定和实施

多目标措施、不能投入必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来加强水

的治理工作。困难之处在于建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机制、

协调不同数据来源；获取可靠的评估资源；满足社会经

济和环境变化不断发展期间无法确定的用水需求。在

跨境资源方面，在制定平等共享协议方面存在具有冲突

性的国家利益。只要有决策者的大力支持，把水资源问

题纳入政治日程，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水资源

综合管理加以解决。

如果要加强西亚地区的水管理工作，就一定要采用

水资源综合管理框架。马什里克地区在进行规划时，可

参考约旦和 OPT 制定和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框架的经

验，而 GCC 国家可借鉴也门的规划（专栏 14.1）经验，

因为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另外，了解

各种管理措施的实施经验有助于开展国家能力建设，以

便对现有的综合性水管理规划进行更新。

在环境治理方面，实施综合性方法成功与否也取

决于某些有利条件。决策者和各利益攸关方必须充分

理解相关政策声明，明确目标以及水和与水有关领域的

授权情况；保证信息自由传播；投入必要的财力和训练

有素的人力资源；借鉴国家经验；采用以社区为主的管

理方法，并执行协调机制。这都需要综合性和强制立法。

供需管理降低水缺口

在供水方面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加大可再生地下水

的可持续产量；扩大淡化水产量；对经过处理的废水进

行适当的再利用；雨水管理和收集；人工地下水回灌；

洪水控制结构；控制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开采方式。需求

措施包括各种经济机制，如回收部分成本；在社会可接

受限度内征收税费；提供节水补贴和奖励，特别是在灌

溉用水方面；修改节水建筑法规；开展漏水控制；水厂

权力下放；地下水计量；并有效协调国际资金，同时提

高公众认识。这些都是除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利益攸关

方参与之外的一些措施。

约旦、OPT、也门，并且最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都采取了有限的水管理措施，主要是应用节水

技术，在大城市开展公众教育和漏水检测，并通过补贴

专栏14.1 也门的综合水资源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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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3 沙特阿拉伯的灌溉管理

沙特阿拉伯农业部门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85%，
特别是不可再生水资源和共享地下水资源方面供水
量过大。2005 – 2007 年，沙特阿拉伯通过可再生资
源提供的水量为 250 万立方米，加上 1620 万立方米
不可再生地下水资源补充，才能满足农业部门的灌
溉需求。虽然到 2025 年预计需水量会从 2010 年的
1870 万立方米下降到 1200 万立方米，总灌溉需水
量和可再生水资源能提供的供水量之间仍存在很大
缺口。

 政府最近实施了很多措施，通过减少柴油燃
料补贴，并逐步减少当地小麦购买量来限制当地需要
大量灌溉用水的粮食生产。2009 年，沙特阿拉伯设定

了用八年时间消除小麦生产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使用
现代灌溉系统的奖励和贷款，提高了进口动物饲料的
补贴，同时禁止出口饲料，并建立战略粮食储备（AFED 
2010）。还采取了很多深入措施，如冻结用于农业生
产的土地使用量；推广温室耕作；提高农业领域与其
他相关政策的协调性；通过成立委员会和划拨资金的
方式鼓励进行国外农业投资，从而鼓励私营部门的发
展。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灌溉土地数量、小麦生产和
地下水开采，并提高了人们对回用处理后废水的兴趣
（Hussain 等 2010）。进一步的行动还包括评估灌溉
成本回收方法、地下水计量，并为不同领域设定水分
配限制。

专栏14.2 巴林供水系统的漏水检测和修理情
况

巴林某些地区因供水过程发生泄漏而造成的
水损失在 30 – 50% 之间，因而造成高成本淡化水
流失、废水污染和水位改变，进而破坏城市基础设
施等问题。巴林为此采取了相关管理措施，减少了
5 – 15% 因漏水造成的损失，2000 年因开展这些
措施而节省了 2500 立方米的淡化水，降低了 1800
万 – 2500 万美元的成本（世界银行 2008）。并且
也因此在很多方面有所改进：供水可靠性提高，供
水范围扩大，技术能力和工作人员管理能力增强，
减少了因水位过高产生的影响，如异味、土壤污染
以及对城市建筑和道路的破坏。另外，采取这些措
施有助于开展内部用水情况审计，提高保护有限水
资源的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西亚地区的很多大城
市都可以仿效这些需求管理措施。

海水淡化处理仍然是满足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

的最实际方法。® Tanuki Photography

和贷款等方式提供节水奖励。

实施供需管理会产生预期惠益，包括通过合理利

用资源协调供水的平衡，并在 25 年内实现用水需求降

低的目标。合理利用资源的措施包括：以可持续方式利

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水资源；提高民用用水方面的淡

化水供应；适当回用处理过的废水；在阿拉伯半岛的次

级区域和约旦建立战略性的地下水储量；并在约旦、黎

巴嫩、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也门建设用于雨水收集的基础设施。需求管理措施旨

在减少供水系统的水损失，争取降低目前的水损失水平，

使不可再生来源的用水比例降低到总量的 5 – 20%，特

别是在灌溉方面。社会可接受的经济工具包括逐步收回

成本，并提供贷款和奖励，以降低水耗。采取的措施包

括权力下放，修订建筑规范和法规，鼓励利益攸关方参与，

并开展现代化农业耕作方法，包括水耕和灌溉系统。这

些措施可改变用水行为和用水模式，降低污染和水枯竭

情况，特别是在不可再生的和共享水资源方面，提高水

的生产率，采取这些措施还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

规定的各项目标。

因此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把用水从过度管

控和补贴制度转向在部分程度上为定价商品和服务，以

前这很大程度上由强大的农业集团所左右。虽然约旦、

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的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但西亚大部

分国家实施用水补贴政策，因此造成了用水浪费现象。

其他挑战还包括克服人们不愿意回用经过处理的废水

的心理，为马什里克次级区域提供适当资金投入，加强

整体和综合规划能力，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次级区域

（AFED 2010）。并且，这些区域对采取适当行动削弱

农业集团权力还存在一定的抵制。

西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具有相似的经济和社会特点，

也因此可共享供需管理方面经验。马什里克次级区域

的很多国家在对各种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考虑的同时，

可借鉴 GCC 国家在淡化水生产方面的经验，特别是约

旦、OPT 和也门，而大多数国家也可以借鉴马什里克区

域国家在储水和雨水收集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其他

成功经验还包括各种节水技术、漏水检测和维修、开展

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和地下水计量 – 如在巴林（专栏

14.2）、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引入 –，以及水厂权

力下放。另外，约旦（如当地农民协会）、阿曼和也门成

立的用水户协会模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创造有利条件需要开展综合性的水务部门改革，

实施便于内部和跨领域协调的良好治理措施；适当投入；

保持财政透明度和问责制；让公众接受按社会可接受

费率收取的成本回收手段；采用污染者付费原则。创造

的其他有利条件还包括承诺用水权；确保各利益攸关方

积极参与决策制定；信息自由流动；服务供应商和监管

职能分离；并执行有效的能力建设计划。

农业用水管理

农业领域用水量占西亚地区总用水量的 85%以上，

已经在某些商品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并旨在通过提高

粮食价格、加快农村开发和提高收入来达到该地区总体

粮食安全。在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也门，30% - 40%

的国内人口都从事农业劳动，而 GCC 国家则依赖外来

劳工进行农业耕作（UNEP 2010）。农业集约化加快了

地下水的枯竭，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并且还加重了农

业污染和土壤含盐量。农业领域的灌溉效率比正常情

况低 30% - 45%，并且种植的还是需水量大的作物，因

此造成水生产率低下（AOAD 2009）。实施以下措施有

助于提高水的可持续性：扩大经过处理的污水使用量；

在山区梯田实施雨水收集增墒措施；建立现代农业和灌

溉系统；在推广节水技术应用方面提供补贴、奖励和软

贷款等可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通过地下

水计量，为收回部分成本而征收税费，应用虚拟水概念，

增加用水户协会个数，实现国家之间市场一体化，并利

用世纪贸易组织（WTO）和其他贸易协定等。

对农业领域用水进行整体管理的好处是可以把用

水效率在当前水平上提高 15% - 30%。从而可以大量

节水，增加可用水量，进而满足民用用水需求，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UN DESA 2011）。提高用水效率可提高

水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并为子孙后代节约不可再生的

地下水资源。当前在现代农业和灌溉系统方面实施的

补贴和软贷款系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手段，通过

实施该手段可降低水耗，并防止地下水枯竭和受农用化

学品污染。目前经过二级和三级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的废

水可用于灌溉多种农作物，特别是在 GCC 国家（UNEP 

2010）。但为了实现既定用水效率，并达到适当的水处

理标准，还要更加关注监督和执行节水技术的开展工作。

如果不能在实施节水灌溉技术和评估气候变化方

面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会对水的可用性、农业生产力

和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难以说服

农民转而采用现代灌溉技术和使用经过处理的废水；

缺乏适当的人力资源，难以对水处理标准的合规性进

行监督；营销策略薄弱；并受外籍劳工影响较大。另外

还存在其他挑战，比如农民们不愿意转变观念，因为以

前的灌溉用水都是免费或有大量补贴的，特别是在地下

水使用方面，现在为了回收成本而让他们付费变得十分

困难。目前需要加大废水处理投入，开展提高公众认识

的运动，采用现代化灌溉和农业系统，并建立用户协会。

农业政策要与更广泛的水政策具有兼容性、协调

性和整体性。要加大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从而提高可以

再利用的废水量，并提供相应补贴和贷款，推动各种节

水技术的采用。创造有利条件，把灌溉用水效率目标设

定在 75%，逐步淘汰需要大量灌溉用水和经济价值低

的作物，转而采用进口方式获取所需作物（虚拟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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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4 叙利亚的牧场保护和恢复情况

叙利亚实施牧场保护和恢复政策的主要目的：
保护植被密度、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改善当地社区
的生计，减少沙尘暴，并提高碳汇。政策旨在保护和
恢复叙利亚草原 Al-Bishri 牧场已退化的草地。政
策的实施涉及到让当地社区参与选择退化的草地、
播种和种植，并通过当地牧人和动物育肥合作社合
作来控制和降低草原的放牧压力。经过三年的恢复
和保护，叙利亚的牧草生产已经从每年每公顷 90 千
克提高到了 320 千克，裸土比例从 91% 降低到了
32%，植物多样性从 13 科 23 属 27 种增加到了 17
科 55 属 83 种，食用灌木密度从每平方米 0.02 株增
加到了4 株（Kattach 2008）。从长远来看，政策实
施除了能为牲畜提供更多饲料、减少饲料需求，并降
低肉类生产成本外，植被密度、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
以及碳汇预计都会达到最佳水平，同时还能预防沙
尘暴。

专栏14.5 巴林的可持续农业发展

巴林的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改进农业
部门情况。该战略包括各种促进农业增长和保护农业
遗产的目标和计划。该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实现相
对的粮食安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农业用地，利用现
代技术鼓励农业投资，提高农业领域的经济效率，满
足公民和居民的粮食需求，并为小农户提供支持（市
政事务和土地利用规划部 2010）。为实现这些战略目

标，要加强国内农业部门内各相关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另外，实施该策略注重各个不同社区的参与，同时把
农民视为农业发展的主体。实施该策略的好处包括：
实现生产系统现代化，保护水和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
实现相对的粮食安全，减少地下水消耗，增加包括棕
榈树在内的植被覆盖，推动农产品贸易，促进国民经
济发展并减少失业。

叙利亚 Halabiye 的田地，科学家们正和农民一起培育更具有耐受力的作物。® Joel Carillet/iStock

如种植小麦就需要大量灌溉用水。通过进口小麦，并种

植需水量少的作物，就可以获得虚拟水，从而对现有资

源进行更加有效的利用。

其他措施包括限制绿色动物饲料出口、增加用水户

协会数量，并充分利用 WTO 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所签订

的各种双边协议优势（UNEP 2010）。

西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在灌溉用水供应、消费行为

和干旱环境方面具有相似的情况，因此可以互相分享各

自的成功经验，并在市场和贸易方面互补，充分利用可

以在区域或次级区域层次上实现一体化的机会。例如，

沙特阿拉伯一些大型农业公司的成功有助于马什里克

次级区域的一些国家扩展自身活动，并提高水生产率。

通过虚拟水概念和实施区域内农业政策，有助于在相对

优势基础上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同时还可以为子孙后代

保护当地水资源（专栏 14.3）。

土壤、土地使用、土地退化和荒漠化

西亚大多数地区的特点是植被分散、土壤沙化，属

干旱到极干旱气候。土地总面积为 400 万平方千米，

其 中 64% 为 旱 地（Abahussain 等 2002；Al Kassas 

1999）。天然草地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每年种植和

长期种植作物的土地占 4.8%，森林占 1.4%（FAOSTAT 

2008；AOAD 2007）。由于人口不断快速增长，城市化

速度加快，加上消费速度提高，这些都给有限的土地资

源造成了极大压力。

西亚地区的生物物理特点，加上人口增长速度和各

种社会经济政策影响，推动了该地区的土地退化和荒漠

化现象，这是西亚地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他类似

推动因素还包括作物和畜牧业生产集约化，放牧活动增

多；人类居住区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战争；实施

为不可持续性用水方法提供补贴的政策，如咸水灌溉；

农用化学品过度使用；牲畜饲养过量；缺乏适当的综合

性水 – 土地使用规划和管理。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

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减少，土地出现广泛的沙漠化和

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且反过来还会影响人类福祉

（ACSAD 等 2004）。

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农业所占比值越大的国家，

受土地退化影响最严重，如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UNEP 

2010），并在干旱频发和气候变化条件下，土壤退化情

况会进一步加重。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政策必须考

虑西亚地区面临的多重挑战，如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化

速度过快，自然需求增加，自然资源减少，经济增长速

度不一致，依赖土地资源的社区贫困率增加等。还要对

以下情况加以考虑，缺少资金，不具备适当的技术和体

制能力，利益攸关方和公民社区参与程度不够等（SRAP 

2007）。

衡量选定土地利用政策进展情况的各项指标包括：

• 受荒漠化影响的土地比例（侵蚀和盐碱化）；

• 划入国家保护区和森林范围的土地比例；

• 相对于牧场承载能力的饲养牲畜比例；

• 土地使用改变，包括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

的比例；

• 采用现代灌溉方法的土地比例；以及

• 生产力（吨每公顷）和生产水平（吨每年）。

有可能加快实现国际商定目标的成功政策选择主

要分为三个集群：

• 开发牧场，防治土地退化；

• 实现粮食安全和耕地复耕；

• 在当地社区参与下，采用综合性政策改进土地和

水的利用。

开发牧场和防治土地退化

通过禁止在指定区域耕作，同时保护和恢复已经

退化的牧场，采用各种开发国家和区域牧场的政策有助

于改进牧场的管理（专栏 14.4）（Kattach 2008）。

改进牧场管理的好处包括，对自然植被的生产力

和多样性加以保护、保存、提高可持续性，并加以改进。

另外，改进牧场管理还有助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

增加碳汇，降低沙尘暴的频率和幅度，并为抵制土地荒

漠化提供国际支持。牧场管理的改进工作受到多种限制，

如牧民可使用的开放牧区减少，作物竞争，牧民直接经

济回报降低，并且地方社区冲突风险提高了。

全世界或区域内其他具有类似牧场退化情况的地

区也可以效仿这些政策，并予以推广实施。

实现粮食安全和耕地恢复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入粮食安全这一概念后，

粮食安全已经成为西亚地区各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

2007 年出现了世界粮食危机，同时造成粮食价格飞

涨，一些国家也因此希望实现某些农产品方面的自给

自足，特别是在限制谷物和牲畜饲料出口方面（AOAD 

2009）。为提高农业生产，各国政府对自身农业政策进

行了修订，并赞成权力下放，放松了政府对耕作制度的

控制。各国还实施了各种奖励手段，如通过价格控制、减税、

限制谷物和动物饲料出口、放松贷款，在土地开垦和灌

溉方面引入高效技术等。除此之外，还制定了一些政策

适应气候变化，如使用盐水进行农业生产，在当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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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2004-2008 年西亚初级能源消耗

专栏14.6 约旦 Al-Karak 市的农业综合管理

约旦农业综合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遏制土地
退化，优化土地和水资源的长期生产力，通过弱势农
民的积极参与提高他们的收入，特别是妇女，保护和
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并提高收益，防治土壤退化，
恢复土壤肥力，促进土壤和水的高效利用，加强当地
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满足当地农民需求。为
实现这些目标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旨在：

• 建设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结构，并提高农业生产；
• 改进可持续的土地和水管理措施；
• 推广农村小额信贷，支持各种农业和非农业活

动；
• 植树；
• 建设集水用蓄水池和水坝；
• 改进畜牧业；
• 维护泉水和灌溉水渠；
• 建设小型水库，即 hafira，截留径流以备后用。 

通过加工当地产品，并获取更好的金融服务，
当地社区已经从农业部门的新活力中获益。
有 5350 家农户已经从各种不同的土壤和水资
源保护措施中受益，约有 1000 户家庭从泉水
保护和 / 或恢复计划中受益了（水利和灌溉部 
2008）。农业推广服务的改进已经惠及约 2.23
万家农户，提供贷款和支持开发替代性创收活
动已经惠及 5000 多名妇女和失地农民（UN 
ESCWA 2007a）。

通过在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方面进行这些投入，项
目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退化情况已经有所降低，并将
继续降低。进行这些投入还将提高植被覆盖率，减少
径流和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并加强自然资源基
础的可持续利用。通过该项目已经提高了人民对土地
退化和荒漠化情况的认识，同时还改进了农民生计，
实现了收入来源多样化，并缓解了贫困和外迁现象。

死海附近种植的番茄植株。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这里采取的滴灌形

式可节省 50% 的水量。® Ricardo De Mattos

新的耐旱作物，并恢复雨水收集系统（专栏 14.5）。

采取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后，某些商品方面的粮食安

全性相对提高了，并且反过来降低了对粮食进口的依赖，

缓解了贫困和饥饿现象。

如果在已经出现水资源缺乏现象的地区采用类似大

水灌溉的农业方法，无疑会加重该地区水资源的枯竭。

过度使用地下水会造成沿海地区蓄水层被盐水入侵，从

而大面积农业用地会出现盐碱化，景观变为荒漠（Hussain

等 2010）。但是，西亚地区的各国政府别无选择，为了

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只能重新开垦新土地和盐碱

地，并进行复耕。干旱和气候变化影响着西亚地区的粮

食安全，过去几年该地区一直受持续干旱的影响。各国

政府正在效仿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政策，但为了适应每个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

为创造有利条件，该地区各国政府放宽了获取各种

金融和技术服务的条件。为提高生产力，保护水资源和

土地资源，还加强了农业科研和推广，从而促进了良好

农业举措的应用。引入了新的适应干旱条件的作物品种

和新的耕作方法。

在各个发达国家和研究中心协助下，西亚地区的

各个机构共同为实施草地保护政策创造了各种有利条

件。土地退化控制政策的成功取决于是否存在有利的

框架，包括组织框架、体制框架、法律框架和政治框架，

以及是否存在有助于推动计划规划和实施的各种程序。

这包括对影响制度反应能力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从

而为能力建设和参与方式提供意见建议（UN ESCWA 

2007a）。

有当地社区参与的综合性土地利用和水利用改进政策

2007 年 政 府 间 气候 变 化专 门 委 员 会（ IPCC，

2007）报告指出，西亚普遍存在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

题将在气候变化作用下加剧。预计在温度上升、降雨量

下降、干旱和沙尘暴频发和强度加大情况下，西亚的牧

场和需水作物会受到相应影响，导致土地退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荒漠化蔓延和加剧。

有鉴于上述情况，约旦的政策注重改进旱作农业，

防止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实施长期

的综合性策略，以改进生产力；恢复、保护并使土地和

水资源实现可持续性；防治荒漠化；并减轻干旱和气候

变化影响。

如果有当地传统资源使用者的参与，认识到使用者

参与和其他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各种其他环

境问题的相互关系将使这些策略的实施更加有效（专栏

14.6）。实施这些政策的好处是保护、保存自然资源，实

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化，并且在改善农民生计

的全球支持下，还有可能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决定政

策实施是否成功的各种因素包括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灌

溉，林业，畜牧业，牧场管理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

理，提高当地管理人员的技术能力和地方机构建设。成

功指标包括退化土地的长期恢复、遏制土地荒漠化进程，

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短期惠益包括农业生产力

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提高、农村生产系统抵抗干旱能

力增加，保护生物多样性（UN ESCWA 2007a）。

在半干旱地区，由于实施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政策，

因此造成可用于牲畜放牧的牧场数量减少。在很多国

家，大多数农民也饲养牲畜，并在生产力较低和有作物

残留的土地上放牧。这些地区采用的耕作方法不能给

土壤补充养分和有机质，因此很容易受风蚀作用影响。

在作物残茬上放牧牲畜的问题尤其严重（UN ESCWA 

2007a）。半干旱地区实施政策的局限性还包括农村年

轻人口不断外迁，造成当地劳动力缺乏。

西亚很多国家成功实施的各种计划一般都注重综

合性和整体性。在一个国家实施效果很好的政策通常

并不是独立的，不能简单照搬或复制到其他地方（UN 

ESCWA 2007a）。在新的情况下，采用新的管理方法，

存在各种相互依存的问题等，如实施能力不足，缺少资

金来源，当地利益相关方边缘化等，这些都会造成在一

个地方实施很成功的计划在另一个地方失去效果。

对各项成功政策进行的评价和评估表明，缓解土

地退化问题不仅取决于各利益攸关方个体的积极性，

还取决于是否能为整个社区采取有效的集体活动创造

有利条件，这也为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更大挑战。建立适

当的政策框架和奖励结构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具

有关键性作用。环境治理要纳入各种社会、经济和行政

机构活动中，以环境和土地使用政策做为在国家经济不

同领域进行协调和管理的中心。进行环境治理鼓励在

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使用和应用科学数据和信息。

从较大范围来说，环境治理有助于各利益攸关方了解主

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在治理需求和治理能力

之间实现一种平衡（UN ESCWA 2007a）。

能源

能源资源

西亚是全球主要能源市场之一，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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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7 科威特的建筑节能情况

科威特的电力需求逐步增加，特别是在过去二十
年里。2009 年科威特发电量约为 11,000 兆瓦，预计
到 2020 年将增加到 22,000 兆瓦（Hajiah 2010）。
由于科威特依赖化石燃料资源发电，因此科威特总的
初级能源中，有 55% 都是被发电厂消耗的。另外，
85% 的峰值供电和 60% 的国内年发电量都用于建筑
物的空调和照明。

科威特 1983 年启用了建筑物能源规范，其中为
改进建筑物节能效果并降低对气候逐步产生的负面

反应规定了一套强制性标准和法规（Hajiah 2010； 
Maheshwari 和 Al-Murad 2001）。建筑法规适用
于新建或改建的空调建筑，主要目的是降低空调系
统容量，并通过引入更小的建筑单位来降低高峰电
力需求。

表 14.1 显示了科威特一些建筑物的节能和峰值
用电需求降低情况。过去二十年里，科威特通过实
施能源规范节省了 100 亿美元的电力成本（Hajiah 
2010）。阿布扎比投资 6 亿美元的太阳能发电厂预计将于 2012 年完工，该

发电厂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集中发电厂之一。® Fernando 

Alonso Herrero

分别占全球水平的 52.2% 和 24.6%（OAPEC 2009）。

西亚每天的石油产量将近 1730 万桶，占全球石油出

口的 27.6%。由于西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加、城市

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西亚很多国家

的能源需求也相应增加（图 14.3）（IEA 国际能源署 

2010）。虽然西亚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但能源领域

对化石燃料仍然具有很大依赖性。另外，为满足不断增

长的能源需求，区域经济仍然非常依赖化石燃料。使用

化石燃料通常伴随严重的环境影响，包括当地空气质量

下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这些都是促成气候变

化的诱因。

2004 到 2008 年间，西亚能耗稳步上升，在此期

间大约增加了 20%（Ruble 和 Nader 2011）。但随着

西亚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速率加快，

造成所有领域的能源需求也急剧提高，包括电力生产、

国内能源使用和运输等领域。考虑到能源安全和安全

问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气候变化和环境影

响，以及科技进步等因素，有几个国家正在进行能源规

划，旨在解决发电方式分散的问题。西亚地区具有丰富

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还有生物质

能。过去十年里，西亚地区的政策重点已经向能源来源

多样化转移，并把能效和可再生技术划为了国家政策议

程的重点。西亚地区有些国家已经开展了可再生能源计

划，如约旦计划到 2015 年通过可再生来源生产 7% 的

能源，到 2020 年达到 10%；预计太阳能发电量同期达

到 300 – 600 兆瓦；阿布扎比也计划通过可再生资源生

产 7% 的能源，并计划投资 220 亿美元；叙利亚计划到

2020 年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 7.5% 的电量；黎巴嫩则

计划到 2013 年使可再生能源量达到总能源量的 10%，

到 2020 年达到 12%，同时到 2013 年减少 6% 的能耗

（Ruble 和 Nader 2011；Verdeil 2008）。

西亚地区各国实施的成功能源政策主要集中在两

方面：

• 提高建筑领域能效，包括空间采暖和制冷系统，

以及促进使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各种措施；

• 混合发电，并实现清洁生产目标，需要政府承诺

和先进的立法。

衡量选定能源政策进展情况的各项指标为：

• 以百分比或成本计算的能源节约量，降低的空调

系统规模，以及对当地市场的影响；

• 所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总表面积（市场渗透率）；

• 作为各国规划一部分的能源来源多样化情况，以

及占整体发电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情况。

在当地社区参与下，实施了能有效降低能耗的各项

政策。这些政策能解决建筑物，以及建筑物制冷和供水

系统的能耗绩效问题（Hajiah 2010；Maheshwari 和

Al-Murad 2001），有助于推广可持续能源资源的使用

（Shahin 2010；Houri 2006；Kablan 2004），并鼓励

在能源供应方面实现多样化（Ruble 和 Nader 2011；

Hainoun 等 2010；Reiche 2010）。这些政策很有可能

应用到那些具有相似气候或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实施相

似法规的西亚地区国家。

为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性能和改进可再生能源的区

域政策干预与人口增长、城市化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

相关经济活动和技术负担具有直接联系，如水暖。最近

还制定了一些具有相同重要性的政策，用以解决公共交

通、车队使用年限和燃料使用规范等问题。

建筑物和系统节能特性

建筑行业能效问题是西亚地区各个国家一直想要

实现的目标，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已经制定并实施了采暖

指导方针和建筑法规（Ali 等 2008；Alnaser 等 2008；

Aftab 和 Elhadidy 2002）。Al-Ajlan 等人报告称（2006），

仅仅改进沙特阿拉伯的空调效率就能产生相当于每年

400 – 500兆瓦的发电能力，每年可因此节省2.5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的建筑物节能法规注重改进建筑物的采暖

和制冷绩效，并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使用节能系

统、采暖 / 制冷和照明程序问题。

最近制定了一些针对绿色建筑设计和性能的法规。

例如，混合空调具有很高的能源节约潜力，不论是通

过优化操作，还是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来源（Farraj 等

2010；Fasiuddin 等 2010；Ghaddar 等 2010；Ghali 

等 2008）。建筑法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先进的

阶段，目前正在考虑智能系统和绿色设计，以满足美国

供暖，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学会（ASHRAE）为未来十年

提出的零能源建筑目标。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尔城正在

开发碳中和能力，旨在从“石油财富拥有者转变为利用

可再生能源的领先者”，长期目标是“从 20 世纪的碳

基础经济转变为 21 世纪的可持续经济形势”（Reiche 

2010）。

一些西亚国家已经引入了绿色建筑规范，已通过

指导建筑商如何选择建筑材料和玻璃、设定照明强度

和制冷 / 采暖上限，成功降低了建筑物的电力消耗（Al-

Temeemi 1995；Kellow 1989）。该项政策的成功取决

于多种因素，包括：

• 严格的技术方法，根据国家的气候和建筑材料情

况制定建筑法规；

• 几个建议的能源节约措施具有较短的投资回报

期；

• 通过设定供电 / 建筑单位面积上限而保证达到

合规性的能力；

• 公共和商业领域执行建筑规范的能力；

• 专家群体对最佳举措的认识和了解，以便改进建

筑性能；以及

• 在选择和引入新的能源节约措施、举措方面，能

为建筑承包商、所有者和运营商提供选择的灵

活 性 和 创 新 空间（Maheshwari 和 Al-Murad 

2001）。

把这些概念和产品纳入各种国际绿色建筑标准的

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纳入英国建筑研究院环境评

估方法（BREEAM）和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

其中采用了环境评估方法和分级系统。

各国可通过制定采暖规范和建立分级系统降低建

筑物整个生命周期内因采暖、通风、空调（HVAC）和照

明产生的运行能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巴林、约

旦和科威特通过采用具有高绝缘性和高气密性的绿色

建筑围护结构已经节约了30% 甚至更多的能源（Hajiah 

2010；公共 工 程 和 住 房 部 Ministry of Public Work 

and Housing 2009a，2009b；Alnaser 等 2008；

Maheshwari 和 Al-Murad 2001）。通过限制建筑物

的供电能力可引入建筑物采暖规范和分级系统，强制

规定设计师和承包商必须遵守相关规范。建筑节能延

伸到围护结构之外，包括制冷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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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8 约旦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OPT）
的太阳能热水器使用情况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预计以后 20 年中
约旦的能耗将增加 50%。事实上，到 2020 年的初
级能源需求预计会在 2008 年 750 万吨石油当量
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在 OPT，目前约 96% 的能源需
求是通过进口满足的，约占 GDP 的 19.6%（Shahin 
2010）。其中约 38% 的能源使用来自家庭能源需求。

化 石 燃 料 资 源 严 重 稀 缺 造 成 OPT 完 全 依
赖 能 源 的 进 口，2009 年 为 此 花 费 3.74 亿 美 元
（Shahin 2010）。其中电力进口成本占家庭收入的
10%，超过相邻国家水平（Abu Hamed 等 2012；
Abualkhair 2007）。

像西亚地区其他国家一样，约旦和 OPT 都具
有长时间的太阳照射强度，因此太阳能热水器就成
为了满足家庭能源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约旦希望
通过改进太阳能热水器，到 2015 年把整体能源消
耗中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 7%，到 2020 年提
高到 10%，相当于200 – 600 兆瓦的太阳能（Shahin 
2010）。

伯利恒日出，这里具有长时间太阳高强度照射特点。® Pavel Skopets

建筑物 实施年度 节能效率（%） 峰值用电量降低比率（%）

科威特港务局 1996 30 20

KISR 主建筑 2000 21 20

MEW 和 MPW 建筑 2004 20 38

公民身份核查机构 2004 12 5

Al-Fanar 购物中心 2004 8 15

八个政府建筑内的智能操作策略 2007 - 40

建筑大道购物中心（一期） 2009 12 2.4

注意：KISR – 科威特科学研究院；MEW – 电力与水务部；MPW – 公共建设工程部
Source: Hajiah 2010

表14.1 科威特的节能和峰值用电需求降低情况

在满足家用能源需求方面，太阳能热水器已经成为了越来越普遍和

具有成本有效性的方式。® Igor Bystrov

各种节能家电。还呼吁提供更多的有关建筑服务和材

料的绿色市场产品和技术。

妨碍新建筑规范实施的主要挑战包括：资本成本高，

需要进行短期和长期规划，技术水平低，财政和战略资

源不足。在应用建筑规范方面已经具有了经济可行性，

通过使用当地材料已经降低了一些围护措施的成本，而

其他一些措施，如安装双层玻璃仍需较高成本。气候温

和的国家，如黎巴嫩和叙利亚，可采用其他成本较低的

制冷方法，如风扇和蒸发冷却器。虽然 GCC 国家可以

承担采用新的建筑规范的成本，但并不是所有的 GCC

国家都采用了。但是，市场对采用绿色设计和建筑物绿

色服务持开放态度。

GCC 国家正在协调自身的能源法规，并鼓励对成

功的可持续建筑案例进行交流。地中海地区一些气候温

和的国家已经实施了建筑法规，如约旦，有些正在考虑

实施相关指导方针，如黎巴嫩，同时通过降低那些已实

施建筑规范国家的建设费提供奖励（Chedid 和 Ghajar 

2004）。科威特的建筑物能源规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仅具有相似气候条件和全年需要使用空调的 GCC 国

家可以效仿该规范，而且西亚地区面临能源需求急剧增

加问题的国家也可以仿效（专栏 14.7）（Hajiah 2010；

Maheshwari 和 Al-Murad 2001）。另外，叙利亚的新

建筑必须遵守叙利亚隔热规范中的相关隔热规定（电力

部 2007a）。地中海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已经出现了气

候变暖现象，因此必须采用相关建筑规范（UN ESCWA 

2008）。

建筑规范规定使用当地材料、绿色产品和节能系

统来制冷、供热和照明，需要由政府，金融、教育和立法

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开展合作，并进行良好规划。其中

至关重要的是由政府制定必要的改革制度，并在所有

的新建和改建空调建筑方面予以强制实施。

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

西亚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政策推动人们使用太阳能

技术，如太阳能热水器，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太阳

能资源。对常规能源供应不稳定或根本不存在能源供

应的偏远地区和农村人口来说，实施这些政策能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能源需求。与此同时，还采用了太阳

能热水系统节能标准，并开展活动提高人们的认识，让

他们了解节能技术具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好处。实施

的相关政策包括提供热水器购买补贴，为太阳能热水

器制造商提供免税优惠。例如，叙利亚已经强制规定必

须在新建建筑内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并要进行评估，

在申请建筑许可证的同时提交相关评估结果（Hainoun

等 2010；Kraidy 2007）。在约旦和 OPT，对制造太阳

能热水器的原材料予以免税（PEC 2006；Hrayshat 和

Al-Soud 2004）。

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有很多好处。如采用无污染的、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安全能源，使用简便、可靠，价格低廉，

并且易于安装，可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在炎热而漫长的夏天，西亚地区阳光充足，使用太阳能

热水器能满足大多数的家用热水需求，从而大量降低了

消费者的能源消耗。

广泛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也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包

括：存在使用化石燃料或用电补贴，缺乏融资计划和奖

励计划，公众认识较低，分布范围受限，并且还需要大

量合格人员来设计、测量、安装和维护太阳能系统。在

发展太阳能市场方面，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

通过制定能效标准和标签计划、采取管制手段来强制

要求在新建居民和商业建筑中安装太阳能系统，实施创

新性融资计划和其他经济奖励方法。另外，还应引入测试、

认证和认可计划，确保系统质量，并满足消费者的愿望。

黎巴嫩与约旦和 OPT 具有相同的气候条件（专
栏 14.8），也 具有 推 广太阳能应 用的潜力（Ghad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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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人口稠密的低洼海滩很容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 stein Lund Andersen

约旦 风电：600 – 1000 兆瓦；太阳能发电：300 – 
600 兆瓦；废弃物发电：20 – 50 兆瓦

科威特 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到 2020 年达到总发电
量的 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
扎比）

发电能力：到 2020 年达到 7%。

黎巴嫩 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到 2020 年达到 12%。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到 2020 年达到 20%。

来源：Ruble 和 Nader 2011

表14.2 选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科学家们称，如果目前的变暖趋势继续保持不变，到 2070 年红海的

一种珊瑚将停止生长。© Claes Torstensson

等 2006；Al-Mohamad 2001），并且 最 近 制 定 了太
阳能热水器安装计划，为消费者提供无息贷款（Houri 
2006）。叙利亚也制定了进一步推广太阳能热水器的计
划，GCC 国家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

在推广绿色能源技术方面，包括太阳能热水器，加
强立法和体制框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克服前
期高昂的成本费用，各国政府可提供财政奖励，如约旦、
黎巴嫩和叙利亚都为消费者提供了优惠资金。另外，开
展宣传教育工作，让公众了解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和
环境效益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Ghaddar 等 2006；

Houri 2006；Kablan 2004）。通过培训和教育计划加
强地方能力建设，从而为这些工作提供支持。

能源供应选择多样化

新兴技术有望加速西亚地区的能源供应选择多样
化，因为该地区存在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
和风能。石油进口国，如约旦和黎巴嫩，已经采用了相
关政策，通过采取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动自身混合燃料多
样化。具有丰富石油资源的 GCC 国家正处于开发类似
政策的早期阶段。如表 14.2 所示，西亚很多国家已经
公布了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

多样化能源供应既能满足人们的能源需求，还可
以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对油气稀缺的国家很有好处。
石油进口国通过当地可再生能源可确保他们的能源供
应，避免全球石油市场的波动，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减
少国家预算负担。另外，能源来源多样化还可能促进西
亚国家共享互补性能源供应。西亚高度依赖化石燃料，
是世界上碳足迹最高的地区之一（Reiche 2010）。转而
采用可持续的能源来源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和公众
健康，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为子孙后代节约不可
再生的化石燃料资源。此外，推广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
可改进能源供应，特别是在偏远和农村地区。

使用可再生能源存在很多障碍，在经济、管制或体
制方面没有优势，西亚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些障碍包括：
缺乏立法和体制框架，或立法和体制框架薄弱；市场自
由化进程缓慢和不充分；缺乏管理能力，不能适当宣传
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好处；消费者认识不足导致可再
生能源需求量低；缺少国家标准、测试和认证计划；地
方组装、制造、配送、安装和维护能力不足；缺乏适当融
资机制，同时油气价格补贴过大。为克服这些障碍，不
同国家已经制定了一揽子计划，根据各自的国情配合采
取管制和市场基础手段。

能源供应多样化在西亚地区具有很高的推广潜力。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包括能源供应多样化政策在内
的国家能源策略，其他国家也正在准备制定相关政策。

在建立和发展国家能源战略和总体规划方面，政
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私合伙关系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目
标的关键，因为通常需要私营部门投资来克服能源系统
扩大所需的资金。政府要创造有利环境，便于私营部门
参与。能源领域改革、让独立发电商进入市场，并制定

监管机制，以确保市场竞争是实现目标的一些主要步骤。

洋和海

西亚国家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地区
组织（ROPME）地区、红海和亚丁湾地区，以及东地中
海地区。西亚所有国家都沿海，其中阿曼苏丹国、沙特
阿拉伯和也门的海岸线最长，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海岸线
最短（UNEP 2010）。

虽然西亚各国具有不同的沿海和海洋环境，但在各
种国家发展计划所导致的压力下，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相
同的威胁，包括沿海地区城市化、旅游、土地利用和填
海（图 14.4）、海运和石油运输、快速工业化和过度捕捞

（Sheppard 等 2010）。另外，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某些地区受到的海洋和沿海环境影响要比其他地区严
重。其中的问题包括生物资源枯竭，沿海地区退化和海
洋污染，而挑战包括沿海地区综合管理，海洋保护区管
理，以及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差距。由于西亚大多数国家
的主要经济活动和人口中心都位于沿海地区，因此海平
面上升、沿海洪水相关影响、海岸含水层盐度增加和土
壤盐碱化都是很大的风险。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是最容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国家

（AFED 2009）。海水淡化厂温水流出导致海水显著变暖，
这可能会造成珊瑚死亡，生物多样性丧失，渔业资源枯竭，
外来物种入侵和其他环境压力。根据变化速度快和对沿
海环境造成的压力程度等情况，生物多样性措施不能
很清楚地表明系统的恢复能力或生态系统功能的整体
完整性（Sheppard 等 2010；Price 2002）

衡量选定政策实施进展情况的各项指标包括：
•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指数；
• 渔业方面与国家立法规定的合规程度；
• 海洋生物群的着陆能力；
• 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和评估方面的资金分配情

况；以及
• 沿海和海洋环境保护措施的合规程度。

建议政策可分为四大部分：
• 综合性和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规划和管理；
• 改进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 控制和抵制海洋污染；以及
• 渔业管理。

在这几个方面选了三个在大多数西亚国家实施过

的政策，在确保沿海和海洋环境可持续开发方面这些
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可以予以推广和转移。这三项选
定政策是：

•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
• 建立海洋保护区；
• 增加鱼类资源储量。

综合海岸带管理

在物理、社会和经济条件，以及法律、财政和行
政系统与体制制约下，综合海岸带管理是一个实现沿
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目的的进程，为沿海和海洋
资源的长期保护和管理提供合作发展框架（PAP-RAC 
2011）。其中一项基本要求是实施一套强有力政策，对
沿海环境及其资源进行管理，并通过适当的立法或类
似法律基础予以支持。很多西亚国家都制定了强有力的
政策，黎巴嫩、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也门也存在相关的法律基础（Tortell 2004）。但是，
要想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即予以具体实施似乎还存在一
些困难。各种不同政策和政策工具构成了沿海地区综
合管理框架，该框架是一个综合性的沿海规划进程，受
以下方面支持：规划 / 管理机构或同等机构，沿海规划
/ 管理办公室；沿海地区监督计划；环境影响评估；在区
域层次上实施为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影响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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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1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马拉瓦海洋生物保护圈

马拉瓦海洋生物保护圈总面积 4255 平方千米，
是西亚最大的海洋生物保护圈，2007 年成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西亚划定的第一个海洋生物保护圈。
马拉瓦本身只是构成这个保护圈的 20 个岛屿之一。
马 拉 瓦 北 面 是 Jarnain 岛，东 面 是 Abu Al Abyad
岛，南接大陆，西面是 Sir Baniyas。该保护圈是海湾
地区的一个典型例子，涵盖了沿海地区、盐滩（萨勃
哈）、浅水区和浅水岛屿，以及海草生境。马拉瓦岛
存 在大量的儒艮，有 4 种海龟，70 种鱼类，还有用
作多种陆地和海洋物种生境的珊瑚礁和大片红树林 

（Avicennia marina）。这里的生态系统中有留鸟和
候鸟，如鱼鹰，烟隼和几种燕鸥，周围的水域中还发
现了宽吻海豚和中华白海豚，因此马拉瓦岛的生物多
样性非常重要。这个保护圈旨在保护这里的自然多样
性和沿海与海洋环境质量。马拉瓦岛上组建了一个
由 12 名护林员组成的小组，负责开展监测和控制工
作，已经采购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并进行维护，马拉瓦
岛的红树林恢复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个小岛还具有
文化和考古重要性，有 20 多个地点的历史可追溯到
7000 多年前的石器时代（SCENR 等 2008）。

研究人员在珊瑚礁复原力调查期间做记录。© J Tamelander/IUCN

图14.4 1963-2008 年间巴林的填海情况

专栏14.9 黎巴嫩的沿海区管理计划（CAMP）

作为地中海行动计划（MAP）的一部分，黎巴嫩
的 CAMP 项目通过 UNEP 的沿海区管理计划予以
实施。该计划旨在改进沿海地区可持续管理，并把
环境因素纳入发展计划（Mehdi 2004）。通过应用
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综合性沿海与海洋管理方法，配
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黎巴嫩的 CAMP 项目解决
了达穆尔和 Naqoura 之间 8 千米宽狭长土地地带
的沿海自然资源保护问题。

项目范围分两个层次：
• 贝鲁特南部沿海地区；
• 三 个 作 为 运 行 地 区 的 直 辖 市：达 穆 尔， 

Sarafand 和 Naqoura。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的主题活动分为几个部分：
• 土地使用管理；
• 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
• 环境、农业和渔业状况；
• 社会经济情况；
• 法律框架；
• 国家战略。
黎巴嫩 CAMP 项目已经规定并在其沿海地区

综合管理国家战略中明确阐明了重要组成部分，并
且该项目还开发了关键性法律工具，即拟议中的沿
海地区综合管理法。

球行动纲领。

如果要实现国家和区域目标，而不仅仅是领域目标，
一定要采取综合性方法。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之间；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的各个不同部门之间；政府、
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之间开展合作。另外，共享相同水
体资源的各个国家要采用区域性方法实施相关政策。

通过合理规划各种活动，实施综合海岸带管理，把
环境和景观因素结合考虑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
从而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好处是可以为
当代和子孙后代保护沿海地区；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使用，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确保保护沿海生态系统、
景观和地貌的完整性；并预防和 / 或减轻自然灾害影响，
特别是气候变化影响。

综合性方法提高了公私计划之间和公共机构在国
家和区域层次所做各项决定之间的连贯性，这些决定
会影响沿海地区的使用。加强相关制度也有助于各社
区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西亚最近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
把生态旅游政策纳入约旦的沿海地区综合管理框架中，
红海和亚丁湾环境保护区域组织（PERSGA）和亚喀巴

特别经济区管理局 2010 年还开发了一个项目，重点关
注在亚喀巴湾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生境基础上改善生态
旅游情况。该政策可推动沿海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工作。

建立有效的资源综合管理系统会面临一些障碍。
通过建立适当的管理系统和制定环境友好政策可以克
服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如在土地复垦、城市化和渔业方面。
很多西亚国家都开展过大量的填海活动，从而对沿海和
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活动有时
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可用性，如巴林的情况（图 14.4），或
出于休闲娱乐目的。制定有效的综合管理政策可以提高
公众认识，强制执行有关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的各项法
律，从而有助于克服这些限制条件。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计划可在不同领域计划内，或生
态系统方法框架内，或由管理机构或相当机构予以推广，

但需要成立沿海规划办公室。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技术
和知识转让会涉及到多个区域和国际组织（专栏 14.9）。

现在很多西亚国家在管理方面由多个部委和组织
履行不同职责和活动，因此在这种管理情况下不能实施
综合性的沿海和海洋环境管理。各种有利因素包括准
备综合性海洋和沿海开发规划，把多种用途原则和生态
系统方法纳入规划之中；为海洋和沿海规划设立相关体
制；执行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并进行能力建设，以便
更好地了解海洋环境。

建立海洋保护区

西亚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着广泛威胁，包括近期
因沿海岸线或远离海岸线快速建设而导致的前所未有
的威胁。再加上破坏性和浪费性的捕捞现象，这些都严
重影响着西亚大多数国家的沿海生境（UNEP 2010）。
通过把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纳入发展成本而引入
财政奖励措施是克服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一个途径。
建立海洋保护区是国家、区域和国际层次上都认可的一
种有效工具，用来保存生物多样性、保护生境和进行渔
业管理。从 2009 年开始，大多数西亚国家已经在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的实施项目和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
项目的支持下实施了生物多样性战略，特别是在黎巴嫩、
伊拉克、OPT、叙利亚和也门。

为加快实现商定目标的进程在国家层次上选定实
施了三项政策：

• 　恢复退化的生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 　记录海洋生物和生物多样性；

• 　在各个不同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中建立多
用途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要有明确的保护计划，受法律支持；要
制定监测方案，以确保可持续性，并在不同利益攸关方
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根据研究情况通过各种区
域性海洋和沿海计划实施最佳管理举措，如海洋环境
保护区域组织（ROPME）和红海和亚丁湾环境保护区
域组织（PERSGA）。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好处是可以保
护和改进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系统内重要的生态进程；
对包括渔业在内的海洋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并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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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11 巴林鱼类增殖情况

巴林是一个岛国，这里的人民都很亲近大海。过
去 10 – 20 年里，一些优选鱼类的上岸量大幅降低，
如石斑鱼。巴林每年都实施的一项成功管理政策就
是鱼类的增殖政策，因为过去几年巴林存在严重的
过度捕捞现象，导致鱼类资源减少。1994 年，数以万
计的斜带石斑鱼被成功释放；1996 和 1997 年的增
殖活动重点放在了黄鳍黑鲷和海鲈的释放上。

在 1994 年开始鱼类放流活动之前，鱼市上很少
出售类似白点石斑鱼和条纹石斑鱼、鹦嘴鱼和海鲈这
样的鱼类。但自从每年开展不同鱼种放 流活 动后，
不仅提高了放流技术，还降低了鱼类的死亡率和成

本。例如，渔业总局最近和巴林 Durat Al 达成协议，
在巴林西南部开始采用不同的人造鱼礁，用于海鲈和
石斑鱼鱼苗放流。

但是，由于鱼苗放流项目所需资金不足，因此还
不能采用现代鱼类标签技术来评估放流活动的成功
性。但有些人报告称，自从开始进行鱼苗放流后，市
场上已经有人开始大量出售较小的石斑鱼、海鲈和
黑鲷。另外，放流以后石斑鱼的上岸量也比以前提高
了。这些情况表明放流对渔业产生的了正面影响，特
别是在鱼类的上岸量方面（Zainal 和 Abdulqader 
2009；Shams 和 Uwate 1996）。

红海增殖放流的条纹鲭鱼群。® Dirk-Jan Mattaar

专栏14.12  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CAMRE）

CAMRE 是在阿拉伯国家联盟（LAS）框架内
成立的一个高端机构，负责确保对包括西亚地区所
有国家在内的阿拉伯地区的各项环境政策进行适
当协调。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旨在发现重大环境
问题，区分问题优先性，并解决各种有关环境可持
续性的问题。不论是在区域层次还是国际层次上，
CAMRE 已经为协调阿拉伯国家的环境政策发挥了
重大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已经确保
在西亚各国之间推广各项环境政策。另外，CAMRE
确保所有 LAS 机构都会以全面的协调性方式解决
环境问题。

在促进生态系统方法实施的同时，保护和恢复退化的生
境（专栏 14.10）。

鱼群增长

另一个政策集群是通过综合性渔业管理保护生物
多样性，旨在解决鱼类资源问题，让各个竞争性使用
者在广泛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情况下充分共享鱼类资源
（Shing 2001）。该集群内有几项关于海洋渔业管理的
政策，目前用来克服渔业部门面临的管理障碍和问题。

数据显示，过去 10-20 年里经济鱼类资源大量
减 少（Sheppard 等 2010）， 而 Bishop（2002） 和
Sheppard 等人（2010）的调查则说明，潮间带和潮下
带浅育苗场鱼类资源永久损失与鱼类和贝类捕捞量下降
之间存在联系。增加海洋鱼类资源储量是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种方法，其中涉及到一套把饲养鱼类释放到海水中
的措施（增殖放流），旨在增加或恢复海洋中的鱼类资
源。人工鱼礁有助于恢复已经受损或退化的海洋和沿海
环境，还能使已经枯竭的经济鱼类和贝类重新增多。

有些做法应用的非常广泛，包括海洋养殖场、增殖
和放流。虽然人们对此还存在争议，但这些做法已经取
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Lorenzen 等 2010）。其中增殖
是实行较成功的一项政策，该政策要求每年在不同领
海释放数以万计的鱼苗。

这一政策的好处主要是恢复已经枯竭的渔业资源，

还有可能减少某些过度捕捞情况严重资源的恢复时间，
或提高其他渔业资源的生产力。只有开展大规模鱼苗释
放活动，并衡量和记录相关措施对渔业产生的相关影响
后，才有可能量化相关计划的经济效益，并评估其价值。

增殖措施成本高，而且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因此不
太适用于渔业管理（AFED 2009）。了解物种的生物学
和养殖技术情况对增殖措施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增
值措施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很难评估其效果。

如果管理不善，增殖措施可能会对野生种群的基因库产
生影响，并且还可能同时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

增殖放流措施通过养殖场繁育各种沿海鱼类和贝
类 , 该措施的潜力主要由，但并不是全部由技术发展带
动（Bell 等 2006）。西亚各国在增殖放流方面已经积累
了相当多的技术经验。由于该措施需要在复杂的人类
环境系统中应用，涉及到资源、技术干预和使用者之间
的动态相互作用，因此很难予以推广。

要在更广泛的渔业管理问题方面考虑鱼类增殖计
划（Shams 和 Uwate 1996）。增殖活动会对复杂的渔
业系统产生影响，为了取得成功，必须有助于实现广泛
的生物、经济、社会和体制管理目标，因此一定要对增
殖方案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最好，公众合作也具有
帮助作用。

结论

过去二十年里，西亚各国已经制定了一些环境政策，
并且还在继续努力，但这些国家应该更具主动性，而不
是被动反应。另外，不能仅仅关注环境政策，而应在环
境治理中考虑社会的共同目标，并让不同的利益攸关方
参与到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部门政策的整合也很重要。
由于西亚各国都具有类似的环境条件，因此开展区域性
环境治理对该地区具有关键性作用。还需要制定明确
的综合性政策，而不能仅仅设定各种目标，要努力把目
前西亚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系统转化为绿色经济。

如果不能开展部门政策整合，实现政策组合和区
域一体化，将加剧目前不可持续的消耗和生产模式，特
别是在能源、水、食品安全和海洋资源方面，可能会产
生严重后果，造成自然资源枯竭，增加污染，并且反过
来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

西亚地区的边际生物物理特点、人口增长、城市化
和社会经济政策，以及自然资源高消耗率是造成环境
问题的主要动因。不安全和冲突也是造成区域环境退
化的动因。干旱贫乏、气候变化也加重了退化情况。

西亚地区普遍缺乏连贯性的环境数据和信息工具。
开展系统性环境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生产、宣传和交
流工作能制定出更强大的决策，制定适当的政策，并予
以实施。各种趋势显示，需要利用额外措施改进执行和
合规进程。而且，还很有必要在所有西亚国家进行定期

环境报告，并提高公众和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UNEP 
2010）。

环境监管系统方面的公众参与度还是很低，一方
面是因为公众消息不灵通，另一方面也不鼓励人们参与。
虽然最近情况有所改善，公众可以了解一般的环境信息，
但为了实现让公众真正参与环境管理的目标还需要进
一步努力。

西亚的几个国家采取了有利措施促进绿色技术实
施，以减少污染和浪费，节约能源和实现用水合理化。
大多数国家制定了把清洁生产概念结合到工业部门的
政策，并建立了中心，帮助能力建设。但是，政策实施的
有效性还不能令人满意。

要改进环境治理方面的适当权力分配，赋予环境
机构更大职权。加强各个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包括非政
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当地社区，可改进执行、监督、报告
情况，实现集体目标，并加强国家和区域层次上的合作，
能更好地实施各项环境政策。

很多政策选择都是为了引入必要的结构改变，从
而在西亚地区实现更好的环境治理。这些政策选择包
括把环境影响评估纳入决策和发展计划程序，权力下
放和建立相关体制，并加强对环境信息的了解，以促进
公众参与。

水部门面临的挑战在于通过平衡供需实现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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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三个一体式风力涡轮机，巴林世界贸易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先

进的摩天大楼能源回收系统。® Klaas Lingbeek- van Kranen

的可持续发展，优先满足“千年发展目标”的第 7C 项目标。
为实现各项国际商定目标，水资源政策要与农业、环境、
住房和社会经济政策相协调。为实现水部门的综合治理，
必须要对水立法情况进行升级，加强内部机构协调机制、
信息自由传播，并提高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必要的
管理措施包括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在灌溉领域；
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避免枯竭；并采用适当的财政资
源和合格的人力资源。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提供了一种
创新性的规划工具，可克服现有障碍，并解决未来水部
门面临的挑战。鉴于西亚地区具有相似的自然、物理、社会、
经济和文化特点，因此在一个国家成功制定和实施的综
合性管理方法也可以推广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通过对西亚实施的预防和减轻土地退化政策进行
筛选和分析表明，西亚符合约翰内斯堡实施规划第 40

段规定的主要目标（WSSD 2002）。但是，主要挑战是
制定和实施从下到上的政策，以鼓励社区参与，并通过
保护自然资源、提高土地生产力、预防和减轻土壤侵蚀
和沙尘暴来促进区域合作。综合性土地、农业和水政策
包括现代农业技术、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和造林，以实
现相对的粮食和水安全。

在制定绿色建筑规范，并为创新性绿色服务和能
效导向的企业扩大市场方面，以建筑物能效为主的政策
已经取得了成功，吸引了专业人士参与，从而改进了相
关做法。广大公众都了解相关政策概念，只要建筑结构
方案合理、具有经济可行性，并且有政府授权，他们就
会有意识地自觉采用能效方法。西亚地区各个国家具有
相似的气候条件和需求，而且专业人士、私营部门和政
府机构在促进发展、创新和绿色建筑投资方面都有高
度的热情，因此建筑和系统能效政策的推广已经取得了
很高的成功率。

有关发电的能源政策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依靠国
家目标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例。不管决定采用哪种发电
组合，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西亚各国还在寻找各种
发电方案，包括核能，因为与 GCC 国家利用丰富的传统
资源发电相比，可再生能源发电仍不具有成本有效性。
制定能源政策不能不考虑该地区的淡水政策。面临的
挑战是如何使政策制定达到最优化，既要满足人们对
能源和水的需求，还要使造成的环境成本达到最低。如
果能够使用替代式能源发电，阿拉伯国家之间开展合作，
互相补充彼此能源需求的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为实现沿海和海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各种有关海
洋的政策都围绕管理工具一体化制定。西亚各国要通过
不断支持沿海和海洋环境的综合管理确认其生态系统
方法承诺。为此，在项目规划过程中要对各种政策实施
工具加以考虑，如战略性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

开发和改进海洋保护区和区域网络的管理系统对
保护西亚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全球气候变化会对
沿海和海洋环境产生其他影响，并且在区域适应战略中
还要考虑各国之间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差异。在确保西
亚沿海和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西亚地区还有几
个具有很高推广潜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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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区域优先主题

选择为交叉主题 选择为主题

所有地区都把淡水资源、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问题

列为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

问题对全球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

联合应对措施的程度。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形成巨大压

力，比如气候变化使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严重，从而

给淡水供应造成极大压力。有两个地区认为气候变化的

影响是相互交叉的，并且对各项主题政策如何为实现与

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目标做出贡献的问题进行了评估。

不同地区的成功政策具有共同的要素。比如，实行

综合水资源管理和综合海岸带管理；取消不利于环境的

补贴，特别是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和 / 或征收碳税；促进

可再生能源利用、建立海洋保护区和实施跨国界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都属于多地区根据各自实际制定的环境政

策的共同要素。各级政府正式实行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

强有力的管理机制和管理结构是成功落实环境政策的

必要基础。

地区选择的政策因遵循某些根本原则而获得成功。

包括：促成部门间的互补互利，解决促进环境事业的驱

动力问题，加大监测和评价投入，以随时对政策进行修

改并强化责任，或促成当地、国家和地区多重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

在加快多项优先政策的转移和复制方面已有足够

的经验。不过，通过以下措施，这些经验还有很大的改

进余地：捐助者与受益者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经验；

学习如何对可能为特殊需要制定的政策进行评估和如

何采用适合选定情况的政策的相关技能和技巧；为增

主要内容

强和推广这些技能而进行能力建设和机构建设。

尽管这些政策有许多属于长期存在的管理概念，但

在坚持某些原则的情况下，其应用仍可具有创新性。这

些政策包括：可对多个主题范畴产生积极影响的互补性

的政策，及第 1 章定义的可以解决驱动力问题的政策。

集中研究造成环境恶化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

因，可以使我们以较为有效的方式去为实现国际、地区

和国家协议设定的环境目标而努力。

在自然区域共享的情况下，跨国界合作是重要的。

跨国界合作促进邻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知识交流，促成

对共同问题的集体应对，并进而找到解决这些共同问题

的新机会和新渠道。

 

要改变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状况，

必须加强环境治理。关键要素包括：多重利益相关方的

支持、利益相关方不断提高的公共意识、强有力的金融

可持续机制、增强的机构能力、对机构能力的充分法律

保障、完善的法律框架和强有力的执行机制。比如，社

区领导通过水资源保护信托基金或湿地管理方案证明

有能力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社区间的冲

突，并证明参与和学习的价值，提供收入机会。

对事实证明为成功的政策进行分析，以了解其其在

社会转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理解这些政策的单独

或综合潜力有助于促进社会形态转变，加大决策者对

实现当地、国家、地区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力。

引言

人类早就认识到了自然资源及水和土地的利用会
对当地的环境产生影响，但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认识
到这些利用还会对全球环境产生影响。在过去人类数
量较少、各种资源的利用强度不大时，大气、土地和水
的承载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类的消费和生产活动。但
到了今天，当 70 亿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在争先恐后
地加速度、高强度地开采这个星球的资源的时候，它就
变得不堪重负了（Krausmann 等 2009，Liu 等 2003，
McNeill 2000）。如第一章所述，全球环境驱动力变化
的规模、范围和速度已达到空前的水平。

Rockström 等人（2009 年）提出了星球性边界这
一概念，用以说明向人类提供安全活动空间的主要环境
过程。科学分析确定了 9 个星球性边界，超过了这些边
界的阈值，人类就不能继续在这个星球上安全地生活和
繁衍下去。在这 9 个阈值中，有 3 个可能已经超过，它们
分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化肥和武器的使用
造成大气中（固态）氮的流失（Rockström 等 2009）。
研究复杂系统的专家们都熟悉临界阈值这一概念，指的
是已经达到了超越星球性边界的临界点（Limburg 等
2002）。一些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将物种的急剧变化称
之为生态系统机制转变。现在，研究地球系统的科学家
们正在就影响全球气候的各种引爆点扰动的危急程度
展 开 辩 论（Kraberg 等 2011, Rodionov 和 Overland 

2005）。有关星球性边界作用的更深入探讨可参见第7章。

本章是对第 9 到第 14 章的综述，旨在确定有望在
其它地方采用和实施的措施和政策，提供可能有助于有
效实现国际共同目标的各种政策选择，并达到国际、地
区和地方共同获益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明确在什么层次
上确定的有前途政策最有可能发挥作用（参见第 16 章）。

区域总结
主题选择

GEO-5 序言介绍了各区域选择重点主题和国际商
定目标的过程及识别有前途政策的评价方法。在磋商过
程中，有的区域认为某些主题与为该区域选定的主要环
境要求有冲突。

优先主题和优先目标每个区域只限定 5 到 6 个。
因此，优先主题和优先目标的选择是观察各区域重视领
域的第一指标（表 15.1）。

对同一个主题，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侧重面。比如，
只有两个区域将能源选定为优先主题（表 15.1），而其
它三个区域 – 亚太地区、欧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 则
将能源选择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政策的一部分。在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污水处理和海岸带管理政策归属于
水主题，而海岸带和海洋保护区政策则归属于生物多样

非洲 亚太 欧洲 拉美和加勒比 北美 西亚

环境治理

气候变化

能源

空气

淡水

海洋

生物多样性

化学品和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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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尔代夫来说，适应能力是一个多维目标，那就是要提高其岛屿

体系的气候危险和风险恢复力，并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iStock/

Tuomas Kujansuu

许多非洲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只能向居民提供有限的基

础设施的非正式居民区扩大的结果。©iStock/Steven Allan

性主题。

所有区域都将淡水、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选择为
优先主题。这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具有了
全球重要性，需要采取关系全球的应对行动。

非洲

2009 年，非洲总人口首次突破 10 亿大关，其中有
3.95 亿（几乎占总人口的 40%）居住在城市。从 2010
到 2050 年，非洲的总人口大约会增加 60%。在这期间，
城市人口将激增到 12.3 亿（UN-Habitat 2010）。非洲
应该有所准备。非洲城市的特点是繁荣和贫困两极分化
严重，非常住人口居多。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为提供社
会服务而努力，包括水资源利用、粮食和能源安全，环
境风险管理等。气候变化和其它不利的环境变化可能
会加快非洲的城市化进程（UN-Habitat 2010），从而
使政府的应对能力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Mohamed - 
Katerere 2009）。

在非洲，人们对跨境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重要性的
认识越来越深，并将其视为实现环境综合治理、经济一
体化、冲突解决与社会经济平等发展的必需战略之一。
塞内加尔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为跨国界合作提供了
可行的范例，在提高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系数的同时加
强了流域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这一举措还提高了运输
能力，实现了全年通航，使可靠的水电资源得到保障。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特定领域或区域政策目标

的实现与其它领域的潜在改进和共同利益有着密切的
联系（第 9 章）。比如，根据埃塞俄比亚可持续土地管
理计划，正在对当地 177 个流域进行保护，以提高土地
产能，促进农村发展，同时也加强下游居民区和国家的
恢复力（TerrAfrica 2009）。对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
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协调性有助于社会、生态和经
济效益的生成，减少物物交换贸易，为解决共同驱动力
和压力问题提供多元渠道。

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可创造附加效益，并可提供比
依靠孤立保护区更为有效的管理机会。要维持有效的
海洋保护区网络，建立区域合作至关重要。解决管理政策、
体制结构、财富分配、社会资本配置及生态数据收集等
领域的不一致问题，创造更为有利的使能条件，对建立
海洋保护区网络是有帮助的。

有效利用各种措施和机制对环境表现和环境变化
进行跟踪和监测，可以提高有效应对包括极端事件等
风险在内的各种新挑战的能力。例如，东非政府间发展
管理局建立了一个冲突早期预警和响应机制，帮助社区
更好地规划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提高对应对饥
荒和农牧生产活动中发生的社区冲突带来的威胁能力。

区域合作、社会驱动的战略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可以支持相互学习和了解、提高可持续能力、促进生态
系统发展。最近通过的由具体的国家行动计划实施西
非红树林宪章就是区域合作的一个范例。在喀麦隆，一
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红树林管理计划的成功实施显示了
参与和学习对成功落实红树林宪章的价值（Ajonina 等
2009）。毛里求斯恢复了 5 公顷在当地具有重要价值的
红树林。这项由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负责实施，当地
银行提供资金，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的红树林恢复工程
表明，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间的合作完全可以在
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可提供一个切实可
行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帮助当地人民更好地应对风暴
潮等极端气候事件（ADD 2011，2009）。为明确可以复
制的潜在区域，还在全岛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权保护对提高环境效益和
增加人类福祉至关重要性。例如南非实行基本用水免费
政策，保证每人每天在距家 200 米范围内免费获得 25
升生活用水，使许多贫困家庭受益，在提高卫生条件的
同时也减轻了妇女的负担（Mehta 2005）。该政策还提
高了市政部门的工作效率，有助于他们通过向地方放权

减少生活污水对表面水源的污染。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该区域内部还有很大差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
化碳（CO2）排放国，而大部分太平洋岛国则属于二氧化
碳排放最少的国家。水资源禀赋问题涉及范围广大，从
严重干旱的温带地区和受淡水困扰的小岛屿国家到喜
马拉雅雪原和雨水丰富的热带地区。环境治理的制度和
机制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该区域面临的挑战包括：解除
数百万人的贫困、正确处理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问题、处
理某些受污染最严重地带的问题。

因为该区域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温室气体排放
源，所以，决定实行支持碳中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资源
保护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对全球解决气候变化努力的成功
至关重要。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些亚
太国家正在以减轻国家预算负担为目标减少或取消对化
石燃料的补贴，禁止用公共基金去支持那些最富有的企
业和能源消费大户，确保公平以促进替代能源的发展，
减少破坏环境和助推气候变化的现象（IEA 等 2010）。

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最大的国家有 10 个。
其中 6 个位于亚太地区。重要行动领域包括气候变化
适应和减灾避险、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纳入发展政策和
计划、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抵御气候变化的基础
设施。在马尔代夫，为因海平面上升而迁徙的居民建设
移居点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同时，通过多项支持政
策的实施，各岛屿的恢复力也有提高。这些支持措施包括：
植树造林、改善排水系统、补充天然高地、加固海滩、种
植红树、培育珊瑚礁等（GEF 2009）。

亚太地区面临与水有关的巨大挑战。制定水资源
综合管理计划、通过用户间协调平衡水资源供需关系、
加强水质管理、合理制定水价、多重利益相关者参与，
所有这些都是解决该区域水问题的重要措施。1997 年，
中国的黄河断流 226 天。此前数年内，黄河也发生过多
次短时间的断流。1998 年，中国出台了一项限制从黄河
取水的计划，对用户实行配额供水，并采取了一系列执
行措施，包括对超配额取水进行罚款（NDRC 1998）。
自 2000 年以来，黄河再没有断流过。 

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统服务形成巨大压力。尽管通过扩大保护区，保护自然

物种、消除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力、实施基于社
区的管理和金融创新等措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些努
力的程度还不足以解决当前存在的生物多样性和生境
丧失问题。然而，有些成功做作还是可以复制的。越南
实施森林生态服务付费计划，向旅游业经营部门和下游
水、电工程部门收取费用，用于上游的水源管理、水土保
持和景区保护。为 21 万公顷森林收取的保护费交由林
业经营和管理部门使用，同时也用于补贴 9870 个以少
数民族为主体的家庭（Winrock International2011）。

该区域许多政策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因此，
在对复制和仿效某项政策时，需要对基本的政治、文化、
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他们对政策实施和成功的影响力
进行认识分析。创造必要的使能环境与选择正确的政策
组合同等重要。

欧洲

泛欧洲区域多样性特点非常突出，50 个欧洲国家
使用 37 种民族语言（Nations Online 2011），多种社
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并存，物理环境多种多样，环境治
理手段各不相同。欧洲的陆地面积有 2300 万平方公里
（GEO 数据 2011；FAO 2010），农业景观丰富多彩，都
市密集，海岸线长，森林覆盖率高，原生态区域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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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总人口接近 8.33 亿，其中约二分之一生活在西部。
中部总人口约 72% 生活在城市地区（GEO 数据 2011；
UNDESA 2010）。

该区域拥有正式、强大而健全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管
理机制和体系。40 多年来，欧盟一直在制定和实施各项
环保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该区域采取的是
目标政策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通过 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分散政策的统合与公众意识教育，到 90 年代后期，
一套具有连贯性的政策和其它系统性措施已经形成。

1991 年欧洲环境部长级会议的举行反映了欧洲环
境治理政策和措施的这一演变过程。欧盟国家和非欧
盟国家都制定了落实《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
削减目标的计划，并成为支持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
国际努力的重要捐赠国。涵盖欧盟排放总量约 40% 的
欧洲排放交易体系（ETS）为世界其它区域提供了可以
借鉴的宝贵方案和经验。2009 年全球碳信用市场总量
估计为 1440 亿美元。作为全球碳信用市场的一部分，
欧盟碳交易市场总量估计超过 1180 亿美元，涉及的排
放量达到 63 亿吨（EC 2009a、2009b；Ellerman 和
Buchner 1007）。

欧洲区域另外两项有前途的政策选择涉及到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和适应战略的实施。20 多年前德国为可
再生能源系统制定了上网电价（FIT）。今天，这种系
统正在欧盟国家和全球被成功效仿（Janicke 2011）。
在适应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欧盟不再着眼于短期
的灾难应对，而是把目标转向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实施
的长期适应措施和政策，将重心放在土地使用规划、农
业、水管理、生物多样性 / 自然生态保持、适应能力建
设以及为提高气候变化适应力而采取的行动上。

虽然欧洲的空气质量最近几十年已有改善，但仍存
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城市空气质量，人类健康、
空气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方面。《远程越境空气污染
公约》(CLRTAP) 及其泛欧科学网络在证明空气质量问
题、建立可信度、修订政策和最终监测空气质量改善趋
势方面一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些政策和创意许多都
具有很大的复制潜力 – 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进程正在导
致空气质量恶化的地方。

在解决淡水问题的过程中，欧洲各国的政府机构也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水资源综合管理体系正在

成为一种关键的决策导向机制。大部分欧洲河流的跨国
界性质要求沿岸各国通过制定流域管理计划进行密切合
作（UNECE 2011）。另外，信息交流和市场工具，如
水表计量、激励性水价，也是有潜力的政策手段，可以
使家庭用水量减少 20% 到 40%。

尽管实行了强有力的监管，但废弃物的总量仍在增
加。在东欧，前苏联时期遗留的工业废料一直是严重的
生态问题（Devyatkin 2009）。政策重心正转向要求
生产者承担起废弃物减少、再利用和循环的责任，鼓励
新技术开发，制定更加可靠的长期措施。针对电子电器
设备、各种化学物质、有毒和放射性副产品等某些具体
废弃物的处置问题，已经采取了立法措施。

欧洲在多国环境保护努力中发挥着先行作用。
Natura 2000 是一个联接多个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网络。
欧洲已经通过这个网络展开了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工
作。但由于景观、生态系统和生境继续恶化，生物多样
性丧失问题依然存在。不过，欧洲正在通过森林欧洲等
创意措施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和淡水资源保
护方面的问题，并且已经为欧洲国家森林覆盖总面积的
增加做出了贡献（Forest Europe 2011）。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 33 个国家。它们的国
土面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巴西是世界第
七大经济体（The Economist 2011），而发展中的
一些小岛国则只有开放型的脆弱经济（Rietbergen 等
2007）。该区域自然资源丰富，森林面积约占世界森
林总面积的 23%；淡水资源约占 31%。尽管这些自然
资源分布不均匀，但该地区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整
体丰富程度及其对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UNEP 
2010）。该区域 79% 的人口生活在城镇（UN-Habitat 
2010），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该区域面
临的挑战是为迅速发展的城镇提供安全用水和卫生服务
及解决空气污染和淡水、海洋污染问题。

当前影响该区域环境机构业绩的不是法律不健全，
而是政治意愿缺失、程序连续性受限、执行措施不足。
该区域还需要更多财政资源的支持，以促进可持续管理，
确保生物资源保护。

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需要改进在相关层面上加
速跨部门政策实施的国家战略和区域战略，这样才能同

步解决环境和经济问题。提高管理能力，还需要积极的
社会参与和高层次的机构间合作。这些措施的综合利用
将有助于在提高人类福祉的同时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这些创新措施对于应对该区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 贫困
和不平等问题 – 同样至关重要。

在当地和区域层面上认真分析和评估社会需求，有
助于实施更为有效的环境措施，同时还可以解决社会发
展问题。比如，首先在巴西库里提巴，随后在哥伦比亚
波哥大实施的交通运输新举措表明，设计良好的项目可
以产生环境和社会双重效益，即可以缓解气候压力，又
可以提高机动选择能力（WRI 2010）。

综合水资源管理可促进水、土地和相关资源的协调
发展。在认识设计和实施的前提下，综合水资源管理还
可以在不损害重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同时以公正合理
的方式实现经济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确保更好地接纳重要利益相关方参与环境事业的
绿色金融机制也被视为有助于抑制环境退化和减少该
区域生物多样性威胁的重要措施。比如，由水用户出
资设立的信托基金 – 水保护基金（FONAG）共同资助
向基多、厄瓜多尔和周边区域供水的 6.5 万公顷水源地
的恢复和保护。哥伦比亚和秘鲁也建立了类似的基金
（Sisneros 和 Lloret 2008）。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南美地区的耕地面积增加
了 83%，非洲增加了 46%，亚洲增加了 36%。与此同时，
这三个地区的森林也遭到严重毁林（IPSRM 2010）。
2009 年，28 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农业生产者管理
着全世界 23% 的有机农田，其中占有份额最大的是多
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Willer 和 Klcher 2011）。
1970 到 2008 年间，南美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总面积
增加了 20%，用于牧业生产的土地总面积增加了 37%
（FAO 2010）。

根据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现在和过去经验的回顾，
有三项土地管理政策被认为最有利于实现《约翰内斯堡执
行计划》规定的目标（WSSD 2002）。这三项政策包括：
多层次土地使用规划、可持续农牧业生产和已退化土地的
恢复。生态系统服务收费、可持续森林管理、与综合土地
管理和水资源利用计划有关的各项政策有助于解决多方面
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目标等。

改善自然资本管理和陆地、沿海、海洋资源利用，

需要加强技术网络建设和知识交流。能力建设不仅可以
带来更加有效的发展成果，而且对于提高生物多样性和
水资源保护、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力方面的政策水平也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CCCCC 2011）。

北美洲

北美洲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尽管区域人
口特征的变化、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资源紧张
等问题都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形成挑战。
与此同时，管理分散、政策不稳、目标不明、政策不科
学、以及在优先解决全球性问题还是寻找当地解决方案
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等诸多因素也在妨碍着环境目标的实
现（见第 1 章）。

在北美洲，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着力强调市
场手段的成功，而不是使用环境管理规则和标准。然而，
对于这些市场手段的实际影响力还需要有更多的经验数据
去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通过互补方式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因为市场手段需要有一种明确和强有力的规则框架才能有
效地发挥作用。另外，责任和透明可以在确保公平、公正
的社会结果的同时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率。

事实证明，综合水资源管理与技术手段和经济刺激
措施相结合可以有效地解决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如果附
以有效的协调和执行机制，综合战略具有很大的复制潜
力。这需要利益相关方之间在多重地理和政治层面上做
出协调一致的努力，还需要进行充分的取证和监测，以
确保采取适当的行动应对因气候变化和需求增加而发生
的水资源状况改变。为满足人类和大自然对淡水的需求，
需要制定确保淡水可获得、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配的政
策。这种政策必须要在对全水域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

有美国的 8 个州和加拿大的 2 个省共同达成的
《2005 年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可持续水资源协议》
为相关各州、省提供了一个对全流域实施管理和保护的
框架。大湖和圣劳伦斯河流域城市倡议的目标包括：到
2015 年，所有参与协议的流域城市的用水量比 2000 年
减少 15%。截止 2010 年，占 33 个参与城市近二分之一
的城市用水总量已经减少13%，节约 3.3 亿立方米的水。

外部定价和土地综合管理机制的成功，表明北美
有潜力提高土地的可持续性利用水平。整个区域的司法
部门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许多这样的政策手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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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对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损害，阿曼建立了两个海洋保护区。

©iStock/Steven Allan

如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资源公司、环境组织
和沿海原住民社团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基于生态系统的
土地利用规划实践，在协同行动的基础上达成了 2006
年大熊森林协议（McGee 等 2010）。在美国，税收和其
它激励措施的采用已使受到当地、州和全国土地信托基
金保护的土地总面积增加到约 1500 万公顷。生态系统
服务收费计划的实施使美国的另外 9200 万公顷土地
得到长期保护。

在州或省层次上，北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
可再生能源在地区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可追溯
到上网电价等市场机制支持的政策目标。在北美，大幅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可以带来多
重效益，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能源价格、减少
市场波动，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和经济发展机会等。

碳税制度也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加拿大的魁北克
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8 年开始
征收碳税。魁北克省的税率非常低，但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的收入中和计划却来得比较雄心勃勃，2008 年开始的
时候是每排放 1 吨缴税 10 美元，到 2012 年便提高到了
30 美元。与碳税有关的典型问题，包括与减税目标相关
的综合覆盖率问题的解决，以及高碳产业潜在高适应成
本的降低，看来已经使该项制度为公民所接受。

西亚

西亚以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为主。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面积约为 400 万平方公里。降雨量很少，而且在时间和
空间上差别很大。水荒常现，水涝频发，致使水成为该
区域最宝贵的资源。该区域还面临着需要应对的巨大
环境挑战：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
生产和利用不断增加，且生产、分配和利用效率严重低下；
海洋和沿海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气候变化正在成
为该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它很有可能会给该
区域的经济和人类福祉带来不利影响。

西亚已经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很大进步。比如，阿
拉伯国家联盟成立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CAMRE）
作为合理协调全区域环境政策的高级机构。该理事会的
目标是明确重大环境问题、确定环境工作重点、解决与
可持续环境有关的问题。然而，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表明，
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采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如激励措施、
监测机制、经济和环境评价、环境教育、公众意识战略等。

西亚国家严重依赖监管机制而不是市场手段。尽

管也有引进政策组合以实现高层次统一行动的新创意，
但力度不够。比如过去 40 年来，该区域的水政策主要
集中在供水方面，试图通过海水淡化等技术措施解决
缺水问题。通过某些重点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
成员国投入大量财政资源而奏效的这种以供水为重心
的战略在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方面发挥了良好作
用，特别是在实现城市地区水供应和水卫生目标方面
（UNDESA 2011）。

然而，不可持续的需求 / 消费结构的普遍存在正

在使水资源日趋枯竭，水质大面积退化。这种局面同时

也加剧了该区域因共享资源问题引发的紧张关系。水资

源综合管理为实现资源可持续性开辟了有前途的道路

（CEDARE 和 AWC 2004）。另外，人们越来越广泛地

认识到，水服务的公平定价对改进需求管理至关重要。

在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经采取多样措施降低农业部门的

用水量。首先通过减少柴油补贴限制国内粮食生产活动，

然后逐步减少政府对当地小麦的采购。2009 年，沙特

制定了一个逐步减少国内小麦生产的 8 年目标，同时加

大对安装现代灌溉系统的激励和贷款力度，为动物饲料

进口提供补贴，禁出饲料出口，建立粮食战略储备（AFED 

2010；Hussain 等 2010）。

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与诸多挑战相关联，包括粮食

生产、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资源退化和气候变化等。因此，

国家应对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行动计划需要与自然资

源可持续措施、生物多样性努力和气候变化应对行动

更好地结合起来（Ministry of Municipalities Affairs 

and Land Use Planning 2010）。

许多西亚国家正在实施强有力的沿海发展计划。
然而，地区权力当局仍需通过实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去确认他们保护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义务。如何保护
海洋和沿海地区免受气候变化、石油泄漏和陆基污染
源的影响，仍然是该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制定和实施
危机管理和风险评价等战略对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和保护海洋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海洋保护区、实施
综合渔业管理是加强海洋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解决方案
（Sheppard 等 2010；Price 2002）。

西亚地区拥有大量宝贵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其
能源部门却仍在严重依赖给环境造成不利和产生高碳
强度的化石燃料。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
展以缓解气候变化压力的政策努力正在展开，但要实现

全球目标并建立起可持续的能源体系，该地区还需加强
立法和制度框架的建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亚地区
的住房建筑行业是一个能源消费巨大的部门，这主要
是因为空调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通过执行建筑能效标准，
绿色建筑正在兴起，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将给该
地区带来巨大的机会（Ministry of Public Work and 
Housing 2009）。

共同议题

第 9-14 章所述的 GEO-5 区域评价明确了基于最
佳实践的政策响应和工具。通过在众多案例中证明为
成功的政策措施，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追寻到共同点。
在不至一个区域成功做出的政策影响更有可能加速国
际共同目标的实现。

成功的政策工具和手段

环境治理

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环境治理已经演进成为一
整套规范环境保护过程的组织体系、政策手段、资助机制、
规则、程序和标准。

治理的缺失或不足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
问题。为克服这些障碍，许多积极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
包括：多层次 /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引进更多辅助原则、
当地治理、政策协调和消除冲突、战略环境评价、提高
信息可获度、公众参与和环境正义、能力建设、改进目
标设定和监测系统。

气候变化

许多国家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受到
气候变化影响之后的恢复力，特别是在最脆弱的社区。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通过温室气体排放表现出来。政
策的指向是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和灾难风险减少。

已经在实施的有希望的气候变化政策包括：取消
有害环境的补贴，特别是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征收碳税；
激励碳封存林业；排放交易方案；气候保险；能力建设
和融资；气候变化预防和适应，如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
设施。

能源

为实现全球目标，需要建立支持可持续能源系统
发展的立法和制度框架。

成功的政策包括：在节能技术的转移和应用方面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
上网电价；限制化石燃料补贴；建立城市低排放区；研
究与开发，特别是对电池和其它能源存储方式的研究
与开发。

空气污染

欧洲是唯一将空气污染选定为优先主题并提出政
策选择建议的区域。

成功的政策包括：建立燃料和车辆排放标准；通过
技术性排放控制手段控制工业污染；更换燃料和减少
液体燃料含硫量；制定地方空气质量管理计划，包括建
立充分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并向地方当局授予适当的制
度执行权。

土地

土地政策在防止环境退化和降低社会经济成本中
发挥作用。

明确和保护土地、水及其它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
管理权并制定有效的规则是确保对土地和资源实施长
期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手段。成功的政策选择包括：流域
综合管理；提高城市资源效率；保护基础农业用地；加
强森林管理；实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减少砍伐森
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建立林
牧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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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的目标是将用过的剩水或污水排回自然环境之前尽可能多

地去除其中悬浮固体物。    © Christian Uhrig/iStock

淡水

如何对淡水实行合理的可持续管理，是所有用水
者，包括各国各级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挑
战，因为他们即要考虑满足人类及各层次经济活动对水
的需求，又要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很
大程度上讲，要想对淡水资源进行统筹调配，需要将环
境方面考虑与生活、农业和工业需求一起纳入国家和国
际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在历史上有关淡
水资源分配和管理的决策过程中，环境方面的考虑似乎
从来就被放在第二位，甚或从来没有被列为重点。即便
如此，在当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加大对环
境问题的关注力度，至少在制定政策的初始阶段应该这
样（UNEP 2010）。

已明确在各区域获得成功的政策包括：综合水资
源管理；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高用水效率；在国
家或次国家层面上实行水表计量和按用水量纳税；承
认安全卫生饮水为基本人权和需求；排污收费。

洋和海

从管理角度和一定程度上看，海岸带综合管理和
海洋保护区等政策及收取使用费等经济手段是成功的。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政策有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和生境的保护、保持和可持续利用。这些政策的实施可
以产生巨大的公共效益，并为提高社会福祉做出贡献。

成功的政策措施包括：将市场机制引入生态系统服
务，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
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建立跨国界生物多
样性保护区和野生动物走廊；社区参与和管理；可持续
农业经营。

化学品和废弃物

为对危险化学品和废弃物实行有效管理，已经采
取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律措施和框架，包括：化学品注
册登记；使用者责任范围扩大；产品再设计和环境设计；
生命周期分析；减量、再利用和循环利用（3R） - 清洁
生产；国家和区域危险废弃物处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和
废弃物不当进出品管制。

以更有效地方式应用政策

许多有前景的政策是根据综合水资源和海岸带管

理和保护区等经过充分研究并被广泛接受的管理概念
选定。有些共同结论是多区域之间交叉认定的，这说明，
如果坚持相关的原则，这些管理概念的应用是可以有所
创新的。

跨主题、跨领域的交叉政策

选定的政策通常是因为它们具有互补性，而且对多
个主题领域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 “通过关注具有互补性且交叉影响力的选项，将
机会最大化是很重要的。”（第 9 章 – 非洲）

● “连贯性地应用跨主题、跨领域的有效政策，可
以在改善物理环境和促进人类健康方面产生重
大效益。”（第 11 章 – 欧洲）

● “要做到可持续，需对区域自然资本进行跨行业
综合管理。”（第 12 章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 “如果没有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政策间的交叉、
互补和协调，当前存在的消费和生产结构不可
持续问题会变得更为严重，特别是在能源、水、
粮食安全和海洋资源方面。可能还会产生自然
资源枯竭和污染加剧的严重后果，对人类的健
康和福祉造成影响。”（第 14 章 – 西亚）

强调驱动力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将关注重点从环境退化的
影响转向下列驱动力。

● “政策响应开始从关注环境影响转向通过市场
和信息手段解决关键的驱动力。”（第 10 章 – 
亚太地区）

● “在政策开始解决造成环境退化的某些深层次
的根本性原因 – 或驱动力之前，各国不可能实
现国际、区域和国家协议确定的目的和目标。”（第
12 章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监测、评价和责任

通过监测和评价，可以改善政策设计，提高利益相
关方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明确今后亦或在其它国
家采用的有前途做法。

● “在监测、评价和社交学习方面的投入有助于
响应政策的修订和修改。强烈的责任感有助于
确保政府和私营部门做出履行承诺并实现共
同目标（Najam 和 Halle 2010）。制定 效绩指
标而不是举行多少次会议之类的努力指标，可
以使实现政策目标的方法和努力程度更加清晰
（Najam 和 Halle 2010）。强大而有效的国家
和次区域报告制度有助于让执行部门负起责任
并为他们提供成功编写报告的机会，从而为报
告的层次提高和复制打好基础。”（第 9 章 – 非洲）

● “加强监测、数据收集、信息利用和法律补救，
可以改变环境变化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第 10 章 – 亚太地区）

● “较高效率的监测系统可以为提高政策的成功
和复制机率创造条件。”（第 11 章 – 欧洲）

● “效绩标准对评估政策的进展情况及明确政策
的成功和不足必不可少。”（第 13 章 – 北美）

● “环境信息的系统化收集、处理、分析、整理、传
播和交流可以摧生正确的决策，并有助于合理
政策的出台和执行。”（第 14 章 – 西亚）

跨境合作

相邻国家共享的自然区域不仅仅是一种共同财富，
也是一种共同责任。它即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也可能
成为合作与繁荣的动源。

● “合作在实现可持续管理过程中的有效作用已
经显现出来，包括涉及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跨国
界沿海和陆地资源管理政策选择中的作用。合
作促进了公平和公正，提高了共享技能，减少了
冲突。”（第 9 章 – 非洲）

● “国家缺乏通过管理提高森林可持续性的能力
和意识，而国际森林产品市场的竞争又日趋激烈。

因此，现在迫切需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解
决共同的跨国界问题（Hogl 2002）。”（第 11
章 – 欧洲）

● “合作是促进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间的合作可以促进信息、技能和技术的共
享与转让，而缺少合作则会限制相关走上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合作还有助于改善跨国界生态
系统和物种的管理。”（第 12 章 – 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

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过程的好处已经得到公认。
这些好处包括：创造交流观点、需求和知识机会；建立
共识；发挥参与者对结果的影响力；提高加强的保证政
策实施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 “包括可持续土地管理在内的一些政策选择表明，
当地和政府部门的高水平参与有助于确保相关
问题的解决，在提高可持续性方面取得良好成
果。包括以社区为基础开展资源管理工作在内
的权利下放和转移政策，已经在社区和环境建
设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第 9 章 – 非洲）

● “成功地执行政策，需要为水资源的自适应综合
管理建立一个规划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建立适
当的定价机制和多重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是必
不可少的。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之一，提
高治理水平以增强责任感至关重要。”( 第 10
章 – 亚太地区 )

● “提高政策成功和复制系数的促成条件包括通
过意识提高和强有力的多重利益相关方协议实
现的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第 11 章 – 欧洲） 

● “透明、责任、平等、可持续、所有利益相关方包
容性参与等标准化治理原则和价值是强化治理
框架的基本条件。”( 第 12 章 – 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 )

● “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并对相关问题展开坦诚
讨论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和认可程度，比缺少
公众支持和理解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更为有
利。“（第 13 章 – 北美）

● “环境治理不能仅仅注重于环境政策，还需要考
虑社会的共同目标，让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政
策的设计和执行。“（第 13 章 – 西亚）

挑战和机遇
传统上，政策分析一直都是在当地或国家已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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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在缅泰边界地区执行考查任务的执法官员讨论通过地区组织的联合执法行动打击跨国犯罪问题。© UNODC

定出具体规划、计划或项目的背景下进行的，重点是经
济和社会的成本与效益，也包括具体的利益相关方群体。
但现在的政策分析却要面临新的挑战，比如相关规则和
标准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预期（Hajer 2003）。GEO-5
政策授权的目的是扩大分析和评价范围，以明确成功的
区域环境政策，并强调它们在加速实现国际上一致同意
的目标的潜力。政策分析的目的就是为决策者指出一条
探索前行的道路。

对于选定的国际目标来说，已经认定并且做出评价
的政策是不是最佳选择，还不能确定，尽管它们的有效
性已经得到证实。再者，政策是一揽子认定的，而不是
单个认定的，其中大部分政策是作为一揽子中的一部分
执行的。因此，不能确定某项政策在不同的背景下和不
同的范围内是否有效：对许多政策而言，具体说明其有
效性的证据有限，说明其推广和复制潜力的证据同样有
限。不可否认，政治意愿仍将是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
一。然而在社会等诸多互动系统中，其直接因果关系往
往难以孤立存在。不利的变数难以排除，而有利的变数
又不可能自然产生。因此，尽管存在着这些固有的难题，
实验和观察必须坚持进行下去。

信息和指标

着力总结和开发环境知识并将其转变为可用于环
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制定的信息对管理的成功至关重要
（Adger 等 2005）。这需要科学界、决策者和社会群体
之间有一个良好的配合。要想有效地影响政策和决策，

需要将环境信息转化为科学易懂的指标，向决策者和民
众传递明确的信息（UNESCO-SCOPE 2006；Cimorelli
和 Stahl 2005）。

为增加责任感和透明度而设计的政策工具可以使
环保业绩和资源利用方面的信息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从而促进决策，并动员多方面利益相关方参与。信息和
指标还可帮助监测和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并确定这些
政策的执行有没有使相关管理措施适应新的条件 – 这
些都是做好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在区域和次区
域层面上，信息和知识共享机制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单一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系列项目的累积影响评
价，以及政策、计划和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都可以提供
重要信息（World Bank 2006）。对实现环境目标做出
了贡献的成文政策案例也可能很有价值。所谓有前途的
政策，是通过案例分析确定的，因为通过案例分析可以
深入了解政策成功的背景和环境。

跨境合作和区域合作

环境问题是没有边界的。环境退化的跨界性质是
由其规模和范围造成的，因为受到污染和损害的地域面
积越来越大。解决跨境环境问题可以为区域合作创造
机会。通过区域合作解决共同环境问题的做法，有助于
根据共同的地域、气候、经济活动和历史特点制定出具
有创新意义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成功的可能成。透明
的做法往往可以通过促进对话、建立网络、鼓励学习和

知识分享等方式增进合作，减少冲突。透明还有助于创
造开展经济和发展合作所需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合作的好处还在于加大国家努力、促进能力建设、
动员跨境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主要挑战包括可
持续性问题、机构间能力差别问题、出现敏感主权问题
时合作的政治性质问题。

第9 到14章提到了许多成功开展跨境合作的例子：
• 在非洲，尽管在重点、结构、方式和规模等方面

有很大差异，但该区域跨境自然资源管理活动
的快速增加表明，这项政策具有很大的复制潜力，
在管理非洲共享的多样化生态系统中也有很大
的潜力。

•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跨境协作促进了国家机
构间的合作，使多个国家受益。有许多实例可以
说明这一点，包括合作处理大湄公河次区域、印
度和尼泊尔提莱弧地景区，苏露 - 苏拉维西海
区和珊瑚大三角等跨界保护区的共同利益问题。
这些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程度很高。

• 大部分欧洲河流的跨境本质要求进行紧密的国
际合作，而且综合水资源管理越来越成为开展
这种合作的导向机制。

•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能源领域的跨境合作与
综合管理在增加电力供应、扩大管理覆盖面、
提高系统功能方面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 加拿大和美国政策提出的国际流域倡议，促进
了流域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跨境流域综合管理工
作的开展。

• 在西亚地区，在打造跨境资源合理共享协议方
面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
综合水资源管理的实施得到解决。综合水资源
管理因决策者做出将水列入重要政治议程的强
有力承诺而得到支持。

影响各区域特定的政策探讨的挑战

在人口、地域面积、内部凝聚力、历史、文化、语言、
财富分配和教育等方面，各区域有各区域的特点。政治意
愿、经济实力、历史和其它一些无形因素带来的问题一直
存在，而且各区域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

在非洲，人口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气候变化、发
展模式不可持续和执政能力低下一直影响着环境和社
会发展领域重要区域目标的实现。解决人类福祉问题被

作为加强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之一。一直以来，
捐赠者的支持对某些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巴黎有效
援助宣言》的原则 – 自主权、协调、规范、成效管理和共
同责任 – 确定了受助方与捐赠方之间的协同关系，其设
计目的就是要确保援助能够支持一致同意的政府重点
项目和用途，强化政府管理体系，而不是设立并行机构。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这种成功是以牺牲这个星球上某些最濒危生态系统
为代价的。该区域当前采取的政策，许多都源于其它区域，
并在那里进行过初始试验。所谓其它区域，通常是指欧
洲和美国。因此有人认为，在发达国家可行的政策在发
展中国家应该照样可行，而许多政策没能成功实行的原
因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臆断的误导。比如，美国为治理
空气和水污染而实行的涉及标准、禁令和法律诉讼等
手段的强有力的命令和控制型管理政策，在亚太地区
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就行不通（AECEN  2004）。在
自愿遵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策机制、对污染制造者
群起而攻之的社会压力、对污染后果进行适当赔偿的
法律措施也许比较适合于该地区的社会 - 文化背景，尽
管对其有效性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在欧洲，人们一直在担心环境和人类健康面临的长

期威胁。对人类健康威胁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方

面（EEA 2010）。尽管在缓解因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压

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欧洲的环境足迹仍不均衡，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地区内部和外部持续的自然资

源不可持续利用造成的。而这种不可持续利用又是为了

满足该地区居民的高消费和高生产水平（第 1-7 章）（EEA 

2010）。为了应对这些趋势，需要采取综合政策措施，建

立强有力的管理机制。如果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密度

的政治界线网络，特别是中欧和西区地区，那么现在全

区域有必要以跨界和全球环境决策为重心集中精力治

理环境问题。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定期监测、报告和

评价制度是欧盟环境治理措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管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方面

面临诸多挑战。人口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及区域

生产和消费结构，使人们对原材料和其它自然资源的需

求和攫取不断增加（第 1 章），导致自然环境向生产系

统的大面积转换，给区域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

要做到可持续，需要对该区域的自然资本实行跨
行业综合管理。为响应该区域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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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和挑战，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打破传统的条块
划分和行业限制。这将有助于该区域应对某些长期存
在的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困、
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等。

在北美，地区人口特征的变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出现和资源限制，都对国家提供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形成挑战。与此同时，管理散乱、政

策不稳、目标不明和不科学，在优先解决全球问题还是

局部问题上举棋不定。所有这些问题都在阻碍着环境目

标的实现（第 1 章）。联邦政府不再是制定政策议程或

设计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领导者，但政府的作用对于政

策的最终成功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确保不同

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协调一致，防止发生环境不公平问题。

另外，现在还存在着一种因早期成功而注重市场工具而

忽略传统监管工具的强烈倾向。最后，与此相关的联邦

政府放权已经为州、省和自治市层面上的次国家级政策

创新和区域跨境合作敞开了大门。区域跨境合作现在已

经广泛地开展起来，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势头得

到监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一致性的环境合作委员

会的进一步支持。

西亚地区的环境变化驱动力与和平与安全、人口

统计学及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掌握宝贵的能源资源的国

际愿望和包括当前政治冲突在内的种种争端是造成当

前环境退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对环境损害的升级和

移民数量的增加正在改变当地环境，加剧土地和水资

源退化（UNEP 2010）。尽管该地区在过去的 20 年里

已经制定了一些环境政策，并且仍在继续取得进展，但

这些政策需要有前摄性，而不仅仅是被动反应。另外，

环境治理不能仅局限于注重环境政策，而是需要考虑

社会的共同目标，并动员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的设

计和执行。将不同领域的部门政策统一起来也是重要的。

区域层面上的环境治理对实现该区域国家共享多种共

同环境条件至关重要。

政策复制的挑战

对某项政策能否成功复制，能否适用于不同的环
境和拥有不同需求和期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还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在像亚太这样多样性的地区，
治理条件和促成环境的不同可能会成为采用某项政策
的障碍。然而，如第 10 章所述，对执行多项优先政策的
充分经验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它们是可以快速复制的。

在评估政策复制潜力的时候，亚太地区（第 10 章）
考虑了以下因素：

• 有多少国家已经执行了这些政策；
• 这些政策问世后多长时间之内被多个国家采用；
• 让私营部门相信采用这些政策不会影响他们业

务的难易程度；
• 这些政策如何产生了共同效益并使其变得更加

被接受和认可。

上述分析的部分内容涉及到决定某些具体政策成
功与否的促成和 / 或阻碍因素。欧洲（第 11 章）认定了
政策成功与复制的下列促成条件：

• 增强政策连贯性，理顺和简化执行程序，以提
高成本效益和执行效果；

• 提高监测系统功率；
• 政治家和政府做出更为有力的长期承诺；
• 提高执行力度；
• 解决共同问题和跨界问题的跨国协调；
• 发挥和促进市场作用，加强私营部门参与力度；
• 通过意识教育和强有力的多重利益相关方协议

使民间社会的参与变得更加积极。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 12 章）制定并实施了一系

列堪称范例的，多为国家和次国家层次的政策和措施，

为地区内和地区外复制提供了机会。这些政策和措施的

特点通常包括：科学信息、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的有效

结合，跨领域链接，强大的治理机制；利益相关方参与，

政治意愿和支持。

确认政策的复制潜力，在北美地区（第 13 章）是一

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需要看政策的执行环境和具体设计

情况。比如，尽管其它许多国家都建有国有网络，但北

美电网的结构框架却高度分散（Willrich 2009）。丹麦、

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拥有在国家层次上实行上网

电价的经验，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拥有实施生产税减

免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经验（IEA 2011）。上网电价

和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施行，包括加

拿大、中国、肯尼亚、葡萄牙和乌干达（IEA 2011）。从

统计学上讲，各国情况的相关性证明上述政策是有效的，

特别是上网电价（Haas 等 2011）。其它政策有效性的

直接成因证据有限，证明它们可以向其它国家和地区复

制的证据同样有限（Carley 2009; Doris 等 2009）。

在西亚地区（第 14 章），一个国家的一项优秀政策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样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原样照搬
或成功复制（UN ESCWA 2007）。新环境、新管理和相
互依存的各种问题，如贫困问题、执行能力低下问题、
财政资源缺乏问题和当地利益相关方边缘化问题，可能
会使许多成功的计划在复制时失去有效性。阿拉伯环
境部长理事会（CAMRE）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协调阿
拉伯国家环境政策方面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该理事会的工作还在一度程度上为环境政策在西亚国
家的复制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区域内部和跨地区成功复制的例子为确
保进一步成功提供了可行的工具。政策实施方与利益
相关方之间开展经验交流也许是更好了解某项政策成
功的具体条件、在其它环境下能否复制、复制到什么程
度的第一步。

自觉遵守和强制执行

不管设计得多完美，执行得多么认真，管理得多么
高明，为实现国际商定目标而制定的相关政策必需要带
有强制性，以确保其连续性和责任性，但决策者们却很
少对这一点给予足够的重视。政策在各层面的落实和执
行都需要有政治意愿的配合和领导群体的努力。如果
责权明确并保持透明，让上级政府机构和公民利益相
关方都能理解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自觉遵守机
制的有效性就会提高，政策就会获得成功。

未来工作

尽最大可能利用量化证据证明政策有效性的努力
已经突显了未来工作的机会，特别是需要政府机关和相
关组织加强政策有效性监测，加深政策有效性研究，提
出更加注重政策的协同效应与反馈的评价方法。

星球政策前景

通过对 GEO-5 所提出的各项政策的分析，可以了
解它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分别或综合了解这些政策
的潜能，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形态性变化，提高决策者对
实现当地、国家、地区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力。

市场管理中的反馈与调整

包括价格调整和旨在减轻负担并提供纠正或强化
行为方式信号的其它市场工具。

例1：亚美尼亚的按用水量收费和水表计量制度（第

11 章）
• 水表计量按成本收费并相应的定价机制在为维

护供水系统筹集资金的同时提高对用水的责任
意识。

• 各种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单独水表计量系统到
位，平均生活用水可减少 10-40%（Inman 和
Jeffrey 2006; Scheuer 2005）。

• 亚美尼亚实行改革之后，平均用水量很快就比
按统一费率计费时下降了 3 到 4 倍。引进单独
水表计量系统的这一重大举措成为一系列改进
水资源管理行动的击发器。所有行动都有一个
法律、监管和制度框架的支持，使私营部门的参
与得到了投资和有效管理的配合，供水的质量
和可靠性都得到提高。

例 2：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碳税（第 13 章）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收入中和碳税制度采取分

阶段提高税率的办法，2008 年开始时的税率较
低，每排放 1 吨二氧化碳当量纳税 10 美元，此
后每年增加 5 美元，到 2012 年提高到了每吨
30 美元。

• 税收中和通过允许企业和同时接受补助的较贫
困部门减税的方法实现。

• 碳税制度适用于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约占全
省排放总量的 70%（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口
到其它省区的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除外）。

• 克服与碳税征收有关一些典型障碍，可以提高
不列颠哥伦比亚政策的可接受性。这方面的努
力包括：减少或消除碳税因其综合覆盖范围与
减税目标相关联而可能带有税率递减性质；通
过分阶段逐步实行的方式，降低碳密集产业可
能很高的适应成本。

规则和激励措施 – 国家行动

规则的制定和管理是政策杠杆的重要支点，因为
它们对个体和群体的行动具有直接影响力。

例1：南非的基本用水免费政策让家庭从免费安全
用水中受益（第 9 章）

• 南非宪法规定了公民充分享用水资源的权利，
并通过基本用水免费政策加以实现。该政策
保证每人每天在距家 200 米范围内免费获得
25 升生活用水，使许多贫困家庭受益（Mehta 
2005）。尽管此项政策没有涵盖更加广泛的健



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5 章  区域总结 415414

康和生计需求，但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满足最
低消费的建议是一致的。

• 该政策带来的积极成果包括：节省了妇女花费
在取水上的时间和体力，从而让她们有机会参
与其它活动；人们无需再去寻找没有保护的不
安全水源，从而减少了感染水传播疾病的可能
性 (Mehta 2005)。另外，公民将这种政策直接
归功于良政，从而对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形成支
持。

• 这项政策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在人类的
利益和成本之间取得平衡（DWAF 2002）。然
而当前看来，人类福利的改善是高于相关成本
的（Stalk 2004）。

• 因达不到法律保障的供水量而引发民事诉讼的
事件已有发生。

• 关键的使能因素包括解决成本补偿问题，明确
目标群体，确保资金投入，实行需求管理，加快
基础设施扩建。

例 2：科威特的建筑节能（第 14 章）
• 科威特对电力的需求强劲增长，特别是最近 20

年来。由于所有电力生产都靠化石燃料，发电厂
对初级能源的消耗约占全国总耗量的55%。另外，
建筑物空调和照明用电占到峰值期用电总量的
85% 和全国年度用电总量的 60%。

• 科威特能源部于 1983 年发布建筑能源规范，为
加能源节约和减少能源利用对气候造成的越来
越严重的不利影响规定了一系列标准和规则。

• 建筑能源规范适用于新装空调和改装空调建筑
物，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引进较小机型降低空调
系统容量和峰值用电需求。

• 在过去的 20 年里，能源规范的实施为科威特节
省了近 100 亿美元。

思维方式 – 公民社会

改变个体行为规范的一系列措施构成共有的可转
化为观点、目标和集体行动的思维方式。

例1：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 包括具有生态系统价值
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成本（第 12 章）

• 总体说来，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方案在当地、国家
和地区层面上向行为个体提供了保护和保证获
得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措施，通常是金钱刺激
措施。

•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可以解决许多生物多样
性丧失和不可持续土地管理的驱动力问题，因
为它的目标通常是保护和 / 或恢复自然植被。

•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可与其它政策配合采用，
如：保护区、水资源综合管理、水源供应生态系
统保护和恢复、可持续森林管理、小规模农业生
态系统和已退化土地恢复等。

• 经济价值评估信息的缺乏突出说明，需要对当
地环境状况的研究和进一步的科学了解加大投
入。

例 2：印度和尼泊尔：自然资源管理的民众参与
• 在印度，大约有 2200 万公顷的森林纳入森林

联合管理计划。在这个计划下，有 10 万多个由
森林周边社区组成的委员会对国有林地进行
分片保护，并享有一定份额的森林资源（MOEF 
2009a）。

• 由于法律严禁非林业目的的森林利用，森林植
被在遭受数 10 年的急剧破坏之后现在已经稳
定下来（MOEF 2009b）。

• 一项宪法修正案还规定了对民从参与的附加激
励措施，将森林管理权分散下放到从行政区到
村镇的各级地方权力部门 (MLJ 2011)。

• 在尼泊尔，14000 多个社区森林用户组织有权
从森林中获得薪柴和草料，同时还通过森林获
得创收机会（DOF 2011）。

结论
本综述表明，针对淡水、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等共

同关心的问题所做出的成功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当
地水质担保措施、解决影响共享资源问题的跨境协议、
旨在改变经济部门整体行为方式的全国性计划。

要实现全球目标，提高管理水平至关重要。这需要
将所有政策领域对可持续问题的关注整合到一起。各
地区强调的关键要素包括：提高相应级别政府部门的执
法水平、加强监测和数据收集、扩大信息利用，促进多
重利益相关方参与，加强能力建设。

一项政策能否在不同环境下和不同范围内复制仍
不确定。表明政策有效性的直接证据有限，表明政策复
制潜力的证据也有限。确定某一具体政策或工具的有
效性及其扩大适用范围或在其它地方执行的潜力如何，
要看特定环境的重要变量和具体环境问题的性质，还

要对其影响行为变化的要素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

尽管如此，不同地区间的共同点还是可以看到的，
特别是已经证明在多个地方取得成功的政策措施。其
中有些政策措施已经变成在各地区被广泛接受的概念，
如水资源综合管理、海岸带管理和建立保护区等。但值
得注意的是，凡是政策被成功复制的地方，都有证据表明，
这些政策在应用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文化背景、
客观条件和实际需求。

当地、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的互动影响造成结

构和形态上的增量变化。环境退化问题没有万能的解
决方案，解决多样化的地区需求问题需要有一系列的响
应措施。然而，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上，协调、参与
和合作对于在解决许多国家能力不足问题的同时共同
实现国际共同目标极为重要。

如果政策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实现国际共同目
标的努力就可以取得更多大进展。各地区章节中所列举
的有前途政策可以在所有层面发挥作用，如：市场管理
中的反馈与调整、国家行动中的规则与激励措施、民间
社会层面上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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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到2200 年或者2500 年时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比作把

地球仅仅当做中途停靠加油的外星人，或者甚至将我们定义为摧毁自己家园的野蛮人。生

活在人类世的时代意味着要建立一个能够与地球的生物资源共同成长而不是无限掠夺的

文化环境。要记住，在这个时代，自然就是我们。”

诺贝尔奖获得者 Paul J. Cru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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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世纪中叶完成一系列宏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可行的，但是目前的相关政策和策略并不足以完成这个

目标。情景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实行适

当的短期政策、转变投资促进必要的长期结构调整以

及进行行为转变的话，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转变的目标

的。这与环境保护和人类发展的全球性协议是相关的，

相关议题包括大气和气候变化、土地和食物安全、水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

消费和生产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情景研究表明只

有采取措施来改变消费和生产的水平和方式，我们才

能够达到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变的目标。现在的大部分政

策都集中于生产程序的改变，但是却忽略了消费的转变。

实际上，消费水平和形式的改变对于减少环境压力具有

非常巨大的——但却没有被意识到的——潜力。

为了有效地采取广泛的科技和政策措施，我们需要

转变潜在的动机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将短期转变和长期

主要内容

转变相结合，并将科技、投资以及政府管理与基于可持

续性和平等性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相统一。而且，这些策

略的实施还必须能够反映出地区差异和偏好。仅仅采取

科技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得不到所有相关方面转

变的配合，我们很难取得预期的社会支持。

完成这样复杂的转变需要一个平稳加速的过渡阶

段。现在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创新政策，但是需要使之更

加行之有效。还必须停止那些可能会使地球系统向不可

持续性发展的行为。与此同时，还必须提供资源、能力建设、

努力建造一个符合可持续性发展观念的全球环境。

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具有深厚基础的社会契约能

够有助于将主要利益相关者联合到一起。这种过渡需要

各种社会角色——政府、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组织——

能够达到广泛共识，并充分合作。为了保证发展的连续

性，我们需要采取符合未来发展规划的连续的过渡方案。

这些方案最终能够成为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社会契约，

不但满足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需求，而且可以有利于人

类的发展。

过渡发展期需要基于适应性管理。地球系统的发

展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管理方式应该是建立

在实践的基础上，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并周期性地调

整管理方案，而且还要综合采取多种方案。这样就可以

更好地保障不在关键问题方面出现失误——不管是由

于地球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还是实际措施不够所造成

的——最终也将完善整个系统。

需要建立更加清晰的长期环境发展目标，并促进利

益相关方更加遵守相关的国际协议。即使环境以及社会

方面地球系统的改变可能会比较慢，长期的发展目标和

规划——就像社会契约中所规定的那样——能够有助

于集中投资和科技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并吸引社会上更

多的组织或机构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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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转型层次

图 16.1 GEO-5 中的传统世界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情景

前言

通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转变的性质和规模，可以
看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全球环境将会更加恶
化——而且现在的环境现状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此，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
是如何停止并扭转这样的趋势。

之前的全球环境展望（GEO）报告已经探索了不
同 的 未 来 发 展情 景（UNEP 2002, 2007），这一次 的
GEO-5 将重点研究能够促进环境从 2012 年开始向可
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相关策略。基于已有的情景研究，
该报告将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 如果不采取任何改变措施，我们的世界在 2050
年将会呈现的面貌——“传统世界”情景；以及

● 如果采取相应的转变措施，在 2050 年将会建设
一个与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相一致的而
且符合所设想的目标的世界——“可持续世界”
情景。

这两种情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转变的程度大小，
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的前景（图 
16.1）。

要想达到这种系统性的转变的雄心勃勃目标，就
需要集思广益，提高创造力和合作能力。进行深远的长
期改革既不是一个线性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
且自然体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经常会有一些非
线性的活动或者是转折点 (Lenton 等 2008; Folke 等 
2002; Levin 1998)。因此，了解自然系统的组成部分、
相互关系、互动作用以及突发事件能够有助于决策者从

长远角度认识、参与以及规划整个结果，即使有时候这
些变化的征兆可能不会非常明显。建设可持续世界需要
进行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基本转变。这样的发展前景需
要与地球上现有的最高科技水平相一致，而且要符合多
边协议中所体现的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要
想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这些措施已经逐渐地带来了结构层面更深广的改变。

系统都是事物的集合—在这里，人类和地球上的
生态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内互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生各自的行为轨迹。复杂理论表明微小的、详细计划
的应用措施能够产生巨大的变化。在复杂系统中，杠杆
点是指那些结果和投入不成比例的行为。尤其是在那
些涉及到摆脱旧的模式的情况中，识别并且实施有效的
杠杆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旦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杠杆
点并且促进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相应的结果变化会特
别持久而深远 (Meadows 1999)。

“神奇的杠杆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即使我们知道去

哪里寻找以及向哪一个方向促进它们。这不是一件很容易掌

控的事情。你必须努力地去寻找，不管这意味着你要认真地

分析一个体系还是竭力地去摆脱旧的模式并把自己完全置身

于一个未知的世界中。”

（Meadows 1999）

图16.2 描述了一些可能会存在杠杆点的转折层面。
驱动因素在系统中隐藏的越深，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就可
能越持久而深远。转变思想模式处在整个转变过程的
核心位置，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观点的形成、目标的完善
以及合作的形成。相应地改变规则和诱因在促进可持
续发展转变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正确的动
因能够引起结构上的改变并影响主要驱动力的形成。转
变的最外层则包括收集并分析相关的反馈，根据环境的
压力不断地调整，保持向可持续发展。

促进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进行过渡并不是一个线
性的或者是单向的过程，在每一个层面的进度或者是偏
差都会持续地影响到其它层面。所以，我们需要采取综
合的政策，能够兼顾到所有层面的问题，并能够在最大
程度上利用杠杆点的作用。这是一个综合的政策，应顺
应时间的推移促进并完善更深层次系统变化，从而促进
短期和长期的系统变革，并对其进行监测，将其系统更
为表层层面所取得的成功反馈到系统中去。很明显，要
想产生这样的结果，需要能够接受某些不确定性，并
集中力量整合并促进整个系统良好有序地向前发展。关
于 2050 年愿景、目的和目标的部分则描述了我们理想
的环境状况，其目的和目标均基于现有的国际协议。关

于可持续路径部分回顾了现有的情景研究，并展望了未
来可能带来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以及为了达到 2050 年的
目标社会需要走的发展道路。在过去几年中，发表了大
量的关于全球环境问题和人类发展的情景评估，包括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和 Swart 2000), 《全球环境展望》报告
(UNEP 2007, 200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国际农
业科技发展评估》（IAASTD 2009b) ，以及《世界水
资源发展报告》(UNESCO 2009, 2006)。这其中的大
部分都是基于广泛而充分的情景分析，采用调研的方式，
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Van Vuuren 等人 (2011a)
分析了很多评估报告并突出强调了越来越多的共性。通
常来说，情景研究探讨了很多可能的结果，但是很重
要的一点是它们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或者是将此作为其目标。相反，很多组织进行
的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实践活动却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这些活动包括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成立 (WBCSD 2010), 国际地圈 - 生物圈计划（the 
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
(Jager 和 Cornell 2011)，以及联合国环境发展署的《绿
色经济报告》(UNEP 2011c)。

关于可持续发展进步部分则探讨了各种能够使过
渡期符合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相关策略。 如果想改变现
有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们就需要做出在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努力（Steffen 等 2005）。而且，我们

需要一系列的策略和方针，一方面能够避免可能的失
败，另一方面则能够符合世界上不同国家和生态系统
截然不同并且持续变化的情况（Innes 等 2005；Speth 
2005）。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对于联系紧密的人类系统
和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管理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这一
部分则可以为次全球层面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方法提供
指导作用。一些战略致力于将社会和政治相统一，把可
持续的未来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却往往忽视了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面（Costanza 2000；Meadows 
1996）。这一部分将会讨论到整个社会层面的再学习过
程以及彻底摒弃一些不可持续性的政策和实践，并将
资源重新定位到具有高杠杆点的地方，包括让人们更好
地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重
新定位发展进步，而不仅仅局限到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最终，我们可以确定需要
一个这样的过渡期作为一个适应性的学习过程来增强
整个发展规划的弹性（Loorbach 2007; Holling 2001; 
Lee 1993）。当在次全球层面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这
些策略也可以作为讨论国际组织响应的敲门砖。

关于 2050 年的愿景、目的和目标

这一部分介绍了 2050 年可能会实现的可持续性
发展愿景，其具体的目的和目标则主要是来自于现有的
国际协议。愿景能够促进认知、情感和想象力，坚定将
新系统付诸于实施的决心。大约 40 年的愿景展望能够
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并启动相应
的结构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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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6.1 到 2050 年世界可能会达到的可持续性发展愿景

到 2050 年，那些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看起
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将会最终成为可能。改变可能会
特别巨大，但是同时损失也会非常严重。尽管人们可
能会期望并且准备看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远的
影响，由于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功，未来的可
能性还是非常多的。

环境变化仍然是个问题，但是相对于四十年以前，
尾气排放几乎已经减少了一半。即使是最贫困地区的
基本饮用水以及卫生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研究并模
仿自然的恢复能力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很多曾经遭到
彻底破坏的地区的生态功能。最有破坏力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海洋酸化、地下水矿化度、沙漠化、土地退化并
没有得到解决。全球的食物系统已经得到改善，   我
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高效节能的、高度多样化的农业系
统，能够保证在正常情况下（除非发生极特殊的自然
灾害）有充足的食物供给。关于资源、食物和水资源
的地区不稳定性以及冲突现象现在已经很少。越来越
多的人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而且人们的平均寿命超
出以往水平，未来的子孙后代也可能继续享受这样的
优质生活。

大多数人们都切实并亲身体会到我们都生活在
地球的空间限制之中。用油高峰以及其它自然资源的
使用高峰出现过，但是后来又消失了。多亏了生活方
式以及资源生产的巨大改变，我们的资源并没有到特
别稀缺的程度。领袖无处不在，结果多样化的、有创意的、
自下而上的创新举措层出不穷，并以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快的速度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得到应用。
治理系统已经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来促进协同

作用的产生。人们已经切实地向可持续性发展方向转
变，致力于建立真正繁荣的社会，而不是不惜一切代
价仅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人们已经把投资方向转向
了绿色企业以及创新项目。对自然界、生物种群以及
生态系统的了解已经非常充分，这可以作为应对人类
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为了完成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我们需要搭建一系列的平台，包括本
地以及传统知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政府管理以及
决策过程、南北地区以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发
展等。每一个方面都充分表现了人类系统发展的日益
完善。

这一切将要如何来实现呢？或许所有的这些方面
在转好之前都会经历一段恶化的时期。或许金融、社
会以及生态等负债危机所带来的问题最终会向积极
的方向转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转变的关键因
素在之前的国际治理方面竟然被大家普遍忽视了。年
轻的一代诞生了，他们要比上一代更加富有想象力，
更加懂得社交网络和尊重事实。这两个年代的人存在
着巨大的代沟，新的一代年轻人并没有真正体会到什
么样的行为或准则会不断地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系
统，所以他们对未来的愿景预期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也可能是全新的。

我们会在 2012 年在里约举行的世界峰会上解
决这些问题。

图 16.3  双重挑战

农民正在打谷（普那卡，不丹，世界上第一个将幸福感加入到国家发

展的测量方案中的国家）。©Gill Fickling/UN Photo

要在整个地球的承受范围内符合人类的需求和
期 望 会 使 整 个 计 划 更 加 复 杂 (UNEP 2011c, 2007; 
WBCSD 2010; MA 2005b; WCED 1987)。有很多国家
在人类发展上已达到高水平，但是这往往是以自然资源
和生态质量为代价，并导致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图
16.3）。基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发
展道路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可持续的。与此同时，很多其
他国家可能会将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比如说
能源、食物和水——优先于保护全球共同目标。总之，
这些国家现在可能人均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比较小，但
是如果人口基数比较大或者是当地本身就存在着环境
问题，总的环境压力还是会非常大。而且，如果考虑到
未来的发展动态，整个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

建立可持续世界的愿景可以基于同时实现一些主
要的目标基础之上，要考虑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主
要包括可靠且低价位的能源、食物、饮用水以及卫生设
施，而且要在全球、国家、地区以及地方性层面实现环
境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样的愿景是基于 1992 年的《里
约宣言》（Rio Declaration） 并在《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中得到进
一步完善（UN 2000）。

除非把未来的发展前景规划的特别完整清晰，否则

无法真正地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可以采取很多策
略来解决未来面对的挑战，其中愿景和目的是非常至关
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带来深远而持久的改变。愿景和目
的具有特定的形式：描述未来的情况，而且由于这样的
描述用的都是一般现在时，这样就看起来好像我们所期

望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专栏 16.1 描述了 2050 年可能实
现的发展愿景，这与表16.1中所总结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过渡发展道路以及主要的策略方针在本章的后续部门
会进一步加以研究。

很明显，我们还需要完成其它许多重要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这里所概括的愿景和发展目标（专
栏 16.1; 表 16.1）并不能完整地描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我们所制定的愿景是不断演变的，而且很多人都
需要为此努力来使这个规划更加成熟以及有说服力。因
此，这里所制定的愿景只是一个开端：它邀请每一个人
参与到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描述自己真正期望的世界在
2050 年应该呈现的情景。努力推动人们的想象力对于
实现一个可持续的、满足人类预期的未来世界是非常

重要的。

后续的分析则充分体现了第一部分的结构：首先
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驱动力，其次是大气、土地、水以及
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主题。尽管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我
们把第 6 章的主题——化学品和废弃物——加到了表
16.1 中，但是由于关于这方面的情景研究比较少，所以
在此对本部分不作分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满
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关于每一个主题，我们都考虑到了
相关的人类发展需求。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认真地兼顾
了全球发展以及基本的人类需求双方面的因素。

至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方面必须注意到国
际上达成的一些发展目标和规划只是政治的结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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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4  有关情景文献中 2000-2050 年世界人口和收入

主题 目的 目标

大气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1992）第

2款

坎昆协议（UNFCCC 2010）第 1 条第 4 段

避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性
的干扰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而保证全球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之前上升幅
度控制在 2℃之内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CLRTAP) 第 2 条

世界卫生组织纲要（WHO 2006）

减少并预防空气污染 按照 WHO 指南控制污染气体的浓度（如 PM25, PM, SO2, NO2, O3, 
CO, Pb）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POI）（WSSD）9a 段

为可持续性未来的能源（AGECC 2010）

促进能源供给向经济可行
性、环境无害性方向发展

截止到 2030 年全球范围内实现现代能源供给

土地

FAO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FAO 1996）

第 33a 段

FAO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FAO 1996）

第 33g 段

21 世纪议程（UNCED 1992b） 第 11 章 .12a

土地保护和可持续性应用

保持森林覆盖率

减少土地盐渍化、荒漠化、耕地扩张并防止土壤污染和退化

降低森林砍伐率并扩大森林面积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UN2000）MDG1 目标 1c 消除饥饿现象 在 1990 到 2015 年期间，将饥饿人口的比重降低一半，到 2050 年彻
底消除饥饿现象

水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POI）（WSSD 2002）

第 25d 段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UN2000）第 23 段

保护水资源的数量、质量，
并维护水生态系统

加强水资源的保护措施，降低健康危害并保护生态系统
通过在地区、国家层面实施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策略来禁止水资源的不合
理应用，这不但可以公平准入，而且可以保证充足的供给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UN2000）MDG7 目标 7c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安全的饮
用水并改善卫生状况

到 2012 年将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以及基本的卫生条件的人口比例减
少一半，并保证到 2050 年所有的地球居民都可以享用到安全的饮用水
以及基本的卫生设备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CBD 2010）目标 5

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CBD 

2010a）目标 12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
基因多样性来改善生物多样
性的现状，并促进其可持续
发展和应用以及分享合理的
资源

到 2020 年至少降低一半或者完全避免所有自然栖息地（包括森林）的
消失现象，极大地降低生物退化以及断裂生殖的发生几率
到 2020 年，避免已知的濒危物种的灭绝，改善并维持其受保护状况，
尤其是那些急剧减少的物种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UNCLOS 1982）第 192 条

雅加达授权（1995）
保护并维持海洋环境 促进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及其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性使用

改善渔业资源的质量、多样性和实用性，提高其数量，保证当代和子孙
后代的需求

化学品和废弃物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POI）（WSSD 2002）

第 23 段

斯德哥尔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2009）

鹿特丹关于国际协议有害化学物质公约（鹿特丹

公约 1998）第 1 条款

减少化学污染物的排放，保
护人类健康以及环境安全
监控某些有害化学物质的贸
易

到 2020 年，争取改善化学物质的使用和生产方式，将其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防止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发展
关于某些有害化学物质的国际贸易，需要强调责任分担，来防止化学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的危害，并保证其使用对环境不造成危害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JPOI）（WSSD 2002）

第 22 段
将废品量降到最低并促进其
再利用和循环使用

将废品量降到最低，并最大化地再利用废品，开发可替代性的对环境无
害的材料

表 16.1 迈向 2050 年的目的和目标

国政府对于这种科学得出的临界阈值的理解层次也各
不相同，而且他们很可能并不完全认同它们。因此，在
某些场合下，不管是由于缺少数据，还是由于对于可
量化的发展目标仍然存在争议，有些发展目标只有一
些定性的描述，并没有更深入地详述。例如，对于气候
变化的问题，究竟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要达到什么层
次才是危险的——因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存在于一些目前比较贫穷的地方，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地区、北非、西亚和南亚。通常来说，较低的人口比
较高的人口更有可能降低环境压力，不过，我们也可以
在一些文献中找到高人口、低排放量情景的根据（van 
Vuuren 等 2012）。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情景下人口增长
的重要性已经在联合国最高级别的文件中得到了体现
（ICPD 1994）。对妇女教育进行投入是最有效的方式
之一，因为学历高的女性往往会生比较少的孩子。Lutz
和 Samir（2011）做的情景分析研究表明，如果仅仅从
受教育一个方面考虑，世界人口会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
的高低在 89 亿到 100 亿之间浮动。

几乎所有的情景分析都预测，作为经济发展的指
标，GDP 会持续增长。不同的情景之间也会有差异，
全球每年人均生长率会在 1.2% 到 2.2% 之间浮动（图
16.4）。收入和环境变化的关系非常模糊。从一方面来
说，高收入往往会导致高消费，从而导致环境的进一步
退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人口数量
的降低，环境的改善和科技的加速转变。随着收入的增
加，这样的趋势会减小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例如，对
于当地空气污染，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第 1 章 )（van 
Ruijven 等 2008; Riahi 等 2007; Smith 2005; Stern 
2003），在很多国际性问题（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分
析中，我们都没有考虑这个影响。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
数据分析，在生产过程向低收入国家转移的过程中会产
生位移效应（Luzzati 和 Orsini 2009）。我们需要注意
的是，经济结构能够最终决定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经

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就必须加以制止——关
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然而，关于气温上升
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越来越严峻，所以为了保证
可持续发展，预防性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UNFCCC 
2010）。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会议中，各国
政府代表仍然在讨论是不是以现有的科技知识为基础

来加强长期全球发展目标的建立而非政治共识 , 总之，
这些目标是基于最新的多边协议，致力于引导并促进人
类社会建立一个更加清晰的发展目标。

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

这一部分将会分析现有的量化情景文献，并厘清如
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章研究了早期分析中应用
的以及在科技文献中发表的一些情景研究结果，总结了
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下世界的未来发展前景，并将其与世
界可持续发展前景作比较（能够满足上述描述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两种情景类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传统世界情景通常推断历史发展趋势，不考虑新的政策
方向，在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常规情景”（business-as-
usual）。而且，通常来说，这样的情境分析往往会假定
物质商品和服务的利用会在当今市场的主导动因的驱
动下持续增长。所以，它往往会忽视环境退化和资源短
缺所带来的风险。相反，可持续世界情景则探索了满足
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改变。很明显，这种类型必
须以先进科技的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
变为基础，并分析大量的情景资料。在某些情形下，我
们必须重新进行计算才能准确描述这两种情景的区别。

驱动力

人口和收入

全球人口总数预计会在 2050 年达到 80 亿到 105
亿（图 16.4），甚至到 2050 年会达到 150 亿（UNDESA 
2011；Lutz 等 2008)。迄今为止，大部分的人口还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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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5 排放和温度情景

图 16.6 硫化物排放情景

一个小女孩正在阿富汗卡比萨省接受贸易培训，这里的中小学校大

部分都是男孩。©Eskinder Debebe/UN photo

济增长的速度或水平。例如，注重服务业而非实际物品
的经济结构能够减小对环境的压力。在全球前景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收入跟可持续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这与我们刚刚的分析是相一致的。有些学者强调经
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积极关系，比如说，绿色经
济增长模式（WCED1987），而其它的一些分析则会注
重消费率以及物资流动和贸易往来之间的关系（Czech
和 Daly 2004；Daly 1874,1971）。这其中的主要区别
在于科技发展、宏观经济反馈以及避免环境破坏的差异
（UNEP 2011b）。

消费

全球平均消费水平在最近几十年来急剧上涨，其增
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效率方面的增长速度。由于汽车数
目和规模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燃油效率的增长速度，

所以耗油量急剧上升（Girod 等 2012）。事实上，提高
效率可以降低消费价格，从而促进消费水平的上升，这
是一种反弹效应。改变消费模式常常能够带来很多好处，
让消费者更加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可
持续发展策略的形成。然而，从历史上来说，那些致力
于改变消费模式的运动往往并不成功。在下面的土地部
分，我们会通过对饮食变化的情景研究来解释消费变化
效率所带来的影响。

环境对于人类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World 
Bank 2008; UNEP 2007; MA 2005b）。现 在，全 球
大约有 24% 的疾病以及 23% 的死亡归因于环境因素
（Pruss-Ustun 和 Corvalan 2006）。对于儿童死亡率
的提高，低水平的食物摄入、不安全的饮用水、基本卫
生条件的匮乏以及固体燃料的使用（烹饪和加热）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Black 等 2010）。分析显示，截止到
2030 年，甚至是 2050 年，根据传统世界情景分析来看，
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很多南非和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地区可能无法享用足够的食物、水资源以及能源
（World Bank/IMF 2011; Hilderink 等 2009）。

大气

传统世界情景

对于那些墨守于现有政策的情景来说，全球的能
源消耗预计会持续增加。平均来说，21 世纪，能源消耗
可能会翻三倍左右（范围在 2.5 倍到 5.5 倍之间）(van 
Vuuren等2012; Clarke 等2010; Fisher 等2007)。而且，
这种传统的前景预测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价格可能
会低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所以还能占有大部分的市场
份额。尽管现在化石燃料占主导地位，大部分的情景还
是预测非化石类燃料（包括生物质、太阳能、风能和其
它可再生能源、核能等）的生产量会大大提高。

这些预测同时也表明截止到 2030 年将会有大约
30 亿人（主要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亚洲地
区）仍然会依赖传统的生物质来烹饪和加热，而且大约
会有 10 亿人无法用到电（GEA 2011; IEA 等 2010）。
传统情景分析也表明由于使用传统燃料，有越来越多的
人遭受到所带来的相应健康问题。到 2030 年，每年大
约会有 150 万由于室内空气中毒而引起的早逝现象（IEA
等 2010）。如果燃烧传统燃料的炉子效率比较低的
话，这同样会造成更严重的森林减少以及环境污染问题
（FAO2006a; IEA2006; Arnold 等 2003）。我 们 应该
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现代燃料的价格会不断上升，
薪材的使用量也会不断上升（Easterling 等 2007）。

化石燃料使用量的上升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上升。平均来看，传统的世界情景预测在接下来的 50 年
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会上升大约一倍（van Vuuren
等 2012; PBL 2009; Fisher 等 2007）。根据科学研究，
我们几乎可以确切地判断，到本世纪末，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上升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上升（图
16.5）（van Vuuren 等 2008a, 2008b; IPCC 2007）大
约 3-5℃。对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来看，这都是一个非
常大的不确定因素。第四次 IPCC 评估报告表明全球气
温上升 4℃将可能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产量造
成非常严重的影响（Easterling 等 2007）。而且，到本
世纪末，一些非常敏感的系统，比如说：珊瑚礁、山区生
态系统、极地海冰以及全球冰川，将可能会消失；海平
面将可能会上升超过 1 米的高度。此外，我们还可能使
亚马逊雨林的功能达到临界阈值（IPCC 2007），风暴、
干旱、以及其它一些极端天气可能会出现。

历史上，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足，他们往往会将
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空气污染的监控之中。从传统方面来
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会上升，但是
随着收入的上升，其排放量会慢慢降低。在传统世界情
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高收入国
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常会缓慢下降，而低收入国家则
会上升（van Ruijven 等 2008）。从全球角度来看，对
于很大空气污染物着会形成排放稳定或略微下降（图
16.6）, 尽管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情景表明，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无法达
到健康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世界情景

有几个情景研究估测了如果全球均采用了现代能
源，到 2050 年世界可能达到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表
16.1）（GEA 2011; Pachuari 等 2011; van Ruijven 等 
2012; IEA 2010）。提高电气化的水平要求我们提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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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7 可持续世界情景中 CO2 排放量中初级能源的利用和年均变化的例子

马斯达尔城（阿布达比酋长国附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致力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零碳排放、零污染的城市，将会完全依赖太阳能和其它一些

可再生性能源的使用来维持城市运转。图中是建设图。©www.masdar.ae

不发达国家的电气化速度，主要方法是扩展输电网络、
发展分散式小电网以及离网系统（AGECC 2010）。对于
烹饪来说，如果想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并降低对健康
的危害，我们可以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使用先进的氧化
生物质能炉灶或者完全使用清洁能源（Venkataraman
等 2010）。情景分析表明截止到 2030 年，这样的策略
每年能够减少超过一百万的早逝现象（GEA 2011）。如
果要实行这样的策略，据估计每年需要投资 100 亿美
元到 1400 亿美元（GEA 2011; Bazilian 等 2010; IEA 
等 2010）。情景研究还表明，如果完全使用新型能源的话，
我们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会很小：与传统世界情景分析
相比，化石燃料所排放 CO2 的上升量仅为 1%，同时薪
材需求会降低，毁林现象也会减少（GEA 2011; IEA 等 
2010）。

根据对气候敏感性不确定性的现有估计如要达到
温室气体排放 450ppm 和 400ppm 的 CO2 当量目标，
保持低于 UNFCCC 达成的温度升高 2° C 的限定，中值
机会分别为 50% 和 70%（表 16.1）（Meinshausen 等 
2006）。可持续世界情景表明，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可在一二十年之内达到顶峰，然后在
2050 年左右降到大约 50%，到本世纪末，达到零或者
达到净吸纳量。对此，我们需要采取造林、采用生物能源、
采用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等措施（van Vuuren 和 Riahi 
2011; UNEP 2010a）。有四种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温
室气体排放量：

● 改变经济增长的结构；
● 通过改变科技或者生活方式来提高能源使用的

效率
● 改变能源供应方式（包括使用零碳排放量的能

源策略）
● 采用末端措施的方式（比如说碳捕捉和封存技

术）

可 持 续 世 界 需 要 降 低 温 室 气 体 的 排 放 量（表
16.1），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图 16.7 显示为了完成这个改变，所需要做出的努力。有
很多情景分析显示，利用现有的可利用的科技手段来
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这些科技手段有一些共同的特
点（Clarke 等 2010; ECF 2010; Fisher 等 2007; van 

Vuuren 等 2007）:
● 能效改进是每一个情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面。
● 在能源生成方面，引入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或

碳捕捉和封存的组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量，尽管每一项技术都有其自身缺
陷和不足。实际上，如果将生物能量和碳捕捉和
储存技术相结合，集中式的电力生产可能能够
达到零负排放的目标。

● 减少除 CO2 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如说，
甲烷、一氧化二氮、炭黑、臭氧前体等。这样就
可以比较低的成本来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例
如，通过能源生成或者牲畜和稻株栽培来减少
甲烷的排放量。

● 情景分析经常并没有明确表明生活方式的改变
能够带来的改变，但是却可以大大减少诸如交
通或者食物消费等方面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低排放量情景分析经常会出现生物能源的使用
（van Vuuren 等 2010）。然而，生物能源的生
产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食品生产以及温室气
体 排 放（Dornburg 等 2010; Searchinger 等 
2008; Bringezu 等 2009; Fargione 等 2008）
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
认真监测，并尽可能高效地对其潜能加以利用。
而且，我们需要把生物能源用在能够产生最大
化利益的生产部门中。

● 可以通过电网、小电网或者离网设施的扩展、提

供燃油补助和津贴或者炉灶小额贷款来促进现
代能源的使用。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迅速普及现有的科技手段来改
善低收入国家的空气质量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
意的是，能源部门的结构调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空气污染排放的情况。诸如甲烷、炭黑等污染物对气候
变化极其重要，且这些气体同时会对人类的健康以及
粮食生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通过地面臭氧）。所以
说，更有必要减少其排放量。可持续世界情景表明实行
严格的气候政策以及现有的空气污染控制策略能够有
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采取这样的策略，我们可以
成功地完成 WHO 的空气污染目标；而且，通过这两种
策略的结合，成本将会比分别采取某种策略更低一些，
从而更好地满足气候和空气污染的目标（UNEP 2011a; 
GEA 2011; Bollen 2008）。

在低碳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会有几种结果。有一些
是协同效益比如说，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排放量降低、
以及能源安全性改善等。但是也会有产生一些效果相
抵消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能够
降低空气中悬浮微粒的含量，但是这又同时抵消了这些
悬浮微粒降低气温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抵消现象
就是生物质能方面，但是其它的一些科技手段也有副作
用。水力发电基础设施可能会产生很多方面的影响，例
如：农田损失、移民、生物多样性缺失以及正在进行的
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阶段（Fearnside 2011; St.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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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利穆鲁的茶园。肯尼亚茶园的总产量为世界第一。@Jason Jabbour

图 16.8 不同情景中的食品消费和儿童营养不良现象

图16.9 1970-2050 年土地利用趋势

等 2000）。风力涡轮机通常会受到当地社区反对，而且
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它曾经得到广泛应用）可能会引起
CO2 排放量的增加。气候政策同时也会与森林管理相
互影响，这对生物多样性来说会产生积极和消极双方面
的影响。

土地

传统世界情景

我们从经济学到生物物理学都应用了很多模型来
研究土地使用的未来趋势（Smith 等 2010）。所有的研
究都表明，截止到 2050 年，由于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增
长所带来的饮食变化，食品需求会急剧上升。在 2000
年到 2050 年之间，全球谷类作物的需求预计会上升
70% 至 75%，而肉类制品的需求将会翻番（Thornton 
2010; IAASTD 2009a; FAO 2006b）。在满足这些目标
的同时，需要避免农业土地的大幅度增加并保护生物
多样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食品安全性问题也将
成为一个议题，因为世界粮食的供应问题非常可能会受
到资源短缺现象的影响。为了减小这种影响，需要继续
加大对提高产量的投资，并加强维护现有的耕地（FAO 
2011; UNEP 2011b; Rosegrant 等 2009）。

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需要能够得到安全而又有

营养的食物来满足饮食需求，从而保证健康的生活；在
这个过程中，食品安全性的问题就会出现（FAO 1996)。
在传统世界情景分析中，截止到 2050 年，人均卡路里
的摄入量为每天大约 3000 至 3500 卡路里，但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食物摄入量要低得多，大约为 2100
至 3350 卡路里。环境退化、投资匮乏、土地竞争等问
题将会使世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升，这对穷人（尤其是
在城市地区）会 造 成更 大的压力（OECD/FAO 2011; 
IAASTD 2009a）。截止到 2050 年，发展中国家儿童营
养不良的比例将会在 13% 至 25% 之间（图 16.8；专栏
16.2）。当前那些遭受饥荒、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缓慢、
农业资源有限的国家将会出现最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

人口增长以及饮食变化促进了对农业产品需求的
增加。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全球大约有 78% 的农业供
应增长来自产量上升以及供应链效率提高；7% 来自耕
种密度加大；15% 来自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大（Smith 
等 2010; Bruinsma 2003）。从地区层面看，巨大的
差距就开始显现出来。比如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
区，只有 34% 的粮食总量增加来自产量增加，其余的
66% 则来自于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大（Mery 等 2010; 
Smith 等 2010）。尽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发展趋
势会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继续产生

重要作用。
在 过 去 的 几十 年 里，粮 食 产 量 增 加 已 经 放 缓

（FAOSTAT 2012）。而且，环境压力 , 包括气候变化以
及地面臭氧的影响 , 也会在将来对粮食产量产生不利
的影响。IPCC 预测，如果我们不采取相应的适应方案
的话，气候变化对粮食作物的潜在影响（尽管还不是非
常确定）是非常不利的，大约会使像玉米和小麦等谷物
产量减少 10% 到 35%。如果我们采取相应的适应性策
略的话，我们可能会消除这些变化对温带地区粮食的不
利影响，但是我们无法阻止热带地区粮食产量减产 10%
（Easterling 等 2007)。

关于粮食产量，通过情景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田
使用的不同也会导致产量的不同（图 16.9）（Smith 等
2010）。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农田面积迅速扩大：从一
开始 6%，经过一段平均 10% 到 20% 的加速过程（van 
Vuuren 等 2008b），直至上升到 IPCC 的 A2 情景分析
中的 30%。地区性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非洲、亚洲
以及拉丁美洲将会大量扩大可耕种土地的面积，而欧
洲则会减少耕种土地的面积（van Vuuren 等 2008b; 
UNEP 2007）。而且，由于在情景分析中通常不会包含
土地退化的分析，真正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糟糕。

对于动物产品来说，根据已有的情景分析，我们可
以知道绝大部分全球畜牧产品的增长都来自于发展中
国家（Bouwman 等 2005）。在放牧系统中，圈养牲畜
产量预计会增长迅猛，而大部分的情景分析表明牧场区

域的产量大约会上升 10%。

可持续世界情景

考虑到农业生产以及生态系统（提供食物、饲料、
纤维、能源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可
持续向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和土地资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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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6.2 到 2050 年需实现的气候、食物以及土地综合模拟

如果 加大 对农 业和水 生 产的投 资，这会 有助
于实现本章开篇部分所谈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吗？
可以应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的
IMPACT(International Model for Policy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nd Trade) 模 型
(Nelson 等 2010; Rosegrant 等 2008) 来研究这个
问题。通过之前的研究，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于减少
机皇以及营养不良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Nelson
等 2010）。

与传统世界情景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
会更快，人口增长速度将会减慢（Nelson 等 2010）。
对农业的研发加大投资力度将会导致农业生产产量
的提高：因此，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世界的粮食产
量将会比传统世界粮食产量上升 15%；到 2050 年，
这种差距将会增大到 35%。而且，牲畜的数量将会上
升 30%。到那时候，也实现了 UNFCCC 的协议目标，
那就是相比于工业化之前时期，温度上升在 2℃之内；
截止到 2030 年，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安全的饮用水；
所有的女孩都能够接受中学教育。最终，可持续水资
源回收情景所研究的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的目标也
实现了（灌溉面积除外）（专栏 16.3）。

由于上述的变化措施，与传统世界情景相比，到
2030 年以及 2050 年，平均谷物价格分别下降 21%
到 39%。在传统世界情景分析中，从 2005 年至 2050
年期间，全球粮食种植区域面积将每年增长 0.23%
或者 1.69 亿公顷，这考虑到一些 OECD 国家和亚洲
一些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国
家之间的互相抵消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可持续
发展世界情景中，截止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农作物
面积将会分别减少 1.16 亿公顷和 2.01 亿公顷。由于
食品价格下降，人们就能够购买并得到粮食作物。而且，
截止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发展中国家每天的卡路
里获得量将会分别上升 49.6 千卡和 133.6 千卡。所
以，到时候，全球有大约 5000 万的儿童营养不良，相
比传统世界情景下降 6600 万或者 57%。根据模型的
计算，可以看出，在 2050 年消除饥饿的现象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挑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
过改变投资和策略，可以取得非常显著的进步。有几
个关键因素可以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包括：让
更多的人获得充足的粮食、安全的饮用水，以及提高
女性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而且，减小并适应环境变
化能够对农业生产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2005 2030
 传统世界

2050 
传统世界

2030 
可持续世界

2050 
可持续世界

单位重量谷物价格，每吨美元 150 202 253 160 154

谷物收获总面积，1000 公顷  1 520 811 1 684 798  1 689 758  1 569 207 1 489 230 

发展中国家卡路里获得量，每人每天  2 637  2 717  2 823  3 213  4 159 

全球营养不良儿童数量，百万 153 136 115 78 50

印度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 % 46 41 39 30.7 27.4

来源： IMPACT 模型新计算；Nelson 等 2010； Rosegrant 等 2008

表16.2 传统和可持续世界情景的一些指标

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我们采取综合的措施（Smith
等 2010）。这样的措施将会考虑人们对有限的土地资
源的竞争以及农业生产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双方面的
影响（UNEP 2010b）。

保证未来食品供给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投资农业
研发，提高粮食产量（Rosegrant 等 2009）。另一个关
键因素就是减少食物浪费现象（现在大约有 10% 到
40% 的粮食生产被浪费掉）（Parfitt 等 2010）。通过生

活方式改变、科技发展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可
以减少这种浪费现象（Jager 和 Cornell 2011; Parfitt 
等 2010）。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可以有效降低对粮
食生产的需求。情景分析研究了用蔬菜替代畜牧产品所
带来的结果。这样的饮食结构调整对土地的后果的不
同结论已经发表。有的研究认为可大量减少耕地的使用
面积（Ten 等 2010；Stehfest 等 2009）；而有的研究则
强调这样做所带来的反弹效应，发达国家减少肉类消
费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会增加肉类及谷物类的
消费量（Rosegrant 等 1999）。而且，也有很多人争论
低肉含量的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尽管有研究表明高收
入国家降低过高的肉类消费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低肉含
量的饮食仍然需要精心搭配才能符合健康饮食的要求。

几乎没有哪项预测能够阐明如何在 2050 年让所
有人都可以获得安全的饮食。然而，根据联合国粮食与
农业组织（FAO 2009）的研究，如果全球粮食供给能
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 70%，那么我们就可能完成这
个目标。完成这个目标还需要符合一些条件，例如：政
治稳定、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策略、世界经济融合、快速
的经济增长等，所有这些都基于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
洲的粮食产量增加。这也表明农业贸易自由化以及世
界经济融合并不会给弱势群体带来不利的影响（Jager 
和 Cornell 2011）。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IAASTD 
2009a）阐明了一个情景分析，在这个情境中，对于农业
科技、水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妇女接受中等教育的权利
都进行大力投资。这个情景能够使非常多的人获得足够
的食品，但是仍然有 8% 的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之中（主要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很明显，要想
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我们需要从消除贫困
的角度进行考虑，不但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而且还能
够为最需要的人提供快速直接获取的食品（Brocade 
2002）。

图 16.9 表明有的情景能够导致农业区域的不扩大
甚至缩小。一个非常有益的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下
降能够使对食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变缓。如果我们可以
保持一定的产量增长速度，那么全球农业区域的面积
可以保持稳定，甚至减小。事实上，IAASTD（2009a）
和 Thornton（2010）的研究分析表明，可以更好的运
用农业知识以及科技手段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尽管
这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将提高农业产出的
政策与其它一些策略（减少或降低土壤退化以及其它
一些不利的环境趋势，比如说作物的抗虫性丧失等）相
结合（Killham 2010; Petermann 等 2008; Kaiser 等 . 
2007; Paulitz 等 2002）。最终，我们需要高效而公平
地制定一些财产权的相关法案，最终形成一个长期的

投资方案，以便更好地使用农业和林业的水资源、土壤
和生物资源（FAO 2011; Von Braun 和 Meinzen-Dick 
2009; Hazell 和 Wood 2008）。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
减小，可持续世界情景的粮食产量将会上升。IPCC 评估
报告表明，如果我们采取适应性的措施，将温度上升相
比工业化之前时期控制在 2℃之内，这将会对全球平均
粮食产量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Easterling 等 2007）。

能够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的策略包括：
●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入，促进其粮食产量的提

高，控制农业用地的扩大，而且缩小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 鼓励种植更加适合变化的气候环境的作物和作
物多样化；

● 投资基础设施、食品加工和储存技术来减少食
物浪费的现象；

● 更好地使用城乡土地来发展食品体系，应用自
然资源；

● 减少畜牧产品的消费；并且
● 通过促进实行综合的土地和资源管理方案来加

强土地使用策略的实施和规划。

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可以在保持耕地不扩张
的同时，生产足够或者更多的食品，但是完成这个目标
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非常关键的挑战就是土地和水
资源的持续退化、气候变化以及对生物燃料需求的扩大
（FAO 2009）。例如，尽管有可能更加高效地使用肥料，
但是氮肥所带来的排放量增加以及水资源污染预计到
2050 年还会变得更 加严重（Power 2010; Bruinsma 
2003）。而且，尽管饲养方式的改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每头动物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由于发
展中国家动物会不断增加，它们的粪便仍然会产生大量
的甲烷和氧化氮排放（Smeets 等 2009；Bouwman 等
2006）。尽管改善气候变化能够减缓对气候所带来的
不利影响，但是对于某些特定区域，比如说俄罗斯联邦，
这样的策略就会导致政府预先阻止一些积极的粮食产
量变化。而且，农业土地需要合理分配到农作物和生物
燃料两部分之中，因为这两部分是互相抵消的关系，而
且能够进一步影响食品生产和食品安全。我们的策略的
进一步完善也是有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水

传统世界情景

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水使用
严重不平衡以及水压力和水污染的现象。河流生态系
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生态系统，在过去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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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6.3 可持续发展世界情景的用水量分析

为了预测传统世界情景和可持续发展世界情景
中的水资源使用、用水量（图 16.10 和图 16.11）以及
用水压力（图 16.12）等方面的问题，有人做过一些仿
真研究。这些研究中均以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作
为研究基础。在这些研究中，为了完成可持续发展世
界情景，以下的一些条件需要得到满足：

● 对于工业和居民的水资源使用采取严格高效
的手段；

● 灌溉面积保持不变；
● 由于使用化石燃料的工厂已经部分地采用了

可再生性能源，气候政策能够降低发电系统提供加热
或制冷方面的用电量；

● 气候变化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温度上升范围

必须不能超过工业化以前时期的 2℃。
所以，相比于传统世界情景，2015 年以后全球用

水量预计将会大幅度下降（图 16.11）。无论如何，严
重缺水的地区仍然存在，到 2050 年，大约会有 39 亿
人会陷入用水紧张的状况之中（图 16.12）。我们需要
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提高用水效率可以减少用
水量，但是却并不足以完全避免水资源匮乏的局面。
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灌溉用水量以及城市地区高度集
中的用水需求。换一句话说，如果想要进一步缓解用
水紧张的局面的话，需要对农业实践进行一些改革，
比如说，提高灌溉效率、将灌溉区域从缺水地区向水
资源丰富的地区、将需要灌溉的农作物转变成可以靠
雨水滋润的农作物或者依靠向其它地区进口粮食作物。

图16.10 2000-2050 年不同情景下的用水量变
化

图16.11 传统世界情景和可持续发展世界情景的水抽取量，2005-2050 年

一个妇女正在去往 Tora 的分水地点，北达尔富尔市。最近的水源距

离村庄也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Olivier Chassot/UN Photo

中，其生物多样性的损失速度要高于任何其它陆地或
海洋生态系统（Jenkins 和 Lowe 2003）。约翰尼斯堡
执行计划（WSSD 2002）第 26 段不但呼吁我们建立一
个高效而平衡的淡水使用系统，而且要保护饮用水的
质量。造成水匮乏的主要动因包括人口增长、水消耗的
增长、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加强水的使用以及河流和水
库的监管或者未处理水的回流管理可以带来水流动态
方面的很多改变，这将进一步导致生态系统需求以及
河流管理（人类用水供给和能源生产）双方面的矛盾升
级。气候变化可以在很多方面影响淡水，比如说，降水变
化、排放率、极端天气、河流稀释能力下降以及由于海
平面上升所带来的盐碱化现象等（Schneider 等 2011; 
Bates 等 2008）。

有几个情景分析报告预测了完全不同的用水量（从
地表或地下所抽取的用于不同用途的水总量）情况，这
些分析研究是以诸如人口、消费形式、科技发展等因素
为依据的（图 16.10）。大部分的预测都全球用水量会增
加很大，但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这个增长最重
要的因素是家庭用水使用量的增加，其次是工业用水
和农业用水（Alcamo 等 2007）。由于用水量的增加，
污水回收量也很有可能会增加，但是很多低收入地区
并没有处理这些污水。我们可以拿 GEO-4“市场第一”
的情景为例，尽管污水治理技术的改进，未经处理的污
水量会不断增加。相反，在 GEO-4“可持续发展第一”
的情景中，由于采取高效的污水处理方案，未经处理的
污水量大幅度下降（UNEP 2007）。GEO-5 部分将会在

专栏 16.3 部分对这一现象做具体的研究。

抽 水 量 的 增 加 可 能 会 加 大 用 水 危 机（Arnell 
等 2011; Alcamo 等 2007, 2003; Cosgrove 和 
Rijsberman 2000; Vorosmarty 等 2000）。现在，全
球有超过 20 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主要是在亚
洲地区（图 16.2）。通过模拟模型，可以看出，在传统世
界情景分析中，由于人口增长、用水量的增加以及气候
变化，生活在缺水地区的人口数量以及这些地区的范围
都会不断扩大。通过图 16.12，可以看出未来于现在的
相关数字比例，但是由于对气候变化以及其它一些全球
变化的假设不同，这些情景分析也是具有不确定因素的。
非洲的增长最快，在这里，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的人口
数量将会增长四倍（中间值）。在南美以及亚洲地区，也
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在很多河流流域，由于用水压
力比较大，家庭、工业以及农业用水者会发生竞争。需
要注意的是，在河流集水区发生的水使用以及自然资源
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下游水的大小和质量。

目前，大约有 10 亿人无法得到干净的饮用水，
26 亿 人 无 法 使 用 合 格 的 卫 生 设 备（WHO/UNICEF 
2010）。2004 年，由于不安全的饮用水以及卫生设备
匮乏，大约有 160 万人死亡，而且大约占世界伤残调整
生命年的 6.3%（DALYs），其主要起因为腹泻（WHO/
UNICEF 2010）。根据情景分析，可以得知，到 2015 年，

大约还会有 6.27 亿的人无法得到干净的饮用水，27 亿
人无法使用合格的卫生设备。不同的研究项目或假设按
照 1990 年至 2000 年的持续改进速度（Priiss-Ustun 
等 2004），或采用跨行业的社会 - 经济指标关系（OECD 
2012; Hughes 等 2011），预测饮用水和卫生设备将
经历长期的改善过程，这些研究反映出世界人口中没
有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比例将从 2000 年的 23% 减少到
2050 年的 3-5%。对于卫生而言，比例将从 2000 年的
51% 减少到 2050 年的 15-18%。这会使受到相关疾病
困扰的儿童人数显著下降。

可持续世界情景

水发展目标是缓解全球水紧缺状况。有几个情景
分析研究了完成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努力。比如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报告的“技术园区”情景（Alcamo 等
2005b）， 以 及 其 它 三 个 WBCSD 的 过 渡 情 景 分 析
（WBCSD 2006）。其主要方法是，提高效率，这一部
分在专栏 16.3 中得以讨论。通常来说，在可持续世界
情景中，人们的行为和相应的科技都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抽取水量从而会相应的降低，所以用水紧缺的人口数量
就会下降。然而，即使在可持续发展世界情景中，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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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3 不同全球情景下到 2050 年森林面积的变化以及预测的物种损失比例

图 16.12 目前情况下和 2050 年传统和可持续
世界情景下的用水压力

有一些地区缺水人群的数量能够达到现在的两倍（中间
数值）（图 16.12）。而且，由于区域性人口增长以及
气候变化，与当前的情况相比，我们的用水压力将会继
续增大。这表明用水相关部门之间的竞争仍会存在。

OECD 的《2050 年 环 境 展 望》（OECD 2012）评
估了到 2030 年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数与 2005 年
水平相比下降一半，及到 2050 年全部都获取安全饮用
水的话，可其成本与收益。研究表明，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量的投资和操作并对
资源进行维护。2010 年至 2030 年之间全球每年需要
的平均费用大约为 19 亿美元，而 2031 年至 2010 年之
间每年为 76 亿美元。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也会带
来其它好处：Hutton 和 Haller（2004）估计投资到饮
用水和卫生条件改善的资金，由于地区和科技条件的
差异，每美元可能会带来 12 至 34 美元的经济回报。这
些收益的四分之三来自采集时间的缩短（尤其是对于妇
女，而且用管道来运输水），而剩下的收益则得益于水
生疾病和死亡的减少，比如说腹泻。OECD（2012）预测
到 2050 年每年能够减少大约 8.1 万的死亡数量。为了
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并缓解水紧缺状况，包括：

● 加大研发的投资力度，提高灌溉效率；
● 控制灌溉面积；
● 利用污水和淡化水以保护淡水资源；
● 制造行业循环利用水资源；
● 对灰水（家庭活动的废水）的回收仪器和回收过

程加大投资力度
● 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群众意识，让更多的

人意识到节水的重要性，以及不安全的饮用水
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更好地监管和控
制安全的饮用水，以及手机和净化污水；

● 在发电过程中减少使用冷却水；
● 实行适应和减缓措施来减少环境变化的影响。

由于农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用水领域，水紧缺和食品
安全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由于替代的水利用可能造成
水紧缺，这可能会影响到食品的生产；与此同时，农业
生产的水消耗可能会影响居民和工业用水。这些关系
更近一步强调在流域盆地层面采取综合资源规划的必
要性。

陆地生物多样性

传统世界情景

有很多情景研究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
（CBD 2010b, 2006; UNEP 2007; van Vuuren 等 

2006; MA 2005a; Sala 等 2000），包括生物灭绝的比
例、森林覆盖率的变化以及物种丰富度和分布的变化
（Leadley 等 2010）。未来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土地变化（图 16.13），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
重要的变化趋势，包括：红树林、湿地以及热带雨林的
丧失，而温带树林的面积可能会扩大。影响生物多样性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掠夺：在传统世界情景
中所意味的即人口的增加带来增加的富裕，比如，人们
对于森林和林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现在，大部分
的木材产品来自于自然森林，只有 35% 来自于栽培的
林木（Sohngen 等 2001）。林木需求量的增大需要我
们更加扩大热带地区管理的森林的面积，但这常常是以
天然林为代价的。

不同的研究对于物种灭绝比例的预测也是完全不
同的。那些以物种 / 面积比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可能
会分析出一个比较高的灭绝速率；而根据物种分布模型
来看，这就会得出比较低一些的灭绝速率。然而，所有
的对未来灭绝速率的估计比认为可持续的要高得多。根
据保守的预测，未来的灭绝速率可能会跟现在的高比例
比较相近（Pereira 等 2010）。

可持续世界情景

如果我们提高农业产量，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来

减少食品浪费现象，控制生物燃料的使用，保护资源并
转变饮食结构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农业用地的扩张（图
16.14）（Ten Brink 等 2010; Stehfest 等 2009; Wise
等 2009）。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想要完成 2020 年防止
已知濒危物种灭绝的目标，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完善
的保护区，避免物种栖息地的消失（Butchart 等 2012; 
Ricketts 等 2005）。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我们需要
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包括：将保护区扩大到占地球面积
29% 的形成选取良好的网络，提高农业产量并减少粮
食浪费，调整饮食结构，改善森林管理，气候调整方案。
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并减少生
物多样性的损失（Ten Brink 等 2010）。通过财政机制
的改革，我们可以改善土地的使用：Wise 等（2009）表
明，一个用以减少所有排放源（包括土地）的温室气体
排放的政策，可以提供等同于货币的激励，可以形成对
管理森林和非管理森林的保护。我们还可以考虑的其它
一些策略包括：农林业和可持续林产品认证（Argelsen
等 2010）。

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农业
用地的不断需求导致了自然栖息地的转变，然而生产量
的大幅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土地的需求，故被认为减少了
栖息地丧失。然而，这或许会导致农场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弱化 (Robinson 和 Su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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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5  1950-2050 年按区域在有无降低捕鱼能力情况下的海洋捕捞

某 些 海 洋 鱼 类 已 经 枯 竭 到 一 种 可 能 无 法 恢 复 的 程 度。 

©Tamelander/IUCN

图16.14 截止 2050 年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选择

2002;Tilma 等 2002)，但同时也会使该地的生物多样
性增加 (Phalan 等 2011)。保护区的扩大可能会加剧人
们对土地的竞争，从而降低农业生产的潜力，进而导致
食物价格抬升。

水生生物多样性

传统世界情景

在传统世界中，反应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变化
的现象少之又少；然而，由于水资源缺乏、气候变化、环
境污染及过度开采现象愈演愈烈，压力仍预期会保持
很高 (CBD 2010b; Rand 等 2010) 。就淡水系统而言，
有机污染及堤坝建设是两大重要威胁因素。对海洋系
统来说，破坏性密集型捕鱼及海水酸化是减少生物多样
性的主要因素 (Halpern 等 2008; Pinnegar 等 2006; 
Pauly 等 2003)。海水酸化会将珊瑚礁转化成受其他物
种控制的生物体系，从而使海洋食物链，特别是南部海
洋的海洋食物链产生重大断裂 (McNeil and Matear 
2008)。

大约 32% 的野生海洋鱼类可以归为灭绝、枯竭和
恢复三种状态 (FAO 2010)，虽然某些严格管理渔业的
地区已经开始有些重建 (Worm 等 2009)，但世界上大
部分渔业都处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运营状态，并因此
造成了大量经济损失 (Arnason 等 2009; Srinivasan
等 2012)。同时，关于捕捞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全球评估
也显示出了相似的趋势 (Purcell 等 2011)。过度捕捞已
经使渔业生产呈现枯竭状态，减少了大型鱼类的丰富度，
并导致了本地鱼类的灭绝。有分析指出，除非人们将捕
鱼能力及捕鱼率降低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否则将来

全球野生鱼类的捕获量将会减少（如图 16.15）。同时，
有现象表明，如果继续保持渔业现状，那么全球海洋中
的中等鱼类及大鱼的数量将会继续减少，而小鱼的丰
富度则会因为摆脱被捕食而增加 (Ten Brink 等 2010; 
Pauly 等 2003)。

可持续世界情景

将捕鱼能力降低甚至到所有鱼类种群的最大可持

续产量的水平，这才会对建设可持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这可能需要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但紧缩只是暂时的，
只要大鱼和中等鱼类得到恢复（(Ten Brink 等 2010; 
Pauly 等 2003)。这个时期过后，渔业将会恢复到能够
长期持续发展的水平。

不断增加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区将会减少用于食品
生产的适宜土地及渔业区。因此，只有对耕作的土地进
行更有效第生产方式和建立可持续渔业相结合，保护
才会更好。需要注意的是，捕鱼能力降低最初会导致捕
鱼量减少。这意味着当海洋鱼类在恢复的时候，人们对
野生鱼类的需求将会被带有特定环境影响的水生文化
或者动植物产品取代。然而，随着鱼类的恢复，其供应
将会增长到一个可以长期持续发展的水平，该水平可与
19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捕鱼高峰一较高下 (Ten Brink
等 2010; Pauly 等 2003)。

综合分析：差距和可持续道路

本章前面讨论了一些战略目标，接着回顾了与之相
关的传统世界情景和可持续世界情景，该回顾显示，如
果人类继续走现有的道路，那么 2050 年地球将会出现
重大的环境破坏及严重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同时，很
多人将失去足够的食物、水和能源。相反，可持续世界
的情景指出了社会怎样才能达到 2050 年的目标，或者
至少提出了一种更加可行的达到这些目标的办法。可持
续世界情景中提到的改变包括各种形式更加先进的技
术措施，也包括消费模式和管理上的改变。一般来说，

每个特定问题都需要对现状做出主要调整。需要指出的
是，由于人类环境体系有惯性，一些目标仍然暗含有明
显的环境变化，如在前工业水平的基础上将温度限制提
高 2°的目标。可持续世界情景及要求减缓措施都需要
与这些逆效应相适应。

表 16.3 列出了 GEO-5 中主题章节提出的关键措
施，包括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及生产水平和生产
方式的改变。在生产力方面，这些改革措施包括提高生
产效率，减少投入；转变生产投入方式，制造污染小或
无污染的产品；实施末端治理措施；建立综合生产体系。
在消费方面，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的调整，如
调整饮食，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教育方面的改革重点
包括，提高教育意识，扩大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引
入或加强市场效应，同时适应所有的改变，这些措施是
可持续世界情景要求实施的其他措施。同时，以上分类
方式也可以转化成如图 16.2 所示的结构：一些措施属
于表层措施，另一些则属于中间或深层措施，如人们行
为方式的改变，这主要归功于教育和意识。

不同的目标之间有重要的协同作用。例如，减少气
候变化会提高水源获取力和作物产量，同时缓解生物多
样性的压力。减少食物、水和化石燃料的消费会减少达
到以下目标的要求：保持生物多样性、充足的水源及改
善气候，同时增加农业产量则会减轻生物多样性的压力。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为特定主题制定的措施可能引发
其他主题利益的取舍。针对环境恶化采取的政策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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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50

 传统世界 传统世界 可持续世界A 可持续世界B

经济部门

实际 GDP（以每年１０亿美元计） 69 363 155 192 190 428 181 762

人均 GDP（以每人每年美元计） 9 996 17 472 21 166 20 217

额外投资（以每年 10 亿美元计） 0 0 3 712 2 133

社会部门

总人口（以 10 亿计） 7.0 8.9 9.0 9.0

人均每天所需卡路里 2 787 2 981 3 348 3 234

每天消费低于 2 美元的人口 % 19.5 11.1 8.9 9.4

人类发展指数 0.60 0.67 0.71 0.70

总就业人口（以百万计） 3 186 4 624 4 689 4 612

环境部门

森林面积（以 10 亿公顷计） 3.9 3.7 4.5 4.5

年均废弃物量（以百万吨计） 11 242 13 855 14 497 14 338

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的比率 1.5 2.1 1.1 1.2

年均基本能源需求（以石油为例，百万吨当量计） 12 956 19 733 13 421 12 470

可再生能源占基本能源需求的份额（%） 13 13 27 26

化石燃料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以每年 10 亿吨计） 32.1 52.0 18.9 20.6

专栏16.4 可持续情景的综合全球分析

表16.4 阈值 21 情景生成的重要指标

可持续发展评估强调各类主题下的差距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方法，以及探讨了在其他主题下的潜在取舍和共

同利益。然而，对这些主题之间的联系进行进一步的综合

分析是很重要的一步。因此，全球阈值模型 21（T21）（Bassi

等 2010）就可以用来说明如何达到表 16.1 所示的目标，即

关注各行业所需的投资及存在的取舍和协同效应。将两个

到 2050 年的可持续世界情景备选项与一个传统世界情景

选项放在一起对比。情景 A 主要关注额外投资，即通过对

转化技术和生产力的投资来实现目标，情景 B 则着力增加

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减少这方面的投资。

情景 A 显示，2011 年至 2050 年间，占 GDP2% 的投

资将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转化。措施包括减少建筑、

工业及交通的能源需求（38% 的投资）；向更加可再生的能

源转变（31%）；通过生态农业实践增加食物产量（10%）；

重建渔业资源（8%）；森林（3%）和水 10%）的可持续管

理。因此，要实现气候目标就需要最高的投资。其中，能源

和农业行业的措施可将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的浓度降低

至 450ppm 的水平。在 T21 中，使自然资源保持在可持续

发展的状态还可以帮助保存重要的自然资源或者在很大程

度上缓解它们的枯竭（如表 16.4 所示）。情景 B 展示了生

活方式的改变，如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包括交通、取暖、制冷、

水和生物质，这将减少生产和技术方面的投资需求，约占

GDP 的 1.2%。需要指出的是，情景 B 并没有计算生活方式

改变的成本，同时，该成本至少应该包括传递信息的成本。

在这两个情景中，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额外投资和

注重降低自然资源枯竭的压力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产生

经济价值。总的来说，T21 模型所示的宏观经济结果显示，

与传统世界情景相比，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将

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引领 GDP 实现更高的增长。在最

初的几年里，这种绿色投资会像其他过渡时期的投资一样，

导致经济出现缓慢增长的状况，但情景 A 和情景 B 中的

GDP 将在 2030 年以前使经济平稳过渡，实现正常预期目

标（UNEP 2011c）。这是一个很重大但不确定的结果，因

为其他模型也显示了 GDP 的负面影响，这取决于化石燃料

和可再生能源的假设成本，及增加投资造成的环境变化和

环 境 响 应 (Bassi 和 Eaton 2011; Clarke 等 2010; Fisher

等 2007)。考虑到综合方案中的跨领域影响，如农业和林业

的协同效应，这能够使我们对以下两个问题有更深刻的理

解，一是处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多重互相影响下的复杂性；

二是要采用协调措施和投资才能实现 GEO-5 的目标。

主题 现实世界与可持续世界的差距 弥补差距的重要措施列举

气候和能源 2050 年，地球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比现在增加
70%，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则需减少 50%
的排放量

2030 年，地球将有 10 亿人没有电用，同时接近
30 亿人需依靠传统的生物质来做饭和取暖

大本分发展中国家的空气污染指数仍高于世界卫
生组织（WHO）制定的最低值

按每年增加 2% 的基数来说，每年要减少 4%-5% 的碳排放量。该目标可通过两
条途径实现：一是将无碳能源的运用增加至 50% 多；二是大力提高能源的利用
效率

增加对电气化的投入

制定灵活的补贴和微财政体系，为穷人提供用以做饭和取暖的现代燃料

提倡使用较少能源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消费

增加对研发的投入

运用技术来减少大气污染

土地和食物 到 2050 年，全球 13%-15% 的儿童会营养不良

到 2050 年，农田会比 2010 年增加 10%-20%

到 2050 年，牧场会比 2010 年增加 10%

提高农田产量和农业整体生产力，缩小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差距

鼓励种植农作物及其他能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的作物种类

改善城市 - 农村的土地景观，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形成更好的食物体系

加强对土地利用政策及规划的制定

在社会、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基础设施及调节农业进行合理投资，包括增加对提高
灌溉、污水资源化、病虫害治理效率的投资

减少牲畜产品的消费。

水 2050 年，65 亿人将生活在水源紧张的地区

到 2030 年，5%-8% 的人将没有安全饮用水

到 2030 年，全球 17%-18% 的人将生活在公共
卫生没有改善的地区

通过研究、开发及培训提高灌溉效率

控制灌溉区的扩大

利用废水和淡化海水以节省饮用水资源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节水意识

加大对安全饮用水及废水处理的基础设施投入

利用新技术减少冷却水需求

增加制造业用水的再利用；增加对灰水再利用机制和办法的投资

制定减缓政策防止气候变化的影响

针对气候变化制定适应措施，如集雨、河流的洪水控制及水转移

陆生和水生生物多
样性

与 2010 年相比，到 2050 年的森林面积将继续
减少

物种灭绝率将明显高于化石记载的速度

人类对全球鱼类资源的开采将超出维持其可持续
发展的水平

保护重要的陆生及水生生物多样性

主要通过土地主题的选择来减少土地压力

降低全球捕鱼能力
改善森林管理

图16.3 传统世界与可持续世界的差距及弥补差距的措施

对人类发展造成影响，反之亦然。例如，建立生物自然
保护区可能会导致土地和食物价格上涨，而淡化海水的
生产则会显著增加能源需求。无视这些跨领域的联系
将不利于向可持续世界的成功转变，严重延迟目标的达
成。因此，有关战略的制定必须跳出以主题为导向的传
统思维，用更开阔的系统观念反映这些联系。该做法的
重点在于怎样使适用于不同主题的措施一起发挥作用。
专栏 16.4 举例分析说明了综合情景。这表明，确定出可
以满足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促进可持续发展

假设 2050 年的传统世界和可持续世界间有很大
差距，那么很明显惯性是一个主要障碍，这种惯性主
要体现在不可持续的过程、结构和习惯。摒弃现有道
路需要实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变 (Steffen 等
2005;Takacs-Santa 2004)。这些重大而又复杂的指导
性变化需要人们用时间和耐心来推进这个时稳时断的
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评估其结构和隐含
的思维模式，即一些过时了，而另一些则要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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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 REDD 项目的合作国家之一，厄瓜多尔正优先发展其 REDD+ 项目中社会和环境共同受益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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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隐含的思维模式应该与期望目标一致，这些目标与
大气和气候、土地、水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利用率和废
物处理有关。这些改革必须有效转变社会的物质新陈
代谢，特别是这样一些物质和力量，它们将一些国家困
在了自己不愿意的发展轨道上。改革需要认识到可持续
世界的发展轨道必须是多样化的，并且应该与人口统计、
技术、领导和投资策略、再加上由非物质化价值观念转
变引发的生活方式改变结合起来。同时，改革还需要用
充足的力量来打破不可持续趋势的惯性。

对于理解复杂适应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及加强它们
应对压力的弹性来说，多样性很关键 (Innes 等 2005)。
人们需要潜在响应的多样性，因为有效干预肯定对社会
文化和环境发展情景反应敏感。同时，如果一些响应失
败了，像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和其他
关键气候问题有关的响应已经没有了，多样性还可以帮
助加强弹性，提供保险 (Speth 2005)。

基于本地过程和经验的响应不仅能建立多样性，
还可以使与特定环境有直接联系的知识得到深入发展。
该部分强调次全球层面，即当国家、团体或其他实体提
到一个特定地区的环境问题时，能够对其响应机制进行
自我组织管理。团体、商业、民主社会和其他社会角色

的潜在自我组织可以通过构建网络，匹配治理范围与有
问题的生态系统范围，及倡导创新和行动来得到强化
(Berkes 等 2003)。

弄清楚响应措施之间如何互相支撑或牵制有一定
难度，但却越来越重要。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生态
系统服务上的意义，而且它还有可能通过减弱一方来加
强另一方，例如，牺牲采矿业的潜在价值来增加森林碳
封存或者提高生物多样性价值，反之亦然 (Rodriguez
等 2006)。同时，针对生物多样性采取的措施会增加找
到协同效应的机会，并且为创造多重利益的措施提供支
持 (UNEP 2011b)，如碳封存和生物多样性能够与森林
保护共同受益。

处在次全球层面下的响应在当地条件下可能是多
样稳定的，故识别某些可以加速可持续性的常规战略
因素很重要。这部分讨论了以下四种战略因素：

● 强制性的愿景和社会契约；
● 逆转不可持续现象；
● 杠杆点；及
● 适应性管理和治理。

这些战略因素说明并指导了在地理和主题条件下

最广阔范围内特定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该范围涵盖
了从本地到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
适应于全球，其中暗含了第 17 章讨论的国际优先响应。

关于可持续性强制愿景的社会共识

在提出倡议向国际共同目标进行转变并对此加以
管理时，需要从清晰有力的愿景出发设定好方向。所有
政府和其他机构强化能力，使社会表达出未来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凝聚性愿景，并为此达成实施新的社会共
识——共识的形式可以是社会契约、行业与主题战略
和政策。

基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的经验，未来环境可持
续的发展愿景对于在预期的方向上取得进步来说是一
个有效机制 (Costanza 2000)。具有共同愿景的一代人
不仅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还是环境战略性政策制定
和管理的最低评估因素 (Meadows 1996)。现在的公
共机构通常在建立合法的和可信的愿景上能力有限，依
赖于利益相关方的投入 (Walker 等 2006)。全球可持
续生活方式的调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该调查的结论认
为，全球环境挑战和个人行动之间缺失的链条对于可持
续社会的未来来说是实用的、神圣的且不可抗拒的愿景
(UNEP 2011c)。

如果没有反应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联系的清晰
连贯的愿景，那么政策可能会导致不利的取舍，即在面
对更多可以量化的经济目标时，经常牺牲环境或社会目
标。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总是在提出一个可持续性问
题的同时，将实际成本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团体、地
区甚至是另一代人，为将来留下了更加持久和复杂的风
险 (Loorbach 和 Rotmans 2005)。

确定愿景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拓宽行动的意义，
使现在做的努力能够同时满足国际共同目标的要求，还
可以从战略次全球的角度来探讨不同经济、社会和生态
条件下地球环境的未来。愿景的力量在于提供方向，搜
索道路，确认方案，开发未知，人们已经认识了不确定
的未知世界，并通过有关次全球的不断努力对其做了描
述，这些努力包括为未来做一个明确的愿景或展望。以
下是一些主要的例子。

● 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区域性选择。UNEP 及其区域
伙伴准备了一个展望，来探索提高资源利用率
是怎样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又是怎样为经济
迅速工业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提供基本生态
系统服务的 (UNEP 2011b)。

● 国家和城市水平的情景愿景。定性愿景与数量模

拟方法的结合包括大量的参与，这种结合已经
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得到采用。该过程的目的
在于帮助地区领导人制定有关可持续性的战略
决策，确定相关的知识和研究差距，从而形成包
括政策制定和规划的体系 (Schmitt-Olabisi 等
2010)。帕纳吉、印度国家果阿的首都及其周边
地区已经围绕着“城乡主义”的概念制定了一个
创新的百年愿景（“城乡主义”是指有关资源利
用和聚合人类福祉的城乡发展综合概念）（(Revi
等 2006)。

● 特定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愿景。人们已规划了
一个愿景来解决科威特尖锐的缺水问题 (Al-
Damkhi 等 2009)。同时，还 找 到了减 少 欧 洲
特 定 地 区 (Matthes 等 2006) 及 北 美 一 些 城
市 (Metro City of Vancouver 2011; Danish 
Architecture Centre 2011) 的排放量，实现低
碳未来的可能方法。

愿景的发展包括以下两者间的创造性关系，一是定
量的基于模型的设定，二是对未来预期的定性常规表
达 (Schmitt-Olabisi 等 2010; Patel 等 2007; Strauss 
1987)。愿景是指变化着的目标，指导着社会的自我组
织管理和创新力量，这些力量无论怎样都会得到传播。
愿景与目标不同，前者是对未来的具体设想，不是包
涵在环境和正在实现的目标下的确切定义 (Jaeger 等
2000)。

制定愿景时，关键是保证各种政策主题的融合，抓
住可持续性问题中复杂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道德
和制度上的问题，同时反映出不确定性，包括惊讶、关
键阀值和突变，这些如地球系统一样在非线性的自然
和社会体系中是连贯的 (Swart 等 2004)。在该过程中，
还应该把人类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加因素，因为人类
的需求、欲望、脆弱和价值的组成、重生和重建对指导
消费、社会目标、机构性创新、社会学习及可选未来的前
景来说至关重要 (Robinson 2004; Swart 等 2004)。

当共同参与制定的整体愿景重复出现，并且支持
政策制定和社会适应，同时又渗透在了公共机构文化中，
以足够的能力来管理过程时，该过程能够发挥最大的效
果。一个愿景在机构中的渗透因素可以通过法律和管理
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然而，创造并维持这样的政治需要
更灵活的措施，就像使社会接受上文提到的可持续情
景中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样。

根据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的说法，向低碳经
济转变的计划会以社会新契约的形式得以正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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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公路横穿雨林，奇里基高峰，巴拿马。越来越多的公路横穿雨林，

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Alfredo Maiquez

(WBGU 2011)。该委员会称，对这种契约的需求是有根
据的，因为这是各国及其全球团体的共同责任，如商业、
科学、民主社会甚至是个人，该契约能够通过实施一些
避开技术和官僚体制改革的改变，解决影响地球系统
稳定的威胁问题。围绕未来的积极愿景来构建一种互
相作用的新形式，这种结合政治、社会、经济和科学的
新形式应该能够带来创新、资源、法制和政治，这些因
素会一起促成转型，并取得与愿景目标一致的具体进步。

社会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或协议，该契约的
意义在于建设一个决定人类道德和（或）政治责任的社
会。据说在古代，苏格拉底是社会契约最早的拥护者，
这个概念几乎可以说与哲学一样古老。社会契约可以
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还可以勾画出具体利
益相关者的不同责任。例如，一个有关科学的社会契约
需要关注科学团体的共识，从而系统地将其创造力应
用于解决地球系统的基本问题及相关的公共利益问题
(Lubchenco 1998)。不过社会契约在其他领域会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某些领域如林业或农业，有关其产品和
过程可持续性的标准已经以另一种社会契约的形式出
现，即国家提供一个总体的运行框架，而非政府组织、
商家和消费者联盟来制定编写其细节 (Giovannucci 和
Ponte 2005)。

社会契约讨论的不仅有短期问题，还有长期问题。
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得主的备忘录呼吁一个双轨办法：
短期行动，采用紧急措施来抑制最紧迫的环境趋势，阻
止当下处在错误机构框架内的人们；而长期改革则主要
关注转变自身的机构框架，为当前的创新、学习和行动
创造一个无障碍的环境。从短期来看，他们要求关注达
到千年发展目标 (MDGs)，从长远来看，则要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一个新协议，按比例增加投资，
提高能力以实现那些目标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逆转不可持续

要实现国际社会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不
但需要采取新的方案和策略，而且要快速取消一些保
护既得利益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会阻碍向可持续发展
的过渡。

为了规划出可持续发展的改进方案，尤其是在复
杂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构筑可持续的监管，我们必须清
楚什么不应该做，但是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在建设可
持续发展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白，在将这些规划
应用到科技、教育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不
但会遇到机遇也会遇到挑战（Tabara 和 Pahl-Wostl 

2007）。然而，取消一些既有的政策和实践经验并不总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对政策产生依赖，突然
取消政策可能会造成经济以及一些既得利益的损失，
因而，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调整方案来适应这些政策。
而且，取消一些不可持续的政策和方案能够为我们节
省一部分资源，从而能够制定一些与可持续发展世界相
一致的创新方案。

现有的不可持续的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
是与生产相违背的政府补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农
业、能源以及交通中都会存在，而且会促使不可持续发
展的形成（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 2009）。补贴
是指“政府给个人和公司支付的费用，理论上其意图在
于减少社会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差距 - 从而将外部性内
部化”（Myers 和 Kent 2001）。

补贴可以带来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好处，比如说，
在市场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补贴可以为公众提供货品。
如果我们对其合理设置和规划，补贴也可以为绿色工业
或科技创业项目提供投资，让这些项目更好地参与市场
竞争（Bagstad 等 2007）。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补贴都
能够有助于形成人们所期望的目标。但是，也存在一些
所谓的“不合理的”补贴，这可能会增加私人和社会成
本和利润的巨大分歧（Myers 和 Kent 2001）。通常来
说，这种补贴可能会提高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污染程度，
对社会没有清晰的利益补偿，而只是给一小部分区域带
来利润（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 2009, 2001）。
这样的例子包括：

● 农业补贴能够鼓励农业生产和农田的增加，
但这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如果不采取
相应的预防措施的话，这样的举措经常会对生
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Robin 等 2003）；

● 化石燃料补贴能够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
加，从而引起气候变化。这样的补贴经常能够将
能源价格为穷人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给中等
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带来好处：比如说，在 2008
年，印度尼西亚经济事务部曾得出结论，世界上
40% 的高收入家庭能够享受 70% 的补贴，而
底层的 40% 低收入人群仅仅能够享受 15% 的
补贴（IISD GSI 2011; IEA 2008）。

● 公路运输补贴，得到补贴的公路建设将会直接
破坏动物的栖息地，机动车辆所需要的化石燃
料是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Myers
和 Kent）。

不再使用现有的不可持续实践经验可能会是一个

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这却有利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
变。转变不可持续发展一个例子就是 1989 年签署的惠
灵顿公约中的海洋渔业相关规定（禁止在南太平洋使
用长的流网）。这种捕鱼方式危害性非常大，因为它
不具有选择性，而且副渔获物含量会比较高。尤其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流网捕鱼得到广泛应用，但这严
重威胁了鱼类的生存，尤其是金枪鱼。尽管这个公约一
开始在远洋捕鱼国家中产生了很多紧张情势，但是它却
最终平衡了鱼类的经济利益和海洋压力，最终成功地
达成了一个国际协议，那就是禁止在公海区域使用流网
捕鱼（Techera 2011; Hewison 1993）。国际捕鲸管
理公约（ICRW）一开始只是为了防止鲸鱼产品供给过
剩，但是最终却成为鲸鱼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Maffei 
1997），这可以作为另外一个例子。对鲸鱼的管理政
策形成了可持续的实践经验，并不断促进人们思想意识
的改变。通过这一公约，我们不断改变原有的对自然资
源（鲸鱼资源）的无限掠夺发展方式，向非消耗式方向
发展，比如说：鲸鱼表演和相关旅游项目。

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了解所面临的复杂、混乱
的局面，而且需要形成规范的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
（Mangalagiu 等 2011）。向可持续方向转变不但需
要我们深入理解，构建框架并拓展文化视野；而且需要
改变行为方式，建立监管机构，改革社会格局。在这一
条件下，完全有必要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不管对于个
人、行业还是政府来说，都需要很清楚地区分开目标事
实和观点，以便更好地促进发展并且根据目标事实做出
正确的决策。因此，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提高认
识水平，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未来的解决方
案、相应的管理方法以及互相的沟通协调等方面的知识。

逆变或者逐渐取消非可持续性的政策或实践是非
常有必要的。但这只是加大投资、寻求融合了可持续发
展传统知识和新颖形式以及让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参与其
中的解决方案的第一步（Backstrand 2003）。转变或
者逐渐取消非可持续性的实践行为还需要我们将知识、
实践和管理方案相结合。

利用杠杆效应

实现国际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决策者进行
正确的干预，并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阶段充分地利用
杠杆效应：

● 转变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
● 转变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和动因；
● 收集反馈并作出积极调整，将环境压力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内。

通过传统世界情景和可持续发展世界情景的对比，
可以找出所面临的挑战：由于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不稳
定，千年发展目标（MDGs）大部分还没有实现，所以
需要从社会体系上变革能源的生成和使用方式、消耗模
式、自然资源的管理方式等方面，以便更好地向可持续
发展方向转变。简而言之，没有时间或金钱来浪费。然
而，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能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相关问
题、潜在的原因、相互关系以及发展动力。未来的政策
努力必须尽可能地高效有序：通过深入研究潜在的动因，
设立目标并向长期转变方向协调。

深化改革的过程将会比较缓慢，但是系统中表层的
改变和发展能够有助于形成深入的改革。这里需要强低
调的是制定一个综合全面的政策方案，这个方案需要便
于实施而且影响比较大，能够促进深入地分析、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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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

在图 16.2 中介绍了三个层面的变革，在这里面可
以找到杠杆效应的点，从而为决策者制定可持续发展转
变方案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每一个杠杆点进行或者
不进行一定的干预作用，能有助于开拓整个政策的广度
和深度，形成更有恢复力和反响的整体战略。。下面是
几个例子，它们都是可持续发展转变的核心。

转变思维方式

可持续发展转变的核心就是深化思维方式的转变，
明确每一个议题的框架方案。思维方式在这里不仅指个
人的认识水平，也指社会团体、文化、民族或者是人种
等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在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过程中，
需要认识到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性，这样就可以分析潜
在的条件，认识到共享的价值并确立共同的原则。上面
每一项都有助于形成一致的目标，确立进行改变所需要
的共同的前景规划。以下是几个研究方面：

● 对青少年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在小学和
初中阶段向青少年讲解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
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并在青少年头脑中树立
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
年教育报告（UNESCO 2011）就是针对这一方
面的研究，为国家和地区层面制定相关的政策
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纳入课程设置之中能够为思维方式的转变打下
基础。

● 社会市场。世界上充斥着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广
告，但是对于可持续发展以及健康、休闲或者
与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等非物质方面的公共
宣传信息却是非常少。需要改变原有的只针对
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和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可持
续发展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水资源和能源保
护或者绿色产品的使用。这将有助于改变思维
方式。

● 超 越 GDP。诺 贝 尔 奖 得 主 经 济 学 家 Joseph 
Stliglitz 和 Amartya Sen 受 法 国 总 统
Nicholas Sarkozy 之托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之间的关系。Stiglitz-Sen 委员会呼吁转变
原有的以经济发展为重的发展方式，向关注人
们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Stliglitz 等
2009）。他们强调要关注很多方面的发展，比如
说：健康、教育、个人活动、环境条件、社会联系、
政治关系，以及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的一些不
安全不平等等危险状况。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

地诠释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那就是不丹的全
国幸福指数，不丹整个民族都将重心放到幸福
指数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永久性的 GDP 增长
（Government of Bhutan 2011）。

改变规则和激励

进行深远而长久的变革既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也
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比如说，系统的规则经常来自于
思维方式的改变，而这又反过来支持了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这个层面的系统干预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进行正确
的信号指导。由于规则和激励措施能够引起结构改变，
它们就像游戏规则改变者一样能够随着时间的发展对系
统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和比较强的影响作用。

诸如法律、税收、补贴以及市场机制等政策手段能
够被用于指导以推动特定的动因，从而影响环境的发展。
动因的影响越大，系统变化可能就会越大。已经有很多
政治手段有了成文的法律规定，比如说，污染收费能够
有效地减少污染的排放量。然而，其它的一些策略，可
能具有潜在的更深远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更深远的思维
方式转变。比如说，生态系统服务体制的收费包含了一
系列关注生态功能的举措，但是这往往会忽视成本 - 收
益预算以及相关经济模型（包括公共和私人费用支付）
（Miler 等 201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态
系统服务支付体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Wunder 
2007），中国也采用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支付体系（ADB 
2010）。

创造反馈并作出调整

如果采取的干预措施不会对系统的深层结构造成
较大的改变，尤其是当这些措施能够带来较大的改变时，
这将会非常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进程。强调反馈
的干预措施是“将信息传递到以往未传递到的地方，从
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Meadows 1999)。这些反馈信
息能够为减轻环境压力提供一定的根据。这样的例子
包括：

● 家庭用水和能源计量。 数字化家庭用电仪和
用水仪能够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在亚美尼亚，研究表明安装完水表
之后，平均用水量减少了三到四倍（OECD 
2008b）。

● 产品标签。提供产品的碳足迹，或者森林或海
洋管理证书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促
进不同行业的变革。比如说，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就为可持续性海产食品提供合格标
准和要求。对于 2011 年来说，一共有 133 个

MSC 渔业证书，占全部野生鱼类证书总量的 6%
（MSC 2011）。

● 社区指标体系。 社区通常要考虑多方面的问
题，不断寻找提高生活质量所需要做的首要事
情以及追踪发展的指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可以建立一个反馈系统，不断促进社区的合作
和改革。在 2011 年的一份研究中（US-GAO 
2011），美国政府经营责任办公室 强调社区
指标系统是“一旦设定指标体系，即可鼓励
公众通过系统发展进程和采取行动进行参与的
载体”; “通过促进政府内外不同党派间的合
作，协助解决社会或国家面临的挑战”; 以及 
“为长期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对于此，我们
有一个例子是内华达的里诺和斯帕克斯社区的
《特拉基草原的明天，生活质量指标》（TMT 
2011）。

适应性治理

需要认识到人类社会正在侵害到这个星球的关键
边界，所以需要采取新型的适应性治理方案，来加强转
变过程的管理并实现全球的目标。

这个分析证明了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可行的，但是需

要同时考虑很多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社会发
展不断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人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
自然资源，这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的体系。由于不同的
体系互相影响、互相适应，人类和生态系统都需要提高
自身抵御自然灾害和缓慢增加的环境压力的能力（Liu
等 2007）。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保持不变的，而是处
在一个不断加快的变化过程之中，系统不断适应、重组、
修正、检查和重新制定。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过程是稳
定均衡进行的，但是中间穿插着很多短期的激烈变化。

在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绘制出
一帆风顺的蓝图或制定出最为理想的政策。相反，需要
建立一个包容的，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发展规划。而且
需要严密地监测政策效果，并具备在过程中根据既定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决策、不断改进的能力。社会已经
经历过很多缺乏灵活的蓝图性方案，积累了很多经验和
洞察力，可以转向更有适应性和恢复力的政策。恢复力
思维将三方面的社会 - 生态体系作为核心：恢复力、适
应力和可塑性。恢复力是指一个系统（比如说国家或者
生态系统）能够适应变化，应对变化并保持自身的基本
功能和结构。适应性（恢复力的一部分）代表一种能够
适应变化的外部动因和内部变化并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
变的能力。可塑性是指进行一些变革的能力，不断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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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6.5 印度为旱地发展设立的集水项目
（NWDPRA）——在次国家层面采取适应性
管理和决策手段

印度的 NWDPRA 项目发展目标为： 
●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推进农业生产；
● 通过种植树木、灌木以及青草等来绿化脆

弱的雨养区域，并恢复其生态系统平衡；
● 减小灌溉农业区域和雨养农业区域的差距；
● 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1990 年至 1991 年期间，马哈拉施特拉邦开

始实施这个项目，后来经过印度的第九个五年发展
计划，这个项目得到全面的重新规划。人们将注意
力集中在分散化和社区参与两个方面。在第十个五
年计划中（2002-2007），马哈拉施特拉邦继续完
善这个项目，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将其扩展成为横
跨 33 各地区的 433 个微型分水岭。这种分散式的
方案有助于更好地管理水资源，并且是适应性政府
管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案例。

来源 : Swanson 和 Bhadwal 2009

新的发展轨迹，抛弃已有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并更好地
规划符合既定目标的发展方案（Folke 等 2010）。

可以采取不同的相关联的措施来将这些概念变为
现实，包括适应性管理、可持续性转变管理、适应性治
理以及适应性决策等。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在互
相联系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适应性管理措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首先开始采用（Lee 1993；
Holling 1978），能够为各个层面的自然资源管理研究
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关于恢复力的管理
和干预能够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提供政府管理方面的指
导（Grin 等 2010; Loorbach 2007; Berkes 等 2003; 
Rihani 2002; Ruitenbeek 和 Cartier 2001; Axelrod 
和 Cohen 2000）。除了对适应性政策手段的设计和实
施，还需要充分考虑大量的可行的研发和经验，这代表
了适应性管理以及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原则（Swanson 
等 2010; Walker 和 Marchau 2003; Bankes 2002; 
Dewey 1927）。专栏 16.5 描述了印度所采取的适应
性管理措施和决策手段。这一段落所引用的研究结果能
够很好地体现政府监管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如何向可持
续发展方向转变，这里大部分引用的是 Loorbach 的术
语（2007）：

● 多方参与的审议和议程制定。许多利益相关方
能够影响社会的变革。因此，政府以及监管部
门必须积极参与，能够发现合适的杠杆点，利用
杠杆点的作用在合适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方案。
这样就可以建立具有共同目标的联盟并加强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力度。

● 对未来的分析以及长期共同目标的制定。综合
且具有前瞻性的评估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手
段，它们能够系统的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形
成共通的发展目标，通过这些分析结果，可以不
断地进行变革。

● 促成自组织和网络的形成。这将为进一步的合
作以及吸取过去的成功经验创造条件。通过这
一举措，可以确保社会资金的完好，人们能够自
由地参与到整个项目之中。关于政策的一些基
本举措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 变化、实验和创新。应对方案非常多样性，这样
能够有助于形成一个总的风险管理方案。通过
持续不断地变革和改进，可以不断寻找创新点，
促进项目的顺利进行。

● 反射性和适应性。需要系统地分析过去、现在
和将来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状况以及政策实施情
况，不断加强各方的合作和沟通，促进方案的改

进和社会的进步。

这些都是可持续转变管理和适应性治理的一些重
要功能，需要将这两部分管理与之前所讨论的政策措施
（在社会上达成一致的、有说服力的前景规划，抛弃过
去的不可持续发展方案和策略，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
挥杠杆作用）相结合，就可以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实
现全球发展目标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结论

人们所预想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致力于在为全人类
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维持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
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个设想假设，到 2050 年，利用地
球上有限的生态资源，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
安全的饮用水、改善的卫生条件以及先进的能源设施。

然而，如果现在不去对主要进程进行纠正的话，反
之仍继续沿着现在的轨迹前行，到 2050 年将会带来很
大的环境破坏、生态体系破坏、自然资源耗竭，而且很
多人会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水资源以及能源而离开这

个世界。结果，人们将无法完成很多国际性的目标，尤
其是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资源以及食品安全性
相关的目标。

通过对可持续世界情景的概述，显示出采取一定
的策略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且减少避免改变地球系统
以及为未来的人类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变革中间层
面的一些举措，比如所规则改变，将不足以引导人们走
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强化政策
执行力度，进而促进生产和消费的模式。这些改变应该
是建立在可持续性的以及公平的思维方式转变的基础
上，将短期与长期相结合，并结合科技、投资、治理措施
以及生活方式改变。

这样复杂体系的转变过程需要进行一个循序渐进
而平稳的强化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避免进行
一些不可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此同时，还需要以与可持
续发展为出发点来提供资源、培养能力并且创建一个相
应的环境。

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具有不同利益和工作环境的
社会角色能够达成高度一致并密切合作。第一步，需要
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契约，并要以共同的可持
续发展前景为目标，这样就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
未来的发展中。为了保证所有社会角色能够达成统一，
需要建立一条精心设计的转型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
路代表了每一方的社会责任，并保证了社会的其他部门
能够得到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必要资源。考虑到不管是环
境方面还是社会方面的系统改革都是非常缓慢的，所以
需要设立长期目标，集中投资和科技发展，促进社会变
革并让更多的社会角色参与到其中。

由于地球系统的问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可
持续发展的转型过程需要基于适应性管理方案。通过

采取多样性的方案措施，可以尽量地避免核心问题（不
管是由于内在的不确定性还是由于实施举措不健全所
导致的）的巨大失败，最终，促进所有方面的综合加强。
当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区域、国家和社区
完成这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绿色经
济的发展可以将环境保护融入到一些主要行业的发展
目标之中。这个过程也必须是可持续的，而且需要考虑
到政策、创新以及实践方面的细节问题。既要防止生态
系统恶化，又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这是一项非
常大的挑战，但是，可以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并同时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所有这些都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治理和政治决断。
我们将会在 17 章进一步讨论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为
此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全球性应对方案及建立什么样的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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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退化导致人类发展风险加剧，也减少了人类，

特别是贫困和脆弱人口进步的机会。伴随着全球人口的

持续增长、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有害的环境变

化正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工业化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发生。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化正在缩小发展机遇，并可能威

胁人类未来的生活。

提高人类福祉的前景取决于个人，机构、国家以及

全球社区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创新性和革新性的政策

技术可以帮助社会克服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一

个更加平衡的改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也

许更加有效。

尽管国家和区域的响应已经开始处理环境挑战，我

们仍旧需要一个多中心治理方法来获得一个有效、高效

和公平的成果。这种方法能够识别多种情景，并能做出

多个活动和权威中心的假设。这种方法还能考虑到能力

需求的变化，因此能对环境挑战产生足够的至关重要

的响应。

主要内容

对于环境问题的响应正在吸引更多的流动资金，但

是这些距离所需资源仍旧远远不够。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成员国对于三个联合国关于生物多样性，

气候和荒漠化条约的经济援助协议已从 1999 年的 51

亿美元升至 2009 年的 174 亿美元。上述国家同样拨

款 229 亿美元用于 2010 年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官方援助。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在 2010-2050 年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这一项上所花费的成本就在 700 亿到

1000 亿。

全球响应在促进合作，整合和系统性思考方面扮演

着关键性的角色。他们能够帮助设定目标、制定指标、

支持强化能力、带来金融资源并促进最佳实践的分享。

在全球层面，用以结果为基础的方法来推进人类福祉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可以锁定在下面的策略和相关响应

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为梳理、评估

成果和不足提供了机会，并开始激发变革性的全球响应。

建议的策略作为系统性方法的一部分，可以重点关注障

碍，通报调整，学习并持续改进。

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大环境下确定环境目标，并检

测成果。这个过程可以开始重新修订和扩展以可持续

发展形式出现的千年发展目标，这种可持续发展以人

类福祉为中心，并伴有可衡量的指标，并牢记必须连贯

和均衡整合环境、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事务。

提高全球机构的有效性。应提高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地位并使之主流化，进入联合国系统的决策核心。这

需要日益加强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机构合作的支持。

为应对环境变化对提高能力进行投入。实现结果

需要加强国家能力，从而制定、提交和实施策略来对抗

环境退化。建立应对能力建设的联合国系统框架可加

强特定的多边环境协定的实施。

支持技术创新和发展。环保型技术的合作研发机

制，知识平台和全球奖励基金可以提高以加速创新和

技术融合。这些对于向全球绿色经济过渡极为关键。

通过识别、执行和实施，在全球和地区机构中加强

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并实现环境公平。里约宣言关于

环境和发展的第十条原则认识到程序性环境权利的重

要性。在过去的 20 年中地区经验表明，这种权利能够

为居民参与维护人类和环境福祉提供基础。

加深和拓宽利益方的参与。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可

能会被邀请去探索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以此来构建

一个涉众网络来加强信息获取，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

和动员新的伙伴关系。举办一次代际间的大会能够为

未来的领导人和可持续性榜样提供一个交流机会，并

形成未来共同的可持续性愿景。

全球响应方案

46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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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在于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16）上做高级别会议的开幕演说，他敦促政府动员最高级别的政治意愿，

以及交付一个最终国际条约的进程。© Paulo Filgueiras/ 联合国图片

引言

全球环境变化，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的退

化加剧了风险，也错失了一些机遇，特别是对贫困和脆

弱人口而言。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转移之中，

这些变化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工业化、内部相互联系、

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随处可见。全球人口日益增长，膨胀

的货物与服务，资金与技术，信息与劳动力的流动都影

响着人类的消费与生产模式。要解决规模较大、持续时

间较长的全球环境问题，就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做出持

久的努力，从而达到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目标。国家和地

区的响应已经具备，但是要解决根本的国际环境恶化的

驱动力而不是压力或症状，需要规则、机构和经济系统

的持续演变和当前环境治理方法的转换。此外，充分和

稳定的经济资源，政治承诺，知识和执行能力也是十分

必要的。但是这些必要条件和治理机制及结构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之间有很大不同。

应对环境问题不存在单一的面面俱到的解决方案。

然而，许多环境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全球公共资源相关

的，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加以解决。全球响应同样对于增

强国家能力，促进有地区共性的国家的解决方案的提出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全球各级的响应相互作用

并产生了增值的、结构性的和变革性的变化（Putnam 

1988）。比如，非国家方的参与就在不同级别上推动了

知识交流和能力提升。各国政府所采纳的政策变化也

能发出规范的信号，施加同业压力，或者鼓励学习与复

制——也就是说，为集体采用国际规则、法律或政策提

供激励。

在一些领域如气候，生物多样性、化学品方面，全

球环境条约已经为国家的表现设立了新的目标、标准和

期望值。这些目标的体现和国家法律、制度以及行动计

划反过来吸引成员国去遵守。全球响应所集成的措施、

价值观、原则投资和方案可以为国家和地区提供多种

选择。

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是其能力的函数，

它与在全球和国家级别建立和保持灵活和整体的治理

和管理框架息息相关。理想来说，用于完成这些目标的

框架应当基于明确和可测量的目标，可检验的策略和强

有力的监督和评估机制上。自适性治理作为一个新型

的解决多维的、不断发展的环境和经济挑战的方法，表

现出了高度的不确定性 (Gunderson 等，2010；Dietz

等 2003)，它提高了在突发事件、无组织改变等情况下

复杂系统中的决策水平 (Folke 等 2005)，此外，建立

涉及利益方参与和反馈机制的互信，可以帮助确保变

化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Kydd 2005; Levi-Faur 2005; 

Braithwaite 和 Drahos 2000）。

虽然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最常用于管理内部组织

的流程，在国际进程中，这仍旧是一个增强透明度和问

责制的一个良好视角。为了反映全球范围的情况，一项

系统全面基于成果的全球方法可能会被锁定在 6 个响

应措施方面 :

● 可持续发展大环境中框架性的环境目标；

● 加强全球机构的有效性；

● 投资能力的提高应对环境变化；

● 支持技术创新和发展；

● 加强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和获取环境正义；

● 加深和拓宽利益相关方参与。

通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结合 UNEP 在全球范

围内发布“全球环境展望”第五版（GEO5）的契机，

各国达成共识，上述策略方案应运而生。本着共同的愿景，

调整目标和战略成为了联合治理方法的基础，在提高全

球响应、各国响应以及地方响应的有效性和效率方面发

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下述各部分旨在评估迄今为止的

全球响应状态，强调差距以及一些阻碍综合管理环境变

化集体能力的因素。据此，文章还为基于结果的响应提

出了一些改善建议，这些提议从众多层面强调了全球环

境所面临的挑战，为提高人类福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全球响应状态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种种响

应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从国家和全球层面上

看，常规响应包括制定规则、颁布法律法规、成立国际

组织，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会议、为全球范围内的交

流提供仲裁意见，分享经验，阐明利益和聚合偏好；提

供专业知识来源；推动更为广泛的全球对话 (Bearce 和

Bondanella 2007；Esty 和 Ivanova 2002； Bartlett 

等 .1995)。根据 WB2011 年的统计，世界各地的公共部

门，作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创造了 30% 的国内

生产总值，公私合作关系和社会网络为广泛参与提供了

新的机遇。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善意的举措和努力，地

球和它的子系统们还是呈现了明显的退化趋势。

全球响应框架：从孤立到整合

如今，人们很少用综合方式来应对环境问题。例如：

由于气候变化、水资源、沙漠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之

间存在内部联系，孤立地对某一项采取治理措施是远远

不够的，往往也会适得其反。解决实质问题和空间尺度

的一个综合方法需要一个全新的自适应治理框架。

全球环境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对许多

国家甚至是大多数国家来说都较为常见的问题，包括水

体污染、固体废弃物处置；另一类是影响全球生态系统（热

带森林、海洋和大气层 ) 的环境问题，诸如地球大气污染、

开放海域污染等。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需要从全球层

面上进行治理。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国家间的合作

来解决，例如：湄公河、赞比西河流域的跨界水资源问题，

有限范围内濒危海洋物种保护区网络问题。但是，全球

生态系统问题——逐步累积导致全球负面趋势的环境

问题通常需要国际上签订条约来确保集体的全球行动。

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治理方案存在以下几种结构关系：

● 自下而上：国家协调国家政策，通过政策空间决

定履行国际承诺的能力 ;

● 自上而下：从全球层面上制定目标和原则，随后

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落实 ;

● 多层面：不断完善政策，从而解决不同层面的治

理措施和所涉各方间的复杂关系。

在需要开展行动时，政府往往将国际机构作为主

要的工具。若要强化各国间的合作关系，首先要改变集

体制定的合作协议所产生的背景，其次强化针对特定问

题的理解意识，从而提高各国处理问题的能力（Haas

等 . 1993）。在环境保护领域，国际组织在疏通信息渠

道，创建规范和原则，为受影响地区提供培训和经济资

源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国际组织还有助于从

多个层面推进治理行动（Young 2010, 2002）。1968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2398（XXIII）号决议，

正式启动国际环境议程，提倡召开联合国会议讨论人类

环境问题，1972 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应运而生。大会指

出环境挑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成立 UNEP

作为后续解决环境事务的组织机构。在整个联合国系统

内促进和协调环境保护行动是政府委托给 UNEP 的一

项主要职责。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步提高，随之而来

的是启动大量新的国际行动，旨在处理解决目前产生的

环境问题。

环境活动已经成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主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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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方法

可持续发展 国际软性法律手段和机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1992）；《约堡实施计划》；千年发展计划；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合国系统实体。

科学方法：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机构内部和专家小组就千年发展目标指标与联合国统计司进行协调。

部门间机构：协调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高级别政策委员会；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

广义定义的

环境
国际软法手段和机构：针对人类环境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提出的《宣言和行动纲领》；UNEP；全球环境基金；44 个联合国系统实体与环

境有关的投资组合，包括联合国发展计划，联合国食品与农业组织，UNESCO 以及世界银行集团。

科学方法：UNEP 制定的《全球环境展望》；国际可持续资源管理委员会；《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基金：UNEP 的环境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世界银行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贷款组合；由环境规划署主管的其他联合国多边捐赠机构

信托基金的环境投资组合。

部门间机构：环境管理集团（EMG）。

大气 多边环境协定：《维也纳公约》（1985）和《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

国际软性法律手段和机构：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实体，包括 FAO，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以及 WB 等，

都策划了与大气相关的环境保护行动。

科学方法：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成立的技术与经济评估小组；世界气象组织与 UNEP 联合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世界气候研

究计划。

基金：（UNEP）蒙特利尔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财政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全球环境

基金创建的适应信托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环境基金。

部门间机构：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高级别政策委员会下属气候变化工作小组；联合国能源署。

陆地 多边环境协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1994） 

国际软性法律手段和机构：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实体，包括 FAO，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规划署以及世界银行等，都策划了与陆地相关的环境保护行动。

科学方法：包含在《全球环境展望》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

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财政机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全球机制；UNEP 的环境基金。

部门间机构：环境管理集团对于陆地的管理问题。

水 多边环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4）；《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国际油污防备公约》（1990），《海洋污染防

治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公约》（1972）；《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2004）；《联合国关于非通航水域使用的国际

水课程法律公约》（1997）（未生效）。

国际软性法律手段和机构：UNESCO 下属国际海洋学委员会；UNEP 提出的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基活动影响的全球行动计划；粮食与农业组

织负责渔业的行为准则；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实体，包括粮食与农业组织 , 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UNESCO，世界气象

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都策划了与海洋和水相关的环境保护行动。

科学方法：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提出的报告和评估海洋环境状态的常规方法；专家联合组提出的科学保护海洋环境；UNESCO 发布的世界水发

展报告；包含在《全球环境展望》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

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用于国际水域焦区；UNEP 的环境基金。

部门间机构：联合国海洋和水域部门

生物多样性 多边环境协定：《拉姆萨尔湿地公约》(1971)；《世界遗产公约》(1972)、《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1973)、《迁徙物种公约》

(1979)、《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2000）；《国际植物遗传资源条约》（2001）。

国际软性法律手段和机构：FAO 下属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联合国森林论坛；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实体，包括 FAO，国际海事组织，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UNESCO，联合国大学，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都策划了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环境保护行动。

科学方法：政府间的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世界食品与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状况；世界食品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包含在《全球环境展望》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

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财政机制；UNEP 的环境基金。 

部门间机构：环境管理集团生物多样性事务管理小组；生物多样性联络小组

化学品和废

弃物
多边环境协定：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移运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89）；在国际贸易中对于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有事先知情权的

《鹿特丹公约》（1998）；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

国际软性法律手段和机构：UNEP 发布的《汞排放的谈判公约》; 国际化学品管理的战略方法；广泛的联合国实体，包括粮食与农业组织，国

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都策划了与化学品相关

的环境保护行动。

科学方法：包含在《全球环境展望》中。

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的财政机制；UNEP 的环境基金。

部门间机构：化学品无害管理跨组织机构（IOMC）。

1972 年 6 月 5 日，已故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印度总理，出席在斯德

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 Yutaka Nagata/UN Photo

表17.1 联合国系统中响应环境保护行动的主要元素 部分，在其规划署、各部门、秘书处、协调机制里均能得

到体现。表 17.1 指出了联合国系统内多行业环境保护

响应状况中的主要解决手段，这些环境问题在全球环

境展望 5 的第一部分中已有叙述。地区层面的诸多解决

手段，诸如在跨界水域的国际公约，不在我们讨论的范

围内。尽管如此，表 17.1 阐述了联合国系统内环境保护

机构的能力分布在不同实体和政策部门，彰显了系统内

不同管理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联合国系统内部及系统外部环境综合治理的各个

层面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作为体现能力和环境承载量

的重要指标，在多样化、多部门的环境领域内采取综合

治理是极其复杂的，有时还会产生一些问题（Oberthür 

和 Stokke 2011），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问题上。

有时，简化的需求看上去并不符合解决系统复杂性

的需要。一方面，政府呼吁联合国要鼓励多边环境协定

间兼存共融的协同效应，确保在尊重双方会议完全自主

性的同时，具备实现上述协同效应的指导要素（UNEP 

2011e）。曾有人尝试将这些多种多样的努力整合在一起，

例如，2010 年 2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时召开了巴

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特别会议，从而

将化学品公约召集一堂。另外，在三个里约公约之间——

有关气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生物多

样性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与沙漠化相关的《防治荒

漠化公约》，联合联络小组和环境管理集团的 44 个联

合国实体下属的环境机构里也存在着广泛的协调机制

（UNEP 2011f）。

另一方面，在治理和干预的各个层面——从个人

到社会团体再到全球层面——存在着相互关系和相互

依赖，其中不乏很多因果机制，包括规范性的影响、价

格和市场、政治压力和激励措施、说服、社交学习以及

科学政策接口（Simmons 等 .2006）。其中的每一项

都可能独立或与其他政策共同运作、随着时间的发展而

导致压力，或可与其他相互整合。多层面的干预既有可

能相互矛盾，也可能相互促进。在上述干预下，很多国

家可以采取相应政策，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认可这些政

策，从而把这些政策视为国际准则或法律广泛推行。然

而，一些国家采取的政策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的

影响。这些准则和经济激励机制一旦到位，有可能对人

类的行为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

们也有可能改变法律制度、规范性信号，社交学习以及

资源转移。

另外，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科技网络和研究机构

人员，以及国际组织的成员，宗教社区公民，私营部门工

作人员，这些不同的社会角色，都致力于呼吁和提供全

球响应的环保行动中（Slaughter，2004；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Rosenau 和

Czempiel 1991；Keohane 和 Nye 1971）。

法律和政策框架

正如全球环境展望第一部分所述，评价是否成功

实现了环境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些目标无法量化的

情况下做出判断尤其不易。作为保护全球环境而制定的

法律与政策框架核心，环境条约旨在为国际社会确立合

适的发展目标。尽管环境法律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然而

事实上，缺乏特定目标以及时间安排通常意味着这仅为

软性的法律指南而非硬性的法律框架。有相当一部分

条约很难执行，因为它们在个别国家缺乏指导能力。另

外，要核实环境质量的变化、将环境变化归因于特定的

政策措施，若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是极具挑战性的，尤

其是从全球层面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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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1 全世界范围内的政策推广——战略环境评估案例 

战略环境评估是一项在所有地区被广泛采用的
政策工具，这有助于整合国家的环境政策。这超越了
环境影响评估，从而确保了环境、社会和经济信息能
够纳入到统一的决策中去。这个过程包括分析解决方
案可能产生的影响；鼓励公众参与 ; 制定和比较可选
方案；以报告形式记录影响、选择方案和来自公众的
评论；确保做出最终决定时考虑到该报告，将决定向
公众通报。

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最初是在欧洲实施，但已经
推广到许多国家，逐渐成为国家立法的强制性部分

(OECD 2012)。例如，在非洲的经验表明，这种类型
的评估已经超越项目级别而已政策级别实施，因而
变得更加有效。在几内亚，它已被用于改善对被保护
森林进行的共同管理 ; 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 (IUCN) 支持其用于规划在维多利亚瀑
布——一处世界遗产地；摩洛哥用它来对大规模灌
溉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涉及到法律、法规和制度等
方面 ( 非洲经济委员会 2005 年 )；而在加纳它已经
改善了红树林的管理 (Sampong 2004)。 

过去 20 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生活方方面面，包括建立了

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 RobertChurchill/iStock

图17.1 1971-2011 年批准的环境条约的增长

环境条约

目前，世界上有 500 多个关于环境的国际条约和

其他协定，其中 323 个是地区性的，302 个源自 1972 年，

其他的则源自 21 世纪初。然而，全球环境法律框架的

核心组成部分仅有有限的条约，还有日益增多的批准书

（图 17.1）。大多数新的协议成立了新的独立官僚机构，

这种权利的扩散又导致了在国际环境治理中权力的四

分五裂。因此，虽然建各种环境公约和议定书可以被看

做是一种成就，但当国家级政府过多承担了提交报告和

参加无数国际会议的负担时，也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持

续给予支援的需求（Najam 2005; Biermann 2004）。

效 率 更 高 的 条 约 所具备 的 显著 特点 是 其 在 有

组 织 的 科 学 社 区 的 相 互作用 下 得 到 发 展（Haas 和

Stevens 2011），并协助加强国际组织 (Biermann 和

Siebenhuner 2009; Haas 2007)。 科学界给各项条约

提供信息，从而体现对问题及解决方案的理解，而机构

则可整合科学并转化为协议草案，帮助科学家提出主意、

协调会议、建立知识库、激励各国参与谈判，并协助成

员国履行义务。技术创新、网络、协调和知识管理有助

于这一进程。第 16 章也指出了在创造条件中计划的重

要作用，这些条件应能够与综合、复杂和多流程的结果

相适应。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

个成功的例子。在这个议定书下，成员国仅在 20 年之内

就完全淘汰了氯氟碳化合物（CFCs）。这个议定书的成

功源自于：

● 对该问题的科学共识；

● 公众意识和压力；

● 具有成本效益替代物的存在；

● 私营部门的支持；

● 国际机构 UNEP 和国家机构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共同领导；

● 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

● 发达国家金融资源的筹措，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经

济转型。

不幸的是，可替换的化学物质之一氢氟碳化物，因

具有很高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潜质并且现在必须被淘汰

来解决环境变暖的问题，这也阐释了环境问题的互联性。

同样，在高层大气中的寒冷气温也有可能是由于环境变

化导致的。这个问题正在导致臭氧的损失日益严重，在

北极地区尤为明显。

能力建设和政策扩散

为确保采纳敏锐和具凝聚力的方式来满足国家需

求、实现环境结果和成果，关键在于建立并实施系统范

围内的能力建设框架（OECD 2011b）。国际组织（Baser

和 Morgan 2001）、学者（Eyben 2006）、非政府组织

（Lipson 和 Warren 2006）和其他践行者（James 和

Wrigley 2007）的研究表明，能力建设 :

● 是一个基于价值、情感和信念的复杂人工过程；

● 涉及到负责变化过程的主要行动者；

● 涉及权力和身份转变；

● 涉及到人类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转变；

● 其结果不确定、不可预知；

● 深受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 (Woodhill 2010)。

这意味着要对能力建设不太明显的方面予以更多

考虑和认识，比如价值观、合理性、身份和自信，以及其

他非货币形式的动机 (Aragon 和 Macedo 2010)。它

还包括改善获得关键资源的途径，比如支持能力建设的

金融、技术和知识。能力建设也可以通过吸取政策推广

的经验来获得提高。战略环境评价就是政策推广的一

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时机、公众参与和政策信誉的

考量脱颖而出，成为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Runhaar 和 

Driesen 2007）。

资金流

扩大赞助者基础，提高基金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

并确保稳定和可预测的资金流是国际环境治理中优先考

虑的因素 (UNEP 2010)。第一个明确和专门为全球环境

设计的融资机制是环境基金。这项基金创建于 1972 年，

通过联合国大会 2997 号决议从而成为新环境项目的核

心要素之一。环境基金旨在资助联合国框架内新的环保

倡议、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目前，环境融资主要以

双边和多边捐助提供环保援助的形式运作，包括针对具

体的环境问题提供专项资金，比如蒙特利尔基金来支持

臭氧层相关工作，气候基金来支持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

对抗森林减少的资金等等。全球环境基金 (GEF) 是最大

的项目资助者，力求通过提供额外资金以将具国家效益

的项目转变为具国际效益的项目，从而改善全球环境。

然而，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改善融资渠道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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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2 特定全球多边环境协定可用资金，2010 年

群组：大气 美元（百万）

联合国跨国远距离空气污染物公约 3.62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4.8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07.90

总计 116.36

群组：生物多样性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0.33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2.76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4.67

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5.07

生物多样性公约 12.36

总计 25.19

群组：化学品和废弃物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0.93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5.47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5.84

总计 12.24

其他协定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95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5.90

总计 7.85

总计 161.64

资料来源 : Ivanova 和 Delina 2012

专栏17.2 确定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流 

 目前很难得到在规范和操作层面投入到环境活
动中去的资源的完整信息。金融资源在从一个组织流
向到另一个组织或在融资列别间流动时往往被重复
计算。这种双重计算也是因为缺乏确切的定义以及支
出类别自身重叠所造成的。上报的金融数据往往没有
可比性，因为机构间财政年度预算和程序也有不同。
此外，因为大部分的环境投入活动是将环境视角和问
题纳入到政策、规划和项目中所做出的，所以往往很
难区分不同部门的环境活动。例如，多达 85% 的 WB
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ENRM) 项目目前正在被非
环境部门所管理 (UNEP 2011 c)。一些重要的进展阐
释了为应对环境挑战所投入的年度资金流。

● 在快速增长之后，碳市场在 2010 年止步于
1420 亿，部分是由于监管缺乏透明度。这个
数字包括主要和次要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
的市场价值，分别达 15 亿美元和 183 亿美元
(World Bank 2011)。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提供了以下
官方发展援助 (ODA)：
—最高 229 亿美元，2010 年，15% 用于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 OECD(2011 c)；
—2009 年，43 亿美元在 2009 年用于生物多

样性 (OECD 2011 a)；
—2009 年，19 亿 美 元 用 于 荒 漠 化 (OECD 

2011 a)。
● UNEP(2011 c) 在指示性层面报告了下列的金

融环境流：
—根据 2010 年约定的第五次补贴的额度，承

诺每年给 GEF 拨款 11 亿美元；
—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在内的 WB 的环境和自

然 资源管 理（ENRM) 投 资 组合，在 2008
年达到 30 亿美元；

—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在内的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 (UNDP) 用于环境活动的支出，在 2009
年达到 11 亿美元；

—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0 年预算是 5 亿美元，
此项也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实施所用
的全球环境基金和多边基金

—用于 2008-2011 年的《里约热内卢公约》
的合并后的年度预算为 1 亿美元。

图17.2 1973-2009 年环境基金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能实现，不充分的和不可预知

的金融资源仍在不同层面继续制约各级有效的环境治

理 (OECD 2011 b)。目前。由于没有追踪系统来监控由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发起的对环境活动的资源投入 

(UNEP 2011e)，所以很难识别环境响应活动中的金融

流 (Box17.2)。现有的数据审查显示，虽然在气候变化

和其他环境问题中有重大的金融投资，他们远低于应对

挑战所需的规模 (Behrens 2009; Muller 2009; UNDP 

2007)。例如，世界银行估计，为适应大约2° C 的全球变暖，

2010 年和 2050 年之间的价格标签应在一年 700 亿美

元到 1000 亿美元 (World Bank 2010a)。

环境基金

环境基金由 1972 年联合国大会创建，是联合国环

境署实施项目的主要融资来源。在 1973 年至 2011 年间，

共有 181 个国家至少自愿捐款一次，有 12 个国家期间

一直维持了他们的年度定期捐款 (UNEP 2012)。然而

在图 17.2 中，这个为期 40 年的趋势表明最初的按环境

问题的不断加深按比例增加环境基金的意图还没有被

真正获得认识。虽然目前的趋势显示了成长与转变，但

实际上 ( 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 )，该基金 1977 到 1987

年间下跌了44%，如今才达到每两年 1.6 亿美元，这是

UNEP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

峰会的准备阶段吸引到的资金 (Ivanova 2011)。

多边环境协议

新的环境问题一旦出现，各国政府便会制定多边环

境协议。表 17.2 对多边环境协议进行了分组，全面展示

了各组协议秘书处的资金流情况—全球环境基金为这

些协议中项目级别的工作提供基金。

执行蒙特利尔协议的多边资金 

超大型多边环境协议的执行经费来自一些特殊基

金，其中最大的就是执行蒙特利尔协议的多边资金。该

基金创建于 1990 年，由 UNEP 管理，旨在帮助发展中

国家执行协议中的控制措施。根据联合国的评估标准，

该基金自 1991 年执行以来，已在很多工业国，包括各

转型国的扶持下，增补八次。该协议拥有一笔数目不小

的资金来源—各缔约国承诺在 1991 年至 2011 年间为

蒙特利尔协议提供 28 亿美元的支持—该协议在消除

氟氢碳化物生产和消费方面之所以这么有效，这既可以

视为一个原因，也可以看成一个评判指标。大量的初期

投入对于基金的成功至关重要，一旦初期成功，便会有

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全球环境基金

全球环境基金创建于 1992 年，起初只是世界银行

一个 10 亿美元的示范项目，现已成长为众多多边环境

协议的资金机制，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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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1998-2009 年 OECD 国家向 UNCCD, CBD 和 UNFCCC 做出的援助承诺图17.3 1991-2010 年全球环境基金（GEF）组
合和配套资金分配

专栏17.3 环境领域的国际援助 

环境领域的援助与其他领域的援助并无不同：
它有众多参与者，这即加重了参与国与捐助者的管理
负担，又不利于援助的执行效率。平均每一个合作国
都要接受 23 个成员中 17 个捐助国和 10 个多边机
构的监督，他们向经合组织的开发援助委员会报告。
再加上接受官方开发援助的 153 个国家每个国家的
援助国，一共有 2617 个援助合作关系，这些都要通
过政策对话、规划、协调、结算和报告来维系。其中，
1517 个合作关系中的捐助国提供环境援助，占总数
的 60%。

这些合作关系中项目的规模不尽相同，差距很
大。有的项目只有四个捐助国，但他们每年平均提供 1
千万美元的援助，而有的项目有 11 个捐助国，但他们
平均捐助不超过 100 万美元。而且在过去的 10 年中，

小型合作关系数量的增长快于大型合作关系。众多合
作关系只是环境援助冗杂结构的冰山一角。平均每个
援助国都要通过三个机构才能运作，涉及到的渠道多
达数千。而且还有 30 多个双边援助国，他们并不是开
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另外还有数十个小型多边机构
在运作环境援助项目。

环境官方开发资金是笔大交易，参与者成千上万，
每年涉及资金超过 150 亿美元。但是与卫生领域相同，
众多的参与者和渠道需要通过分工合理化。否则，随
着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环境援助也会相应
增加，同时，参与者、资金以及新规划也会越来越多，
这就让发展中国家面临负担过重的危险，同时也会降
低援助执行效率，其效果、环保效益也会受限。

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斯德哥

尔摩公约》。在过去的 20 年中，全球环境基金已为 168

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 2800 个项目拨款 100

亿美元，还直接向民间团体和非盈利机构提供小型资助，

共计 1300 笔，总值约 6.34 亿美元。该基金一开始只是

利益相关方介入：从咨询到参与

传统上国际舞台是专门为政府预留的，但是目前它

已向各种民间组织开放，这其中包括非官方组织、商业

机构、以及学术机构。这些年来，利益相关者在全球监

管方面的角色一变再变，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被咨询

人，到 70 年代的幕后经纪人，再到 80 年代的被保护被

授权人，90 年代的合伙人，到现在已成为实实在在的

计划执行者 (Gupta 2003)。这些人影响巨大，他们可

以就核武器的合法性向国际法庭索要顾问意见 (Yamin 

2001)，也可以介入环境诉讼 (Beyerlin 2001)。在全球

水监管方面，牵头的正是非国家参与者，他们填补了这

方面的空白，也让亟待全球回应的水问题得到了回应 

(Varady 和 Iles-Shih 2009; Pahl-Wostl 等 . 2008)。

应对环境挑战，各国以及国际社会都需要多方利

益相关者在不同监管层次的有效介入。在全球层面，参

加者之间的协作在不同的政策干预舞台上是有用的，

这包括议程设定、规则制定、执行施行和恢复力评估

(Underdal 1998; Haas 2000)。通过参与全球监管，

民间组织团体有机会与区域利益相关者乃至国际组织

交流关切。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搜集宣传国际监管信

息、评判性的对其进行评估来促进该方面的公开讨论

(Stefek 和 Nanz 2008)。

参 与 式 理 论 可 以 是 转 换 性 (Hickey 和 Mohan 

2005; Chambers 1997; Mohan 2002) 或 工 具 性 的

(Neef 2008; Hooper 2005; Mohan 2002; Mayo 和

Craig 1995)。在信息时代，决策者需要大量的新方法吸

引相关利益者介入。比如社交网络就可以很有价值，它

能吸引大众参与那些活跃的、功能性强的实践社群。众包，

即将原本由单人完成的任务公开外包，正日渐成为鼓励

社群涉及和民主参与的方式。最近冰岛就用众包的维基

开发方式制定新宪法，得出的修正案也就有很深厚的民

众基础 (Constitutional Council of Iceland 2011)。事

实上，互联网开放性强，大众都可以使用，对民主全球

介入十分有利，而非官方组织对互联网的存在与发展至

关重要 (Willetts 2011）。

 

全球响应的环境选择

有效应对全球环境问题需要一个全局性的、灵活

可行的管理框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显现的环境问题，

这个框架要有清晰、可量化的目标，可有效检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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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UNEP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项目，但

现如今它已与 10 个联合国机构、182 个民间组织及私

营机构达成合作关系。参与的多样性和该基金的共同基

金筹措协议直接相关，自 1992 年以来，除去由世界银

行和联合国提供的资金，全球环境基金通过该渠道撬

动了近 470 亿美元的资金。该基金的运作安排也取得了

进步，2010 年采用了新的透明资源分配系统，同年，捐

款国承诺在 2010—2014 年间（五期）增补 43 亿美元

(GEF-5)，比四期增加 55%(GEF 2010)。1991-2010 年间，

全球环境基金共投资 500 亿美元，其中 407 亿美元是

由发达合作国共同筹得，其中一半的基金用于适应减缓

气候变化 (Figure 17.3)。仅 2010 一年，全球环境基金

各项工作共支出 50 亿美元，其中 81% 通过共同筹款协

议获得 (GEF 2010)。

环境官方发展援助

1998-2007 年间，约有 1000 亿美元援助用于环

境领域，约为全球环境援助总额的 15%，而其中最大一

笔资金就是来自于 OECD 的官方发展援助。OECD 的

援助主要用于实现里约协定的目标，援助金由 1999 年

的 51 亿美元增长至 2009 年的 174 亿美元，这一变化

主要源于气候变化方面投入资金的大幅增长。但在环保

领域，组织机制扩增所带来的挑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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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4 响应选项一：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环境目标框架和结果监测

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框架从而将环境保护

和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相结合。拥有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并以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形式实践有利
于重新审视和扩大千年发展目标。同时，我们应该谨记，
我们需要将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支柱，
实现连贯的平衡的结合。

对广大的行动者而言，如政府间的机构、私企、社
会和个人等，这些目标可以作为普遍的参照点。这个框
架表达了提高人类福祉的愿景——因为它在各代人

间都以平等的方式和健康、物质需求、社会关系和安
全息息相关。

这种框架可以用一些目标和衡量指标作为补充，
这些目标和指标则建立在超出 GDP 的举措基础上。
在这样的框架内，次一级的全球环境目标可以充分利
用现有的国际环境公约来进行评价，包括三个里约公
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

图17.5 1980-2050 年关于环境风险对人类发
展影响的情景分析

完善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并达到能降低环境和社会的易

损毁性，且适用于多重角度和不同方案等效果。在每一

阶段都会发生牵涉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式迭代过

程。这一措施将使那些更加实际的计划得到更好的采用，

并对之进行持续的监督，同时还能促进项目产权和问责

制（FAO 2010；UNDG 2010）。在这个背景下，本节将

对下列 6 项相互联系和互补的响应选择进行原理评估：

●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制定环境目标；

● 提高全球环保机构的效率；

● 加大投资，提高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 支持技术创新和发展；

● 强化以权利为基础的举措，保证公正性；同时

● 深化扩宽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

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制定环境目标

《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强调了设定可量化的目标

对于有效监测实施过程、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从全球层面上说，设定目标的群体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如

联合国，也包括社会团体和私人企业组成的联盟等。全

球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地区、各国和本地目标的实现为补

充，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全国性的行动计划。

通过制定和监督全球发展的绩效，《千年发展目标》

（MDGs）是一个典型的以结果为导向促进人类发展的

策略。受此启示，我们也应该制定一个有全球性目标、

以结果为导向的框架来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不仅针对

环境而言，也包括提供清晰的指标来衡量和跟踪进展。

MDG 在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并非尽善尽美，例如

MDG7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执行起来还有一定的挑战性，

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缺乏可衡量的指标（World Bank 

2005）。MDG7 的目标是将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国家政

策及项目相结合，并逆转环境资源的丧失。这是 MDG

体系中唯一没有量化的目标。因此，根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2008 年的报告，MDG7 在“双边捐赠

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项目中常被置之一旁”。

一套更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更有效地应对

环境变化给发展带来的风险。这点通过 2011 年《人类

发展报告》（UNDP 2011）的情景分析可以得到证明。

报告表明，人类发展指数（HDI）得分高的国家更不容

易受到环境风险的影响。这份报告显示了设定一套有助

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必要性。它能使环境、社会和经

济等不同维度得到良好的整合。

有效的监测环境保护的最终结果需要建立量化的

指标或是可以测量的状态，例如水体中硝酸盐的浓度

或某一地区栖息的物种数 （Jordan 等 . 2010）。方法

学技术——如差距分析，目标距离的比较分析和标志

等——能在审议各个国家绩效方面提供宝贵方法。共

同的指标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换，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各级

政府辨别和分享成功的实施方案（Strange 和 Bayley 

2008）。多边环境协议一直致力于发展能描绘环境理想

状态、减轻压力和创造共同举措的全球发展目标。在技

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等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它有望得到良

好的实施。这些目标还在日益细化，以便结果可以通过

量化的指标或量化的状态描述得以认定。

如果在衡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没有清晰的指标，

要实现全球认可的目标将困难重重。通过将可持续发

展引入决策核心，重新审视现行的衡量和监测经济发展

方式和人类福祉的方式将日益重要（Pinter 等 . 2011; 

Stiglitz 等 . 2009）。这需 要 一系 列更 广阔 的 衡 量 经

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度的指标，而不是只依赖

GDP——目前最广泛使用的经济发展指标。早有许多

人都在呼吁这种转型，而测量方面的改革近来在政治

议程中也受到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些努力包括：正在进

行中的由联合国统计司主持的环境核算框架的审阅和

修正，世界银行对净国民储蓄方法的调整，欧洲委员会

超越 GDP 的项目，OECD 的“衡量社会发展计划”以及

UNEP 的“绿色经济行动倡议”。这些举措有助于社会

和环境指标的发展，并使它们聚合在一起作为 GDP 和

传统国民核算方式的补充。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政府，研究所，社会和个人

无论在全球、区域还是国家层次上都可以共同合作，加

入到践行环保目标的过程中。合作的例子包括制定全球

商定目标从而能够：

● 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一定范围，从

而令全球气温的升高同工业革命前相比不多于

2° C，并且通过长期的合作行动，能在平等的基

础上对抗气候变化 (UNFCCC 2010)；

● 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确保生态系统能自我恢

复并继续提供基本的服务，从而保障地球上的

生物多样性，促 进 人类福祉，消除贫困 (CBD 

2010)；

● 治理和阻止沙漠化和耕地退化，减轻干旱给相关

地区带来的危害，从而促进消除贫困和环境可

持续性（UNCCD 2008）。

任何国际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需要因地制宜，

并转化成国家目标，从而有利于在实现目标时进程的量

化，并有助于政策的实施。国际商定指标的进一步发展

和实施可以借助于一些其他措施，如试点，统计部门的

能力建设，同个体、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等。通

过指标跟踪得到的数据经过收集和利用可以通过对外

开放的合作数据库进行维护和共享。设定目标的过程可

以借鉴区域经验，也可以从其他应对地球环境挑战的项

目中获取灵感，如“地球宪章运动”（2011）和《斯德哥

尔摩备忘录：引导使天平向可持续发展倾斜》等。

此外，激励和问责机制也应落实到位，以便于监测

实现目标、确认成果和促进发展的进程。

提高全球机构的效率

成功的环境挑战响应机制需要准确的数据，严密的

分析，行动的一致，有效的执行和对既定政策在各个层

面上的实施。近年来，科学与政策的对接日益加强，在

指标、评估和早期预警系统等领域尤为突出。这离不开

我们在研究、观察、监控和建模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

是信息交流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对这些过程的设定和

治理结构也越发重视，以确保它们科研的独立性、可信

度和合法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能深入有

效的参与（UNEP 2011e)。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加大对

科学 - 政策能力的支持，我们可以消除科研能力的不平

等，从而加强科学和政策制定间的交接。其他方面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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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5 响应选择二： 提高全球机构的效率

将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升到联合国系统支持下的核

心决策中,这一系统由环境、经济和社会机构的相互

合作给予支持。应当加强重点机构之间的合作。这其
中包括建立及加强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和目前由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UNEP 管理的环境管理团
体的各自的工作。

机构框架内的可持续发展：

● 举办科学与政策论坛，其代表来自于现有的环

境评估、科学专家组和信息网，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联
系性，效率，促进满足发展中国家科学策略能力需求
的方式，加强数据收集和科学发现与各类目标群体的
联系。

● 在联合国系统内发起旨在制定全系统的环境战

略磋商程序，围绕那些已经签署国际协议的环境目标

来建立此种程序。UNEP 理事会，联大在环境事务方
面的主要附属机构，可以建立程序，通过任命给 EMG,
让其成为主要的部门间环境组织起草策略，然后设计
出进程，让 EMG 成员的管理组织和其他部门间机构
进行审议和磋商。

● 在国际环境系统内倡议成立战略审议实体，以
便将现实的绩效与期望的效果进行比较，识别出关键
限制因素和机遇条件，概括出可以应对结果的方法。
独立的审议可以帮助辨别现存组织机构的环境要求，
描绘出全球环境管理的真实景象，总结概括出解决首
要问题的方式方法。它可以建立短期和长期目标，确
定完成改革的时间表。它还可以为其他全球公共商品
的相似的评估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模版，奠定联合国持
久改革的基础。

UNEP5 位执行董事齐聚瑞士的格里昂，参与于 2009 年 6 月举行的全球环境治理论坛。会上他们纷纷发言，并支持就气候变化达成国际共识。

© Satishkumar Belliethathan/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ject

试包括，健全数据收集系统，深化合作提高现有的国际

环境评估、科学委员会及信息网络方面的关联性和有效

性，并向不同听众传播科学研究结果。技术可以使资源

的使用者做出更好的决定，也为决策者提供关于环境条

件更准确的、时效性更强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更有效

的应对措施。全球定位系统（GPS）、手机和其他信息

技术（包括社会媒体）的扩散，强化了民众的参与度，

也为制定更一致的决策创造良好的基础。通过让更广泛

的社会群体参与到科学与政策的互动中——同时加大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深度，并将人类福祉的概念同行动和

执行相结合，这个动态的方式将有助于这些机构的发展。

达成全球一致的行动计划需要有效的协调，从全球

层面上讲，这十分困难。在联合国内部，环境问题既为

那些工作职能同环境直接相关的部门所负责，也分属于

其他将环境作为工作重心的机构（UNEP 2011c）。从

2006 年起，关于如何加强国际间环境管理的讨论就十

分活跃。联合国大会从那时起决议探索一个更连贯的组

织框架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些谈判，包括由 UNEP

理事会召开的咨询会议预示着发展、制定、评估和修订

一个系统化的联合国环境策略并合理分工十分必要。将

政府、社会和个体的投入融合所制定的新策略能够加强

跨部门的合作并在联合国体系能实现明确的分工（UNEP 

2011e）。近期一份对环境活动进化活动的评论显示，

在系统内部同样存在可持续的环境资源和能力。（UNEP 

2011f) 通过规范的发展、制定和修订首要策略，它们可

以被运用和良好的利用。

虽然全球环境管理系统的发展十分迅速，关于国际

组织的使命和它们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力却缺乏系统的评

估。缺乏一个在科学上可信的、在政策上合法的评估和

选择来加强国际环境治理工作可能是造成国家间很难达

成共识的原因。2012 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是

启动机构绩效评估的良机，也是强化国际环境治理的有

效策略。这个过程可以仿效《全球环境展望》的具体步骤，

也可采用特别《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的形式。以构建和

强化全球响应分析。科学的可信性可以通过指派任命联

合国系统内外的主要的科学专家，通过广泛科学的全系

统的同行评议来保证。

对应对环境变化而强化的能力进行投入 

增强能力需要多维度有体系的方法。个人、机构、

组织及社会和社区有效落实政策措施的能力与一系列

有形的和无形的观念、资源、策略、技巧等是紧密相连

的 (Aragon 和 Macedo 2010)。GEO-5 的第二部分重

点突出了纯粹的技术援助的不充分性，强调了政府系统、

知识系统、技术系统和共有价值系统在减轻脆弱性和

增强应对环境变化的恢复力方面的重要性。在设计，实

施和评价政策有效性方面的有限能力可以说是对政策

措施成功运行的关键阻碍，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

明显。更多的措施应当集中于能力强化的无形方面，例

如价值观准、合法性、身份和自信心以及其他非资金形

式的激励 (Aragon 和 Macedo 2010)。

行业机构的政策对环境影响的范围大小对环境治

理更有挑战性。在国际的和国内水平上的组织设计将主

管部门的功能分散于各自为政的决策单位中。从 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政府和国际系统就已经努力

弥补信息流动和主管当局之间的缺口。无论是在国内政

府还是在国际系统内，环境部委都相对较弱。经济部委

一直维持其影响，因此，将经济发展的生态外部性内在

化而制定新策略的努力一直比较弱。

很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试着通过制度上的设

计来提高功能性主管部门信息的流动性。例如，法国，

西班牙和美国都建立了环境协调委员会来与其他政府

机构一起弥补环境部门的管理机构职能。在国际层面

上，联合国已经试着鼓励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并且将环

境考虑内在化于其他职能部门的政策中 (Haas 和 Haas 

1995; Ivanova 和 Roy 2007)。

不同层面的政策经验以及最佳实践可以为政策的

制定及能力强化提供良好建议和教训。“全球环境展望

五”的第二部分可以给出一些地区政策设计和实施的

成功案例，例如马尔代夫采取了到 2020 年二氧化碳零

排放的目标。欧盟工业排放指令使得欧洲地区的二氧化

硫的排放大大减少。除了这些，战略环境评估已经有了

使得环境目标可以纳入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案例（专栏

17.1）。

 

能力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挑战是金融资源的紧

缺。对于各个层面的有效环境治理来说，资金的不充足

性和不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限制。但是 2010 年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是 1.2 万亿美元（UNCTAD 2010），这一数

字远远超出了国际组织或 ODA 相关的流。调节平衡私

人投资和提高环境表现力的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可以弥

补金融缺口 (Girishankar 2009)，例如将金融活动与环

境产出相挂钩 (World Bank 2010c)。这类措施包括债

务与自然的掉期交易、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污染物排放

交易、碳融资，还有一些来自于开发金融的工具，例如

绿色债券、小额贷款、保险、其他的风险管理工具及一

些绩效衍生产品 (Sander 和 Cranford 2010)。新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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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6 响应选择三：为应对环境变化的强化能力进行投入

建立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建设框架。这样的框架将
会加强国家执行环境政策的能力，可以成为可持续发
展更广泛体制框架内环境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的现实环境下采取绿色经

济发展路线图。从这种路线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怎样
通过增加公共和私人部门在经济可覆盖的领域，如需
求和供应、服务和技术，这些可以解决前所未有的环
境变化的领域内的投入来使自身生活得到提升的。这
种路线还可以推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市场机制
和监管结构的结合会被用于创造就业和经济活动，但
是适当的政策组合将取决于国家的特有环境和背景。
可用的措施包括公共投资、绿色会计、补贴、税收、收
费、可持续的贸易、创造新的市场、计划、标准、法规、
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建立政策银行。这将促进不同地区有效的环境政
策、设计和实施的案例的分享交流，这其中包括绿色
经济路线图。在早期参与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促进发展
和引领相关改革的前提下，这种政策银行可以为更广
泛的学习、适应和复制提供机会。要将需求和正确的
政策工具相匹配，必须具备便利性或中介机构。政府
和其他主体可以建立分权的、可能是开放的基于网络
的可持续发展政策银行以 :

● 发挥良好实践和推广经验资料库的作用
● 协助政府和利益相关者识别优先干预领域里

的最佳实践
● 提供论坛，为国家需求制定政策展开讨论
● 提供专家使其在某些国家和地方层面可以协助

解决现实应用问题

绿色投资原则。金融战略可以构建在一系列共同
原则上，新的承诺可以解决现有的义务、创造足够的、
可预测的资金来推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生活。这些规
范将用于指引：

● 使现有的和新的改善环境影响和结果的投资更
加环保，这包括环境援助支出将环境主流化；

● 通过新的机制，如绿色税收，来筹集更多的额
外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撬动私人资金的同时应解
决环境问题。

为金融跟踪建立一个专门的系统。定期评估和新
的资金承诺将进一步发展为公私伙伴关系、扩大直接
预算支持，以确保援助中环境的主流化、更有效的参
与到全球进程并改进分析能力。

马累（马尔代夫首都）鸟瞰图。在 2011 年 9 月，马尔代夫启动了一项网上在线运动，对于应该怎样在 2020 年实现碳中和这一问题向国际顶级

的专家寻求帮助。© Lucyna Koch/iStock

出的想法包括先进的市场承诺，这种承诺可以保证公司

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收入以刺激市场，及环境友好技术

的奖励基金。

在国家层面上，需要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来促进大规模绿色投资，为环境优先的公共花费产生

必要的资源并鼓励绿色消费者的选择。这些措施可能

包括生态税收、性能标准、 公共采购策略、绿色融资工

具如：绿色债券，绿色核算机制 (UNEP 2010)。有关环

境产出的税收收入——在电力、取暖燃料、运输燃料、

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水和废弃物等——2007 年

在一些欧洲国家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个百分点，

收入为 4 千亿美元（3040 亿欧元）或总税收和社会贡

献的 6.2%(Georgescu 2010)。此外，有些国家，比如英国，

正在建立绿色基础设施银行或使现有的投资机构绿色

化，而在国际层面上有很多提案要求通过协调征收航空

航运和金融交易税收的形式来大规模地增加额外收入

(Barbier 2012; Steckhan 2009)。

“绿色经济”这一术语产生于 20 年前一本《绿色

经济蓝图》的出版物 (Pearce 等 1989)。作者认为绿色

经济注重环境资产、采用定价政策和监管变化，将这些

价值转化为市场刺激机制。并有必要调整在 GDP 中对

环境损失的经济衡量，以确保当代和后代人的福祉对

绿色经济的重新关注使得大量的报道关注如何推动公

共和私人在不同经济部门进行投入，以协助应对前所

未有的环境变化并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UNEP 

2011 c,2011 d）。绿色经济也存在让人们担忧的方面，

比如：绿色经济可能会创造出一些不可持续的工作，导

致不平等现象，会导致贸易扭曲或者会促发新形式的

绿色保护主义 (UNEP 2011c)。这种担忧需通过现有的

机制来解决，比如，贸易协议、可持续发展三个支柱的

平衡整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加以调整可以引导投

资的路线，以绿色经济发展为目标，帮助确保此类投资

社会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Bina 和 Camera 2011)。

除了为环境保护增加资金投入，另外一项相关的

首要任务是使所有的投资决定 - 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

人的 - 更加绿色。在未来的 20 年，24 到 30 万亿美元

将投资于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CG/LA Infrastructure 

2008)。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挑战是令人生畏的。

机构投资者，政府及一些国际团体的绿色投资准则可以

加速不断增长的承诺使投资更绿色。以上所提到的许多

政策工具会为环境和经济带来机遇和利益（第二部分）。

支持技术创新和发展

在应对最紧迫的全球环境挑战中，技术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先进的和可使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可以帮

助发展中经济体跨越资源密集型、高污染增长的阶段。

这不仅与先进技术的解决方案有关，还与其他适应措施

相关。因为技术系统不仅包括硬件的部署还包括知识、

技能、从传统知识中获取的知识和经验（IPCC 2001)。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提高国内创新能力，包括根据当地

条件改进现有技术，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技术可以顺着供应链改善环境绩效，从资源开采

到制造、运输、到对于消费者更高效、更环保的终端设

备发展。系统层面的技术连接对于变革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智能电网的概念目的在于将电动汽车，电力部门，

信息管理和消费者整合到一个单独的网络中。在成功适

应环境变化方面，从抵御干旱的种子，到有效地灌溉方

法再到洪水防御，技术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是相比直接缓解和适应，技术和技术系统在绿

色转型方面有更广泛的作用。它们在远程与现场检测

环境变化方面、在早期预警系统和新型协同问题解决方

面都起到重要作用。社交网络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

区的环境活动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不可预知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个人能力、公司和机构吸收新

技术和可用资金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地区是不

尽相同的 (Ruggie 2008; Puustjarvi 等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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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8 响应选择四：支持技术创新与发展

加快技术的创新以及推广是任何试图激励环保
型技术向全球绿色经济转变的整体支持框架的关键
要素，包括以下几点：

合作研发。对于早期的竞争前阶段的技术系统开
发，在特定的标准或者行业价值链潜入国民经济和全
球工业系统前（如半导体市场发生的状况一样），环
保型可持续技术的合作研究应该由政府部门以及私
营部门相互协调。模型技术合作协议应该考虑到不同
层次的发展以及司法需求，以此来限制潜在的与专利
权有关的冲突，并且鼓励共同发展。国家实验室也可
以成双成对，或者建立新的多边管理和投资的实验室，
以实现长期的有理想型工业参与的技术目标。

支持知识共享平台。在农业与环境方面的合作方

案，例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对潜在的
利益相关方建议平台予以了示范，可在区域层面为知
识共享架构提供支持。还可以再效仿这些倡议以增加
许多所需要的环保型可持续技术。可在行业层面对开
发并推广这些技术的现有和潜在障碍予以评估，以推
出最适当的激励措施。

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全球奖基金。奖励基金以及
类似的奖项是桥接创新差距（包括为穷人提高可持
续性的技术）的有效手段，如在公共卫生和能源行业
所取得的成绩一样。可以成立一系列的全球技术奖项
在各个支持可持续的领域（尤其是发展中的经济体）
推动创新。这些奖励基金可以作为一个专利池和 / 或
一个相互授权的环境技术部门的储藏库。

专栏17.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机制

在 2010 年的墨西哥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 16 个缔约方 )，政府同意建立一个技术机制以促进
技术合作与转移。这项机制包含一个执行委员会、气
候技术中心以及网络。

这项机制优先考虑的有：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技
术的发展提升；采用和推广环境友好技术和专有技术；
增加公共和私人在技术发展、采用、推广、转让等方面
的投资；国家创新体制以及技术创新中心的加强；以
及国家技术计划——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
与执行。此外，还希望这一技术机制能通过与私营部门、
公共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等的合作激发并鼓励现有和
新兴的环保技术的发展与转让 ，为实现南北和南南

技术合作创造机会。
2011 年 12 月，各国政府通过了在南非德班第

十七届大会上的技术机制形式。由于融资是一直以来
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转换的一大障碍，在德班新建成
的绿色气候基金亦有助于加快实施国际社会设定的
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促进实现低污染以及抵御气候
变化发展途径的范式转变。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进程一直是很有帮助的论坛，能够发起全球
政府间的技术转让程序，但与其他的多边环境协议合
作，如《生物多样性公约》， 也是保证技术的发展和转让，
实现其它全球环境的目标势在必行的。

Tûranor 星球太阳号，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动力的船，由 500m2 太

阳能电池板组成，是首辆完成环球旅行的太阳能船。 © Tatiana 

Kakhill/iStock

在环境挑战面前，解决技术鸿沟是国际谈判中的

关键问题。自 1990 年开始，发达国家已经同意采取一

切可行的措施鼓励绿色科技和知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但这一议程一直进展缓慢，原因在于对于构成技术转让

的要素是什么这种问题都存在长久的分歧。大规模的

技术转让过程并不是那样简单，因为大多数的技术被私

有部门拥有而非政府。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现存的技术转让管理体制持

批判态度，因为谈判和获得信息的交易成本过高，技术

的获得被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什么受保护什么不受保

护没有一 个清晰的界定 (Li 和 Correa 2009; Barton 

2007; Hutchison 2006; Commiss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002)。

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影响根据行业

的不同而不同 (Barton 2007)。中国和印度，在技术发

展与获得方面，尽管存在障碍，还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Puustjarvi 等 2003)。Maskus（2010 年）认 为，尽管

专利权与知识产权事实上或许并不能限制获得环境可

持续技术，但在专利权中可能需要对受益加以区分，例如，

" 与许可承诺相关联的专利期限的预先延长，加快环境

可持续技术的专利审查，在专利透明度上和范围界定方

面的努力，以及建立自愿的专利池 "。

技术创新有潜力降低实现全球经济目标的成本

（OECD 2010）。实施绿色政策的花费往往比预计的要

低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技术进步。技术研

发的投资大部分是由私营部门进行，事实上也日益全球

化。但政府行为以及国家政策能够帮助撬动市场的力量，

通过创新解决环境挑战。为加快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体的技术流动所做的努力，包括了 UNFCCC 的决

定—创建一个新的技术机制（见专栏 17.7）。

要建立以及加强不同行业，尤其是发达经济和发

展中经济之间的创新链接，国际合作是必须的。这不仅

仅是因为许多转型的方法涉及复杂的技术系统变化以

及新型的工业模式，还有待大规模的验证。国际合作研

究有助于减少专利池风险、分享信息（OECD2011b），

以及克服私营部门投资的障碍。然而，创新合作主要是

一项国内的而非国际性的活动。一项对六个清洁能源部

门的调查显示，只有 1.5% 的专利是相互认定的，列出

了多个公司或机构作为专利的联名拥有者，而这些联合

专利只有 2% 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和

机构共享的 (Lee 等 2009)。

加强基于权力的方法、获取得环境正义

在保证政府持续实现环境目标以及保障采纳有助

于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环境政策等方面，人权和环境

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环境权益中，几项重要的发展

非常明显。不合理地利用环境对人类健康带来了不良影

响，被视为违反人权 (Kravchenko 和 Bonine 2008)。

另外，全球认可的人权框架越来越强调人类福祉、环境

健康，以及社会生态恢复的交集 (Campese 等 2009; 

ICHRP 2008; Jeffery 2005; Hunter 等 2001)。这为可

持续性的环境决策奠定了一定基础。

然而，在环境方面当前人权框架仍过于软弱，不能

确保公民能够保护他们自身利益、无法向政府问责。在

某种程度上，全球层面有关环境权的法律主要是软性

法律， 地区法院和司法机构并不总是能够确保他们的

决定生效，这就使得各个州能够轻易避免责任。例如，

非洲人权委员会决定 , 在尼日尔三角洲的石油勘探污染

影响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违反了非洲宪章中的环境清

洁权利，然而这个决定从未生效。与此相反，1998 年实

施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 会议在获取信

息、公众参与决策、获得司法环境问题的公约——奥尔

胡斯公约——表明有效的程序性权利和国家验收可以

有效地保护人民和环境。在某个地区或全球推广使用这

种方法是各国（UNECE 2011) 与非政府组织 (Barreira 

2012;UN-NGLS 2007) 使里约原则 10 生效的一种方

法。2011 年，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一项鼓励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区域以外的国家加入的决定，以及这样做

的一个简化的程序 , 在全球范围内创建一个途径来宣

传国际环境权益条约提供的保护。

虽然环境权利是被广泛认可的 , 在国家层面上要

全面获取环境正义是难以实施的。由于地方无法进入

法庭，使得法律系统的有效性受到阻碍，缺乏财政资源 ,

距离法院远和语言障碍是主要的挑战。此外，国家实

体并不总是能理解他们在环境和人权法律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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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9 响应选择五：加强维权方法，获得环境正义

要认识到人权、环境权益以及国家责任之间的联

系，它们能够为实现更好的环境绩效打下基础，将这

些权利纳入决策过程。应该促进理解如何通过国与国
和跨区域层面的最佳实践学习来实现这一目标。现有
的人权平台可以为不同的角色，包括国家，学术界以
及社区团体提供对话，加强并更加透彻地理解。

创建一部全球性的法律文件，或一系列区域性文

件，以此增强信息获取、公共参与以及环境正义的获
取——基于里约宣言原则 10，并考虑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奥尔胡斯公约（1998）中获得的经验。 

创建共享的法律规范作为行动基础。在全球范围
内，已经出现大量的软性法律规范，以公平、负责的态
度保护环境。然而，还需要一套法律程序将这些规范

硬化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和责任，这样便可以提供
共享的法律规范作为行动基础。

识别并支持不同种类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土著
系统，来确保正义。尽管许多正式的和替代性纠纷解
决系统正在不同的论坛被研讨，（设在地方的）国家
法院也在给予非本国国民在环境方面的索赔寻求裁
决的权利，但是，仍然需要有一个承认并支持这类争
端解决过程的程序。

建立创建一个国际环保法庭的程序，来解决违反
环保标准的行为。同意建立一个国际环保法庭的程序
是改善解决纠纷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基于在地区范围
和人权领域内现有司法系统的经验来构建是非常有
必要的，可以避免重复也能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

尼日尔三角洲一个村庄附近的石油钻塔俯瞰图。在最近的几十年里 , 这个三角洲面临着广泛的环境退化，破坏了可持续环境管理以及拥有清洁

环境的权力。© Eric Miller/Still Picturesock

(Serra 和 Tanner 2008)。通过增强公民和国家能力来

加强国家体系的全球和区域投入可有助于获取正义。

尽管具有局限性 , 软性法律依然可以在转移环境

实践的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公民倡议提供依据，

包括要求获得重要的生计资源 , 如土地和水；要求政府

重审他们当前的实践；以及加强公众在环境决策中的参

与度（特别是在公民权利受到影响时）。例如，根据《联

合 国 原 住 民 人 权 宣 言》(UNDRIP)（United Nations 

2007），联合国同意其一切活动均得在对这些权力认

同的基础之上开展。例如，联合国关于减少砍伐森林和

森林退化产生的排放 (UN-REDD) 的项目，争取通过赋

予免费的预先知情同意权来将 UNDRIP 规定的权利纳

入其实践和政策之中。联合国大会对水和卫生设备权 

(Gupta 等 2010)的认可是促进人权的另一个明确进展。

在国家层面，1992 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已经

作为一个分配国家和公民权利和责任的框架而被广泛

接受。重要的是，软性法可以促进硬性法协议——奥尔

胡斯公约是作为对里约宣言的原则 10 的响应而谈判的

(UNCED 1992)。

鉴于目前在人权制度方面的局限，在国际层面上，

关于环境司法系统的优缺点又有新一轮的争论。讨论

的解决措施范围从（建立一个）能够增强环境申诉机

制的国际法庭到将环境以及相关平等权利转变为法律

(Klabbers et al. 2009)。许多模型已经被提出作为国际

环保法庭（IEC）的模板，其可作为国际法院的一审法院，

提出决策和 / 或咨询意见；或者作为国际常设仲裁法院

的一个专业环保法庭；或者提供类似于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构的一系列程序——谈判、调解、仲裁和审判。为

了促进国际环保法庭，国际法院环境联盟（2011）为此

提出三个要素：

● 法院或法庭应该有专门的环境法官或一个能够

解决当前国际法和环境科学间差距的程序；

● 它的常务职位应当由非国家行为体担任，提供的

案例满足实质性的阈值，也就是说与案例相关

或具有实质性意义。

●  法院应当包含普通法原则——照章办事，这将

使国际环保法优先进入正规秩序。

然而，传统的裁决面临一些严重的约束，这在解决

国际资源争端（比如，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共享）时会

降低法院的有效性。通过分析国际法院和法庭判决的

效用，显示出四个类别的局限：

● 当事人可以拒绝接受审判；

● 司法决定或许无法解决纠纷的有利面；

● 不守规则的人不被处罚；以及

● 争议或冲突会重复出现 (Spain 2011)。

这些局限性可以通过采用综合的方法解决和消除

争端来克服。然而，成功的解决国际资源争端基本上取

决于可用的机制——司法或其他手段——要考虑到非

国家行为者的积极参与 , 以及合法、公平、快速地解决

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

加深和拓宽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复杂

多变（如第 1 部分中显示的），除公共机构所采取的行

动外，还需要一系列的军事干预。第 2 部分中所描述的

许多解决方案还要求民间团体、私人部门参与者、媒体、

学术和研究机构等的集体行动。

支持全球环境治理的公民社会参与方所发挥的

作用在过去 40 年中有了进展，创建了从地方水平到全

球水平发挥作用的小组，提供连接全球政策与当地行

动的方法。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和政府间机构更灵

活，因此可以为寻求和实现解决方案提供快速支持。他

们经常有能力进行深入研究，收集和传播数据，并支持

评 估 和监 测 (Gemmill 和 Bamidele-Izu 2002)，与此

同时提升意识、动员群众。同样 , 学术机构可以通过在

科学和技术上的支持给予信任为全球响应提供独特的

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一道有助于提高公众参

与度 , 创建和维护知识网络，促进知识和想法的传播 

(Ramos 2009; Eriksson 和 Sundelius 2005; Stone

和 Maxwell 2005)。近期推出的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大学伙伴关系（GUPES），是由 UNEP 为来自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领导人计划的，用以协商、共享、

以及学习的平台。这为国际组织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提供

了一个可能的模式。

在向绿色经济的过渡之中，企业以多种方式、不同

规模参与进来，可以为全球响应带来附加值。《蒙特利

尔议定书》是成功的国际环境条约的样板，谈判时的关

键要素是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该条约的起草并支

持其实施。把企业当做合作者而非选民，他们可以参与

到问题、决策以及实施中来 (Ivanova 等 2007)。一些

会因首先采取行动而从中受益。虽然蒙特利尔议定书在

范围上相对有限，在政策决策方面相当简单，这个战略

依然可以为其他的协议和倡议提供有用的经验。

企业也率先推出私营部门的认证计划，这是一种环

境治理的新方法。供应链管理指导方针通过森林管理

委员会和海洋管理委员可有效促进林业和渔业方面的

可持续实践 (Auld 等 2008; Cashore 等 2004)；并通

过联合国全球契约有效建立更广泛的全球标准的企业

社会责任 (Ruggie 2001)。 这些努力取决于合理的制

度设计，包括国家层面合法的第三方验证和支持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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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11 城市和气候行动

世界上的许多城市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这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举足轻
重的地位。大部分城市的努力都用于缓解而不是适应
上 (Hoornweg 等 2011)，超过 2000 个城市现在致力
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ICLEI 2010)。他们为应对气候
变化所采取的行动是复杂的 , 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反
映了在国际谈判中有限的进步带来的挫败感，以及城
市领导者为回应公民的担忧而采取行动的愿望。

城市地区和地方政府的气候行动具有全球维度。
城市之间也相互学习，南北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在全球
范围内，网络和实体积极应对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景象
是新兴的但是也是分裂的，这包括 C40 城市气候领导
组织 ,ICLEI - 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 , 气候变化世界市
长理事会，市长盟约和欧洲地区气候联盟和美国市长

会议气候保护协议。
在国家政府和国际层面上，城市气候行动得到越

来越多的认可。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京都议定书》最初不包括任何给予城市的角色定位，
但这种状况已经改变。第十六次坎昆缔约方大会将地
方政府作为全球气候变化中关键的政府层面的利益相
关者，并在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决议中多次提及。最
近 ICLEI——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呼吁建立一个涵盖
各级地方政府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作为多利益相关
方体系中合作制定政策、实施和问责内容的一个组成
部分 (Otto-Zimmerman 2011)。欧盟为促进社会创
新还呼吁建立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城市环
境和能源问题中采用了全面的方法（EC2011）。

加拿大温哥华，利用 2010 年冬季奥运会将自身提升为一个更环保、

可持续、更有弹性的城市。© Amanda Mitchell

专栏 17.10 社交学习

社交学习包括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的社区通过正
式或非正式的进程共享知识和经验 , 从而帮助解决创
新问题，来应对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社交学习不仅
是关于人际关系以及个人的变化，集体的态度和心态，
也与应对新挑战的实用手段和制度变革相关 (Pahl-
Wostl 2006)。社交学习平台包括，例如，生物技术公
民陪审团 (Pimbert 2011)，乐施会气候对话以及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的社会论坛。

获取技术和信息对于有效的社交学习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 , 但并不充分。管理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动态
交流都是重要因素。它们决定共享哪些知识和经验，
以及如何共享使用。为了有效实施，社交学习需要开
放交流 , 参与已有的决策圈之外的活动，考虑多种
类型的知识，以及无限制的思考和反省 (Woodhill 

2010；Keen 等 2005；Schulster 等 2003)。 
在全球范围内,社交学习可以通过促进机构开放，

横向和纵向的多层次治理，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社区之
间的对话等来促进。促进强劲的全球反响的社交学习
包括特定的方式：

● 促进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学习网络技能——
南南，全球两代人之间的对话以及公共和私
有部门；

● 交叉参与者和多人参与者参与国际决策，如每
年召开的缔约方会议；

● 提高透明度和信息的获取；
● 对实验和变化的支持；
● 完善监测、定期审议政策，利用精确的分析进

行试验，对成功或失败提出快速反馈。

未来在我们的手中：获取信息和技术至关重要；随着公众参与度的增加，开放的沟通和知识传播能够引发从全球到地方层面采取集体行动，

反之亦然。© Peeter viisimaa/istock

府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明确清晰的关系，以

及相关的公众意识。最初专注于一个领域的计划有助

于类似的方法被应用于其他方面 , 比如公共和企业的

意识以及经验的培养。同样 , 全国性计划有时被提升到

区域或国际水平。然而 , 环境政策自愿的方式存在危险，

包括它们的不可执行性，薄弱的监督体制，以及缺乏透

明度 (OECD 1999)。

 地方政府的合作和参与是公众参与的另一个重要

环节 。例如 , 城市已经开始着手于他们自己的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专栏 17.11）。虽然像这样的自下而

上的举措可能不会产生必要程度的变化，但是积极主

动的措施为有效政策的执行、参与以及反馈提供了渠道

(Otto-Zimmerman 2011)。

在创建社会变革条件方面，公共行业是最基本的

机构，而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也是核心机构。《里约宣

言》第十项原则的实施可以在响应环境问题时，给个人，

私营部门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更多的权利。这一原则认为

任何个人都应当拥有获取公共权威部门所掌控的环境

信息的合理途径。国家应当通过使信息可被广泛利用的

方式来提高公众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虽然利益相关

者参与到了政府间事务中，公私伙伴关系也通过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有所发展，但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利用现代信

息手段和交流技术更深入更广泛的参与将使社会在面

对大规模的环境变化时做出更好的准备。公民社会和私

营部门可以携手为可持续性建立一个利益相关者网络，

这一网络建立在现有结构之上，旨在为实现国际商定的

目的和目标来动员大家的行动。

当前的决策过程倾向于关注短期效果，这就可能

会有损于后代的发展。对于将管理策略适应于可持续

发展来说，明确的未来方向非常重要，而有远见是决策

进程中的常规部分 (de Lattre-Gasquet 2009; Green

和 Stewart 2004)。应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机制，以此来

提高新生代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政 府 可 以 从很 多层 面 来 提 高 新 生 代们 的 声 音

(Brown Weiss 1992)。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办公室，负责

确保在决策过程中要将未来几代人的利益考虑在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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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主办城市里约热内卢。 © Zxvisual/iStock

专栏17.12 加深和拓宽利益相关方参与

为可持续发展构建一个利益相关方网络。通过改
善现有结构、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传媒包括社交媒体，
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和私营部门可能会被邀请来探讨如
何建立利益相关方网络。这一网络可以用来帮助识别
公共部门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里约宣言》相关的
第十条原则下才能实施，这一原则与信息的获取和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有很大关系。第十条原则可以作为一
个平台来调动新的伙伴关系，从而使其朝着实现国际
目标的方向行动，例如可持续发展的框架目标，以及

向包容性的绿色经济的过渡。
成立一个代际大会。这种大会机构可以为未来的

领导者和可持续性榜样人物的互动和可持续未来的共
同愿望提供机会。创建两代人之间联系的大会机构，
这一想法可以作为当前建立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之上的改革进程中的一部分。至于具体的效果 , 大会
还可以通过一些创新工具来拓展信息渠道，实现责任
共担。创新工具要支持决策，包括建立一个在环境治
理和管理方面具有创新概念的全球数据库。

责调查投诉，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警告。各国在他们

的国家法院和行政机构也应当为未来几代人的利益树

立榜样。另外一种方法是指定监察专员或者委员，他们

必须在国际，国内和当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从而维护

后代人的利益。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推崇这后一种

方法，在有些国家，例如匈牙利，已经设立了调查员，在

国家法律中调查员的义务就是确保社会和环境条件能

有利于后代人（JNO 2010）。

结论：响应地球系统的挑战

国际社会在对 2007 年的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并将

其 GEO-4 进程的一部分时，为解决环境挑战提出了承

诺和建议。但是环境政策的范围极其实施速度还都远

远不够。为减轻潜在的压力而付出的努力——包括提

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减缓气候变化——可能会取得一

些成功，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五年已经过去，现在更为清晰的是没有什么全球万

能药或者单一的全面解决方案就能解决环境挑战。相反，

在战略、价值观、原则、投资和措施方面应该采取集体

行动，并国家、国际社会及其机构紧密相结合。最终，人

类生存环境的改善要依靠于个人、国家和全球社会通过

减缓和适应行动对环境变化所作出的响应。而多边合作

的形式需要不断进行审议以保证其有效性，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能力问题的关键挑战依然有待解决。

 

正如 GEO-5 所呈现的那样，尽管存在巨大的挑战，

仍有巨大的机会可以使提升战略以帮助将全世界人民

引入新的轨迹来扭转负面的环境趋势，而且在人类社会

范围内解决制度框架内的不平等和不充足现象。国际

社会还应对可以解决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的解决方案

进行投入，而非仅仅关注恶化的症状，这包括通过设计

和机构组织使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到创新性的政策框

架。调整后的反映全球规模的系统、全面基于成果的全

球方法可以在本章所概括的六个响应选项中找到答案。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 里约 + 20) 为国

际社会评估现状、评估成就和不足提供了一个机会，而

且也刺激了全球变革响应。它对于国际社会，从单个国

家到联合国，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国际社会在解决这些

复杂问题挑战时发挥了政治领导作用。本章识别了诸多

的响应选择，可一起可以帮助社会解决全球环境变化所

带来的问题。虽然它们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它们可以清

晰系统地揭示出有没有进步。此外，评估和集体学习可

以识别出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而这，反过来又可

以将调整和适应管理作为应对全球治理更大更有系统

性的方法的一部分。

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必须是跨部门、跨规模、

跨时间的。权力和问责制必须分配到决策的各个层面，

还要包括国家之外的一系列行为主体并强化其能力。

在全球层面上 , 设计和执行有效措施，以此来推动

公民、公司、机构、网络和政府间的合作，制定政策并付

诸行动，仍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突显合作成果和

分享目标可以使人们更有胆量去努力克服障碍和过去

的轨迹 , 扭转曾经被认为是不能克服的、不可持续的趋

势。在一个充满了挑战与不平等的前景面前，取得进步

的回报往往是模糊的。最后 , 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一切可

能性—体现了全世界年轻人的乐观主义 , 创造力和潜

力—投资一个可持续、令人向往的环境会是最有效的、

有意义的全球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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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 5》进程

“如果要想到达可持续发展，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不要绝望，不要被它压垮，我只要

求你们回家做力所能及的事。”

旺加里·马塔伊 (1940-2011)，诺贝尔奖获得者

使命

2009 年 2 月，作为 UNEP 审视全球环境的全部使
命的一部分，第二十五届 UNEP 理事会 / 全球部长级环
境论坛再次确认全球环境展望（GEO）的使命，向执行主
任提出以下请求：

“持续开展全面、综合和科学的全球环境评估；避免重

复并建立持续性的环境评价工作；从持续的对科学的，全球

环境变化的政策关联信息需求（包括对跨领域议题和指标组

件的分析）出发，来协助各层次的环境决策流程。”

及：

“通过包括决策案例研究的分析，这其中包括环境、经

济、社会和科学的数据与信息、其投入与收益以确认有前途的

决策加速完成国际商定的目标，比如那些在2000年千年峰会

上的共识和多边环境协议，从而加强GEO-5所制定政策的实

用性。”

(UNEP/GC.25/2/III) (http://www.unep.org/gc/gc25/

Docs/Proceedings-English.pdf).

2011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经济和金
融）进一步核实了对第五次全球环境展望 (GEO-5) 的
支 持 ( 决 议 A/C.2/66/L.57) (http://daccess-dds-
ny.un.org/doc/ UNDOC/LTD/N11/601/65/PDF/
N1160165.pdf)。

目标、范围和进程

2010 年 4 月举办的，包括 91 个政府代表和 55 个
其他主要利益方在内的全球政府间及多方利益相关者
的最终声明界定并接受了 GEO-5 的对象、范围和进程。

目标

最终声明通过确认以下评估对象重新重申了上面的
授权：

● 在适当的水平提供一个全面、综合和科学的全球
环境评估以支持环境决策过程 ;

● 联合各国政府、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相关利
益团体来支持和提升 GEO-5 的科学性、政策关
联性和合法性 ;

● 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合作，或包括南南合作、三
方合作在内的其他方式合作去加强推进持续性
工作的能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型期
的国家去进行各个水平的环境监测和评估 ;

● 适当的通知 UNEP 的策略指导与其他相关联合
国机构 ;

● 通过包括决策案例研究的分析，包括环境、经济、
社会和科学的数据与信息、其投入与收益以确
认有前途的决策加速完成国际商定的目标，比
如那些在 2000 年千年峰会上的共识和多边环
境协议 ;

● 通知并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进程以及从朝这些
协定目标推进的会议讨论中学习 ;

● 鉴定 GEO-5 主要议题中的数据缺失问题。

范围

在之前 GEO 报告的基础上，GEO-5 会继续提供
全球环境的现状、趋势和展望的分析。GEO-5 和之前的
GEO 报告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强调国际共识并提供
加速完成这些目标的手段。GEO-5 包括三个不同但密
切相关的部分。

第一部分 评估和关键的国际共识，例如千年峰会
目标和那些多样的多边环境协议相关的全球环境
状态和趋势。这些评估是建立在国家、宗教和全球
的分析和数据库的基础上。

第二部分 根据相关的国际共识进行协商，给每个
地区优先选取一些环境主题。这些地区评估会确
认和评估那些能够加速完成既定目标的有前途的
政策回应。

第三部分 确定有潜力去促进朝可持续发展转变或
有可能引发全球共识的建议。
咨商会向 UNEP 提出了需强调的十个关键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帮助定义了 GEO-5 评估
的范围并指导这些进程。

第一部分的关键问题

i.  全球环境当前的驱动因素、状态、趋势和展望
是什么？

ii.  环境当前的驱动因素、状态和趋势反映了迈向
满足国际共识的进程吗？

iii. 地球系统的生命支持功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
导致这些挑战的原因各是什么？

iv.  现在的监控、观察活动和制度安排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控制环境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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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 内容发展 和评审阶段 产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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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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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咨询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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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EO-5 的发展：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v.  完成既定目标的主要的差距和障碍是什么？

第二部分的关键问题

vi.  每个区域哪项国际共识是其优先目标？
vii. 每个地区的采用什么政策能够最大化的加速

完成国际共识？
viii. 哪项政策选择能够有利于环境监测和发挥其

决策时的作用？

第三部分的关键问题

ix.  哪些政策方法适合扩大化来以便加速完成国
际共识？

x.  长期来看，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持续性改变和
创新？

进程

2010 年 3 月的磋商也提供了巩固 GEO-5 进程的
方向：

● 采用最有效的、科学的政策和技术 ;
● 组织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以保证科学可信度、政

策相关性和评估的合法性。通过透明操作，组
织由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名的专家组成的
有关各种学问的小组 ;

● 成立三个顶级咨询小组：一个为专家提供指引的

高级政府间咨询小组，一个保证 GEO-5 进程科
学性的科学和政策咨询委员会，一个为 GEO-5
进程提供核心数据支持的数据和指示工作小组 ;

● 将这个评估服从于广泛的科学的专家同一级的报
告和政府报告 ;

● 通过让发展中国家专家参与，来继续致力于可持
续发展能力 ;

● 用一种有好的方式去向目标群体传播关键信息
和发现。

合作伙伴和合作

GEO-5 的发展有众多合作者参与，其中包括 UNEP
内部，以 及 UNEP 和交叉学科专家、研究机 构网络与
GEO 的合作中心，他们都为 GEO-5 进程付出了宝贵的
时间和有用的知识。讨论会要求致力于 GEO-5 内容建
立的专家，包括评论者和咨询组、应由政府或者其他主
要利益相关者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进行提名，并根据
IPCC 的规定公开透明化提名进程。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
受提名的专家学者由 UNEP 秘书处聘用，同时考虑性别
和区域平衡。

章节专家小组

GEO-5 报告有 17 章。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专家工
作小组去提出概念、研究、起草、修订和最终定稿。超过

310 作者参与了内容的建立。每个章节专家小组在两到
三个主要作者的协调领导下由 5-38 名专家组成，并得
到 UNEP 章节调整者的支持。其他章节专家小组包括主
要作者和贡献作者。

GEO-5 学者

GEO-5 继续 坚持 在 2005 年 GEO-4 建立的学 者
计划。在 GEO 进程中，这将会吸引到刚涉足于各自专业
领域的职业者，他们能够在参与全球环境评测的过程中
获得经验。共有来自 18 个国家中的 21 个研究者参与了
GEO-5。

项目扩展工作组

项目扩展工作组由每个章节专家小组的一名成员组
成，同时还有 UNEP 专家。这个小组为 GEO-5 准备全面
的扩展策略，鉴别目标受众和相关会议，并向其宣传发现。

审查进程

GEO-5 评估经过了 300 多个专家参与的三轮审查；
第一轮是和 UNEP 间进行的内部评论；第二轮是政府和
UNEP 泛网络科学与政策专家之间进行的，包括政府提
名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最后一轮是在政府和来自自然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科学家之间进行的。最后一轮专
家评论是在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帮助下独立进行

的同行评议。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向其全球专家
网络号召评论者，然后根据他们的领域，同时考虑到性
别和地域平衡挑选合适的专家。在最后的专家同行评议
中，每一个章节都有三到四名在本章节覆盖领域拥有丰
富经验的科学评论者。科学和政策咨询董事会在 GEO-5
发展进程和所有的评论阶段为每个章节的作者提供指
导，评论者和 UNEP 秘书处确保这个进程是非常科学可
信的。

GEO-5 顾问小组

建立三个外部专业顾问机构去支持评估过程。

政府间高级顾问小组

这个小组包括来自 UNEP 全部六个地区的 20 名高
级政府代表。这个小组用全球环境目标框架（更多细节
见 http:/geg.informea.org/goals），为 GEO-5 的评估
鉴定国际共识，为 GEO-5 作者和其他小组制定战略性
的建议去帮助他们的目标评估。他们也对 GEO-5 政策
制定者的总结的建设和内容提供初步指导，并对准备政
府间谈判而做定稿的专家们提供更深入的指导。此外，
整个评估过程都对 UNEP 提供了特别的指导，尤其是
对 GEO-5 进程和 20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相关进程的校准。2010 年和 2011 年小组开了三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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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政策顾问委员会

委员会包括 18 名杰出的科学家和来自于政策团体
的高级代表，他们在 2011 年会面了两次。这个委员会
负责通过对 GEO-5 的全进程提供指导来加强评估的
科学性和政策相关性。他们为评估提供高级策略建议、
标准和指导，并回顾进程；对评估进程采取一个中期的
和最终的评价。

数据和指标工作组

小组在 2011 年 5 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在核心数
据和指示的使用上为评估进程提供支持。他们和专家们
一起确定优先环境指示剂和可用的数据集，同时也包
括数据缺失和相关问题。

协商进程

UNEP 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都会组织的全球和地区
协商会议。下面是 2009 年 12 月开始召开的关键会议。

GEO-5 计划会议

UNEP 的 GEO 专 家 和 熟 悉 GEO 进 程 的 专 家 在
2009 年 12 月和 2010 年 1 月举行了两场会议。会议集
中回顾了先前 GEO 进程中所学习到的经验和管理委员
会 25/2/III 决议。专家们向 GEO-5 全球政府见和多方
利益相关方协商会阐述了 UNEP 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对
未来全球评估的展望。

全球政府间和多利益相关方协商会议

2010 年 5 月的协商会界定了 GEO-5 的范围、对象
和进程。

区域协商会议

2010 年 9 月和 10 月召开了七次地区协商会。每次
协商会都有该地区的很多利益相关者参加，会议会决定
该地区的五个或六个主要的环境挑战，达成相关问题的
国际共识，同时确定该地区潜在的政策选择，这些措施
的履行能够加速完成既定目标。

政策专家会议

2010 年 10 月，一个包括每个地区提名的一名政
策专家在内的专家组，也包括一些独立政策专家，参加
了 GEO-5 地区政策分析，去讨论政策分析的挑战。

参加在韩国光州举行的背书 GEO-5 政策决策者摘要政府间会议的

参会者

全球成果和作者会议

2010 年 11 月和 2011 年 9 月有两次全球成果和作
者会议召开讨论和发展 GEO-5 章节内容和大纲，提出
评审意见，总结。

章节工作组会议

为准备、回顾和修改每个章节的草案而召开的会议
超过 30 场。

政策制定者摘要会政府间会议

2012 年 1 月在韩国广州召开了一个开放式的政府
间会议，协商并支持 GEO-5 政策制定者摘要（SPM）。
这次会议有 53 个政府参加，支持摘要，展示了 GEO-5
政策相关发现并作为单独文件发布。GEO-5 政策制定者
摘要（SPM）在 2012 年的第十二次理事会特别会议暨
环境问题全球部长级论坛上发布。

GEO-5 的 发 布 正 与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大 会
（Rio+20）的最终准备阶段同步，这是在联合国环境
和发展大会（里约地球峰会）二十年后，制定向可持续
发展过渡的议程。GEO-5 突出了地球和她的人类目前状
况、发展趋势和展望，展示了 100 多个积极改变全球环
境的先驱性的倡议、项目和政策。GEO-5 所强调的不是
拖延行动的危险，而是从理论到实际的可持续发展过渡
的选择。

更多信息见于 www.unep.org/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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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Rs 减量、复用、再生                

 4Rs 减量、复用、再生、再思考

 ABC 大气棕色云

 ABS 获利与惠益分享

 ACCOBAMS 黑海地中海和毗连大西洋海域鲸鱼类动物保

护协定

 ACP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ACC 适应气候变化

 ACS 加勒比国家联盟

 ACSAD 阿拉伯干旱区域研究中心

 ACTO 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

 ADFEC 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

 ADB 亚洲发展银行

 AEM 农业环境措施

 AEWA 非欧亚迁徙水鸟协定

 AHTEG 技术专家特别小组

 AICS 澳大利亚化学物质清单

 AIDS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征

 ALR （加拿大）农用土地储备

 AMAP 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

 AMCs 先进市场委托

 AMCEN 非洲环境部长级会议

 ANAM 巴拿马国家环保局

 AOAD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

 APVMA 澳大利亚农药兽药管理局

 AQG 空气质量指南

 ASCLME 阿古拉斯和索马里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ASCOBANS 关于波罗的海和北海小鲸目动物的协定

 ASEAN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ATS 南极条约体系

 AZEs 零扩展站点联盟

 BBOP 商业和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

 BC 炭黑

 BCLME 本格拉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BFP 森林保护计划（巴西）

 BPA 双酚

 BRIC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CAA 净化空气法案（美国）

 CAC 命令与控制

 CAFÉ 燃油经济性标准（美国）

 CAN 安第斯共同体

 CAP 共同农业政策（欧盟）

 CAPRADE 安第斯灾害预防委员会

 CAR 中非共和国或

  中央艾伯丁裂谷

 CARICOM 加勒比共同体

 CAS 复杂适应系统或

  美国化学文摘社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欧盟）

 CBNRM 社区自然资源管理

 CBR 毛出生率

 CCAD 中非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CCCCC 加勒比气候变化中心

 CDC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M 清洁发展机制

 CDEMA 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机构

 CEB 联合国执行首长协调理事会

 CEC 环境合作委员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CEPA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案

 CEHI  加勒比环境将抗研究所

 CEPREDENAC 中美洲灾害预防中心

 CFC 氯氟烃

 CFU  社区森林单位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

 CH4 甲烷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LRTAP 远程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CMC 化学管理中心

 CMP 化学管理计划

 CMS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

 CO  一氧化碳

 CO2 二氧化碳

 CONAVI 全国住房委员会

 COP 缔约方会议

 COSEWIC 加拿大濒危生物状态

 CRED 流行病学灾害研究中心

 CRP 自然保护区计划（美国）

 CSA 环境服务证书

 CSCL 化学物质控制法

 CSD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SP 保护支持计划（美国）

 CSIRO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澳大利亚）

 CSO 公民社会组织

 CSRP 亚区域渔业委员会

 CZMU  海岸带管理单位（巴巴多斯）

 DAC 发展援助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DALY 伤残调整生命年

 DDT 二氯二苯三氯乙烷

 DESA 经济社会局（联合国）

 DEWA 1）早期预警和评估处（UNEP）或

  2） 迪拜水电局

 DPSIR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

 DRC 刚果民主共和国

 DRR 降低灾难风险

 EA 生态系统方法

 EAC 东非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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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F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EAP 欧盟环境行动规划

 EBA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CESA 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联合国）

 ECHA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LAC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E 能源效率

 EEA 欧洲环境署

 EC 欧洲委员会

 EU 欧盟

 EIA 能源信息协会（美国）或 环境影响评价

 EIONET 欧洲环境资料和观察网

 EKC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M-DAT 紧急灾难数据库

 EMEP 欧洲监测和评价方案

 EMG 环境管理小组（联合国）

 ENRM 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世界银行）

 EPA 环境性能评估 或 环境保护署（美国）

 ERS 经济研究所（美国农业部）

 ERMA 环境危险物管理机构

 EQIP 环境质量激励计划（美国）

 ES 地球系统

 ESA 环境易受破坏地区 或 欧洲太空总署

 ESI 环境服务指数

 ESS 地球系统科学

 ETS 排放交易计划

 EU 欧盟

 EUROBATS 欧洲蝙蝠种群保护协议

 Ex-COPs 巴塞尔 - 鹿特丹 - 斯德哥尔摩公约特别会议

 EWS 预先警报系统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IBA 阿尔金国家基金会

 FIT 上网电价

 FIT-FIR 先在权力优先（或优先占有法）

 FLORES 林地资源化展望系统

 FON 自然之友

 FONAFIFO 由国家森林商业基金支持

 FONAG 水资源保护基金

 FSC 森林认证委员会

 G7 7 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

美国

 G8 8 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

英国、美国

 GAPS 全球大气观测计划

 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

 GCF 绿色气候基金

 GCLME 几内亚洋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GCM 大气环流模型

 GCP 总细胞产品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EMS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GEO 全球环境展望

 GEOSS 全球地球观测系统

 GESAMP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专家组

 GHG 温室气体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ISS 戈达德太空研究所

 GLASOD 全球土壤退化评价

 GM 全球机制

 GMO  转基因生物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PA 为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影响的全球行动纲领

（全球行动纲领）

 GPCP 全球降水气候学计划

 GPI  真实发展指标

 GPW 网格世界人口

 GUPES 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学合作联盟

 GW 吉兆瓦

 GWP 全球水伙伴 或 全球暖化潜势

 GWSP 全球水系统计划

 HAB 有害藻华

 HCFC 含氯氟碳氢化合物

 HCH 六氯环己烷

 HDI 人类发展指数

 HFA 兵库行动框架

 HFC 氟代烷烃

 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即艾滋病毒 HIV）

 HKHT 兴都库什 - 喜马拉雅 - 青藏高原

 HLCP 高级政策委员会

 HLIAP 高级政府间咨询小组

 HS 协调制度

 HTAP 空气污染半球传输

 HWS 人类水安全

 IAEG 跨机构和专家小组

 IATTC 泛美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BA 重要鸟类栖息地

 ICARM 综合沿海和河流管理

 ICCA 土著社区保护区域

 ICE 环境国际法院

 ICHRP 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

 ICLEI 国际环境地方行动委员会

 ICLZT 综合轮耕农作物、畜牧生产和免耕作业

 ICRISAT 国际半干旱热带地区农作物研究所

 ICT 信息通信技术

 ICZM 综合海岸带管理

 IDB 泛美开发银行

 IDMC （挪威难民理事会）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EA 国际能源署 或 综合环境评估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GRAC 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

 IIASA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SD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JC 国际联合委员会

 ILBM 湖泊流域综合管理

 ILC 土著和地方社区

 ILEC 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

 ILM  综合土地管理 或 原住民土地管理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MPACT 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分析模型

 INBO 国际流域组织网

 INVERMAR 智利三文鱼工业协会

 IOC UNESCO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IOMC 跨组织化学品无害管理计划

 IP 知识产权

 IPA 本土保护区

 IPA CIS 独联体各国议会大会

 IPAT 影响 = 人口 * 富裕程度 * 技术

 IPBES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R 知识产权

 IPSI 国际里山倡议联盟

 IPSRM 国际可持续资源管理小组

 IRP 综合资源规划

 ISDR 国际减灾战略

 ISEW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ITPGRFA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ITF 国际交通论坛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WI 国际流域倡议组织（北美）

 IWM 综合流域规划和管理

 IWRM 水资源综合管理

 JHU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

 JPOI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JPoI 联合实施计划

 JRC 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LAS 阿拉伯国家联盟

 LECZ 低海拔海岸带

 LDC  1）最不发达国家 或 

  2）伦敦倾销协定：防止倾倒废料及其他物质污染海

洋公约

 LDCF 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

 LEZ 低排放区

 LIFDC 低收入缺粮国家

 LME 大海洋生态系统

 LPG 液化石油气

 LRTAP 远程越境空气污染

 MA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P 地中海行动计划

 MARPOL 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

 M&E 监测和评估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DTF 多捐助方信托基金（联合国）

 MEA 多边环境协议

 MERCOSUR 拉丁美洲南部共同市场

 MMWD 马林市政供水区

 MFA 物质流核算

 MINAM 秘鲁环境部门户网站

 MMAs 海洋管理区域

 MPA 海洋保护地

 MSC 海洋管理工作委员会

 MSW 城市固体废弃物

 N2O 一氧化二氮

 NAAEC 北美环境合作协议

 NAFA 国有林管理局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MA 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NASA 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

 NBI 尼罗河流域国家组织

 NBSAP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NEG/ECP 新英格兰州州长 / 东加拿大总理

 NEPA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美国）

 NEPA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

 NEPAD 非洲新伙伴发展计划

NEPAD CAADP  NEPAD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NERC 国家能源研究中心（约旦；叙利亚）或

  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英国）

 NPP 净初级生产

 NGO 非政府组织

 NH3 氨气

 NHX 氨和铵

 NHANES 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

 NICNAS 国家工业化学品通告评估署

 NOAA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

 NOWPAP 西北太平洋海洋和沿岸地区环境保护、管理和开发的

行动计划

 NO2  二氧化氮

 NOX 氮氧化物 

 NPRI 国家污染物排放目录（加拿大）

 NRTEE 环境与经济全国圆桌论坛

 NMVOCs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

 O3  臭氧

 OCP 有机氯农药

 ODA 海外发展援助

 ODS 消耗臭氧层物质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 淘汰杀虫剂

 OPRC 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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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OSPAR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PA 保护区

 PAEC 古巴节能项目

 PAH 多环芳烃

 PBDE 多溴联苯醚

 PCB 多氯联苯 [

 PCT 多氯三联苯

 PERI 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美国）

 PES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M 悬浮微粒

 PM2.5 直径小于 2.5 μm 的悬浮微粒

 PM10 直径小于 10 μm 的悬浮微粒

 POP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PCDAm 保护和控制亚马逊森林的行动计划

 PPP  购买力平价

 PROCEL 国家电力保护计划（巴西）

 PSP 麻痹性贝类中毒

 PTC 生产税抵免

 QSAR 定量构效关系

 R&D 研究与开发

 RAFNET 卢旺达农林间作网络

 RCP 代表性浓度路径

 REACH 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计划（欧盟）

 RE 可再生能源

 REC 可再生能源信贷

 REFIT 可再生能源收购

 RES 可持续能源系统

 REDD 减少滥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碳）排放

 REMP 可再生能源的总体规划

 REMPEC 地中海海洋污染事故紧急处理中心

 ROPME 环波斯湾国家海洋环境保护地区组织

 RPBR 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护区（洪都拉斯）

 RPS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RWH 雨水集蓄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ICM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SCCF 特殊气候变化信托基金

 SEA 战略环境评价

 SFM 森林可持续经营

 SEEA 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SEMARNAT  环境和自然资源部

 SICA 中美洲统合体

 SIDS 小岛屿国家联盟

 SLCF 短寿命气候驱动物质

 SLM 可持续土地管理

 SNACs 重大新活动控制

 SNS 自然圣境

 SNURs 显著新种使用规则

 SOE 国有企业

 SoE 环境状况

 SOER   欧洲经济区环境状况报告

 SOX 硫氧化物

 SO2 二氧化硫

 SPB 可持续发展政策银行

 STAR 资金透明分配体系

 SST 海水表面温度

 SWF 主权财富基金

 TCO 传统公有土地

 TBNRM 跨界的自然资源管理

 TEAP 技术与经济评估小组（蒙特利尔议定书）

 TEEB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

 TEK 传统生态知识

 TEU 传输扩展单元

 TFCA 跨国自然保护区

 TK 传统知识

 TM 技术机制

 TMDL 日最大总负荷

 TRI 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美国）

 TRIPs 与贸易有关的国际产权协议

 TSCA 有毒物质控制法案（美国）

 UK 英国（联合王国）

 UN 联合国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ED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UNCL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SD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TA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DG  联合国发展集团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RIP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C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加勒比海环境规划署

 UNEP-PCFV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清洁燃料与清洁车辆伙伴关系

 UNEP-WCMC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F 联合国森林论坛

 UNHCR 联合国难民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TAR 联合国培训和研究学院

 UN-REDD 减少发达国家由毁林和森林退化而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的联合国倡议

 UNSD 联合国统计司

 UNU  联合国大学

 UNWTO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SA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 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

 UV 紫外线（A 和 B）

 VITEK 传统生态知识的活力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PvB 高积累、高持久的生物毒性物质

 WAIS 西南极洲冰原

 WCI 西部气候倡议（北美）

 WFD 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O 西印度洋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

 WS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TP 支付意愿

 WUE 水资源利用效率

 WWAP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

 WWDR 世界水发展报告

 WBC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

 WHC  世界遗产公约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ZZE 经济和生态分区



贡献者 贡献者 503502

贡献者

GEO-5 作者团队

第1 章 驱动力 : Susana B. Adamo,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Jane Barr, independent expert, Canada; David Laborde Debucquet,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USA; Elizabeth R. 
Desombre, Wellesley College, USA; Thomas Dietz,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Matthew Gluschank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Konstadinos Gouli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Jason Jabbour, UNEP, Kenya; Yeojoo Kim,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Marc A. Lev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USA; David Lopez-
Car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Catherine P. 
McMulle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Canada; Alexandra C. Morel,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USA; Ana 
Rosa Moreno,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Mexico; 
Siwa Msangi,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USA; 
Matthew Paterson,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Batimaa Punsalmaa, 
Water Authority, Ministry of Natur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Mongolia; Eugene A. Rosa,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USA; Paul F. 
Steinberg, Harvey Mudd College, USA; Ray Tomalty,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Craig Townse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第 2 章 大气 : May Antoniette Ajero, Clean Air Initiative-Asia 
Center, Philippines; Susan Casper Anenberg,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Paulo Artaxo,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razil; 
Geir Braathen,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Luis Abdon Cifuentes,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olica de Chile, 
Chile; Lisa Emberson,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UK; Sara 
Feresu, University of Zimbabwe, Zimbabwe; Kevin Hicks,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UK; Msafiri Jackson, Ardhi University, Tanzania; 
Johan C. I. Kuylenstierna,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UK; 
Yousef Meslmani,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Syria; Nicholas Muller, 
Middlebury College, USA; Frank Murray, Murdoch University, Australia; 
Seydi Ababacar Ndiaye, Labo de Physique et de l'Atmosphere et de 
l'Ocean, Senegal; Emily Nyaboke (GEO Fellow),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Climate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s 
Centre, Kenya; Nguyen Thi Kim Oanh,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ailand; T.S. Panwar,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Linn Persson,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weden; Drew 
Shindell,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USA; Sara Terry,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Eric Zus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第 3 章 土地 : Magdi T. Abdelhamid,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Egypt; T. Mitchell Aide,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USA; Bjorn Alfthan, 
UNEP/GRID-Arendal, Norway; Fethi Ayache, Universite de Sousse, 
Tunisia; Asmeret Asefaw Ber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 
USA; Saturnino (lun) M. Borras Jr.,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Philippines; Chizoba Chinweze, Nnamdi Azikiwe University, Nigeria; 
Tahia Devisscher,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UK; Tom P. Evans, 
Indiana University, USA; Jana Frelichova,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Czech Republic; Lawrence Hislop, UNEP/GRID-Arendal, Norway; Carol 
A. Hunsberger,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Jason Jabbour, UNEP, 
Kenya; Shashi Ka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David Lopez-
Car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Hillary Masundir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Botswana; Juan Albaladejo Montoro, Centro 
de EdafologTa y BiologTa Aplicada del Segura,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Tficas, Spain; William K. P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Narcisa G. Pricope (GEO Fellow),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Roberto Sanchez-RodrTguez,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Bjorn Schulte-Herbriiggen, UNEP-WCMC, UK; Jessica Smith, 
UNEP-WCMC, UK; Carlos Souza Jr., Amazon Institute of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Brazil; Tracy L. Timmins (GEO Fellow),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Hector Francisco del Valle, Centro Nacional 
Patagonico, Argentina; Joris de Vente Centro de EdafologTa y BiologTa 
Aplicada del Segura,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Tficas, 
Spain; Leo C. Zulu,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第 4 章 水 : Maite Aldaya, BotTn Foundation, Spain; Hermanni 
Backer, Helsinki Commission, Finland; Erica Brown Gaddis, SWCA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s, USA; Paul Roger Glennie, UNEP-DHI Centre 
for Water and Environment, Denmark; Yi Huan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Hans Giinter Brauch, Frei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Peter 
Koefoed Bj0rnsen, UNEP-DHI Centre for Water Environment, Denmark; 
Salif Diop, UNEP, Kenya; Mariele Evers, Leuphana University of 
Lueneburg, Germany; Carlo Giupponi, University of Venice Ca' Foscari, 
Italy; Sherry Heilem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France; Gensuo Jia,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Ljubomir Jeftic, independent 
consultant, Croatia; Alioune Kan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Tiina Kurvits, UNEP/GRID-Arendal, Norway; Robin 
Mahon,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Barbados; Walter Ra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USA; Santiago Reyn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rdoba, 
Argentina; Lisa Speer,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USA; Jaap 
van Woerden, UNEP, Switzerland; Roy Victor Watkinson, Roy Watkinson 
Environmental Consulting Ltd, UK; Judith Weis, Rutgers University, 
USA.

第 5章 生物多样性 : John Agard,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Trinidad 
and Tobago; Dolors Armentera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Colombia; Mario Baudoin, San Andres University, Bolivia; Kabir 
Bavikatte, Natural Justice, South Africa; Bastian Bertsky, UNEP-
WCMC, UK; Neil Burges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Stuart 
H.M. Butchart, Birdlife International, UK; Joji Carino,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Forum on Biodiversity, Philippines; William W.L. Cheung,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Ben Collen,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UK; Nigel Dudley, Equilibrium, UK; C. Max Finlayson,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Australia; Leslie G. Firbank, University of Leeds, 
UK; Rodrigo Fuentes,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Philippines; 
Alessandro Galli,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Italy; Yogesh Gokhal,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Simon Hales, 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 Marc Hocking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Robert Hoft, Secretariat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anada; J. Carter Ingram,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USA; 
Valerie Kapos, UNEP-WCMC, UK; Justin Kitz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Ashish Kothari Kalpavriksh, Environment Action Group, 
India; Linda Krueger,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USA; Melodie 
A. McGeoch, South Africa National Parks, South Africa; Thomasina 
E.E. Oldfield, Traffic International, UK; Christian Prip,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Denmark; Camilo Garcia Ramirez,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Colombia; Kent H. Redford,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USA; Monica Marcela Morales Rivas (GEO Fellow),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Colombia; John G. Robinson,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USA; Alison M. Rosser, UNEP-WCMC, UK; Jorn 
P.W. Scharlemann, UNEP-WCMC, UK; Holly Shrumm, Natural Justice, 
South Africa; Damon Stanwell-Smith, UNEP-WCMC, UK; Heikki 
Toivonen, 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 Finland; Bas Verschuuren, 
WCPA Specialist Group on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of Protected 
Areas, Netherlands; Johanna von Braun, Natural Justice, South Africa; 
Matt Walpole, UNEP-WCMC, UK.

第 6章 化学品和废弃物 : Ricardo Barra, University of Concepcion, 
EUL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entre, Chile; Borislava Batandjieva, 
Consultancy Services, Bulgaria; Arthur Russell Flegal J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Walter Giger, Giger Research Consulting, 
Switzerland; Ivan Holoubek, Research Centre for Toxic Compounds 
in the Environment, Masaryk University, Czech Republic; Heather 
Jones-Otazo, Health Canada, Canada; Liu Lili, Basel Convention 
Coordinating Center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China; Philip Edward 
Metcalf, Independent Consultant, British/South African; Karina Silvia 
Beatriz Miglioranza, 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Mar del Plata University, Argentina; Monica Patricia Montory 
Gonzalez (GEO Fellow), University of Concepcion, Chile; Adebola A. 
Oketola (GEO Fellow), University of Ibadan, Nigeria; Oladele Osibanjo, 
Basel Convention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the African Region, University of Ibadan, Nigeria; Pierre 
Portas, Waste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Centre, Switzerland; Ian Ra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Martin Scheringer, Institute for 
Chemical and Bioengineering, Eidgeno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irich, Switzerland; Claudia ten Have, UNEP, Kenya; Roy Victor 
Watkinson, Roy Watkinson Environmental Consulting Ltd, UK.

第 7 章 地球系统视角 : Genrikh Alekseev, Arctic and Antarctic 
Research Institute, Russia; Opha Pauline Dub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Botswana; Niki Frantzeskaki, Dut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itions, Netherlands; Benjamin Gaddis, SWCA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s, USA; Andrew Githeko,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Kenya; 
Jill Jager, independent expert, UK; Pushker Kharecha,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USA; Derk Loorbach, Dut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itions, Netherlands; Neeyati Patel, UNEP, Kenya; 
James Reynolds, Duke University, USA; Johan Rockstro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weden; Jan Rotmans, Dut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itions, Netherlands; Vladimir Ryabinin,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Jiansheng Ye (GEO Fellow), Lanzhou 
University, China.

第 8章 数据需求 : Charles Davies, UNEP, Kenya; Ashbindu Singh, 
UNEP, USA; Jaap van Woerden, UNEP, Switzerland.

第9章 非洲: Ameer Abdulla,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Centre for Mediterranean Cooperation, Spain; Osman Mirghani 
M. Ali, University of Khartoum, Sudan; Adnan A. Awad,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Habtemariam Kassa Bela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Ethiopia Office, Ethiopia; Kerry W. 
Bowm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Rannveig K. Formo, UNEP/
GRID-Arendal, Norway; Marina Gomei, World Wildlife Fund, Italy; 
Charlotte Karibuhoye,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e du Banc d'Arguin, 
Senegal; Winnie Lau, Forest Trends, USA; Masego Madzwamuse, 
independent consultant, South Africa; Clever Mafuta, UNEP/GRID-
Arendal, Norway; Jennifer Clare Mohamed-Katerere, independent 

expert, South Africa; Francis Mwaura,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Valerie Rabesahala, independent consultant, Madagascar; Sachooda 
Ragoonaden, Indian Ocean Commission, Mauritius; Bevlyne Sithole, 
Shanduko Centre for Agrarian Research, Zimbabwe.

第 10 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 Iskandar Abdullaev,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Uzbekistan; Raquibul Ami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Thailand; Yumiko Asayam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Magnus Bengtsso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Robert Dobias, USAID/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oject Preparation Facility for Asia-Pacific, 
Thailand; Mark Elder,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Rodrigo Fuentes, ASEAN Biodiversity Centre, Philippines; 
Anirban Ganguly,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Prodipto 
Ghosh,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Guibin Jiang,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Mikiko Kainum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Yatsuka Kataoka,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Peter N. King,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Thailand; Robert Kipp,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Marie Leroy,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Studies, Science 
Po, France; Keping Ma,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Vishal Narain,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dia; Simon Hoiberg Olsen (GEO Fellow),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Shavkat Rakhmatullaev,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Uzbekistan; Nilapha Ratanavong (GEO Fellow), Regional Resource 
Centr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ailand; Jianbo Shi,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Diana Suhardiman,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 Southeast Asia, Indonesia; Poh Poh Wong,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Shiqiu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第 11 章 欧洲 : Thomas Bernauer,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itzerland; Olga Chkanikova (GEO Fellow), Lund 
University, Sweden; Sophie Cond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France; Karine Danielyan,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Armenia; 
Nicolai Dronin,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Lisa Emberson,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UK; Joyeeta Gupta,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Netherlands; Naira Harutyunya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Anastasia Idrisova,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Pavlos Kassomenos, University of Ioannina, Greece; Olena 
Maslyukivsk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Ukraine; 
Ruben Mnatsakania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Nora 
Mzavanadz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Alexander 
Orlov,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 USA; Mirjam 
Schomaker, independent consultant, Switzerland; Jerome Simps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ungary; Asa Swartling,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weden.

第 12 章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Andrea Brusco, UNEP, Panama; 
Ligia Castro, CAF - Development Bank of Latin America, Panama; 
Antonio Clemente (GEO Fellow), Water Center for the Humid Tropic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anama; Keston Finch,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Elsa Galarza, Universidad 
del Pacifico, Peru; Silvia Giada, UNEP, Panama; Alexander Girvan,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Mayte Gonzalez, The 
Nature Conservancy, Panama; Keisha Garcia, The Cropper Foundation, 



贡献者 贡献者 505504

Trinidad and Tobago; Mark Griffith, UNEP, Panama; Gladys Hernandez,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la EconomTa Mundial, Cuba; Guillermo 
Castro Herrera,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er, 
Panama; Paul Hinds,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pplied 
Arts of Trinidad and Tobago, Trinidad and Tobago; Martha Macedo de 
Lima, Barata Instituto Oswaldo Cruz, Brazil; Arturo Flores MartTnez, 
SecretarTa de Medio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 SEMARNAT, 
Mexico; Graciela Metternicht, UNEP, Panama; Ana Rosa Moren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Mexico; Ernesto Guhl 
Nannetti,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IDES, Colombia; 
Keith Nichols, Organisation of the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 St. 
Lucia; Rodrigo Noriega,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er - CIDES, Panama; Daniel Fontana Oberling,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Martin Obermaier,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Mary Otto-Chang, independent consultant, 
Jamaica; Aida Pacheco, Universidad del Pacifico, Peru; Maurice 
Rawlins (GEO Fellow),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Andrea Salinas, UNEP, Panama; Asha Singh, CaribInvest (West Indies) 
Limited, Guyana; Michael Taylor,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Jamaica; 
Elisa Tonda, UNEP, Panama; Angel Urena, Panama Canal Authority, 
Panama; Oscar Vallarino, Panama Canal Authority, Panama; Ernesto 
Viglizzo,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rgentina; 
Jessica Young, MarViva Foundation, Panama; William Will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Joanna Noelia Kamiche Zegarra, 
Universidad del Pacifico, Peru.

第 13 章 北美洲 : Robert Adler, University of Utah, USA; Jane Barr, 
independent expert, Canada; John Campbell, US Forest Service, 
USA; James Dobrowolski,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A; Jose 
Etcheverr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Catherine Hallmich (GEO 
Fellow),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anada; Jim 
Lazar, The Regu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 USA; Philippe Le Prestre, 
Universite Laval, Canada; Lailai Li,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Thailand; Alexander Kenn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Canada; Lori Lynch,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Russell M. Meyer,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USA; Robin 
Newmark,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USA; Janet Peace,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USA; Julie A. Suhr Pier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USA; Marc 
Sydnor, University of Denver, USA; Stephen Yamasaki, EcoTerra 
Solutions, Canada.

第 14 章 西亚 : Asma Abahussain,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Ibrahim Abdel Gelil,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Egypt; Mohamed 
Abdulrazzak, Independent Expert, Saudi Arabia; Anwar Abdu Khalil,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Mohammad S. Abido, Damascus 
University, Syria; Fouad Abousamra, UNEP, Syria; Mukdad Al-Khateeb,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Iraq; Maha Al-Sabbagh,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Lulwa N Ali, Kuwait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uwait; Mahmoud Al-Sibai, Arab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Arid Zones and Dry Lands, Syria; Hashim Al-Sayed, University of 
Bahrain, Bahrain; Abdullah Droubi, Arab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Arid 
Zones and Dry Lands, Syria; Amr El-Sammak,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Egypt; Ahmad Fares Asfary, Independent Expert, Syria; Nesreen 
Ghaddar,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Mohamed Abdel 
Raouf Abdel Hamid Aly, Gulf Research Center, Egypt; Amir Ibrahim, 
Tishreen University, Syria; Mohammad Abdul Rahman Hassan, Dubai 
Municipality, UAE, Muhyiddine Jrad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Ahmed Khalil,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d Sea and Gulf of Aden, Sudan; Abdel 
Hadi Mohamed,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Sudan; Amr El-Sammak and 
Ahmed Ali Salih,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Sudan.

第15章 区域总结 : Jane Barr, independent expert, Canada; Ludgarde 
Angele Elisa Coppens, UNEP, Kenya; Nicolai Dronin,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Amir El-Sammak,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Jose Etcheverr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Lailai Li,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Thailand; Clever Mafuta, UNEP/GRID-Arendal, 
Norway; Catherine P. McMulle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Canada; 
Renat Perelet, Institute for Systems Analysis, Russia; Flavia Rovira (GEO 
Fellow),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omicas, Uruguay; Asha Singh, 
CaribInvest (West Indies) Limited, Guyana; Joanna Noelia Kamiche 
Zegarra, Universidad del Pacifico, Peru.

第 16 章 情景和可持续性转变 : Pinar Ertor Akyazi (GEO Fellow), 
Bogazici University, Turkey; Rob Alkemade,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Andrea Bassi, 
Millennium Institute, USA; Livia Biziko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ada; Villy Christense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Fabio Feldmann, consultant, Brazil; Martina 
Floerke, University of Kassel, Germany; Jill Jager, independent expert, 
UK; Marcel Kok,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Paul Lucas,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Diane Mangalagiu,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Washington Ochola, Regional University Forum for Capacity Building, 
Kenya; Begum Ozkaynak, Bogazici University, Turkey; Trista Patterso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USA; Natalia Pervushina 
(GEO Fellow),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Laszlo Pint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ngary/Canada; Weishuang Qu, Millennium 
Institute, USA; Kilaparti Ramakrishna, Woods Hole Research Center, 
USA; Claudia Ringler,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Germany; John Shilling, Millennium Institute, USA; Darren Swans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ada; Detlef 
van Vuuren,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第 17 章 全球响应 : Ibrahim Abdel Gelil,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Ivar Baste, Directorate for Nature Management, Norway; 
Satishkumar Belliethathan, Horn of Africa - Regional Environment 
Centre/ Network, Ethiopia; Vivien Cam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inea-Bissau; 
Bradnee Chambers, UNEP, Kenya; Melissa Goodall (GEO Fellow), 
Yale University, USA; Joyeeta Gupta,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Netherlands; Peter M. Haa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USA; Zerisenay Habtezion, Harvard University, USA; Achim Halpaap, 
UNITAR, Switzerland; Maria Ivanov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SA; Peter N. King,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Thailand; Marcel Kok,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Bernice Lee, Chatham House, UK; 
Marcus Lee, The World Bank, USA; Slobodan Milutinovic, University 
of Nis, Serbia; Jennifer Clare Mohamed-Katerere, independent expert, 
South Africa; Trista Patterso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USA; Felix Preston (GEO-Fellow), Chatham House, UK.

科学同行评审人 (由 ESSP协调 ): Keigo Akimoto,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the Earth, Japan; Mahmoud Ali, Arab 
Organizat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yria; Erik Ansink,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Netherlands; Masroor Ellahi Babar, University 
of Veterinary and Animal Sciences, Pakistan; David Barkin, Universidad 
Autonoma Metropolitana, Mexico; Janos Bogardi,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Philippe Bourdeau, Director (ret.) DG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Josep Canadell, Marine and Atmospheric Research,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Australia; Graciela Ana Canziani, Universidad Nacional del Centro 
de la Provincia de Buenos Aires, Argentina; Andrea Birgit Chavez 
Michaelesen, Universidad Nacional Amazonica de Madre de Dios, 
Peru; Kevin Cheung,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Antonio Cruzado, 
Oceans Catalonia International SL, Spain; Shobhakar Dhak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Serigne Fay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Marina Fischer-Kowalski, Alpen 
Adria Universitaet, Austria; Amadou Thierno Gay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Mark O. Gessner, Ber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ermany; Evgeny Gordov, Institute of Monitoring of 
Climatic and Ecological Systems, Russia; Dagmar Haase, Helmholt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Germany; Itsuki Hando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Japan; Nick Harvey,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Lars Hein, Wageningen University, Netherlands; 
Gerhard J. Herndl, Roy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ea Research, 
Netherlands; Shu-Li Hua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Falk Huettmann, University of Alaska-Fairbanks, 
USA; Ada Ignaciuk, Earth System Sciences Partnership, France; 
Muhammad Mohsin Iqbal, Global Change Impact Studies Centre, 
Pakistan; Louise Jack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Sharad 
Jain,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oorkee, India; Ian Jenkinson, 
Agency for Consultation and Research in Oceanography, France; 
Rainer Krug,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Nelson Lourenco, 
IGBP-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Global Change, 
Portugal; Angela M. Maharaj,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Miyuki 
Nagashima,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the Earth, 
Japan; Daiju Narita,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Germany; 
Isabelle Niang, University of Dakar, Senegal; Patrick Nunn,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Australia; Jay O'Keeffe, Rhodes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Jean-Pierre Ometto, Brazil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ace 
Research, Brazil; Ursula Oswald Sp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Mexico; Claudia Pahl-Wost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Germany; Nirmalie Pallewatta, University of Colombo, Sri 
Lanka; Henrique M. Pereira,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Erika Pires 
Ramos, Brazilian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Renewable Natural 
Resources, Brazil; German Poved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Colombia; Francesc Prenafeta, Institute of Agrifoo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pain; Seema Purushothaman, Centre for Conservation 
Governance and Policy, ATREE, India; Dork Sahagian, Lehigh 
University, USA; Galia Selaya, Madre de Dios-Pando Consortium, 
Bolivia; Mika Sillanpaa, Lappeenrant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inland; Maria Siwek,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Life Sciences, 
Poland; Erika Techera,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Holm 
Tiessen,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Brazil; 
Klement Tockner, Institute of Freshwater Ecology and Inland Fisheries, 
Germany; Aysun Uya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Japan; Emma Archer van Garderen,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South Africa; Tracy Van Holt,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USA; 
Stefano Vignudelli,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taly; Hassan Virji, 
International START Secretariat, USA; Angela Wagener,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Hong Yang,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witzerland.

高级别政府间顾问小组 : Rajender Ahlawa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India; Hussein A. Al-Gunied, Ministry of Water and 
Environment, Yemen; Wahid Al-Shuel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Oman; Liana Bratasid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ndonesia; Burcu Bursal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ry, 
Turkey; Sandra De Carl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Mantang 
Cai,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Jorge Laguna Celi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exico; Guilherme da Costa, Secretariat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inea Bissau; Raouf 
Dabba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Jordan; Martijn Dadem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etherlands; Idunn Eidheim,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orway; Prudence Galeg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of Nature, Cameroon; Nilkanth Ghosh,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India; Rosario Gomez,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eru; 
Xia Guang,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Han 
Huiskamp,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etherlands; Jos Lubbe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etherlands; John Michael Matuszak,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Samira Nateche, Ministry of Land and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Algeria; Kim Thi Thuy Ngoc,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ietnam; Jose Rafael 
Almonte Perdom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ominican Republic; Majid Shafie-Pour-Motlagh,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Iran; Van Tai Nguyen,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Policy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ietnam; Jiang We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Albert Williams,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Vanuatu; Daniel Ziegerer, Federal Office of Environment, 
Switzerland.

科学和政策顾问委员会 : Asma Ali Abahussain,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Pinhas Alpert, Tel Aviv University, Israel; Torkil 
Jonch Clausen, UNEP-DHI Centre for Water and Environment, Denmark; 
Ahmed Djoghlaf, Secretariat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anada; Susanne Drog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Germany; Kejun Jiang,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Nicholas King,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Denmark; Filipo Lansigan, University of Los Banos, Philippines; Anne 
Larigauderie, DIVERSITAS, France; Emilio Lebre La Rovere, Laboratorio 
Interdisciplinar de Meio Ambiente/COPPE/UFRJ, Brazil; Jacqueline 
McGlad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Denmark; Luisa T. Molin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Toral Patel-Weynand,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USA; Nicolas Perritaz,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Switzerland; Carlos A. Quesada, 
University of San Jose, Costa Rica; Chirapol Sintunawa,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Sandra Torrusio, National Commission of Space 
Activities, Argentina; George Varughese,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Group, India; Robert Watson,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al, Food and 
Rural Affairs, UK.

数据和指标工作组 : Asma Ali Abahussain,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Ezgi Akpinar-Ferrand,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Turkey; 
Barbara Clark,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Denmark; Sandra de 
Carl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Volodymyr Demkine, UNEP, 
Kenya; Alexander Gorobets, Sevastopol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Ukraine; Eszter Horvath,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SA; 
Koffi Kouadi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Water and Forest, Cote 
d'Ivoire; Murari Lal,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Fiji; Samwiri 
Musisi-Nkambw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Botswana; Ambinistoa 
Lucie Noasilalaonomenjanahar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Madagascar; Toral Patel-Weynand, US Forest Service, USA; Muham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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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r Sheikh, Global Change Impact Studies Center, Pakistan; 
Ashbindu Singh, UNEP, USA; Anil Kumar Thanappan, Environmental 
Agency - Abu Dhabi, UAE; Susan Tumwebaze, Makerere University, 
Uganda; Hector Tuy, University Raphael Landivar, Guatemala; Jaap van 
Woerden, UNEP, Switzerland.

UNEP 扩展团队 : Henry Aguilar, Mozaharul Alam, Jacqueline Alder, 
Jacqueline Alvarez, Meryem C. Amar, Neville Ash, Margarita Astralaga, 
Mario Boccucci, Vivienne Caballero, Christopher Corbin, Mara 
Angelica Murillo Correa, Artie Dubrie, Heidelore Fiedler, Alex Forbes, 
Amy Fraenkel, Sandor Frigyik, Joanna Granados, Julie Greenwalt, 
Moustapha Kamal Gueye, Niklas Hagelberg, Jonathan Gilman, Silja 
Halle, Ampai Harakunarak, Arab Hoballah, Melanie Hutchinson, David 
Jensen, Bob Kakuyo, Khaled Klaly, Alexander Koch, Fanina R. Kodre-
Alexander, Nicolas Kosoy, Angela Lusigi, Janet Macharia, Kaj Madsen, 
Katarina Magulova, Isabel MartTnez, Patricia Miranda, David H.W. 
Morgan, Richard Munang, Masa Nagai, Theodore Oben, Young-Woo 
Park, Wahida Patwa-Shah, Alex Pires, Ravi Prabhu, Purna Rajbhandari, 
Jean Jacob Sahou, Andrea Salinas, John Scanlon, Yasmin Shehata, 
Gemma Shepherd, Guido Sonnemann, Tunnie Srisakulchairak, Angele 
Lu Sy, Claudia ten Have, Dechen Tshering, Stephen Twomlow, Carla 
Valle-Klann, James Vener, Kamar Yousuf, Massimiliano Zandomeneghi, 
Max Zieren.

其他联合国机构 : Russel Arthuton, IOC of UNESCO; Magaran 
Bagayoko, WHO; Juan Carlos Belausteguigoitia, The World Bank; 
Ruhiza Jean Boroto, FAO; Christopher Briggs, UNDP; Seon-Mi Choi, 
UNDP; Henrik Oksfeldt Enevoldsen, UNESCO; Jose Escamilla, PAHO; 
Jose Javier Gomez, UN ECLAC; Jacob Gyamfi-Aidoo, UNDP; Peter 
Holmgren, FAO; Mahendra Joshi, UNFF; Mikhail Kokine, UN ECE; Lars 
Gunnar Marklund, FAO; Johnson Nkem, UNDP; Emilio Pinto, PAHO; 
Hitomi Rankine, UN ESCAP; Mukundan Pillay, WHO; Paul Steele, 
UNDP; Terrence Thompson, WHO; MarTa Noel Vaeza, UNOPS; Walter 
Vergara, The World Bank; Margarita Zambrano, UNHCR.

外部评审人 : Asma Ali Abahussain,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Mohammad Abido,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Mariam Akhtar-
Schuster, Desertnet International, Germany; Stephanie Aktipi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Dhari Al-Ajmi, Kuwait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uwait; Jean Albergel,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eveloppement, France; Mukdad Al-Khateeb,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raq; Habiba Al Marashi, Emirates Environmental Group, 
UAE; Sergio Alvarez,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ural and Marine Affairs, 
Spain; Li An,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USA; Matheus Marques 
Andreozz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Michelle Andriamahaz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adagascar; Fabio Franca Silva Arauj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Fethi Ayache, Universite de Sousse, 
Tunisia; Julio Cesar Baen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Robert 
Bakiik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Livelihood Improvement 
Bwaise Facility, Uganda; Jan Bakkes,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Zoltan Balint, FAO, Hungary; Martha 
Macedo de Lima Barata, Instituto Oswaldo Cruz, Brazil; Alisson 
Barbieri,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 Brazil; Garfield 
Barnwell, Caribbean Community Secretariat, Guyana; Stephen Bates, 
Department of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 Water Population and 
Communities, Australia; Adriana Panhol Baym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Douglas Beard, US Geological Survey, USA; 
Asmeret Asefaw Ber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 USA; Martial 
Bernoux,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eveloppement, France; Alka 

Bharat, Maulana Azad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dia; Janos 
Bogardi,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Hans-Georg Bohle,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Marcel Bovy, Sustainability Guidance, Netherlands; 
Andreas Brink, Joint Research Center - European Commission, Italy; 
Carmen Burghelea, University of Vigo, Romania; Nadia Bystriakov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UK; Jillian Campbell,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USA; Rita Cerutti, Environment Canada, Canada; Antony 
Challeng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Mexico; 
Hung Chak Ho,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USA; Ge Chazhong,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China; Marion Cheatle, 
independent expert, UK; Mbow Cheikh,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Weixue Cheng,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China; Norma Cherry-Fevrier,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Affair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aint Lucia; 
Barthod Christian, Ministry of Ec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port and Housing, France; Adriano Ciani, Perugia University, 
Italy; Barbara Clark,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Denmark; Petru 
Cocirta,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Moldova; Ana Corado,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Sergio Ferreira Cortiz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Sylvie 
Cote, Environment Canada, Canada; Sandra De Carl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Nathalie Delrue, OECD, France; Xiangzheng De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Alvaro Aguilar DTaz, Ministerio 
de Ambiente, EnergTa y Telecomunicaciones, Costa Rica; Kelly Rain 
Dodg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Ida Edwertz,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Sweden; Kassem El-Saddik, Developpement Sans 
Frontieres, Lebanon; Karlheinz Erb, Institute of Social Ecology, USA; 
Keston Finch,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Jeff Fox,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Teodoro Georgiadis, Institute of 
Biometeorology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taly; Matthew 
Gerd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Anju Ghoorah,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uritius; Alexander 
Girvan,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Kees Klein 
Goldewijk,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Liza Grandia, Clark University, USA; Xia Guang,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Andres Guhl,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Colombia; Rodrigo Afonso Guimara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Slayde Hawkins, Forest Trends, USA; Hans-Joachim Hermann, 
Federal Environmental Agency, Germany; Jeff Herrick,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A; Vicki Hird, World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UK; Yi Huan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Lloyd C. Irland, 
University of Maine, USA; Klaus Jacob, Freie Universitat Berlin, 
Germany; Ljubomir Jeftic, independent consultant, Croatia; Gensuo 
Jia,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Li Jinhui, Basel Convention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China; Liu Jinyua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Daniel Jone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UK; Heather Jones-Otazo, Health 
Canada, Canada; Muhyiddine Jrad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Wilfred Kadewa, University of Malawi, Malawi; Douglas 
Karle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A; Jiang Kejun,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Martin Kijazi,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Nicolas King,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Denmark; 
Barbara Knox-Seith,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 
Noriko Kobayash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 Murari Lal,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Fiji; Greg Likne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A; Ronald Macfarlane, Toronto Public Health, Canada; 
Mazen Malkawi, WHO, Jordan; Cai Mantan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Ney Maranha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Saskia Marijnissen, 
UNDP/GEF Project on Partnership Interven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Action Programme for Lake 
Tanganyika, Burundi; Bernado Mark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razil; Mike McGahuey,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 Elizabeth McLanahan,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USA; Carlos Mena, Universidad San Francisco de 
Quito, Ecuador; Alexander Metcalf,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Frank Miiller, Asia Pacific Roundtable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hailand; Michele Muniz,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John K. Musingi,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Mark Nelso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USA; Keith 
E. Nichols, Organis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 Saint Lucia; 
Itzchel Niet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Mexico; 
Taina Nikula,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Finland; Theophile 
Niyonzim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Rwanda, Rwanda; Ambinintsoa 
Lucie Noasilalaonomenjanahar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Madagascar; Patrick Nussbaumer,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ustria; Htwe Nyo,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al Affairs, Myanmar; Alice Oluoko-Odingo,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Andrea Oncal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Konrad Otto-Zimmermann,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Germany; Dawn Parker,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Toral Patel-Weynand,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USA; Netatua Pelesikoti,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amoa; Maria Pena,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Barbados; Monica Per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Nicolas Perritaz,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Switzerland; 
Rebecca L. Powell, University of Denver, USA; Narcisa G. Pricope,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Kaushalya Ramachandran,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Dryland Agriculture,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dia; Maurice Rawlins,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Richard Rosem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Kurt 
Riitter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USA; Taeho Ro,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John Romankiewicz,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Dale Rothman, University of Denver, 
USA; Najib Saab, Arab Forum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ebanon; Nurhuda Binti Salam,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alaysia; 
Neil Sampson, Vision Forestry, LLC, USA; Henriette Schweizerhof,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Germany; Richard Sigman, OECD, France; Juliana Simo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Benjamin Sleeter, US Geological 
Survey, USA; Stephan Slingerland,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William Sonntag,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Anand Sookun,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Mauritius; Mary Beth Steisslinger, Global Commons Trust, USA; Karen 
Regina Suassun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Danling Tang,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Tracy Timmins,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Mary Andy Rowen 
Tobiason,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 Bella 
Tonkonogy, Department of Treasury, USA; Darin Toone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Jerry Touval, The Nature Conservancy, USA; 
Nathalie Unterstel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azil; Niko Urho,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Finland; Ingrid Verstraeten, US Geological 
Survey, USA; Anne Wein, US Geological Survey, USA; Judith S. Weis, 
Rutgers University, USA; Mona M. Westergaar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nmark; Dano Wilusz,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Maria Witmer,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Kerstin Wort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Germany; 
Lesley Woudberg,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ew Zealand; H. E. 
Mohammadi Zadeh,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Iran; Jieqing Zhang,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Daniel Ziegerer,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Switzerland.

个人和研究机构，包括政府、合作研究所、科学团体和私营部门，他

们以各种方式为GEO5 的评估过程做出贡献，包括GEO-5 区域和政

府间顾问机构：

非洲 : Ahmed Abdelrehim,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Arab Region and Europe, Egypt; Ali Adan Ali, National 
Museums of Kenya, Kenya; Jonathan Addo Allote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hana; Marie-Laetitia Busokeye, Rwanda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Rwanda; Lizete Marina Firmino,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Angola; Osman Mirghani Mohammed Ali, 
University of Khartoum, Sudan; Ayman Tharwat Am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gypt; Daniel S. Amlal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hana; Michelle Andriamahaz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adagascar; Samuel Ndonwi Ayonghe, University of Buea, 
Cameroon; Adnan A. Awad,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Robert Bakiik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Livelihood 
Improvement Bwaise Facility, Uganda; Ndey Sireng Bakurin,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The Gambia; Philip O. Bankole, Feder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igeria; Mohammed El Bouch, Ministry of Water 
and Environment, Morocco; Viriatu Cassama, Secretariat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inea-Bissau; Oliver 
Chapeyama, independent consultant, Botswana; Mbow Cheikh,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Thandiwe Chikomo, 
Birdlife International, Kenya; Tabeth Chiuta, World Fish Center, 
Zambia; Famara Drammeh, Daily Observer News Paper, The Gambia; 
Scopas Jibi Dim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South Sudan; Mathieu 
Ducrocq,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Mauritania; 
Nadia Makram Ebeid,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Arab Region and Europe, Egypt; Abu Bakr Elsiddig Ahmed Eltohami, 
Omdurman Ahlia University, Sudan; Thiyu Kohoga Essobiyou,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Resources, Togo; Serigne Fay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Michael Vosa Flym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Botswana; Cheikh Fofana, 
Secretariat Interimaire du Volet Environnement du NEPAD, Senegal; 
Louis Gachimbi,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Kenya; Tesfaye Woldeyes Gammo, Ethiopia; Brad Garanganga, SADC 
Drought Monitoring Centre, Zimbabwe; Jean Paul Gaudechoux, 
Indian Ocean Commission, Mauritius; Noha Ekram Abdel Gawad,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Arab Region and 
Europe, Egypt; Amadou Thierno Gay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Mercy Wamukore Gichora, Kenya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Kenya; John Githaiga,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Sives Govender, Network for the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Africa (EIS Africa), South Africa; 
Youssouf Hamadi, Ministry of Production, Fisheries, Environment, 
Industry, Energy and Handicraft, Comoros; Mamoudou Hamadou, 
Ministere de l'Hydraulique et de l'Environnement, Niger; Mohamed 
Salem Hamouda, Environment General Authority, Libya; Pascal 
Houenou, Network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Cote d'Ivoire; Issa Ibro, Ministere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 Lutte Contre la Desertification, Niger; I. A. Jaiyeob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Nigeria; Remi Jiagho, U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 Cameroon; Marie Rose Kabura,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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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Environment, Land Use and Urban Planning, Burundi; Wilfred 
Kadewa, University of Malawi, Malawi; Adjakouma Kakou, Radio des 
Nations Unies, Cote d'Ivoire; Timothy Kalum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enya; Mona Mohamed Kamal, Egyptian Environmental 
Affairs Agency, Egypt; Macharia Kam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enya; Alioune Kan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Samuel Kanyamibwa, independent consultant, Rwanda; 
Lydia Karanja,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Kenya; 
Charlotte Karibuhoye,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e du Banc d'Arguin, 
Senegal; Habtemariam Kass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 Ethiopia Office, Ethiopia; Norah M. Kendel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enya; Ahmed Khalil,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d Sea and Gulf of Aden, 
Sudan; Mamadou Khoum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nsulting, 
Senegal; John Kiringe,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Boniface Kiteme,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ASAL Development, Kenya; Yao 
Bernard Koff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Water and Forest, Cote d'Ivoire; 
Kassim Kulindwa,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 Christian Padingani Kunkad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innie Lau, Forest Trends, USA; Robert Lewis Lettington, 
legal consultant, Kenya; Everlyn Machar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enya; Lapologang Magol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Botswana; 
Amadou Maiga, Ministere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ssainissement, 
Mali; Willy R. Makundi, independent consultant, Tanzania; Joel 
Celestin Mamboundou, Croissance Saine Environnement, Gabon; 
Anna Mampy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and Tourism, 
South Africa; Paul Stephen Maro,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 Isabelle Masinde, African Wildlife Foundation, Kenya; 
Klaus Mithoefer, African Insect Science for Food and Health, Kenya; 
Nosiku S. Munyinda, University of Zambia, Zambia; Telly Eugene 
Muramira,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Uganda; 
John K. Musingi,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Mukundi Mutasa, 
Topline Research Solutions, Zimbabwe; Nyawira Muthiga,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Kenya; Francis Mwaura,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Richard Mwendandu,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Mineral 
Resources, Kenya; David Melchisedeck Yangbondo,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Jacques Andre Ndione, Centre de Suivi Ecologique, Senegal; 
Parkinson Ndony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Mineral Resources, 
Kenya; Alleta R. Nenguk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gency, 
Zimbabwe; Tcharbuahbokengo Nfinn, Fe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for Agricultural Revampment and Human 
Rights, Cameroon; Erasmo Roberto Nhachungu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Mozambique; Musisi Nkambw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Botswana; Isabelle Niang,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de Dakar, Senegal; Betty Nzioka,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Kenya; Jorge Rafael Jora Obiamo, Ministry of Fisheries and 
the Environment, Equatorial Guinea; David Obura, Coastal Ocea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dian Ocean, Kenya; Ochieng 
Ogodo,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Kenya; Jay O'Keeffe, 
Rhodes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Olukayode Oladipo, Bell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geria; Alice Oluoko-Odingo,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David Ongare,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Kenya; Alfred Opere, University of Nairobi, Kenya; George Olago 
Owu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enya; Chedly Rais, Regional 
Activity Centre for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Tunisia; Belinda Reyers,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South Africa; John L. 
Roberts, independent consultant, Mauritius; Houssein Rirache Roble, 
Dir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du Territoire et de l'Environnement, 

Djibouti; Mayar Sabet,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Arab Region and Europe, Egypt; Jefter Sakupwanya, ORGUT Consulting 
AB, Mozambique; Camille Flore Jepang Sandjong, Programme 
Regional Eau et Zones Humides, Cameroon; Gerald Musoke Sawula,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Uganda; Ashraf Nour 
Shalaby, League of Arab States, Egypt; Constantine Shayo, Tanzania; 
Cletus Ignace Shengena, Vice-President's Office, Tanzania; Gift 
Sikaundi, Environment Council of Zambia, Zambia; Nouri Souss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unisia; 
Sokhna Sy Diallo, Dir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es Etablissements 
Classes, Senegal; Egline Tawuya,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Musokotwane Environment Resource Centre 
for Southern Africa, Zimbabwe; Ben Wandago,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Eastern Africa Regional Office, Kenya; Baraza 
Wangwe,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Kenya; Harun 
Warui, Kenya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Kenya.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 Joseph Aitaro,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Palau; Chamina Priyankari Alexander, 
South Asia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Programme, Sri Lanka; Cholpon 
Alibakieva, State Agency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Forestry, 
Kyrgyz Republic; Chonchinee Amawatan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ailand; Saikia Anshuma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sia Regional Office, Thailand; Kamil Ashimov, State Agency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Forestry, Kyrgyzstan; Uddhav Prasad 
Baskot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epal; Henry Bastam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ndonesia; Mirza Salman Babar Be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akistan; Mantang Cai,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kihiro 
Chiashi, Ritsumeikan University, Japan; Kanchan Chopra, University 
of Delhi Enclave, India; Munir Chowdhur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Bangladesh; Yoo Yeon Chu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epublic of Korea; Nicholas T. Damme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donesia; Ashish Despande, Maulana Azud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dia; Laksmi Dhewanth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ndonesia; Chazhong Ge,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 Planning, 
China; Manuel D. Gerochi,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Philippines; Abbas Golriz,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and Specialized Agencies, Iran; Xia Guang,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Toshiaki Ichinos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Dahe Jiang,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Galiya Karibzhanov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azakhstan; Soudavee Keopaseuth,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 Lao PDR; Cheol Hee Kim,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Masanori Kobayashi,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Peter Kouwenhoven, CLIMsystems, 
New Zealand; D. Johny Kusum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ndonesia; 
Murari Lal,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Fiji; Kosimiki Latu,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amoa; 
Byoung Yoon Lee,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Republic 
of Korea; Dong Li,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Daniela Liggett,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Demetrio Jr. Luciano,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Philippines; Nguyen Hung Minh, 
Vietnam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 Vietnam; Arabindra Mishra,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Khieu Muth,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ambodia; Seul-ki Myoung, UNEP National Committee, 
Republic of Korea; Hasnun Naha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Bangladesh; Somrudee Nicrowattanayingyong, Thail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Thailand; Nuradi Noer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donesia; Rahul Pandey, Integrated General Systems 

Analysis Labs, India; Majid Shafie-Pour-Motlagh,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Iran; Meera Pandit Pattn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ailand; Batimaa Punsalmaa, Ministry of Natur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Mongolia; Atiq Rahman, Bangladesh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Bangladesh; Bakhodir Rakhmanov, State Committee for 
the Nature Protection, Uzbekistan; Neelam Rana,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Group, India; Kim Sangho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epublic of Korea; Vivek Saxen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India; Heinz Schandl,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Australia; M. I. Sharif, Bangladesh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Bangladesh; Keshav Prasad Sharm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epal; Leena Srivastava,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Anond Snidvongs, Southeast Asia START Regional 
Center, Thailand; Laska Soph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ambodia; 
Nguyen Van Tai,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Policy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ietnam; Kiyoshi Takahash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Eiji Tanak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 Abhimuk Tantihabhakul, Office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 Thailand; Tshering Tashi, 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ission, Bhutan; Nenenteiti Teariki-Ruatu,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Lands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Kiribati; Maung 
Maung Th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Forestry, 
Myanmar; Somsak Triamjangaru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ailand; 
Karma Tshering, 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ission, Bhutan; Hoang 
Duong Tu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ietnam; 
Ahmed Ashan Uddin, Center for Global Change, Bangladesh; Jinnan 
Wang,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China; Supat 
Wangwongwatana,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ailand; Yohpy Ichsan Warda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donesia; Albert Abel William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Vanuatu; Huang Yi,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Hai Yu,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Zhang Yut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ina; Tshewang Zangmo, 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ission, Bhutan.

欧洲 : Rashad Allahverdiyev,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Azerbaijan; Ros Almond, World Wildlife Fund IUCN/SSC 
Sustainable Use Specialist Group, UK; Valentine Altmat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rance; Markus Aman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Austria; Erik Ansik,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arrett, University of York, UK; Heike 
Baumueller, Chatham House, UK; Volodymyr Bilokon,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kraine; Bastian Bomhard, 
UNEP-WCMC, UK; Ninni Maud Christina Lundblad Boren,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weden; Daniela Breidl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stria; Andreas Michael Burger, Federal 
Environmental Agency, Germany; Olga Butko,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kraine; Francisco Cadars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Environment, Spain; Sophie Cond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France; William Darwall,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K; Nicolas Dasnoi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rance; David Dent, CABI Bioscience, UK; Erdogan 
Erturk, Ministry of Forestry and Water Affairs, Turkey; Joan Fabres, 
UNEP/ GRID-Arendal, Norway; Jon Gedd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K; Luminita Guminita Ghit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Romania; Nino Gokhelashvil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Georgia; Richard Gregory,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UK; 
Charles Hieronymi,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Switzerland; 
Peter Hooda,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UK; Monika Kaczynska,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Poland; Larisa Kharatova, Ministry of 
Nature Protection, Armenia; Richard Klein,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weden; Natalija Koprivanac, University of Zagreb, Croatia; 
Hratch Kouyoumjian, Reg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bservatory, UK; Fred Langeweg,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Evgeny Lazarev,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elarus; Melissa Leach,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UK; 
Rik Leemans, Earth Systems Science Partnership, Netherlands; Roger 
Levett, Levett-Therivel, UK; Georgina Mac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K; Tural Mammadov,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Azerbaijan; Tom Manders,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Peter P. Mollinga,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Davut Oguz, Ministry of Forest and Water Affairs, Turkey; Nebojsa 
D. Redz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erbia; Lisa Schipper,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weden; Rima Mekdaschi Studeer,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George Dragos Zaharescu, Vigo 
University, Spain; Dalia Mai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Romania; Juliet Migw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ited Kingdom; 
Marketa Moh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Czech Republic; Markus 
Ohndorf, Institut fur Umweltentscheidungen (ETH Zurich), Switzerland; 
Veronique Plocq-Fichelet,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 France; John Laing Roberts, independent expert, UK; 
Renate Schubert,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itzerland; 
David Stanners,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Denmark; Wendelin 
Stark,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itzerland; Thomas 
Stratenwerth,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Germany; Petra Tacheci,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Czech Republic; Victoria Thoresen,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bout Responsible Living, Norway; Jurjen van 
der Vlug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etherland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Gherda Barreto, Ministerio del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Nicaragua; Marcela Bonilla,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Colombia; Ralph Carnegie,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Barbados; Monica Castillo, Comision Centroamericana de Ambiente 
y Desarrollo, El Salvador; Candy Degracia, Asociacion Panama 
Verde, Panama; Randolph Antonio Edmead, Minist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int Kitts and Nevis; Edgar Ek,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Belize; Kenneth Fearon, Panama; Jose Feres,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Brazil; Argelia Estela Fernandez, Agencia 
de Medio Ambiente, Cuba; Edwin Giovanni Tobar Guzman, Ministerio 
de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Guatemala; Arica Marianne Hil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and, Housing, and the Environment, Antigua 
and Barbuda; Kenrick Leslie, Caribbean Community Climate Change 
Centre, Belize; Patricia Maccagno, SecretarTa de Medio Ambiente 
y Desarrollo Sustentable, Argentina; Mirella Martinez,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USA; Diana Martucci, Ministerio del Ambiente, Ecuador; 
Anthony McKenzie, 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gency, 
Jamaica; Marcelo Nunez,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Ecuador; 
Gabriel RodrTguez Marquez, Instituto Interamericano de Cooperacion 
para la Agricultura, Costa Rica; Cesar E. RodrTguez Ortega, SecretarTa 
de Medio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 SEMARNAT, Mexico; 
Luis Javier Campuzano P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exico; 
Jose-Manuel Sandov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ombia; Sealy Se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Water 
Resources and Drainage, Barbados; Rodrigo Tarte, Fundacion Ciudad 
del Saber, Panama; Vaitoti Tupa, National Environment Service, Cook 
Islands; Malena Sarlo, Fundacion Mar Viva, Panama; Jessica Young, 
Fundacion Mar Viva, Pa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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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 Karen Bakk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cott 
Barcla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A; M. Bruce Be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Luc Bouthilier, Universite Laval, Canada; Paula 
Brand, Environment Canada, Canada; Edward Carr,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USA; Richard Connor, Unisfera International Centre, 
Canada; Tooney Dar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Ligia Castro de 
Doens, Land Eco Services, USA; Stewart Elgie,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James Galloway, Nitrogen Initiative, USA; Kathryn Harris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David Hou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Giorgios Kall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Douglas Macdonald,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Ronald 
Macfarlane, Toronto Public Health, Canada; Jerry Melillo, The 
Ecosystems Center, USA; Jean Mercier, Universite Laval, Canada; Tim 
Morris, Walter and Duncan Gordon Foundation, USA; Adil Najam, 
Boston University, USA; Daniel Paul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Jim Per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Rebecca L. Powell, 
University of Denver, USA; Carmen Revenga, The Nature Conservancy, 
USA; Andrew Rosenberg,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USA; Roberto 
Sanchez-Rodriguez,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Beverly 
Sithole, Management Consulting, USA; John D. Shilling, Millennium 
Institute, USA; Sarah Ryk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USA; Liana Talaue-Mcmanus, University of Miami, USA; Tim Weis, The 
Pembina Institute, Canada.

西非 : Hesham Abd-El Rasol,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Yousef Attallah Ibrahim Abu-Safieh, Palestinian Environment 
Quality Authority, Palestine; Mohammad Mosa Afaneh,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Jordan; Saif Saad Abdaljabbar Al-Aan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raq; Ahmed Hammodi Hamdi Al-Hussein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raq; Lulwa N. Ali, Kuwait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uwait; Sabah Aljenaid,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Bahrain; Khalil Ismail Abdulsahib Al-Mosaw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raq; Bara Al-Nakeeb,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raq; Maha 
Al-Sabbagh,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Hashim Al-Sayed, 
University of Bahrain, Bahrain; Waleed Al-Zubari,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Yahia Awaidah, Consulta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ria; Mohammad Badran,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d Sea and Gulf of Aden, 
Saudi Arabia; Abdullah Droubi, The Arab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Arid 
Zones, Syria; Alaa El-Sadek,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Anwar 
Abdu Khalil,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Mohammed Alaa Abdel 
Moat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Qatar; Abdel Hadi Mohamed,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Riad Sadek,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Mohammed Saidam,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ral Unit, Jordan; Ahmed Salih,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Walid Rajab Shahin, National Energy Research Center, Jordan; Batir 
Wardam,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Jordan.

GEO 学者实物支持 :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Antioch 
University, USA; Regional Resource Centr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ailand; Bogazici University, Turkey;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Concepcion University, Chile; 
UNEP/ GRID-Arendal, Norway;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IGAD Climate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 Centre, 
Kenya; Lanzhou University, China; Lund University, Swede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Red Mercosur, Uruguay; 
Chatham House, UK;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Water 
Center for the Humid Tropic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anama.

研究机构和组织的贡献 : Abu Dhabi Global Environmental Data 
Initiative (AGEDI); Arabian Gulf University, Bahrain; Alexandria 
University, Egyp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Philippin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Centre de Suivi Ecologique, Senegal;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Arab Region and Europe, Egyp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la EconomTa Mundial, Cuba;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pplied Arts of Trinidad and 
Tobago, Trinidad and Tobago;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anada;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Uzbekistan; DIVERSITAS -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France; Earth System 
Science Partnership, Franc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Denmark;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 
Laboratory, Brazil; Higher Institute for Water Management, Syria;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Germany; Indiana 
University, USA; Indian Ocean Commission, Mauritius; Institut fur 
Umweltentscheidungen (ETH Zurich), Switzerland;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Institute Oswaldo Cruz, Brazi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omb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ada;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er, Panama;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Cameroon and Thailand;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 Southeast Asia, Lao PDR; Kuwait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uwai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 Ugand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rgentina; Network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Cote d'Ivoire;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d Sea and Gulf of Aden,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Secretaria de Medio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Mexico; Secretariat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anada; Secretariat of the UN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i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Serious Drought and/or Desertification, Particularly in Africa, 
Germany; Secretariat of the UN-REDD Programme, Switzerland;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Musokotwane 
Environment Resource Centre for Southern Africa, Zimbabwe;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weden, Thailand and United 
Kingdom; The Arab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Arid Zones, Syria; The 
Cropper Foundation, Trinidad and Tobago;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Tishreen University, Syria; Universidad del PacTfico, 
Peru;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Mexico; University 
of Bahrain, Bahra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r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Forestry, Canada;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USA.

注：提供的专家隶属机构仅作识别之用。国家名称通常是指该专家所

隶属该机构的位置。 

Abundance 丰度

指个体数量，或者用来衡量人口、群落或空间单位的数量（如生物的
数量）。

Abrupt change 突变

指发生如此迅速和意外的变化，致使人类或自然系统很难适应它。

Acidification 酸化

指由于酸性物质浓度的增加导致环境自然化学平衡的变化。

Acidity 酸度

是衡量溶液酸性程度的标准。当 pH 小于 7.0 时，溶液就是酸性。

Adaptation 适应

指面对新的或正在改变的环境，自然系统、人类系统所作出的调节，
包括预期反馈适应、个人和群体适应以及自主和计划适应。

Adaptive capacity 适应能力

指一个系统、地区或群落适应一系列变化产生的影响或作用的潜力和
能力。适应能力的加强意味着对付变化和不确定性、降低脆弱性和促
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加强。

Adaptive governance 自适应治理

指一种包含了适应性管理、适应性政策制定和转型管理等方法来应对
复杂的、不确定的和动态问题的治理方法。自适应治理管理依赖用于
多尺度决策设计的多中心制度性安排。跨越地方和全球水平，这种形
式的治理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合作、灵活、学习型的方法。

Adap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自适应环境治理

指以对不断发展的环境问题的当代认识和持续分析为基础的政策设计
和执行过程。跨越地方和全球层面，它依赖于用于多尺度决策的多中
心制度安排，并提供能够随着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发展的，基于证据
的，协商的和参与性的生态系统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 适应性管理

是一个系统化管理的范例，它假定自然资源管理政策和行动不是静态
的，但可根据新的科学和社会经济信息的结合来调整。

Aerosols 气溶胶

指空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物质的集合体，一般在 0.01~10 微米，
能够在大气中滞留数小时以上，气溶胶产生的原因可以是自然因素也
可以是人为因素。Afforestation 造林指在土地上种植人造林，但是
它不属于森林范畴。

词汇表

Alien species (also non-native, non-indigenous, foreign, exotic) 
外来种（非本地种）

指被引入非该物种正常分布地区的物种。

Aquatic ecosystem 水生生态系统

是一个基本生态单位，其中的生物与非生物因素都在水环境之中。

Arable land 耕地

指用于种植农作物（多次种植地区只能计入一次）、种植草场或放牧、
为市场或自家提供蔬菜水果和花的农圃和菜园，以及休耕（少于 5 年）
的土地。由于种植物的改变而被弃置的土地不能归于此类。

Anthropocene 人类世

是一个科学家们用来命名一个新的地质时期的术语（在全新世之后），
它以在地球大气层、生物圈和水圈中主要起因于人类活动的重大变化
为特征。

Anthroposphere 人类圈

指贯穿地球系统的全部人类存在，包括它的文化、技术、建筑环境，
和与之相关的活动。人类圈与人类世这个术语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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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ccumulation 生物积累

指生物体中化学品浓度的上升。也用来描述一个生物体由于物质吸收
比率超过它的新陈代谢和排泄中化学品数量的递增。

Biocapacity 生物承载力

指当前管理条件和提取技术下，生态系统生产有用生物质和吸收人类
产生的废物的能力。一个地区的生物承载力的计算是用实际面积乘以
产出因子再乘以适当的等价因子得到的。通常，生物承载力以地球公
顷数为单位。

Biodiversity (a contra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指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包括物种间、生态系统间和栖息地间的遗传
水平的多样性。它包括个体数量、分布以及行为的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还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同样受生物多样性驱动力
的影响，而生物多样性本身也会影响到基因、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

Biofuel 生物燃料

指干燥有机质产生的燃料或植物的可燃油，如发酵的糖产生的酒精，
造纸产生的黑色液体，柴油和豆油等。

该术语表来自各章节的引用，术语的解释来自词汇表及以下组织、网络和项目的网站上可利用的其他资源：

美国气象学会、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交通优化中心、澳大利亚查尔斯 •达尔文大学、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特别是关于水禽栖息地（拉姆萨尔公约）、美国爱德华兹含水层网站、地球百科全书、欧盟委员

会环境A到 Z、欧洲信息学会、欧洲环境署、欧洲核学会、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新西兰研究、科学和技术基金会、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全球足迹网络、GreenFacts Glossary、美国伊利诺伊州洁净煤研究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国际农林研究中心、国际比较项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和社会国际研究所、

国际减灾战略、美国莱姆关节炎基金、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欧洲森林保护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

Natsource 公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国生计职业发展、美国 Redefining Progress 网站、SafariX 在线电子教科书、

TheFreeDictionary.com、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在发生严重干旱和 / 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的防治荒

漠化公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统计司、

美国农业部、美国内政部、美国交通部、美国能源信息署、美国环保局、美国地质调查局、USLegal.com; 荷兰水足

迹网络 ; 美国水质联合会、维基百科、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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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as 沼气

指动物的粪便、人类排泄物或农作物残余放在密封容器中发酵产生的
富含甲烷的气体。

Biogeochemical cycles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指在生物体（生物圈）和物质环境（大气层、水圈、岩石圈）之间的
化学元素和化合物的流动。

Biological corridor  生物走廊

特指恢复或保存由人类或自然原因而破碎的生境之间的联系的生境部
分。

Biomass 生物质

指包括地面和地下、活的和死亡的有机质，如树木、庄稼、草、树枝
和树根。

Biomagnification 生物放大作用

指在生物体内的，处于食物网较高营养级的某些物质的积累。生物体
在低营养水平上积累少量物质。在下一个更高级食物链中的生物体吃
很多这些低级的生物体，其因此积累了更大量的物质。当有高效吸收
和缓慢消除时，在食物网中的每个营养水平上的组织浓度就增加。

Biome 生物群落

指为了便于识别，仅次于全球水平的最大生态系统分类单位。陆地生态
系统主要是以植被为主（如森林和草原）。尽管群落中的生态系统功能
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在物种构成上非常不同。例如，所有森林都共享某
些特征，如营养循环、分布和生物量特征，这就不同于草原的特征。

Biosphere 生物圈

存在的生命有机体或能够支持生命的地球及其大气层部分。

Biotechnology (modern) 生物技术（现代）

指为了克服自然生理、生殖或重组的障碍，不在传统饲养和个体选择
中使用的试管核酸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包括 DNA 重组、直接向细
胞或器官细胞中注射核酸，以及不同类细胞间的融合。

Black carbon 炭黑

指以光吸收和化学反应性和 / 或热稳定性测量为基础，在操作上定义
的气溶胶。炭黑是通过化石燃料、生物燃料和生物质的不完全燃烧形
成的，它是由于人为或自然产生的煤烟的部分排放。它由几个链接形
式的纯碳组成。炭黑通过吸收太阳光并重新散发热量到大气层中，以
及降低沉积在雪和冰中的反射率（反射阳光的能力）来使全球变暖。

Blue water 蓝水

指新鲜的地表和地下水，换言之，它是淡水湖泊、河流和地下蓄水层
的水。蓝水足迹是由于产品或服务生产而消耗的地表和地下水的总量。
蓝水消耗是指使用后蒸发或并入产品的淡水总量。它还包括从一个集
水区的地表或地下水中抽离出来，并返回到另一个集水区或海的水。
它是从地下水或地表水中抽离出来并且不返回其原本集水区的水量。

Bleaching (of coral reefs) 漂白（珊瑚礁）

指珊瑚在受到压力时驱逐与之共生的称为黄藻的微藻虫时产生的一种
现象。其结果导致了光合作用的色素的严重减少甚至完全散失。大多
数成礁的珊瑚都有白色碳酸钙骨架，可以提过珊瑚的组织看出来，珊
瑚礁呈现出漂白现象。

Capacity development  能力发展

指通过个体、组织和社会获得、加强和维持设定和最终达到他们自己
的发展目标的能力的过程。

Cap and trade (system) 限量管制与交易（系统）

指规定了排放量或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管理或规制系统，在配额分配完
后，由许可证交易来决定配额的价格。

Capital 资本

指用来实现个体目标的资源。因而，我们有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和土地、
水），实物资本（技术和工艺），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和联系），
经济资本（银行的存款、借款和信用）以及人力资本（教育和技能）。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quivalent or CO2e) 二氧化碳当量

指用来表明不同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能的通用计量单位。二氧化
碳——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气体，它是化学燃料和生物质燃烧、土地利
用变化和其他工业过程的一种副产品——是对其他温室气体的测量
参考。

Carbon sequestration 碳截存

指不在大气中而在碳库中增加碳含量的过程。

Carbon stock 碳储量

指在一个“池”，即指有能力积累或释放碳的库或系统，中所含的碳量。

Catchment (area) 流域（地区）

指降水流入河流、盆地或水库之中的土地面积。参见流域盆地。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核证减排量（CERs）

指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来核证温室气体进行的减排，
并以吨来衡量二氧化碳当量。

Civil society 民间团体

指代表公民利益和意志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总称。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清洁发展机制 (CDM)
是《京都议定书》第 12 条提供的机制，其是设计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通过允许工业化国家为减少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财政项目并由
此取得碳信用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指不论是由于自然变异还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随时间推移而发生
的任何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气候变化”指除在
类似时期内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
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所造成的气候变化。）

Climate proofing 气候防御

是一个速记术语，用来识别一个发展计划或任何其他特殊的自然或人
类资产由于气候变异和变化而产生的风险，并在实施项目周期中一个
或多个以下阶段：计划、设计、建设、运作和停止运作中，通过对环
境持久无害的，经济上可行的，和社会上可接受的变化，来确保那些
风险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Climate variability 气候变异

指在各种时空尺度上，忽略个别天气事件，气候变异的平均状态和其
他统计（如标准差和极端值的出现）情况。变异可能产生于气候系统
的自然内部过程（内部变异），或者产生于自然或人类外部施压（外
部变异）。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含氯氟烃（CFCs）

是一组化学品，由氯、氟和碳组成，高挥发性和低毒，以前广泛用作
制冷剂、溶剂、推进剂和发泡剂。含氯氟烃有消耗臭氧和全球变暖的
潜在可能。

Congener 同类物

化学术语，指普通化学结构的许多变异或组合的一种。

Conservation tillage 保护性耕作

指不必翻动土壤而将土壤表面破碎。

Consumptive water use 消耗性用水

指从一个水盆地中使用或调走水，抽走以后无法继续使用。

Cross-cutting issue 交叉领域问题

指若不参考通常被单独定义的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就不能被充分理
解或解释的问题。

Crowd-sourcing 众群外包

指涉及外包任务到人们（也称为人群）的网络的问题解决和生产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在线或离线发生。

Cultural services 文化服务

在生态系统范畴，人类所需的非物质收益，包括精神财富、认知拓展、
娱乐以及审美。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

指因过早死亡而造成的潜在寿命损失年和因伤残而造成的生育寿命损
失年的总数。

Datum 基准

指用来参考或分析的单条信息。

Dataset 数据集

指在一个特定问题上的数据集合。

DDT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滴滴涕杀虫剂（二氯二苯
二氯乙烷） 

指一种合成有机氯杀虫剂，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
中所列需要控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种。

Dead zone 死区

指部分水体由于缺氧而导致常规生物无法在此中生存。水体缺氧的原
因往往是土壤流失的化肥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进而造成水体缺氧。

Deforestation 毁林

将森林用地转换为非林用地。

Desertification 荒漠化

指因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干旱、半干旱和半干旱半
湿润地区提地退化现象。它越过了基础生态系统无法自行恢复的瓶颈，
要想恢复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灾害风险减少

指在可持续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利用社会来最小化脆弱性和灾害风险，
以避免（防止）或限制（缓解和防备）灾害的不利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

Drainage basin (also called watershed, river basin or 
catchment) 流域盆地（也叫流域、分水岭）

指降水流入的溪流、河流、湖泊和水库所在地区。它是一种陆地特征，
识别方法是在地图上两地区海拔最高点，通常是山脊间连线处。

Driver 驱动力

指在环境状况上施加压力的总体社会—经济力量。

Drylands 旱地

指具有两大制约，联系生态系统服务：初级生产和养分循环，以缺水
为特征的地区。被广泛认可的四个旱地子类型为：半湿润，半干旱，
干旱，和极旱，这体现了干旱或水分亏缺的上升水平。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

指由认证的机构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给与受到危险的个体采取行动
以防止或降低他们的危险和进行有效反应的准备。

Earth System 地球系统

地球系统是一个在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的组成部分，以及确定星
球及在其上的生命的状态和进化的进程上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社会—环
境系统。  

Ecoagriculture 生态农业

指同时发展农业生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并促进可持
续农村生计的景观管理办法。

Ecological footprint 生态足迹

指人口或活动使用来生产其消耗的所有资源，并吸纳相应废物（如来
自于化石燃料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利用现有技术和资源管理实
践，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个体的面积指数。生态足迹通常以全
球公顷衡量。

Ecosystem 生态系统

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体，以及它们所生活的非生物环境组成的交
互作用的动态复合功能单位。

Ecosystem approach 生态系统探讨

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的综合管理策略，以公平的方式推动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生态系统探讨是以恰当的科学方法应用为基础，集中在生物
组织水平上的管理方法。生物组织水平是指围绕生物体的核心构造、
生命过程、功能和交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处的环境为研究内容。生态系
统探讨认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是多种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Ecosystem function 生态系统功能

指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完整性（如基本的繁殖、食物链和生物化学循环）
的条件和作用过程，是生态系统的内生特征。生态系统功能包括分解、
生产、营养物质循环、营养和能量的流动等过程。

Ecosystem health 生态系统健康

指生态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完整程度是合理地完整，生态系统持续复原
能力水平、繁殖和恢复能力水平。

Ecosystem management 生态系统管理

指为了自然和改进的生态系统的持续性，维持和恢复其组成、结构、
功能和提供服务的途径，它着眼于适应未来期望状况和综合了生态、
社会经济和制度角度的发展远景的需求，被应用到地理学框架之中，
基本界定在自然生态边界内。

Ecosystem resilience 生态系统复原能力

指生态系统在不改变自身结构或改变产出的情况下能承受的干扰水
平。复原能力靠生态动态机制，以及人类对机制理解、管理和反馈的
组织和制度能力。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服务

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包括供应服务如食物、水，调节服务
如控制洪水和疾病，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和文化收益，以及支持服
务如维持地球生命的物质循环。又是也被称为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Ecotourism 生态旅游

指为见证特定地点或地区的自然或生态质量而进行的旅游，包括为促
进这种旅游所提供的生态友好型服务。

Effluent 污水

涉及水质量问题，指来自工业生产过程和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或没处
理的）排放到环境之中的废液。

El Nino (also 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厄尔尼诺（也
叫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从起源来说，它是一股暖流，周期性流动在厄瓜多尔和秘鲁海岸，影
响当地渔业的现象。该海洋性事件与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气压振动和
循环有关，也叫南方涛动事件。与大气海洋现象相伴而行的是厄尔尼
诺 - 南方涛动现象。在一次厄尔尼诺中，盛行的信风减弱而赤道逆向
风增强，引起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海面暖流向东流动到南美洲海岸的秘
鲁寒流上层。事件对热带太平洋地区的风、海洋表面温度和降水产生
了巨大影响，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许多地区的气候也造成了影
响。与厄尔尼诺相反的过程叫做拉尼娜。

Emission inventory 排放清单

指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和种类的详细资料。

Endangered species 濒危物种

指用可获得的证据，能表明其符合 IUCN 红色名录所列濒危种类的 A
到 E 标准之一的物种，也就是被认为在野生环境中具有高度灭绝风险
的物种。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环境教育

指认识价值和澄清概念，以发展必要的技能和态度去理解和领会人类
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生物物理环境的过程。环境教育也需要在
与环境质量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决策和制定行为准则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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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statistics 环境统计

指描述环境中的状态和趋势的数据，包括自然环境（空气 / 气候、水、
土地 / 土壤）的媒质，媒质内部的生物体和人类住区。

Endocrine disruptor 内分泌干扰素

指干扰（通过模仿、阻塞、抑制或刺激）内分泌系统功能，及因此对
一个完整有机体，或它的后代，或（子）人群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
外部物质。

Energy intensity 能源强度

指能源消耗与经济或物量产出的比值。国家层次的能源强度是指国内
主要能源消费总量或者最终能源消耗量比国内生产总值或物量产出的
比值。能源强度越低表明能源的利用效率越高。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环境评价

指对支持决策的信息实施必要、客观的评估和分析的全过程。它将现
有专家判断应用到现有知识之中，为政策相关问题提供科学可信的答
案和量化的可信度水平。它降低了复杂性却增加了用概述、综合和情
景构建得来的结果，鉴别出哪些是已知的和广泛认可的，哪些是未知
的和无法通过的内容。它使科学界参与到政策需求中，也使政策界参
与到科学行动之中。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环境影响评价

指系统检查给定活动（项目）的执行所产生的可能环境影响的分析过
程或程序。目的是确保活动执行的决策前考虑决策可能的环境影响。

Environmental flows  环境流

指维持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以及依赖于这些生态系统的人类生计和
人类福祉所需的水流的数量、时间和质量。通过实施环境流，水资源
管理者努力作成一个为人类利用和维持支持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所需
的基本过程的流动制度或模式。

Environmental health 环境卫生

指人类健康和疾病中受环境因子影响的方面。它也可以指评估和控制
可能影响健康的因子的实践和理论。环境卫生包括化学品、辐射和生
物药剂的直接病理学影响，以及广义的物理、心理、社会和美学环境
对健康和福利产生的影响（通常是间接的），还包括住房、城市发展、
土地使用和交通。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环境监测

指对环境的常规、可比测量或数据的时间序列。

Environmental policy 环境政策

指以主动解决环境问题和迎接环境挑战为目的的政策。

Equity 公平

指权利、分配和使用的平等。不同情景下，公平可指对资源、服务或
权力的获取。

Eutrophication 富营养化

指由于营养物质（主要是氮化物和磷）富集导致植物（主要是藻类）
过度生长和腐烂而产生的水质退化的现象。湖泊的富营养化通常导致
了湖泊演化过程，变成沼泽或湿地，最后变成旱地。人类的活动会加
速富营养化和湖泊的衰退过程。

Evapotranspiration 蒸腾作用

指土壤或地面水体蒸发和动植物水分运输中的水量损失。

E-waste (electronic waste) E- 废弃物（电子废弃物）

是一个包含已被认为没有价值和被弃置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各种形式
通用术语。

External cost (also externality) 外部成本（也称为外部性）

指不包括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市场价格在内的成本。换言之，外部成本
是指没有被产生成本的对象所承担的成本，如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中所
产生的清污成本。

Feedback  反馈

指由反应推动的非线性变化，既可以是抑制变化（消极反馈），也可
以是加强变化（积极的反馈）。

Floods (river, flash and storm surge) 洪水（河流、暴洪和风暴潮）

通常分为三种类型：江汛，暴洪和风暴潮。江汛起因于强烈的和 / 或
大范围的持久性降雨。暴洪大多为起因于小区域短时间内的强降雨的
当地活动。当来自于海洋或大湖泊的洪水被风或风暴推到陆地上时就
发生风暴潮。

Food security 粮食安全

指物质上的和经济上的粮食获取，以满足人们饮食需求以及食物的偏好。

Forest 森林

指树高 5 米以上，盖度高于 10%（或树能达到生长临界值），面积
大于 0.5 公顷的土地。它不包括农业为主的农业用地和城市用地。

Forest degradation 森林退化

指对树木和森林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降低了供给产品和 /
服务的能力的森林内变化。

Forest management 森林管理

指为了实现特定环境、经济、社会和 / 或文化目标，管理和使用森林
和其他林地的规划和实施过程。

Forest plantation 森林种植

指造林和重造林工程中种植的林木和树苗。他们通常采用引入树种（全
部是树苗），或是集中管理的本地树种，以符合以下标准：种植 1~2
种树种，恰当的树龄差别和树间距。“人工林”是种植的另一术语。

Fossil fuel 化石燃料

指由死于数百万年前的动植物腐烂尸体所形成的煤、天然气和石油产
品（如石油）。

Fuel cell 燃料电池

指一种可以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它可以由外部供给的燃
料（如正极的氢）和氧化剂（如阴极的氧）来产生电能。电解液就是
靠这个反应。只要能维持所需，燃料电池实际上可以持续工作。燃料
电池与电池不同，需要消耗反应物，所以必须补充反应物，而电池则
将电能以化学能方式储存在闭合系统中。燃料电池最大的优点是产生
的污染物非常少——用于产生电能的氧和氢最后合成了水。燃料电池
现被开发为机动车的固定电源。

Genetic diversity 遗传多样性

指特定物种、种或属的基因多样性。

GEO Data Portal (now Environmental Data Explorer) 《全球环境
展望》数据门户（现为环境数据浏览器）

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在《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和其他综
合环境评估中使用的数据集来源。其网上数据库拥有超过 500 个不
同的变量，包括国家的、分区域的、区域的和全球的数据，以及地理
空间数据集（地图），涵盖如淡水、人口、森林、排放物、气候、灾
害、健康和 GDP。Geodata.grid.unep.ch

Global commons 全球公域

指自然的无主资产，如大气、海洋、外层空间和南极。

Global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of Systems (GEOSS) 全球地
球观测系统（GEOSS）

指一个旨在将全球现有的和计划中的地球观测系统（例如，气象站和
海洋浮标的卫星和网络）联系起来的网络，其在目前存在的缺口上支
持新系统的发展，促进通用技术标准，以使从数以千计不同仪器中获
取的数据能够组成连贯性的数据集。它旨在为决策者和其他在如健康、
农业和灾害等领域的使用者提供决策支持工具。

Global hectare 全球公顷

指对资源生产和废物吸收的全球平均能力的假定公顷。

Glob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全球（国际）
环境治理

指调整社会—自然交互作用和制作环境成果的法律和机构的集合。

Global observation system  全球观测系统

指一套针对各种指标，如生物多样性、水质和水量、大气污染、土地
退化和化学品释放，在全球范围内收集许多所需数据的协调监测活动。

Global public good 全球公共物品

指涵盖多个国家集团和所有人群的，有普遍利益的公共物品。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指由温室气体排放入大气而引起的地面气温也就是全球温度的上升。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指全球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在贸易和资金流、文化和技术的转让渠道
递增的一体化趋势。

Governance 治理

指社会组织控制的行动、过程或权力。例如，存在通过国家、市场或
民间社会团体和当地组织的治理。治理依靠制度（法律）、产权制度
和社会组织形式来行使。

Greenhouse effect 温室效应

指来自于行星表面的热辐射被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所吸收，并向所有方
向再辐射的过程。由于部分这种再辐射是回到大气底层或表层的，这
就导致一个海拔的平均表面温度高于其没有温室气体时的温度。

Greenhouse gases (GHGs) 温室气体（GHGs）

指吸收并放出热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大气中的气体成分。它的属性
将导致温室效应。水蒸气（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
甲烷（CH4）和臭氧（O3）是地球大气层主要的温室气体。例如卤烃
和其他氯和溴物质则是大气层中人为的温室气体。除了 CO2, N2O 和
CH4，《京都议定书》还指出了六氟化硫 (SF6), 氢氟烃 (HFCs), 全氟
化碳 (PFCs) and 三氟化氮 (NF3)。

Green water 绿水

指没有流失或补给地下水，而被储存在土壤中或暂时留在土壤或植被
之上的陆地降水。这部分降水通过植物来蒸发或排出。绿水足迹是在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雨水量。这与农业和林业产品（基于作物或木材的
产品）尤其相关，它是指雨水蒸散总量（来自田地和种植园）加上吸
收进收获的作物或木材的水分。

Grey water 灰水

指已经因工业、农业或国内的人类使用而受到不利影响的水质。一个
产品的灰水足迹是一个可以与在整个供应链上产品的生产有关的淡水
污染指标。它被定义为被要求吸收以自然背景浓度和现有的环境水质
标准为基础的污染物负荷量的淡水量。它被认为是稀释在水质保持上
述商定水质标准这个程度的污染物所需的淡水量。

Ground-truthing 地面实测

指由卫星图像、航拍照片的内容 - 或以它们为基础的地图—通过现场
考察和实地调查来与地面实况相比的过程。它被用来验证图像或它们
已被译制成地图的方法的准确性。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国在一年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可
以把所有经济收入—工资、利息、利润和租金—或支出—消费、投资、
政府采购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加起来衡量。

Groundwater 地下水

指向下流动或渗漏和浸透土壤或岩石、可供给泉和井的水。浸透区的
上层表面就是地下水位。

Gyres 环流

是一个旋转洋流的大型系统，主要动力为风的运动。大型环流存在于
印度洋、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

Habitat 栖息地

（1）指生物体或种群自然存在的地方或某类地点。
（2）指区别于地里的、非生命和生命特征的陆地或水生地区，不论
是完全天然的还是半天然的。

Habitat fragmentation 生境破碎化

指导致来自于连续性更大的先前状态的生境单元空间隔离的生境变化。

Hard law 硬法

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它是精确的（或通过判决或详细规定的发
布来使其精确），它授权解释和执行法律。在国际法的背景下，硬法
是指条约或国际协议，以及习惯法。这些文件对国家和其他国际实体
产生强制性的义务和权利。参见“软法”。

Hazard 灾害

指一种潜在有破坏性的自然事件、现象或人类活动，会引起死亡或受
伤、财产损失、社会经济混乱或环境退化。

Hazardous waste 有害废弃物

指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已用或废弃的物料。有害废弃物包括重金
属、有毒化学品、医疗垃圾或放射性物质。
Heavy metals 重金属是金属和半金属（非金属）的统称，如砷、镉、
硌、铜、铅、汞、镍和锌，它们都存在污染性和潜在毒性。

High seas 公海

指国家权限之外的海区，在国家专属经济区或其他陆地水域之外。

Human well-being  人类福祉

指个人能以自已期望的方式生活，实现抱负的机遇的水平。人类福祉
的基本组成包括：安全、物质需求、健康和社会关系。

Hydrochlorofluorocarbons (HCFCs) 氯氟烃（HCFCs）

是由氢、氯、氟和碳原子组成的有机和人造物质。由于氟氯烃的臭氧
消耗潜能值比氟氯化碳的低很多，氯氟烃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氟氯化碳
的临时替代品。

Hydrological cycle 水文循环

指水从大气到地面再回到大气中的连续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地面、海
洋或内陆水体的蒸发，浓缩形成云、降雨，积聚到土壤或水体中以及
再度蒸发。

Hydrosphere 水圈

是地球上水的总称，包括地表水（海洋、湖泊和河流中的水），地下
水（土壤中和地球表面下的水），雪、冰和大气中的水，包括水蒸气。

Hypoxia 缺氧

指缺少氧气。在水体富营养化和赤潮的情况下，缺氧是水中溶解氧耗
尽过程的结果。藻类的爆发性繁殖导致水体变得更加不透明，由此减
少水生植物在水下的可用光，并妨碍有利的人类用水。当赤潮生物死
亡后，藻体沉入水底，在细菌对其分解的过程中耗尽可利用的氧气。
缺氧在夏末尤为严重，甚至有些地区因为缺氧严重而被称为“死亡地
带”，因为那里只有细菌能够存活。

Improved drinking water 改善饮用水

“改善”饮用水的来源包括输送到民居的自来水；输送到庭院 / 小区
的自来水；公共水龙头或储水塔；管井或水井；受保护的挖井；受保
护的泉水；雨水。

Improved sanitation 改善环境卫生设施

 “改善”环境卫生设施包括马桶；下水道系统管道；化粪池；冲洗 /
倒冲的坑式厕所；通风的改良坑式厕所（VIP）；带平板的坑式厕所；
堆肥厕所。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ZM) 综合海岸带管理
（ICZM）

指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管理海岸资源和地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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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WRM) 综合水资源管
理（IWRM）

指促进水资源、土地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和管理的过程，以达到在不
危及至关重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方式中，使综合经济和社
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

Institutions 制度

指社会组织规范化模式：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准则、实践和协定。
该术语涉及广泛，可以包括法律、社会关系、产权和使用权体制、规
范、信念、习俗和行为准则，如多边环境协定、国际协定和资金机制。
制度可以是正式的（具体的、成文的、通常有国家的批准），也可以
是非正式的（非成文的、漠视的、默许的、互相认可和接受的）。正
式制度包括法律、国际环境协定、规章制度、谅解备忘录。非正式制
度包括非成文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制度应区别于组织机构。

IPCC scenarios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情景

是以 A1、A2、B1 和 B2 四个情景族系为基础的六个未来—排放情景。
其中，A 代表全球化发展，B 代表区域化发展，1 是指经济增长，2
是指环境管理。

IPAT formulation  IPAT 模型（影响 = 人口 x 人均财富量 x 技术）

影响 = 人口 x 人均财富量 x 技术。这是一个 20 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
来的公式，用来描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Jevons paradox  杰文斯悖论

是一个命题，即科技进步提高了被利用资源的效能，其往往会增加（而
非减少）资源的消费速率。

Joint Implementation 联合履约

是《京都议定书》第六条所提供的一种机制，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附件一中的国家帮助其他工业化国家实施减少净排放量的
财政项目时，其可以获得排放减量单位。

Kuznets curve (environmental)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指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根据经验证据，尽管经济增长强
劲，当地污染的某些形式（空气中的铅、硫）在工业化国家中显著下
降。这遵循了一个常规模式，即贫穷国家相对无污染，中等收入国家
更多污染，富裕国家又再次清洁。

Kyoto Protocol 《京都议定书》

指在 1997 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议定书。它从法律上规定了需遵守的义务，
包含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条款。议定书附件 B 中所有国家
（多数 OECD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一致同意控制本国的温室气
体（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和 NF3）排放，这些国家协定
期间（2008-2012 年）排放总量要在 1990 年水平上下降 5% 以上。
该协议将于 2012 年失效。

Land cover 土地覆盖

指土地的自然覆盖，通常是指植被覆盖或植被覆盖的缺失，受土地利
用的影响但不同于土地利用。

Land degradation 土地退化

指农田、牧场和林地中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的丧失。引起土地
退化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和不考虑可持续性的人类活动。

Land use 土地利用

指供不同的人类目的或经济活动的土地功能尺度。土地利用类别的例
子包括农业、工业用途、运输和保护区。

Land-use planning 土地利用规划

指对土地和水资源潜力的系统评估，供选择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其他物
质、社会和经济条件，以达到选择和采用对土地使用者最有利的土地
使用方案的目的。

Legal regime 法律制度

是一套管理某事的原则和规则，由法律创设的系统。它是法律规则的
框架。

Legitimacy 合法性

指用来衡量政治的可接受度或公平。国家法律在本国有合法性；地方法
律及实施在社会认可的体系中有效。在此体系中，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
系统赋予了它们的合法性。

Leverage point 杠杆点

指一个用相对少的力量便可以影响系统结构变化的位置。若少量的力
量引起的是小的变化，则这是一个低杠杆点；若少量的力量造成很大
的变化，则这是一个高杠杆点。

Life-cycle analysis 生命周期分析

指评估与一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相关的环境影响的技术—从原材
料的提取，到材料加工、生产、分配、使用、维修和保养，并处置或
回收（从摇篮到坟墓）。

Lifetime (in the atmosphere) 存留时间（大气中）

指用将大气污染物转变为其他化学合成物或用接收器吸收大气污染物
的方式，使由人为增加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回到自然水平（假设排放停
止情况下）所需的大致时间。存留时间可以从数小时或数周（硫酸盐
气溶胶）到超过 100 年（CFCs）。

Lithosphere 岩石圈

指地球的外层部分，由地壳和上地幔组成。它在约 55 千米厚的海洋
下方，并上至约 200 千米厚的大陆下方。与大气层和水圈相比，它
是地球的固体部分。

Low emission zone (LEZ) 低排放区（LEZ）

指限制或禁止造成污染的交通工具通行的市区。

Low-impact pesticides 低影响农药

指与其他农药相比被认为是风险最低的农药。为了使农药达到真正的
低影响，选择农药产品之外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包括时间、方法和
使用地点。

Lyme disease 莱姆病

指莱姆螺旋体菌引起的多系统细菌感染。这些细菌来自自然中野生动
物的身体，靠被感染的虱子在动物之间传播。人类和宠物都是虱子的
宿主。

Mainstreaming 主流化

指在问题中把某议题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

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物质流核算

指用于经济活动的所有物质的定量分析。它分析在物质提取期间流通
的总物质，和按它们的质量来衡量的经济进程中实际使用的物质。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 海洋保护区

指为了特别的保护目的，被指定、控制和管理的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区域。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千年发展目标

指八个千年发展目标—范围从极端贫困人口减半到遏止艾滋病毒 / 艾
滋病的蔓延和普及小学教育，完成所有这些的目标日期是 2015 年—
形成一份被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发展机构一致同意的蓝图。

Mega-cities 巨型城市

指拥有一千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地区。

Mega-heatwave  巨型热浪

指至少 7 天，在季节性更替的范围内不同于平常的幅度（约 >3 标准
差）的地区平均气温异常（超过 1 万平方千米的面积）的事件。

Morphology  形态学

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涉及生物体的形式，以及它们结构间的关系。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MEAs) 多边环境协议

指多个国家同意参与到针对具体环境问题行动的条约、协定、议定书
和契约。

Nanomaterial 纳米

指包含微粒的，自然、附带或人工的材料，在未绑定状态，作为集合
或附聚物，50% 或更多微粒在数量大小的分配上，一个或多个外型
尺寸范围在 1-100 纳米（一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这些微粒 /
物质通常被命名为纳米粒子（NPs），纳米化学物或纳米材料（NMs）。

Natural capital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的角色是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自然资本包
括土地、矿产、石油、太阳能、水、生物体和其他生态系统中所有组
分间相互作用所提供的服务。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净初级生产力

指在产生净有用化学能的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植物的速率。一些净初级
生产向初级生产者生长和繁殖，而一些则被食草动物消耗。

Nitrogen deposition 固氮

指主要来自二氧化氮和氨中的活性氮从大气进入生物圈的过程。

Non-state actors  非国家行为者

非国家行为者被分为以下实体：（一）在国际关系领域参与或采取行
动；具有足够力量来影响和改变政治的组织。（二）不属于或不以国
家结构或一国知名机构的形式存在，不具备合法主权，对一国人民和
领土的控制措施这些特征。

No-till (zero tillage) 免耕

指很少或没有事先整地的钻孔（缝合）播种的技术 ，它对土壤侵蚀
具有积极影响。

Nutrient pollution 营养盐污染

指过度营养进入所引起的水资源的污染。

Nutrients 营养物

指大约 20 种化学成分是生命体生长的必需品，包括氮、硫、磷和碳。

Oil sands 油沙

指沙、水和重油黏土的复杂混合物，也叫沥青。

Organic agriculture  有机农业

指维持土壤、生态系统和人们健康的生产系统。它依赖于生态进程、
生物多样性和适应当地条件的周期，而不是合成物投入的使用。

Organic carbon (OC) 有机碳

有机碳，应用于气候研究，通常是指气溶胶不是黑色的碳部分。该词
过于简单化，因为有机碳可能含有数百或数千个带有各种大气习性的
不同有机化合物。它是起因于碳气溶胶热分析的总量。 

Organizations 机构

指以特定目的的个人和团体。机构可以是政治组织（政党、政府和部
门）、经济组织（工业联盟）、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自助组织），
也可以是宗教组织（教堂及其信徒）。机构区别于制度。

Organochlorine compounds 有机氯化合物

指所有这类含有碳、氢、氯的有机化合物，如二恶英，聚氯化联苯
（PCBs）和一些杀虫剂（如 DDT）。

Overexploitation 过度开采

指不顾长期生态影响而过度使用原材料。

Overshoot  过载

指当人类在生物圈上的需求超过供给或再生能力时发生的情况。在全
球层面上，因为没有对地球资源的净出口，生态赤字和过冲是相同的。

Ozone layer 臭氧层

指离地面（称为平流层）10~50 千米高度的非常稀薄、臭氧集中的
的大气层。

Participatory approach 参与式办法

指对于所有成员的决策过程中，为保证人们有足够而平等的机会，针
对议程提出的问题，表达最后结果偏好的办法。参与可直接发生，或
通过法人代表发生。参与方式可以是达到一致的协商和职责的形式。

Particulate matter (PM) 颗粒物（PM）

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固体颗粒或液滴。

Pastoralism, pastoral system 畜牧、畜牧系统

指家畜饲养，是主要的获取畜产品的途径。

Pasture 牧场

指覆盖着草或牧草，用于或适于放牧牲畜的地面。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环境

服务付费 /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指给行动改变那些环境服务供应的土地
使用者以与环境服务要求相匹配的激励的适当机制。

Permafrost 冻土

指永久位于高寒地区，并持续被全年冻结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土壤、淤
泥和岩石。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指持久存在于环境中，通过食物链进行生物累积，构成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的化学物质。

Phytoplankton 浮游植物

指在淡水或盐水中缓慢浮游的微小植物。

Planetary boundaries 星球性边界

指被设计以明确一个让人类来给国际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国际组织、
民间团体、科学界和私营部门）作为可持续发展先决条件的安全运作
空间的框架。

Policy 政策

指干预行为或社会反馈的所有形式。它不仅包括目的性声明，还包括
其他形式的干预，例如经济手段的使用、市场创建、补贴、体制改革、
法制改革、分权和体制改良。政策可以看作治理的实践工具。当这样
的一种干预行为被国家强制执行时，它就称为公共政策。

Policy bank  政策银行

指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良好做法的智库，其受便利化服务支持，以帮助
利益相关者鉴别相关的政策教训和政策工具，并使其适应当地需求。

Policy dialogue 政策对话

指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当局和非政府组织，为意识提升、能力
建设、政策准备、政策实施而设的平台。

Policy diffusion 政策扩散

指一个政策在其他地区、领域、区域或部门中被接受、效仿、实施的
过程。

Polycentric 多中心的

有许多（尤其是权威或控制）的中心。

Pollutant 污染物

指当混入土壤、水体或空气时，会引起环境损害的所有物质。

Pollution 污染

指特定污染物作用使矿物质的存在、化学或物理属性变化不符合“好
或可接受”的质量水平，而符合“坏或不可接受”的质量水平时，就
是污染。

Poverty 贫困

指缺乏适量物质财富或金钱的国家。绝对贫困是指缺乏基本人类需求
（通常包括洁净和新鲜的水、营养、卫生保健、教育、衣着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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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

Precautionary approach/principle  预防方法 / 原则

预防方法或预防原则是指如果一个行动或政策存在对公众或环境造成
危害的潜在风险，在缺乏对“这个行动或政策是有害的”科学共识时，
证明其不是有害的责任就落在采取行动上。

Prediction 预测

指尝试对即将的情况作描述的行为，或者描述本身，如“明天会有 
30° C ，所以我们去海滩”。

Premature deaths 过早死亡

指由于存在风险因素而导致死亡发生得比没有风险因素时要早。

Primary energy 初级能源

指存在于自然资源（如煤、原油、日照、铀）之中，未经人类转化或
转变的能源。

Projection 规划

指尝试根据预先的假设前提对未来作描述的行为，或描述本身，例如
“假设明天气温 30° C ，我们就去海滩”。

Protected area 保护区

指一个被明确定义的地理空间，被公认，专设和管理的，通过法律或
其他有效手段，以实现相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长期自然
保护。

Propagation of effects 传播效应

指在一个系统中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随着这种影响通过系统上移（或
下移），甚至是非常小的一个，也可能导致较大的变化。

Provisioning services 供应服务

指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产品，包括，例如基因资源、食物、纤维和淡水。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公私伙伴关系

公共机构（联邦，州或地方）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的合约协议。通过
这样的协议，各部门（公共和私人）技能和资产提供的服务或设施是
共享的。

Public sector 公共部门

是社会的部分，包括一般的政府部门，加上所有的公法人（包括中央
银行）。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购买力平价

指购买单位基础流通货币（如美元）的数量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所需要的本地流通货币量。

Radiative forcing 辐射强迫

指在地球与空间的能量平衡中的净变化方法，即为入射的太阳辐射减
去传出的地面辐射的变化。

REDD/REDD+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指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 涉及优化
现有森林并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策需要致力于通
过向这些地区提供资金和投资来提高碳储量。

Reforestation 再造林

指在原先是林地，后被转作其他用途的地面上造林。

Remote sensing  遥感

指远距离对目标物体的数据收集。在环境领域，遥感通常是指气象学、
海洋学或土地覆盖物评估的空中或卫星数据。

Regulating services 调节服务

指从调节生态系统功能（如气候、水和人类疾病的调节) 中获取的收益。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可再生能源

指不靠燃料的有效贮存的能源。最广为人知的可再生能源是水力电能；
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太阳能、潮汐能、波浪能和风能。

Resilience 恢复力

指可能暴露有害环境中的系统、群落或社会，通过抵抗或改变以达到
和维持可承受水平的功能和结构的适应能力。

Resistance 抵抗力

指系统在不改变现有状态情况下承受驱动力影响的能力。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基于结果的管理

指建立在界定切合实际的预期结果，监控他们工作完成的进展，总结
管理决策中的经验教训，并报告业绩的管理办法。

Riparian 河岸的

指与自然水道岸边有关，或位于自然水道的岸边。通常指河流，但有
时也指湖泊、潮水或封闭海域。

River fragmentation  河流破碎化

指河流连通性和水流状态被改变（通常是被水坝和水库改变）的程度。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ROPME) Sea Area 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 （海域）

指围绕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ROPME）八个成员国的海域。成员
国包括：巴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Run-off 径流

指流经地表、最后流入溪流的降雨、融雪或灌溉水的一部分。径流可
从空气和土壤中吸收污染物，并携带汇入接收水体。

RUrbanism  乡镇主义

是根据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和人类福祉的融合来统筹城乡发展。

Sahel 荒漠草原（西非）

不严格地说，它是指分割撒哈拉沙漠和南部热带大草原的过渡狭长植
被带。该地区被用作农业生产和放牧，由于处于沙漠边缘地带，环境
条件恶劣，荒漠草原对人类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非常敏感。荒漠草原
包括塞内加尔、冈比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布
基纳法索、喀麦隆和乍得的部分地区。

Salinization/salination 盐化作用

指土壤中水溶性盐累积的过程。盐化作用可能会自然地或因为来源于
管理实践的条件而发生。

Scale 范围

指用于衡量和研究现象的空间、时间（定量的或分析性）尺度。于是，
具体问题的范围可以是考虑不同水平的（如当地的、地区的、国家的
和全球的）。

Scenario 情景

指以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对未来展现过程的描述，特别地，其组成之中
设定了初始状态，描述了导致未来特定状态的关键驱动力和变化。例
如，假设我们在海边度假，“如果明天气温 30° C，我们就去海滩”。

Seagrass bed 海草床

指丰富的草型海洋植物，通常生活在较浅、多沙或多泥的海底区域。

Secondary pollutant 二次污染物

指不直接排放的，而是其他污染物（初级污染物）在大气中发生反应
形成的污染物。

Security 安全

指个人和环境的安全。包括获取自然和其他资源，免受暴力、非法活
动和战争侵扰以及自然和人类引发的灾难。

Sequestration 封存

在 GEO-5 中，封存是指以捕获二氧化碳的方式来阻止其在一段特定
时间内直接向大气中排放。

Sediment 沉积物

指靠水体运输，或能在水中悬浮，或在水中沉积的，主要来自破裂岩
石的固体物质。

Sedimentation 沉降

狭义上是指悬浮于水中的沉积物沉积的活动或过程。广义上是指岩石
材料颗粒累积形成沉积物的所有过程。通常所说的沉降，不仅指在水
介质中，还指冰川中、风中和有机体中的。

Service advertising 服务性广告

指主要关注公益的广告。

Sex-disaggregated data 按性别分列的数据

指为了使男女的差别影响能够被衡量而按性别 / 性别取向来分列的数据。

Shared waters 共有水域

指多于两个政府享有的水资源。

Short-lived climate forcers 短期气候驱动物质

指诸如甲烷、炭黑、对流层臭氧和很多氢氟碳化物的物质，这些物质
对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这些物质与二氧化碳和其他寿命更长
的气体相比，在大气层中相对来说属于寿命短的。

Silvopastoral strategy 林牧复合生态战略

指为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把林木和灌木与有动物的牧场
相整合。

Siltation 淤积

指在河流、河床及水库底部，被完好分开的土壤和岩石颗粒的沉积。

Siting authority 选址授权

指一个明确和合法的机构授权的建设，例如，电力传输设备的建设。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指人与人之间为形成一个确立他们的道德和 / 或政治义务的社会而订
立的契约或协议。社会契约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并在双方同意的
基础上明确个人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Social learning 社会学习

指个人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并相应地改变自己行为的过程。

Social network 社交网络

指由一组参与者，如个人或组织，以及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如人
际关系、连接或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社会结构。

Soft law 软法

指既不具有实质上的严格约束力，也不完全失去法律意义的规则。它
们的义务、精密度和授权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被弱化。在国际法中，软
法是指设置行为标准的导则、政策声明或行为规范。但是，它们没有
直接的强制力。

Soil acidification 土壤酸化

指潮湿气候下发生的自然过程。长期以来土壤酸化一直是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酸雨影响陆地植物的生产力。

Species (biology) 物种（生物）

指生物体的混种组，他们可以通过繁殖离开所有其他生物体。在特定
分类中该规则有许多的特例。事实上，物种通常是在形态或遗传相似
性基础上的基本分类学单位。形态和遗传相似性曾经被界定和认可，
并赋予特定科学名称。

Species diversity 物种多样性

指物种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一般是在物种丰富、相对数量和相异性方面。

Species richness/abundance 物种丰富 / 数量多

指在给定样本、群落或地区中的物种数。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战略环境评价

指综合环境因素到政策、规划和计划之中并评估经济和社会联系的一
系列分析和参与过程。SEA 是针对规划、计划和政策的。它帮助决策
者更好地理解环境、社会和经济如何更好地组合在一起。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平流层臭氧耗竭

指平流层臭氧层的化学破坏，特别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

Structural adjustment 结构性调整

指一个旨在减少通货膨胀和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
济改革进程。

Supporting services 支撑服务

指其他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所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生物质
的生产、大气氧的产生、土壤的形成和保持、营养循环、水循环和栖
息地。

Surface water 地表水

指自然对大气开放的所有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溪流、坝水、
海域和河口。还包括泉、井及直接受地表水影响的水收集器。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指一种状态特征，在后代人其他地区人口的需求能满足的情况下，当
前和当地人口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状态。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可持续农牧业
生产

指为满足人类需求，同时保持或提高环境质量，为子孙后代保存自然
资源的农业和畜牧业资源管理。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 森林可持续经营

指对森林和林地管理和使用的一种方式和一种速度，保持生物多样性、
生产力、再生能力、生命力和履行潜力，现在和未来，相关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职能，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并不会造成对其他生
态系统的损害。
Symbiotic relationship 共生关系指两种不同生物通常因彼此互利而
紧密共存的种间关系。

Synergies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出现在两个或多个进程、组织、实体或其他媒介互动时，这
种方式的互动是成果大于它们单独作用的总和的。

System 系统

一个系统是指在一些边界内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的集合。

Taxonomy 分类学

指能反映进化关系或形态相似性的嵌套类别系统。

TechnoGarden 技术园区

技术园区情景描绘了一个强烈依赖于技术和高度管理的全球互联世
界，经常设计生态系统，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Technology 技术

指物质形态或知识的载体。例子有抽水构造（如管井）、可更新能源
技术和传统知识。技术和制度是有关的。任何的技都有一套使用、获
取、扩散和管理的实施方法、规则和规定。

Technology effect 技术效果

指由于技术创新而使资源消耗量净减少或至少人均影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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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ransfer 技术转让

指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专门知识、经验和设备的流动过程。

Temperate region 温带地区

指气候在温度和湿度上经历季节性变化的地区。地球上的温带地区主
要分布在南北纬 30°和 60°之间。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THC) 温盐环流

指海洋中大范围的受浓度驱动的循环，它是由温度和盐度的不同引起
的。在北大西洋，温盐环流由向北流的表层暖流和向南流的深层寒流
组成，结果导致热量的传输流向极点。表层水在很有限的高纬度地区
沉没。温盐环流也指全国海洋输送带或经向翻转环流（MOC）。

Threshold 临界点

指突然或迅速发生变化的一个系统过程的幅度水平。新特性出现在一
个生态、经济或其他系统中的要点或水平。在此水平，在较低水平可
以适用的基于关系式的预测就无效了。

Tipping point 转折点

指发生不可逆转新发展的关键时刻。

Tokenism  象征主义

指只做一个象征性努力的政策或做法。

Topography 地形学

指对一个地区的表面特征的研究或详细描述。

Toxic pollutants 有毒污染物

指由于机体摄取或吸收它们而导致死亡、疾病或先天性缺陷的污染物。

Traditional or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传统或本地的生态知识

指由有与自然环境互动历史的民族维持或发展的知识、秘诀、实践或
表现的累积体。

Transformation  转型

指正在转型的国家。在 GEO-5 的背景下，转型是指探寻阻止把地球
系统引入错误方向之事的机会，同时提供资源、能力和与可持续 - 世
界愿景相一致的有利环境的一系列行动。

Transitions 转换

指在结构、文化和实践中变化的社会系统的构成和运作的非线性、系
统性和根本性变化。

Transpiration 蒸腾作用

从植物的各部分蒸发丢失的水分，特别是在叶子中，但也在茎、花和
根中。

Trillion 万亿

1012 (1 000 000 000 000) 

Trophic level 营养级

指食物随着食物链间的联系连续变动的过程。根据简单化的图解，主
要生产者（浮游植物）组成了第一营养级，食草动物是第二营养级别，
食肉动物构成了第三营养级。

Tropospheric ozone  对流层臭氧

指在大气层底部的臭氧，并且人类、农作物和生态系统可暴露的层面。
也被称为地面臭氧。

Urban sprawl 城市扩展

指城市核心带通过无限外延、逾越城市边界的扩散发展。在城市边界
地带，低人口密度和商业发展加剧了土地使用权的分散。

Urbanization 城市化

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加过程。

Virtual water trade  虚拟水贸易

指当商品和服务被交易时，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水（嵌入式）也要被交
易的概念。

Vulnerability 脆弱性

指处于危险中人的内在特征。它是暴露在特定环境（如流域、内陆、
家庭、村庄、城市或家乡）中，对产生的影响具有揭发和敏感的能力，
或无法对付和适应。它是多方面的、多学科的、多部门的和动态的。
所说的暴露状况是指灾难，如干旱、冲突、价格大幅波动，也暗指社
会经济、制度和环境条件。

Wastewater treatment 废水处理

指为了降低污染水平而改变废水质量所采用的所有机械、生物和化学
过程。

Water conflict 水冲突

指国家，州或团体之间对于水资源的冲突。

Water footprint 水足迹

是一个着眼于消费者或生产者直接和间接用水的用水指标。个人、社区、
国家或商业的水足迹被定义为个人、社区或国家用来生产产品和服务，
或商业生产的淡水总量。

Water quality 水质

指水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特征，通常由特定目的决定适当水质水平。

Water scarcity 水资源短缺

指年水供给降到每人 1000 立方米以下，或者超过 40% 的可用水资
源被使用的情况。

Water security 水安全

是一个泛指水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术语，针对与水有关的灾害
（洪水和干旱）的保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和环境的水
功能和水服务的保障（有权使用）。

Water stress 水资源紧张

指由于供水紧张限制了食品生产、经济发展和影响人类健康情况下的
水资源状况。如果年水供给降到每人 1700 立方米以下，一个地区就
处于水资源紧张。

Wetland 湿地

指沼泽地、沼地、泥炭地、泥沼或水区，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
永久的还是短暂的，水是流动的还是静止的，淡水、淡盐水还是盐水，
湿地还包括海水潮汐深度不超过 6 米的海区。

Woodland 林地

指林木地，不属于森林，它面积大于 0.5 公顷，树高超过 5 米，盖度
为 5-10％，或树木能够达到，或与灌木组生长临界值，或灌木、树
丛和树的综合盖度在 10％以上。它也不包括以农业和城市用地为主
的地区。


